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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From the Editor




好员工的梦想之地

殷阿笛（Adi Ignat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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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管理这门学科中，最早也是最多涉及的，当数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文化打造。1966年，彼得德鲁克就告诫管理者：企业的资源包括很多，但真正的资源只有一项——人力资源。在所有如何提升组织绩效的研究中，通过文化建设来激发员工创造力的观点从未缺席，本期的聚光灯，我们重新聚焦这个“老”话题。

人才战略和组织文化虽然听起来老套，但在实践中从不缺乏创新。就像其他管理真知不断被挑战和颠覆一样，随着商业环境和竞争模式的变化，那些曾经被认为是HR管理的金科玉律也经历着不断的创新。在Netflix创立早期，其创始人兼CEO里德黑斯廷斯与公司的前CHO帕蒂麦考德（Patty McCord）一起制定了解释公司文化的文件，这份文件因其在HR领域的超前观念而备受推崇，谢莉尔桑德伯格称其为硅谷产生的最重要文件之一。

帕蒂麦考德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在本期聚光灯中，他撰文《Netflix颠覆传统HR》
 解释了这份127页文件的精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Netflix打破了很多HR领域公认的“最佳实践”。这些突破性的创新让Netflix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同样在文化建设上推陈出新的还有IDEO公司，这家设计界的翘楚通过打造“合作型互助”文化，让公司的创造力大放异彩。

另一篇文章，则着重讲述了贝莱德集团（BlackRock）的实践。这家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的成功被归因于它的“秘密武器”——卓越人才战略。

这些公司的一切努力不仅提高了业绩，也让公司更具人才吸引力。伟大的企业从来都是好员工的梦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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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行测试可以有效地剔除最不适合的人选，留下一小部分更合适的应聘者，进入更为耗费成本的具体面试中。作为招聘者初步筛选的参考依据，这种做法降低了简历的作用，能有效地反映出应聘者的真实水平。同时，更为便利的网上心理测试的出现大大降低了测试成本，合理化了招聘流程。






——约翰贝特森、约亨沃茨、尤金布尔克、卡尔利沃恩，《哈佛商业评论》2013年11月，《先测试，再面试》一文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践行“先测试，再面试”这一方法，并且发现，招聘评估特别适用于筛选海量应聘者。这不仅有利于节省时间，也有利于找到那些更匹配的应聘者。不过，在线测试无法传达我们的价值观，除非你真的清楚需要招什么人，并且能够把对该职位的想法融入到问题之中，再对应聘者进行测试。


——加雷斯约斯


The Chemistry集团合伙人兼首席解决方案设计师





经过多次观察，我发现，那些经验丰富的应聘者会拒绝参与测试，因为这会让他们感到尴尬和受辱。


——阿沛马图尔


MeritTrac Services高级产品经理





要做出改变很难。一方面是因为旧习难改，另一方面，要让招聘者放手、交由在线测试来筛选应聘者，这也出奇地难。传统做法虽有些老套，但毕竟广为人知，招聘者早已适应了这一套方法。而在招聘网站上过滤简历虽然让招聘者疲惫不堪，但是大多数招聘者的首要目标就是找到最匹配的应聘者。


——约翰霍斯金斯


SalesGenomix联合创始人兼首席销售官





我发现，测试应聘者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们在跨职能团队的经理面前做演讲。这能看出他们的准备程度，并且判断出以后在销售复杂解决方案时，他们会如何表现。有的人从简历上看非常优秀，可一到情境测试中就彻底崩溃，真令人吃惊。


——格里巴伦


Diligent eSecurity International业务拓展总监





测试只能一时有效，假以时日，人们就会适应它。教授们会教学生如何答题，昂贵的“应聘测试通关”课程也会在网上出现，全新的应聘书籍也会在一个月内出现。标准化测试一再证明，它们无法预测大学生们谁会成功。既然如此，把它放到职场里，又能有什么不同呢？


——亚历克斯曼纽尔加约诺


Skypatrol追踪解决方案全球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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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社会问题需要更宏大的目标及新的激励手段，需要我们重新定义商业。商业领袖们须具备强有力的“道德肌肉”。






——南希克恩，《哈佛商业评论》2013年11月，《资本主义的头脑和灵魂》一文







每家企业都能以自己的方式为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做出贡献。在很多方面，要有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才能带来真正有效的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应该是一种自愿的方式，公司并不是迫于压力才不得不这样做，而是由于内心驱动的一种自愿的意愿、想法和向往。


——阿瑟诺斯卡林


美国全国商会高级副会长





一个品牌如果只是将企业社会责任当作促销理念或是宣传的辅助手段，该品牌将很快被遗忘，只有在价值和产品之间建立起清晰且牢固的纽带，品牌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桑德拉皮克林


OpenTo创始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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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特定销售行为与特定销售结果之间的耦合关系正逐渐消解；按部就班地采用规范的销售技巧，如今也无法保证可预期的进展。管理者要做的不再是要求销售人员遵循销售行动守则完成规定动作，而是专注于客户行为，给予销售人员决胜新环境所需的支持和自由度。





——布伦特亚当森、马修狄克逊、尼古拉斯托曼，《哈佛商业评论》2013年11月，《拆除“销售机器”》一文







见解式销售的核心是以顾客为中心，用提问的方式引导顾客购买。当然，你首先要明确自己的目标是什么。销售在进化，目前的销售中有些顾客已经超越了解决方案，他们开始自己制定解决方案。因此销售要变革，要给顾客提供启示，满足顾客的潜在需求。


——张耀鹏


销售培训师





所谓见解式销售，不算是创新，而是一种包装，文章只是做了一个实证研究而已。在大客户销售中，思路比套路更重要，套路把人僵化，思路给人活化！


——李国群


实战营销培训师





现如今客户的采购流程与20世纪80、90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见解式销售是否有所创新，关键还得看其销售流程是否源于当今客户的采购流程，是否能突破之前以事为主的、过于僵化的线性流程！

人才市场过分强调情商的重要性，青睐情商较高者，而如今的销售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判断力，对销售人员的认知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只有高情商已经远远不够了。

管理者除了可以使用选择和评估工具来发现这类人才，还可以考虑在销售领域以外，寻找具有出色的思辨能力且愿意从事销售的人才。


——齐围空


销售及营销咨询师





文章很大篇幅都在讲销售流程“不好”，但我认为最好是把它视为不再适应最新需求的方式。这些过时的流程是墨守成规的做法，曾用来管理员工的操作细节，但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处理好细节问题，还制造出了一群只懂服从、不会思考、不承担后果的“销售机器”，令流程变得更糟。

如果我们教会员工利用核心流程，让他们在流程中加入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容忍一定的错误，给予其学习的过程，那么，员工的投入度和业绩表现将会更好。


——戴夫布洛克


Excellence合伙人兼首席执行官





我认为，如今大多数销售员实际上已经在遵循自己的判断、而非遵循最佳操作流程——这正是造成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重点不是销售人员的自主权，而在于做到组织结构和自主权的平衡，始终想着如何为客户谋取最大化的利益。


——乔治布龙特


Membrain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作者回应：
 出色的销售代表总是能找出最有效的方法达到目标，他们可能不会遵循既定路径，不过，只要他们能实现目标，管理者就不太会追究。

这群人的成功靠的不是组织的支持，而恰恰得益于摒弃组织的支持。虽然流程规范、汇报结构、进度报告以及预测工作在复杂销售工作中非常重要，但强调服从性会极大地限制销售代表的判断。

销售人员需要公司给出建议、培训、运用判断的工作框架，更需要一个可追踪顾客行为而非销售员行为的环境。





纪律仍然重于创造性，见解式销售并不必然取代流程式销售，它们可以互为补充。销售代表们可以通过试探，了解客户的需求以及客户对解决方案的预判，然后再决定是落实还是颠覆客户的想法。


——埃德温艾德考利


庄臣公司国内运营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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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管理重在预防

曹樱乔 董祺 | 口述　徐明 | 采访整理












现在我开始相信，如果一家公司对我反击得越激烈，它就越有可能是在说谎。所以我的仓库里总是备有很多“弹药”。我知道的内幕总比我公开发表的要多得多。我等着看这家公司如何回应——我让它们采取主动。如果他们起诉、调查或者指控我，我随他们。






——苏拉斯里尼瓦桑，《哈佛商业评论》2013年12月，《危机公关：沉默还是反击》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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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
 机公关：沉默还是反击》一文所反映的案例中，CEO的优柔寡断和毫不重视，是危机进一步恶化的直接原因。

在现代商业环境下，危机管理是应对商业不确定性的重要举措，其目的在于主动积极地发现并预防突发性、未知性因素，消解其破坏力，保证企业业务的正常运行，尽可能减少商业损失和品牌损耗。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下，随着消费者、竞争对手、媒体等力量的自由发展，企业对信息的传统控制力、对消费者的传统影响力正逐步弱化，危机管理问题愈发显得重要。



“并不是所有负面都叫做危机”

在实际工作中，管理者都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某个负面信息被媒体报道的时候，危机管理小组开始精神紧张地进行各种准备。有时候，这些负面信息犹如昙花一现，在经过短暂的集中曝光之后就逐渐淡化了，并没有演变成危机；而有些时候，明明一个很小的负面信息，却迅速地在社会化媒体中传播，并演化成危机，令企业声誉甚至经营受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如何把握负面信息向危机演变的脉搏？

通过总结长期客户服务经验，我们将常见的社会化媒体性危机分为以下三种：真实危机、慢热危机、瞬时社会化媒体爆发危机。了解并熟悉不同种类的危机，高效判断其类型与来源，才能使我们更快速地预警和处理。


真实危机。
 其起因往往是已经发生的负面事件，并且初始爆发点是影响力较大的传统媒体。大家熟悉的3.15晚会曝光就属于此类危机。通常，此类曝光会直接在各个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引起消费者的关注与讨论，并在接下来的8－12小时达到传播峰值。此类危机如果应对及时，后续处理得当，通常可以避免二次负面曝光与传播。


慢热危机。
 这类危机并非在短时间内爆发，而是前期已有少量但持续的社会化媒体讨论，且在爆发之前一般有传统媒体介入。此类危机前期预热通常为几天、甚至几周，是最容易预警并进行管理的危机。同时，它也是风险最大的危机，因为关于事件的信息和内容更全面、混杂，观点多层次、多角度。如果没能及时发现并处理，通常会对品牌造成比危机本身更深远的长尾负面影响。我们熟知的“郭美美”事件正是此类危机的代表。


瞬时社会化媒体爆发危机。
 此类危机完全由社会化媒体引发，内容大多是网民原创的社会化媒体内容，如PS图片、视频、漫画、甚至是某种句式。微博上曾爆发的领导“PS门”事件就是此类危机的典型。

决定这三类负面事件向社会化媒体危机转化的决定性因素只有一个：关注度。这既包括产品及服务的直接消费者，也包括负面事件因涉及公众利益而引起大众关注。如果涉事品牌或产品具有广泛知名度，或在垂直领域内具有绝对领导地位，初始传播覆盖了相对广泛的消费者或用户，或者负面事件导致人身伤害或潜在人身伤害，那么，事件就很有可能由“消费者关注”向“公众关注”转化，进而形成社会化媒体危机。因此，实时动态的社会化媒体监测至关重要，只有准确识别危机类型，才能为处理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奠定基础。



功夫在平时 功夫在细节

在现实中，企业往往过于注重危机爆发后的事后处理，而较少关注危机信号的日常管理分析和预警反应，既往危机案例的总结复盘则更是少之又少。后二者恰恰才是危机管理的本质和终极追求。

社会化媒体的发展，并没有改变危机管理的本质，相反却强化了日常监测预防管理的重要性。因此，并不存在所谓传统危机公关和新型危机公关的明显区别，其差别只在于信息传播的渠道、事件发酵所借助的力量有所侧重，以及对及时有效沟通的更高要求。无论是善后处理还是监测预防，须知“未雨绸缪”和“居安思危”才最有效。鉴于此，企业应在日常管理中纳入危机信号的监测和预警。以下几点值得考虑：


决策层应充分重视危机信号的日常管理。
 决策层的危机意识将直接影响企业的日常运营和危机应对。在危机尚未发生时，决策层就应该表达出重视度，结合企业的组织架构，向下属传达危机管理的理念，更重要的是，尽早完善日常管理体系，尽可能缩短决策链，进而缩短危机处理的决策时间。

在处理危机时，决策层应与企业内危机管理团队、新闻发言人进行深入分析和沟通，推动企业评估现有的危机处理体系，确保危机处理小组、企业新闻发言人、企业声明及Q&A、沟通渠道等环节就绪，审慎细致地应对危机。


实时聆听，做好企业分析和潜在危机分析。
 企业需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建立“日常聆听”机制，除了监测关于本企业、品牌、产品等方面的网友评论反馈，还要聆听整个社交媒体环境下网友自发讨论品牌的舆情分析。一套优质的潜在危机分析应该全面囊括：从广域的社会关注问题到垂直的消费者关注问题；从公司层面的投资人关系问题到产品层面的单一消费者抱怨；从全局的政策变化影响到局部的产品标准或质量问题；从行业层面的上下游产业链问题到企业层面潜在渠道问题。

这些分析不仅可以了解用户所需所求，找到品牌提供和网友需要之间“社会化媒体心跳”，对于社交媒体营销至关重要，更能及时了解客户投诉、负面反馈等情况，与用户进行最有效的沟通，尽早消解危机信号。


搭建危机预警演练系统平台，建立危机处理预案。
 仅仅知道“可能发生的问题”是不够的，必须针对这些问题提前准备对应之策。危机预警演练系统具体应包括：建立危机管理团队、培训新闻发言人、明确职权范围和汇报体系、明确工作流程和基本原则、预测各种可能发生的危机，并针对每种危机撰写企业声明、Q&A和行动方案、梳理企业需要借助的外部资源等。

除了这些流程、文档、平台的准备，要通过情景演练让每个关键角色能把危机处理的理论和公司规定运用到实际案例中，才能确保当有危机发生时不会仅仅是纸上谈兵。


深入细致总结危机案例。
 从我们实际接触来看，除了诸如食品、饮料、零售、消费电子、服务业等“高危”行业，一般企业都鲜有储存并分析既往危机案例。很多管理者忙于业务扩展、日常运营，却疏于“居安思危”，对已经形成的危机信号也多有忽视。一些过去的经典案例，没有进一步提炼上升为制度化、常规化的管理框架，这样，下一次危机到来时，企业及管理层都需要重头做起，应对效果自然难有保证。及时复盘总结危机案例，不仅关乎下一次危机的处理，也关系到产品和服务的完善，甚至关系到渠道、物流等其他业务范围。


落实整改，彻底杜绝危机诱因。
 危机处理绝不只是公关部门的事情，否则只是把问题表面化，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用技巧把问题掩盖过去。解决危机的过程是企业改善管理问题的过程，但不少企业并不真正重视，只是希望负面报道赶紧过去。虽然不少声明中写道“我们将严格自查、改善管理、加强员工培训”，但其实并没有做什么，或者只是把员工集合起来批评教育一下，让大家引以为鉴就完事了，而没有勇气和决心深挖问题的根源。因此我们才会看到不少企业相同的问题周而复始被曝光。

综上所述，日常化的潜在危机分析是一整套系统性的分析工作，也是在危机处理中最能够提升危机响应速度的准备工作。

企业想要在面临危机时获得消费者和公众的理解、原谅、支持，就应该在平时严控产品质量和业务流程，同时增加媒体、意见领袖、消费者对企业的认识和理解。然而，解决危机的根源是不断提升并改善企业自身的管理问题，只有自上而下地意识到危机管理给企业自身提升带来的机会，并将之融入到企业的日常管理中，才有机会进一步的减少危机，降低品牌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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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樱乔是明思力中国总监；董祺是明思力中国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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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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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危机公关的基本原则

吴卫华 | 口述　万艳 | 采访整理












危
 机管理是企业领导者必备的重要素质。《危机公关：沉默还是反击》一文所反映的案例，很真实地说明了这一能力的必备性和重要性。

在案例中，特拉诺拉公司一味地沉默只会让外界认为，它默认了休斯的指控。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如果企业真的存在问题，即便不是休斯，也会有其他人出面戳破这些泡沫。实际上，说与不说，已经由不得特拉诺拉公司。不过在具体做法上，特拉诺拉还需要讲求一些技巧。


首先，保持冷静。
 特拉诺拉需要清楚地分析事态的严重性，判断是大危机还是小问题。如果反应过度，反而会酿成大危机。特拉诺拉需要根据攻击者的历史记录和表现等因素，分析势头会不会朝恶劣的方向发展。如果抨击特拉诺拉的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它可以观察一段时间再行动。可休斯是著名的职业空头，他一旦发起进攻，目标一定是要打倒特拉诺拉，从而盈利，所以产生恶果的必然性很大，因此，特拉诺拉从一开始就不能采用鸵鸟政策，一味地闪躲。


其次，实事求是。
 所说的内容一定要真实，不要掩盖自己的错误，也不要用虚假的证据攻击对方。如果确实违反了法律法规，特拉诺拉需要承认自己的错误，进行战略调整。如果只是涉及商业模式可持续性的讨论，那就要寻找其他解决办法，比如收购别家公司。


第三，找到支持者、声援者为自己说话，而不是一味自辩。
 危机管理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自辩总是在讲自己好的一面，外界不太容易相信企业的话。而第三方的讲话通常会被认为是客观中立的，因此，企业可以让消费者、供应链上的合作伙伴、意见领袖、研究商业模式的管理学家、对做空公司了解的“深喉”来为自己说话。当他们形成一个传播组合时，形势就会非常有利。

做空机构香橼（Citron Research）2012年指责奇虎360财务造假时，奇虎360采用的就是这种应对办法。奇虎360当时找到意见领袖李开复，后者通过连续发表文章，联合60多名CEO、高管和投资者，公开质疑香橼究竟是在打假还是造假。他们还搭建了一个网站citronfraud.com，把香橼过去所有的漏洞、问题都汇集到该网站上。李开复还运用其个人影响力，在海外网站LinkedIn上公开指责香橼。整体而言，奇虎当时的股价并未受影响。


第四，设法转移话题。
 发生危机时，几乎所有人都会被牵涉到某一个话题中，特拉诺拉可以把话题转换到有利于自己的角度，或跳出问题之外讨论。任何事物都有两面。特拉诺拉CEO亨利桂特拉所担心的问题，其实也正是企业盈利的方式。这是一种很巧妙的商业模式，正是基于此，公司的业务才会更好，从而让股民、投资者受益。如果特拉诺拉能从这个角度入手，强调这一商业模式好的一面，就能传递出正面信息，并且能把话题转移到可以探讨的范畴里，做些技术处理。


第五，不要说“雷人雷语”。
 当事态发展时，一两句“雷人雷语” 足以摧毁之前的矫正措施、恶化传播效果。比如“躲猫猫”、“很傻很天真”等。这种随意性的表态，不仅不符合上述几项处理原则，也会暴露出企业日常管理的短板，反而给对手可乘之机。


第六，下放权力。
 每个人的能力都只存在于某些方面，每个人都应做自己擅长的事情，这样才能让企业良性发展。CEO亨利或许在商业洞察方面能力很强，但是在处理危机时，就该交给公关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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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卫华是宣亚国际传播集团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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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鲜读 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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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2月 聚光灯


客户体验的真相




超越接触点 服务全程化


客户在购买产品或服务前后与企业的直接互动称为接触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企业一直非常重视接触点管理。但如果孤立地关注接触点，就有可能高估客户对公司产品、服务的总体满意度。来自麦肯锡的研究表明，为获得客户体验的真实图景，企业必须关注客户体验的完整过程。为客户提供高品质全程服务的企业，不仅客户满意度、客户忠诚度、营业收入、员工满意度都明显胜人一筹，其内部不同部门和层级间的配合也更高效。

实际上，大多数用户对电话、网站、上门服务并不反感，也并不在意这些接触点本身，他们寻求的是跨接触点、跨平台的完美整体体验，然而，大多数公司对此却力不从心。企业的主要关注点往往在于，如何指导用户在名目繁多的产品选项中做出选择，完成购买，但却对后续进展几乎一无所知。对促销的疑问、使用的困难、维修及保养……用户常常遇到的这些问题，销售人员很少得到反馈，无法调整原先的销售策略。

为实现对客户的全程服务，企业不仅要在接触点上下功夫，更要洞悉自身服务中的根本性缺陷，创建反馈循环，并不断改进接触点前后的各个环节。具体而言，企业可参考以下步骤，将客户体验纳入运营管理中：找出需优化的服务环节；评估现状；设计跨部门合作流程，更新服务方式；推动企业文化转变，追求持续进步，推广已取得的成果。




［领导力］


驾驭领导力角色变换


为什么许多管理者能够在一个岗位上获得成功，而担任其他岗位时则会失败？是个人的原因，还是岗位的缘故？管理者要怎样做才能避免此类问题？通过对600多名高管人员的调研，合益集团描绘了不同类型的岗位角色及其能力要求，并提出领导力角色矩阵，指导管理者进行角色转换。




［转型］


重塑产品和服务的关系


能否高效地制造出优质产品，是制造商能否赢得竞争的关键。然而，这种以生产为中心的战略正在弱化，制造商需要重新根据优先级排列各项活动，以此在完整的产品生命周期内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这种观念通过单一的销售交易，为价值交换创造了许多机会，并改变了制造商与用户之间的关系。在这些新兴商业模式下，产品和服务之间的界线变得很模糊，两者的概念将被重新定义。




［营销］


SodaStream超级碗争夺战


SodaStream气泡机能将饮用水加满气泡，变得和汽水一样方便有趣，让喝水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也变得更有意思。这种更为环保的方式，似乎能够挑战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然而，数十年来，普通大众对SodaStream的认知度和接受度都不高。如何开创发展新局？在2013年超级碗赛事期间，SodaStream的一轮营销战巧妙地改变了这种状态。CEO丹尼尔伯恩鲍姆（Daniel Birnbaum）将为大家复盘这一场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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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如何加快变革

约翰科特 哈佛商学院荣誉教授、科特国际联合创始人 | 文












微软经历了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时期，但之后却出现了傲慢的企业文化，竞争的能量转而朝内，创造了相当政治化的环境。CEO史蒂夫鲍尔默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要使微软进入一个新时代，最佳的方法就是让一位会加快变革的新领导人来带领这家公司。”如果要打造一套促进变革的双重运作系统，微软究竟应该怎么做？






变革加速度

约翰科特 哈佛商学院荣誉教授、科特国际联合创始人｜文

什么时候需要变革？

迈克尔图什曼 哈佛商学院组织行为领域教授 | 文

企业变革要内呼外应

马蔚华 香港永隆银行有限公司董事长 | 文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精彩内容推荐

IT组织的新模式：赋能模式

IT传统角色，是扮演所有数据的中心控制点，但如今它们不再可能解决每一项商业要求，不再能够对使用者提供精确衡量和预先决定的数据观点。从服务模式转换为赋能模式后，IT将有效促使使用者根据特定问题的要求，自由探究分析数据，并得出更为精准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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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崛起浪潮仍强劲

新兴市场空头忽略了这些国家持续增长的一项新的重要动力：那就是它们日渐强大和活跃的公司。如今的新兴经济体已经不再只是新兴消费市场和充足劳动力的集合体，它们同样集中了成千上万家新兴企业，其中不少企业正迅速成长为相关领域的全球领袖。



苹果是否该倾听iOS 7的批评意见？

对于像苹果这类公司，在推出新计划之前，不是非常仰赖使用者分析，而总是根据自己对人们会喜欢什么的假设而设计新产品。因此产品推出之后，就该好好倾听使用者的意见。但重点在于面对顾客的批评，该如何行动。





随时关注

读者反馈、纠错、互动交流，请联系：010-85651005、hbrchina@hbrchina.org，或通过 @哈佛商业评论 微博账号或微信账号hbrchinese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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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

关注官方微博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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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

关注官方微信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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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你内心的“曼德拉”

罗莎贝斯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 | 文

康欣叶 | 译　安健 | 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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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南非橄榄球队击败新西兰队，获得世界冠军。曼德拉身着这支全部由白人组成的球队队服在现场助阵，展现出化解隔阂的姿态。


不
 仅要缅怀曼德拉，更要成为他那样的人。

曼德拉是一个完美的转型领导者。南非种族隔离结束后，作为第一任民主选举的总统，他把每况愈下的南非从恶性循环中解救出来。每一个衰落中的组织或团体都面临类似的问题（它们只不过在南非被放大）：信息受抑制，群体之间相互抗争，孤立与自保，被动与无助。为了扭转时局，他首先向大众散播了乐观与希望的信息，掀起了国家领导层的新变革（他甚至自减薪水）。他创建了新的公众机构，旨在加强政府与民众的交流与信任。在起草新宪法的过程中，他制定参与性流程，吸纳每一位公民的意见。他向宿敌伸出善意之手，与一位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领袖的遗孀喝茶。他确保国内各种团体都展现出对多样性的包容。他将海外投资银行引入南非，鼓励曾被剥夺基本公民权益的黑人在这些企业任职。

作为时代的符号，曼德拉一手塑造了南非人的文化。他的最终目标从来不是仅仅改变法律，而是改变人们的行为。种族隔离结束后，当时戴姆勒克莱斯勒的总裁返回南非，面对他的是充满敌意，生产力低下的黑人员工。这位高管以“为曼德拉造一辆奔驰车”为口号，扭转了工人的对抗意识，激发出他们的工作热情。因为曼德拉，人们的斗志被唤醒。

曼德拉深暗宽恕的力量。27年的牢狱生活并没有消磨他的正义感，怨恨从未蒙蔽他的双眼。无论经历多少磨难，他对自己的公民始终充满信心，他相信人民最终能够取得胜利。他发起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是一项伟大的组织创新。通过这个组织，人们有勇气指出当局的暴行，投身到建设全新未来的事业中。曼德拉从革命者到统治者的华丽转身是历史中极少见的，他拒绝从受压迫的角色简单地转变为压迫者，而是专注于培养每一位公民对祖国的自豪感，鼓励大家携手向更伟大的目标努力。1995年，南非橄榄球队击败新西兰队，获得世界冠军。他身着这支全部由白人组成的球队队服在现场助阵，展现出化解隔阂的姿态。

曼德拉并不痴迷于强权。他赋予人们权力。他在竞选时曾表示，自己只会做满五年任期。这一举动在非洲可以说意义非凡，不仅仅因为在这块大陆上，充斥着拒绝移交权力的腐败的领导人；更是因为，为了获得这一位置，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些人为此责备他，质疑他的继任者不能达到他的水平，但他让大家明白，一个人不能代表一个国家，每个公民都有义务服务于国家，每个人也都有成为领导者的权利。

在离任后，曼德拉对国民服务的倡导仍在继续。他请求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把AmeriCorp这样的国家服务组织带到南非，这个对话开启了约翰内斯堡的City Year项目。参与这个项目的年轻人在学校做志愿者，提升贫穷学生的生活水平。作为City Year项目的理事，我亲身感受到了曼德拉所释放出的正能量。

在短暂的五年任期内，他不能凭一己之力改变一切。但是，他构建的项目与制度开启了对话，把人们带到效率更高的路上。通过自身行动和语言，他传达了代表新南非的举止、文化与特征，这足以使他成为一代楷模。

曼德拉为人类留下的遗产无远弗届，超越了种族平等的范畴。尤其在领导力方面，他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宝藏。我们应该向他学习，作为向他致敬的最佳方式。在事与愿违时，你是否会感到泄气？想一想曼德拉27年的牢狱生涯。舍不得放弃力带来的好处？想一想他发下的五年任期的誓言。想要置竞争者于死地，报复仇人，或者公开地羞辱犯过错误的人？试着唤醒你心中的曼德拉，宽恕他人，然后继续生活。

很多人在孩童时期就读过艾伦佩顿（Alan Paton）所著的小说《哭泣的大地》，讲述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种种罪恶与悲剧。而今，这片土地因为这位结束种族隔离的领导者的离世而落泪。试想一下，如果中东地区出现一位曼德拉，美国议会中出现几位曼德拉，那么世界上就会充满更多合作，更多真相，更多和解。人们能够更专注于共同的目标，而不是分裂。这将是给全世界的礼物。因此，祭奠曼德拉的最佳途径是，掀起一场运动，改变领导力文化，改变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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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莎贝斯莫斯坎特是哈佛商学院教授，此外她是《信心》（Confidence
 ）和《超级公司》（Super Corp
 ）两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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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大战的三个战略启示

沃尔特弗里克（Walter Frick） | 文

李茂 | 译　安健 | 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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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8年，哈佛商学院将两年前游戏主机PS3的发布写入案例，当时的疑问是索尼是否面临着“Game Over”的局面。当任天堂Wii这匹黑马成功抢去更强大也更为昂贵的PS3的风头时，这家电子巨头似乎已经丧失了游戏主机市场领域的主导地位。

鲜有新产品发布能匹敌游戏主机大战的惨烈程度和媒体关注度。上周索尼和微软发布了各自的新款主机，争夺玩家的新一轮战役正式吹响号角。当然，目前宣布谁是第八代游戏主机的大赢家还为时尚早，但是写在上次战役之后的两篇案例会帮助我们洞察游戏行业的动态，从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战略上的经验教训。



微软先入为主，索尼知错能改

要想了解索尼PS4的战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回顾它在上一轮战役中的失误，首先是价格失误。PS3的定价在499到599美元之间，远贵于前面的几个系列，也比Xbox360（299－399美元）和任天堂的Wii（249美元）贵。与其他两款主机相比，Xbox360的优势在于它提前一年上市，而Wii的优势在于它引进了全新的动作感应无线控制器，给游戏体验带来重大创新。案例中说，尽管PS3的性能令人叹为观止，但是它的价格被普遍认为太高。

PS3（据索尼称上市时亏本出售）的高价位和发布时间选择在某种程度上都源于其内置的蓝光播放器。当时索尼与东芝在高清格式上的争夺正进入白热化阶段，蓝光正是索尼对抗东芝HD-DVD的新技术，索尼期望蓝光格式能够成为高清播放器的新标准。在基础型号的PS3中添加蓝光播放器会给玩家带来更优质、更快速的体验，而且PS3不仅是新一代的DVD播放器，还是一款游戏主机，它是终极版的家庭娱乐设备。（相比之下，Xbox360提供的HD-DVD仅仅是高端型号的一种配件选择）

哈佛商学院案例中引用了霍尔曼詹金斯（Holman Jenkins）2004年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的讨论索尼战略的一段话：……可能未来消费者需要某种设备来集中管理生活中所有的数字娱乐设备。索尼相信它们的超级大箱子会像一台没有侵略性的家用电器一样溜进消费者的客厅。眨眼间，索尼就会把一台超级电脑装进一台看似无辜的娱乐硬件中，然后丢进家里，带给沙发土豆们一场毫无痛感的数字化涅槃。


但是索尼很快就发现，玩家最看重的，毫无疑问，是游戏本身。PS3发布之时，索尼的游戏阵容疲软，再加上主机价格高，结果索尼在2006年的圣诞购物季表现非常惨淡。

“他们将两个想法放在一起兜售。”PS3案例作者、哈佛商学院教授埃利奥菲克（Elie Ofek）说。索尼谈它的游戏平台，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它又接着说“想成为消费者室内活动的中心。”在奥菲克看来，它传递的信息“很混乱”。

索尼很快就对自己的过失做出了反应，其中显而易见的表现是它们随即下调了PS3的价格，最终卖掉了8000万台主机，跟Xbox360的销量大致打平。从上周PS4的发布中，我们可以看到索尼学乖了。这一次，索尼的主机比微软提早一周上市，并且它将售价定得比新Xbox One便宜100美元。同时，索尼小心翼翼地将PS4定位为终极版游戏平台，生怕再次传递混乱的信息。

换句话说，索尼从它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但是问题是，它可能矫枉过正了。



索尼生不逢时，微软重蹈覆辙？

《华盛顿邮报》总结道，索尼在PS4的宣传时坚持“游戏高于一切”，而微软在推出Xbox One时则换了一种态度。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微软想把Xbox打造成一个集大成的娱乐系统，而索尼则坚持把游戏作为主机的特色。

美国游戏媒体Polygon评论道，尽管上次游戏群体对这一概念非常抵触，但是微软并没有放弃这一定位，继续宣传Xbox One的电视集成功能。

微软甚至更加变本加厉地招徕Xbox的视频内容提供商加入战团。它的计划似乎是利用Xbox One的电视集成功能，让玩家无缝连接到客厅里所有在用的娱乐项目，让玩家无需再关闭系统，而游戏本身转到背后，天衣无缝地成了电视体验的一部分，直到玩家准备开玩，或者接到游戏邀约和Skype电话时，它才会从背后现身。

乍一看，微软似乎在重蹈索尼的覆辙。它的主机价格最高（任天堂的Wii U去年面世，销量并不好），而且内置了最新最好的非游戏类娱乐项目。现在我们还无法评判微软的战略如何，但是大家普遍认为作为娱乐中心的主机时代已经来临。

“2000年我们讨论第六代主机时，已经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主机是否应该成为娱乐中心，”奥菲克对我说。索尼在第七代做的探索并不成功。但是随着娱乐活动在多种设备和应用程序上的扩散，娱乐中心会变得非常有用。“现在我们处于第八代，数字娱乐融合的需求比以往越来越迫切了。”

PS4和Xbox One的定位不同，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PS4虽然没有同等水平的电视集成功能，但是它也提供一些流媒体视频服务，比如Netflix、Hulu和亚马逊即时视频等。

“这些主机到最后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互联网数据中心分析员路易斯华德（Lewis Ward）说，“玩家已经完全接受了在主机上看视频流和电视的概念。游戏主机正在从游戏的桥头堡变成一个综合的多媒体平台。”

游戏主机终将竞争扩展至游戏之外，但在探索新机遇的同时，它将会面临很大的威胁。



索微相争，手游在后。

索尼和微软之间的肉搏战吸引了大家的眼球，但是2012年哈佛商学院的一篇案例《游戏：地平线上的云计算？》认为主机制造商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行业之外。安德烈哈古（Andrei Hagiu）和凯里霍尔曼（Kerry Herman）认为游戏行业面临来自手游、平板电脑游戏以及云计算游戏的挑战。

“云计算游戏、平板电脑游戏和手游正在侵吞主机游戏市场，”哈古告诉我，并说“其中首当其冲的牺牲者是任天堂”，因为它的用户群主要是休闲玩家。

基于云计算的游戏给休闲游戏市场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因为它可以让玩家在更简易、更便宜的设备上玩到相对复杂的游戏（游戏运算在云上完成，主机性能的重要性减弱）。

“索尼和微软都不乐意接受云计算游戏，”哈古说道。“如果能够推迟它的到来，它们会很开心。”他说，原因在于如果云计算游戏被广泛使用，就会降低游戏行业的进入壁垒，增加竞争，并且降低现有的利润空间。

“云计算是那类‘迫在眉睫’的技术，”互联网数据中心的华德说。在迫在眉睫的威胁和机遇面前，索尼去年耗资3.8亿美元收购了一家云计算先驱Gaikai公司。现在，索尼计划把PS3游戏下载放到PS4上，并且提供游戏预告片视频流。

现在，索尼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在做娱乐中心的事情，微软则走得更快，那么它们必须要跟Roku、苹果电视和类似的娱乐设备进行竞争，特别是当云计算游戏流行起来的时候，这些竞争对手都会争夺休闲游戏市场。

索尼和微软都有一套主宰客厅的战略，在这个圣诞购物季，它们将展开面对面的惨烈竞争。但是从目前的状况看，PS4和Xbox One可能不是对方最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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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尔特弗里克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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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相信自己的判断

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 | 文

熊静如 | 译　安健 | 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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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正处在第二个机器时代，这个时代有一条简明法则：随着数据量增长，人类判断的重要性应当降低。

这个论断听起来像是异端邪说，对吗？如今的管理教育很大程度上是在教人们如何判断：通常是通过大量案例研究和其他实例展示，让他们能够在成为领导之后按照案例中得出的经验，胸有成竹地为企业领航。在商学院内外，我们都被告知要相信自己的本能直觉，相信自己能够在眨眼间作出精确的评判。

这是当今商业世界（甚至可能是整个世界）中为害最大的谬见。正如我从前写过，人类相信直觉有道理，但也确实常常出错。在决定囚犯能否获得行动自由方面，由人组成的假释委员会远远比不上简单明了的方程式；训练有素的病理学家诊断乳腺癌的能力，比不过图像分析软件；采购专家挑选供应商的能力不如直接的计算规则；预测最高法院某一年案件投票结果时，美国顶尖法律学者败给了一套靠数据作判断的决策规则。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心理学家保罗米尔（Paul Meehl）对人类专家和算法进行比较研究已有近60年，他的一句话可以总结这些无处不在的例子。他在职业生涯的终点总结道：“社会科学展现出如此大体量的多样的量化研究，得出的观点空前地一致。当你纵览上百项预测调查，从足球比赛结果到肝病诊断无所不包；当你已经几乎想不出几个能证明人类医师具有微弱优势的研究结果时，是时候作出一个面对现实的结论了。”

所谓“面对现实的结论”就是我们应当把许多琐碎且间接的决定、预测、诊断和判断交给算法，对于这样做是否会带来更好的结果，答案已经无可争辩。

面对这些证据，当代专家的典型回应是“我知道数据和分析的重要性，所以我作决策的时候参考了它们。”听上去很对，但实际上错得一塌糊涂。再强调一次，研究结果很清晰：当专家将自己的判断用于数据驱动的算法或数学模型（换句话说，当他们再猜一次时），他们做得比单用算法决策糟糕得多。社会学家克里斯斯尼德斯（Chris Snijders）说：“你通常会以为，专家有了数据和分析作辅助，这种情况介于算法模型和专家个人判断之间，应该能取两者之长。但其实这样还是远不如单独用数据模型作出的判断。”

如果我们将辅助关系翻转，让专家辅助数据模型，而不是让数据模型服务于专家决策，情况就会大为改观。如果我们把专家的主观看法量化、输入数据模型，判断质量通常会有所提升。因此，病理学家估计，癌症发展阶段的信息可以被输入图像分析软件，法律学者对于最高法院会如何判决下个案子的预测将会提升模型的预测能力，等等。如伊恩艾瑞斯（Ian Ayres）在他的著作《超级咀嚼者》（Supercrunchers）中所言：“不是让数据服务于专家的选择，而是让专家服务于数据机器。”

毫无疑问，对多数组织来说这将是一项艰难的转变。如今大多作决策的人都认为自己非常善于决策，至少肯定比冷冰冰、一根筋的算法做得好。他们还认为，将大部分决策权转交给机器，将削弱自己的权威和价值。第一条看法很明显是错误的，第二条错误的程度大幅度降低。

那么，如果进行改变，专家和算法之间的大反转真的会实现吗？我们的机构、经济和社会能从中获益吗？这需要透明、时间以及我们需要承担的后果。透明能够让人们看清“专家”的判断有多差；时间让这一新鲜事物传播、沉淀；承担后果让我们极度小心，避免决策失误，度过痛苦但又必不可少的转变期。

上文中假释委员会的例子已经具备了上述三点。艾瑞斯说：“过去25年，18个州改变了它们假释制度中的量刑指南，那些保留了假释委员会的州也调整了系统，越来越依赖于对再犯罪风险的评估计算。”

假释决策失当会给公民带来不良后果，因此，由人进行裁决的假释委员会逐渐被淘汰，是件值得庆幸的好事。商业世界中的竞争，尤其是来自用数据武装自己的对手的竞争，会让较差的决策者品尝决策失当的苦果。我不知道这一天会在什么时候到来，但我非常确定，由数据主导的企业，将从依旧仰赖人类专家的企业手中赢得市场份额、顾客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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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鲁麦卡菲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数字商务中心首席研究科学家。他著有《企业2.0》（Enterprise 2.0
 ）。与艾瑞克布伦乔尔森（Erik Brynjolfsson）合著有《与机器竞赛》（Race Against The Machi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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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颠覆“妥协效应”

伊塔玛西蒙森（Itamar Simonson）

伊曼纽尔罗森（Emanuel Rosen） | 文

王晨 | 译　安健 | 校　时青靖 | 编辑

[image: ]

网上产品评价对潜在购买决策影响甚大，企业必须找到真正影响购买决策的因素，彻底重塑营销战略。






华
 硕董事长施崇棠决意打造自有品牌笔记本电脑时，大部分同事都认为他疯了。1989年，华硕成立于台湾，依靠零部件制造和整机代工业务在IT界占得一席之地，却不为消费者所熟知。它如何能与戴尔、惠普等行业巨头竞争？然而在施崇棠的领导下，华硕最终大获成功：2007年推出的明星产品“易PC”广受好评；到2012年，华硕PC销量全球第五；到2013年初，平板电脑销量全球第三。施崇棠的直觉是正确的：随着专业人士和消费者给出的实用性意见不断增多，传统品牌的品牌效力就会削弱。

华硕的成功并非个例：HTC（智能手机）、现代（汽车）、Euro-Pro（吸尘器）和Roku（机顶盒）在各自行业的崛起，均受益于产品信息传播模式的变革。过去，消费者容易被品牌商家宣传左右，或相信“一分钱一分货”；现在，网上用户评论和社交媒体丰富了消费者的信息来源。通过朋友建议和专家点评，消费者可以对产品做出准确预判。

虽然意识到这种新趋势的崛起，但大部分企业对此依然无动于衷，还在沿用十年前的老套路。产品评价对潜在购买决策影响甚大，企业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并彻底重塑营销战略。我们为此设计了两种工具：影响力组合（influence mix）和O连续（O continuum）。



评估影响力组合

影响购买决策的因素有三个：消费者固有喜好、观念和经验（P），商家的营销活动（M），及他人和信息服务机构提供的信息（O），这些合称为产品的影响力组合。它们之间是一种零和博弈关系：对其中一个因素的依赖性越强，对其他两个的依赖性则越弱。比如说，如果消费者在购买一款食品加工机时更依赖O因素，那么M因素和P因素对其的影响会减弱。

近年来O因素影响力可谓风头日盛，但也有例外：比如购买牛奶等习惯性消费，P是最重要的影响力；购买牙刷时，消费者则最看重包装、品牌、价格和现场宣传等M因素。

想了解消费者在购物时对O因素的依赖程度，企业可以参考我们设计的O连续：你的产品越靠近渐变轴上“O相关”一端，消费者卷入产品信息传播变革的程度越深，越易受O因素影响（参考图表《舆论的力量有多大》

 ）。

企业可以根据产品在O连续上的位置，从下述四个角度重塑战略：


竞争地位。
 施崇棠的故事说明，在消费者高度依赖O因素的领域，品牌效力不高，壁垒较低。餐饮业也是一个典型例子：哈佛商学院迈克尔卢卡（Michael Luca）研究表明，在点评网站Yelp影响力大的城市，独立餐馆生意红火，连锁餐厅则营收不佳。在O因素影响力大的市场，全新对等信息颠覆了传统固有观念，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更易成功。LG和三星正是利用这一点，成功进入技术产品领域和家电市场。

消费者决策依赖O因素的领域，市场份额变动更快，如诺基亚和黑莓销量的迅速下滑。反之，品牌资产高的企业比较有优势，如高乐氏（Clorox）和百威Bud Light等主要依赖P和M因素的品牌相对稳定。高端品牌如灰雁伏特加和爱马仕等，产品质量已无需多言，身份象征和情感因素才是重点，因此O因素影响很小。


品牌传播。
 我们再来探讨购买决策依赖O因素的品牌传播策略。近年来，人们在购买相机时越来越重视产品得分和用户评论，名人和横幅广告等传统营销方式不再奏效。显然，真诚的评价比一闪而过的广告更有效。因此尼康和佳能等公司既要生产出用户感兴趣的产品，又要在购物网站上持续发布积极、可信的产品评价。

那些不太重要的商品，消费者不会依赖O因素：很少有人会在Facebook或Twitter上问“哪种牌子的纸巾好？”，或“你们用什么牌子的洗涤剂？”。对于这类产品，广告和卖场布置等传统M营销方法比较有效，比如宝洁公司的Bounty纸巾和汰渍洗衣粉。


市场调查。
 在对O因素不敏感的领域，企业可以继续使用传统市场调查方法；反之，则另当别论。市场调查通常主要研究P因素，通过了解消费者的喜好，预测他们会购买的产品。如果购买决策主要受O因素影响，消费者的心理很难把握。2007年初，iPhone上市前，一项市场调查表明：美国消费者对融合了手机、MP3播放器和相机功能的“综合设备”不感兴趣。事实与之恰恰相反。这项调查只考虑了P因素，随着iPhone的问世，早期用户的溢美之词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购买者，O因素开始起作用。营销者不能只盯着消费者个体喜好、满意度和忠诚度，应对点评网站、用户论坛等社交媒体上的信息进行跟踪、归纳和量化。


产品细分。
 同一种产品，不同消费群体的认知模式不尽相同：有的消费者可能更依赖O因素，有的则更看重M因素。分销渠道也可能放大或缩小某一因素的影响力，例如和电商相比，实体销售受M因素影响更大。因此产品对O因素的敏感度并非一成不变，企业应针对不同消费群体制定不同营销策略。对易受M因素影响的群体，可以加大广告投入，提高品牌知名度、吸引消费者、宣传优惠活动等；但这对看重O因素的消费者未必有效。营销者还应考虑临时性因素对O因素的作用，如全凭O因素网购电子产品的消费者，也可能被购物季的特价吸引，转而倒向M因素：受打折促销的狂热气氛影响，等不及浏览评论、深思熟虑，就下了订单。




舆论的力量有多大


不同品类，他人意见对购买决策的影响不同。下图显示了几个品类在O连续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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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阅读原文

 ）



潮流不可逆转

新的信息来源或颠覆性技术随时可能出现，一家网站或一款app就能让多年苦心经营化为泡影，这是品牌管理者必须直面的现实。

我们曾建议多家企业将O因素纳入市场战略，最常见的反对理由是，网上产品评价容易沦为被操纵的虚假宣传。一些营销者认为，由于消费者担心受骗，O因素对购买决策的影响力将减弱。这点我们无法认同，理由是：Yelp、TripAdvisor等网站过滤虚假评论的功能正日益强大，消费者对该信任谁也有更成熟的判断。

消费者既已体验到了网上的丰富信息，就不会再被传统的M因素左右。两项统计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30%的美国消费者在网购之前会参考亚马逊的产品信息和评论；据谷歌发起的一项研究发现，消费者购买前参考的信息来源平均为10.4个。随着他们搜索和处理信息能力的增强，传统营销提供的产品信息不再能满足他们。

新的信息来源或颠覆性技术随时可能出现，O因素也会迅速变化。比如，使用ShopSavvy这样的app进行价格比较，即便在购物季，消费者也可以最大限度降低M因素的影响。一家网站或一款app的出现，就能让多年苦心经营化为泡影，这是品牌管理者必须直面的惨淡现实。企业必须跟上影响力组合的变化，把握消费者的信息来源，并根据消费者的购买习惯更新营销手段，唯有如此才能获得成功。




颠覆“妥协效应”

[image: ]
 1992年，本文作者西蒙森与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合作，研究产品组合方式对购买决策的影响。实验中，第一组参与者要在标价169美元和239美元的两个相机中选择一个。第二组参与者多了一个选择：标价469美元的相机。结果第二组中，239美元的相机比169美元的更受欢迎。在产品组合中增加一个价格更高的产品选项，人们会倾向消费较多，这种现象被称为妥协效应。

2012年，西蒙森和博士生塔利赖希（Taly Reich）修改了实验：参与者仍要在三个价位不同的相机中选择一个，但可参考亚马逊上的评论。妥协效应消失了。购买决策与相机的功能和用户评论高度相关，三个相机的价格和功能对比对消费心理影响不大。实验证明，消费决策模式在不断变化，消费者行为会受到外部信息等营销者无法控制的因素的影响。





[image: ]
 伊塔玛西蒙森是斯坦福大学营销学教授。伊曼纽尔罗森曾是软件和广告从业者，现为撰稿人。他们合著的《绝对价值》（Absolute Value: What Really Influences Customers in the Age of (Nearly) Perfect Information
 ）将于2014年2月由Harper Business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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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业禁止协议毁业绩

安阿米尔（On Amir）　奥利洛贝尔（Orly Lobel ） | 文

万艳 | 译　康欣叶 | 校　时青靖 | 编辑











竞业禁止协议暗淡了员工的跳槽前景，降低了他们对工作主导权的认识，削弱了他们努力工作、拓展技能的意愿。


许
 多雇佣合同中有竞业禁止协议。研究显示，美国近半数工程师签署过类似协议，限制他们跳槽去敌对公司，或成立有竞争威胁的新公司——美国70%的上市公司高管曾这么做过。这些协议曾被认为对创新驱动型企业至关重要，因为它阻止了竞争对手获取公司内部信息和挖走人才。

这些协议可能是把“双刃剑”。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在当地法律禁止或当权者不执行此类法令的地方，那里的创新、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反而更快，尤其是在硅谷。原因可能是员工的自由跳槽将积极作用带进许多企业。

竞业禁止协议值得商榷的另一个原因：一项大范围的实验发现，签署了模拟竞业禁止协议的人，从事辛苦的工作时，积极性不高，工作成效也更差。我们认为，竞业禁止协议暗淡了员工的跳槽前景，降低了他们对工作主导权的认识，削弱了他们努力工作、拓展技能的意愿。比起跳槽，员工糟糕的表现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更大。

我们招募了1028名参与者，付费让他们进行一项在线实验。一半参与者查找数列中总和为10的数字（非创新性任务）；另一半思考那些关联度高的词汇（创造性任务）。每组都有一些参与者签订了竞业禁止协议：虽然他们之后可以参与其他付费任务，但禁止接受同类型的。同组余下的参与者成为对照组，不受协议限制。

61%的受限者放弃了他们的任务，也就放弃了收入，对照组的这一数字为41%。完成任务的参与者中，受限者出错率是对照组的两倍，他们投入的时间更少，成果更低，再次证明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不高。

所有从事词汇任务的参与者，无论受限与否，在出错率、跳过项目和投入时间上的差别不大。这一发现并不意外：此前有研究表明，人们在从事创造性工作时，主要受内在动力驱动。因此，与数学任务的参与者相比，词汇任务的参与者不易被外部消极因素影响。

如今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多端，很多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企业利用协议留住人才的做法可以理解，如果这些协议损害了员工的工作热情，那就不值得了。



[image: ]
 安阿米尔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营销学副教授。奥利洛贝尔是圣地亚哥大学劳动与雇佣法唐维克斯滕教席教授，也是《人才要自由》（Talent Wants to Be Free: Why We Should Learn to Love Leaks, Raids, and Free Riding
 ，耶鲁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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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缩短一个字，市值增加375万美元

埃默里大学的T. 克里夫顿格林（T. Clifton Green）与肯塔基大学的罗素詹姆（Russell Jame）对公司名称的“流畅性”进行研究后发现，相比名称冗长的企业，名称简洁的吸引的股东更多，股票交易量更大，特定财务指标表现更佳。研究还发现，中型规模企业的名字缩短一个单词，市值增加375万美元。1980年至2008年变更过公司名字的2630家企业，大多选择了改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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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CA意味着什么

内森贝内特（Nathan Bennett）　

詹姆斯勒莫因（James Lemoine） | 文

康欣叶 | 译　万艳 | 校　时青靖 | 编辑












最
 近，一个关乎管理的首字母缩略词很抢风头，就是VUCA，即波动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如果想用一个词表达“天哪，那里真是一团糟”，有多重含义的VUCA就是不二之选。这个概念其实有一点误导性，因为这个词合并了四种截然不同的挑战，它们需要的对策自然也就不同。知道该如何应对每一种挑战并非易事，因此人们自然就想到用VUCA这个词作幌子。毕竟，面对一个VUCA世界，谁都会束手无策，不是吗？

事实上应对策略是有的。以下指南能够帮助你识别、预警、并回应VUCA的四种挑战。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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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森贝内特（Nathan Bennett）是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罗宾逊商学院教授。詹姆斯勒莫因（James Lemoine）是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Scheller商学院的在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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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绪失序与服从

在一项试验中，研究者将假罚单放到受试者的车窗上，随后发现，那些起初误以为自己被开罚单的受试者在弄清真相后，立刻去街对面商铺购物的几率更高。在另一项试验中，没有丢钱包的受试者在被问到“你有没有丢钱包”时，更倾向于参加问卷调查。华沙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教授达留士多林斯基（Dariusz Dolinski）和卡塔日娜斯楚卡（Katarzyna Szczucka）通过这些试验证明，人们在经历过焦虑与如释重负的情绪后会出现“情绪失序症（emotional disorganization）”现象，这时他们更容易答应他人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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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办公 效率更高？

尼古拉斯布卢姆（Nicholas Bloom） | 文

斯科特贝里纳托（Scott Berinato） | 采访

陈晨 | 译　王晨 | 校　时青靖 | 编辑







业绩显著提高

携程网的一组服务代表，在远程办公后，接听的电话量持续性地超过了坐班员工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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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尼古拉斯布卢姆与斯坦福大学博士生、携程网创始人梁建章在携程网呼叫中心做了一次实验。实验中，一半参与者在家远程办公，时间达9个月，另一半作为控制人员在办公室办公。研究结束后的调查问卷与业绩数据显示，与坐班人员相比，在家办公的员工更快乐、离职率更低，工作效率更高。








挑战：
 我们是否都应在家工作？如果公司允许的话，在家工作效率真的会提高？

布卢姆教授，捍卫你的研究吧！






布卢姆：
 携程网的研究结果让我大为吃惊。当时，携程网在考虑通过远程办公削减办公设备和场所支出，认为节省下来的花费会高于远程工作可能导致的效率损失。实验结果表明，远程办公者接听的顾客电话量比坐班人员高出13.5％，也就是说，他们每周投入工作的时间多出将近1天。不仅如此，他们的离职率只有坐班人员的一半，这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而且，他们对工作的满意度更高。




HBR：
 远程办公为携程网省了多少钱？

9个月内，每人省出约1900美元。




HBR：
 远程办公降低了离职率这一点比较好理解，特别是对有孩子的员工来说。但如何解释此举提升了工作效率呢？为什么不坐班的员工干得工作更多？

我们认为，三成原因与家中更安静的环境有关，这提高了电话沟通的效果。远程办公的员工，不像在办公室有那么多的休息时间。其实，办公室是个注意力很难集中的地方。七成原因和人们在家工作的时间更长有关。他们更早地开工，中间休息时间更短，会一直工作到晚上。人们省去了路上的通勤时间，也不需要出门吃午饭。病假天数直线下滑。如果你上网搜索“远程办公”，显示的信息都是极端负面的，认为远程办公的员工不如坐班的勤勉。事实上，恰恰相反。




HBR：
 如此说，雅虎CEO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去年轰动一时的远程办公禁令是个错误？

雅虎的情况比较复杂，这个禁令与很多因素有关，包括在现有文化氛围下，远程办公的员工会由于士气低落而消极怠工。我们实验的是呼叫中心，这类工作更适合远程完成，监督起来也很容易。




HBR：
 员工是否知道你们在监督他们的工作成效？他们会不会为了证明在家工作效率更高而刻意为之，一段时间后，就懈怠了？

这是个需要考虑的因素。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携程网将实验时间设为9个月。整段时期，远程办公一直保持着积极效果，说明人们工作效率的提高，不是因为他们最初尝到的甜头。




HBR：
 知识型员工和从事创造性工作的在家办公是否也会更为高效？

我们认为，工作内容越机械，远程办公的效果越好。至于创造性工作和团队工作，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从目前研究结果来看，对大部分工作而言，如果员工每周能在家办公一到两天，工作成效会更好。这极大增强了员工的幸福感，为公司吸引人才，降低人员流失。

捷蓝航空（JetBlue）允许员工在距离公司总部三小时路程的区域内办公，这样，员工可以灵活地选择办公地点，公司可以更广地招贤纳士。这项政策吸引了很多高学历和高能力的妈妈们，她们更倾向于富有弹性的工作。捷蓝航空相信，远程办公政策提升了公司员工质量。




HBR：
 还有哪些员工会喜欢在家办公？

拥有稳定社会关系的人，比如老员工、已婚员工或为人父母者会喜欢在家办公。我们发现，年轻员工的社交关系与办公室联系得更紧密，他们不太倾向于在家工作。目前，远程办公时间最长的人集中在收入水平的两端：一是独立、按时计费的工作人员，例如呼叫中心代表、校对者和程序开发员，他们的工作很容易被跟踪；再就是专业人士和高级管理者，这类人自律性很高。




HBR：
 有没有人无法或不应该远程办公？

当然有，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在家工作，或自律性足够强。携程网实验中的参与者是自愿的，他们都有很强的意愿在家办公，这是设立远程工作的前提。实验快结束时，一些人选择了退出，这些人往往也是其中绩效最差的。通过实验，他们发现远程办公不适合他们。坚持到最后的是效率最高、工作动力最强的员工。




HBR：
 很多管理者对这样的结论都有抵触心理，他们认为远程办公者的工作动态很难掌控。

有抵触心理的是中层管理者。




HBR：
 你是如何说服他们的？

携程网做这项实验，原因之一是希望通过数据说服疑心重重的管理者，灵活的工作模式并不会影响业绩。

我常常建议高管充分利用自然机会，如恶劣天气导致的出行困难，评估员工在家的工作效率。任何意外出现的远程工作机会都能帮助我们考察远程办公效果如何。




HBR：
 每人每周在家工作两天，这听上去很难管理。如需要开会，怎么办？

有两个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轮流安排远程工作，这样能保证总有一定的比例的员工在办公室。如果你想节省空间，削减不动产开支，可以用这个方法。另一个选择是强行规定坐班时间。这样，你很清楚员工出现在办公室的时间。两种方法各有千秋。




HBR：
 你说得我现在有点想在家采访你，穿着睡衣，坐在厨房的饭桌前，说不定这样，采访的效果会更好。

在家上班也可以好好梳妆打扮。下个月的奇思辨栏目，你一定要在家采访，然后对比效果。检验出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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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古拉斯布卢姆（Nicholas Bloom）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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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新产品和新工艺必须快速问世。目前，至少有上千种工具和方法可以帮助创新者发现并满足用户的想法和需求。我们的挑战是，哪些工具和方法可以使用，以及何时使用。

Luma学院精选出36种最有效的方法，其中大多数都是常用的。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些方法分为三大类（观察、理解、成型）和九小类。这种架构有助于你在创新过程中，依据设计对象和所用系统的复杂程度，选择最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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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


观察人类经验

创新始于对人们及其行为的敏锐观察。这一类别中的工具可以培养人们的好奇心、同理心和客观性。

人类学研究

研究自然环境中的人类行为，寻找创新机会


❶
 访谈
 　通过直接对话搜集信息


❷
 暗访
 　进行非公开性实地调研


❸
 情景调查
 　进行现场采访


❹
 实地调研
 　利用第一手经验进行换位思考

参与性研究

要想了解人，必须给他们机会表达心声、发表评论和提出要求


❶
 你的目标是什么？
 　根据实用意义做产品策划


❷
 购买特征
 　利用虚拟货币表现权衡决策的过程


❸
 构建自己的产品
 　利用象征性元素勾画出理想的解决方案


❹
 建立日志
 　用文字和图片将亲身经历记录下来

评估性研究

评估产品和流程的实用性和可用性，设计出改进流程


❶
 有声思维测试
 　执行任务时口述个人经历


❷
 启发式评估
 　基于10条良好设计原则上进行评估


❸
 评论
 　给予并接收建设性的反馈意见


❹
 系统可用性调查
 　根据可用性调查对反馈意见加以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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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


分析机遇与挑战

周密分析、批判性思考和梳理问题对成功的创新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工具有助于界定模式、确定优先次序，以及将研究转化为可操作性见解。

人与系统

把对人、地点和事物的各种理解加以综合和概括，用于创造新价值


❶
 找出利益相关者
 　利用图表展示人们在系统中扮演的角色


❷
 人员简介
 　总结出利益相关者的观点、需求和目标


❸
 体验图表
 　画出执行各种任务的路线图


❹
 明确概念
 　勾勒出这一领域的各种关系

模式和优先次序

明确关系，确定哪些是密切 / 直接的、相关的和重要的


❶
 聚类性分析
 　根据类似性对产品进行排序


❷
 靶心图表
 　根据重要性对产品进行排序


❸
 重要性 / 难度矩阵
 　利用2x2图进行产品规划


❹
 投票表决形象化
 　通过合作者的投票表决得知他们的喜好

梳理问题

设想出不同情况，让创新解决方案脱颖而出


❶
 问题树分析
 　探讨问题的起因和影响


❷
 先期陈述
 　讲出问题，引发探讨


❸
 抽丝剥茧
 　调整关注重点，对问题进行反思


❹
 玫瑰、刺与花蕾
 　确定事情是积极的、消极的或有潜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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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型


畅想未来的可能性

要了解一个想法、看清其优势和劣势，就必须将它活生生地展现出来。这些工具将为你展现出富有创意的视觉表达和迭代间不断完善过程。

概念构想

采用传统头脑风暴的替代工具，探讨无数的可能性


❶
 速写草图
 　通过绘制草图，催生新的想法


❷
 创意矩阵
 　交集不同类别，碰撞出新的想法


❸
 循环赛
 　利用人与人的传递，让思想不断演变


❹
 另类世界
 　采用不同的视角产生想法

建模和原型

为新想法创建模型，通过快速和频繁的迭代演变来规避风险


❶
 故事版
 　通过一系列图像展示新工艺


❷
 示意图
 　勾画出系统结构和组件


❸
 初始原型建模
 　依据想法制作出模型


❹
 外观造型
 　通过精加工模型，突出视觉造型

设计原理

充分挖掘一个概念的全部潜力，这样参与者就可以畅所欲言，让各种想法更趋成熟


❶
 概念海报
 　呈现出想法的主要内容


❷
 视频场景
 　展示新概念的实用性


❸
 封面故事模型
 　描述想法未来取得成功的虚拟场景


❹
 快速参考指南
 　概括想法的原则和要素





Luma学院共同创始人和课程主管比尔卢卡斯（Bill Lucas）建议，在每一轮创新活动中，至少应从两大类工具中各选出一种方法加以应用。如果形势要求渐进性改良，你需要从“评估性研究”小类做起，然后分析总结调查结果。如果你在寻找颠覆性突破，可以同时采取了解人们和梳理问题这两种做法，然后通过观察方法来了解概念模型和原型制作。

卢卡斯鼓励人们在更大规模的创新过程中，频繁地运用这三大类方法。关键是要熟知各种方法的属性，学习如何协调使用。但是，无论你从哪一步开始，在评估和优先改善方面不要迟疑。

下列图表展示的是一家公司运用Luma创新体系建立新产品线时的流程。



创新之路示例

运用每个类别中的方法，反复使用各类工具并日趋完善你的想法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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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Luma学院的研究成果撰写而成Luma学院是一家全球性教育机构，秉承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帮助人们培养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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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的反传统营销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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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个月，见到劳斯莱斯CEO的时候，他说的一句话我非常喜欢：“劳斯莱斯年计划明年比今年多卖一辆车。”这当然不是因为市场上对劳斯莱斯没有需求，事实上世界对劳斯莱斯需求巨大，但是劳斯莱斯奢侈品性质决定了它将永远不会回应增长的需求。

奢侈品公司存在了两三百年时间，它的规则是永远生产比需求量少的产品。需求是多变的，是时尚，是今天流行明天可能就会被忘掉的东西，所以回应需求的公司永远要追逐新时尚。影响奢侈品最大的两个因素是艺术和精神，奢侈品公司痴迷于恒久的品质和美感，所以，它的管理与一般公司完全不同。

奢侈品公司不用company（公司）这个词，公司意味着生意，奢侈品也是一门生意，但是他们自称house，这个词意味着因为同一种精神连接起来的家族，其中包括CEO、设计师、工匠在内的所有人。这就是为什么奢侈品公司大多是家族公司的原因，他们有时间，并把家族名字冠在产品上，想要这个名字得到人们的尊重。

适用于普通公司的经典市场营销理论从研究消费者开始，然后是生产产品。奢侈品公司完全是相反的过程，一切从家族理念开始，然后是对产品的执着，之后才考虑消费者。这就是奢侈品公司管理的反市场营销法则。奢侈品公司就像一座教堂或者庙宇，充斥其中的不应该是产品，而是介于艺术和精神之间的管理者之愿景。

正是这种愿景让奢侈品具备了独特性和不可比性，奢侈品所具有的愿景让它像艺术，当你看到两个名画家的画时，不会比较哪幅着墨多一点，你说它们是不同的。你要么喜欢要么不喜欢，这几乎如同宗教。

奢侈品不是建立在人们对产品的痴迷之上，而是产品所传达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建立需要时间沉淀，一旦你拥有，将会进入世界上最盈利的行业。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拥有历史、文化传承、手工艺人等奢侈品的要素，中国公司打造奢侈品牌需要的是能够创造性利用这些元素的创意人才。

奢侈品并不是一个卖古董的生意，奢侈品公司的创意人才是承启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而不是像时尚公司的创意人才只关注现在。对于打造奢侈品牌的中国公司，我有以下建议：

第一，要有耐心。奢侈品品牌不是“推出”，而是打造的。不要期待三四年内打造一个奢侈品品牌，也不要想一开始就开20家店。Coach和Ralph Lauren这些建立在市场研究之上的公司当然也非常成功，但是如果你想打造一个50年后被公认的奢侈品公司就需要耐心。

第二，明确品牌传承的中国文化元素。始建于1885年之类的宣传完全没有意义。想一想你的“house”想要传达什么感受，而不是关注谁是你的消费者。如果从消费者需求着眼，就永远不可能像奢侈品一样成为别人的梦想。

第三，视野国际化。别想我在为中国人制作奢侈品，就像法国奢侈品并不是为法国人打造的一样，中国奢侈品应该为全世界有教养有品位的人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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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an-Noel Kapferer是巴黎HEC商学院市场营销系教授。





专栏 Column




人口老龄化不可怕

沃尔夫冈卢茨（Wolfgang Lutz） | 文

万艳 | 译　李茂 | 校　时青靖 | 编辑

[image: ]




“经济增长下滑源于人口的老龄化”，这个可怕的预测眼下正在流行。事实果真如此吗？


无
 疑，全世界的人都在变老，只是处于不同的阶段。在美国，年轻人口和老龄人口各占一半，中值年龄36岁。而埃塞俄比亚的中值年龄仅有18岁，那里出生率高，平均寿命较低。在非洲其他国家这一数字更低。全球人口结构“最老”的国家是德国，中值年龄45岁。

不难得出这样的规律：人口结构越年轻，国家越穷，反之，则越富。那么人们为什么还会恐惧老龄化呢？就我所知，原因有两点。首先是心理上的：衰老会让人变得脆弱，丧失精神敏感度。第二点源自经济学家和“赡养比率”指标的分析，他们认为，65岁以下的成年人于社会有贡献，65岁以上的人则是社会的负担，而这一群体的人口比例只会升不会降。

不过，我们也知道，一些人的生产力要远远高于其他人，不关乎年龄。65岁本质上没有什么特殊。很多人健康且长寿。俗话说，70岁是全新的60岁，听上去不无道理。同时，事实证明教育程度决定了人们能否更健康、更长寿和有更高的生产力及更开放的头脑。

人口老龄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赡养比率。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就是最好的例子。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结构要老于印度，因为它的人口出生率正在快速下滑。但那又怎样呢？相比之下，中国人的受教育程度要高于印度，因此生产力也就更高。此外，中国大多数人没有养老金，只有小部分人会在65岁退休。可见，多数中国人在身强体壮时不会成为社会的负担，特别是在工作能给予他们乐趣和满足感时。同样，教育也起了重要作用。在印度，1/3的成年人没上过学。但在中国，这一比率只有8%，而且绝大多数是中老年人。印度50%的年轻女性没有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中国只有15%。明白了这一点，谁还会认为，人口结构比中国年轻的印度未来就一定会更好？

并不是说人口老龄化不重要，只是需要结合人力资本，特别是教育和健康状况来综合考虑。目前来看，前景还不错。全球大多数国家（美国是一个明显例外）年轻人受教育程度高于年长者，因此较高的生产力或许可以弥补年轻人口少的缺陷。

长久以来，私营企业一直认为人力成本的质量有赖于一系列因素，其中多数是可控的。每家大公司都很重视人力资源管理。政府同样需要打造全国人力资源管理，将教育、移民、家庭、劳力和退休作为紧密关联的因素，它们共同推动着国家向更光明的未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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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尔夫冈卢茨是维也纳维特根斯坦人口和全球人力资本中心创始人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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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自怨自艾，也不是自暴自弃，而是对自己工作失职所进行的真实、坦诚和透彻的分析。


在
 职业生涯中，有时候你可能会指望其他人去完成一项工作。直觉告诉我，结果往往会让你感到愤怒、困惑、受挫，甚至可能非常怀疑自己的专业水平。尤其是在极为复杂和棘手的情况下，完全指望同事采取正确行动会让你感到很有压力，而当事情进展不尽如人意时，又会让你抓狂。

我前一份工作中出现过一段最黑暗时期，当时就发生了上面提到的一切。我出任那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公司的一项产品面临财务危机，各大报纸头版争相报道。我们遭到主要监管机构的公开指责，导致公司股价大幅下跌。我最能干、最信任的两名同事负责日常事务的处理。作为6年的搭档，他们的合作堪称完美。然而危机发生后，他们的团队工作效率显然比以往大打折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我当时的精神状态很糟糕。如果你有一双透视眼的话，就会看出我的厌恶、暴怒、恐惧和愤怒。我的精神“储存室”里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间了。

一天，我独自坐在餐桌前，等人共进晚餐，对方正堵在路上。洁白的台布铺在我面前，我掏出一支笔，试着整理自己的思绪。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一个问题：我同事碰到的问题，有多少是我造成的？

也许是灵感突现，这个问题的确激发了我，于是我开始乱写一通。很快，我就列出一大串事情，而这些事情我本可以而且也应该换个方式去做，无论是资源分配还是长期能力建设，或应对危机时的状态。我想要弄清楚的是，这不是自怨自艾，也不是自暴自弃，而是对自己工作失职所进行的真实、坦诚和透彻的分析。

接下来的周一，我们三人坐到一起审视公司的现状，此时我的态度已经与以往截然不同。在会上，我平心静气、开诚布公地承认，自己在过去做出的决定使我们身陷困境并告诉他们我准备如何去改变现状。总之，责任在我。随后，我们共同商讨怎样做才能既解燃眉之急，又能改变公司职能、工作重心和操作流程，从长远上提高公司的竞争力。

我承认，新的做法之所以能够让我们取得更大的进展，原因之一在于它让同事们深受震撼。他们的防御心理荡然无存。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审视自己对出现的问题应该承担的责任，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应该公正地对待他们，而不是把责任推卸给他们。

现在，如果工作或者个人关系上出现问题，首先我会深入而客观地审视自己应该承担什么责任，然后再去要求别人改进。我在办公室的墙上挂着这两位同事的照片，以此警示自己，优秀团队到底是什么样子。危机结束时，我们和公司的表现都比以前要好一些，当然，这也是我们理所当然得到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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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文沙勒是美国安进公司（Agmen）前首席执行官，现为哈佛商学院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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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管理体力劳动者的方式管理知识型员工，结果就会陷入人才管理怪圈。本文介绍了一种新的管理方法，以项目作为管理基本单元，帮助企业用好人才这项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资产。






核心观点


问题
 　各路企业都在为招贤纳士激烈拼杀，拥有上千名白领的企业并不鲜见。管理者往往又意识到，这些员工的工作效率与其高收入不匹配，于是大幅裁员，可能因此付出损失重要知识人才的代价。不久之后，他们又开始新一轮人才争夺战。








原因
 　大多数公司错误地将管理体力劳动者的方式套用在管理知识型员工上，设置重复性的任务结构，并且认为这些员工的知识、经验无法归纳和共享。结果是，为保住职位，知识型员工常常制造工作忙碌的假象，并拒绝分享知识和经验。








解决方案
 　为走出频繁雇人又裁人的怪圈，企业应设置项目导向的任务结构。全职员工应保持机动，按照各人的能力特长流向需要他们的项目。同时，企业应努力推进知识和经验的系统化。





企业错误地认为，知识和经验只是知识型员工的个人财富，不像体力劳动技能可以归纳总结、传授给他人。


如
 何管理知识型员工？这是全球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各路企业都在为招贤纳士激烈拼杀，常常会聘来上千名管理人员。然而好景不长，一旦这些员工的贡献与他们的高收入不匹配，管理层就会为削减成本大幅裁员，经济形势不佳时更是如此。不久之后，又将故态复萌，开始新一轮人才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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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恶性循环会给企业带来严重损害。且不论为此付出的人力和社会成本，在人才早已被公认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当代，这种资源管理方式本身就极其低效。尤其让人不解的是，一些备受推崇的美国标杆公司同样未能幸免。以通用电气为例：该公司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对管理层大幅裁员；在其队伍逐渐扩充后，2001年又进行了新一轮裁员；到2007年员工人数再次回升，直至经济衰退来临后被迫又一次裁员。高露洁棕榄、大都会人寿保险、惠普、百事等很多企业都曾重蹈覆辙。

为什么这些公司用不好人才这种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资产？在我看来，根本原因是，尽管对知识经济的研究和讨论已进行了几十年，相比体力劳动，我们对知识型工作仍然知之甚少，对二者的异同也有很大误解。具体来说，大部分公司在知识型员工管理中有两类常见错误。其一，参照体力劳动，为每一位知识型员工设置日复一日的工作结构。这类错误部分导致了第二类错误，即认为知识和经验只是知识型员工的个人财富，不像体力劳动技能可以归纳总结、传授给他人。

这两种看法有其合理因素，但它们会给企业带来巨大危害。在下文中，我将说明这两种错误看法的危害性，并向读者介绍宝洁公司试行的一种知识型员工管理方法。这种新方法目前已初见成效，如果它能得到推广，我们或许将彻底告别人才管理怪圈。



决策工厂的兴起

知识型员工的工作职责究竟是什么？他们显然既不生产产品，也不提供任何具体服务。但他们的确制造出某些东西——决策，那些关于商品品种、价格、销售地域、目标消费者的决策，以及关于广告策略、物流、人员编制的决策。

在办公桌前、会议室里，知识工人每天都在绞尽脑汁，为企业“生产”决策,他们都是“决策工厂”的一员。他们的“原材料”是来自企业内部或外部的数据，产出则是以备忘录和报告形式呈现的各种分析、建议；“产品”则是通过会议这个“生产过程”最终形成的决策。他们或许会对产品再加工——再开一次会，达成之前未作出的决策。他们还参与产品出厂后的维护——跟进决策的执行。

由于白领的工资水平远高于蓝领，决策工厂或已成为美国公司最大的一项成本，即使是宝洁这样的大型制造企业也如此。20世纪下半叶，为兼顾效率和增长，企业不断加大对研发、品牌推广、信息技术和自动化的投入，这使雇用一支知识工人大军成为必然。

1990年到1991年，我曾与北美最大的面包生产商之一的CEO有过合作。至今，我对当时的情景都记忆犹新。这位CEO刚刚将劳动密集型的旧厂改造成北美最先进的面包生产线。他骄傲地告诉我，因为新厂使用电脑控制的新型烤箱和包装设备，直接人工成本下降了60%。但为维护本部和工厂复杂的计算机系统和高端设备，公司不得不高薪请来一批工程师、计算机技师和经理。结果是，新厂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完美：体力劳动者的可变人工成本虽然下降，但雇用知识型员工却提升了固定成本，为保持盈利能力，公司必须维持很高的产能利用率，但难免有年景不好的时候。

这家公司的处境很具代表性：压缩工人数量，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必须要引入更多的高薪知识型员工，因此只是将直接成本转换成间接成本（参见后文《知识型工作比例的提升》

 ）。在德鲁克创造出“知识型员工”（Knowledge Worker）这个概念后的半个世纪中，这类雇员已成为生产活动中的支配性阶层。而且随着中国等国不断输出廉价劳动力，发达经济体对知识型员工的依赖有增无减。因此知识型员工的生产效率问题，或许是当代管理学的头号难题。




知识型工作比例的提升


知识型员工比例的大幅增长，从大公司主营业务成本（COGS）和销售及行政开支（SG&A）的变化中可见一斑。COGS和SG&A是公司运营中最大的开支。前者主要与蓝领相关，后者则与白领相关，因此这两项费用的变化可以反映两种劳动力比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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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包含的30家公司（DJ30），一直被视为美国大企业的代表。2012年纳入道指的30家企业营收达3万亿美元，员工数量约850万。如图所示，1972年纳入道指的30家企业的COGS和SG&A分别占营收的72%和13%。70年代后期，SG&A占营收比开始上升；80年代，COGS占营收比开始下降。到2012年，这两项数据分别为51%和24%，二者相对比例发生了巨变。



（
返回阅读原文

 ）



决策工厂的生产力

在任何行业中，生产效率都由两个关键因素决定：一是工作任务结构，二是企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能力。这两个因素相关性极高：管理者能否从工作中学到东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任务结构。在决策工厂中，如果任务结构不适应工作实际需要，任务分配都将是低效的。人就是人，这种错配会降低知识分享的积极性，原因如下。


任务结构。
 在决策工厂中，每个职位都是一个劳动单元，这和实体工厂的情况类似。实体工厂管理者为每个岗位设置一项常规且重复性的任务，根据需要多大产出，估算出需要多少岗位。当然，产出并非一成不变，管理者可以根据产出的预期浮动范围制定规划。工作量不一定完全平均分配，但工厂的总产出保持稳定，这是任务结构的前提。

决策工厂的职位设置建立在相同的前提上。例如我们默认，营销副总裁每天要生产出一定量的“产品”，体现在其职位描述中就是，营销副总裁的基本职责包括品牌推广、产品促销、市场调查等。按照这种描述，他似乎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履行相同的职责。但现实中是否如此？

决策工厂和实体工厂的相似性到此为止，因为知识型员工的工作方式并非日复一日的重复，而是以项目为单位。因此决策工厂员工的工作强度的波动性很大。比如，企业推出重要的新产品，或竞争对手出招时，营销副总裁会比较忙；如果两件事情赶在一起，他会非常忙。但在其他时段，他没有太多决策要作，也许除了查邮件外无事可做。但公司不会建议他休假，更不会停发他的薪水。

正是对知识型员工的这种管理方式，致使企业频繁陷入先雇人又裁人的循环。如果所有员工职责都固定不变，企业将很难依照业务繁忙程度调配人力。于是人力资源部门只得设计新职位，再写一份职位描述，然后或者内部调岗，或者外部招聘。所有管理者都希望在业务繁忙时为自己的部门补充人手，积少成多，导致整个决策工厂产能严重过剩。这就是为什么当代企业一直受困于决策工厂的效率难题。

知识型员工绝不会自找麻烦，跑到老板那里汇报自己有“闲置产能”。如果这么做，最好的情况是会被评价为“工作清闲，产出不足”，最坏的结果是被裁掉。因此，至少表面上保持忙碌对知识型员工是有好处的。报告、备忘录、咨询、新方案……没有活也要编出活。拜这种生存之道所赐，决定生产率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即组织内的知识共享，就被扭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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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经验的知识型员工可能因为害怕被取代，不愿把自己的知识传递给他人。


知识。
 我在《商业设计》（The Design of Business
 ）一书中描述了企业获取知识的三个阶段。生产线刚开始运行、新服务刚开张之际，企业仿佛面对着一个巨大谜团。英特尔1983年建立第一个微处理器芯片制造厂，如何设计生产流程？迪士尼公司1955年在加利福尼亚州阿纳海姆开设第一座主题公园，如何解决排队问题？这些先行者的实验必然漏洞百出、效率低下。

一段时间后，经过大量实践，企业将有所领悟，并据此设计新流程。英特尔此后设立的一批制造厂，因为有首家工厂的元老参与，所以设计生产流程不再是碰运气；依靠在阿纳海姆获得的经验，迪士尼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成功开设了拥有四座主题公园的迪士尼乐园。

在实体工厂中，知识进步不会就此止步。为确保成功，大型制造企业或服务企业会将实践智慧规定为全体员工必须遵循的法则。操作手册取代了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只要遵守规则，即便是缺乏经验的管理者也能完成任务。麦当劳、富国银行和联邦快递的成功皆可归因于这种知识共享的文化。在这些企业持续追求进步的过程中，现有法则还在不断完善。

然而在决策工厂中，知识进步很难超越第二个阶段：经验和判断力仍是高效决策的先决条件。当然，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决策工厂对专业知识和思维能力要求更高。很多时候管理者要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作出决策，这使企业回到了知识进步的初始阶段。例如，一家对发展中国家市场毫无经验的企业，该如何进军尼日利亚？对下一个市场又该采用何种进入战略？即使尝试过十个国家，企业仍可能毫无头绪，更谈不上建立法则。

然而决策工厂知识进步受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任务结构本身存在缺陷。如果有经验的知识型员工从自己的独门绝技中提炼出普遍适用的法则，这等于邀请管理层用经验不足、更廉价的劳动力替代他们。这就是为什么老资格员工往往不愿为新手传道授业：他们显然有更需要操心的事情。

当然，蓝领世界中也存在此类游戏规则；不同的是，通过直接观察劳动过程，管理者就可以在实体工厂中实现知识进步。自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之后，体力劳动者明白，为实现效率最大化，管理者正仔细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然而这对知识型员工却行不通：他们的工作只在大脑中进行。

企业管理者感到他们并不需要这么多知识工人，却找不出冗员的原因。当企业面临销售业绩下滑等短期困难时，管理者常常盲目裁掉一部分知识型员工，认为这能在不损害企业经营的前提下改善冗员状况。

管理成本高昂的决策工厂还有更好的方法。这种新方法有两个核心特征：其一，采纳了成功专业服务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其二，引入了全球最优秀制造企业的知识进步理念。



重新定义工作契约

改善知识型员工管理的关键是：重塑决策工厂的任务结构，以项目而非职位作为管理的基本单元。在这种模式中，员工不会拴在固定职位上，而是根据自身能力特长参与不同项目。通过灵活利用现有员工的能力，企业可以实现精简，大大减少“产能闲置”和因人设事的情况。

以宝洁旗下Olay品牌一位刚上任的助理品牌经理为例。起初她以为自己是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助理经理，协助上司进行品牌维护。但她很快发现自己的职责并不固定，这个月可能在忙品牌延伸的方向和定价，过两个月可能又要解决生产流程瑕疵导致的Olay最畅销产品送货延误问题。之后只要等待上司委派新任务即可。几个月后，这位助理经理意识到，她的工作就是由一系列临时项目组成的。

很多管理思想者都开始关注项目导向的管理方式。在《超级临时工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Supertemp
 ”，《哈佛商业评论》2012年5月
 ）一文中，乔迪米勒（Jody Greenstone Miller）和马特米勒（Mat Miller）指出，在知识密集型产业中，正出现一批重点关注短周期、高附加值项目的经理人。无独有偶，硅谷传奇人物雷德霍夫曼（Reid Hoffman）在与本卡斯诺卡（Ben Casnocha）、克里斯叶（Chris Yeh）合作的《新雇佣时代：联盟关系》
 （“Tours of Duty: The New Employer-Employee Compact
 ”，《哈佛商业评论》2013年6月，点击阅读摘要，全文阅读需购买
 ）中认为，如果以“联盟关系”管理知识型员工，企业将留住更多人才，提高他们的满意度。对于主流企业，以项目为单位管理知识型员工可能过于激进，但这对专业服务企业则是家常便饭。很多专业服务企业的规模可比肩大型制造企业：埃森哲公司只用25年，就从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系统集成业务部”，成长为营收与3M公司相当的独立公司；咨询行业的标志性企业麦肯锡公司，营收与标准的世界500强企业相当。

专业服务企业的雇员几乎都是知识型员工。新项目进来，公司会搭建项目团队；项目完成，团队解散，成员被调往其他项目。这些员工职责不固定，根据自身技能参与合适的项目。

咨询公司可以根据项目情况灵活调遣人力，这是它们区别于员工职责固定的一般企业的优势。在某些领域，咨询公司确实更专业，但其灵活的任务结构才是客户需要它们的根本原因。的确，专业服务公司的快速成长，可以部分归功于项目制的任务结构；它们的客户企业则采用设置固定职位的管理模式。

项目导向的管理结构不为咨询公司独有。例如好莱坞制片商，每部电影都是独立项目，有专门团队进行筹划、拍摄、后期制作、推广和分销。一旦项目完成，团队成员将被派往其他项目。

主流企业也不甘落后。1998年，宝洁公司进行了重大运营改制，核心是将四大区域利润中心重组为包括婴幼护理、衣物护理、美容护理在内的七大全球业务单元，以及负责分销这些业务单元产品的区域市场拓展部门。

这次改制的一大创新就是成立了全球业务服务部（GBS），负责信息技术和员工服务的共享。企业内的服务共享已很普遍，因此这个部门的成立本身并不值得大书特书，但宝洁GBS的运作方式值得特别关注。

在现任GBS总裁费礼博（Filippo Passerini）的领导下，宝洁于2003年启动了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外包计划，将约3300个岗位外包给IBM、惠普和仲量联行。费礼博将承担重复性、非项目导向职责的员工派往其他公司，为GBS的结构创新留出空间。他决定将留在GBS的这部分业务的项目导向特质发扬光大，创造出一个由他命名为“流向任务”（Flow-To-The-Work）的部门。有些员工当然还有固定职责，但一大部分员工则灵活地流向时间紧、回报高的项目。这些知识型员工很清楚，自己不会长期在同一区域的同一业务单元工作，而会在不同项目团队中完成不同的任务。

合并吉列公司就是这样一项任务。宝洁于2005年收购了吉列，这是公司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收购，交易额高达570亿美元，新增员工3万人。此次合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整合涵盖财务、销售、后勤、生产和营销信息的后台系统。但GBS灵活的任务结构使费礼博得以把大量资源调配给整合任务，结果合并工作仅用15个月便告完成，不到这种规模的并购整合通常所需时间的一半。以整合后的协同效应（每天节省开支400万美元）计算，这共为公司节省近20亿美元。

宝洁正在全公司推广项目导向的管理方式。2012年，宝洁宣布了一项白领削减计划，旨在降低成本、更有效地管理知识型员工。每个部门都须确定知识型员工中固定职责和“流向任务”二者的比例。各部门可以因地制宜确定后者的比例，但这个比例至少要大于零。



创建知识法则

企业应把重要的知识人才资源投入到能够促进知识共享的项目中。惟其如此，企业才能走出知识型员工管理的怪圈，提高决策工厂的生产力。

项目导向的任务结构有助于提升知识型员工的生产效率、清除企业内部经验总结和知识分享的障碍。但为实现知识进步，管理者还必须主动有所作为。

宝洁的主要高管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他们亲自负责知识系统化工作。自1837年创建以来，宝洁一直以善于塑造品牌著称，但宝洁的品牌塑造一直依赖资深高管的个人经验，知识分享一般以类似秘传的方式进行。

但宝洁下决心改变这种知识传递方式。1999年，时任衣物护理部总经理的戴碧涵（Deborah Henretta）推行了一项知识分享计划，旨在将公司的品牌构建经验整理成文，并最终确立为规范。由此产生的品牌管理框架BBF1.0，旨在帮助刚入行的营销人员快速学习品牌构建技巧，降低公司的人才培养成本。BBF随后显示了价值，于是宝洁相继推出了升级版的BBF2.0（2003年）、BBF3.0（2006年）和BBF4.0（2012年）。

GBS同样积极地向这个方向推进。在制定年度战略前，宝洁全公司20多个品类的财务团队都必须进行高强度的准备工作。传统上，财务经理根据经验判断团队将需要什么信息，然后从不同渠道获得这些信息，并以适当的方式将其组织起来。

GBS的信息系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GBS注意到，在部门、时段和需要的信息类别间存在某种规律，并最终确认，不同部门财务经理所需的准备材料内容非常相似，可由GBS统一提供。实际上，GBS开发的一款软件就可以收集、反馈这些信息。财务经理只需发封邮件，就能收到需要的数据包，这可为他们节省数百小时的时间。

当然，并非所有知识和经验都可以总结为法则，但知识系统化的可操作性比大多数公司预想的高。欧洲工商管理学院营销学教授菲利普帕克（Philip Parker）的成果就让我们大开眼界：他开发了一项专利程序，能使计算机自动进行网络搜索、引用数据，撰写关于几乎任何题目的研究报告。据帕克说，这套程序写的书已经卖出20多万本。最近他又开始研发“诗歌机”和“小说机”。

宝洁这样规模的企业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项目导向的转型，也无法把所有经营智慧化简为条文。这样做也会过犹不及，干扰企业的正常发展。但将职位100%固定的企业基本已经过时。同样，现代企业中知识进步的速度有限，企业仍需要相当数量有经验的员工。但当新问题出现时，外部聘用似乎是惟一的出路。作为对策，企业应把重要的知识人才资源投入到能够促进知识共享的项目中。惟其如此，企业才能走出知识型员工管理的怪圈，提高决策工厂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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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杰马丁是多伦多大学洛特曼商学院院长。他与宝洁公司董事长兼CEO雷富礼（A. G. Lafley）合著过《战略制胜》（Playing to Win: How Strategy Really Works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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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聚光灯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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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月，我们都会在聚光灯里搭配几件作品，每件作品均出自一位颇有建树的艺术家之手。我们希望这些摄影师、画家和装置艺术家鲜活、理性的作品能赋予杂志更多活力与信息，更细致地阐释一些比较复杂抽象的概念。

这个月我们展示的艺术作品来自洛杉矶的艺术家阿尔瓦罗伊尔萨韦（Alvaro Ilizarbe，又名Freegums），他出生于秘鲁利马。伊尔萨韦的艺术影响主要表现在前哥伦比亚艺术作品、纺织品和砖瓦纹样。他认为，颜色是艺术家表达感觉的特殊方式，因此他选择通过黑白作品与读者建立更纯净的联系。更多作品，请关注freegums.net
 。





聚光灯 Spotlight



IDEO让互助文化深入人心

特蕾莎阿马比尔（Teresa Amabile）　科林费希尔（Colin M. Fisher）　茱莉安娜毕乐默（Julianna Pillemer） | 文

陈晨 | 译　牛文静 | 校　李源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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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Freegums




作品：天体飞机，墨水画，24英寸×36英寸




年代：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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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打造互助文化，让合作成为一种常态，这家设计公司释放出了极大的创造力。






核心观点


范例
 　IDEO是帮助型组织中的典范，因设计创意享誉全球。公司非常鼓励员工积极互助。








研究
 　通过向IDEO的全体员工发放调查问卷，并将数据图表化，研究者发现一个密布的组织互助图：帮助行为来自组织各层级的员工，而且最好的帮助者是那些最让人信赖并最容易接近的员工，而不是能力最强的员工。








关键做法
 　IDEO能创造这样成功的企业文化，来自以下四个关键做法：领导层对帮助文化的深信不疑；鼓励帮助行为中的求助者和帮助者；通过正式流程和示范角色强化帮助行为；给员工工作空档期。






没
 有什么比倡导组织中的互助行为对领导者来说更重要的了。员工在工作中互相支持是卓越公司的一道常见风景。这么做能带来切实的好处：如果不考虑员工自觉性，即组织行为学者认为的“组织公民行为”（Citizenship Behavior），公司仍希望能高效运转的话，就需要将所有任务完美分配，中间不能出现任何差错，任务在执行中不能随意更改，而且所有任务必须同步，不能在进度上有半分差池。不仅如此，在知识型工作时代，商业成果往往与人们在复杂项目中表现出的创造力密切相关，因此，互助行为显得更为重要。这种帮助不只包括简单的任务分担，还包括视角、经验与专业知识的分享，即合作式帮助（Collaborative Help），它能提高创意的含金量与执行力。

但是，这种文化需要主动培养，因为帮助行为并不会自发地在员工中间出现。在群体中，人们的心思往往充满矛盾：潜在的帮助者可能更想与人竞争，潜在的求助者可能更想逞能单干，或不信任他们的求助对象。无论是哪种情形，互助都需要人们在结果不明朗时，依然心甘情愿地投入时间和精力。如果公司不重视互助，很可能因为组织的架构和激励体制，在无意间强化员工抵触互助的心理。

这项管理挑战并不容易解决，帮助行为的出现不是因为强制，而是源于激励，设计公司IDEO在此方面的卓越表现让人印象深刻。说起IDEO，人们会想到它享誉全球的创新设计，其领域涵盖商业、政府和医疗；同时IDEO还频频向其他公司提供咨询，帮助它们提高创新技能。当问及IDEO的企业文化，所有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到“合作式帮助”。在IDEO，你会发现帮助行为无处不在。这是一家业绩卓越的公司。我们把IDEO的帮助关系网画成图表，结果发现这些帮助行为非常密集，涉及的人群范围也很宽广。显然，互助行为对IDEO确立它的江湖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旁观者，我们的问题是，IDEO是如何将互助行为变成公司常态的？其他的组织领导者能否从中借鉴经验并让他们的组织产生类似效果？为寻找答案，我们用了两年时间对IDEO观察、采访，并进行了问卷调查。

IDEO可能不同于诸位的公司，但这种差异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你的组织也有很多需要应对复杂问题的知识型员工，需要提高创造力。如果你的员工能像IDEO的员工一样乐于互助，你的组织将创造更好的客户体验，以及营造更好的工作环境吸引人才。以下四个关键做法能帮助你的组织实现这些目标。组织最高领导层的改变是第一步。根据IDEO的经验，这是培养帮助文化的开始。



领导层要对互助文化深信不疑

并非所有大公司的领导都会将合作式帮助当成组织的重心，但IDEO的领导层对此态度明确。公司CEO蒂姆布朗（Tim Brown）认为，这不仅因为IDEO面临的问题需要运用高超的创造力解决，而且这些问题都非常复杂。布朗说：“我相信，问题越复杂，你就越需要帮助。而这正是我们的业务特点，所以我们需要创造一种帮助文化，让帮助行为变得更普遍。”这说明领导层对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互助文化深信不疑。

为证明这种深信不疑，IDEO的领导者身先士卒，首先扮演起求助者和帮助者的角色。例如，在我们观察的一个成功案例中（成功的标准是能否擦出新的思维火花），一位C级领导者以帮助者的身份，与某个团队进行了一小时的头脑风暴。其实该团队的项目还未正式启动，这次帮助行为并非不可或缺，这位领导者也不是惟一能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但他的出现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帮助行为是IDEO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每位员工都是帮助网络的一部分。

我们画出的图表是IDEO某个办公室的帮助关系网，它清晰地表明了领导者的帮助行为（见图表《IDEO的互助图》

 ）。在图中，每个圆圈代表一个人，圆圈越大，说明该员工被他人列为 “帮助者”的次数越多。值得注意的是，最受人推崇的帮助者出现于组织的各个层级。也就是说，与一般说法，甚至与很多学术著作相悖，在IDEO，级别并不会妨碍一个人成为他人求助的对象。低级别的员工并不害怕向领导层寻求帮助，领导层也不耻于暴露自身弱点，会向比他们低好几个级别的员工寻求帮助。




IDEO的互助图


IDEO在同事互助方面真的是其他组织的典范吗？下面的帮助关系图绘制于IDEO一间有47名员工的办公室。每个圆圈代表一名员工，圆圈越大，说明该员工被他人列为帮助者的次数越多。直线代表帮助关系：单方向箭头（黑色）表示此人被他人列为帮助者，双方向箭头（红色）表示人们将彼此列为帮助者。

这张帮助关系图最突出的特点是其中密密麻麻的关系数量。大部分组织的关系图都会呈现出小团体模式（人们在小范围内组成紧密关系，但各个团体之间的关联很少），或车轴辐射模式（几乎所有人都和中间的一两位关键人物有关系，但彼此之间关联很少）。而IDEO的情形却大不一样，大部分员工都有大范围的、种类繁多的互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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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的正反面

人们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促进组织互助行为的关键是让组织中的专家变得更乐于提供帮助。例如，在《创意工厂》（The Idea Factory
 ）一书中，约恩格特纳（John Gertner）就讲到一段他在AT&T贝尔实验室的经历，那时公司的专利部门想要搞清楚为什么有些员工明显比其他人更擅长挖掘新点子。格特纳写道：“这些频频发明专利的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经常和贝尔实验室一名电子工程师一起吃饭，这名工程师叫哈里尼奎斯特（Harry Nyquist）。”结果表明，尼奎斯特非常擅长提问。

初看起来，尼奎斯特似乎是组织中的助人英雄。但很多时候，他进行这样的午餐是因为受到邀请，原因是有同事遇到了复杂的问题，需要和人商量。每一次的帮助行为都有求助和助人两面，两方面都需要重视。

对很多组织的员工而言，发出求助邀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很多文化都强调互利性，受惠于人常常让受助者有种欠债的感觉。即使你不怕别人回头向你“要债”，也可能因为碍于面子而不愿开口，尤其是向组织中地位更高的人求助时。对此，IDEO做出实际努力，来消除人们对求助的犹豫。在每个项目的初始阶段，设计师都会得到这样的信息，即寻求帮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当一个项目组面对苛刻的客户时，如果成员不向与这个客户打过多次交道的同事征询意见的话，将被视为不负责任的表现。员工们可能在整个项目期间都在求助，每次讨论从15分钟到半天不等。在IDEO，求助不是一件丢脸的事，在公司你可以随时发现这种不设防的求助：例如，人们欣然在办公室收到这样的群发邮件：“有谁和西班牙语的无线电台打过交道？”或“有人试过新的减肥食谱吗？”

但是，向组织中的所有人求助并不是特别有效的方法。求助者必须知道哪些人是最好的求助对象。你可能认为，组织中最好的帮助者一定是最厉害的专家，但事实并非如此。专业技能固然重要，但我们的IDEO帮助关系网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再看一下IDEO的互助图：横轴表示人们的专业性（专业性评估来自我们另一个调查，由办公室的几位核心员工列出各领域和部门的主要专家）。根据过往研究，我们原以为，专业技能将与帮助者的受欢迎程度紧密相连，但我们错了。除了能力，受欢迎的帮助者还有其他两个特点。

我们对IDEO全体员工发放了问卷，询问员工哪些同事曾帮助过他们，并列出排名前五的帮助者（见后文《IDEO最佳帮助者的特点》

 ）。接下来，员工需要从几个方面对排名第一到第5的帮助者和随机抽取的“非帮助者”（一些没有入选的员工）进行打分，这些方面包括：能力（该员工胜任工作的能力）、信任感（人们是否愿意与该员工交流思想和情感）和可接近性（人们是否能轻易从该员工那里得到帮助）。

结果，我们惊奇地发现，信任感和可接近性远比能力更重要。这并非抹杀能力的重要性，人们确实认为，排名第一到第五的帮助者要比“非帮助者”更专业（IDEO拥有众多领域的专家，公司在任何方面遇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然而，排名第一到第五的帮助者在能力得分上并没有太大差异，但第一名得到的信任票数明显高于第五名，并且两者都明显比“非帮助者”更加令人信赖。可接近性的情况与信任相似。

在IDEO，成为最佳帮助者的员工必须能让他人产生信赖感，这与哈佛商学院的埃米埃德蒙森（Amy Edmondson）及其同事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见《哈佛商业评论》2001年10月刊《加速团队学习》(Speeding Up Team Learning
 )一文
 ）。向人求助会暴露一些弱点，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更愿意向自己信赖的人求助。当我们与IDEO合伙人迭戈罗德里格斯（Diego Rodriguez）讨论公司在项目中安排进度监督人员的做法时，他说：“我相信这个办法有效的原因是：员工们彼此信任，他们知道监督者的出现是为了帮助他们更好地做项目。”

可接近性指的是人们有时间、有能力并乐于提供帮助。我们跟踪了四个团队的求助和助人行为。当一个团队缺少互助行为时，原因往往和人们不能接触到帮助者有关——这些帮助者不在办公室，不回复邮件，或他们太忙没时间。即使是公司安排的项目协助者，有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此外，团队中的最佳帮助者在项目刚开始时，往往并不是人们心中最佳的求助对象。

IDEO的员工知道，他们需要充分地互助才能出色地完成工作，而且公司的帮助者并不只限于那些在特定领域独具专长的人。IDEO的领导者知道，组织文化能影响帮助者和求助者之间的关系，也能影响人际互动中的信任感和可接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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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最佳帮助者的特点



IDEO的每个员工都列出5位最佳帮助者，与随机抽取的“非帮助者”一起，就3个因素给他们打分。令人吃惊的是，信任和可接近性对排名的影响比能力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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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流程，明确角色

在我们研究过的IDEO办公室中，几乎每个人都被同事列为过“帮助者”，一些员工则被多次列为帮助者。

IDEO的帮助行为到底有多普遍？我们在画IDEO的帮助关系网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我们研究的办公室内，几乎每个人都被同事列为“帮助者”，一些员工还被多次提及。更令人惊奇的是，绝大多数员工（约89%）都出现在同事排名前五的帮助者中。显然，助人在IDEO不是一项稀有技能。大部分员工在企业文化的熏陶下，已经在公司日常活动和人际交往中逐渐学会了帮助行为。我们认为，仅靠口头宣传不足以建立互助型文化，IDEO在这方面是一个典范，公司通过设立流程和明确角色，让帮助文化深入人心。

IDEO的所有工作环节都少不了帮助行为，从其著名的头脑风暴、正式评审，到项目团队为寻找点子和反馈而进行的各种互助。这样，IDEO成功地建立起一种互助的思维模式。布朗说：“当项目缺少帮助时，团队成员会急匆匆地赶进度，然后在快结束时恍然大悟：‘哎呀，这儿丢了点东西，都是当时忘了求助。’”

在调研中，我们还询问了员工哪些帮助活动在他们眼中最有效。结果，内部设计评审名列前茅。设计评审对一个团队不可或缺，但公司并不强制所有受邀的“评估人”出席。有的时候，一个帮助者可能在评估当日因事不能出席。他们的确遇到过在设计评审中无人出席的局面。我们曾听说在IDEO出现过某团队邀请了五位评估者，结果只有一位出席的情况。由此可见，在IDEO，流程的作用不是将帮助变成强制规定，而是鼓励人们更多地互助。

IDEO也通过设立具体的帮助角色，告诉人们该如何进行帮助。IDEO设有一个办公室，专门指派“设计团队带头人”（Design Community Leaders，简称DCL）。这些带头人均在某一或某几个设计领域取得过成就，例如机械工程或人体工程领域，一些则因在交叉领域的贡献而获此头衔。我们让员工对办公室中的所有帮助行为进行打分，结果发现，员工非常喜欢与DCL进行的非正式项目讨论。事实上，这些非正式的讨论比那些正式的评估得分还要高，这大概因为非正式讨论更即兴一些。

大部分IDEO的项目团队都会安排一到两名高级设计师协助工作。这些人拥有特定领域的专业技能，丰富的客户经验，或只是因乐于助人而拥有良好的名声。团队成员通常可以随时找到他们，这些人也会在整个项目期间，定期跟踪项目进度。我们在IDEO遇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位经验尚浅的设计师埃伦（化名）在合成远程采集的数据过程中遇到了麻烦。她向安排给她的协助者凯茜求帮，两人在周末一起到办公室，用了3小时进行讨论，最终找到一些可行的方法。对我们来说，一位团队外部的成员能够给予这样的帮助，非常令人意外，但这样的事在IDEO比比皆是。



设立工作空档期

培养互助的企业文化能提高组织效率，但设立不产生绩效的工作空档期也是IDEO培养互助文化的关键，这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如前所述，可接近性对帮助至关重要。空档期能让员工有时间灵活地处理帮助他人的安排。别忘了，帮助是一种自发的行为。

即使那些被正式安排为协助者的员工，协助工作也只是他们所有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职责。一位帮助者可能无法回应所有求助，或感觉力不从心。既然IDEO鼓励人们互助，那么公司就必须防止员工超负荷工作。这其实是告诉员工，你可以考虑将计时收费的客户时间用于回应同事临时发出的求助。这再次鼓励了同事之间进行互助行为。

考虑到帮助行为的机会成本，帮助其实是一件成本很高的投资，但因为设计的本质是一种复杂、开放式的工作，并时常需要人们在意外中发现惊喜，所以提倡互助非常合理。布朗告诉我们：“在创意过程中，你通常意识不到自己需要帮助，直到一场及时雨出现时。因此，组织需要塑造自己的企业文化，让人们更多地体会意外的帮助。”在IDEO，员工常常非正式聚在一起（包括前述做法和IDEO的各种团体活动，如员工常常一起聚餐），不管你是否在刻意寻求帮助，帮助行为都会自然地出现。事实上，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作为组织的一个日常有机组成部分，那些最重要的帮助行为往往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没有奖金也可以

上述促成合作式帮助的关键做法也许并不让人意外，但你没发现缺了点什么吗？对，就是那些常见的人才管理方法并没有在这些关键做法中出现。IDEO似乎没有依赖那些看上去很炫的合作式软件工具及其他科技产品（虽然现在电子邮件和视频会议的使用频率很高）。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奖金性质的激励并没有用于推动企业的帮助文化。

在招聘时，IDEO的高管也会绷紧“帮助”这根弦儿。不久前，布朗写道：“在面试时，我会注意几个方面。如果面试者在回忆之前成就时，反复使用‘我’而不是‘我们’，我们通常会对这样的候选人保持谨慎的态度。相反，如果面试者能大方地提及并感谢某位对他们提供过帮助的人，我们就知道这样的候选人既乐于助人，也乐于接受帮助。”帮助也是员工晋升的考核标准之一，晋升至高层的管理者应身体力行，以身示范。但从更广的层面看，帮助的激励机制来自人们简单的感激和他们对帮助价值的认可。

在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译者注
 ）研究利他行为的新书《给予和收获》（Give And Take
 ）中，出现过一个例子，一家公司专门辟出一面墙，让人们把对帮助过自己的人的“爱的信息”贴出来。这对帮助者是一种巨大的鼓舞。相反，通过赤裸裸的激励机制，例如向头号帮助者发放丰厚的奖金，只会适得其反，带来帮助者之间的竞争。帮助的激励前提应该建立在社会性的动机之上，而且帮助者会因为被认可而由衷地感到快乐。

我们在IDEO做出的另一项研究证实了这点。通过向帮助者和受助者发放问卷，我们发现，恰到好处的帮助能提高员工士气和工作满意度。最重要的一点是，那些被列为最乐于助人的帮助者，往往也拥有更高的工作满意度。

这种出现在合作式互助中的快乐展现了IDEO企业文化的另一面：头破血流式的竞争在这里不受欢迎。很多组织因为认为帮助行为和个人绩效之间存在矛盾，而无意中压制了组织的帮助文化。一些组织的企业文化甚至鼓励员工之间竞争，因此帮助同事似乎是自掘坟墓。IDEO传达的信息却是，你应该避免单打独斗取得好成绩；当公司为客户呈现出最好的作品时，受益的是IDEO的全体员工。



改变的第一步

如果你希望员工能不断提高自身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客户并更有效地执行组织战略，那么你需要让他们进行互助式帮助。人们不应该只在为减轻同事的工作量时才主动提出帮助，而是能够一起思考、建立、完善并挑战彼此的想法。

改变的第一步是，你要向员工发出一个清晰信号：帮助行为比组织的内部竞争更有效。你需要成为求助者和帮助者，示范性地向组织传达这个信号。提高你的可接近性，并向员工暴露你的一些弱点。接受他人的好意，以此表达对帮助者的尊重。以上做法的效果，将胜过你说任何话。

此外，你还可以利用你作为组织领导者的影响力，使帮助的重要性深入人心。在IDEO，每个员工都会收到一本《IDEO简册》（The Little Book Of IDEO
 ），其中阐述了组织的核心价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帮助别人成功”。希望建立互助文化的领导人可以从中借鉴思路，按照适合自己的方法，在组织中宣传帮助和求助的重要性。要建立互助文化首先要保证新入职的员工充分理解这些规范；你要让员工明白，公司将帮助视为一种能促进绩效的行为；他们还应该知道求助是人们寻求自我提高的表现，而不是懦弱的标签。当帮助带来积极效果时，你要给予鼓励。

领导人需要在组织中全方位建立起信任，为实现这点，领导人要做到：遏制组织中的政治内讧，鼓励高层领导勇于承认错误并学会从中反思；当原本想做好却不慎搞砸的员工向外求助时，不要责备或惩罚他们；让不同领域和部门的员工经常聚在一起，创造非正式的交流机会；充分利用开会和培训时间，告诉全体员工如何更有效地寻找、发现、给予和接受帮助。

定期举行诸如内部评估的活动，让几位关键性的帮助者参加，这样员工能从组织的其他团队那里获得帮助。定期分配一到两名帮助者加入到项目团队中（但不要分配太多正式的帮助者。在创意性工作中，人多手杂，反而误事）。将“帮助你团队以外的人”放入工作描述和任务要求中。明确强调信任的重要性。

最后，不要让员工感到负担过重，否则，就算他们愿意在同事需要时伸手相助，也没有办法抽出时间。记住，一个高绩效的组织会给予员工空档期。

现在，很多创意性组织都开始认同IDEO多年前发现的真理，那就是只依靠组织中的个人英雄无法保证组织的成功。在面对复杂的项目和要求苛刻的客户时，如果人们能积极地寻求并给予反馈、意见和帮助，那么所有人的工作都能得到提高。

面对高人才流动率，企业也逐渐明白，营造出一种让人们活出最好的自己的环境，是吸引人才和保持员工高投入度的关键。

恰到好处的帮助能带来积极的情绪，提高同事、管理者和整个组织的认知，并增加人们的内在动力，进而更细致地完成工作（见《哈佛商业评论》2011年5月刊《小进展大力量》(The Power Of Small Wins
 )一文
 ）。基于众多公司的调查研究，我们发现，组织中的帮助行为越盛行，人员流失率就越低，客户满意度就越高，公司利润额也就越大。

这同样适用于诸位的公司。也许目前你的组织非常缺乏互助行为。但是让企业文化变得更有效并不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只要你真心认同并传达这样的理念——最富创造力、最完美的表现来自恰到好处的帮助。




互助就像跳探戈


根据我们的观察，并不是所有发生在IDEO的帮助行为都是雪中送炭。事实上，有些帮助行为只是火上浇油，让事态变得混乱，或让受助方感到不舒服。在仔细研究这些帮助行为后，我们发现，合作式帮助有如一曲探戈舞，想要跳得好，需双方都能灵巧地完成各自的舞步。





因为帮助的有效性取决于双方的互动，因此即便是同一位帮助者，也会出现正反两方面的结果。例如，IDEO的一位项目主管埃伦将凯茜（化名）以协助者的身份分配到她的团队，负责协助原始数据的可视化转换。她不仅按照埃伦的要求完成了任务，而且周末还不辞辛苦加了3小时的班，最后完成了艾伦称为“极有帮助的”工作。但是，一周后，当凯茜意外拜访另一名团队成员伯特，并觉得她应该帮他出出主意时，效果却大相径庭。伯特当时正在做设计原型，因为凯茜提供帮助的时机欠妥，加上准备不足，导致伯特不得不停下手中的活，花很多时间告诉凯茜之前的工作进程。显然，对伯特而言，凯茜的帮助是一种干扰，他的工作进程没有加快反而变慢了。

为了保证帮助行动卓有成效，“发送”帮助和“接收”帮助的两方，都要知道对方的带宽，确保大家在同一频道上。



如果你正在寻求帮助，那么你需要知道谁是专家，谁能向你提供帮助，以及你在谁面前可以毫无掩饰地分享你正在进行中的工作。你要确保给帮助者提供相关的背景知识，随时更新项目进程。你可以向人们展示你的设计原型、草图、分享幻灯片，也可以只是和对方讨论项目或棘手的问题。

无论采取哪种形式，分享信息都能使帮助者准确了解目前的进程，同时使你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正在寻求怎样的帮助。分享信息还能避免你在错误的时间提供帮助，例如同事在一周前就交成图了，但你还以为设计仍在初级阶段；也能防止你在不需要提供帮助的层面提供帮助，例如人们需要的是基础设计点子，但你提出的却是对PPT的编辑意见。

最后，记得在得到帮助后，对人说谢谢。没有什么比石沉大海更让帮助者感觉沮丧的了，他们希望知道自己的点子是否取得了成效。



作为帮助者，你也有要完成的舞步。在提供解决方案和建议前，你需要仔细聆听并询问求助者，弄清对方的需求和期待。仔细研究对方给你的背景资料，如果求助方没有给你，你应该向他们要。如果在整个项目期间，你都会提供帮助，那么你要偶尔询问一下最新的进展。你必须对项目的现状有认识，才可能给予恰到好处的帮助。

天马行空的设想在项目初期也许能帮助人们打开设计思路， 但如果截止日期已日益逼近，那么这些想法只能徒增焦虑和困惑。这时，人们需要可操作性的战术帮助。还有，不要越俎代庖，完全剥夺受助方的自主性和对项目的控制。无论在言语还是行为上，都要向你正在帮助的人表现敬意，即使是在你批评对方的时候。你应该成为具有“建设性”的帮助者。

在某次不成功的帮助行为中，一名高级设计师大包大揽，他对最后的展示做了大量改动，以致原先那位经验不如他的项目领导感到非常挫败。虽然客户最终很喜欢这个展示，但原项目领导的感觉是，她做出的努力没有得到尊重，而且她在组织中的地位也受到威胁。

在另一次帮助行为中，一名项目领导被团队公认为是位出色的沟通者，通过与帮助者进行有效沟通，该项目得到了良好的设计评审结果。她不仅将团队进展的详细信息分享给了帮助者，而且在与他们沟通时，对话内容清晰、有说服力，并妙趣横生。



这就像一曲优美的探戈舞，一方稍稍带动，另一方就能完美的配合，进退和谐、步调一致。无论帮助只是一次15分钟的讨论，还是长达几周的往来，双方都必须就他们所需要的帮助内容和帮助形式达成共识。简单地说，从始至终，双方都需要提前了解彼此的期待，并在过程中留意对方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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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蕾莎阿马比尔是哈佛商学院埃德赛尔布赖恩特福特（Edsel Bryant Ford）工商管理教授，《进步定律》（The Progress Principle
 ）合著作者之一。科林费希尔是波士顿大学管理学院组织行为学副教授，彼得保罗职业规划教授。茱莉安娜毕乐默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在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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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塑造者的秘密武器


贝莱德的卓越人才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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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动荡年代，许多风光无限的企业身陷重围、步履艰难，却有一些企业屹立不倒、风生水起，贝莱德集团就是一例。秘诀何在？最关键的是：它们都拥有卓越人才战略。领导层全身心投入、全员参与、清晰的直线管理职责是卓越人才战略的特征，它帮助公司建构“领导者培养领导者”的文化。






核心观点


观点
 　卓越企业的特征是目标明确、业绩至上、原则引领，卓越人才战略能支持甚至提升其业务战略。








分析
 　卓越人才战略能有效平衡企业面临的四种内在张力：在战略和执行层面持续卓越表现；协调战略的全球统一性和地方特色；培育整体文化的同时支持个人充分发挥潜力；兼具稳定性和灵活性并保持开放。








效用
 　掌控这四种张力，诸位的企业将能全力追逐核心目标、创建高绩效文化，并营造真诚、活跃的工作氛围。






由
 8位合伙人创建的贝莱德集团（BlackRock）仅用25年即成长为世界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改写了金融服务业的历史。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大批金融巨头身受重创，不得不收缩阵线；贝莱德却积极寻求增长，公司的营收、利润和股价均表现稳健。

为何贝莱德能保持卓越？光环之下，其成功的关键是什么？我们对此深感兴趣。贝莱德明确以“为客户提供卓越投资服务”为使命，对业绩的追求近乎偏执；它长于创新，其Aladdin平台（资产负债、债券及衍生品投资系统）能处理高度复杂的风险分析，并提供优质投资组合管理、交易、数据控制和投资运营服务。忠于客户、业绩至上、勇于创新，以及团结成“同一块黑岩”（“one BlackRock”），是公司1.1万多名员工共同遵循的指导原则，贝莱德领导者对此非常自豪。

我们的研究还包括一家印度企业和一家中国企业（见：远景能源公司企业使命与职业发展

 ）。和贝莱德一样，它们重塑了所在行业格局。三家企业业务范围、规模和成熟度都不同，但具有三个共同特征：目标明确、业绩至上、原则引领。在实地访问中，我们发现这些公司有一个更关键的共同点：它们都拥有卓越人才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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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景能源公司企业使命与职业发展

2007年创办风电企业——远景能源公司时，张雷（首席执行官）的目标打创造一家“为人类的可持续未来解决挑战”的企业，依靠先进技术而非廉价劳动力，引领能源行业革命。

张雷清楚，为实现目标，他必须用最有效的方式招募和培养人才。风力涡轮机的设计和制造需运用多学科知识和高度复杂的技术，公司的软件系统又需要能源管理和信息技术顶尖人才，于是张雷开始在全球不同行业寻找世界级技术人才。

罗剑威是远景能源人力资源副总裁，他和张雷都认为，很多成功领导者希望找到更有意义的工作，例如一个引领整个行业的机会，这正是他们能提供的。他们要求员工能适应不同文化，具备“开放、协同、创新”精神，因此只招募有跨国工作经验的人才。远景能源吸引了世界范围内的顶尖人才，包括丹麦的新能源工程师、美国的软件架构师，以及日本的精益生产管理专家等。

人才发展是远景能源的核心战略。公司人才发展体系的三个支柱：一是人才和发展挑战系统，它能支持员工解决技术挑战、扩展职责，并创造更大内部和外部价值；二是为衡量“智慧、意志和爱”的价值观设置的36项行为标准；三是360度反馈体系。

张雷和罗剑威希望为每个人创造机会。“远景存在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实现理想，并让世界变得更好。”罗剑威说。目前为止，他们的努力收到了回报：自创立以来，公司营收年年翻番。



塔塔集团并购中的人才战略

塔塔是印度最大的集团企业，它涉足7个业务领域，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运营，拥有超过45万名员工，营收超过1000亿美元。近年来，通过一系列战略收购和合资运作，塔塔的规模和业务领域不断扩大，其人才管理也面临更艰巨的挑战。

塔塔人力资源和人才发展团队能判断被收购企业中人才的现实和潜在价值，风险管理和人才发掘能力也在提高。评估被收购企业的企业文化是风险管理的重要步骤。最近退休的塔塔集团人力资源执行副总裁萨蒂什普拉丹（Satish Pradhan）说，人力资源部会与财务部和战略部合作，研究“目标企业背景”，及其在成长中应对挑战的方式。“要理解他们的恐惧、冲突和焦虑。”他说。收购完成后的12到24个月中，人力资源团队会充分评估双方文化差异，以及被收购企业的适应程度，有效降低整合风险。

如果被收购企业领导层因表现不佳而士气低落，人才战略的重点就是重新激活他们的目标感和潜能。普拉丹见过不少无奈甚至绝望的员工，他们会说“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之类的话。如果塔塔发现目标企业有某个机会，它会在合作之初为双方设立共同目标：这家企业的目标是什么？塔塔如何帮对方实现目标？“起初对方会嘲讽、怀疑：‘这唱的是哪一出？’”普拉丹说，“但他们后来明白我们很真诚。我们希望收购的企业有自己的目标。”

（
返回阅读原文

 ）





卓越人才战略解密

卓越人才战略能快速应对实际情况的变化，并适应各地文化差异。

从数十年研究和咨询经验中，我们总结出卓越人才战略的共同特征：它们致力支持并提升企业业务战略、适用于从小团队到整个区域的各个组织层级，并为企业增加价值。

高管团队的投入，对培育和保持业绩至上观念至关重要。为打造卓越人才战略，企业领导者不仅要善于传达人才战略的重要性，更需要身体力行：高度重视引进外部人才，同时要求直线领导者在公司内发掘、培养并留住未来领袖。

许多管理者嘴上大谈人才是企业最重要的财富，但一遇到经营困难就削减员工管理和职业发展的投入，他们这么做将失去人力资源专家的信任。如果不能下决心持续、充分地进行人力投资，领导者就输掉了人才战争。某公司区域总裁近日在一次战略会议上说：“我们并不需要强大的人力资源团队，更不需要花哨的人才战略，把那些留给猎头吧！”由于忽视人才的发掘和培养，这家公司无法有效执行其战略，已沦落到倒闭边缘。

直线领导者的投入和人力资源管理者的敬业，可在组织内营造出欣欣向荣的氛围，这对专业人才极具吸引力。人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能随时调整，以快速应对实际情况的变化，并适应各地文化差异。

只有做好这些，企业才能践行其员工关系理念、落实对员工的承诺，并有效建立信任，提高组织运作透明度。如果绩效评估、晋升和成功的标准足够透明，员工将相信这是一个以能力论英雄的组织。

这种境界无疑很难达到：打造卓越人才战略的过程高度复杂、充满不确定性。如何在战略和执行层面持续表现卓越？如何培育团队文化，同时支持个人充分发挥潜力？跨国企业如何协调战略的全球统一性并兼顾地方特色？人才政策如何兼具稳定性和灵活性，并保持开放？面对这些挑战，企业往往顾此失彼。跨国企业可能错误地认为，公平起见，其各地人才政策须保持一致。

卓越企业能够有机协调不同价值间的冲突：既有战略眼光，又严控运营效率；既培育集体精神，又重视个人发展；既具备全球视野，又了解地方实际；既能保持稳定，又随时准备自我更新。处理好这四种张力，诸位的组织将实现并保持高绩效。



战略与执行

战略远见是企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但在当下严酷环境中，决胜因素可能是执行的有效性。如何兼具敏锐的战略洞察力和稳定的执行力，这是众多企业面临的挑战。

从设计商业模式到实际运营，卓越企业需要发现、聘请、培养并留住优秀人才。伟大的创意已实属罕见，找到合适的执行者更加困难，在新兴市场中尤其如此。卓越人才战略必须兼顾这两方面。

把握时机，让合适人才发挥所长，这是贝莱德成功秘诀之一。公司人才管理政策与实践均由全球人力资本委员会（HCC）负责。HCC包括35位来自不同业务单元和重要分支机构的资深直线领导者，其中只有全球人力资源总监杰夫史密斯（Jeff Smith）来自人力资源部门。史密斯和副总裁肯威尔逊（Ken Wilson）共同领导HCC，两人同时是集团全球执行委员会（GEC）成员。HCC的设置不仅表明公司将人才视为稀缺战略资产，更明确直线领导者对人才管理负有重大责任。

为维护公司文化一致性，HCC的任务是确保四项指导原则真正统领日常运营、员工行为，以及人才管理的方方面面。它有以下主要职责：


人力资源规划与招聘。
 在贝莱德，人才招募和人员规划一般由各业务单元负责，HCC主要参与雇主品牌建设。为吸引优秀大学和商学院毕业生，HCC与市场部门合作，围绕年轻人最关心的职业灵活性和社会责任问题，展开校园招聘宣传活动。


培育高绩效文化。
 员工敬业度和绩效由直线领导者负责，HCC则组织小组访谈，研究如何提升员工体验。HCC提高了员工考核标准，并将内部挖潜成效纳入管理者评价体系，从而改善了优秀员工评估和晋升机制。


培养领导力。
 为维护和推行公司文化，HCC的一个重要理念是，评估领导者不能只看业务能力，也要看其能否言传身教、践行公司基本原则。贝莱德全球人才发展总监唐奈格林（Donnell Green）说：“贝莱德的文化转变需攻克一些顽症，如部门各自为战、业绩至上原则贯彻不彻底等。HCC和GEC并不惧怕正面应对这些问题。我们每天亲身实践公司基本原则，其中就有‘我们是同一块黑岩’（“We are one BlackRock”），损人利己者在这里绝无容身之处。”


员工发展。
 HCC负责健全贝莱德的员工发展体系。公司领导者一直将拓展任务和培养下属视为人才管理的基石。“家庭式”氛围可能造成绩效管理松懈的印象，因此必须明确员工发展目标。在贝莱德，管理者要学会成为员工的导师和代理人，激发他们创造高绩效。随着职位上升，管理者有机会参与一系列培训计划，包括高绩效与团队合作、成效影响力、企业领导力等。


人才评估与继任规划。
 贝莱德拥有全面的人才评估和选拔机制。“为客户利益团结协作是我们业务模式的基石，”格林说，“因此领导者人选事关重大。”格林与HCC共同建立了人才评价标准，其中重要一项是，领导者必须具备合作精神。


内部交流与合作。
 Block是贝莱德内部聊天室和合作平台。HCC利用Block等通信手段加强内部沟通，以促进创新、加强与新兴市场分部沟通、提高重点项目参与度等。



集体与个人

有强烈目标感的企业对顶尖人才更具吸引力。

我们最近的研究揭示，清晰的共同目标对企业非常重要。人们总在寻找人生意义，有强烈目标感的企业对顶尖人才更具吸引力。同时员工也看重成长机会，以及工作中的挑战和乐趣。卓越人才战略能为员工提供所有这些条件。

卓越企业很清楚自己的使命，明白业绩是竞争力的保障，并坚信原则将引领企业穿越一切顺境和逆境。人才管理者应明确要求员工高度认同公司核心目标；怀疑者可以离开。

所有卓越企业既有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又充分尊重员工个人发展需求。“我们充满激情地追求高绩效，同时又是一家人。”贝莱德集团共同创始人、主席兼行政总裁劳伦斯芬克（Lawrence Fink）说。

集体主义、合作精神、信任和尊重是贝莱德的基本理念。“我们的目标非常清晰，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这是我们成功的原因。”芬克说，“我们忠诚为客户服务，绝不与他们争利。”贝莱德的几位创始人极为重视集体主义精神，开始的几年中一直拿相同薪水，以保证所有人充分共享信息、精诚服务客户。

Aladdin系统是贝莱德内部合作的强大工具。“Aladdin能把所有信息整合在一起，”芬克说，“通过共用一个平台，任何部门员工可在任何地点透明分享信息，永远只有‘我们’，没有‘他们’。能高效分享信息是成功领导者的必备素质。”贝莱德首席运营官查理哈拉克（Charlie Hallac）补充说：“Aladdin是公司的核心价值，如果不能让员工明白这一点，我们也无法向客户表明贝莱德的价值。”

贝莱德领导者共同努力在公司内培育集体主义精神。“我们的领导方法是先身教，后言传。”公司共同创始人、总裁罗伯卡皮托（Rob Kapito）说，“我们精挑细选合伙人和雇员，使贝莱德保持它的气质。这里最重要的是‘我们’。我会把新晋领导者请到家里，亲自下厨，让他们全面了解我这个人。人们只有透明和真诚相处才能建立信任。贝莱德最欢迎真诚的人。”



全球与本地

“我们是一家全球企业，在复杂市场环境中参与竞争。”这样的表达几乎早成了套话。现实中的跨国企业更像地方实体组成的联盟。同一家企业的地方组织，有些相对自治，有些则高度依赖其他业务部门和分支机构，并与外部公司进行战略合作。全球企业若想成功，就必须充分利用本地人才资源，而非在不同地区间频繁调配人力。很多曾希望调往总部的本地精英，现在更倾向于领导当地组织。

但有时人们希望离开故土，企业必须调动关键资源。卓越企业能全面掌握重要人力资产信息，并根据人才特长将其派往最需要的地方。

贝莱德人才政策与实践既有整体设计，又符合地方实际：全球毕业生招募计划与各地大学和商学院合作密切；各分支机构均开展“同一块黑岩”等企业文化培训，确保当地领导者贯彻公司指导原则。

贝莱德凭借品牌全球影响力和深厚本地关系吸引顶级管理人才，包括汇丰香港前CEO马凯博（Mark McCombe）和高盛前合伙人王学明，二人现在分别任贝莱德亚太区主席和中国地区主席。




你是否拥有卓越人才战略

下表中的1－3项列出了卓越企业的必备素质，其余8项衡量你的人才政策与实践是否支持企业走向卓越。



1．我的企业将“目标”置于业务模式的核心。

2．我的企业拥有高绩效文化。

3．领导者能践行企业的指导原则。

4．我们的人才战略能提升业务战略。

5．我们的人才管理非常高效。

6．领导者致力于卓越人才管理。

7．领导者负责并深度参与未来领导人才的发掘、跟踪和培养。

8．我们的人才管理具备战略眼光，同时执行力很强。

9．我们的人才管理实践能激发集体目标感和荣誉感，同时对个人职业发展很有帮助。

10．我们的人才管理实践既有国际视野又符合地方实际。

11．我的企业拥有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环境变化时也能迅速调整具体政策。





稳定与创新

不断进行战略和流程创新的企业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才，立于不败之地。

卓越企业需继承和延续自身优良传统，同时为在竞争中保持优势、争取更多客户，必须持续进行战略和流程创新。不断自我更新的企业能吸引最优秀人才，立于不败之地。

卓越人才战略必须既保持稳定又不断更新。贝莱德集团的每次收购都能为其带来新管理人才和增长动力。贝莱德2009年收购巴克莱全球投资公司后，芬克和GEC认为巴克莱投资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更适合公司，于是邀请杰夫史密斯出任全球人力资源总监，GEC还增加四位前巴克莱委员。

史密斯和团队确保公司指导原则的有效性，同时努力推动人力资源和人才管理实践创新。人力资源团队每年进行员工敬业度调查，目的之一是检验贝莱德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他们还协助芬克、GEC和HCC开展“同一块黑岩”等企业文化培训计划，发挥了关键作用。

“忠于客户”和“勇于创新”这两项指导原则表明，贝莱德有意识地弥合稳定与创新的张力。在人才管理、员工发展、敬业度、激励机制、企业声誉等各方面，公司领导者均付出巨大努力，力争做到最好。贝莱德的表现得到业界认可：合益集团最近将其选入高绩效标杆企业名单。

卓越企业同时具备三种制胜特质：目标明确、业绩至上、原则引领。此外有一个秘密武器：卓越人才战略。领导层的高度投入、全公司的广泛参与、清晰的直线管理职责，是卓越人才战略的特征，它帮助公司建构起“领导者培养领导者”的文化。


卓越人才战略
 须与企业业务战略高度契合，并根植于透明和真诚的文化氛围；它既有整体设计又符合地方实际，能应对后全球化环境中的复杂性和张力；它能激发全体员工的热情和使命感，同时助力顶尖人才的个人成长；最后，它能保持自我更新的渴望，而这正是伟大公司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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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阅读相关文章：《企业文化变革如何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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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flix颠覆传统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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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Freegums




作品：良性振动，木板丙烯，8英尺×15英尺




年代：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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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不好，蝙蝠侠的助手罗宾也失业了。”






经过30年的商业实践，我没见过哪个人力资源项目真能提高员工士气。HR能为员工提供的最佳福利，是让他们与最优秀的人一起工作。信任你的员工，而非公司的章程。摒弃虚伪的照章办事，像成年人那样开诚布公、以诚相待。






核心观点


观点
 　如果公司招募到了正确的人，员工会努力成为明星员工，而且管理可以通过对基本常识的尊重和坦诚的交流来实现。大多数公司都把工作重点放在拟定人力资源管理的条例上，只是为了对付一小部分与公司利益不一致的员工，得不偿失。








解决方案
 　只雇用、奖励和容忍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人”。对员工坦言他们的业绩表现。让经理们明确知道他们的首要职责是打造伟大的团队；而领导者则要对公司文化负责；人才管理者应该像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一样思考，不要落入固有的HR意识窠臼。






我
 担任首席人才官时，曾与Netflix的CEO里德黑斯廷斯（Reed Hastings，任期1998－2012）一起做了一份PPT，解释我们要在Netflix塑造怎样的文化，用什么来鼓舞士气、提升业绩（当然还有其他同事参与其中）。我们真没想到它会在几年后造成如此广泛的影响，谢莉尔桑德伯格称其为硅谷产生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这份没有音效、动画、简单枯燥的127页PPT在网上疯传，点击量超过500万次。在那之后，我们才意识到Netflix的人才管理在某些方面相当超前，一些做法现在看起来甚至有点疯狂，比如只要员工自己觉得合适，什么时候休假都行。

人们之所以认为Netflix人才管理和公司文化行之有效，基于几点原因，其中最明显的一条就是Netflix的成功：2013年Netflix的股价在一年内的涨幅超过了两倍；Netflix制作的电视剧获得了三项艾美奖；在美国，Netflix网站订阅人数已近2900万。此外，Netflix之道有效的原因还在于它遵循了基本常识。在那份127页PPT的基础上，我提炼了五条理念写就此文，阐释Netflix是如何吸引、留住和管理人才的。但在进入正文之前，为了帮助诸位理解Netflix的理念，我先分享我和前同事的两段对话。

第一段对话发生在2001年的下半年。在2001年上半年，Netflix已经获得迅猛发展：员工近120名，而且公司把IPO提上了议程。但随之而来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和911事件让公司状况急转直下。IPO势必要延期，还裁掉了1/3的员工，情况堪称惨烈。然而不久之后，我们却意外地迎来转机——DVD播放机成了圣诞节的热门礼品。一时之间DVD的邮寄订阅业务暴涨，涨势一直持续到2002年上半年。这就意味着工作量大增的同时，我们却少了1/3的人手。

某天我和Netflix一位非常优秀的工程师约翰谈话。在大裁员之前，约翰手下有三位工程师，现在他成了部门的光杆司令，要经常一个人加班。我和约翰说，希望能尽快找到帮手。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不急，我单干还更开心点。”后来发现，我们裁掉他手下的三名员工原本就是多余的。约翰要花大量的时间管理他们和收拾他们留下的烂摊子。他说：“我宁可自己做，也不要二流手下。”每次我向别人解释Netflix的基本人才理念时，他的话都会出现在我耳畔：你能为员工提供的最佳福利，不是请客吃饭和团队活动，而是招募最优秀的员工，让他们和最优秀的人一起工作！优秀的同事胜过一切！

第二段对话发生在2002年IPO之后。我们的会计劳拉是一名聪明、勤奋、有创造力的员工，她曾设计了一套影片租借跟踪系统，让我们能准确计算每部电影的租赁次数，依此计算版权费。这对公司早期发展至关重要。如今公司已经上市，我们需要经认证的专业精算师、经验丰富的财务专员，但劳拉只有社区大学的副学士学位（相当于大专学历）。尽管她的敬业精神、业绩都无可厚非，我们也真的很喜欢她，但她的能力已经不足以胜任这份工作。有人提议给她特设一个职位，但我们觉得这不是正确的做法。

我决定面对面跟劳拉解释情况，我告诉她，她在公司服务多年，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我们希望提供一笔可观的离职补偿金。我已经做好了迎接泪水和各种戏剧性场面的准备，结果劳拉应答自如：她对离开表示遗憾，但丰厚的离职补偿金可以让她考虑重返校园或参加培训，寻找新的职业发展路径。这一事件让我们总结出另外一条关键的人才管理理念：如果你希望你的团队里都是最优秀的员工，那么你必须要请能力不足的人离开，即便他曾立下汉马功劳。出于公平的原则，说实话，也是为了平复自己良心的不安，我们提供了可观的离职补偿金。

遵循以上两个基本原则——永远只招最优秀的员工，把不够优秀的员工请走——我们总结出以下五条行动准则。



只雇用、奖励和容忍“成年人”

公司的报销原则只有九个字：公司利益最优先原则。

这些年的经验证明，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我们要求招聘人员遵循逻辑、尊重基本常识，而不是对照着招聘规范找人，最终的效果会更佳、成本更低。如果在招聘时就认真筛选出把公司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理解和支持高效率工作的员工，那么他们中的97%会称职。大多数公司把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放在拟定和强化HR政策上，用以对付剩下的3%的人所带来的问题。我们并没有这么做，因为我们干脆不会让这些人进公司，即使被招进来，一旦发现这是个错误，我们也会立即修正。

我们筛选出的这些人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人”，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开诚布公地找老板、同事和下属沟通。这意味着即便公司有一堆HR规范条例，通常也不会用到它们。因为经理们可以依据具体情况找出更合适的处理方法。

举两个例子。

从Netflix创始的那天起，我们就制定了带薪假期的规定：员工每年有10天节日，10天假日，和几天病假。公司上市之前，我们用内部的办公系统记录出勤状况，提醒上一级领导哪位员工即将休假。但上市之后，审计师看到这一系统，吓坏了。他们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明确规定我们要对员工的放假时间做出解释。我们也曾考虑过重新引入比较正式的办公考勤系统，但里德说：“有法律要求公司一定要控制休假时长吗？如果没有，我们能不能用不那么正式的方式处理，避开财务审计上的繁文缛节？”经过一番研究后，我发现确实没有哪条加州法律规定公司要控制员工的假期时间。

于是我们不仅没有引入正式的办公考勤系统，反而背道而驰：员工想什么时候休带薪假就什么时候休，只要他自己觉得时间合适。下属自行与领导商量和决定休假计划（电话中心和管理库房的员工则需要遵守较为严格的上下班时间）。我们则给出一些指导性意见，比如，财务部门的员工不要在季初和季末业务繁忙期间提出休假；如果要连续休假30天，你要先与HR面谈。公司督促高管起带头作用，主动休假，让人们知道假期政策是真的存在。有人担心这会带来组织系统内的一致性问题——是不是有些领导会慷慨地给下属很多假期，另外一些领导则比较严苛？但总体来说，更令人担忧的是公平性，组织内更常见的情况是，业绩最好、最有价值的员工一般享受的自由度也比较高。

我们还采用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差旅和报销政策。对员工提出的要求仍然只有一点，就是采用“成年人”的做法。我们的报销政策很简单：公司利益最优先原则。我们告诉员工，公司希望能节省开支，希望员工把公司的钱当成自己的钱。我们取消了公司正式的差旅规定和报销单，把权力还给一线经理。这一改变降低了公司成本，比如，为了控制差旅费，很多公司现在仍旧通过代理机构订票，但如果公司信任员工会遵守“公司利益最优先原则”，让员工自己网上订票，公司就可以省下代理机构的中介费。和Netflix很多经理一样，我也会定期和员工吃顿较为奢侈的工作餐，如果是为了招聘或销售目的，餐费就可以报销；但如果是自己单独享用或和同事不涉及工作的用餐，餐费则不能报销。我们也会留意喜爱买各种工具的工程师的报销项目。总之，我们发现报销制度和其他制度一样，只要遵循“成年人”做法的原则，提出明确的责任行为要求，绝大数员工都会遵行。



对员工坦言他们的业绩表现

很多年前我们就取消了正式的评估制度。我们曾试用过这种制度，发觉它难免流于形式，且偶尔一次的考核结果也没有连贯性。在某些职能部门，比如销售部、工程部、产品研发部，员工业绩好坏一目了然（随着很多公司量化业绩的技术提高，员工的业绩表现越来越明晰），再制定一套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毫无意义，业绩表现也无法因此提升。所以，我们的做法是要求经理与员工进行关于业绩表现的谈话，并把它作为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以往公司进行业绩评估的目的之一是担心劳务纠纷。其逻辑是，如果想要开除某人，你就要提供白纸黑字的记录以证明该员工表现欠佳，所以很多公司都为业绩欠佳的员工提供所谓的“业绩提升计划”（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s，简称PIP）。而我个人十分讨厌PIP，我认为这一计划本身就是欺诈，这一项目从来就不是为了它声称的目的——提升业绩。

一位经理要求测试工程师玛利亚参加PIP。最初玛利亚是因流媒体服务需要而被招进公司的，主要承担查找漏洞的工作。她工作效率高，人有灵气也很勤奋。但是技术的更新速度太快，我们很快发现这个工作可以全自动化。为了研发世界级自动化测试工具，公司引入了新人，玛利亚的直接领导也发生了改变。玛利亚不喜欢也不擅长做自动化测试方面的工作，所以新领导要求玛利亚参加PIP。

我的回复是：“何必呢？我们都知道这出戏会怎么演下去。你先定下目标，然后，因为她根本就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而无法达标，所以你每周三都要放下手头的正经事，考虑如何阐明、记录她的不足；每周二晚上你都辗转反侧，因为你知道明天又要面对一次令人难堪的谈话。你以为她不是吗？几个星期之后，她开始找人哭诉，这个过程要持续三个月，整个团队都会知道这件事，最后她还是会被炒掉。这个过程毫无意义，五年来她一直因出色地完成工作而受到奖励，但现在这份工作根本就不存在了，何谈‘业绩提升计划’。你来告诉我这对Netflix有什么好处？”

“我们不妨直说：技术发生了转变，公司发生了变化，玛利亚你的能力已经不符合公司的需要了。她并不会感到吃惊：作为在一线工作的员工，她难道感受不到周围的变化吗？给她提供一份丰厚的离职补偿金，只要签署了离职协议，我们被起诉的几率就会很低（即使不能完全避免）。”以我个人的经验，只要告知实情，人们能够应对变化。玛利亚的情况证明了我的看法。

取消了“正式的”业绩评估之后，我们设立了“非正式的”360度考评制度。我们提出尽可能简洁的问题：你觉得你的同事应该“做什么”、“继续做什么”、“不要做什么”。最开始我们使用匿名的软件系统进行评估，一段时间之后转而实名制，而且很多团队用面对面的方式进行360度考评。

很多HR同行都不相信Netflix此等量级的公司竟然没有年度评估。他们会说：“你们只是编个故事让我们不舒服吧？”我并没有。如果能够简单、诚恳、定期地以探讨的方式进行业绩评估，你将获得比5分制考评制度更好的效果。



经理的职责是打造伟大的团队

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军队战斗力问题上，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有一句名言：“你是带着已有的军队参战，而不是你想要、希望拥有什么样的队伍。”但我告诉Netflix的经理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先想好你要什么样的团队然后再投入战斗。

在咨询工作中，我要求经理们把未来六个月内将要完成的任务想象成一部纪录片。想清楚，你要得到何种具体的结果？这一任务与当前的工作有何不同？完成这一任务的各个角色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在这一阶段我不建议经理们考虑现有团队的状况。只有在他们设计好远景目标和想清楚达到这一目标所需的技能之后，才应该开始分析现有团队与此远景目标的匹配度。

如果你处于一个急速变化中的产业，你可能会发现现有团队和远景目标的匹配度很低。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开诚布公地与部分成员谈话，帮他们找到适合他们能力的岗位。同时，招募具备能力的人选。

Netflix从DVD邮寄租赁业务转向流媒体服务时就曾面临这样的挑战。我们需要把大量的视频文件存到云端，同时要计算出能够支持多少用户同时获取这一文件（据估算，在美国的网络高峰时段，有近1/3的流量是在Netflix上看电影产生的）。所以我们急需曾在亚马逊、eBay、谷歌和Facebook等大公司有研发云计算服务经验的人才，但显然，这些地方的人才不容易被挖走。

我们在薪酬体制方面的理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薪酬方面的原则也与以上两个理念一脉相承——坦诚待人、把员工当作成年人对待。比如，我在Netflix任职期间，公司给员工提供的年薪中并没有“绩效奖金”这一项，因为只要招对了人，绩效奖金就完全没必要。如果你招募到的员工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人”，并且会将公司的利益放在首位，那么没有年终奖既不会让他们变懒，也不会让他们变笨。我们相信市场主导的薪酬标准，我会让员工接受竞争对手发出的“聊天邀请”，这是明智的做法，至少员工能知道自己的市场价。很多HR不喜欢员工与猎头联系，但我总是说：要接猎头的电话，寻个价码，然后告诉我——这一信息很重要。

另外，我们对待股权薪酬的方式也与其他公司不同。一般的做法是在提供一份有竞争力的年薪时搭配一项固定的股票期权，而我们让员工自己选择股票期权在整体薪酬中的占比，在月薪和股票期权之间权衡。我们相信他们都有足够的社会经验权衡利弊，评估自身抗风险能力，并且能为自己和家庭做出最好的选择。我们每月都以稍低于股价的价格发放一定的股票期权，而且允许即时兑现，没有“待权期”。大多数的技术公司都有四年待权期，把股票期权当作降低离职率的“金手铐”，但我们觉得这一做法没有意义。如果你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会，就该在离开时带走你应得的全部薪酬。如果你已经不想与我们共事，我们也不想绑架你。

我们一直这样告诉经理们：打造一支伟大的团队是你们最重要的任务。考核你们的标准，不是你的导师角色扮演得怎么样、你如何开导下属，或者报告写得好不好。伟大的团队完成伟大的工作，招募到正确的成员是你的首要职责。



领导者的工作是塑造公司文化

从Netflix离职后，我开始做咨询工作，拜访过一家硅谷很火的创业公司。这家公司已有60名雇员，在开放式的Loft里有一张足球桌、两张台球桌，有一位厨师为所有员工做午餐。公司CEO一边带着我参观一边与我讨论公司如何创造出有趣的工作氛围。我打断他问：“公司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他回答：“效率。”

我说：“那好，想象一下，我在这里工作，现在是下午2点58分，我正在一场紧张激烈的台球比赛中占据上风，预计还有5分钟就能结束这一局。但是，3点钟后有一个会，我是应该赢下这场台球呢，还是放下球杆去开会？”

“你应该打完这一局，”他坚持道。和很多技术型创业公司一样，这里有很悠闲的工作氛围，员工可以穿着帽衫、带着宠物来上班，这种随意性经常会损害准时原则。这在硅谷已经司空见惯，但他的回答仍然很令我吃惊。“等一下，”我说，“你告诉我效率是公司最重要的价值。但为了一场台球，让同事等着你推迟开会是一件很没有效率的事情。你不觉得这是言行不一吗？你嘴上说的价值与鼓励的行为并不一致。”

我给客户做咨询时，在塑造公司文化方面，会建议领导注意三个问题。“保持言行一致”是其中一项。“言行不一”是很典型的创业公司的共性问题：把工作的自由度当作竞争溢价的做法可能直接导致与高效工作文化相左的结果。我经常旁听公司的内部会议以了解公司的运作方式，也经常看到很多CEO明显是在即兴发挥：会议缺乏明确的议程，CEO只是逐页复述PPT内容，而这个PPT显然是一个小时之前拼凑出来的，或者只是前一轮VC会议内容的二次利用。员工当然会发现这些问题，当他们看到领导没有充分准备而是全凭个人魅力、IQ和即兴表演组织会议时，你觉得他们会如何对待他们的工作？这不会影响他们的业绩表现吗？如果你没有身体力行，也没有对符合目标的行为加以奖励的话，就不要浪费时间谈什么公司价值观和文化了。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确保员工理解公司发展的核心动力和盈利模式。最近我拜访了一家位于德克萨斯州的创业公司，其员工大多是20多岁的年轻工程师。我对该公司的CFO说：“我打赌，这个屋子里一半的人连一页资产损益表都没读过。”他答道：“没错。他们既不精通财务也不精通商业运营，所以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让他们了解公司的运营方式。”即使你已招到充满干劲的员工，你仍然需要和他们讲清楚公司是怎么赚钱的，让他们理解怎么做能帮助公司成功。比如在一段时期，Netflix的员工都过于注重网站订户增长，并没有意识到公司的开销已超出订户增长带来的收益。我们那时花了大笔资金购买DVD，设立订阅中心，订购原创节目，这花光了之前我们从新增订户那里挣的每个子儿。我们的员工需要知道，虽然收入不断增加，但公司的成本支出也相当可观。

我把第三个问题称为创业公司的人格分裂症。技术类公司工程师团队和销售团队的分裂与生俱来，但是“不同”并不一定要以“分裂”的形式表现。比如，在Netflix，我经常提醒大家，在总部工作、领取年薪的专业人员和按小时领取薪酬的电话服务人员大不相同。财务部门曾一度想把公司所有员工都纳入工资直接进入账户的付薪系统，我不得不提醒他们，部分按小时付薪的工作人员根本没有银行账号。这个小例子反映了一个大问题：领导者在统一公司文化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公司内的亚文化，从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



卓越的人才管理者要先像企业家和创新者一样思考，再像HR一样思考

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与专业HR高管们打交道。虽然我私下里比较喜欢这个圈子，但我的专业意见却经常和他们相悖。他们把太多时间都花在“鼓舞士气”的计划上，有些公司的整个人力资源团队把气力都花在如何把公司弄上“最佳雇主”排行榜。其实细究榜单评选的方法，你就会发现榜单的标准只是奖金和福利。最近，在某次会议上，我还遇到了一家公司任命的“首席幸福官”——光听这名字就够让人恶心的。

经过30年的商业实践，我还没见过哪个HR项目真的提高了员工的士气。HR部门可以组织派对、发放T恤衫，但如果公司股价跌了或者公司产品不被看好，在派对上员工不会开心只会默默抱怨，回家就拿公司发的T恤衫擦车。

不要再充当啦啦队队长了，专业的HR就该把自己当成商业人士：这对公司有什么好处？我们该怎样和员工交谈？我们怎么能让员工理解“高效”概念？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测试：如果你的公司已设有绩效奖金，随便找个员工问问：“你知道怎样做才能拿到更高的绩效奖金吗？”如果他答不上来，就说明HR团队没有把要求说清楚。

Netflix曾改变了人们消费和观看电影的方式，这是个了不起的创新。对我来说更了不起的是，从我一进公司开始，公司就希望我不要墨守成规，去效仿其他公司HR们所谓的最佳实践。我也的确是这么做的——拒绝所有的条条框框，谁说HR管理不能创新。




HR管理为何缺乏创新

Netflix创始人兼CEO里德黑斯廷斯（Reed Hastings）接受《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采访，谈论公司是如何颠覆传统人才管理观念的。




HBR：
 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份关于Netflix文化和人才管理的PPT？


黑斯廷斯：
 这可不是仿照里尔克《致年轻诗人的信》撰写的《给年轻人的创业手册》。既不是精神指导也不是人生解答，而是写了一些我们希望能从一开始就理解的基本原则。100多位Netflix员工为这份PPT做出了贡献，而且以后我们要出更新版本。




HBR：
 这份PPT里的很多观点看起来像是常识，但确实与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相背。HR管理领域为什么会缺乏创新？


黑斯廷斯：
 我们的社会已经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研究如何管理工业公司，现今的HR管理共识基本都来自管理工业公司的经验。与之相比，我们才刚刚开始学习如何运营创造性的公司。工业时代的公司以减少多样性（生产错误）而发展，创造性公司则依靠多样性（创新）生存。




HBR：
 对于取消正式放假制度和业绩评估制度的做法，你的同事有什么反馈？你觉得其他公司作何反应，是羡慕还是侧目？


黑斯廷斯：
 我的同僚大多在创造性的领域工作，我们在PPT中展示的很多想法都来自他们。至于其他的公司，大家是互相学习。




HBR：
 PPT中，公司员工最不买账的观点是什么？


黑斯廷斯：
 “业绩决定离职补偿的金额”——这句话把我们追求卓越业绩的目标表达得太过直白了。




HBR：
 迄今为止，在人才管理的创新上，你是否有彻底失败的经历？


黑斯廷斯：
 目前还没有。




HBR：
 帕蒂麦考德认为领导者应该在休假方面做出表率，让人们习惯这样的文化氛围，请问，你在2013年休了几天假？


黑斯廷斯：
 其实“休假”本身就是工业时代的概念，就和“上班”一样。我觉得Netflix的事情都很有趣，我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想着工作。不过，我去年享受了3、4次一周左右的假期，带家人去旅行，确实既刺激又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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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蒂麦考德是帕蒂麦考德咨询公司创始人，曾任Netflix公司首席人才官。



了解更多关于Netflix文化与人才管理PPT的详细内容，请登陆《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网站，搜索Netflix。





对话 HBRC Dialogue




张近东：踏上“云端”

李剑 李武 | 文　李武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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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全球企业史，转型从来不会是牧歌式的幻想，有时甚至比选择死亡还要艰难。作为千亿级的传统零售巨头，苏宁正在坚定推进的互联网零售转型不仅需要重塑组织和文化，更要改变组织内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最
 近20年中国的零售业江湖，竞争好戏从未间断：持续10年的“美苏争霸”的硝烟尚未散尽，“苏东血拼”的战火已四处纷飞；当马云以电子商务之威四顾睥睨之际，张近东又携线下零售连锁纵身跃上“云端”（即O2O模式，店商+电商+零售服务商）……一场关乎中国未来零售业格局的决战，正渐入高潮。

2013年12月8日，南京郊区，雾霾密布。HBR中文版撰稿人在苏宁云商（下称“苏宁”）总部18层颇显宽敞的会客室专访了该集团董事长张近东，探究零售业未来及苏宁的转型变革。近3小时对话中，50岁的张近东始终坦率务实，激情自信：苏宁第三次转型变革已经开始，未来两三年将水落石出。




张近东主导的苏宁三次转型

1．批发转零售

1990年－1999年


背景：
 当时整个空调行业出现了一个新的挑战，供求关系的变化导致上游渠道策略调整，市场规模迅速放大，但行业利润大幅下降。苏宁的批发业务部分出现亏损。


竞争对手：
 南京的八大国有商场


变革举措：
 张近东决定放弃批发业务，全面转型零售。他认为，这么做不仅是因为批发没有利润，更主要的是坚持批发就会激化和供应商的矛盾，失掉转型零售的机会。





2．零售转连锁

2000年－2009年


背景：
 中国零售业全面进入连锁时代。


竞争对手：
 国美、大中


变革举措：
 苏宁加速商业连锁扩张，并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到后台建设，进行信息升级、人才培养和物流基地的建设。





3．连锁转互联网零售（正在进行当中）

2010年－？


背景：
 互联网从根本上改变了消费者行为，电子商务发展迅猛，给传统零售业带来了颠覆式的冲击。


竞争对手：
 阿里巴巴、京东


变革举措：
 结合线下零售连锁优势，从技术到应用，从战略到组织，全面拥抱互联网。转型方向是O2O，即云商模式。





不同于其他零售巨头的个性张扬，上世纪90年代从南京新街口一家空调专卖店起家的张近东，有着江苏商人深入骨髓的冷静务实。一切基于市场需求和缺口而不断做大生意，是他从小店主到中国最大零售企业掌门的核心法则。

创业20多年来，作为持续获得成功的传统零售巨头，张近东有着超乎同行的市场敏感与求变动力。他坦言电商浪潮冲击着所有传统零售商，苏宁同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他又自信于苏宁战略性转型的目标和路径早已清晰：整合线下和线上资源，成为更具规模和效率的互联网零售企业。

仅仅在两年前，他的整合思路还不为许多同行所理解。但从2013年开始，他的看法和行动事实上已成业界共识：线上零售风风火火者，正在投巨资打通物流等线下关键支撑；线下零售颇具规模者，则眼看着苏宁挺过了转型的最初困难期，并不断结合线下零售连锁优势，从技术到应用，从战略到组织，全面拥抱互联网，一步步踏上“云端”。

面对其他传统零售企业的触网不利，张近东略感自信的是苏宁的基因：从发展历程来看，苏宁是敢于主动转型做大、也善于变革突围的行动派，且一旦看准趋势，决不自留后路。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空调专营批发模式，到21世纪头10年引领行业的3C家电连锁，再到正在进行的O2O探索，张近东确信，苏宁每一次转型变革都是在革自己的命，并引领行业繁荣。

与这次转型相比，苏宁前两次颇为成功的转型变革，都是在传统零售领域的升级换代，并不涉及整个业界所未知的模式与管理之变。这一次张近东所面临的全新挑战，实际上是整个传统零售业的生死抉择：电子商务把所有企业逼到十字路口，零售业生态环境已处于颠覆和重构的巨变之中。张近东深知：暂时领先者不一定会胜出，努力求变者不一定能生存，但因循守旧者必败无疑，因此他宁愿冒风险主动求变。

纵观全球企业史，转型从来不会是牧歌式的幻想，有时甚至比选择死亡还要艰难。作为千亿级的传统零售巨头，苏宁正在坚定推进的零售互联网化的确充满未知：转型鸿沟有多宽，沉没成本有多高，组织重构有多难，很难说得清楚。张近东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眼观六路，深思慎行。

张近东意识到，为适应互联网的商业生态，企业必须进行从组织到文化的体系变革，以确保给整个团队植入互联网思维。但知易行难，因为这种转变涉及组织内每个人。哈佛商学院教授科特基于大量企业变革的成败案例曾总结，组织结构的变化，有时并不是最重要的，除非能改变组织内人的行为方式。而行为方式又是思维方式的延伸，是很难改变的一种习惯。

对苏宁正在进行的互联网零售转型来说，通过团队大换血来完成思维置换并不现实，苏宁要做的是融合线上和线下的资源与业务，必须两者都要很强，大换血意味着放弃线下团队的既有优势，搞不好两头都会丢掉。

令张近东欣慰的是，苏宁较早就非常重视技术应用与业务创新，团队的学习和创新能力也很强，目前需要做的，就是进一步激活创新基因，突破自身和行业的天花板。

在外界看来，2013年密集采取行动的苏宁更像是一头闯进瓷器店的大象，在互联网领域左冲右突：更名“云商”、双线同价、发布“云台”、收购PPTV、布局金融，让人眼花缭乱，仿佛一轮多元化的战略大调整。

张近东对此明确予以纠正，他强调：O2O的云商模式是苏宁正在走的道路，更准确的说法是“互联网零售”，苏宁正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构筑起作为互联网零售领导者的关键支撑，它既包括上游的产品、内容，中间的渠道、物流，也包括后面的金融和服务，这是苏宁和整个零售业未来10年的真正成长空间。

张近东对O2O的理解是，一是必须有两个“O”，即零售企业同时在线上和线下都拥有能够掌握的渠道；二是必须实现两个“O”的无缝协同和高度融合。他自信，中国同时具备线上和线下资源优势的零售企业屈指可数，苏宁的优势就在于此。在张近东看来，一度引起轰动的纯电商模式，只是向互联网零售的暂时过渡，风生水起的电商们要么逐步被更激烈的竞争所淘汰，要么不得不花巨资充实线下资源和配套体系。

从2013年下半年的情况看，张近东的判断正在被业界其他大佬所验证。马云在阿里电商如日中天之际，高调谋划菜鸟物流，不再单纯强调线上优势，先是与银泰百货合作推行O2O，继而旋风般入股拥有物流和店面资源的上游巨头海尔电器，这打开了阿里从线上延伸到线下的想象空间，甚至可能触发整个零售业新一轮大洗牌。

几年前，张近东就声称：零售业终将殊途同归。几年来的现实也颇为有趣，一个从线上往线下走，一个正好相反。但未来究竟属于对零售业有深刻洞察而又理解互联网的张近东们，还是属于多年浸淫互联网而又理解零售业的马云们，目前还难以预判。

在张近东看来，零售业本身才是核心，互联网本质上不过是工具。他认为，电商的根本是“商”，已经存在上千年的零售业，其服务好消费者的本质属性，不会因为互联网而改变。相反，若能始终把握零售业的本质，坚守企业核心能力建设，传统零售巨头完全可以掌握并灵活运用前沿技术，更好地服务消费者，从而稳稳赢得市场主导权。




人物小传


张近东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创始人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安徽天长


出生时间：
 1963年


毕业院校：
 南京师范大学


其他职务：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


简介：
 苏宁23年的发展历程中，张近东先后开创了“自营服务”、 “后台战略”、“智慧苏宁”、“云商模式”等一系列经营管理创新模式，目前正带领苏宁进行互联网零售转型。





未来是互联网零售

“推动零售业的第三次浪潮已经到来，就是线上便利性与线下体验功能完美融合。”


HBR中文版：
 过去一年，苏宁在转型、变革、收购、研发等方面行动频繁，让人目不暇接，为什么在这个时点高调推动转型变革？你看到了什么新趋势？


张近东：
 苏宁这几年的发展，尤其是围绕互联网转型，得到社会各方面关注。在这个过程中，苏宁经历了从内部到外部、从观念到思想上的转变，苏宁自身的组织体系和商业模式也做了重大调整——过去刚刚建立起来的引以为傲的成功模式，比如连锁实体店模式，还没来得及庆祝，就面临新的互联网挑战。

2009年，苏宁成为中国最大的连锁零售企业，实际上那时我们的二次创业并没有结束，2000年－2009年这10年我们处于营销转型当中，希望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真正建立围绕产品、服务消费者的能力，通过后台建设、供应链管理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当然，我们也感受到了互联网带来的冲击和机遇。

经过两年思考，我们提出新10年战略，这是我们的第三次创业：科技转型，智慧服务，也就是要围绕互联网零售发展，进一步完善我们的路径。2013年，我们真正开始全面转型，2014年会进入快车道，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讲了很多故事，但实际上都是深思熟虑后的举动。




HBR中文版：
 苏宁转型变革的动力或紧迫感主要来自哪里？


张近东：
 这是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当苏宁成为全国零售连锁第一的时候，我们进行了反思，反思苏宁究竟靠的是什么建立起来的，就像大厦的建立，你的基础到底是什么，经得住地震吗？虽然苏宁有信息化、有物流、有人才，但那时候主要还是靠规模。我认为企业真正可持续就要选择一个更高标准，我们的营销转型，比如采购模式，对于商品的研究是不是以消费者为导向，我们的成功是不是通过物流后台服务能力和供应链管理能力建立起来的。我们发现并不是，只不过市场给了我们机会，当时主要比哪一家开的店多，苏宁在这方面领先一点，但是还不够，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是外部原因。金融危机开始后我去美国跟惠尔浦的CEO杰夫费迪聊天，他跟我讲2008年的经历时，我从他的神态里就感觉到了那种危机。你想想看，连那些全球性大企业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倒掉，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当时对我触动很大，加上我们对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看得很清楚，危机感顿然而起，所以也就有了现在向互联网零售的全面转型。



苏宁上市后历年营收和利润数据（单位：亿元）

2011年之前，苏宁的营收和利润一直在高速增长。但2012年苏宁受到电商严峻挑战，利润出现下滑，开始谋求转型。（数据来源：苏宁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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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中文版：
 为什么是互联网零售？


张近东：
 我的判断是，推动零售业的第三次浪潮已经到来，那就是线上的便利性与线下的体验功能完美融合。从我们20多年的零售经验看，互联网本质上还是一种工具，不可能完全取代实体，但它又是大势所趋，就像空气一样弥漫整个社会，这时每个行业甚至每家公司都要互联网化。

未来的零售企业，肯定不独在线下，也不只在线上。传统电商平台存在商品性能展示不充分、商户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不能满足消费者立体式的购物体验，所以纯电商模式只能是一种过渡。




HBR中文版：
 在你看来，构成互联网零售企业的几个关键支撑是什么？哪些苏宁已经有了，哪些还基本没有？


张近东：
 关键支撑主要有三点：一个是平台，这里面有技术问题，需要首先建立，需要运用云计算和大数据，存储海量的客户或消费者信息，没有这个，其他什么都免谈。

其次，苏宁20多年建立起来的线下平台，也就是现在的1000多家店（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店）。大家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包袱，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优化，用互联网的思维和方式改造升级，比如提供新的体验和展示功能，把每一个销售员都作为载体，作为引流的入口，使得每一个店面都成为服务网点，那么线下实体店就能成为优势。

第三是后台物流系统，这是苏宁的强项，但也需要继续互联网化。



结合自身优势转型

“后台的服务能力和物流系统是苏宁的优势，这是其他电商都不具备的，但苏宁目前还没有做到最好。”


HBR中文版：
 苏宁转型变革的方向是你提出的“云商”，也就是外界熟知的O2O，这个模式和京东、天猫等电商相比有何优势？


张近东：
 经过多年的探索，我们正式对外发布了“一体两翼互联网路线图”，一体就是互联网零售，两翼分别是O2O和开放平台。

苏宁要走两步，第一是O2O模式，中国现在的电商纷纷强调自己在O2O上的布局，至今仍然很少有企业能够完整实施。我认为要实施O2O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必须要有两个“O”，即同时在线上和线下都拥有自己能掌握的渠道；二是必须实现两个“O”的无缝协同和高度融合，而中国大多数企业要么只有线上，要么只有线下。我们在线下排名第一，线上排名第三，应该说还是有明显优势的。

其次，要建立起开放平台的经营模式。仅仅通过自营和自己的物流服务，很难在互联网时代满足消费者。苏宁全面互联网化的本质就是要按照开放平台的方式，把企业资源最大限度地市场化和社会化，聚集品牌商、零售商和第三方服务商的资源，为消费者提供丰富的商品选择、竞争性的性价比和个性化的服务体验，从而实现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整合。




HBR中文版：
 苏宁的物流似乎是业界公认的相对优势，这是你们起家于传统零售所天然形成的吗？


张近东：
 不全是，这种优势的获得与我们对物流重要性的认识有关。物流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第一需要资本，第二需要位置（土地资源和地理位置），第三需要去实践，去建设，第四需要有规模的支撑，有真实的市场需求来维护其运行。

物流体系建设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是今天一个创新、一个点子就可以的，而是需要长期积累。苏宁的物流建设是从创业第一天就开始的，我们当时卖空调，那算是大件商品，需要有效的仓储和服务，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有了物流建设。

苏宁上市后每一次募集的钱，大部分都投向物流，这么多年我们累计投了200亿元，如果用现在的评估标准算，投入会更多。我相信现在没有多少企业会去这么做，有钱也不能投，因为做物流是要消耗你的效益的。

物流的回报周期是以10年计的，是一个不断投入消化的渐进过程，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比如2000年我们去看了一块很偏僻的荒地，现在转成房地产的话会非常吓人，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没有人要。所以，从资本和资源角度来说，今天不是想做物流就能做成的。




HBR中文版：
 现在来看，苏宁的物流似乎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优势？


张近东：
 我们的物流云架构已经初步建立。现在，苏宁在全国有12个自动化拣选的智能仓库、60个物流基地，以店面和其他一些社区网点形成的5000个服务网点，这些都是我们多年建成的，今后会和互联网相结合。我们每个月、每个季度都在提升，设备、供应链体系能力的搭配以及员工素质都在不断地优化调整。

应该说后台的服务能力和物流系统是苏宁的优势，这是其他电商都不具备的，但是我认为苏宁目前还没有做到最好，我们的后台也还在整合过程之中，因为这些资源没有真正融入到平台服务里去。

这两年我们所做的大量工作就在于此，比如通过双线同价战略，大家发现了很多问题，我们在调整，可能还要时间来融入和磨合。



组织再造护航

“围绕互联网的转型和实践，现在已经进入深水区。”


HBR中文版：
 有方向，有战略，有优势，并不意味着最后能够成功，苏宁如何在组织上保证转型变革的顺利推进？


张近东：
 这需要一个过程。就像我们现在的组织体系，也是一个演变的过程，2013年初苏宁做了重大的组织架构调整，进一步扁平化，由过去三级管理变成两级管理，由过去矩阵式结构变成条块、条线结构。

我们总部过去对着大区，现在直接对到公司，直接对到一线店面。互联网是直接的，要一竿子到底，这就是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当然，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对我们整个团队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都需要学习和进化。

比如我们的事业部，过去在整个供应链管理中，采购销售的权利是归它的，但是从财务考核角度，是归财务总部体系的。现在我们建立事业群，那就需要你根据市场去预测分析、制定计划，再到采购销售与效益评估，整个体系完全由自己控制、承担。过去是跟财务博弈，现在财务、人力资源都是独立的，都授权给你，你需要跟市场去博弈。

集团现在的任务，就是围绕你制定的计划进行绩效考核，在过程中监督。这样，我们的线上和线下就不会分割，就会变成一致。




HBR中文版：
 苏宁以前在管理上给外界的印象似乎是中央集权。如今在更为扁平化的新架构下，作为董事长，你如何定义自己的新角色？


张近东：
 这一点需要澄清一下，如果把苏宁的标准化、规范化当成中央集权，其实是误读，我觉得，这叫执行力强。

苏宁在商业模式上是一个富于创新的企业，中国最早的专卖店就是苏宁建立起来的，到二次创业时的全国连锁，再到这次转型，都是创新。如果是外界所理解的集权，又如何解释苏宁的创新能力呢？当然，我是创始人，大家都是我带出来的，这里可能有尊重或敬畏，但绝不是集权。

苏宁正在进行的组织结构调整，是基于战略布局和业务转型的需要。作为董事长，我最需要操心的是战略和布局问题。一些涉及战略结构调整和关键框架的问题，代价和成本可能很高，有一定的风险，这样的重要决策，也只有我来做，其他人代替不了。但更多的具体决策和执行，要靠团队和授权。




HBR中文版：
 在推动苏宁向互联网零售转型过程中，你遇到的最大管理挑战是什么？是组织结构还是人的思想？


张近东：
 苏宁围绕互联网的转型和实践，现在已经进入深水区。在思想方面我认为应该没有问题了，组织角度我认为也没有问题。现在的挑战是我们的专业能力、学习能力和技术能力的提高，这涉及一系列问题，不是简单引进人就能解决的。

当然思维方式也很重要，过去我们讲大团队，比如叫团队作战、团队创新，现在我们叫小团队、小团体、个人创新，因为互联网趋势是个性化越来越强，我们要在大的框架里面更加开放，解放每个人的思想，让个人发挥能力。




HBR中文版：
 在电商行业内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和天猫、京东等竞争对手相比，苏宁的互联网基因不够强大，这会成为转型的一个难点吗？如何让苏宁更具互联网精神？


张近东：
 正如上面讲的，苏宁是一家具有开放和创新基因的企业，这是符合互联网精神的。大家讲的互联网基因，有些我认为是很表面的，是带着成见去说的，什么叫互联网基因？苏宁员工大多是很年轻的大学生，互联网也是近些年普及的东西，他们身上本来就具备这些东西，不是仅仅学乔布斯，经常站在那里演讲就叫互联网人，我认为，互联网不是形式，应该是内在的、骨子里面的东西。



转型的风险与代价

“我不要短期，我要的是更大的空间，要的是更大的苏宁。”


HBR中文版：
 在找对方向并有组织保证之后，你认为苏宁这次转型需要多长时间？成功的概率有多大？


张近东：
 我们从组织、名称、平台到整个思想的统一，最后还要体现在未来的企业文化中，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个规划、一个战略从构思到落地，没有3到5年是不可能成功的。2014年、2015年是苏宁最关键的年份，成败与否就看这两年，但是我认为成功的概率还是在90%以上。

之所以是90%，因为我们的成功首先是建立在中国消费市场的发展之上的。在这个背景下，再看企业，成功企业的规模有大有小，我认为苏宁在互联网零售的发展机会上，已经有了坚实的要素基础：多年建立起来的品牌、供应链体系、人才以及后台的物流系统，都是未来决胜的必要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说，苏宁已经抢占了先机。

目前来看，围绕互联网零售转型，我们的框架已经有了，就像房子的结构一样，最后成型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接下来就看我们怎么去填空、怎么去丰满。现在的互联网太骨感了一点，但是我们如果把肌肉丰满起来就好看了。




HBR中文版：
 还有10%的不确定性在哪里？转型的风险又是什么？


张近东：
 为什么我说90%，如果你2013年年初来问我，我肯定讲70%、80%。但是，苏宁通过这一年的实践，比如双线同价、平台开放，大家都看到了问题，找到了方向，统一了思想，现在就是要放手一搏。当我们选择了一个正确的事情，我觉得就解决了大风险的问题，至于那个10%的风险，因为互联网零售既没有可供参考的标杆，也没有成熟的模式，一切都还在动态的变化中，很多东西也不是我现在就能看见的，还需要不断学习、探索，方能持续优化、完善。




HBR中文版：
 2013年3季度，苏宁净利润出现上市以来的首次单季亏损，这种风险苏宁有预见吗？这是不是苏宁转型必然要经历的阵痛？


张近东：
 虽然2013年3季度亏了1亿多元，其实我心里准备了5亿元甚至10亿元的亏损。在这么一个外部环境下，苏宁只亏损1亿多元是成功的，说明我们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而且我们早已准备好了在一个季度、甚至在一个年度里不赚钱。当我们下了转型决心之后，就要勇往直前。我们可以维持一个季度的盈利，但是如果不转型，未来就没有空间，没有出路。我不要短期，我要的是更大的空间，要的是更大的苏宁。而只有坚持互联网零售转型，苏宁才会有更好的未来。



转型路径的快与慢

“线上与线下的融合，绝对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


HBR中文版：
 当苏宁从线下往线上转型时，阿里、京东也在谋求从相反方向进行O2O，在你看来，哪条路径更难？


张近东：
 这是快和慢的问题，答案很明显。从互联网的角度，它是颠覆性的、快的、连续的，但是从零售业的角度，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我常说零售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赛跑，需要时间慢慢积累，所以未来苏宁更快是必然的，因为苏宁是先慢后快。而从线上转线下先走的是快路，再进行积累，这就要时间了。零售是慢慢建立品牌，建立服务和客户，像京东的价格战就打不到传统家电，这方面消费者还是会来苏宁买，因为它是品牌积累，是一个建立服务能力的过程。




HBR中文版：
 如果京东加上国美是不是可以瞬间实现你所想要的东西，因为一个有不亚于苏宁的线下网络，另外一个在线上走得比苏宁更快。


张近东：
 线上与线下的融合，绝对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就像我过去提出的“沃尔马+亚马逊”，那是一个媒体语言的概念，沃尔马和亚马逊加起来是不是世界最大的，我觉得不太可能，未来不是简单相加。

如果能相加，苏宁今天加上一个线上，我们后台这么好的物流体系，怎么会在一个阶段、在一个区域输给京东？体验为什么不太好？所以，这是一个融合的问题，并不简单，就像人的肌体，它里头要有基因，要有很多东西。




HBR中文版：
 从全球来看，线上与线下融合其实没有一个现成的样板，这种情况下，哪些企业是你可以去参考、借鉴的？


张近东：
 我们现在做的既没有示范也没有榜样，在美国也没有。O2O本身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不可能有标准和榜样。对于苏宁来说，我觉得应该遵循发展的规律，就像苏宁在发展连锁时，我们知道可以开更多的店，互联网也是一个平台，同样能让我们开更多的店。这本身就代表未来的趋势和方向。

在遵循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在实现这个战略转型的过程中，无论是对手还是合作伙伴，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学习对象，像腾讯、阿里，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如它的平台是怎么搭建的，它是怎么引流的，客户的粘性是怎么产生的，等等。

同样，沃尔玛也是我们的学习对象，其供应链是怎么管理的，商品服务能力是怎么提升的。再比如亚马逊，它是怎么把零售以及消费者需求变成互联网语言的，是怎么通过互联网技术去实现零售的，我觉得这些内容苏宁都应该去学习。不过，亚马逊成为一个互联网零售企业，有先天的不足，它缺少体验，所以这点让我们更加坚定地走O2O之路。



终将回归零售业本质

“大家很快就不会谈论互联网了，大家谈的肯定是你究竟在做什么。”


HBR中文版：
 虽然苏宁提出了互联网零售企业这个转型目标和主线，但你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事情，比如建立苏宁广场、收购PPTV、申请银行牌照等，让很多人觉得是在多元化。


张近东：
 苏宁要转型互联网零售，当然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家误以为是苏宁在多元化。实际上，苏宁的所有动作都是在为新10年发展战略服务，是有明确愿景的，是有目标的，是有主线的。

我们建苏宁广场，提出云店的概念，其实就是要求店面适应未来互联网零售的发展，目前已经开始在往这种方面转了。看到苏宁建苏宁广场，大家以为我们是去做房地产，我们不会去卖房子的，其实这是围绕转型主线的一种布局。

我们收购PPTV，就是为了能够把PPTV 3亿多的客户导入苏宁，还有出于对数字内容服务的考虑。未来最大的竞争在哪里呢？从PC端到移动端，将来还会延伸到客厅，这是任何人都回避不了的。

当然这两年移动互联还在不断的发展，我们会把产品植入手机和移动端。今后，苏宁要把门店开到消费者的口袋和客厅里去，这也是收购PPTV的一个理由。




HBR中文版：
 申请银行牌照、进军互联网金融也是你们转型的需要吗？


张近东：
 是这样。我们的互联网金融，从华夏通、小贷、零钱宝，到未来的消费金融，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做银行，我们的优势不在于此，即使今天国家发牌照给我，苏宁也不会大投入，因为要考虑风险。苏宁想要做的仍然是服务，服务我们的供应商和消费者，如果我们有了这个平台，就能使整个供应链获得闭环服务的能力。

除了金融服务，其实我们还搭建了自己的即时通信平台，推出苏宁云信，这也不是要去和微信竞争，只是要建立自己的闭环，建立自己的渠道体系，为客户建立联系。苏宁要打造的是一个真正的互联网平台，这是我们最大的价值。

未来苏宁肯定还会有更多关于建立互联网零售的布局。但是有一点不能丢，一切都要围绕零售业的本质来布局，要以服务消费者为核心，否则就会出问题。



不管从哪一个点切入，无论是淘宝、腾讯还是苏宁，最终都会殊途同归，都要回到消费者服务这个零售业的本质上来。


HBR中文版：
 究竟什么是零售业的本质？未来5到10年，零售业会变成什么样子？互联网会改变零售业的本质吗？


张近东：
 我曾经讲过，电子商务的本质还是商务，电子就是平台、技术。举个例子，人类发明电的时候，电力企业如果按照100年前的看法，股价应该比苹果高10倍甚至100倍，但是今天电力公司股价并非如此，大家早就不谈电力这个话题了。我们交换名片的时候没有人会特别介绍说我们企业有电，因为电已经无处不在。我想互联网也一样，很快大家就不会谈了，因为它已经充斥在我们的所有生活中，今后大家谈的肯定是你究竟在做什么，零售，金融，还是媒体。

零售，其实就是所谓的交易，有着上千年历史，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这个行业的本质是，不管是互联网出生，还是零售业出生，都要围绕消费者服务，不断提高服务能力。技术肯定会不断演变，零售业需要不断积累，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问题，对于消费者服务，过去我们叫售前、售中、售后，现在是全需的，全体验的，而且和技术联系在一起。所以，不管从哪一个点切入，无论是淘宝、腾讯还是苏宁，我觉得最终都会殊途同归，都要回到消费者服务这个零售业的本质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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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剑是HBR中文版编辑

李武是HBR中文版助理主编




点击阅读相关文章：《沃尔玛VS淘宝哪种模式适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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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光辉国际CEO：破产边缘塑造新战略


加里伯尼森（Gary Burnison） | 文

陈圆妮 | 译　李剑 | 编辑













观点：
 加里伯尼森对光辉国际品牌的信心，让他将公司带上新的战略发展之路，一条既能拓宽公司收入来源，又可以扩展人才管理服务的道路。






20
 01年，我第一次买入光辉国际的股票。此前20年，我做过会计公司的合伙人、投资银行家和技术顾问。当时，我处于职业间歇期，在考虑各种机会的时候想到了光辉国际。由于网络泡沫刚破灭不久，很多美国公司尤其是光辉国际，非常艰难。光辉国际股票大幅下跌，但是我对光辉国际这个品牌很感兴趣——我认为它是个强大的品牌，所以对它进行了重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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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国际资料和数据

成立时间：1969年

总部：加州洛杉矶

员工：3200名

（来源：光辉国际）








当了几个月股东之后，我给光辉国际的CEO打了一个电话。我告诉他观察了公司一段时间，觉得自己能够提供帮助。光辉国际的文化与我之前工作的投资银行非常相似，我想帮助它实现转变，就去找管理层谈话，他们决定测试我的能力并同意雇我为公司的CFO。两周后，我去上班的第一天，一个行业分析师打电话问我：“听说你今天要去光辉国际上班了？”他说，“你知道他们要申请破产了吗？”我回答他：“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然后，继续开车去办公室。

光辉国际并没有申请破产，但是也差不多了。光辉国际当时已经成立32年，它全部业务都是为企业招聘高管，从中层管理者中成功推荐高管并收取佣金，佣金通常是第一年工资的三分之一。招聘是高度周期性的生意，经济走弱公司就不再雇人，猎头公司对此一点办法都没有。二战后，猎头行业的收入每五年就会降低20%左右。高管招聘市场也相对较小——这其实是一个作坊式小工业。在美国，高管招聘行业市场大概在30亿到40亿美元，基本上由5家公司瓜分。

我在2007年成为光辉国际CEO的时候，决心把公司带上一条不同的战略发展道路。我的想法是把业务拓展到招聘之外，在人才战略的其他方面也为客户提供帮助，同时减少对惟一收入来源招聘费的依赖性。由于经济大衰退，这项工作并不容易。但是，六年之后我们开始看到成果。



猎头与急诊室

我在光辉国际工作的时候，让其业务受损的不仅仅是互联网泡沫。这家公司1999年上市，之后股票价格从首发价14美元飙升到43美元，包括合伙人在内的很多人突然暴富，每个人都在买度假屋。但是，这些大部分是纸面上的财富，很快都蒸发了。光辉国际用IPO募集的钱发展了一个互联网战略，但是没有成功。光辉国际烧完超额资本，一年大概损失了数千万美元，手上现金所剩无几。我加入公司时，股价已经跌到6.5美元。光辉国际士气大大受损，整个公司给人感觉精疲力竭。

接下来的几年，我在一个领导公司转型的管理团队中工作。我们裁员将近50%，还钱给银行并且减少债务。我们关闭了写字楼并转租了40万平方英尺（3.7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当时，为光辉国际创造一个激动人心的新战略异常艰难——我们主要考虑的是生存问题。

但是，我仍然认为我们需要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考虑公司业务。高管猎头和医院急诊室有一定的相似性，客户通常在遇到大问题的时候来找猎头公司，就像人们只在紧急情况下去急诊室一样。我们业务来源经常是因为一家公司的CEO去世，CFO突然需要被替换，或一家公司要建立新的业务部门，或有人意外退休。急诊室对于没有紧急情况的人而言没有什么意义，猎头公司也差不多。在医学界，大的业务都是围绕着健康和预防展开，我想要用同样的方式对光辉国际业务进行多样化，让我们能够对客户的所有人才需求提供帮助，这样他们就不只是在危机中想到我们。我相信寻求更广泛的战略时机已经到来。



挑战和机遇

LinkedIn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工具，对招聘者来说它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挑战很明显，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机遇。

最近几年经济有一些变化。CEO不愿意雇人，他们想用更少的人来做更多的事，他们需要早上不用闹钟就能起床并对新一天充满期待的员工。随着人才流动性变强，公司也不再认为有人会为了得到块金表在一家公司呆上30年，因此人才管理越来越重要。新员工入职花费不低，人员流动对生产力和客户服务都有重大影响。如果我们能够帮助客户管理他们的人才，让本来可能在公司呆三年的人呆上五年或六年，这对公司盈利影响巨大。

开发新战略的时候，我们看到LinkedIn的成长以及它对招聘行业的启发，它并非全新的东西，Google流行的时候，在线对人进行定位变得更容易，这对招聘业当然也有影响。LinkedIn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工具，对招聘者来说它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毋庸置疑，挑战很明显，一些公司会收回外包的招聘业务而让人力资源部门在LinkedIn上搜寻候选人。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机遇。当我们开始做人才测评的时候，我们开始通过LinkedIn平台推介其中的一些人才。LinkedIn和其他社交网络给了我们额外渠道收集更丰富和个人化的数据，我们使用这些信息对专业人士和与之适应的职位、文化进行匹配。



人才管理业务增长占营收比例逐年上升

2002年之前，光辉国际的营收几乎完全来自于高管招聘，但是之后，扩大的客户服务业务占营收的比重变成原来的三倍以上。（来源：光辉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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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业务能力

拓展核心业务之外的领域，我们需要收购。2006年，我们买下领导力培养公司Lominger。尽管受到经济衰退的打击，我们仍在继续收购。从2008年秋季开始的六个月内，我们的收入下降了50%。但是，我们收购了另外一家领导力培养公司Lor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我们还买下了一家欧洲公司Whitehead Mann，这提高了我们在英国进行领导力咨询和高管培训的能力。这些交易进行得并不容易，当时我们正在裁员，制定停职计划和让员工接受减薪。这些举措对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

很多人，包括公司内部都对这些措施表达了质疑。一些人认为没有改变的必要。他们问道：“为什么要做这些？为什么要进行这些投资？”我的看法是，光辉国际这个品牌为我们进入相邻领域提供了入口。商界每个人都知道光辉国际，因为我们的业务，人们愿意接到我们的电话。他们知道，我们的招聘人员能够改变他们的人生，接到我们的电话时他们会非常好奇。我们品牌认知度的一个反面效果是，过去40年，我们都在致力于招聘，因此一些人不知道光辉国际现在的业务范围。我们必须努力让自己强大的品牌更具弹性。

其他人才管理公司也试图让业务多样化，但是我们与最高层管理人员关系密切，光辉国际的成功一枝独秀。我们的知识产权无可比拟，比历史上任何人都更多了解领导者。我们知道什么会激发高管，我们知道他们的长处，可能的缺点，以及职业发展方向。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光辉国际对他们的了解，甚至比他们自己还多。

其次，我们的财务状况很好。审慎使用高管搜寻业务产生的资源，为我们开启了一些别人不可能获得的机会。我们全身心投入到战略之中，不是小心试水而是一心求变，甚至一定程度上试图创造一个新的行业。

传递我们的战略时面临很多挑战，但是我们确信这是正确的战略。零敲碎打似的人才导向服务不再是最好的实践，甚至已经不可行。光辉国际需要一个真正的合作伙伴，能够把人才管理的点点滴滴连接起来，融会贯通后处理整体员工的需求。很明显，人才争夺战已经改变了，市场对管理者中20%的顶尖精英有很高的需求。如何能吸引到这些人？让他们加入并且愿意留在公司？这些问题是每个CEO都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光辉国际能够提供多样化的人才管理协助服务组合，这些服务在10年前绝大部分甚至都不存在。

劳动力市场在衰退中复苏缓慢，我们的收购一直在继续。从2012年9月开始，我们收购了PDI Ninth House，一家有1亿美元收入和500多员工的领导力培养公司，这让我们能够继续拓展业务深度和扩大规模。我们还收购了另外一家咨询公司Global Novations，它的业务主要是帮助公司打造文化上的灵活性，因为员工的全球业务技能正变得越来越有价值。

因此，光辉国际已经不仅是世界上主要的高管招聘公司，它正在迅速成为重要的领导力和人才管理组织，帮助公司连接它们的业务战略和人才战略，把人才作为真正的竞争优势释放出来。



与客户结盟

我们的客户对公司的转型给予积极的反馈。2007年成为我们客户的一家食品饮料跨国公司，之前只是让光辉国际帮助他们寻找高管，每年给我们贡献30万美元的收入。我们与该公司的人力资源主管建立了很牢固的关系，他认同我们更广泛的解决方案和这些方案对业务可能产生的影响，该公司开始在更多业务上使用光辉国际的服务，其中包括全球范围内的领导力和人才咨询。现在这家公司每年为我们贡献600万美元的收入。

另外的一家制药公司选择我们作为他们人才培养的主要合作伙伴，它在我们公司的账单也从70万美元涨到了1000万。还有一家地区银行也让我们为他们做整体的继承培养计划和公司高管的综合培养规划，并帮助他们做内部的360度评估，这家公司在我们这里的业务因此扩大了16倍。

2013财年第四季度，光辉国际超过40%的公司收入来自核心的招聘业务之外，有20%的新员工在去年加入了公司。我们已经积累一系列知识产权和人才管理方案，能够让客户对人才采取一个综合性的管理方式。我们把目标市场放在全球200亿美元的机会上，而不是在美国30亿或40亿美元的招聘市场上厮杀。

以前，我们并不知道光辉国际的再造计划能否成功——当时只是在考虑活下来，现在，我们感觉公司已经找到了一条能让收入增长，也能增强客户关联之路。




通过收购进入新业务

即使在艰难时期，光辉国际进入相邻领域的战略也在继续。




1969年
 Lester B. Korn先生和Richard M. Ferry在洛杉矶创立了光辉国际


1977年
 收购墨西哥Hazzard & Asociados公司，主要业务是高管搜寻


1993年
 收购欧洲Carr/Orban公司，主要业务是高管搜寻


1998年
 推出睿程（Futurestep）主要业务是人才获取、咨询和沟通业务


1999年
 收购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太平洋地区的Amrop International公司，主要业务为高管搜寻；收购PA Consulting Group，主要业务高管搜寻


2007年
 收购Newman Group，主要业务是人才获取与管理咨询；收购LeaderSource，主要业务是领导力培养、高管辅导、团队效率咨询


2008年
 收购Lore International Institue，主要业务是高管教育和培训


2009年
 收购应该Whitehead Mann，主要业务是高管搜寻


2010年
 收购Sensa Solutions，主要业务是管理咨询，与美国联邦政府机构有业务


2012年
 收购Global Novatlons,主要业务是多样化、包容性和领导力发展


2013年
 收购PDI Ninth House，主要业务是评估、发展和培训

（来源：光辉国际）







全球 THE GLOBE




“防御性全球化”新公式

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 | 文

康欣叶 | 译　安健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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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上海的一家超市，可口可乐摆满了一整个货架。

（摄于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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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御性”全球化的新纪元，任何产业都可能被视为战略性产业，这取决于政府的态度与政策。管理者要面对来自本国或他国的政治约束。






当
 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在重新权衡各自的战略重心。这种环境下，跨国公司需要审时度势，谨慎走出下一步棋。

近几年来，辉瑞制药迈入了全球化的新阶段。2013年2月，印度专利局撤回辉瑞抗癌药索坦（Sutent）的专利，转而授权印度制药商Cipla生产一种更便宜的非专利药，价格大众能接受。之后，知识产权上诉委员会驳回了这一裁决，此案移交专利局重审。与此同时，为了减轻人们的医疗负担，中国政府大力降低药品价格。2009年时，政府开始对基本药品实行价格上限。截至2011年，上限调低近30%；此外，政府决定，到2014年基本药品目录将拓宽，涵盖500余种药品。面对以上种种政策改变，像辉瑞这样的跨国企业不得不降价，但低价往往意味着质量控制方面的妥协，无疑为它增加了风险。另一方面，对依赖卖药创收的中国医院来说，推广廉价的本土药品则势在必行。

截至2008年，“全球化”在世界上任何公司看来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西方市场竞争激烈，人口增速放缓，收入趋向平稳，企业运营成本不断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不断膨胀，工资虽然不断上涨但依然处于较低水平，对国外投资抱欢迎的态度。同时，现代运输与通信技术拉近了各国间的距离，交易与资本的流动达到空前水平，寻求全球扩张成为商业世界的共识。

然而，全球经济危机余波未平，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不同的阶段，我把它称为“防御性全球化”阶段。对于跨国企业的进入，发展中国家政府越来越谨慎选择可供开放的产业，不遗余力保护本土企业利益。它们在选择合作地区与开放投资领域时更加挑剔，大力推广本地的国有企业。今天的全球化似乎有些变味：节奏缓慢，选择性强，带有浓郁的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色彩。

诸多因素造成了这一趋势。首先，许多政府认识到，开放本国产业迎接外来竞争有风险。随着国内产业竞争的加剧，本土公司与消费者容易排斥新进入者。第二，一些国家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推动出口贸易，不再需要大量的外国投资。第三，政府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已经扩展。金融市场波动，网络谍报活动，食品价格上涨……种种世界性问题，让金融服务、信息技术、通信以及食品行业都笼罩上政治色彩。

第四，作为世界下一个经济巨人，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商务规则的制定者，而非跟随者。最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不断实行干预，试图营造一个不平等的竞争场地，扶持本土竞争者。越来越多的产业被赋予了战略意义，政府禁止外国公司染指这些领域。的确，“政府主导较多的经济模式”在重要新兴市场的兴盛改变了世界格局，对此我会详细解释。

今天的全球化意味着新的投入与风险。全球化全盛期，政府对战略性产业表现出浓厚兴趣，我们不难把它们与非战略性产业区分开来。当时，跨国企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轻易占领例如软饮料的领域。至于飞机制造这种领域则是难以逾越的雷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可口可乐公司能够在超过200个国家贩卖产品，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美国航空航天制造商）80%的收入则来自美国政府，95%的劳动力来自美国。然而，在谨慎全球化的新纪元，任何产业都可能被视为战略性产业，这取决于政府的态度与政策。

可口可乐与洛克希德马丁是两个极端例子。介于两种极端之间，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公司挑战政府的审查限度，而国家的干预范围也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军备武器行业。公司必须了解到，全球化本质的改变会影响公司战略，应对这些改变并非易事。



产业布局

西方跨国企业可选择多种全球化发展的途径。想要认清最适合自己的，企业必须衡量所在产业对本国与外国的战略意义。比方说，由于零售业在印度被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西方零售商进入印度时会面临诸多挑战，即使零售业在本国并没有那么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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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的新经济体

政府主导较多的经济模式始于中国，而后散播到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这一制度改变了自由市场的运作，改变了全球化的格局。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从经验中学习到，市场对于经济发展以及改善生活水平至关重要，它们的表现决定了领导者与政府是否能够继续执政。这些领导人还意识到，如果让市场自由选择赢家，不能亲自控制就业机会以及市民的生活水平，他们可能丧失政治地位。挑战权威的力量也会不断壮大。

自由市场体系下，经济发展驱动利润与增长的最大化。在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下，政府允许公共部门以及政治忠诚度高的公司在市场中扮演重要角色，达到控制财富的目的。这种模式的目标更具政治色彩，那就是，控制经济发展，尽可能提高现任政权的存活几率。这种模式还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依据，它在各国都以独特的形式存在。

上述体制在各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不尽相同。在中国，国有企业与其附属单位为国家创造了50%以上的GDP与就业机会。73家中国企业在2012年财富全球500强排行榜上有名，其中65家是国有企业。俄罗斯的国有企业占莫斯科交易所一半以上的市值，50%以上的俄罗斯人靠政府工资与社会福利过活，这一比例是美国的近一倍。在阿联酋，国有石油公司以及主权财富基金主导了该国的经济。

在其他国家，国有经济所涉及的范围有限。在巴西，巴西石油（Petrobras）等国有企业仅占巴西交易所（拉丁美洲规模最大的证券交易所）市值的38%。在南非，国有通信公司、电力公司、航空及铁道系统都面临来自私营成分的竞争。

在新兴市场寻找机会的西方企业经常需要与本土公司较量，后者在财务与政策方面均获得当地政府的扶持。例如，中国的国有能源企业有能力向国内供应商支付溢价，因为石油与天然气是国家经济赖以运转的保证。

在这种体制内，有国家撑腰的企业在同外国企业竞争时具备优势，但这些企业为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有限。政府不能像市场一样有效地配置资源，因此，在政府主导较多的经济模式下，市场的创造性与透明度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政府主导较多的经济模式并非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现象。举个例子，围绕美国政府监听他国政府与公民的争论愈演愈烈，人们对美国资本主义本质的怀疑也日益加深。一些他国公民怀疑美国利用谷歌、Facebook和雅虎等网站偷窥私人邮件，他们或许认为美国公司是一种特有的“美国国家资本主义”的载体。相比创造利润，它们更像是为国家收集情报的机构。因此，美国的信息技术、通信以及互联网公司在国外受到严格审查是必然的。各国政府也会转而支持本国企业，从而对国际化加以约束。



勾勒国际时局

跨国企业CEO需要理解，发展中国家政府如何界定利益，拟定新政策来支持它们。一种极端做法是，跨国公司可以紧贴当地市场。这样虽然能降低政治风险，但意味着将一部分市场份额拱手让予全球竞争者。另一种极端做法是，公司在没有考虑地缘政治因素前，就开展新战略，可能在短期内促进增长，但潜藏的政治风险可能对业务运营造成致命打击。

想将全球化的风险因素囊括入战略的制定中，高管需要自问两个问题：我们所处的行业是否是对进驻国拥有战略意义？我们的行业是否对本国政府拥有战略意义？

想帮助公司决定它在国际化版图中的位置，我们不妨把答案放在一个四象限图中。如果两项答案都是否定的，公司就处于右上象限。这个位置的公司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都不会遇到太大阻力（比如可口可乐）。如果两项答案都是肯定的，公司就处于左下象限。这个位置的公司所处的行业中，国家安全高于一切（比如洛克希德马丁）。

如果两项答案相异，那么公司决策需要因事而异。管理者可能要面对来自本国或他国的政治约束或地缘政治操控。通过对本国和他国政府对商业机会的限定，公司就能够规划正确的发展路径。想避免冲突的产生，制定战略时，公司需要保证战略与现行政策的契合。公司可以推出与国家利益毫不相关的产品，或干脆在本国发展。




“防御性全球化”时代的新风险


在一些关键领域内，政府监控并主宰着价格水平。
 阿联酋政府为了确保公民能够负担得起日常生活用品，为生产商和零售商制定价格上限。以联合利华与卡夫为例的一些消费品生产商曾报道，在政府强制定价的压力下，利润被压榨，许多供货商已经停止供货。


考虑到信息流动的安全性，许多新兴市场的政府将高科技企业牢牢控制于股掌之中。
 艾德华斯诺登指控美国中央情报局利用科技公司收集信息，对其用户进行监听。这一事件令本就限制消费者使用美国科技产品的中国政府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合乎情理的。


通信一直被视为极富战略意义的产业。
 在一些阿拉伯国家，通信供应商为了占据市场，必须向政府提供关乎国家安全的信息。2010年时，阿联酋与沙特阿拉伯政府以禁令威胁加拿大的Research in Motion（RIM），原因是它们无法监控黑莓机系统中的信息。最终，RIM与受控于政府的电信运营商以及政府监管机构达成合作协议。


许多国家依靠国内的银行系统填补财政赤字，它们担心放宽监管将产生不稳定因素。
 在印度尼西亚，全国2.4亿人口中仅有不足30%受惠于银行业务。尽管如此，政府官员仍然向央行施压，限制外国银行的业务。新政策甚至可能要求外国银行成为本地注册的实体。


一些情况下，政客会利用跨国企业进行个人宣传，或转移公愤。
 在印度，外国企业在零售业的参与被极端政治化，因为大量劳动力受雇于本土的小卖店。2011年时，政府宣布允许外国投资者投资多品牌零售店。但是，在强烈的反对声中，这项法案不得不在一个月后撤销。2012年9月，政府的态度又一次逆转，决定开放这一行业。我们预期在2014年选举年，政治斗争将进入白热化阶段。


外国公司面对的挑战还可能来自以国家作后盾的调查记者。
 2012年时，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肯德基在中国出售的鸡类产品含有大量抗生素。这一报道引发公众的强烈抗议。2013年1月，肯德基的月销售额相比同期下滑逾40%。大众、麦当劳和家乐福等品牌均遭遇类似事件。美赞臣、达能和雀巢等也因操纵奶粉价格遭受负面报道。


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行业巨头也可能面对类似风险。
 中国公司通常对自己在国外的处境怨声载道：通信行业巨头华为收购美国的3Com与三叶系统公司（3Leaf Systems）时投标失利。中国的食品企业双汇曾开价收购美国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Foods）。并购审核过程中，美国的政客怂恿隶属于国会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让其将食品供给划分为美国的“核心基础设施”，曾导致收购受挫。





应对“防御性全球化”

有些跨国企业更易受到国际化变革的影响。这些企业更需要定位战略，管控风险。

如果公司所处的行业对本国政府有战略意义，那么它们可以采取的做法是：


死守阵地。
 在国防企业领域，对外国公司建立竞争壁垒无可厚非，但是这种做法已经蔓延到了其他产业，比如零售。零售业在新兴市场的政治敏感性越来越强。要想成功进军外国的战略性产业，公司需要制定一个战略计划书，罗列出任何可能使其溃败的政策变量，并制定退出计划。


加强本国发展战略。
 一些公司借助本国政府提高营收，而不选择向外发展。它们向本国政府强调自身行业的战略意义，达到屏蔽外国竞争的目的，或通过拉近与政府的关系来提高利润。去年，随着欧洲各国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丑闻的指控浮出水面，一些法国和德国的通信公司就开始强调为本国政府与消费者创造的价值。2013年8月，两家德国互联网巨头宣布了一项合作计划，名为“邮件——德国制造”。邮件通过服务器时将被自动加密。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内莉克勒泽（Neelie Kroes）最近解释：“如果欧洲的云技术使用者不能信任美国政府，或者说，他们不信任美国制造的云技术设备，那么，美国公司可能就要为这些间谍活动付出几十亿欧元的代价。”


巧妙利用国际关系。
 一些公司有能力利用政府间的关系解决问题。英国石油自1931年起就在阿联酋运营，2012年时，英国政客及官员公开指责阿联酋政府关闭提倡民主的组织，逮捕政治活跃分子。此举使公司受到牵连。2014年时，英国石油的陆上石油开采特权被收回，这一决定无疑受到之前危机的影响。

2012年11月，在一次以止损为目的的访问中，英国首相戴维卡梅隆派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驻扎阿布扎比。英国政府明白伊朗对阿联酋构成战略威胁，他们不惜成为众矢之的，向阿联酋提供援助。一个月之后，阿布扎比暗中邀请英国石油参加陆上石油开采竞标。当政客利用公众的仇恨心理，牺牲外资企业利益时，类似的战略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公司所在产业对外国政府具有战略意义，它们将面临一系列特殊的挑战。许多企业意识到，绝对的“准入自由市场”已不复存在；打通市场的关键在于企业能为外国政府带来什么好处。


结成联盟。
 尽管合资模式已经过时，但为了顺利进入外国市场，许多公司不惜以一部分利润为代价，寻找当地合作伙伴。以电影行业为例，西方的电影制作公司被中国广阔的市场前景吸引，但中国政府只允许数额有限的外国电影在中国上映，2012年，进口电影指标从20部提高至34部。

当产品涉及产权与艺术内容时，政府管控力度会更加严格。中国政府需要确保一切录像和影音信息的内容与国家下达的批示相统一。与中国电影公司合作制片，外国公司就能够摆脱“洋标签”。《云图》是一部德国制作的电影，因为20%的资金来自中国本地投资人，从而能以本土制作的身份上映。此外，本地投资人能够帮助制作方打通人脉。

为了应对中国市场的挑战，辉瑞三管齐下，构建本地联盟。辉瑞与浙江海正合作，掌握低成本制造能力及非专利药物投资组合。同时，它与九州通医药集团结盟，将触角延伸至乡镇医院。此外，辉瑞向上海医药投资5000万美元，因为后者拥有综合研发能力。这一系列战略帮助辉瑞成为中国最大的跨国医药公司。


为国家增加价值。
 产品单一的公司必须不断寻找新方法，为外国政府创造价值。IMAX在进入中国市场几年后，无偿帮助中国的国家媒体达到全球制作水平。可想而知，中国政府在决定哪些外国影片能够引进，开放多少家新的IMAX影院时，不会无视IMAX公司曾经提供的帮助。IMAX合作制作的影片《阿凡达》在中国取得空前的成功。目前中国有逾150家IMAX影院，400家在建。


增强多样化。
 发展中国家蕴含的机会很多，多业务战略成为许多企业首选。以通用电气（GE）为例，GE在中国拥有多项投资，行业与时间跨度都很大。某种程度上它牺牲了对知识产权的掌控。它了解，想顺利打通中国市场，必须允许本土合作伙伴使用自己的技术。事实证明它的战略并非盲目。当过去的投资失去吸引力时，它随即开始新投资。即使一个产业或一项投资响起警报，持续的多样化战略仍然保证中国稳坐GE盈利最高的市场之一。


投身基础设施建设。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如尼日利亚、加纳和肯尼亚）的经济正在快速扩张。面对交通拥堵、停电以及其他基建方面的问题，它们需要在基建产业吸引更多私人投资。（尼日利亚的人口和巴西不相上下，它生产的电力则只有巴西的5%）许多外国企业与非洲政府合作开展大型基建项目，都把非洲各国的战略重心视为要务。

公众与私人的基建合作通常采取“建设－经营－转让”模式（Build-operate-transfer Model）。这种模式下，只有在本地企业的技术水平无法满足项目要求时，西方企业才能获利。因此，跨国企业需要在合作中提供高新技术支持。


因地制宜。
 另一种抵御外国政府审查的有效战略是，雇用当地员工或利用当地原材料。这在许多新兴市场已然成为运营的必要条件。巴西政府要求大型项目从本地供货商采购零部件，在采购招标项目中首选本国制造商。非洲政府限制本地就业与采购的指标没有那么严苛，但非洲大陆的各国都希望本国公民能够从外国投资中获利。

政府战略重心的转移或许能创造商业机会。在中国，环境保护迫在眉睫。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北京于2013年7月宣布，政府将为能源效率部门提供更多财政与政策支持，实现国家的环保目标。按照新政策，外国公司需要授权本土公司使用自己的技术，才得以进入中国的环保能源领域。这项政策的顺利实施将巩固中国政府的地位，这样一来，做出投资与贡献的外国企业也会从政府分一杯羹，那些没有贡献的则前景堪忧。下一个世纪，对外国市场中风险的预期以及战略的制定将成为非常重要的能力。

在社会飞速变革的今天，政府如果不能及时满足人们对更高生活水平的需求，不断加强的社会压力会导致诸多不稳定因素。这些因素导致了以下事件的发生：2013年，土耳其人民抗议兴建商业中心的游行升温至国家危机；在圣保罗，公交车费涨价引发数百万愤怒的巴西市民涌向街头。这个过程充满阻碍，在“防御性全球化”的年代，公司战略需要时刻瞄准机遇，随机应变。



2014年行业展望

过去，辨认出对国家有战略重要性的产业并非难事：消费品行业显然不重要，武器装备行业非常重要。如今，在谨慎全球化的浪潮中，任何领域都可能被视为具有战略意义。以下6个产业将在2014年主导新兴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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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显示了各个产业在国内相对于其他产业的战略意义，而非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来源：Eurasia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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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恩布雷默是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总裁，一家国际政治风险研究及咨询公司，总部位于纽约。他著有《自私的国家：真空世界中赢家和输家》 （Every Nation for Itself: Winners and Losers in a G-Zero World
 ）一书。






特写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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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巨头如何自我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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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文静 | 摘译　安健 | 校　时青靖 | 编辑






每个行业最终都要面临颠覆。下一个走向灭绝的会是哪个行业？是等着新的颠覆者出现将你淘汰，还是进行自我颠覆？





传统客户正面临节奏越来越快的变革，如果你是咨询公司管理团队的一员，请扪心自问：你所属机构的变革速度能赶上越来越挑剔的客户吗？


趋
 势明显又迫切，令所有想要转型的企业纠结的是，如何处理新旧业务之间不可避免的竞争关系？当新业务逐渐吞噬传统业务的份额时，管理层是否有勇气壮士断腕？

有一个行业案例非常典型，即主要资产是人力资本的管理咨询业。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能力的发展，传统咨询机构已经跌下神坛。它们长期以来依靠不透明性和敏捷度来保持其行业领导地位，但这两项优势正在快速消失，知识获取渠道越来越民主化，专业服务的透明度逐渐提高，客户无需再花重金雇用大牌咨询公司。但顶级咨询机构可以娴熟地从一个伟大的管理工具过渡到另一个，灵活应对颠覆的威胁。其中最突出的是麦肯锡方案（McKinsey Solution)，它标志着咨询业首次对其服务进行分解，并专注于自身的专业知识资产。

颠覆性创新理论的开创者、哈佛商学院商业管理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参与撰写的《颠覆咨询业》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3年10月刊，点击阅读摘要，全文阅读需购买
 ）告诉我们，颠覆性创新已经席卷了从钢铁到出版业的众多行业，现在同一种力量正在重塑整个咨询业。作者对话了50位传统和新兴机构的领导者、他们的客户、相关学者和研究这些机构的人员，举办了一场哈佛商学院圆桌会议，最终成型这篇引起巨大反响的《颠覆咨询业》。文章给出结论：新商业模式的新兴公司出现，它的产品性能并不出众，却刚好能满足广阔中层市场的需求，从而推翻行业领导者的长期统治地位，甚至常常让整个行业“倾覆”，根本改变行业的竞争基础。

HBR对话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和麦肯锡咨询公司全球董事总经理鲍达民。对话中，他们讨论了“以知识资产为基础的咨询模式（Asset-based Consulting）”如何颠覆传统咨询业，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商业模式在公司内部如何引起激烈争论。有趣的是，麦肯锡方案的雏形来自其在中国建立的消费者洞察调研数据库。

任何行业共通的结论是，传统客户正面临节奏越来越快的变革，如果咨询机构无法跟上这种变革速度，它们将遭受毁灭性打击。如果你是咨询公司管理团队的一员，并且对颠覆持乐观态度，请扪心自问：你所属机构的变革速度能赶上越来越挑剔的客户吗？



纵轴顶点是客户

颠覆是一个过程。理论本身也随着时间在进化。一开始，我们认为颠覆性创新图表的纵轴是产品质量。后来我们意识到是客户。


埃米：
 克莱顿，这些年，你记录了不同行业的颠覆现象，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钢铁行业。在管理咨询业，你有什么发现？


克莱顿：
 管理咨询界的确有颠覆发生，但我无意对别人指手画脚。实际上，哈佛商学院也处于这一颠覆过程之中。这并不是针对某个行业或个人的行为。你的确会看到颠覆发生，发生在那些意想不到的细分市场中。

在这些领域，颠覆是指一些人发现了传统公司高层不看重的业务，原因是它们无法带来高额利润。因此颠覆者获得发展空间，发展壮大，产品也越来越完善。他们从底层开始，一点点向上发展。在咨询业受欢迎的是遇到严重问题的大客户。这类客户越多，咨询机构的利润越高。

传统咨询机构抛弃的是规模不大的生意——比如小公司和常规的短期项目，做完就撤的那种。这些业务正是创新者要进行颠覆的部分，他们正逐渐在咨询业站稳脚跟，逐步扩张，开始追求越来越大的业务。




埃米：
 这与你在制造业发现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吗？其他行业呢？


克莱顿：
 有所不同。颠覆是一个过程。理论本身也随着时间在进化。一开始，我们认为颠覆性创新图表的纵轴是产品质量。后来我们意识到是客户。颠覆与客户相关——不同的客户带来的利润不同。了解了这一点，一切就清晰了。比如说，如果你认为航空业被更高质量的产品颠覆了，那么图表上的纵轴是什么？一旦你有了头等舱，就从头等舱往上发展？这种理念是说不通的。其实，是航线的长短决定了这一切。长线航班比短线航班更赚钱。因此重点是砍掉短线运营，将它们转让给支线航空公司，专注于更长的国际航线运营，获得丰厚利润。




埃米：
 也就是你说的更大的问题，更大的客户？纵轴上的顶点？


克莱顿：
 没错。



麦肯锡方案雏形


埃米：
 鲍达民，你从什么时候发现咨询业正在发生改变，麦肯锡也不得不顺应潮流？


鲍达民：
 我首先要说的是，咨询业早就开始发生改变了，至今大概已有20多年了。对我来说，拐点是在2009年，我接下这个工作时。一般来说新CEO上任，我们会与客户对话，了解全球环境发生的变化，以及在接下来的15到20年间，全球商业环境的核心转变。当然完全辨认出这些转变很难。

简而言之，这个项目让我意识到我们身处剧烈的变化中，我们对此不是免疫的。我每天见两位CEO，他们提到最多的是技术比管理的传播速度快5倍。对此，我既恐慌又兴奋。还有向亚洲和非洲转移的大趋势，以及资源短缺。很多重要的事件让我深思，我们要明确自己在做什么。

最终，我们在公司推出了一个内部战略评估，历时18个月，进行自我诊断，花大量的时间与现有客户交谈，和那些期待合作却未合作过的客户沟通，会见行业外的人，相关学者和研究这些机构的人士。最后我们发现，正如克里斯坦森在文章中所提到的，咨询业已经在很多方面开始发生改变了。




埃米：
 你能具体谈谈从CEO那里听到了什么，让你觉得需要挑战麦肯锡的传统？


鲍达民：
 很多。其中之一是，为什么公司遇到的每个问题或机遇，都要一个项目经理和两个咨询顾问，耗时三个月来解决？应该有更有效的方式。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可能只是数据。如果你们曾经收集过关于医院如何运作的信息，会有大量相关数据，比如手术台的利用率等。我们只需要类似的数据，不是咨询顾问。因此，我们需要更加灵活，注重投入和产出比。




埃米：
 说说“麦肯锡方案”吧。公司当初是如何通过重新思考，得出这个结果的？


鲍达民：
 尽管这个项目的名称平淡无奇，但那是我们在2010年的一项重要活动。我们和所有领域的客户、非客户、第三方，还有麦肯锡的前员工进行对话，由此产生了很多新想法，比如如何用新的方式和客户合作，以及我们该继续改进什么，提出哪些新的东西。

举个关于中国消费者洞察的例子。在中国工作的时候，我们发现无法依赖大量公开的数据以及消费者行为的报告，它们不可靠或者可以说是不准确。我们开始自己进行调研，建立了大量关于中国消费者的数据库，其中有很多重要的数据，比如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者发展的速度非常快。

数据库建成之后，我们发现客户真正想要的是这些数据，不是麦肯锡的咨询师。他们说，我们很喜欢你们收集的这些数据，我们付钱买，我们不需要一个团队。

这就是麦肯锡方案的雏形。当时我们在医疗领域，还有其他一些领域先进行了这种试验。公司战略评估从某种程度上让事情浮出了水面。客户得知后会惊讶地认为：“这太棒了，这类信息以及和顾客合作的新方式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一切就由此开始了。一开始我们不太清楚应该做什么，是战略评估帮了我们。

之后，我决定任命公司最有经验的员工之一，迈克尔帕萨罗斯－福克斯（Michael Patsalos-Fox），为麦肯锡方案的负责人。他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在麦肯锡工作了30年，以前是我们美国团队的负责人。

这有点像一个企业内部的风投，麦肯锡方案是其中很重要的部分，我知道迈克尔会助力这个项目并保护它。我对克莱顿提到的一个观点很感兴趣，那就是当你尝试新事物的时候，令人惊讶的是组织里面会有那么多的反对声音。因为它与众不同，难以理解，或会涉及一些资源的调配。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强势的领导人来保护它，或者说培养它。迈克尔做到了。刚开始他手下只有3个人，现在是18个。最开始需要做的是建立起商业模型。当然，也有一些失败的项目，公司不得不放弃。幸运的是，很多都进展顺利，这意味着我们要改变用人流程。



如何面对内部冲突


埃米：
 很有趣。克莱顿一直在做笔记。我想知道你对鲍达民刚才说的有什么看法？


克莱顿：
 你做的事情是对的，我担心的是结果。举个类比的例子，传统百货商店的颠覆。60年代早期，美国的零售商超过300个，现在只剩下8个。梅西百货是目前最大的一家。颠覆它们的是类似沃尔玛、塔基特和凯马特这样的折扣零售商。传统零售商赚钱的方式是制造40%的净利润，每年换3次存货，年库存的投资回报率是120%（40%×3）。这是他们衡量利润的方式。

颠覆式零售商进入之后，他们的净利润是20%，每年换6次库存，年投资回报率也是120%（20%×6）。利润/盈亏底线是一样的，达到这一结果的方法却不同。换货的频率才是制胜的关键。

麦肯锡的挑战是，如何向公司其他人证明新业务的可行性。假设麦肯锡方案能够取得成功，它的利润将与传统业务持平。

每天都会有人走进高管的办公室说这行不通。我也很想乐观地说，这些疑虑迟早会烟消云散。但现实是一群身处核心业务的聪明人在看到资源被分配到其他地方时，试图证明他们现有的业务能够盈利。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在帮助麦肯锡应对颠覆。所以说祝贺还为时过早。小心驶得万年船。


鲍达民：
 我赞同这种谨慎。回顾公司内部历史，看看过去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是一个很好的方法。1959年我们在决定将业务从美国转移到欧洲时，争论很激烈。在这一问题上，合伙人之间产生了分歧。

另一件事是建立麦肯锡全球研究所。这是一个研究机构，建立之初就决定和客户那边的工作分离。它的工作是对宏观问题进行微观观察，可以帮助提高管理实践。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它和客户业务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现在，我每天都在为这个机构的建立而感谢上帝。我知道在麦肯锡有很多人耗费8、9年的时间试图扼杀这个机构。他们认为，我们不是智库，为什么要浪费这些钱？我们付给这些人的薪水有多少？等等。

有时我对反抗的声音有一些恐惧，因为我见过，知道大家做过哪些事情。这时，只有卓越的领导力才能抗住这种压力，确保事情顺利进行。我觉得把新兴业务和公司历史联系起来很重要，提醒大家我们确实做过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

另一个故事是关乎我们的运营实践部门的成立。有时候我会在麦肯锡拿这件事开玩笑。它大概是在1990年开始的，研究如何做到精益，降低采购成本，等等。当时麦肯锡内部对此争论激烈。我们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创新做事的方式，这也不是我们以前做的工作，一直以来我们都被认为是一个战略机构。麦肯锡内部有一些高管甚至认为这是原始人的工作。对负责这个项目的人这简直是一种侮辱。

我想尽可能找出我们的创新领域，试着推动它，让人们对它感兴趣。我惟一担心的是将来。鉴于全球性的变化趋势，我们要经历的变革速度和幅度将会更快，更大。



咨询业的未来


埃米：
 咨询业何去何从？未来10－20年里，咨询业会是什么样的？


克莱顿：
 我认为未来20年里，现存的行业领导者将变得灵活且多样，会越来越擅长解决复杂问题，以此占据市场地位。复杂问题是指没有标准解决方案的问题。未来，这些公司可以对大客户（世界上最大的那些公司）收取更高的服务费用。




埃米：
 所以规模是这种复杂性中很重要的因素？


克莱顿：
 没错。另一方面，新公司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今天看来出人意料、独特和充满争议的事情，在经历了一代人之后将成为标准化和可外包的。那些接下麦肯锡外包生意的公司会先从低附加值的业务做起，之后无法避免的问题是，明年如何提供更高的附加值？因此，未来20年内，今天尚未出头的一些人士将成为未来的领军人物。




埃米：
 鲍达民，你的看法呢？


鲍达民：
 是的，我同意克莱顿的观点，会有一些新的参与者加入。作为麦肯锡人，我坚信我们会存在，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成为行业领袖。我想我们做的事情和方法，将彻底改变。

回顾过去，我们工作内容的70%是在战略和组织方面，而现在公司财务领域就占到了30%。起码会看到的变化是，我们做的项目有何转变以及如克莱顿所说的，怎么做，会发生转变。

那些可以被分解或外包的部分将被淘汰。比如说，我记得在我就任麦肯锡CEO后的第一个项目是在1986年，当时我们为一家快餐公司决定每餐的分量应该是多少——放多少鸡肉等等，花了大概有6个月的时间。以今天的搜索技术和大量的可用数据，耗时两周都是不可思议的。

我还能想到最后一件事是福特斯做的关于标准普尔500强公司的平均寿命的项目。如果我要在办公室墙上挂一个东西，一定是这个。20世纪30年代，公司的平均寿命大概是90年，现在是18年左右。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进行假设，进行一些哪怕略显偏执的思考，不要把得到的一切看成理所当然，最好用一些资源和试验来进行未来的探索。




克莱顿：
 我认为从很多方面来讲，哈佛商学院做的是开发管理方面的实用理论。麦肯锡和其他咨询公司则是我们思想的一个分销渠道。如果这些思想不够灵活和充满生机，我们的观点就无法传达到个人——大家现在都能读到《哈佛商业评论》。至于那些能够影响公司的观点，我们并没有针对这些观点的学术渠道，必须依靠麦肯锡这样的公司。（对鲍达民）我认为把你们叫作加入附加值的转销商，你不会高兴的。


鲍达民：
 当然不会。


克莱顿：
 （我觉得你们）得到一个观点，给它加上附加值，然后推销出去。和麦肯锡这样的公司保持良好关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将成为哈佛商学院的当家人，我会说，女士们先生们，诸位注意到麦肯锡已经在公司内部提出了下一代商业观点的开发项目了吗？当你们看到这一切时，作为商业思想的供应商，我觉得我们需要以此为鉴，反省自己。



[image: ]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是哈佛商学院商业管理教授，参与撰写了《颠覆咨询业》（《哈佛商业评论》2013年10月刊
 ）。鲍达民（Dominic Barton）是麦肯锡咨询公司全球董事总经理。埃米伯恩斯坦（Amy Bernstein）是《哈佛商业评论》音频博客IdeaCast节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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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美国风投“一见倾心”

史蒂文切辛斯基（Stephen Ciesin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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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的创业公司在面对本土风险投资短缺、专业咨询不成熟的现状时，急切寻求成熟市场风险投资的垂青。但仅仅做到风投对创业公司的一般性要求，显然不能让跨地域的顶级风投“一见倾心”。创业公司还要严格遵循四项原则才能脱颖而出，成功获得“聪明钱”。





新兴市场的创业公司务必完全满足以下四项，不是满足其中的一两条就可以侥幸成功即使是一家美国公司，获得美国风投也绝非易事。


任
 何发展阶段的任何公司都缺钱！初创企业尤其如此，为实现公司的快速发展，有远见、有雄心的企业家需要资金开发新技术、研发颠覆性产品和铺设销售渠道。但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钱，他们还需要来自资深风险投资机构的“聪明钱”（Smart Capital，是指来自机构而非个人投资者的资本，它们带着行业经验、内部信息等附加价值进入公司，风险投资(Venture Captial，以下简称风投)是其中的主力——译者注
 ）。但这类资本可遇而不可求，中国等新兴市场的创业公司更是如此。

一般来说，创业公司要想获得风投的青睐，必须具备四项必要条件（详见后文《你具备基本条件了吗》

 ）。但在现实中，大多数创业公司即使具备了普遍公认的条件并不能吸引到风投。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些企业所在地缺乏风投资本有关。为解决这一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尝试过效仿硅谷的风投圈子——围绕技术型创业公司所在地硅谷，创建一系列风投公司，但这种努力鲜有成功。因此那些雄心勃勃的创业公司开始谋求美国风投的垂青，但过程充满了艰难险阻，最后真正拿到风投资本的更是凤毛麟角（详见后文《新兴市场VC发展简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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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具备基本条件了吗


一般来说创业者获得风险投资青睐要具备以下四项条件：



强大的核心团队。
 这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处于发展早期的公司很有可能在明确公司战略的过程中改变最初的商业模式。启明投资的盖里瑞斯切（Gary Rieschel）说：“美国的风投公司寻找真正了解和承认自己知识局限的创业者，创业者必须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短板，这样就可以准确地找到可以互补的人才加入团队。”

强大的市场需求。
 你必须证明公司的产品符合并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公司会因此得到迅速的发展。

独特的商业模式。
 你必须拥有令人感兴趣且可实现的技术、产品、服务或商业模式，并且能在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

恰当的时机。
 苹果的牛顿机就是“错误时机正确产品”的典型案例，与后来的iPhone相比，1993年进入市场的苹果牛顿机太过超前，当时的技术、应用、网络状况、人机交互习惯都不具备让这款产品商业化的条件。

（
返回阅读原文

 ）





上述情况与风投的运作操作逻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新兴市场的不确定性，让美国风投更加谨慎：尽管创业公司正在不断成长壮大，但风投不得不考虑当地的各种制度性缺陷:令人失望的行政低效、不完备的基础设施、反应迟缓且不断制造麻烦的政府监管机制，以及政治腐败（参见《新兴市场的投资风险》

 ）。

针对新兴市场国家摆在这些创业者面前的挑战各不相同，梅菲尔德基金（Mayfield Fund）的合伙人蒂姆张认为可以利用四象限法对之进行有效分析，并帮助创业者有针对性地思考如何吸引美国风投（详见图表《你在哪个象限》

 ）。

根据该四象限法，美国风投会选择与风投关系密切且懂得目标市场的创业者，而不熟悉如何处理与投资者关系或不很了解目标市场的创业者，则不是它们的首选。

我们基于这一方法，总结出一套实践技巧，不管你处于哪一象限，创业者只要遵循以下四步就能吸引到美国风投。当然，你所处的象限位置决定了你要格外注重一些问题，但我们仍然强烈推荐你按顺序达到这四项标准。切记赢得美国风投绝非易事，即使你是一家美国的创业公司也很难全部达标。所以，新兴市场的创业公司务必完全满足以下四项，不是满足其中的一两条就可以侥幸成功。下面我们将逐条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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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VC发展简史

今天，在美国有近500家风投。2012年这些公司在3417笔投资交易中共投入了278亿美元，从量级和成功概率的角度来看，选择模仿美国的风投产业是较为明智和普遍的做法。

很多国家都试图仿效和引入美国的风投模式，但成功者甚少，以色列是少数最成功的案例。以色列国内的很多高科技公司意识到技术产品的最大市场仍是美国，而且最优质的风投也在美国，所以很多技术类创业公司的创始人直接搬到美国居住，或直接把核心管理团队移至美国，这一点能帮助创业公司获得成功，可以更加方便地了解美国市场、洞察消费者需求，但技术研发团队仍然在以色列境内。

很多发展中经济体在意识到创业精神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价值后，试图通过国家项目辅助或自主建设一个投资区。智利政府建立创业和风投园区的实践堪称典范，智利通过政府战略主导了两个项目：“创业智利”（Start-up Chile）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将智利海外的企业家吸引回国；“进入市场”（de la Idea al Mercado）项目则每年举办一次创业者挑战赛，将获胜的五支团队送往硅谷，让它们在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中心进行为期四周的孵化计划。虽然有很多国家正在尝试类似于智利的政府策略，但是面临很多现实困难，一则缺少足够的资本，二则风险投资人的专业能力非常有限。

相较于其他还处于摸索阶段的新兴市场的风投，中国的风投行业已经走到了拐点，惟一与之匹敌的可能只有印度。尽管风投在中国的历史很短，大概只有15年，但已经迅速成长为资助早期公司的重要资本来源。

20世纪90年代，几家重量级的投资公司进入中国，风险投资出现并成为中国商业实践的重要资源，英特尔投资（Intel Capital）、IDG、华登国际（Walden International）、汉鼎亚太（H&Q Asia Pacific）都是最早进入中国的风投公司。到了21世纪，红杉资本、凯鹏华盈（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简称KPCB）等风投行业的双子星进入中国，寰汇投资(Granite Global Ventures，简称GGV)、经纬创投（Matrix Partners）、DCM等风投公司也随之而来。

这些美国的风投公司与风投的本土团队合作紧密，而本土团队因其对当地文化和行业的深入了解以及自身丰富的本土投资经验，帮助美国风投迅速克服了本土化问题。从此，中国的风投行业突飞猛进。根据风投行业调研机构Dow Jones VentureSource的数据，2011年，中国的创业公司共获得了62亿美元的风投投资，投资额比一年前翻了一番。

2012年，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迅速降温，投资总额又回到了2009年的水平——37亿美元。IPO机会变得越来越少，变现退出都没能按计划和预期实现。英特尔投资公司的前任副总裁克劳迪莱格利斯（Claude Leglise）说，“如今风投公司的退出可能越来越小”，风投无法实现预期的收益以证明自己投资的正确性。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市场过热时风投公司高估了创业公司的价值，没有预见到市场的冷却速度如此之快；更严重的是，即使实现了变现退出，这些风投公司也无法把资本撤回美国。

但即便是在低谷期，进入中国的风投资本总额仍然大得惊人，远超出美国风投公司在其他新兴市场的投资，很难讲这究竟是流向中国的热钱还是长期趋势。我们访问的很多风险投资人都十分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前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与梅菲尔德风投公司（Mayfield Fund）合伙人蒂姆张（Tim Chang）的看法一致：“如今是美国风投公司探索中国市场的大好时机。”

中国市场已经突破了新兴市场经济发展的部分制约和瓶颈。尽管很多中国的本土创业公司可以从不同的渠道获得资本，比如本土的风投公司、基金、孵化器和天使投资等，但是仍然有一些有成长空间大的公司希望从硅谷获得投资，尤其是处于某些特定行业领域的公司，比如电子产品制造业、互联网、电子商务、清洁能源和生命科学行业。因为，硅谷的风投在经验和专业上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品牌声誉，对某些领域的了解非常深入，且在该行业已经建立了非常广泛的人脉网络。

（
返回阅读原文

 ）





建立信任感

建立信任感的作用显而易见。只有获得风投的充分信任，它们才会把有限合伙人的资金交给你；尤其是对千里之外的创业者，它们需要明确知道自己没有信错人，所以不可能因为“一见钟情”就选择你，你需要循序渐进地建立和稳固双方的互信关系。

此外，美国风投一般都希望成为战略合伙人。按照英特尔投资公司前任副总裁克劳迪莱格利斯（Claude Leglise）的说法，创业者有一个普遍认知错误，“不把投资人看作是合伙人，认为只是要按照法律要求每年容忍他们一次即可”。实际上，美国风投希望创业者尊重并听取它们的建议，而不是把它们当成经营负担。相对地，它们也希望倾听创业者的业务发展规划。有些创业者觉得难以接受风投极力想要成为合伙人的要求，因为谁都知道，公司与风投的关系只是暂时的，投资人早晚会择机退出。但无论合作期限长短，只要你还想从风投手中拿到钱，你就要在制定战略决策时，把风险投资人视为关系紧密的合伙人。

人们能从很多方面获得信任感，比如以前的交情，无论是业务上的还是私人交情都会拉近双方的关系；共同的关系网，同学圈子或同事圈子里的朋友能够帮助维持双方的信任期；文化纽带，人们倾向于信赖与自己文化习惯相近的人相处；业务之外的私人交情，经常走动或在尽职调查期间互相认识和了解对方的家庭，能够形成“感同身受”的同理心。

对于发展中市场中创业者，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弥合双方对文化和管理方法上的理解差异。必须承认，新兴市场的企业家在带领公司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领导力风格。美国风投鲜有投资新兴市场创业者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不理解当地企业家的行为方式，不懂当地文化和商业规则。

两种办法可以尽量减少双方的误解。解决办法之一是，那些没有与西方风险投资人打过交道的创业者要找到一个有此类经验的高管加入公司。哪怕是在美国接受过MBA教育的人也会有帮助。这样的“中间人”能够帮助你们互相理解对方的行为方式，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另外一个解决办法是组成一个顾问委员会，由行业专家和了解美国风投的人组成，最理想的情况是，委员会里要既有懂得美国商业惯例的人，也有懂得本土商业的人；既有理解风投顾虑的人，也有尊重企业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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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的投资风险


对风投而言，新兴市场本身就意味着更多的风险和更大的不确定性：





薄弱的创新生态系统和行业生态系统会降低成功的概率。研究机构和教育体制仍处于发展阶段，支持性、服务类组织——供应商、分销商、技术性劳动力、服务提供商、配套产品提供商——不完备。这两种生态系统的不完善或缺失都会给创业者带来更大的挑战，给风投带来更大的风险。



金融市场和并购机制的问题会限制风投资本的退出。风投公司一般都依仗公司上市或被其他公司收购而退出先前的投资并从中获利，所以活跃的资本市场和有效的上市机制对风投来说尤为重要。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公司上市机会并不公平，或者对外资公司或外资风投控股公司的出售行为，有诸多法律限制。这会让正在考虑投资的风投公司止步不前。



美国风投公司很难理解投资国市场的复杂性。这本身就不是它们擅长的专业领域。但风投的有效收益恰恰依赖于它们对于创业公司的监管和它们能够提供的人脉等辅助性服务。除非它们对某个本体市场的某个具体行业已经了如指掌，否则它们能够提供的资源就非常有限，相应的投资风险就非常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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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你是惟一

如果想要吸引到美国风投，你必须证明你的创业实践是千载难逢的商业机会。安永的调查显示，在风投选择的中国创业公司中，95%已经有正现金流或已能证明产品的市场前景。换言之，只有很少一部分公司是在概念阶段就拿到风投资本。对于风投来说，它们要按照“全垒打”的标准衡量每一次机会，这意味着在6－10年间获得10－20倍的投资回报。所以按照这个标准，你的商业机会要格外出色，能够证明自己是在给风投提供已经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并有巨大潜在收益的商机。这些商机应该可以冲抵风投在其他投资上的损失，并可以抵消其在新兴市场投资时的各种不确定因素。

另外，“合适”也很重要，你的公司要恰好是投资人所熟悉的领域。这就要调查这家风投公司过去操作的案例，确保你的公司与它所熟悉的行业相匹配。理想情况是，不仅行业匹配而且目标市场也是风投所熟知的，比如在本土市场之外，你也瞄准美国或国际市场，毕竟美国的风投更了解美国市场，它能够帮助你调查市场需求，同时也会给你建议。

瞄准美国或国际市场需求的公司会更对美国风投的胃口。UJ风投公司的埃里克陈（Eric Chen）对我们说，他宁愿把新兴市场的机会留给当地的风投，除非是一个美国的团队把西方的商业机会带到中国本土市场，那他才会动心。否则他要花太多的时间，从头了解新兴市场的各种特点和理解其中的商业差别。风投不愿意做“一次性”投资，因为除了资本之外，它们的专业知识、人际网络是它们强于创业公司和能够控制创业者的砝码，而从零开始使得其优势毫无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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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哪个象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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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亲不如近邻

当创业者和风投在地理位置上接近时，风险投资项目会带来最佳收益——这是硅谷成功的秘诀之一。地理位置上的临近，让创业者可以更方便地利用风投的人际网络和监督体系，当然也更易于沟通交流和巩固互信关系。哪怕是喝茶、喝咖啡，短时间的会面也是维系关系的有效方式。地理位置上的临近也有助于快速且顺利地做出决策。切记小公司在竞争中的最大优势就是动作快。

如果你的公司在远隔千里之外的新兴市场，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尤其是如果美国风投在当地没有设立办公室或分属机构，或者如果你的直接联系人在美国，那么你在硅谷或波士顿128号高速路设立一个办公室，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更为理想的情况是你有一支高管团队常驻美国。这也有利于打入美国市场或在美国寻找业务合作方。不是所有的风投都会提出地理位置上的要求，但持续保持定期的、顺畅的沟通，也能营造出一种虚拟的亲近感。这样的亲近感能让风投清楚你公司的发展状况，在你遇到困难的第一时间伸出援手。不要将风投置于被动的境地，免得其在获知你的决定或公司状况时会大吃一惊，这种情况带来的不信任感会直接导致你的决策无法通过。

Yonja公司的模式值得借鉴，这家土耳其的社交网络公司总部设立在硅谷，公司CEO迪沃尔赛义德（Dilwar Syed）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硅谷办公。“2007年我们决定接受美国的投资。把公司成立在硅谷完全是迫不得已，因为在土耳其并没有监管风投投资创业公司的先例。但现在尽管已有很多家土耳其公司依靠风投资金而创立，但这些公司仍留在硅谷，因为这样可以与风投、人才和公司的发展机会保持近距离接触。”如果无法像Yonja公司一样做到把总部建在硅谷，那么你就要找到其他的方法可以与风投保持联络，并善用其提供的人脉和机会。

如果你的目标市场只在本土，那么你需要非常详细地向风投解释你的市场机会，比如竞争定位、分销、定价以及其他方面的战略。你不能隐瞒公司所在的生态系统中存在和可能出现的各种隐患，比如不成熟的供应链、分销网络、服务网络和任何与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劳动力市场风险、进出口贸易风险等。

如果你的目标市场是你没有任何经验的美国或国际市场，风投可能会放大这种挑战，因为作为新兴市场的创业者，你可能对美国市场的运作方式知之甚少，可能只知道美国高端市场特质的皮毛。如果你的高管团队中有一人了解美国市场，比如他是一位首席运营官或负责销售的副总裁，这样的核心团队构成都会让风投稍微安心，也让你的创业项目更具吸引力。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设立与风投公司临近的美国办公室仍然是一种沟通和加强联系的有效方式。



友好的交易结构

团队文化和公司的治理方式会影响风险投资人对你项目的判断，比如投票制、董事席位、例行董事会议和管理的透明度都非常重要，这些因素会影响风投是否支持你未来的决策。另外，考虑到你有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发展速度或目标利润率，你可能需要向风投公司提供更多有投票权的股票。如果本土的法律对海外公司所有权问题有限制性规定，那么问题会变得更复杂，或者你要考虑提供其他“权利”来引起风投的兴趣。

为了让美国的风投能够以美元形式收回投资，你可以考虑采用符合法律规定的WOFE模式（Wholly Owned Foreign Enterprise，外商独资企业）。中国政府最初设计这一模式是为了吸引外商投资，但对于风投来说，这一模式便于撤出资本。当然，很多中国的创业者并不愿意考虑WOFE模式。

即使公司的运营和销售市场都在新兴市场内，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创业者都愿意与美国风投合作。其实新兴市场的创业者也可以考虑其他发达国家的风投公司，它们同样非常了解和擅长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比如，一家成功在非洲14个国家运营的通信公司Celtel最初就与欧洲的风投公司合作，之后Celtel被MTC以3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现在Celtel属于Zain）。

对于新兴市场的创业者而言，美国风投无疑是明智选择，这可以让公司在发展的最初阶段就获得比竞争对手更高的起点。但是即使是高利润回报的、团队强大、商业模式具有说服力和已有成功战果的创业者想获得风投公司的青睐也绝非易事。我们总结出四项一般性原则，帮助新兴市场的创业者提高获得风投垂青的几率，获得独一无二专家资源和更丰厚的资金。在文章的最后，我们还要提醒创业者，风投公司不会承担任何风险，也不会追求高风险的刺激，它们希望以最低的风险收回最高的投资回报。另外，即使在美国的创业公司，获得风投的几率也低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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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要想创造出社会和商业价值，社会目标、明确的需求、评估社会和商业价值、设立合适的创新结构以及合作创新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这一研究发现，对刚刚开始的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将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核心观点


问题
 　企业领导者看到了“社会问题”的两面性：限制公司发展的同时，蕴藏着大量商机。很多人却苦于不知如何设计和执行社会与商业利益双赢的计划。








原因
 　企业通常没有社会使命做指引，不知道如何深入研究社会问题以驱动变革。首席财务官缺乏量化社会目标的经验，不知如何把社会效果和商业结果联系起来。这就很难与利益相关方形成网络，与不熟悉的相关方合作尤其困难。








解决方案
 　要建立盈利的社会企业，管理者应采用作者研究了30多家领先企业得出的框架。框架包括相辅相成的五个方面：植入社会目标、定义社会需求、衡量社会和商业价值，选择最优创新结构，以及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合作创新。






20
 05年，陶氏化学公司推出用Nexera油菜籽和葵花籽制造的烹饪油。现在，这种油已成为陶氏化学公司最畅销的产品。它有诸多益处：首先，油菜籽和葵花籽的每公顷产油量是大豆的两倍多，这令它们备受农民青睐；其次，它的保质期和“油炸周期”更长，降低了食品加工企业和食品服务业公司的运营成本；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与其他竞争品相比，这种油不含反式脂肪，且饱和脂肪含量最低。

陶氏化学的突破性创新代表了商业的最理想状态：通过创新，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为企业创造利润。在《创造共享价值》（Creating Shared Value，见《哈佛商业评论》2011年1－2月合刊
 ）一文中，文章作者、同时也是我们FSG同事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马克克雷默（Mark Kramer）指出，在实现企业商业效益的同时创造社会效益，将成为未来商业竞争的“主战场”。

企业领导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看到“社会问题”具有两面性，即有可能成为限制公司发展的难题，同时也蕴藏着大量商机。尽管如此，许多企业仍不知如何将共享价值的概念应用于实践。为此，我们研究了包括陶氏化学在内的30多家企业，它们通过可推广、可复制的模式，实现了社会效益和企业价值的双赢。我们发现，这些企业始终坚持五个要素。这五个要素相辅相成，实现它们之间平衡的最优状态的基础是公司文化、背景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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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社会目标

雀巢董事长花了20年时间，将商业愿景和农村健康更紧密地联接在一起。

在建立大型社会企业方面颇有建树的领导，都将用可盈利的方式解决重大社会问题视作企业“存在的理由”。雀巢、联合利华以及达能等食品企业将自己重新定位为营养和健康公司；尼桑和丰田等汽车制造商将公司目标重新定义为“提供低排量的代步工具”；IBM、英特尔、威瑞森（Verizon）等公司则把改善教育与医疗条件、令城市更宜居作为核心使命（本文涉及的许多企业都是FSG的客户，或是为FSG的研究提供了资金支持
 ）。

企业只有将社会使命植入企业文化，并分配一部分资源用来开发可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方法，才能创造共享价值。对某些公司来说，这意味着回归原点，重拾企业建立之初的使命。2000年，达能CEO弗兰克里布（Franck Riboud）发现，达能已经偏离“健康食品制造商”这一最初定位。他注意到利益相关方越来越注重营养，于是强调了四个主题，即创新、人、自然以及“达能为人人”（Danone for All），旋即出售了达能的啤酒、肉类、奶酪业务，回归并深耕于日常食品和饮用水等细分领域，并收购了婴儿食品和医学营养业务。

此外，领导可以发扬社会使命之外的其他企业传统，让组织向社会目标前进。陶氏化学推出菜籽和葵花籽健康油，并非突发奇想，而是来自公司强大的创新传统。此外，公司高层认识到，许多全球性社会问题带来技术挑战，同时也蕴藏着市场机遇。为解决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相关的全球性问题，企业在筹划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技术突破。

管理者认准社会创新的机会并抢占先机的时候，社会目标也可能在创新过程中逐渐浮现。1988年，为了使医护工作者避免因针尖刺伤而感染HIV等传染病，美国BD公司（Becton Dickinson）率先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支安全注射器。由于注射器的成功，BD将更多资源用于该领域创新，研制出无针注射系统。如今该系统的业务规模已达20亿美元，占公司总收入的25%。

要想把追求共享价值的机会转变成为日常经营活动，企业就需要清晰地定义社会目标，在公司内外进行宣传并将它植入战略规划和预算制定等核心流程，也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建立起激发员工最好状态的文化，并让合作伙伴也成为同路人。

为强调企业的社会目标，领导者应当不断描述并量化全球性挑战所蕴含的商业挑战和机遇。雀巢董事长包必达（Peter Brabeck-Letmathe）花了20年时间苦心研究公司发展与边远农村健康水平、水资源、消费者之间的关联。边远农村是雀巢许多产品的原料产地，水资源是维护全球食品安全的必需品。如今，雀巢要求所有区域经理制定商业计划时，都要把上述问题放在与为股东创造利润同等重要的位置。



定义社会需求

很多企业明白深入了解需求的重要性，更有一些企业会进一步探究造成需求的社会原因。它们为全面了解问题进行大量研究，研究对象包括影响人群及其数量、进步的阻碍、如何改变、以及可选合作伙伴。研究所得让企业能够预测资源需求，开发相应的业务模式并找出公司内外部资源。

雀巢对营养不良问题的关注就是一例。雀巢曾面向印度低收入人群推出仅售3卢比的美极魔力咖喱（Maggi Masala-ae-Magic），在那之前，雀巢公司研究了印度人的营养状况以及缺乏哪些微量元素，发现70%的3岁以下儿童和57%的女性贫血。随后研究人员拜访了1500户贫困家庭，以便了解他们的烹饪和饮食习惯。调查发现，香料是添加铁、碘、维生素A等重要微量元素的最理想介质，它最常食用且能够掩盖微量元素的异味。随后，雀巢迅速研发、生产和推出新品，在短短三年间售出了1.38亿份魔力咖喱。在印度，雀巢利用已有分销体系的同时，还新建非营利分销渠道，将魔力咖喱送到营养不良问题严重的偏远地区。

雀巢的例子说明，清晰地定义社会需求可以帮助企业在业务起步时设计好业务模式的规模，因为已经知道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能影响多少人，也掌握了解决问题可能会涉及的经济和其他因素，比如面向农村地区的咖喱包的售价、从到目标群体所需的创新配送方式。

反之，如果企业对社会问题了解不深入，就很可能事倍功半。玛氏食品公司一直将非洲西部可可产地的贫困与可可产量下降、全球供应短缺联系在一起，在几年的时间里建立了大量的地区性项目，比如，开设学校、培训农民，但是收效甚微。玛氏与跨领域的利益相关者合作研究后，发现单靠在产地设立辅助项目无法解决这一地区的问题，而是需要行业变革方案。

之后，玛氏着眼于更广阔的范围，从全球化的视角解决这一地区性问题。如今，在西非的科特迪瓦，玛氏与政府、行业伙伴和NGO的合作已长达10年，致力于将玛氏科学家和农业专家开发出的创新方案用于实践，比如首次嫁接优质的克隆可可枝条，让老树在嫁接4年后就可以丰产；建立示范农场和“可可医生”之间的关系网络，“可可医生”向农民提供肥料、培训和嫁接服务。玛氏及其合作伙伴的创新因地制宜，而且可以大规模推广。



衡量共享价值

可推广、可复制的社会与商业效益共赢的项目，需要企业拥有强大的流程监控能力。但目前还没有通用的评估体系可以监控和量化项目的进展情况。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正在创建一套行业标准，让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可以依据这套标准比较企业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但这套标准是否能衡量价值还有待观察。国际整合报告委员会（IIRC）正在制定覆盖财务、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在内的通用报告框架，不过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同时，我们研究了包括美国铝业、可口可乐、英特尔、洲际酒店、雀巢、威瑞森和诺和诺德（Novo Nordisk）在内的十几家企业，得出可供企业使用的简明流程。下文将以可口可乐在巴西开展的Coletivo项目为例进行阐述。该项目有两个目标：提升低收入年轻人的就业能力；改善企业分销渠道，提升品牌知名度，进而增加销量。


评估商业和社会价值。
 第一步，企业需要预测社会环境的改善会增加多少销量，降低多少成本，进而会带来多少利润；然后将这些预期收益与所需资源相比照。这是一个迭代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要考虑在多大程度上改善社会条件才能激发出潜在的商业价值，还要思考实现改善社会状况的策略以及吸引投资的可能性。

2008年，巴西可口可乐公司花了6个月时间制定Coletivo项目，该商业计划倡导与当地NGO合作，为年轻人提供为期两个月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零售、业务拓展及创业等，然后让他们与当地零售商一起改善运营。可口可乐公司希望，借此能帮助年轻人提升个人能力，给他们提供实践经验，并极大地改善所在区域零售商的运作状况，比如仓储、促销、推销以及定价。这样就可提升可口可乐的销量，尤其是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销量。公司估算了项目所需的投资额度，认为改善零售渠道、在目标群体中提升品牌知名度、提升销量这些收益远远大于所需投资。严谨的商业计划令巴西可口可乐公司管理层信服，同意开展项目试点工作。最终，该项目于2009年正式启动。


中期评估并追踪项目进展。
 企业可以把商业计划用作路线图来监督项目进展，判断它是否实现了既定的社会与商业利益共赢的目标，从而检验此前对社会和商业两方面的预判，弄清哪个方法有效、哪个无效，然后进行相应的调整。不过，由于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收效，可口可乐的方法是进行中期评估。从Coletivo启动之初，可口可乐公司就要求它的NGO合作伙伴们记录参与项目的青年人数、零售商数量以及零售商的业绩。通过比较不同区域的中期进展，该公司找出了最佳方法并照此改进培训项目，比如更强调领导力、自信等“软性能力”，而非机械的销售技巧。


评估共享价值的产出。
 量化最终的社会和商业收益能帮助企业将模式扩展至其他区域，也能更有说服力地申请追加投资。

巴西可口可乐公司用了四项指标来衡量Coletivo的影响，包括参与培训的人数、参与者自信度的提升（由一家外部企业对他们采访得出）、增长的销量以及目标区域内品牌知名度的提升。从建立到现在，该项目已经为5万多名年轻人提供零售知识、商业运营、商业基础概念培训；大约30%的人在可口可乐或是该公司的合作伙伴（包括小店以及麦当劳和沃尔玛等大型企业）那里开始了他们的第一份工作；超过10%的年轻人在可口可乐小微贷款的支持下创业。根据追踪记录的销量、利润空间以及投资，可口可乐确认Coletivo项目可以在两年内盈利。受其鼓舞，可口可乐把该项目推广到了巴西的150个低收入社区。




谁在创建共享价值

陶氏化学

创新开发Nexera葵花和油菜籽油，一方面让美国人减少了6亿吨反式脂肪和饱和脂肪摄入，另一方面形成了收入丰厚的业务。

雀巢

用强化多种营养的香料，帮助印度等国数百万营养不良家庭。该香料同时也是增长迅速的盈利业务。

诺华

为印度3.3万个农村提供必要的医疗和健康服务，该模式在31个月后盈利。

玛氏

促进跨领域合作，转变科特迪瓦的农村及周边地区，以避免可能出现的可可短缺。

英特尔

培训超过1000万教师使用技术改善教育效果，并将之变成让企业盈利的业务。

BD公司

研制出无针注射系统，保护了数百万医护人员。该系统如今是价值20亿美元的业务，占该公司收入的25%。

沃达丰

用M-Pesa将手机银行服务带给东部非洲140万人，该业务目前是沃达丰最重要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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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最优创新结构

所有人都知道新项目存在风险，也知道在就财务、治理、管理系统问题进行决策时，必须考虑新项目的特殊性，及其对公司现有业务的威胁。共享价值项目也不例外，创建新项目时，企业可以选择四种方式：


依托原有业务。
 如果要在核心业务领域启动共享价值项目，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清晰的社会目标，深入了解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和挑战，瞄准社会目标建立严谨而有说服力的商业计划（包括实现或接近企业常规投资回报率目标的可行性）。

参考上述条件，芬兰的Kemira选择了这种方式。2008年，这家多元化学品生厂商决定利用它在水化学方面的专业能力，提升高耗水行业的用水效率和能耗效率。该企业重组了研发架构，与大学、研究机构、政府机关、其他企业以及消费者合作，更好地理解消费者需求，研究水处理的新方案。获得管理层首肯的方案由Kemira的核心业务团队执行，按照该公司的业务流程进行管理。


设立相对独立的单元。
 如果某个创新项目满足上述条件，但未能达到企业的财务要求（比如，它可能会需要更长时间才能真正盈利），那么企业就应让它独立于现有业务。

2006年，诺华采用了这一方法。当时诺华建立了Arogya Parivar（印度语，意为“健康家庭”），致力于帮助新兴市场中数百万难以获得医疗服务的穷人。该项目从印度农村起步，从公司业务范围中选出治疗11类疾病的药品。公司设法降低药品价格（比如，提供少量药片的小包装），建立当地供货网络以确保供货的可靠性，还征募了数百名当地教育者宣传保健知识，并帮助患者寻医问药。

由于该项目需要大量投资，同时定价极低，企业预计该业务盈利所需时间会超过其他业务突破收支平衡的时限。因此，诺华将该项目放在其社会业务板块中，该业务板块使用企业的种子基金运作，有独立的管理团队和流程。

最后，该项目31个月就实现盈利，远比预期时间要短。如今它服务于印度3.3万个村庄、4200万人，还将被扩展到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和越南。


获得公益机构或政府的支持。
 如果企业看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机会，但盈利前景不明朗，可以利用公益基金或政府基金进行试水。公益机构和政府的支持，能让企业尝试新项目却不必将本公司的业务发展推向危险境地。最初，社会项目应独立于组织之外，一旦找到并证明商业模式的可行性，企业就应当逐步将其整合进现有业务。

英国电信企业沃达丰（Vodafone）的M-Pesa手机银行业务就采取了这种方式。沃达丰的一些外部团队认为移动技术可以帮助欠发达地区的人们享受金融服务，但该公司的其他人却怀疑并反对在该项目上投资。因此，沃达丰从英国政府的国际发展部获取资金来支付初期的研发，从而打消内部疑虑。该项社会项目独立于沃达丰的业务之外，用了两年时间进行试点实验。

在证明了M-Pesa的商业可行性之后，已有本地业务的部门开始进行扩展性投资。如今，M-Pesa（有些国家称其为M-Paisa）由沃达丰的国内子公司管理，是该公司最重要的产品之一。在沃达丰有少数股权的肯尼亚分公司Safaricom，M-Pesa的收入占比为18%。沃达丰受到M-Pesa的成功鼓舞，继续与公益组织和政府机构合作，在农业信息服务、应用程序远程监控、能源消耗管理等其他领域尝试社会项目。



社会企业Embrace造出仅售200美元的保育箱，比通用电气定价2000美元的保育箱更适合当地物价水平，于是GE与Embrace合作解决印度新生儿死亡率高的问题。


为外部创业者融资。
 如果无力深入了解问题、难以制定出划算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企业也可以资助外部的社会创业者来解决社会问题。这样，企业可以学习他人的做法，也可以获得自己的解决方案。

医药企业Boehringer Ingelheim就采用了这种做法。通过“创造更多健康”项目（Making More Health Program），该企业资助社会创业者，为32个低收入国家寻找获取医疗服务的渠道。Boehringer Ingelheim如今已经吸收从这个项目中获得的经验，在践行社会责任的同时获得商业价值。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推出的“健康创想”计划（Healthymagination Program）中的部分项目也与社会企业合作，开发穷人买得起的健康产品。

通用电气致力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印度居高不下的婴儿死亡率。该问题与印度缺少早产儿保育箱有很大关联。通用电气的研发工程师花了几个月时间重新设计保育箱，大幅降低保育箱成本。即便如此，公司也只能将价格定为2000美元，这对印度医院和诊所而言还是太贵。后来，通用电气了解到，社会企业Embrace研制出了售价200美元的保育箱，通过在睡袋中加入用热水保温的衬垫，保育箱能为婴儿保温6个小时以上。于是，通用电气与Embrace合作，在印度分销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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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创造

与利益相关者深度合作、全面了解问题，然后设计并执行解决方案，可以称作“合作创造”。这是在商界广泛运用的方式（详见《建立共同创造的企业》(Building the Co-Creative Enterprise)，《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2010年10月刊、《甲方乙方，协作创新》
 (Community-Powered Problem Solving)，《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3年4月刊，点击阅读摘要，全文阅读需购买
 ）。我们研究发现，高效的社会创新企业也在采用相同的方法。他们有意地招募外部利益相关者，让他们与企业一起了解企业致力解决的社会需求，共同执行战略。他们采取的方法有两种：


争取广泛的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可能是政府、基金会、大学、NGO甚至是其他企业。我们研究的企业都资助了利益相关方的研究，并说服后者的领导人来做企业的顾问或咨询师，雇用有商业及社会领域经验的人来领导项目。此外，这些企业还向利益相关者坦承自己“社会和商业价值共赢”的目标。

惠普的机器能够扫描、打印材料，也能够通过蜂窝网络快捷传输数据。惠普公司与克林顿健康倡议组织（Clinton Health Access Initiative）、肯尼亚卫生部合作，搭建协作网络，缩短肯尼亚幼童艾滋病的诊断和治疗过程。该公司研究如何在当地铺设IT基础设施，让美国国家实验室能够稳定而高效地接收、处理、发送艾滋病检测数据。随着项目的发展，将纸质记录整合到数字系统中已成为必然趋势（大多数医疗信息写在纸上，部分原因是政府要求）。惠普预计发展中国家公共医疗机构对该机器的需求将达到150万组。此外该机器在教育等其他领域的应用也将迅速增长。

玛氏动员了包括政府、国际发展机构、NGO、大学以及跨国企业在内的20多家机构加入其合作网络，一同改善科特迪瓦的可可豆种植状况。玛氏资助了科特迪瓦国家农业研究中心和几家国际大学的研究项目，旨在栽培高产量、高抗病性的植株。该公司确保世界农林中心（World Agroforestry Centre）的专家把上述机构的创新成果送到农民手中，从世界银行雇佣专业人员来领导该项目。在整个过程中，该公司将几方利益联系在一起——在可可豆产量增长与全球供应中公司获得的利益，作物产量提高带来的政府税收，最为重要的是，可可的产量变成原来的三倍，农民可从中得到收益。


利用他人的能力。
 我们研究的企业利用了合作伙伴的配送能力。比如，雀巢发现Drishtee基金会努力通过使用信息和传播技术推动印度农村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印度偏远的北方邦是严重缺乏微量元素的区域，Drishtee基金会为向北方邦供货，在当地建立了分销系统。因此，雀巢选择与Drishtee合作来分销魔力咖喱，无需再造一套分销系统。

诺华的Arogya Parivar部门发现，农村医生和药剂师诊断设备购买困难、无法储备必需药品的原因在于缺乏金融服务。诺华认为金融并不是自己的强项，于是决定与当地微型金融企业合作。

企业要想创造社会和商业价值，社会目标、明确的需求、评估社会和商业价值、设立合适的创新结构以及合作创新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五方面实际上是互为支撑的关系。社会目标帮企业找出可能想解决的问题，反之亦然：如果企业对社会问题了解得更加深入，员工对社会目标的投入度将会提高。牢固的社会目的对合作创新同样重要，因为它构成信任的基础。对不同地域特殊需求的把握，能帮你了解可改善的问题、有多大改善空间以及改善问题将为企业带来什么价值。潜在共享价值的多少可以被预测，企业可以将预测结果与企业的财务标准相结合，找出社会创业最优创新结构。企业如果向新员工、合作伙伴提出社会效益与商业利益双赢的目标，就会让新人与合作伙伴造就实现双赢所需的能力。

许多领先企业已经有意识地推动这五个方面的发展，成功创造了共享价值。它们采用的方法可能各有千秋，但却都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在壮大企业、为企业带来更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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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亚洲并购活动最终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是并购后整合（PMI）处理不当。成功的PMI通常包含八项核心实践，而组建合适的PMI团队也非常重要，这一团队应该具有三个重要模块——合并管理、价值捕捉和合并支持。






近
 年来，亚洲并购交易占全球并购交易的比例有日益上升的趋势。这有赖于中国和印度企业的崛起和增长的雄心。涉及中国企业的并购交易数量过去十年已增长了四倍，交易金额的增幅更是达到了六倍。根据这样的增长幅度，中国企业的并购交易在2022年将多达每年2万宗，交易金额则会超过2万亿美元。

不过，能够创造价值的并购交易数量非常之少，实际上很多并购活动最终都会以失败告终。我们的研究表明，亚洲并购交易中仅四分之一实现了预期收益，究其缘由是企业并购后整合（Post-merger Integration, PMI）处理不当。其中缺乏沟通、预期不明确、并购后组织结构混乱、领导力不足、缺乏计划、动力不足等都是主要原因。

并购交易之后，整合不会自然发生。通常情况下，很多企业对于有效的并购后整合重视不够，这些企业收购了其他公司，只是做出了一些努力合并生产环节或后勤人员，然后就坐等好的结果发生。而成功与失败并购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企业如何进行整合管理。



八项PMI最佳实践

审视赢家的做法总是大有裨益的。我们与很多成功完成并购的亚洲企业进行过合作，发现推动它们成功整合的有8项核心实践。


1．制造紧迫感



时间是并购活动的关键。科尔尼研究表明，80%的协同效应价值都是在并购后第一年实现的。错过12个月的窗口期，大部分价值都会消失。因此，制造紧迫感对于并购后计划极其重要。

并购成功的公司在正式合并后之前就会组建跨部门团队，这些团队与独立的咨询顾问在保密的环境下分析那些在交易正式完成前不能分享的信息，制定公司可以在合并后第一天出台的计划，以捕捉协同效应。


2．快速选择领导团队



我们相信，大型的变革性整合需要丘吉尔风格的领导，他们了解公司在争取什么，并能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我们建议公司在交易法律程序正式完成前确定首席执行官（CEO）。在开始阶段，必须明确负责人。

指派的CEO可以立即面试来自两家公司的候选人，在整合开始之前决定下一级管理层。第一层级管理者的职责应在第一周结束前确定并向整个公司通告。快速选择领导团队的过程要透明、统一、目的明确。另外，首席财务官（CFO），首席投资官（CIO）和人力资源负责人对合并的成功都非常关键。


3．保持开放、频繁、及时的沟通



沟通在整个整合过程中都非常关键。合并行为可能会使很多利益相关方感到焦虑，包括员工、股东、供应商、顾客和客户等。我们建议客户坦诚地告诉员工裁员的情况，或者告知员工宣布有关工作决策的时间。

另外，管理层还必须关注博客世界。根据我们的经验，最好方式是尽量多地发布整合期间的信息，并给员工提供这些关键问题以及决定发布的时间表。例如，如果有博客推测某工厂将要关闭，你可以指着时间表告诉他们，三个工厂正在审核，其他18家工厂没有。然后说明决策出台的时间，让人们了解他们什么时候可以知道自己的未来，这将有助于控制焦虑情绪。


4．关注点放在客户和渠道伙伴上



在一项合并交易中，人们通常不能脚踏实地关注眼下的现实任务，而容易关注内部问题，如“我的工作能保住吗？”，“谁会成为我的老板？”，或者“合并后这个系统或那个流程如何工作？”等。但竞争对手清楚，这是你最脆弱的时候。他们会利用这一情况抢走你的客户。因此，制定结构恰当的并购后整合（PMI）计划可以让公司把关注点放在客户身上。

成功并购的企业一般会集思广益，共同制定客户保留计划。这些计划在并购整合之前就已经开始实施了，因为该计划需要现在的销售和高管团队参与，消除各自客户的疑虑，并保证他们的利益。当并购整合邻近之时，实施的计划内容一般包括：新公司CEO和高管在整合开始前一周访问主要客户，再次向他们保证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或公司只是做出改善。


5．建立强大的组织结构



并购后整合的有序执行需要一个强大、组织良好的团队。其中的关键是成立项目管理办公室（PMO），负责协调全部工作和各个团队。项目管理办公室通常由外部咨询顾问和公司内部人员组成。选入项目管理办公室的员工必须具备较强的组织能力，足够强的个性与能力，能够说服人们并激励他们按时完成工作。项目管理办公室应保留一年或以上，被选出负责这一工作的员工必须专注于整合事宜，直至整合过程完全结束。

要完成这一任务，项目管理办公室必须拥有足够的授权、清晰的职责和高层领导者的支持。成功完成并购的企业一般倾向于在正式合并之前的60天就建立明确的、资源丰富的组织结构来支持整合，并且持续到整合完成之后。


6．严格管理风险



对于那些可能对整合带来威胁的事宜，企业需密切关注相关指标，运用一系列成熟的汇报工具来识别和追踪风险，确定风险优先排序。风险管理的关键是沟通：项目管理办公室需要了解每个团队的进展情况和需要解决的瓶颈问题。最大的风险是高价值员工的离开，高端客户的丢失，以及员工士气和动力的不断下降，还有就是合并后的新公司虽然规模扩大了，但却不能捕获合并的全部价值。


7．积极解决文化问题



公司文化和组织文化的差异可能会影响价值的创造：有些公司采取扁平型组织结构，奖励个人主动性，它们重点关注员工，相信高积极性员工的自然生产力必然可以促进企业的增长。而也有一些公司采用层级型结构，鼓励过程导向的行为，重点关注顾客。文化冲突——具有不同企业文化的公司和来自不同国家企业员工之间的冲突，可能使整合陷入困境。那些实现成功合并的企业会进行评估，它们知晓文化差异，制定了缩小文化差距的策略，从而使组织变得和谐。


8．设定明确目标，管理预期



企业需要设定明确、积极的目标，要确定从哪里和如何捕捉协同效应（包括期望程度和实现时间），以及要知道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如果有清晰的方案和基准，整合团队和业务经理就可以更好地集中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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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成功的并购展示的“最佳实践”（资料来源：科尔尼分析）





实施可行的PMI计划

如果整合行动遵循清晰的指导原则，有坚实的合并管理结构支持，使用经过测试的工具和技术，那么整合将会取得成功。

除了上述8项PMI最佳实践外，企业还要制定切实的并购整合计划。我们为此设计一个特别的整合框架（见图“科尔尼并购整合框架”

 ），用以帮助并购企业建立清晰的结构，规划整合过程的所有步骤。任何整合过程的第一步都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合并管理，包括构建整合项目结构，建立整合能力，启动本土化计划；第二是协同价值捕捉，涉及价值来源评估，制定价值捕捉的组织策略；第三是合并支持，侧重IT战略整合，HR政策协调，是所有并购过程中最关键的功能。

下面我们具体阐述这几方面。


首先是合并管理。
 大多数合并交易失败的原因都是执行不力，而非战略基础。几乎所有典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指定详细计划来避免。如果整合活动遵循清晰的指导原则，有坚实的合并管理结构支持，使用经过测试的工具和技术，那么整合将会取得成功。

专注、有序、运行良好的整合过程是从高层开始的。在整合开始之前计划开始之时，CEO需要制定一套指导原则，支持整个整合过程。

指导原则通常包含大约多个重点，侧重整合活动的主要目标和整合过程本身。以我们合作过的一家消费品公司为例：该公司制定了一套指导原则，给予客户、员工和合并本身同等程度的关注。该公司的第一条指导原则就是“客户是关键”，这对该公司的并购后战略起到关键性的影响。例如，公司需要快速整合销售团队，以做到最小化客户流失。这家消费品公司的指导原则要求对所有员工要公平、尊重，公司甚至声明，“我们是一个整体——整体的力量大于部分之和。”这有助于强调一点：每个人都将从合并当中受益，并在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协调两家或以上公司的整合是组织内部的活动。通过若干工具和技巧可以让团队集中精力，帮助高级管理层了解清除前方障碍所需采取的行动。

第一个工具是团队宪章。这是各整合团队撰写的单页文件，总结了团队的目标和计划。另一个重要的工具是协同蓝图，是由各价值捕捉团队撰写的单页文件，提供有关各自团队所实行效益举措的详细内容。第三个重要的工具是快报，由各整合团队分别撰写，提供更新的活动内容、成绩以及需提交的问题。其他一些工具可以让利益相关方了解整合活动的概况，当问题发生时他们可以及时介入处理。在这些工具当中首先是高层次总体规划，是由项目管理办公室制定的。


其次是协同价值捕捉。
 几乎任何整合实践都可以利用若干核心领域释放整合价值。我们一般关注使资产和投资更为合理化，以及提高运营生产率和促进收入增长的方法。

在合并法律程序正式完成之前，咨询顾问和高级业务经理应已经分析并确定了所能创造的价值，并详述了实现目标的方式和时间。接下来，价值捕捉团队需要彻底检验协同效应预期，并将那些计划纳入协同效应蓝图。

我们建议企业使用优先级矩阵，该矩阵按照实施难易程度所对应的价值展现了可能的影响。各团队重点开展快速有力的行动，通过率先实施容易开展的高价值计划来创造价值。优先级矩阵将展示那些通常能在结构良好的整合中创造价值的核心协同领域。


第三，合并支持是连接一切的胶合剂。
 人力资源（HR）和技术部门（IT）在任何并购交易中都是最关键的角色。人力资源和技术的风险高，任务关键，既能够促进合并，也可能会让价值在整合完成前丧失掉。

在合并发生之前，人力资源部门需要进行资源盘点，弄清楚哪些人员能够增加价值，哪些部门存在人员冗余，然后据此设计新的组织结构。人力资源需要整合制定出一套福利计划和人才保留计划，确保留下最有价值的人力资源。

并购最大的风险之一就是最优秀员工的潜在流失，因为他们不想面对不确定性，或担心新公司会安排给他们不好的职位。企业需要有一个管理这类风险的框架，确定优先考虑的员工，并将他们分为公司的临时资产或长期资产。人才保留计划设计的目的是留住员工，确保合并后的公司能够捕捉到这些关键员工的价值。

合并会使员工感到焦虑。此时，在引导两公司员工顺利度过整合中必然出现的情绪起落，人力资源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人力资源领导必须向两公司的员工说明整合的益处，为其安排在新的组织中工作所需要的培训，并提供资源和激励措施，帮助其达到新的业绩目标。另外可能会增加并购的不确定性的人力资本是两公司固有的企业文化和国家文化差异。收购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和项目管理办公室需在并购发生之前明确评估文化差异所在，同时制定减小这些差异的策略。

信息技术对合并企业的顺利过渡和创造快速可靠的价值同样至关重要。如果IT整合执行不善，造成销售和运营停滞，那么合并交易也可能因此失败。

收购方可以采取不同的战略进行IT整合。IT整合的五个方法包括：松散耦合系统、从众多IT结构中选择一个最好的系统、选择一个最符合并购后企业发展战略的结构、淘汰遗留的系统和结构、或尽量将系统问题外包给与公司架构方向相符的第三方。具体采用哪种方法要取决于企业的管理模式和财务状况。

最后，我们并不认为亚洲企业面临的并购后整合挑战比西方企业更大。但我们确信亚洲企业对并购游戏经验的掌握比西方企业要少。亚洲企业对并购后整合，以及整合工具和方法没有西方企业那么熟悉。另外，在并购活动中，亚洲企业不太愿意寻求外部专业帮助，它们更愿意自己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如果想在亚洲并购游戏中成为赢家，亚洲企业的高管必须加深对并购后整合过程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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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科尔尼并购整合框架（资料来源：科尔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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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将到来的认知计算时代，计算机将具备学习、适应和感知能力，这将从根本上改善人们生活、工作和人际交往的方式。面对中国企业决策失误率一直居高不下的局面，认知计算有了用武之地；企业要把认知计算变成决策辅助工具，必须进行三方面转变。





沃森机器人能够理解人类语言的细微差别，能用人类的方式思考问题，迅速地从海量的大数据中挑选相关信息，根据用户的需求做出有根据的回应。


20
 11年，“沃森机器人”（名叫沃森的计算机系统，简称沃森）与美国电视智力问答节目《危险边缘》（Jeopardy!）里，以优异的表现打败了最强的两位答题高手Ken Jennings和Brad Rutter。沃森体现了与人类思考问题能力相匹敌的人工智能技术，其展现的速度、精确度和置信度，令人震惊。

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这项吸引眼球的新奇技术能做什么；短短两年时间，沃森已经实现了超越，正在为更多行业决策者提供决策支持。有专家表示，沃森的突破，未来将会带来更为深远的“智能计算支持决策变革”浪潮。

沃森是认知计算系统的杰出代表。谷歌、微软、IBM都在进行人工智能研究，IBM中国研究院院长沈晓卫博士说：“对当前大量非结构化信息迅速有效浏览迫切需要一种新计算时代的到来，我们将它称之为认知计算系统。”

认知计算研究是一项庞大的研究工程，很多认知科学家在研究人脑的运行机制，致力于用计算机来实现这种机制，而且在不断突破计算的极限。脑科学界曾有观点认为自然语言是很难计算的。如果一个语言表达问题不能全部形式化，那么局部问题能否形式化？这是认知计算界要寻求突破的问题，而近年间已经实现长足进展，未来还将有更为震撼的突破。IBM认为，在认知计算时代，认知型计算机，在大数据感知环境下，将能“读取”人类用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自然感官才能获取的信息，并且更为强大地实现人脑所具备的能力，即学习、感知和适应能力——这将从根本上改善人们生活、工作和人际交往的方式。

目前，基于认知计算技术的“沃森沟通顾问”（Watson Engagement Adviser）其功能已经用于金融行业的客服工作。辅助医疗诊断方面，沃森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可以直接阅读医学文献和各种医疗文档，从医生看病的活动记录中学到相应的经验，帮助准确确诊病人。上述应用都被视为率先将认知计算应用到商业和民生领域，创造决策价值的典型。也许在不远的将来，运营层面的商业决策可以交给“沃森机器人”做分析。企业高管将从日常海量的大数据分析中解放出来，专注于更需要依据判断力做出的方向性决策。

硬件方面，两年前参加电视竞赛节目的时候，沃森的配置是90台服务器，15TB的内存。现在它的运算速度已经是过去的240倍，且成本也低了很多，而且服务器的尺寸比披萨盒还要小，可放进任何一个数据中心——这让认知计算系统的普及拥有更加坚实的基础。

要想认知计算真正发挥作用，科学家们几乎需要对整个计算行业进行全方位改造——硅、系统、存储器和软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必须开发全新编程模式。具有突破性的是：IBM科学家发布突破性的软件生态系统，旨在通过编程来设计出具有大脑功能及低功率、小体积、结构紧凑等架构特征的硅片。这项技术将允许用户构建出能够模拟人脑的感知、行动和认知能力的新一代智能传感器网络。

现代计算系统是在几十年前依据预定义的程序设计完成的。它们虽然是快速精准的“会计师”，但传统的计算机设计在功率和规模方面都存在局限性，在实时处理海量的大数据时会降低效力。相比之下，人脑——速度和精准度都相对较低——却擅长执行识别、解释和基于模式采取行动等任务，且功耗仅相当于20瓦灯泡，体积仅相当于两公升的水瓶。

在技术不断实现突破的同时，商业决策者在问：在面对包括自然语言、图像在内的大量非结构化数据时，沃森的辅助判断可信度有多高？它的商业化又将给企业带来哪些影响？



解码沃森如何进行精确判断

IBM研究主管约翰凯利（John Kelly III）偶然在餐厅看了一期《危险边缘》，突然萌生了“是否可以让问答机器人来参与这个项目”的想法。IBM那时已经在认知计算技术领域探索多年，但该档电视节目的问题非常深奥，大量运用比喻、谐音、双关等修辞方法，问题是陈述句的形式，却要求参与者用问句给出答案——总之，一切都不是通常计算机所熟知的、确定的、规范的问题与答案格式。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参与竞赛的“沃森”由20多位成员组成的核心团队在5年多的时间内研发完成，IBM全球的多个实验室及合作伙伴参与其中。沃森团队在“回答复杂问题”目标上构筑起场景分析、推理链条（Inference Chaining）和学习工具三项功能，并建立起“沃森路径”的用户界面。它同时具备百科全书般渊博的知识以及迅速的反应能力，能够使用自然语言在回答复杂问题方面击败人类专家。但当时的沃森问答机器人受限于游戏规则，所有答案信息不能超过一页纸的篇幅，如今，沃森已经能够处理更具开放性的问题，能够识别并解读图像、数字、声音以及面部表情信息。它将能够与人类对话，使用海量信息来处理极端复杂的问题。正如约翰凯利所言：“我们的目标是将人类解决问题的方式，运用到医疗和教育领域，再扩大到金融服务和政府工作中。”（见 图1《沃森问答机器人的研发结构》

 ）




图1 沃森问答机器人的研发结构


沃森项目团队由Jeopardy!节目想到可以开发能参与问答的机器人，设定“回答问题”的目标，在这一目标之上构筑起场景分析、推理链条和学习工具三项功能，并建立起“沃森路径”作为沃森的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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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认知助手”有一套独特的“思考”流程，并配有置信评估体系，对每一步的分析推理给出可信度。沃森是如何从问题中提取出答案的呢？这需要经过以下过程：1．当问题首先提交给沃森时，它会对问题加以解析，以提取问题的主要特征。2．它会通过查阅资料汇编，寻找包含潜在有价值答案的段落，从而生成一系列假设。3．它会使用各种合理的算法对问题的语言和每一种潜在答案的语言进行深入比较。此步骤充满挑战。有数百种合理的算法，每一种都拥有不同的比较方式。例如，某些比较针对的是词汇和同义词的匹配，某些针对时间和空间特征，某些针对使用环境信息的相关资源。4．每一种合理的算法都会生成一个或多个记分，以表明基于该算法所关注的特定领域，由问题推断出潜在答案的准确程度。5．随后会利用统计模型对每个生成的记分加以权衡，此统计模型会捕获该算法在沃森“培训期”内针对该领域中两个类似段落之间建立推论的表现效果。然后，该统计模型可用于总结沃森对于由此问题推断出候选答案证据的置信度级别。6．沃森会针对每一个候选答案重复此过程，直至找到表现最强大的候选答案为止。

概括而言，沃森系统集成了多元算法，从不同的维度分析备选假设的证据，如类型、时间、空间、流行度、段落支持度、来源可靠度、语义相关度等。每种分析都产生一些特征或评分，反映在相应维度上的证据对备选答案的置信程度。从而保障回答的精确度。（见图2 《沃森如何从问题推导出答案》

 ）

即便如此，科学家们无法用算法来保证沃森能够应对任何一个复杂情境，所以他们为沃森设计了一套动态学习机制，可帮助基于成果改善学习，使每一次迭代和交互都更智能。该学习系统能够在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基础上进行学习，从多种来源获取信息，包括文本、数字、视觉、感应，以多种人类的自然方式进行交流，并在交流的过程中找出关联、建立假设，提出最佳行动建议。同时，沃森实现从由“决策树驱动的确定性应用程序”转变为“与用户共同演进的概率性系统，并有反馈环（Feedback Loops）用以评估建议的质量，并依据反馈信息改进决策辅助系统”。由此，沃森能够在基于海量信息挖掘中找到表现最强大的答案。




图2 沃森如何从问题推导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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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研究中心技术主管埃里克布朗博士（Eric W. Brown）认为，场景决策情况下的沃森决策流程具有普适性，未来完全有可能运用到广泛的决策领域，从现在已经应用的医疗诊断、客户服务，到未来可能拓展到更广泛的商业战略决策——比如，进入新市场的决策分析，对新市场的不同市场现象进行推理分析，并得出结果。



“认知决策助手”的用武之地

如今企业大量投资于数据分析与聘用数据科学家，但投资收效微乎其微。究其原因，在于大数据很难被全公司需要使用数据的人所熟练掌握并经常运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珍妮罗斯（Jeanne W. Rossis）认为，企业需要进行变革，才能将大数据中得出的观点转化为竞争优势，而很多企业可能根本无法实现这种变革。（详见《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3年12月刊《你也许不需要大数据》
 ，点击阅读摘要，全文阅读需购买。
 ）

在认知计算时代，人类和计算机将更加紧密的连接。沃森已经在医疗和金融领域崭露头角，显示出了强大的认知分析能力。沃森的行业应用是认知计算系统助力行业决策的先驱性应用。已经开始体验这一应用的人们发现，问题解答能力很有用，但还有更有价值的部分，他们将沃森看作是发现工具，通过人机交互，这帮助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和工作。


沃森具有个人判断难以企及的全面与准确性。
 在医疗行业中，病例记录、医学杂志上的文章以及卫生部门掌握的原始数据等都属于零散、不成体系的信息，从理论上来讲，沃森可以让这些数据派上用场。在对病人进行检查的时候，沃森会静静地在一旁收集数据，它接触病例越多，诊断准确率也越高。马蒂卡恩是IBM负责训练沃森应用于临床小组的负责人，根据临床经验和学术研究，他认为1/3的医疗事故是由误诊引起的，造成误诊的重要原因是“锚定偏差”（又名沉锚效应，一种重要心理现象）：人类倾向于过分依赖某个单一的信息。诊断过程中，医生通常在听取了病人对两三个症状的描述后，就会做出与症状相符的诊断，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可能忽视了其他信息。卡恩表示，沃森出现这种失误的几率要小得多，它可以弥补人类无法处理大量信息的局限。他认为在未来，机器人医师会像听诊器一样，是医院必不可少的工具。


沃森具备发现和学习能力。
 沃森在进行病例诊断后，会给出多个治疗方案，每个方案都会附有相应的可信等级。在实时金融风险控制领域，认知计算技术可以让人们实现秒级的风险检测与防范。沃森可以被培训为行业专家，同时还能够通过学习系统和反馈环来不断更新它对知识库中信息的理解。比如，语言是令人机交互更加高效的关键，而各个领域的专家都有一套行业专属的术语体系。IBM沃森研究中心与克利夫兰医学院的医生以及Sloan-Kettering癌症中心合作来训练沃森适应新角色：帮助医生诊断疾病，为病人找到最佳治疗方案。与之同理，在应用认知决策助手之前，企业首先要“培训”认知助手，使之适应其行业所需。美国最大的健康福利提供商WellPoint就是一例。WellPoint公司与IBM合作训练沃森，使之能够理解美国的医疗编码系统以及WellPoint的医疗政策、诊断指南。2013年年初，沃森吸收了超过2.5万个测试案例以及1500个WellPoint的真实案例，能够解读询问的含义并分析问题。WellPoint已开始测试使用沃森作为医护人员治疗决定的工具。


沃森能够以人性化的方式输出数据洞察。
 想象一下，银行客户经理正在和客户顾问聊天，讨论客户的退休计划，但不确定该如何协调客户的投资、退休存款和保险，让其能享有安全、舒心的晚年；有认知助手辅助的客户顾问，则将能够迅速地按客户的需求量身定制出一个计划。沃森参与顾问人性化的交互方式使其在应用于客户服务领域时能够极大地提升客户体验。澳大利亚金融服务公司ANZ，在全球33家企业运作，在金融服务领域与IBM合作开发未来可能性。目标是向财富管理者提供认知助手，帮他们更好地给银行的200万客户提供建议。

花旗已经于2012年开始采用技术帮助分析客户需求，处理大量最新金融、经济、产品和客户数据的方法。花旗银行客户期望以整合的方式获得及时和高水平的服务，包括电话银行、ATM、在线客服、或在分行进行柜台交易等，为客户提供最佳服务。花旗集团首席行政总裁兼首席营运及技术官卡拉翰（Don Callahan）说：“花旗正在重新考虑并设计金融交易和交互的方法。运用沃森技术针对日益发展的数字和移动生活方式为客户提供全新的安全服务。”

包括澳新银行、马来西亚通信服务商Celcom、市场研究公司HIS、调研机构尼尔森及加拿大皇家银行等各行业的领先企业都在通过沃森参与顾问拓展顾客互动能力。



迎接决策变革的三个转变

不久的将来，建立在认知计算基础上的决策助手，可以帮助那些想从大数据中获益的企业解决两大障碍：一是数据来源不统一、格式混杂造成的整合难题；二是数据分析很难被直观地理解和运用的问题。

目前，中国企业的决策失误率一直居高不下。根据国家审计署披露的情况，在其2012年审计调查的53家中央骨干企业中，有1784项重大经济决策不合规，造成的损失及潜在损失达45.57亿元。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企业的决策失误率达到30%，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5%左右。

认知计算参与企业决策，这对企业提出了新要求。企业若想在未来不被发展浪潮抛弃，应从三个方面尝试进行转变：一是扩大数据收集与分析范围；二是决策权分散化；三是建立循证决策文化。中国企业尤其应当做好准备，迎接未来变革。


扩大数据收集与分析范围。
 人们早就认识到仅仅靠处理和自动结构化流程数据是不够的。将认知计算辅助决策顾问纳入决策支持体系（DSS）中之后，很多此前无法读取或无法进行结构化分析的数据将能够被利用。未来的整合将有更多数据类型和更广泛的数据。大数据时代，数据增长速度更快、数据来源更复杂、数据容量更大、数据类型更富、用户对数据处理速度要求更高，即大数据所谓的4V特征（体量(Volume)、多样性(Variety)、周转速度(Velocity)和精确性(Veracity)），对大数据基础架构甚至是信息生命周期管理提出了巨大挑战。而认知计算决策助手提供了新的可能，通过识别和分析大量非结构化数据、尤其是视频、音频和图像数据，将帮企业构建起数据管理和分析的整体方案，将不同类别的数据融合在一起，随着情况变化不断地优化它对这些数据的理解，从而进一步释放大数据的商业价值。


分散运营决策权。
 一线员工最了解市场需求，他们也能作出高质量决策——这已被日本7－11连锁便利店所证明。该连锁店已将订货决策权交到了售货员手中。认知计算决策助手纳入规范的DSS系统运营法则后，将有助于让直接面向客户的员工掌握更全面、准确的信息。并且，以人类自然方式交流的特点，让企业无需过多培训就可以实现一线员工在与客户打交道过程中熟练应用。

这么做可以帮助他们做出很好的运营决策，企业高管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不确定性决策上。例如，ANZ已经将决策权进一步下放给客户顾问，以便更灵活地根据客户需求设定方案。


建立循证决策文化。
 为什么企业不能更好地利用数据、更好地分析？在珍妮罗斯看来，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它们的管理实践没能跟上技术平台的发展。过去10到15年间，采用ERP、CRM、实时数据仓库、自有核心信息系统平台的企业，却并没有将这些平台带来的信息变现。

另一方面，部分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不完善，管理层级多、信息不对称以及“一把手”独揽决策权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一现象在国内企业中尤为常见。在国家审计署2012年审计的53家企业中，有21家未按公司法注册，仍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有45家内部层级超过4级、最多达11级；缺少约束力，子公司违规决策的情况时有发生。企业抢抓机遇的意识造成大量冲动型、随意型和经验型决策。

清除这些未来发展阻碍的有效方式是建立循证决策的文化。这将是一项艰难的文化转变：要重新定义工作流程、数据必须“干净”（未被人为篡改）、统一、还要建立清晰的企业决策流程机制对需要应用认知计算决策助手的员工进行指导。毫无疑问，这将是一个需要变革领导力、且必须循序渐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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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逃离生死周期的奥秘：跨越S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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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型曲线可以代表任何事物的生命周期，商业世界也不例外。任何公司业务都逃不过开创、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基业长青与昙花一现的差别，在于企业是否能够抢在市场、消费者和竞争对手之前开创新兴业务。要保持财务健康，企业要在现有业务驶向钟型曲线的转弯之前，跃至新兴业务的上升周期内，完成S型跨越。IBM从PC制造商转型为咨询公司，UPS从信件投递公司变身为供应链解决方案提供商都是S型跨越的成功案例。






核心观点

高绩效企业总能够重新思考自己的策略，并在陷入停滞之前及时重塑运营模式。要想成功地从一条财务S曲线进行跳跃，这些企业在三个层面上的做法异于稍逊一筹的企业：




以边缘为中心的战略
 　高绩效企业重视自身的边缘能力以及边缘市场，从而避免长期成功所带来的短视。








高层常变常新
 　高绩效企业能够及时并激进地重组领导层。








保证人才储备
 　其他企业通过裁员节省开支，但是高绩效企业的做法正相反。它们注重培养能够开发新业务的卓越人才。






不
 管曾经多么辉煌的业务，都迟早会丧失成长空间。面对这一令人不快的现实，公司不得不周期性地进行业务重塑。这种自我延续的能力，也就是从业务成熟的阶段跳跃到下一个发展阶段的能力，正是区分卓越绩效企业与昙花一现之流的关键。

无法成功重塑业务的组织往往结局惨痛。正如马修奥尔森（Matthew S. Olson）和德雷克范贝夫（Derek van Bever）在《失速点》（Stall Points
 ）一书中所说的，一旦公司在上升过程中遭遇重大阻碍，那么它恢复元气的概率只有10%。在公布了这个骇人的几率后，他们继续解释了为什么三分之二的受创公司后来被收购、退市，甚至被迫破产。

企业为何陷入停滞？对此，业界的解释五花八门：譬如，无法坚守核心（或者坚守得太久），执行力出了问题，对消费者的品位判断有误，或是片面追求加大规模而陷入不健康的发展。这些解释的共同之处有一，那就是，企业的停滞源于未能修正公司运营中明显运作失灵的环节。

我们利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研究了高绩效企业的本质所在，并认识到现有的解释所忽略的一个重点：企业花费大量精力延伸现有业务线（即财务S曲线：一项业务成功问世后，销售首先缓慢上升，然后激增，最后逐渐变缓的过程），而未能投入足够精力，为创建成功的新业务打下基础。

正因如此，这些公司在市场开始萎缩时只有招架之功。我们的研究表明，能够成功进行业务重塑的企业拥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不局限于财务S曲线，还关注三条隐藏的但是至关重要的S曲线，并对其善加管理。它们知道如何跟踪行业内的竞争基础，更新自身能力，并且储备充足的人才供给。从根本上说，它们摒弃了传统的经营智慧，深谙防患于未然的重要性。

未雨绸缪并非易事。事实上，企业走下坡路的前夕，各种数据从表面上看仍然颇为乐观：现有业务模式的收入猛增，利润稳定，公司的股价节节上涨。但此时正是管理者需要采取行动的关键时刻。

要想为开启新业务的S曲线做出准备，管理者需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隐藏的竞争曲线

早在一项业务达到收入的顶峰之前，竞争基础就已不再适用。以手机行业为例，不论是对手机制造商还是服务运营商，行业的竞争经历了多番变化，竞争基础由价格转变为信号覆盖，再到服务价值，最后到设计，品牌与应用程序。第一条隐藏的S曲线追溯了竞争基础在某一领域转移的过程。即便此时现有业务还未到达顶峰，高绩效企业也能通过这一方法准确分析顾客需求，从而判断出行业的下一个竞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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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跃S曲线




在现有业务陷入停滞之前，高绩效企业早就积累了开始新业务的能力。





以Netflix为例。它首先从DVD租赁这一竞争点转移，引入了全新的邮寄租赁模式。与此同时，它迅速掌握了能够替代光盘业务的新技术——数字流媒体技术，几乎立即重塑了现有业务。今天，Netflix既是最大的邮寄DVD供应商，也是网络流媒体的主要竞争者。相反，百视达公司（Blockbuster，已经破产）凭借自身成功的光盘超市模式登顶，但是没能在竞争基础转移时及时作出反应。



隐藏的能力曲线

亚马逊的CEO杰夫贝索斯曾经强调，新业务从“播种”到“结果”通常要经过五到七年的时间，才能对公司产生经济效益。

在打造明星产品，推动财务S曲线攀升的同时，高绩效企业无一例外地创建了差异化能力。这方面不乏杰出案例：戴尔以其PC直销模式著称，沃尔玛以其独特的供应链闻名。丰田不仅掌握精益生产模式，更拥有强大的工程设计能力。但是，能力的差异性很可能像竞争基础一样转瞬即逝。因此，为了顺利跳跃能力的S曲线，管理者需要大量投入在新能力的开发上。但是，企业管理者总是后知后觉，在发现能力曲线到达尽头时已丧失战机。

以音乐产业为例。市场中的主要竞争者一直致力于完善当前的运营模式，直到有一天，一家个人电脑制造商开发出了一种既便捷又价格合理的技术，将音乐以电子格式送到上百万顾客的手中。高绩效企业持续寻找能够重塑自身以及市场的途径。宝洁很早就认清了一次性纸尿布的广阔前景。于是，这家公司利用五年的时间完善技术能力，最终以合理成本生产出一次性纸尿布，用户只需要付出和洗衣服务或传统尿布差不多的代价就能享受到便利。

亚马逊的CEO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曾经强调，新业务从“播种”到“结果”通常要经过五到七年的时间，才能对公司产生经济效益，例如在媒体产品的基础上扩张，与第三方销售商合作，以及向海外扩张。这个过程除了需要先见之明，早期的投入，还需要对研发部门抱以坚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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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绩效企业中隐藏的S曲线




业务的成熟与衰落通过三个方面得以体现，其速度甚于财务表现。想要发展新业务，企业必须在这三方面进行重组。





隐藏的人才曲线

公司往往对专业人才的培养与保留重视不足。当原有业务运转顺利，但还未达到顶峰的时候，这些人才拥有推动新业务的能力与远见。此时，已经处于学习曲线末端的企业认为运营应当精简再精简，因此，为了提升利润，他们会裁减人员，或者减少人力培训的投入。这种做法对企业产生的后果不堪设想；它很可能驱赶大批有用之才，而他们正是重塑业务的主力军。

我们的研究中所定义的高绩效企业都致力于培养人才，油田服务商Schlumberger就是这样一家善于挖掘并培养人才的公司。它将大量的人才外派到世界各地的工程学院进修。这些外派人员包括高层管理者，他们不但负责管理公司预算，更对设备及研究经费的捐赠掌握决定权。通过与高等院校建立紧密联系，公司在人才招募时得以获得优先权。Schlumberger不仅保持人才输送管道的顺畅，它还是员工培养的行业典范。事实上，能够为本行业输送大量优秀人才是高绩效企业的特征之一。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只有在关注收入上涨曲线的同时积极管理三条隐藏的S曲线，高绩效企业才有能力在现有业务增长放缓前启动下一轮的重塑。那么，哪些管理实践能够帮助高绩效企业为重塑做准备？让我们首先分析它们需要对隐藏的竞争曲线做出哪些行动。


以边缘为中心的战略


传统的战略规划模式仅仅适用于延长现有业务的收入S曲线，而无法帮助公司侦测市场中竞争基础的变化。

要想实现业务重塑，公司需要在传统模式的基础上，辅以一套能够将边缘市场及边缘组织的竞争力聚焦于中心的平行战略。借助这种以边缘为中心的做法，战略的制定会变成持续的行为，而不需要固定的架构或流程。


将市场边缘移至中心


利用边缘为中心的战略，企业能够持续地发掘市场中未经开发的消费者需求或尚未解决的问题。例如，诺和诺德（Novo Nordisk）侦测到竞争基础发生变化时，成功抓住了边缘市场。这家医药业巨头在实施一项关键计划时意识到，在未来，医疗业务将超越解决生理健康问题的范畴。它倡导了名为“糖尿病，态度，愿望，需求（DAWN）”的项目，通过它把成百上千的医生、护士、医疗专家、病患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代表聚在一起，共同将病患的需求，而非对治病本身的关注，置于糖尿病治疗的核心位置。

通过DAWN所展开的研究为诺和诺德开启了另一扇门，他们注意到了糖尿病人潜藏的心理与社会需求。例如，公司了解到，40%以上的病人深受心理问题的困扰，约15%的病人患有抑郁症。认识到这一点后，公司提前开始重塑自身业务；它弱化了对药品的研制与生产，而更多地去关注疾病预防和治疗的过程，将公司未来的发展立足于对病人本身以及疾病的关注。


把组织边缘移至中心


一线员工、后方的研究团队、直线经理，他们都是体察市场中重要转变的关键个体。高绩效企业总能将不同的声音汇总，融入战略制定流程。百思买公司就会听从与公司总部相隔千里的店长的意见，其中包括纽约的一位经理，他管理的门店像磁石一样吸引了大量搭乘游轮而来的葡萄牙裔游客。利洁时（Reckitt Benckiser）最畅销的产品创意之一来自一位韩国的品牌经理，他首先想到了Air Wick Freshmatic的点子。由于公司此前没有推出过任何电子设备，起初公司内部对这一主意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公司CEO巴特贝希特（Bart Becht）显然被这位经理的热情所打动，于是力排众议，成就了这款热销产品。

可是，如果战略的制定始终处于边缘位置，它就无法正式化。我们发现，中低绩效企业习惯于按照日历制定战略，但是高绩效企业擅长使用多种途径，动态地把握时间，从而避免战略被模仿。竞争瞬息万变，能力的差异性可能消失得更快。模仿者在一个新业务启动前往往拥有足够时间策划并开始攻击，在看到市场的成功后，更多人受到吸引，纷纷效仿。那么，企业如何培养差异化能力，从而为跳入新的财务S曲线做准备？



高层常变常新

想要创建跳入下一条财务S曲线所需的能力，关键的一点在于及早向领导层输送新鲜血液，并且不断对高管团队进行重组。

有些管理者长于业务经营，例如提升生产规模，扩大业务范围，以及延伸产品线。另外一些管理者就更具有创业精神，他们擅长创建新市场。我们难以确定两者哪一种更好，重要的是前端团队的能力需要满足能力S曲线的组织需求。如果前端团队在经营财务S曲线的同时原地踏步，而不能为创建未来的差异化能力做出变革，那么公司往往会遇到困难。

在某种程度上，这与人的天性相悖。有哪个高管愿意在业务蒸蒸日上时选择下台？高绩效企业意识到，想要创建跳入下一条财务S曲线所需的能力，关键的一点在于及早向领导层输送新鲜血液，并且不断对高管团队进行重组。



及早进行高管改组

让我们思考一下英特尔的高管团队的演变历程。通观企业历史，这家半导体生产商经历过五个CEO的更迭：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克雷格贝瑞特（Craig Barrett）以及今天的保罗欧德宁（Paul Otellini）（截至本文发表的2011年）。这家公司不止一次地把眼光转向外部，寻找所需人才，而高管权力的过渡通常是在周密部署下完成的。大卫约菲（David Yoffie）从1989年起就在英特尔的董事会任职，他说，“我们一般都在换届前十年开始讨论，以便认清缺口。”

英特尔更换高层管理者的目的并非单纯地寻找接班人，而是为了业务变革。比如，1998年葛洛夫卸任时，他仍是一位卓有成效的领导者。如果单纯的延续性是英特尔所关心的，那么葛洛夫完全能够工作3年再退休，直到达到法定的65岁退休年龄。但是，他及时地让位于贝瑞特，后者通过延展产品线，成功地采取了促进业务成长的战略。

的确，每任英特尔的CEO都在公司历史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葛洛夫大胆地作出了将公司业务从存储芯片向微处理器转移的决定，这个决定奠定了英特尔在全球高科技领域中的领先地位。自从欧德宁2005年开始掌舵，公司转向了Atom移动芯片的研发，这一成果已经被广泛使用在了几乎所有与网络连接的产品中，包括手机，导航系统，乃至能够下载图样的缝纫机上。

通过有序的继任规划，英特尔确保自己不单单选择了下一任接班人，而是挑选最能应对未来挑战的CEO。此外，及早更换CEO给新上任的领导队伍充足时间进行业务革新，而不用等到利润下滑，危机在即的时候另作打算。



在短期打算与长期规划中取得平衡

打造能力曲线的另一个关键是，确保团队取得对当下和未来的关注之间的平衡。2005年时，Adobe收购了Macromedia。时任CEO布鲁斯奇曾（Bruce Chizen）严格考察了手下管理层，以确保他们有能力帮助公司实现年收入100亿美元的目标。他发现，许多高管既缺乏能力，又欠缺实现目标的动力。于是奇曾从Macromedia的领导团队中选拔人才来担当重要职位，抽调的高管数超过Adobe选出的。这些决策基于Adobe对未来的发展要求，而不是看哪位高管能满足当时的能力需要。

奇曾的强硬心肠并非只针对他人。他在52岁时就交出了CEO大权，将宝座让给了他长期的副手尚塔拉姆纳拉延（Shantanu Narayen）。那时他还算年轻，而且只在这个职位上出色地任职7年。这个时机在旁人看来有些匪夷所思，但是对Adobe是非常明智的：当时公司正打算迎头对抗比自己更强的竞争者，例如微软，因此他们面临着一系列新挑战，亟需培养新能力。

在其他情况下，管理团队或许需要收集新鲜的观点，以便为长期主导的管理思路带来平衡。1991年时拉丹塔塔（Ratan Tata）接手了印度的塔塔集团。之前的高管通常任职多年，很少主动退休。但是这位新掌门人辞退了那些自满的高管（可以想象，其中一些是心怀不满地离职的），并且推广了强迫退休年龄制度，以确保高管层的新陈代谢不会出现停滞。这一巨大的改变为许多内部冉冉升起的新星提供了机会，最终使塔塔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私有企业集团。

合理管理，避免超负荷。最后，通过对高管团队的合理组织，高绩效企业得以更有效地分配和履行职责。企业最高领导层的主要任务包括三方面：信息共享，决策咨询和作出决策。在许多公司里，这三个任务通常由同一个团队完成，但这样做容易使过程变得杂乱无章，效率低下。

从高绩效企业我们观察到，另一种模式是将三个任务分开，实际上就是创建团队中的团队。最高一层是决策制定者，约由3至7人组成。其他团队会为这些决策制定者建言献策，参与到重要的决策制定过程的可达上百人。



保证人才储备

如果员工能在完成工作的同时对工作进行独立思考，那么就证明公司拥有充足的人才。

业务重塑不仅需要灵活的高层，更需要培养大量准备好迎接挑战，为新业务腾飞助力的人才。高绩效企业所采取的途径或许和业务下滑前更换高层同样困难：它们培养大量人才，确保人才的供给超过目前业务所需。它们尤其注重培养那些能够自主开展新业务的人才，而非守业人才。

在业务一帆风顺时，这种策略不容易被理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公司没有采取这种做法。

如果员工能在完成工作的同时对工作进行独立思考，那么就证明公司拥有充足的人才。许多高绩效企业给员工自由支配的时间（比如谷歌和3M）。此外，公司需要储备一支替补队伍，以便管理者参与自我发展性业务，而不是只有在紧急需要时差遣他们。高绩效企业常常能够积极地寻找适宜的候选人，并采取实际行动，助力人才面对未来的挑战。



选择契合公司文化的人才

在筛选人才时，高绩效企业会首先考虑长期利益。这一视角能够从根本上改变雇用与人力培养的本质。这些公司不只是在填补目前的空缺；他们认识到，从长远来看，员工与企业文化的契合才能保证员工的优秀表现。

四季酒店是这方面的典范。酒店在雇用时目的明确，那就是，寻找那些能够视顾客为国王的员工，因为说不定哪天就会有皇族下榻酒店。这家豪华酒店连锁的CEO伊萨多夏普（Isadore Sharp）在他的著作《四季酒店：云端筑梦》（Four Seasons: The Story of a Business Philosophy
 ）中写到：“我可以把任何人培养成服务生，但是我无法改变根植人心的态度。我们希望雇用的，是那些做门卫也自豪的员工。”相似地，利洁时（Reckitt Benckiser）在雇用员工时也把文化契合度作为优先考虑的因素。在申请过程正式开始之前，候选人就需要完成网上的模拟测试，以判断他们的性格是否与公司的文化吻合。在测试中，候选人需要面对一些虚拟的场景作出回答。在斟酌契合指数后，合适的人选才会进入到下一轮的面试中。



给员工成长空间

完成员工的筛选与考验以后，公司必须给予人才发展的空间。为了能够切实地保证他们在职位上出类拔萃，公司需要仔细考虑怎样安排员工的日常工作内容。

UPS早早意识到，卡车司机的表现对公司至关重要。有经验的司机在考虑到时间、天气以及其他因素后，总能判断出最便捷的路线。但是司机的流动率普遍较高，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搬运包裹太耗费体力。因此，UPS分离了装车任务，把辛苦的体力活交给兼职员工做。他们要价较低，也容易雇到。这样，一部分有价值的员工就能够集中精力发挥专长，更出色地完成工作。

公司还可以善加利用组织结构，为员工的成长提供空间。全球工业产品与设备制造商伊利诺伊工具公司（Illinois Tool Works）内部由800余个商业单位组成。只要其中一个单位规模过大（上限为销售额5000万美元），ITW就会将这项业务分离。这样，年轻员工就有进入管理层的机会。实际上，在ITW我们不难看到20岁出头的员工管理新业务。

此外，高绩效企业敢于打破按资排辈的晋升规则。雷富礼接管宝洁公司之后，需要为苦苦挣扎的北美婴儿护理部门寻找一名得力管理者。他并没有从78名高级总经理中寻找人选，而是从较低级的管理者中选择了戴碧涵（Deborah Henretta）。雷富礼的这一举措获得了实际效益。戴碧涵扭转了20年来该部门的亏损局面，之后被提拔为集团亚太区总裁，负责掌管超过40亿元的业务运营。

打破固有局面的方法多样，但它对于创建组织内部丰富的人才储备至关重要。UPS，ITW以及宝洁的领导者就为我们做出了表率。这样做不仅能留住关键人才（或群体人才，比如说UPS的货车司机），也向组织传达了一个信号：公司不会为了压缩短期成本，在面对有价值的人才时做出妥协。

在业务衰退时，即便最出色的组织也会变得脆弱不堪。事实上，业绩的下滑会令那些接近财务S曲线末端的公司雪上加霜。即使在经济形势最乐观的时候，企业也会时不时遭遇威胁，包括虎视眈眈的新竞争者，更新换代的技术，或者行业与公司的自然衰退。

其他产业中的公司在自我感觉良好时，其业务（或产业）可能面临着萧条。在面对这一切挑战时，企业可根据三条隐藏的S曲线，分别管理好竞争基础，能力的差异性，以及人才储备。能够这样进行自我管理的公司在重塑业务时抢占到有利地位，相对轻松地跳跃到下一条S曲线。而做不到这几点的公司很有可能在成长过程中面对停滞。要知道，紧急创建的重塑项目往往收效甚微，不易成功。





经典重读 HBR Classic



从“跨越S曲线”到“大爆炸式颠覆”


安健　康欣叶 |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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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年3月刊，我们刊登了保罗纽恩斯和拉里唐斯的文章《大爆炸式颠覆》
 （点击阅读摘要，全文阅读需购买
 ）。两位作者向我们展示，随着新技术应用的不断成熟，成功企业为何会被意想不到的竞争对手突然颠覆。同属创新话题的《跨越S曲线》
 和大爆炸式颠覆有什么关系？两年后，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的大爆发对作者的理论有何影响？“大爆炸”的构想来自何处？“颠覆”能否在中国落地？带着这些疑问，《哈佛商业评论》记者在北京采访了两篇文章的合著者保罗纽恩斯。



“寻找下一个影响世界的新构想”


HBRC：
 作为埃森哲卓越绩效研究院的全球研究总监，你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纽恩斯：
 虽然名为“研究院”，我们并非企业中的商学院。我们的目标是为公司发掘新思路。从商业分析，卓越绩效企业，跨越S曲线，到现在的大爆炸式颠覆，我们一直在博采众长，寻找下一个影响世界的新构想。此外，我们也扮演了公司智库的角色，为人事与业务部门提供可行性建议。总之，我们不是单独存在的机构；我们的研究依托于埃森哲丰富的实践经验。

我的工作在研究院中更类似一个COO，统领整个研究院的日常运营，协调各个分支机构与总部的关系。我主要负责制定研究计划，出版研究成果，以及寻找项目最佳人选，但是主要任务还是研究项目的甄选，使其不偏离公司目标。




HBRC：
 研究院的研究对公司的咨询工作有何帮助？


纽恩斯：
 帮助非常巨大。在公司内部，我们会双向地检验一个框架或策略是否有效，比如说，在研究大爆炸式颠覆时，我会把研究成果展示给中国地区的负责人，征询他的意见。如果得到的回复是，出于种种原因研究并不适用于中国，那么我会修正框架。此外，我们善于听从基层员工的意见，因为在千里之外的波士顿，我很难洞悉印度农村市场。比如说，当听到一位印度经理在印度开设分支的呼声，并积攒充足人脉与资源后，我们决定启动学院在印度的研究项目。




HBRC：
 这不正是你在《跨跃S曲线》中提到的“以边缘为中心的战略”？


纽恩斯：
 是的，我们争取努力实践自己的研究成果。正如利洁时听从韩国经理而开发了安悦嘉产品线一样，我们善于听取基层员工的意见，并且相信他们的决断。



企业发展并非遵循一条直线


HBRC：
 你是如何对S曲线的研究产生兴趣的？


纽恩斯：
 S曲线由钟形曲线演变而来，钟形曲线在经济与商业中的应用广泛，几乎可以表示任何进程的生命周期，比如技术的扩散。
S型跨越

 则是优秀企业从现有业务的钟型顶峰跃至新型业务上升期内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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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型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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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业长青》

 一书根据18家企业的表现，阐释了卓越非凡、长盛不衰的企业之间的共性，但是它默认了这些企业都遵循着向上的直线，不断进步。但现实情况似乎推翻了该书的理论，书中描述的半数企业都在几年后遭遇了严重的领导力和战略上的问题。
《从优秀到卓越》

 则认为优秀的公司从始至终沿一条曲线攀登。然而如果你观察像UPS和三星这种存活超过半个世纪甚至过百岁的公司，它们的结构和业务与过去已截然不同。因此你不能将它们的发展归为一条直线或一定的格式。我们分领域研究了800多家卓越绩效企业的共性，发现它们并非沿着一条曲线发展，或者进行了一次飞跃；这些公司持续不断地从一条曲线跳入下一条曲线。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公司结构必须及时并持续改变，从而为跳跃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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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业长青》和《从优秀到卓越》

《基业长青》和《从优秀到卓越》的共同作者是吉姆柯林斯。《基业长青》是继《追求卓越》之后的商业管理类畅销书。虽然没有打破后者的销售纪录，但该书销量惊人，被译成32种语言。有人对《基业长青》评价道：“这本书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一样，他们都有致命的缺陷。就像凡人无法拥有神力，该书也没有解释平庸的公司如何成为卓越的公司。”在吉姆柯林斯的第三本书《从优秀到卓越》中，显然他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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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C：
 企业应该如何定位自己在三条隐藏S曲线的位置？


纽恩斯：
 三条隐藏的S曲线指的是竞争、能力与人才的曲线。遵循竞争曲线的公司能够不断寻找新策略，而策略通常被分为四个阶段：产品属性，可靠性，可利用性以及价格。这四个阶段的演化在电信行业清晰可见：最开始的时候人们只在乎手持电话的功能，而后关注点转移到网络，便捷度，直到最后出现价格战。中国的小米手机作为市场的新生力量，从上市伊始就成功地满足了人们对产品属性、可靠性等的要求，直接进入价格战。但是随着价格战进入白热化，利润空间被压缩到最小时，企业如何在竞争中取胜？我不禁想到一个有趣的故事：小米仅仅在logo毛绒配饰销售上就创造了不菲的收益，假设它继续创造基于小米logo的卡通片，那么它就找到了新的竞争点。上述事例证明，竞争中的企业需要清楚了解自己身处哪一个阶段，才能掌握能力曲线的自身定位。

能力曲线指的是科技进步的轨迹，掌握能力的核心在于有远见的领导力，而并非实验室或者研发机构。柯达意识到数码技术的重要性后并没有放弃对传统胶片的掌控，这与飞利浦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飞利浦在白炽灯泡业务如日中天时转移到下一个领域，因为领导层意识到白炽灯泡既费电又不环保。这才是跳跃能力曲线所需要的管理层。

人才曲线是最难发现的，它有违人的直觉。我们在采访企业时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我们知道接下来要怎样做，但是我们没有人能够胜任。”一个大型企业中人才济济，但是如果公司里没有真正的“创业家”，能够独自开创新领域，或者在新兴市场中摸爬滚打的经验，那么公司就应当考虑注入新鲜血液。宝洁公司将管理层例行地送到日本或其他市场，脱离总公司的母体经受锻炼，这也就是为什么它总能够成功地向各个领域输送人才。

三条隐藏的S曲线的意义在于，它摒弃了只关注财务表现的常规做法，转而关注竞争，能力与人才是如何从起步走向成熟。它能更有效地帮助管理层寻找“预警信号”。




HBRC：
 那么，有哪些预警信号能提醒公司，是时候跳入下一条S曲线？


纽恩斯：
 首先，收益并非一个可靠的信号。回想柯达，它在深陷危机之前，其市场占有率达到空前高位，原因是在某项业务衰落前，业内公司不是变卖就是整合，已经没有新竞争者愿意进入这片领域了。因此仅仅关注业务的财务曲线很容易让管理者丧失警惕。

在能力层面，市场的萎缩与定价能力的缺失就是两个重要信号。举个高级游轮的例子。如果某家游轮公司的提价立即会丧失一大部分消费者，这代表它毫无定价权，消费者可以随意选择其他的公司。这时游轮公司如果仅靠拼价格，就会陷入恶性竞争的深渊。它需要做的是拉开与其他游轮的差异性，跳入下一条能力曲线。

相比之下，人才的流动或许是更敏锐的信号。管理者可以从想跳槽或者在面试的人才中寻找“行业先知”，他们是率先跳出现有人才曲线的群体。管理层可以通过询问他们离职的原因，对现有产业的想法，以及对未来工作的规划，发现跳入下一条S曲线的信号。人才的成熟先于业务的成熟；当这些充满企业家精神的人才开始寻找下一个挑战的时候，也预示着行业将要跳入下一条S曲线。

当前一些企业存在的误区是，它们把人才当做现有业务的一种开销。当竞争加剧，提高利润率越来越难的时候，公司首先想到裁员；这时，有能力拓展新业务的员工不会留恋于这种试图榨出利润的公司，而这些人正是有能力跳入下一条S曲线所需要的人才。人才的投资并非目前阶段的花销，而应该是下一条曲线上的投资。




HBRC：
 你如何说服管理者在业务巅峰期提早下台？


纽恩斯：
 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过去，鲜有公司创始人能够见证公司完整的生命周期，但是今天，业务周期越来越短，许多高层见证了公司多个业务的兴衰。公司越来越需要这种能够娴熟管理多个业务周期的人才。企业中通常同时拥有四类管理者：创始人，英雄，变革型领导和复活专家。而今越来越多的管理者同时扮演以上多种角色，比如Netflix的里德黑斯廷斯。我称他为“二合一CEO”，原因在于他不仅创立了DVD邮寄租赁业务，而且自我颠覆并启动了在线流媒体业务。现在，他又涉足内容制作领域，独立制作了《纸牌屋》这一大热美剧。短短15年内，黑斯廷斯已经见证了三个商业周期的兴衰。未来，管理多个商业周期或者说复合管理能力将成为商业领导者的必备技能。



大爆炸来袭


HBRC：
 《跨越S曲线》与
《大爆炸式颠覆》

 的关系是什么？或者说你的研究重心是怎么从S曲线跳跃到大爆炸式颠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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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爆炸式颠覆》

《大爆炸式颠覆》最早刊登于《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3月刊。它源于克里斯坦森的颠覆性创新。一般认为，颠覆性的产品将凭借较低的成本从市场底部进入，抢占利润最低的客户。大爆炸式颠覆与传统颠覆性产品不同，它的产品不仅价格低，而且性能比传统产品更强。这使市场所有分层的用户都会快速向新产品“倒戈”。由于这种创新对现有产品的颠覆速度更快，程度更深，因此被称为“大爆炸”式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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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阅读相关文章：《大爆炸式颠覆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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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恩斯：
 大爆炸式颠覆是S曲线的一个变体。不同之处在于，在大爆炸式颠覆的冲击下，业务一旦开始下滑就没有反弹的时间，错失跳入下一条曲线的机会。过去，公司在到达业务曲线顶端后，由于竞争的加剧，曲线跨度减小。业务在面对大爆炸式颠覆时，
采用曲线

 还未进入较平缓的阶段就已经一落千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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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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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即将出版的关于大爆炸式颠覆的新书中，我介绍了十二条规则，对应采用曲线的四个阶段，告诉公司应当如何应对大爆炸式颠覆的来袭。简而言之，我的研究动力在于，过去人们所默认的钟形曲线已经不适用于今天变幻莫测的商业环境了。




HBRC：
 大爆炸式颠覆对企业实现S型跨越有何影响？


纽恩斯：
 在市场瞬息万变的今天，寻找跳跃的最佳时机成为日益艰巨的任务，困难有二：其一，从大爆炸式颠覆的角度来看，业务可能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被颠覆。越来越多的公司利用科技，也就是数据分析及成本曲线分析寻找最合适的时机。Kindle在开工生产前就充分分析了未来市场对各种参数、定价和设计等等的需求，否则上市时消费者不会快速接受它。今天少有抢鲜一族愿意花大价钱试用并不成熟的产品。此外，各种评测从产品上市伊始便广泛传播开来，差评往往传播的更快。

其二，从跨越S曲线的角度来看，企业越来越需要“足够大的市场洞见”（big enough market insight），管理者需要具备足够超前的视野。亚马逊很早就预见了图书向电子书的转型。Kindle就大爆炸式地颠覆了纸质书，它更便捷，更便宜，用户体验更好。这样一种产品一经面世便快速占领市场。因此，今天的企业需要随时做好被颠覆的准备。这时，退出计划就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公司资产可能迅速贬值。


 Garmin与TomTom的商业周期遵循了我们所谓的
“鲨鱼鳍”曲线

 ，也就是我所谓的“速死曲线”。他们在2007年时拥有将近50%车载GPS市场，处于曲线的巅峰，然而这三条曲线体现了它们的
预期与现实的差异

 ：曲线1是它们认为自己所处的曲线，曲线2是当市场下滑时，它们预期的业务曲线，而曲线3是当谷歌推出免费地图业务后它们被颠覆的窘境——市场充分饱和，充斥着这种免费，便捷，且效果不亚于车载GPS的业务。“鲨鱼鳍”曲线是S曲线的一种极端，它分为四个阶段，对应每一阶段，公司需要以不同的策略应对。例如，当Garmin，TomTom进入急速下滑的第四阶段时，它们就应该迅速考虑退出机制了。它们的GPS与地图技术是非常有价值的资产，但是它们并没有及时找到接手的买家，因此这些技术也惨遭急速贬值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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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鲨鱼鳍”曲线　右：预期与现实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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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C：
 那么在大爆炸式颠覆的时代，《跨越S曲线》的规则是否已经失效了？


纽恩斯：
 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并不是所有颠覆都是大爆炸式颠覆。其次，跨越S曲线中提供的应对措施可以帮助企业跨越三条能力曲线，它们适用于企业的各种业务创新，应对颠覆挑战。




HBRC：
 你的大爆炸式颠覆源于克里斯坦森的颠覆性创新，你对其他创新模式怎么看？


纽恩斯：
 我认为如今的
创新分为四种模式

 ，第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创新，指一个高价品牌不断发掘降低成本的方法，利用物美价廉的产品吸引中下端消费者。例如梅赛德斯－奔驰，它一直以豪华与高性能著称，之后开拓了中端车型满足白领和年轻消费者的需求。

第二种创新，也就是克里斯坦森提出的价值向上方迁移的现象。“资源分配过程总是推动资源流向能够带来更高利润率和进入更大规模市场的新产品提案”。新产品不一定更好，但是它更便宜，或者更便捷，从某一方面填补了高端市场的空白。

第三种创新是W．钱金（W. Chan Kim）和勒妮莫博涅（Rene Mauborgne）提出的蓝海战略，也就是由内向外发展，离开红海，进入蓝海。创新者拆分产品属性，然后重新组合，变成更高端的产品（太阳马戏团），或更实惠的产品（快捷酒店）。

我们认为，大爆炸式颠覆是创新的第四个阶段，通常由外部意想不到的竞争对手引发。它在各个方面都优于上一代产品，可以迅速获得大量市场份额。




创新分为四种模式


高端产品“平民化”、颠覆性创新、蓝海战略、大爆炸式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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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C：
 你有没有读过克里斯坦森的文章《颠覆咨询业》？对此你怎么看？


纽恩斯：
 首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谁会在选择脑外科医生的时候考虑价格？

我认为上述四种创新的确在咨询行业发生着。但每个客户都看重不同的价值属性。咨询服务的成本确实可以降低，例如使用远程视频进行咨询服务，但客户公司得到的体验一定和现场咨询不一样。能够实现大爆炸式颠覆的咨询服务应该质量更高而且更便宜。目前新兴咨询公司推出的服务更便宜，但不一定更好。因此这不对咨询业造成致命威胁。

要想实现大爆炸式颠覆，新型咨询服务需要变得更好的同时变得更便宜。这是否可能？我不否认咨询服务的低价化：市场中存在许多通缩的因素，包括第三方物流、外包和人力成本。尤其是通过众包，黑客马拉松等等途径，创新成本大幅降低。当创新的成本低于通货膨胀的幅度时，下一代产品就能更便宜。

但是做到更好？目前来看不可能。对于战略咨询，客户的案例通常是复杂而独特的，除非这些案例的结构固定并且具有趋同性。这种低端的咨询服务可以由管理工具完成，这种工具无非由复杂的算法构成，客户通过匹配条件寻找答案。当特殊情况出现时，案例会被推到高级咨询师处理，但它仍然是颠覆性创新的体现。大爆炸式颠覆的产品可能需要很久才能问世，因为企业管理中总会出现特殊情况。目前的管理咨询公司通常会推出上百种服务，针对不同情况为客户量身定制服务。虽然目前市面上有众多定价工具，评估工具，但是它们仅仅满足客户一方面的需求。还没有技术能够替代咨询师满足客户的综合性要求。



中国颠覆者


HBRC：
 你的大爆炸式颠覆的框架是否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市场？


纽恩斯：
 出于中国市场的两个特殊属性，大爆炸式颠覆在这里尤其适用。一是巨大的增长潜力。在中国你能获得几乎完美的商品信息，它体现在信息的多样性与迅捷性上。我不知道你的数据是什么，但是从我掌握的数据来看，95％的中国人使用某种社交平台，84％利用社交平台获取商品或评价信息。这些比例比西方国家高很多。这个高额的市场占有率对中国的企业来说既是好消息又是坏消息。人们能够快速了解产品的优势，但是劣势往往传播的更快。因此，大爆炸式颠覆扩散的速度在中国会非常快。

二是，中国尚有巨大的市场未被开发，尤其对于具有民族亲和力的产品。只要产品更好，更便宜，具备更强的本土亲和力，不管是通过自主创业还是合资的形式，中国企业都有生产出颠覆性产品的机会。中国消费者很注重产品中蕴含的背景与故事，而我认为中国企业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广阔的领域。




HBRC：
 你是说中国消费者更倾向于国货？至少现在我们不这么认为。


纽恩斯：
 在产品或服务的性能与质量相当的情况下，消费者可能会更青睐具有民族性的选项。比如淘宝，它和易趣一样，是一个网络交易平台。但是淘宝认识到中国人对讨价还价的热衷，于是利用这一特点开发了许多人际交流工具。美国人则更适应透明度高的、一槌定音式的交易方法。像这种细微的、贴合当地习俗的变化都能使产品更具吸引力。




HBRC：
 这么看来，大爆炸式颠覆很可能由中国公司实现。


纽恩斯：
 是的。我曾经做过许多关于消费者行为的研究。我好奇的是，消费者行为会不会一跃进入富足时代？这种现象在中国已经初见端倪，例如，中国的消费者比较注重电子设备的潮流性，而不大注重衣着，因为人们认为电子设备是个人身份的体现。今后，穿着环保材料制作的衣服是否会成为人们身份的体现？我认为人们普遍富裕后，这很有可能。在我为世界经济论坛所做的研究报告中，我们预测租赁或分享式经济在未来有很大潜力，因为对于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的白领，这种模式既环保，又省钱。总之，10年或20年后，消费者想要购买的绝不是今天货架上的商品，这也造就了无限的机遇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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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知道批评有助于自我完善，你仍可能因此而产生各种防御情绪。通过本文介绍的六个步骤，你可以调整心态，更好地汲取反馈中有利于个人成长的部分。






反
 馈至关重要，原因不言自明：反馈能够提高员工业绩、培养人才、统一目标、解决问题、指导员工的晋升和加薪并提高公司利润额。

但同样不言而喻的是，反馈在很多组织中都不见成效。姑且看看以下统计数据便可知晓：只有36%的管理者会准时并完整地完成评估表。在一项调查中，55%的员工表示，他们最近的业绩评估非常不公平或不准确，1/4的人说，他们在工作中最害怕的就是碰上评估。当HR高管被问及他们在业绩管理方面最具挑战性的工作，63%的人提到的是管理者无法或不愿进行艰难的反馈讨论。

对此，大部分公司的对策是培训领导者，让他们能够更有效、更频繁地提供反馈。这么做固然很好，管理者能成为更好的沟通者，对所有人都是好事。但是，如果接受反馈的人不能消化反馈内容，那么管理者提高反馈技能并不能取得多大的成效。决定是否听从反馈内容的是反馈的接收者，他们需要对反馈进行消化并决定是否做出改变。人们不应一味地要求提供反馈，也应提高接受反馈的能力。

过去20年间，我们一直在辅导高管学习应对艰难的对话。我们发现，所有人，从新员工到C级高管，都不能欣然接受反馈。很多反馈都能激发接收方的情绪反应。一份批评性的业绩评估、一条友善的建议，甚至一句可能算不上反馈的模糊评语（“哦，你的演示确实有点意思”），都可能会导致人际关系紧张，或中断沟通。但好消息是，欣然接受反馈的技能是独特的，能够通过学习掌握。这些技能指的是能够发现和管理因反馈而引发的各种情绪，并从逆耳的批评中汲取精华。



三大情绪诱因

接受反馈为何如此困难？因为这个过程触发了人的两种核心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学习与成长的需求和被他人接受的需求。因此，即使一个听上去无伤大雅的建议也能让听者感到愤怒、焦虑、被亏待或受到威胁。说一句“对事不对人”也不能弱化以上的负面杀伤力。

认识和管理上述情绪是提高反馈接受能力的第一步。你可能认为反馈能通过上千种方式点燃你的情绪导火线，但实际上只有以下三种。


“事实诱因”
 （Truth Triggers），这主要来自反馈的内容。如果评估和建议的内容偏颇、没有帮助或完全与事实不符，你会觉得受到误解，感到愤慨。


“关系诱因”
 （Relationship Triggers），这和给予反馈的人有关。在和人互动时，你的立场常与你对对方的看法（他对这个话题的发言没有可信度！）以及你们以前的互动（我辛辛苦苦一场，你还挑三拣四？）有关。所以，同样的反馈，你可能会因为不同的反馈者而产生不同的反应。


“身份诱因”
 （Identity Triggers），这和你的自我认识有关。无论反馈是对是错，明智或愚蠢，只要这些反馈令你感到自我被否定，那么都可能让你的情绪大起大落。这时，你会反应强烈，无法冷静并充满防御性。

这些都是正常反应，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否认这些情绪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当他人的反馈触发了以上一种或多种诱因时，你应该学会辨认各种情绪，并学习从反馈中受益。



六步提高接收能力

接受反馈是一个对信息进行分类和过滤的过程。你需要理解对方的观点，对乍听并不合适的点子进行尝试，并探索不同的做事方法。你还要甄别出错误的和目前不需要的批评，将它们丢弃或搁置。但如果你处于强烈的情绪之中，那么以上任何一项都几乎不可能做到。你没有办法听进对话细节并因此成长，反而会采取拒绝、反击或躲避的做法。

以下六步能防止你把有用的反馈扔进垃圾箱，或盲目地接受所有的反馈，这两种方式的危害都很大。这些步骤适用于反馈接收者，而了解反馈接纳者会产生的反应，也有助于反馈者更有效地提供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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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清你的模式

我们从小到大都在接收各种各样的反馈，因此，你一定有属于自己的特定反应模式。你是否会用事实进行自我辩护（“这明显弄错了”），纠缠于反馈的方式（“为什么要用电邮告诉我”）或选择回击（“轮不到你说”）？你是否会微笑着接收反馈，但内心却波涛汹涌？你是否会在接收反馈时眼泪汪汪，或义愤填膺？你对待反馈有什么时间上的习惯？你是否常常先严词拒绝对方的反馈，随后再回头思考，还是倾向于当下接收，但随后发现你并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你是否觉得对方说得有理，但在行动上很难做出改变？

迈克尔是一位广告部高管，当上司随口开玩笑说他不够专业时，他感觉自己好像被锤头打了一下。他说：“我羞愧至极，以前所有的失败经历都浮现在眼前，就像我在谷歌上搜索‘我的问题’，出现了120万条信息，而且弹出的赞助广告来自老爸和前女友。在这种状态下，我很难客观地对待反馈。”但当迈克尔认清楚了自己对待反馈的模式后，他能够做出更好的选择：“我确信自己又开始夸大问题的严重性。通常我会安心地睡上一觉，然后更好地判断自己能否从这些反馈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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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分“事”与“人”

如果反馈正确，建议合情合理，那么理论上是谁提供反馈并不重要。但事实并非如此。当引发“关系诱因”时，你会将反馈内容和你对对方的情感（或对方发表意见的时间、地点与方式）掺杂在一起，这将导致学习短路。为防止这种短路，你需要学习将事与人分开，再分别作思考。

珍妮特是一家医药公司的团队领导，也是一名化学专家。在360评估中，同事和上司都对她称赞有加，但奇怪的是，她的直接下属给出的却是负面评价。她的第一反应是，有问题的是她的直接下属。“我的标准很高，一些人没能力处理，”她回忆说，“他们没办法适应我的高压节奏。”这样，本来有关领导风格的反馈被她转化为关于下属能力的讨论，她因此无法看清自己对身边人的影响。

最终，珍妮特明白了。她说：“我开始思考，这些反馈到底反映的是下属的能力问题，还是我的领导力问题。这两者并不互相排斥，都需要解决。”她能够将两者分开，并与团队一起讨论。她很明智地在对话中先说起自己收到的反馈：“我做了什么让事态变得糟糕？怎样才能改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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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信息归为辅导型反馈

在反馈中，一些属于评估型反馈（“你的等级为4”），一些属于辅导型反馈（“你可以按以下方法提高”），两者都很重要。评估型反馈能反映你现在的处境和需要达成的目标。辅导型反馈能帮助你学习和提高，让你更上一层楼。

这两种反馈有时不是很容易区分。当一位董事给财务总监詹姆斯致电，让他在下季度的演示中，不要再先做内部预测，而是先做分析师预测。董事到底是在提供善意的辅导，还是在间接批评詹姆斯的惯常方式？当内心存疑时，人们往往会朝最坏的方向想，连他人善意的辅导也能当成是对自己的评估。如果你觉得别人在批评你，很容易引发“身份诱因”，随之而来的焦虑感将让你无法学习。所以，只要可能，就将信息归为辅导型反馈。你需要学习把反馈看成一种从新视角下得出的建议，而不是别人对你以往表现的控诉。在采用这种方法后，詹姆斯说：“我不再如此激动。我会将董事的话理解为他让我这么做，只是想更好地消化季度报告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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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析反馈内容

通常，我们无法立即判断反馈是否正确或有帮助。因此，在决定是否接受反馈前，你应该先分析一下反馈内容，并更好地理解反馈。

这是一个假设案例。卡拉是一名销售，一天，一位经验丰富的同事约翰对她说，她应该变得“更主动”。她可能拒绝这个建议（“我已经做得很好”），也可能默认（“我确实需要加把油了”）。但在决定怎么做之前，她需要先明白对方的意思。约翰的意思是，卡拉需要更多地站出来说话，还是只是说话时要更坚定？她是应该多笑点，还是少笑点？是自信到敢于承认自己的盲点，还是该将盲点隐藏起来？

即使一句简单的“应该变得更主动”，也会牵扯到约翰在卡拉开会和应对客户时进行的一系列复杂观察与判断。卡拉需要追问这个建议背后更深层的意思，即约翰这么说的原因。约翰看见她做成或没做成的是什么？他期许她完成的事或担心的事是什么？

卡拉还需要明白反馈的意义，即约翰到底希望她怎么做以及他这么希望的原因。在和约翰进行坦率地讨论后，她也许觉得，在销售团队中，她确实不属于喜欢出风头的那种类型，但她并不认为自己需要照约翰所说的改变。如果卡拉眼里的销售英雄都是安静、低调并喜欢深入挖掘客户需求的人，那么她心中的优秀销售和约翰《大亨游戏》（Glengarry Glen Ross
 ，美国电影——编者注
 ）式的优秀销售大概会相差甚远。

当你不再火急火燎地做判断，而愿意花时间思考反馈的深层原因和意义，那么无论是否接受反馈，你都能就最好的做法与对方展开深层的探讨。



[image: ]


5 主动出击，一次问一点

如果是主动征求而来的反馈，这些信息通常不易引发你的情绪。所以，别等到一年一度的业绩评估再接收反馈。在全年的各个时间点，寻找机会从不同的人身上征求少量的反馈信息。不要使用宏观、指向不清的问题，例如“你对我有什么反馈吗”，而要向同事、领导和直接下属询问，“你认为是我做的哪一件事（或哪件我没做的事）导致我止步不前”？对方可能会告诉你他们头脑中最先想到的事，或他们最为看重的部分。无论怎样，你都能得到具体的信息，并可以按自己的节奏，决定是否接受这些批评。

罗伯托是一家金融服务公司的基金管理者。他觉得360评估的信息量太大，让人困惑：“反馈是长达18页的图表和线状图，而且我没有任何机会和人做进一步的交流，从而弄清这些反馈意味着什么，这让我特别沮丧。”他补充说，这些反馈也让他在同事面前倍感尴尬。

现在，每个季度，罗伯托都会主动寻找两到三个同事询问一件他可以做得更好的事。“他们说的点都不一样，但随着时间推移，我能找到共同点，因此知道从何处着手改变，”他说，“而且这些对话都进行得很顺利，无论是老板还是合作团队，甚至一些和我关系紧张的同僚，都很乐意指出我可以提高的一个方面，而且他们说的往往很对。在主动询问反馈后，我们之间的合作变得更愉快。”

研究表明，那些主动征求批评意见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变相讨表扬），往往在业绩表现上更出色。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愿意接受批评并真心希望提高。不过，主动出击除了能让你明白别人对你的印象，也能影响他们对你的观感。主动征求建设性批评既能表现你的谦卑，也能展现你的敬意和追求卓越的热忱，可谓一箭多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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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进行小规模试验

在你努力征求反馈并试图理解反馈的内容后，可能仍然不易辨清哪些反馈对你有益，哪些没有。我们的建议是，你可以设计一些小试验进行测试。虽然你可能不确信某项建议是否可行，但如果尝试的风险小于可能获得的收益，那就值得一试。前文出现的财务总监詹姆斯，在听完董事的建议后，决定试着改变他的演示方式。结果，一些董事很满意，但格式上的改变让另一些人不满，他们又给出了自己的建议。现在，詹姆斯干脆反过来，首先处理董事成员心头最关心的问题。在演示的前一周，他给所有人都发了一封电邮，询问大家最迫切的问题有哪些，然后决定在演示上要么先处理这些问题，要么一开始就告诉董事会他将说到这些问题。“这么做，在准备上更难，但做起来反而更容易，”他说，“我不需要像以前那样临场回答那么多困难问题了，而这在以前的演示中是最难的环节。”

这是个值得效仿的做法。当别人给你建议的时候，尝试一下。如果有效，那就太好了。如果无效，你可以再试试，或稍微调整一下，或干脆结束实验。

批评从来都不悦耳。即使知道批评有助于自我完善，也知道批评你的人是为了你好，但你仍可能因为批评而产生各种防御情绪。你可能觉得批评不客观、感到被利用，甚至有时觉得本我受到了威胁。虽然这些都是自然反应，但你的成功取决于你的反馈接受能力，以及你是否愿意从上司、同事和下属那里寻求更多的建议和辅导。

人们也许没有太多时间做反馈，或者给出的反馈有好有坏，但你才是决定自我成长的关键因素。如果你下定决心要从批评中汲取有价值的信息，那就无人能阻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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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拉赫恩和道格拉斯斯通是Triad　Consulting Group联合创始人，在哈佛法学院教授谈判学。他们即将出版新书《感谢反馈：欣然接受反馈的科学与艺术》（Thanks　for the Feedback: The Science and Art of Receiving Feedback Well
 ，维京企鹅出版社2014年出版）。本文改编自书中内容。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在办公室营造“家文化”？

戴维加文（David A. Garvin） | 文

王晨 | 译　安健 | 校　万艳 | 编辑














营造家庭氛围的企业文化究竟会吸引人才，还是令他们逃之夭夭？一家IT服务公司的领导者们陷入沉思。





“企业文化是我们最大的卖点。没人甘心只当螺丝钉。公司高层愿意倾听，这对员工很有吸引力。”


“这
 份逃跑者名单有多长？”Parivar公司的会议室里，库马尔钱德拉指着幻灯片问道。Parivar是一家位于印度金奈的中型IT服务公司，库马尔是这里的运营总监。

众人一阵轻笑，只有人力资源副总裁英迪拉潘迪特笑不出来。几周来，已有近100名员工请辞。

“公司人员流失的速度超过你们招人的速度，”英迪拉对招聘主管维克拉姆斯里尼瓦桑说，“离职率高达35%。”

维克拉姆摇摇头：“印度劳动力市场就这样，问题不在我们。而且这不见得是坏事，有研究说从业者流动得越快，该行业的创新能力就越强。”

英迪拉怀疑地看了他一眼。

“英迪拉，我们正努力跻身一流企业行列，这很正常。”维克拉姆解释道。

这次只有库马尔笑了。英迪拉知道为什么。Parivar的营收、利润率和声誉一直在提升，但在商业流程外包领域，其规模还是无法比肩Infosys、HCL等一流供应商。

十年来，公司CEO苏迪尔古普塔力挽狂澜，将Parivar从破产边缘拉回来，创造了不大不小的奇迹，但公司离真正成功还有段距离。

“本周末向苏迪尔汇报情况时，我必须对人员流失状况作出解释，并提出解决办法，所以我召集了这次会议。”英迪拉说。

“远见讨论会上提出的‘员工支持’方案怎么样？”维克拉姆问道。



“公司‘爱的文化’对一些员工可能不再有吸引力，他们不一定愿意接受我们在职业和个人方面的关心，不一定喜欢家庭式的工作氛围。”

“远见讨论会”是Parivar的年度创新会议，其间公司各级别员工，尤其是新来的年轻员工，有机会和高层领导自由探讨如何更好地完成公司年度目标。这个沟通机制旨在加强合作和创业精神，是Parivar倡导包容的企业文化的一大标志。这次会上有人主张成立一个由经理人组成的新部门，专门处理员工反映的困难和问题，这个提议引起了关注。

“我个人强烈支持这个提案，”维克拉姆补充道，“它体现了苏迪尔倡导的真诚关怀员工的管理理念。”

“这听上去成本真的很高。”库马尔说。英迪拉很欣赏他的务实。

“先不论成本，我怀疑这对解决目前的困难无益，”英迪拉指指屏幕上的名单说，“公司‘爱的文化’对这些人可能不再有吸引力，他们不一定愿意接受我们在职业和个人方面的关心，不一定喜欢家庭式的工作氛围。”

“得啦，”维克拉姆说，“这是我们最大的卖点。没人甘心只当螺丝钉。在Parivar，每个人都很重要，包括苏迪尔在内的公司高层愿意倾听，这对员工很有吸引力。”

“或许如此，但这还不够，”英迪拉说，“有人在离职谈话时透露，竞争对手开价比我们高30%。”

维克拉姆显然没被说服：“我们需要做大。必须成立员工支持部，证明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关怀文化，对此不能吝惜投入。这是扭转局面的最好方法。”



员工支持计划

阿玛尔是一位20多岁的业务员，英迪拉正和他进行离职谈话。对方逐一审视手写问卷上的问题，显然有备而来。

“所有人都说我在Wipro不会开心，说那儿太死板，但那是Wipro！我无法拒绝。”

“我听说Wipro前景也很不错，”英迪拉说，“但他们的管理不太有人情味。你在这里能得到高层的更多关注。”

阿玛尔笑道：“是，如果我是苏迪尔的人。”

“这话什么意思？”英迪拉问道。

“别误会。像你们承诺的，我确实有机会和高层沟通。但苏迪尔做不到一视同仁：只有他最喜欢的人才能享受到‘家庭般的温暖’。这可以理解，他毕竟不是三头六臂。所谓和高层的充分交流只是噱头，公司实际上对员工干涉过多。”

“这个员工支持计划就是个典型例子。”阿玛尔指着问卷上的最后一项说道。看他正说到得意处，英迪拉只是听着。“一个参加了讨论会的朋友告诉了我这件事。一帮大人物四处体察民情？真有点‘老大哥’的感觉。我们不需要更多沟通，我们需要涨工资。”他往椅背上一靠，露出一吐为快的满足感。

“谢谢你的坦诚，我很有收获，”英迪拉说，“祝你一切顺利。”

几分钟后，阿玛尔的上司出现在门口：“他相当不客气吧？”

“是啊，”英迪拉说，“我想他会喜欢Wipro的，那儿似乎更符合他的风格。”

“我得告诉你，阿玛尔是个特殊分子。我们团队大多数人都很喜欢咱们公司的氛围。”

想到还要和那么多“逃跑者”谈话，英迪拉不禁怀疑这话的真实性。



最佳管理实践？

苏迪尔的办公室摆满舒服的长沙发，他常在这里召集大型会议。英迪拉扫视着进来开会的人，基本都是熟面孔：维克拉姆、库马尔等公司高层，以及几位年轻员工。

“妮莎的小组在远见讨论会上提出了员工支持方案，我请她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苏迪尔说，“准备好了么，妮莎？”

看上去还是学生模样的妮莎开始播放幻灯片，介绍新部门的运作方式。她描述了一个场景：一位员工任务太重，晚上可能没时间照顾生病的母亲。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来到员工支持部，与其中一名“倾听者”讨论他的困难。倾听者帮他和上司协调，让他可以早点回家。妮莎的最后一张幻灯片是一幅漫画：包括员工、上司、倾听者和生病的母亲，所有人都微笑着。

众人鼓掌。苏迪尔鼓励道：“我喜欢每天来上班，就是因为能听到年轻人的新想法。”

不出所料，率先提出质疑的是库马尔：成立新部门的成本是多少？它能否适应公司不断增长的规模？谁来负责这个部门？妮莎试着给出回答，但苏迪尔很快打断了她：“这些问题都有道理，我们还要再研究。但我认为这项投入是值得的。”

库马尔不太满意：“好吧，先不讨论细节，但考虑到我们的战略方向是进入英国和美国，这个方案还能成立么？”

“这个问题也很值得探讨，”苏迪尔说，“但无论在哪，员工都希望公司更关心他们。”他用眼神示意库马尔到此为止，“英迪拉，你的看法呢？这显然是你的领域。”

英迪拉的疑虑并不比库马尔少，但她想换个角度：“妮莎，谢谢你的方案，很有想法。我想问，倾听者工作的考核标准是什么？”

“员工留职状况，”妮莎说，“离职率越低，倾听者的业绩越好。”

在劳动力市场不稳定的情况下，如何根据离职率评价管理者的工作？英迪拉陷入沉思。她不敢向苏迪尔提起最近的离职率数据。

维克拉姆询问Parivar是不是第一个设计类似项目的企业。

“妮莎作了调查，据我们所知还没有先例，”苏迪尔说，“HCL也有员工为本的文化，但我们是要真正理解员工并满足他们的需求。我之前还和妮莎谈到，这个计划也许能成为全印度乃至全球的最佳管理实践。”

散会后，苏迪尔把英迪拉拉到一旁说道：“我们鼓励年轻人大胆发言，谢谢你没刁难妮莎。但我当然想听你的心里话。我们周五要见面，对吧？你应该有事要告诉我。”



坦诚提质疑

英迪拉坐电梯来到四层，希望阿玛丽塔在办公室。两人是商学院时的老相识。

“谢天谢地，你不太忙。”见阿玛丽塔正埋头工作，英迪拉打趣道。两个人平时很忙，但都欢迎对方随时来访。

英迪拉向对方描述了苏迪尔召集的会议、员工支持计划和阿玛尔的离职谈话，以及糟糕的离职率数字。

“我怀疑新方案行不通。公司正迅速扩张，如何让苏迪尔的爱的文化真正落地？主张某种沟通方式和实际建立流程及管理结构完全是两回事。”

“苏迪尔长期坚持这种文化，而公司的营收和利润分别增长了两倍和四倍，”阿玛丽塔说，“他恐怕听不进你的意见。”

“但我们这种独特的文化能落实为制度和职责么？”英迪拉坦率地质疑道，“这个员工支持部能运转起来么？它是否会让更多员工像阿玛尔一样感到被边缘化？它会不会适得其反，让人员流失情况继续恶化？我们简直像个教团，这样怎么进入欧洲和美国？”

阿玛丽塔笑了：“苏迪尔不是说教团也是一种企业文化么？英迪拉，我知道曲意逢迎不是你的风格。坦诚地把你的意见告诉他，他会认真考虑。”

英迪拉知道，自己的权限高于一般意义上的人力资源总监。苏迪尔希望公司更民主，因此她对重大事项有发言权。

“我打算对他说实话，”英迪拉说，“但苏迪尔也经常说，‘别跟我说问题，我要听解决方法’。也许维克拉姆和妮莎说得对，员工支持计划能成功留住既有员工，吸引更多外部人才，让我们成功超越Wipro、Infosys之流，跻身一流企业。”

“你真觉得它会成功？”阿玛丽塔问道。

“我不确定，但也没有更好的主意了。”英迪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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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维加文是哈佛商学院罗兰克里斯藤森（C. Roland Christensen）教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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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商业评论》小说化改编的案例，展现了现实中公司领导者所面临的真实困境，并提供了专家的解决方案。本文来源于哈佛商学院的戴维加文和拉赫娜塔希雅尼（Rachna Tahilyani）的案例研究《Zensar：远见共同体的未来》（“Zensar: The Future of Vision Communities
 ”，编号311025）。完整阅读请登录hb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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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计划值得一试

加内什纳塔拉詹（Ganesh Natarajan）是Zensar Technologies公司副董事长兼CEO。



员工支持部的建立能降低离职率和招聘费用，长期来看是一笔值得的投资。


糟
 糕的离职率数据表明，Parivar未能很好地满足员工需求，因此英迪拉绝对应该赞同员工支持计划，这或许能帮助她和团队在更多人离开之前，发现并解决困扰员工的问题。

这个案例是根据我们在Zensar的经历改写的。轻松、友善的工作氛围是Zensar在吸引和保留人才方面的一大优势。应聘者面试时经常问，公司的氛围是否像传说中那么好；而最终正是公司的文化使员工舍弃薪水更高的工作，选择留在这里。

我们的离职率保持在11%到12%，比行业平均水平低5个百分点，核心员工保留率超过98%。正是我们共同构建的文化，使员工愿意为我们工作。

英迪拉必须考虑清楚新部门应如何运作。如果像离职的阿玛尔所说，管理者指导过细或干涉过多，那么新计划不会成功。

Zensar有一个类似的部门，即员工关系部（AR），下设27位AR委员。我们用半年时间培训这些管理者如何在员工及其上级之间协调敏感问题，这些下属有时不愿主动提出的问题包括产假、工作量和岗位调整等。大部分AR委员都比较年轻，还能和包括人力资源总监和我本人在内的高层说上话，因此深得年轻员工信任。

企业文化需要员工主动认同，绝不能强加于人。类似Zensar的AR和Parivar的员工支持项目必须摈除宗派主义，其公平性必须得到所有人认同。Parivar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显示领导者对员工一视同仁。

库马尔提出的企业文化如何适应国际扩张的问题，也非常重要。Zensar也曾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的经验是，只需稍作调整，AR在日本、中国、欧洲甚至美国都能发挥作用。并不只有印度员工愿意在友善的氛围中工作。Parivar员工支持部“倾听者”的培训费和薪水的确是笔不小的开支，但它能降低离职率和招聘费用，长期来看是一笔值得的投资。

如果英迪拉要实际负起新部门的领导职责，她必须向全公司证明，“爱的文化”能真正落到实处，这个新计划不是苏迪尔自说自话的游戏。在英迪拉的领导下，员工支持部应该像妮莎设想的那样，真正满足员工的需求，留住更多人才，并在公司营造出真正的人文关怀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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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搁置新计划

黛西道林（Daisy Dowling）是全球另类资产管理公司黑石集团人才发展总监。



对员工大规模离职的原因，英迪拉和同事只是在主观猜测，而没有掌握事实。


P
 arivar至少目前应搁置员工支持计划。苏迪尔理想中的公司是应该真正关心员工的，这个方案或许符合他的构想，但无法带来实际效益；而且仅仅为个别员工排忧解难，也很难遏制目前人员大规模流失的状况。为营造“家庭式气氛”，Parivar对员工个人生活有一定的介入，但如果管理者对此抱太高希望，员工支持计划可能反而会损害公司文化。

从大的方面说，英迪拉的一个问题是缺乏战略思考。对员工大规模离职的原因，她和同事只是在主观猜测，而没有掌握事实。做人力资源相关决策时，苏迪尔、维克拉姆等人似乎只是依靠直觉；作为人力资源负责人，英迪拉必须找出问题所在，并将实际情况和解决方案报告给领导层，即便这可能惹恼一些人。

她可以先考虑这四个重要问题：

1．Parivar的企业文化对其业绩表现有何助益？

2．公司作为雇主在招聘市场的声誉如何？

3．公司对员工的期待是什么？

4．员工离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除了进行离职谈话，英迪拉必须主动大范围调查员工意见，还应该咨询猎头顾问等外部人士。人力资源部门必须综合分析调查问卷反馈、招聘统计数据和绩效评估结果等信息，从而准确评估公司文化最吸引人才之处在哪里、公司是否在招聘市场上充分宣传了这些优势、新员工的表现是否得到了准确评估，以及公司是否兑现了对员工的承诺。文化、品牌、考核和员工体验是人力战略的四项基础，要想推动员工支持计划、成功弥合劳资双方的裂痕，英迪拉必须先找出Parivar在这些领域中的问题。

黑石集团也面临类似挑战。公司规模并不大，面对竞争激烈的招聘市场，我们的对策是，全力在人力战略中体现关心员工的企业文化。例如，为更清晰地向员工解释在黑石的职业前景，我们最近仔细修正了校园招聘方针，并改进了宣传方式。

为评估年轻员工的工作体验是否符合我们对公司工作氛围的预期，我们每年进行问卷调查，反馈全部保密。即使在最活跃的市场中，黑石员工离职率也低于行业平均水平；30%的合伙人在黑石度过了整个职业生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黑石，我们只聘用认同公司文化的人，并努力让他们满意。Parivar必须这么做才能走出困境。

面对居高不下的离职率，英迪拉有点气馁，可能也有点怕苏迪尔，但她应该努力调整心态。顶级的人力资源专业人士能够理性分析问题、研究出稳妥可行的解决方案，并成功说服领导层。对于Parivar和她个人，这次危机或许都将成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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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怎么做？

独立咨询师

豪尔赫洛佩兹 Jorge Lopez

工作关系本质上是交易行为，而非情感羁绊，因此和家庭是两回事。苏迪尔应该意识到，在招聘市场活跃的情况下，人员流动是正常的。为帮助Parivar进一步成长，他应该联系转投公司客户和竞争对手的前雇员，建立一个关系网。







Stevens Consultin公司所有人

戴维史蒂文斯 David Stevens

苏迪尔的理想是打造一家人性化的卓越公司，而员工支持计划能帮助他实现这个想法，使Parivar真正建立优势。如果公司进入其他地区，可以因地制宜调整新部门的具体运作方式。







the Brand Station公司所有人、共同创始人

鲁宾科林 Ruben Collin

实施员工支持计划前，Parivar的领导者必须了解清楚员工最想要什么。员工最看重的是什么？新部门如何帮助员工实现价值？







Skye Team公司CEO

莫拉格巴雷特 Morag Barrett

员工支持计划听起来不错，但实际效果或许不及预期。如果Parivar进入国际市场，这个方案很难制度化。如果员工对新部门的运作感到失望，离职率可能会更高。



来自HBR.ORG社区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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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的残酷真相

伴随着战略的泛滥，它的核心概念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当我们提及战略时，需要的不仅是相对准确的框架，还要保证人们可以据此付诸实践。

蒂姆沙利文（Tim Sullivan） | 文

陈晨 | 译　李钊 | 校　万艳 | 编辑










“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有个计划，直到有人掴了他们一记耳光。”——迈克泰森（Mike Tyson），引自劳伦斯弗里德曼的《战略：历史》






撒
 旦，他足够伶俐，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三分之一的天使对神倒戈；他拥有足够的领袖魅力，在首次败北后，重振了军队士气；他具备卓识，凭着睿智，让麾下将领心甘情愿地执行他的计划，负隅顽抗；他足够狡狯，凭着多端的诡计，潜入伊甸园引诱园中警醒的看守者亚当与夏娃，玷污了人的纯洁。在《失乐园》中，他是约翰弥尔顿笔下最有趣的角色，和呆板无趣的神形成鲜明对比。

但是，撒旦的想法不够缜密。他没有高屋建瓴地制定一个框架认识世界，用以指导他及其党徒的行动。而且，他“很不凑巧地”忘记自己正在对抗的是全能的神。从反叛的那一刻起，灭亡就是他注定的命运。

撒旦所缺少的，恰恰是战略。也许，他本应联系一下麦肯锡咨询公司。

将撒旦视为失败的战略家不是我的观点，而是来自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教授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他最近出版了一本大部头新书《战略：历史》（Strategy: A History
 ）。该书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停下来思考的机会，反思战略的概念与实践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这种影响正变得越来越深入。

自哈佛大学1908年设立MBA专业后，MBA课程就在不断地向未来的高管传授战略。20世纪60年代是战略的黄金时期，越来越多的咨询顾问开始销售他们的战略服务，自此，战略服务的类型层出不穷。如今，出版业也被这股热浪淹盖：在亚马逊网站上，今年出版的精装书中，672本书的书名包含“战略”这个关键词，相较而言，2012年是637本，2003年是446本，1993年是250本，1983年是55本。

战略似乎像个藤壶，能死死地黏在任何物体上。不要只做计划，要制定战略计划！不要只注册Twitter账户，要使用社交媒体战略！感觉疲惫不堪、内心焦虑？重新规划你的工作和生活战略吧！工作缺乏战略就像上班没穿裤子一样。伴随着战略的泛滥，它的核心概念正变得越来越模糊。或许，现在是时候对战略概念刨根问底、重新发现并定义其内容，至少部分定义其内容了。弗里德曼对历史中出现的一些非传统意义层面的战略家进行了栩栩如生的描述，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或许，我们可以先从约翰弥尔顿——一个很少出现或从未露面于战略类书籍的人物开始。他重述人性的堕落，是为了强调人的自由意志，用以对抗加尔文派的命运先定论。因此，“战略”这一理念的前提是我们可以影响结果并改变世界。战略也需要为未来指明方向。在战争中，这很简单，至少看上去很简单，那就是击败敌人。

战略需要一个相对准确的框架解释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并保证人们可以据此进行规划。例如在马克思的辩证法中，如果无产阶级的自由是最终的目标，那么必须存在一个解释资本与劳动力之间关系的框架，以及如何由此推翻现有的秩序。没有框架，战略家只能在黑暗中摸索，无法预知结果。

战略还需要解释信念可能给行为带来的束缚。弗里德曼在书中说，对于奥德修斯工于心计的战略诡计，希腊人无不额手相庆，这是他超群的优点；但是罗马人对奥德修斯的态度却大相径庭。对罗马人而言，“不择手段”（By Any Means Necessary，语出法国戏剧家让－保罗萨特名剧《肮脏的手》——译者注
 ）地获取成功是一种突破底线的行为。这种信念约束了罗马人在行动时对战略的理解——他们无法做到兵不厌诈。

与罗马人相反，甘地敢于冲破传统的束缚，使用非常规手段——在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下坚持“非暴力”路径，成为时代英雄。他对世界政治动态的理解使他从始至终都对自己的策略有着清晰的认识。

虽然这本书可以算作一本帮助我们理解战略基本概念的入门书籍，而且穿插了引人入胜的故事，但是弗里德曼很少在书中提到战略的执行以及如何效仿战略大师。弗里德曼在书中确实涵盖了传统商业战略的兴起。但是，只看战略思想史，不看战略行动史，岂能对我们有所帮助？

毕竟，战略的执行效果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敢于从理论世界踏入现实世界的战略家，才可能拥有弗里德曼在书中多次提及的名誉、荣耀和机遇。执行是战略的最后一部分，只有将战略付诸实践，企业才能变得有血有肉。说实话，弗里德曼未能在其书中详尽阐述。

战略之所以是个“施行暴政的君王”，并非是因为它需要我在前文列出的所有要素，而是因为它的重复性和延续性。就战略来说，一招出错，满盘皆输。拿破仑虽有雄韬伟略，却还是落得个被囚于厄尔巴岛，并埋于一抔黄土的下场。即使是最成功的战略家，可能也无法避免这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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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LIGHT


ON TALENT AND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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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a knowledge economy, nothing is more important—or difficult—than building a high performance culture. Three companies have succeeded: IDEO, by creating a philosophy of helping others; BlackRock, by building a talent strategy; and Netflix, by hiring only “A” players who act like grown-ups.






ORGANIZATION & CULTURE


IDEO’s Culture of Helping


Teresa Amabile, Colin M. Fisher, and Julianna Pillemer



Leaders can do few things more important than encouraging helping behavior within their organizations. In the highest-performing companies, it is a norm that colleagues support one another’s efforts to do the best work they can. That has always been true for efficiency reasons, but collaborative helping becomes even more vital in an era of knowledge work, when positive business outcomes depend on high creativity in often very complex projects.

A help-friendly organization has to be actively nurtured, however, because helpfulness among colleagues does not arise automatically: Competition, pride, or distrust may get in the way. The trickiness of this management challenge—to increase a discretionary behavior that by definition must be inspired— makes all the more impressive what the design firm IDEO has already achieved. Its help-seeking and help-giving culture is behind the firm's success. But how has IDEO managed to make helping the norm?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he authors spent two years observing, interviewing people, and conducting surveys at one office of the fi rm. They discovered four keys to building a help-friendly organization that leaders of other organizations could learn and apply to similar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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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 CULTURE


Building a Game-Changing Talent Strategy


Douglas A. Ready, Linda A. Hill, and Robert J. Thomas



When most of the world's financial services giants were stumbling and retrenching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2008 recession, the asset management firm BlackRock was busy charting a course for growth. Its revenues, profits, and stock price all performed consistently through this tumultuous period. The authors looked at BlackRock and other game-changing companies—the Mumbai-based global conglomerate Tata Group, and Envision, an entrepreneurial alternative energy company based in China—and found significant commonalities. These three companies demonstrate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a game-changing organization: They are driven by purpose, oriented toward performance, and guided by principles.

In the process of conducting interviews with these companies, the authors discovered a fourth thread that weaves them even more tightly together: Each is supported by a game-changing talent strategy. But, they write, the path to such a strategy seems rife with complexity and ambiguity. How can both strategy and execution be consistently superior? How can they support a collective culture yet enable high potentials to thrive as individuals? How can the strategy be global and local at the same time? And how can its policies endure yet be agile and constantly open to revitalization? BlackRock’s approach providesthe ans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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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NetflixReinvented HR


Who’s Got Those Top Jobs?


Patty McCord



When Netflix executives wrote a PowerPoint deck about the organization's talent management strategies, the document went viral—it's been viewed more than 5 million times on the web. Now one of those executives, the company's longtime chief talent officer, goes beyond the bullet points to paint a detailed picture of how Netflix attracts, retains, and manages stellar employees. The firm draws on five key tenets:

Hire, reward, and tolerate only fully formed adults. Ask workers to rely on logic and common sense instead of formal policies, whether the issue is communication, time off, or expenses.

Tell the truth about performance. Scrap formal reviews in favor of informal conversations. Offer generous severance rather than holding on to workers whose skills no longer fi t your needs.

Managers must build great teams. This is their most important task. Don’t rate them on whether they are good mentors or fill out paperwork on time.

Leaders own the job of creating the company culture. You’ve got to actually model and encourage the behavior you talk up.

Talent managers should think like businesspeople and innovators fi rst, and like HR people last. Forget throwing parties and handing out T-shirts; make sure every employee understands what the company needs most and exactly what’s meant by “high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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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Managing Yourself


Find the Coaching in Criticism


Sheila Heen and Douglas 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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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back is crucial—but almost everyone, from new hires to C-suite executives, struggles with receiving it. The authors, who have spent 20 years working with managers on difficult conversations, outline six steps that can help you turn feedback into an important, and unthreatening, tool.

Know your tendencies. Look for patterns in how you respond. (Do you defend yourself? Do you lash out?) Once you understand your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you can make better choices about where to go from there.

Separate the “what” from the “who.” Your feelings about the messenger might be short-circuiting your ability to learn from the message.

Sort toward coaching. Work to hear feedback as well-meant advice, not as an indictment. Unpack the feedback. Resist snap judgments; explore where suggestions are coming from and where they’re going.

Request and direct feedback. Don’t wait for a formal review; ask for bite-size pieces of coaching. Experiment. Try following a piece of advice and seeing what happens.

Criticism is never easy to take—but learning to pull value from it is essential to your development and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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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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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novating for Shared Value


Marc Pfitzer, Valerie Bockstette, and Mike Stamp



At its best, business is about innovating to meet society’s needs and to build a profitable enterprise. But many corporate leaders are struggling to achieve those twin goals. In a study of more than 30 companies that have succeeded in creating so-called shared value, the authors identified five mutually reinforcing elements.

Embedding a social purpose. This may involve reemphasizing a firm’s founding mission, as Danone’s CEO did in 2000 to refocus the company on its origins as a manufacturer of healthy food.

Defining the need. Some firms conduct extensive research to develop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social problem. Before launching a micronutrient-reinforced spice product for low-income consumers in India, Nestl studied nutritional deficiencies in the country and visited 1,500 households to understand cooking customs and diets.

Measuring shared value. To monitor an initiative in Brazil to increase the employability of youth, Coca-Cola spent months planning how to achieve business and social goals and then established intermediate measures to track progress.

Creating the optimal innovation structure. The right structurefor a social enterprise depends onwhether the fi m already has a clear social purpose, understands the targeted problems, is able to solve them, and builds a strong business case for doing so.

Co-creating with external stakeholders. Effective social innovators enlist external stakeholders in their efforts to understand social needs and to execute their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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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BE


RISK MANAGEMENT
 

The New Rules of Globalization


Ian Bre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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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il 2008 going global seemed to make sense for just about every company in the world. Since then, we’ve entered a different phase, one of guarded globalization. Governments of developing nations have become wary of opening more industries to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They are defining national security more broadly and perceiving more and more sectors to be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taking active steps to deter foreign companies from entering them and promoting domestic, ofte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deed, the rise of state capitalism in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emerging markets has altered the playing field.

To factor globalization’s new risks into strategy, executives must consider their industry’s strategic importance to the host government and their home government. They can then choose among various approaches: strike alliances with local players, look for new ways to add value abroad, enter multiple sectors, or stay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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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 Life’s Work



萨尔曼可汗 Salman Khan：

给你自由的空间

艾莉森比尔德（Alison Beard） | 访

牛文静 | 译　时青靖 | 校　万艳 | 编辑













萨尔曼可汗
 最初使用网络工具的目的是为了给他表弟指导数学功课，那时他是一名对冲基金分析师。9年后，他的非营利组织“可汗学院”用同样的方法，为全球数百万名学生提供超过5000种免费网络视频课程。可汗学院颠覆了学校以及教育行业。






HBR：
 为了在当今职场上取得成功，大家该学习的关键概念是什么？


可汗：
 起初，人们认为在学校学习比自学重要。在传统教学模式中，学生是被动的。你坐在椅子上，老师试着将知识强加给你。这不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更糟的是，这还催生了一种“你需要教我”的思维模式。所以当你自学时不知道该怎么做。

如今，每个行业每周都有新东西可学。你要问的是，“我可以支配的信息有哪些，能帮助我的人有谁？我需要问些什么问题？如何判断自己是否真的懂了？”可汗学院会为你提供这些。更具体一点，我推荐学习计算机编程、更多法律方面的知识，当然还有统计学，这是一定要学的。

我们完成小学和中学教育用了12年，大学4年，也许还有研究生的几年，然后学习就到此为止了。这种情况让人匪夷所思。我们终生都可以通过阅读自学，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学而时习之，同时自己协调工作和学习的时间。




HBR：
 你在书里提到现在的教育剥夺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如何改善这一情况？


可汗：
 好奇心其实很难打压，但传统教育却“特别擅长”压制学生的好奇心：听讲座、做笔记、交作业，然后全忘光。学生被禁锢在课程表中。可汗学院的意义就在于给你自由的空间。如果你想要深入学习，完全可以。我在路易斯安那的一所公立学校上学时体验过这样的教学，那里天才班的课程安排得非常出色。

从二年级开始，老师把我们带到另一间教室，让我们和其他年龄的孩子一起玩，每天1小时。第一次去的时候，这对我来说这简直就像是放假。罗塞尔老师问我：“你想做什么？”我当时想，我才7岁！难道不应是你来告诉我应该做什么吗？我说：“我喜欢画画，喜欢猜谜。”她说：“好啊，那你用过油画颜料吗？玩过‘意念控制者’游戏吗？”很快我对每天这一小时的期待超过了晚上去朋友家玩。今天我用到的知识大多来源于这一小时学到的东西，而不是在学校其他时间的学习。

这就是我们创造自由空间的目的。过去，这很难大规模推广。给30个孩子定制专属教育？开销是难以想象的。但是科技的出现，让我们可以按照学生的节奏来传授知识，布置实践作业，同时让教师利用数据教学。现在的学生走进课堂，学习的过程非常像当年我在天才班的经历。




HBR：
 商界能从高效教育中借鉴到什么？


可汗：
 很多公司在做培训时，会模拟教学环境。人们需要抽时间来听课。但从这些课程中获得的信息及资格证书价值有限。可汗学院招聘时，如果你的学业优异，或专业背景强大，当然很好。但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你做过什么具体的事情。如果是工程师，给我们看看你设计的软件。我们还需要了解你与其他人共事时的表现、在此期间你所展现的领导力，以及同事如何看待你。




HBR：
 你在注意力方面的研究发现也与此有关吧？


可汗：
 我们这代人有Facebook、Twitter和手机，难以长期保持专注。从研究中能清楚发现，我们其实无法长时间保持专注。特别是当内容密度很高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大概只能集中10－15分钟，然后就会放空。之后回过神来再持续8－9分钟，然后又放空。注意力集中的时间越来越短，放空时间则越来越长。1小时后，可能你只记得30%的内容——或什么都不记得了。如果工作时也这样可不妙。如果开会，不需要长篇大论；如果彼此不需要互动，用视频或者备忘录来传递信息即可。




HBR：
 一些人对可汗学院的课程提出了批评，你怎么看？


可汗：
 你要弄清哪些批评是有意义和有建设性的，哪些不是。如果有人给我们写邮件或发博文提出批评，而且说得对，我们会给视频加评注，或重做。这是视频形式优于传统教科书的地方，你可以得到更多的反馈。当我们公开内容时，1周内有1万人浏览。修改的流程非常快。我们不必等到下一版教科书问世再做修改，一个晚上就能做到。




HBR：
 可汗学院肯定是教育界的颠覆性创新，你会终结市场上现有的一些竞争者吗？


可汗：
 无论可汗学院存在与否，旧的商业模型都一去不复返了。过去，机构可以通过出售信息渠道来赚钱，这些信息甚至不是什么新发现，而是老掉牙的科学或数学。我认为意识到这点的出版社将挖掘出其中暗藏的各种机会。它们在全球的学校已有了分销网络和影响力。如果它们能够将这些学校变为互联网用户，并提供定制教材，其市场价值不容小觑。只是我们还不十分清楚该如何借此赚钱，特别是我们常说学习是天赋人权，就更不知是否该靠此赚钱。




HBR：
 为什么要把可汗学院定位为非营利组织？


可汗：
 在营利世界里，“全垒打”是做大、上市或者被收购。对于我个人和投资者来说这是好事。但有些方面不好，因为我希望所有人都能使用我们网站的内容，这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不会改变。如果可汗学院是营利的，你有信心能让这个使命世代传承下去吗？一直以来，那些遍布全球、世代相传的机构都是非营利的。这是这个领域的“全垒打”，也许可汗学院可以做到。

我们的优势是组织里的人才，学院有51个人，外加数千名志愿者。我们吸引了硅谷最优秀的人才，他们来自麦肯锡、谷歌、Facebook和知名对冲基金公司。我们还有世界顶级的Java语言编程员。这些了不起的人冲着学院的使命而来，来了才知道其实我们这里的待遇也不错。因此，我们获得的人才是其他人无法想象的。跟他们比起来，我是这里最不起眼的那个人。




HBR：
 有些初创公司正在模仿你的模式，但这些公司是营利的。


可汗：
 用于解决教育问题的投资越多越好。如果一个以营利为目的公司为了吸引客户免费提供一部分教育内容，这对每个人都是好事。





幽商一默 Strategic H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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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胜出的插画说明由美国马萨诸塞州威廉姆斯镇的

凯文托马斯（Kevin Thomas）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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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HR

李源丨文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编辑总监






长
 久以来，展现业务价值始终是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困局和挑战。多少年以来HR参与战略的呼声从未停止，许多公司也把CHO请上了战略圆桌。但真正的问题在于，HR是否能真正成为战略的制定者，而非圆桌上的旁听生？事实上，许多HR只是决策的辅助者，他们从未真正扮演过制定者的角色。究其原因，诸多专家都把重点聚焦在一个问题上，HR到底能为企业提供什么价值？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HR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业务？这本别册，就是从这个问题出发，选取了近两年来，诸位HR大师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针对HR价值的文章，来帮助读者详解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首先，我们会从彼得·卡普利的文章中看到HR管理在近100年中的变化，以及现在与未来公司对HR的真正期望是什么，在《CHRO 新角色》新角色中，拉姆·查兰提出，HR的真正价值是基于对业务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不但能帮助企业预测业务发展，还能诊断业务发展，发现并解决问题，从人才角度提出解决方案。他认为CHRO的真正角色应该像CFO一样成为价值创造者。而戴维·尤里奇在最近接受《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的采访时指出：HR的工作应该关注于能给他们提供哪些价值，尤其是对企业客户和投资者能够提供哪些商业价值，他强调“‘由外向内’地看待HR”。《新HR管理破解困局》为我们解释了新HR管理不再聚焦HR做什么，而是关注HR的产出。它应当将注意力从孤立的职能性解决方案转移到对业务更有价值的全面人力资本解决方案上。

拉姆·查兰大声疾呼“拆分人力资源部”！戴维·尤里奇则说，绝对不能这么做。其实究其根源，大师们想强调的都是一个共同的问题：HR要融入业务，从业务角度出发贡献自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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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缺人时，HR被当成宝；不缺人时，HR就成了草。这可不行！HR管理者必须主动出击，马上行动，只有建立能够见效的项目，摒弃那些缺乏影响力的举措，才能为组织创造巨大的价值。






这
 些评论并非新事。类似的批评之所以一再爆发，是因为我们都不愿意被人颐指气使。在组织生活中，没有一个群体能像HR部门一样（连财务部门都不行），系统性地掌控我们的一举一动。当HR指示我们要改变与他人互动的方式，尤其是对待下属的方式时，我们会充满抗拒，因为我们与他人的互动定义了我们的自我形象。更有甚者，HR总让我们做那些我们不愿做的事，例如归档人事问题；他们还总是阻拦我们想做的事，例如阻拦我们雇用“直觉上”看中的候选人。他们的指示从上到下影响到组织中每一个人，而且每天都如此。

这些抱怨是周期性的，常常被公司的业务所主导。当公司出现劳工问题时，HR被视为重要的领导力伙伴。然而当公司业务运转正常时，管理者又会想“HR能为我们做什么？”尽管如此，上述责难也并非都是捕风捉影。

恰恰相反，HR职能的确有很大改进空间，同时存在巨大的发展机遇。过去几十年，我们很少反思那些广泛应用的人力举措的真正价值，而这些正是公司运营的核心。如果我们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HR管理者们就能为组织创造巨大的价值。在我们思考现状和未来之前，我们需要回顾一下HR复杂纷乱的历史、当时的企业管理者和经济环境。



摇摆的境遇

管理者对HR的摇摆态度完全折射了美国经济环境的变迁。当经济下行，劳动力市场陷入萧条时，HR就成了多余的摆设。然而当经济回暖，就业市场紧俏时，人们对HR的态度又完全翻转，它成为公司成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人们为了保住工作，愿意接受任何待遇。业务经理常常抱怨HR部门碍手碍脚，因为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威胁，甚至殴打工人来提高业绩，尤其当工人工作无法达标时。

到了2001-2008年的经济衰退期，企业领导者也没把HR当回事，因为当时员工知道他们可以被轻易替代，因此他们不得不对管理层妥协，小心翼翼地工作。由于企业有充足的候选人，于是工资增长停滞不前，生产效率却得到提升。员工为了保住工作，不得不更卖力地工作。由于金融危机后，经济恢复并没有提振就业市场，这种状况得到了延续。Salary.com网站调查显示，有83%的人表示要在2014年寻找新的工作，然而实际上离职率并没有大幅提升。

因此，目前管理者们依旧可以轻易地反抗那些惹人嫌的HR政策，它们看起来是如此多余。与之相反，在20世纪20年代，经济蓬勃发展，劳动力短缺时，留住工人不但十分困难，而且对公司的业务至关重要。人力部门迫使管理者更加优厚地对待员工。二战结束后，由于大量男性参战，美国工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才短缺。此外在大萧条期间，人力部门不受重视，人才发展工作陷入停滞，这加重了战后的人才断层。

二战后，一个“如果老板被公交车撞倒怎么办”的问题引起了人们沉重的思考。当时有1/3的高管在办公室倒下，很多是由于突发心脏病，却没有人能接替他们的位置。因此一大批小型公司破产，很多大公司被迫出售。

在一片领导力的废墟中，现代HR诞生了，它引入了全新的措施，例如高管教练、锻炼性任命、工作轮岗、360度反馈、评估中心、高潜力追踪及高管继任计划等等。这些措施现在听起来平淡无奇，当时却是革命性的举措。在20世纪50年代，开发和保留人才成为公司的重中之重，这些举措的诞生正逢其时。

在“灰色法兰绒西装”时代（指20世纪50年代），公司90%的职位（几乎所有的高级职位）都是从内部选拔的，96%的大公司设立独立的部门来规划劳动力需求。这显示出企业对人才发展的巨大投入，这些投入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当时HR是绝对的实权部门，高管们一致认为HR是公司最风光的部门。沧海桑田，如今公司只有1/3的职位从内部选拔，高管职位主要依靠猎头公司，四个CEO中就有一个是空降兵。公司也不再费时费力寻找未来需要的人才，到2005年左右，只有1/3的公司还保留内部人才规划工作。

到底发生了什么？20世纪70年代，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终结了劳动力短缺的历史，业务领导者开始肢解那些战后开发的，用来寻找有效管理者和工人的人力资源项目，只有像通用电气这样的公司成为例外，它们依旧保留着这些举措。由于大公司的裁员和发展停滞，新兴公司，尤其在科技领域，可以从大公司挖来所有需要的高管。微软成为当时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然而它在管理人才开发上的投资几乎为零。其他公司也追随了这种风潮。当时一位CEO对我说：“我为什么要培养人才？我的竞争对手可以替我做这件事。”

与此同时，管理者在直接下属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们有太多的下属，以至于他们没有时间来仔细地管理每个人，同时他们的其他任务变得更加紧迫。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科特（John Kotter）在他的《领导力元素》（The Leadership Factor
 ）一书中描述了这一现象。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纽约一家大银行中，初级管理者抱怨他们的人事管理工作占用了太多的时间，让他们没有时间完成作为独立贡献者的工作。因此银行允许他们减少在人才评估和教练上花费的时间。

自此，员工无法获得发展需要的投资和注意力。在互联网泡沫期间，HR获得了昙花一现的复兴，公司招聘者而不是IT工作者成为美国最热门的职位。然而这短暂的辉煌也仅限于人才招聘和保留领域。同时，越来越多的原先由HR完成的任务转交给直线经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今日。HR如今的使命是，让那些桀骜不驯的管理者遵守公司的人才流程和制度，同时他们又不具备直接限制这些管理者的权力。我们委婉地将其称之为“不确定的权威下进行管理”，然而对于“被管理”的一方，这些举动看起来更像是抱怨和干涉。

我最近参加凯捷咨询公司举办的一场HR领导者论坛。主持人是凯捷咨询公司HR转型的业务领导人威尔·皮奇（Will Peachey），他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HR职能督促直线经理更严肃地履行发展人才的责任对公司有利还是有害？当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没有HR的介入，员工的境遇会变得更糟。然而我们也明显感觉到，在很多组织中，HR所做的只能是治标不治本，除非公司的高管能将发展人才列为明确的管理职责，否则这些问题光靠HR无法解决。



HR面临的任务

随着经济的持续复苏，劳动力很可能将再次变得稀缺，企业又会寻求HR的支援。但HR可以主动接过接力棒，加速这一过程的进展。在预料之中的市场变化到来前，HR可以帮助企业占领先机。以下是HR管理者应该采取的基本但十分关键的步骤。


1.设定
 议题。
 与任何职能一样，HR必须向人们展示，他们的工作为何对公司业务至关重要，并且他们有合理的方式来管理这些工作。几年前，一位领先公司的HR领导者被问及他获得成功的关键。这位经历多次重组而屹立不倒的HR经理回答道：“我做CEO让我去做的事。”尽管与CEO对着干从来不是明智之举，但问题是有太多的HR管理者被动等待上级指出他们应该去解决的问题。如果一家公司在高管突发心脏病后才推出员工健康计划，或者当老板的女儿进入公司后才推出性别平权举措，那么这样的HR团队肯定无法引领变革。

CEO和其他部门的高管中鲜有人力领域的专家，他们常常没有相关经验。过去高管是从内部提拔，他们会参与公司培训项目和岗位轮换。如今的高管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来向经验丰富的HR同事学习有效的人才管理实践知识。因此HR团队应该指出，他们应该去关心的事务以及背后的原因。这意味着他们要清晰地阐明每一个与人才相关的管理话题。例如：


·裁员。
 根据一篇发布在2008年衰退伊始期的报告，只有1/3公司HR能参与到裁员的决策中。这显示出HR的影响力是如此微弱，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最为丰富。


·招聘。
 HR深知，结构有序的面试能帮助公司找到最合适的候选人。然而很多组织允许毫无面试培训经验的管理者通过直觉进行面试并决定雇用人选，这不但大大提高了低质量招聘造成的人力成本，更增加了公司受到诉讼的风险。


·灵活工作制。
 控制欲过强的直线经理常常反对自由工作制和远程办公。然而HR领导者深知，这些制度对工作效率的提升大有裨益。


·绩效管理。
 大约10年前，一些高管认为管理者在评估下属时不够强硬，于是发明了强制性绩效排名。如今大多数公司都抛弃了这一激进做法，包括曾将这一做法“发扬光大”的通用电气公司，因为企业高管终于认同HR长久以来的观点：管理者在与下属严肃讨论绩效和发展的问题之前，他们需要培训、时间和适当的激励。HR应该在每项事务中起到带头作用：他们应该告诉管理者“我们应该这样做，这些是证明我观点的证据。”


2.紧跟时代，联系实际。
 很多美国企业还在遵循着20世纪50年代使用的人才管理手册。举个例子，尽管公司很少使用精细的继任计划，但却一直在制定这些计划。它们完全可以照搬几十年前大公司的做法。HR应该根据行业和公司的不同情况制定人力资源政策，应对今天的挑战。

如果你认为上述论断是人人皆知的常识，那就大错特错了，现在HR内部还不时出现这样的讨论：我们是不是应该像财务职能一样，采用业内通用的举措。这种观点的引领者是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及其生意兴隆的资格认证系统，它传授人们应该如何设计薪酬系统和其他专业知识。

专业知识的确必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了解工作的环境和时机。举例来说，HR不仅需要知道如何制定广泛的股票期权计划，还需要了解这种计划在不同环境下的优劣。此类计划会加剧薪酬系统的不确定性，让公司难以控制。因此在经济前景不明朗，或复苏节奏反复震荡的环境中，这类期权计划并非公司的最佳选择。而且只有当员工感觉到他们的行为有能力影响公司的股价表现时，这类计划才能生效。

为了强调环境的重要性，我们不妨看看咨询机构和科技公司的最新发展。在这些领域，人力资本和人才开发技能对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普华永道和瞻博网络（Juniper Networks）就抛弃了传统的绩效评估系统，转向改进技能和业绩为目的实时对话系统。微软和德勤也在向这个方向努力。为了留住关键人才，德勤摒弃了传统的晋升通道，提供一个更加开放和灵活的职业发展框架。它不但能与员工的意愿相契合，更能满足公司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见《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4月刊《重塑绩效管理》）。

印度Infosys公司则利用课堂向员工们传授岗位需要的情境知识。公司培训管理者如何融入其他行业和文化，例如如何为德国的化学公司定制IT系统。这些举措都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公司所处的运营环境，不断发现新的挑战，并开发新的工具来应对挑战。


3.获取业务知识。
 HR掌握着人力资源的广泛知识。但他们也应该有能力分析公司的业务，帮助公司更好地利用员工数据，最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本。

德勤最近的调查显示，在应用数据分析上，HR领导者是准备最为不足的。但有些公司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的进展，例如微软和谷歌利用手中的数据来分析候选人，IBM则利用海量的员工数据来建立更有效的项目团队。

科技领域以外的公司也将分析学引入HR。信诺保险（Cigna）利用复杂的数据来辨认最佳员工，降低员工医疗成本。Cornerstone OnDemand公司（基于云的综合人才管理解决方案供应商）的管理者利用呼叫中心软件，对简单的工作进行100多种分析，从而提高公司业绩。

在很多公司中，首席信息官及其团队正尝试利用大数据来解决经典的HR难题，例如找到最佳候选人或辨别哪些人力举措能提升生产效率。既然HR的工作是设定人力管理的议题，他们需要相关人才进行数据分析回答这些问题，或者与公司内部的其他部门进行合作，否则，一旦基本的HR问题由他人解开，HR人员就将饭碗难保。


4.彰显财务贡献。
 20世纪90年代末，劳动力市场紧俏之时，《哈佛商业评论》上的一篇文章描述了在希尔斯百货公司，HR团队改善了员工的工作态度，这带来了更好的客户体验和更高的店铺利润（见《希尔斯百货的“员工-顾客-利润”链条》，《哈佛商业评论》1998年1-2月合刊）。但自此之后，很少有HR部门向外界展示他们的举措能提高公司利润。尽管其他职能部门计算投资回报的历史已经长达20多年，但很多HR部门仍旧对投资回报率置若罔闻。这导致企业领导者倾向于视HR为单纯的成本中心，它的惟一任务是砍人、砍人再砍人。

驻外工作和轮岗能否为公司带来价值？很多HR会被这样的问题打得措手不及，因为他们收集的信息大多集中于个人结果，例如员工满意度这样的指标。同时他们也不具备评估财务回报的能力。然而如今这不再是借口，大多数组织的ERP系统包含大量的离职率、生产效率等数据，他们可以辨别哪些人才发展项目能带来投资回报。

IBM最近决定留下那些技能过时的IT顾问。公司会为愿意参与的员工提供每周一天的在岗培训，但员工必须分担培训带来的成本。该项目的财务贡献显而易见：公司在招聘上节省的费用是培训成本的两倍。

用这种方式对项目的成本和贡献进行量化，HR就能将人才决策转换为一种业务决策。


5.杜绝浪费时间。
 HR在大量缺乏影响力的项目中浪费心血。以如今的代沟问题为例，很少有证据证明职场代沟真的存在：今天的年轻人与几十年前的年轻人惊人地相似，他们一直是年长管理者要面对的挑战。

管理者也并未感到千禧一代有什么特殊的问题。然而很多HR部门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关注千禧一代要如何工作。与其他紧迫的问题相比，HR显然不该把时间花费在员工中的某个群体上，不单单是千禧一代，每个人都有敬业度和满意度上的问题。即便他们的确有特殊之处，HR也不能要求管理者对他们进行特殊对待，这属于越权管理。

类似的还有员工多样化项目。美国的雇用法案禁止公司在招聘和晋升中强制执行员工多样化项目，因此大多数公司转而尝试改变直线经理的态度和偏好。但只有公司最高管理者亲自主导，改变企业文化，这些项目才能生效。否则，HR推广的项目无法得到执行和评估。此外，HR领导者让直线经理们不情愿地协助工作，只能白白消耗自己在公司内部的人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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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为何HR在美国以外依旧强势？

20世纪50年代，HR控制着每个级别、每位管理者的晋升和职业发展道路。威廉·怀特（William H. Whyte）因此在其著作《组织人》中写道，HR是公司中最风光的工作。此后这种情况一去不复返，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短暂的回光返照，当时劳动力市场再次紧俏，企业都希望成为员工眼中的最佳雇主。

然而在其他国家，HR并没有失宠。在日本，HR依旧是通往C级职位的快速通道。在印度，我和同事的研究显示，HR依旧是权力最大的职能部门。实际上整个东南亚，公司高管都在对员工培训和发展进行投资，特别是在培训上。即便在人才过剩的欧洲，公司越来越意识到组织文化和知识管理的重要性，HR的影响力在不断上升。只有美国是例外。

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提出的理论：解决最大问题的群体获得组织的权力。美国以外的企业要面临更加严峻的政府监管、劳工联盟、工人的政治权益等问题。此外，关键岗位的人才和培训也不够。在世界范围内，美国雇主的环境最为有利，因此作出变革的动力也不足。

此外，理念的不同也是原因之一。二战后，美国企业的领导者大都接受过管理培训，采用治理措施来平衡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其中就有员工一方。如今的管理者大多数来自金融背景，他们的治理目标往往是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员工的角色常常被忽略。





未来之路

HR面临的传统挑战之一是对业务战略的支持，原因在于，在目前多变环境下，企业战略也常常快速变化。很少有公司会制定长期的人才需求计划，取而代之的是制定一系列短期计划和行动来填补人才缺口。

然而HR的工作本职上是面向长期的。开发人才、解决招聘问题、建立企业文化、提振员工士气，这些任务无一不需要时间磨砺。往往在这些举措开花结果前，企业的领导团队和业务重点已经发生改变。一旦公司业绩无法达到季报目标时，这些项目往往首当其冲地被砍掉。

HR如何才能将长期视角注入组织中呢？他们需要调和业务面临的短期压力与长期人力项目之间的矛盾，因为这些项目目的就是缓解这些短期压力。即便当公司高管说“这项工作不用我们的员工参与，我们将其外包出去”时，HR部门也要参与到决策中，因为他们是评估外包项目能否成功的最佳人选（毕竟外包只不过是借用其他公司的人力资本）。同时，HR需要退开一步，从整体的角度审视这些项目。

例如，这些举措会产生哪些紧急的需求？这些需求能否与组织的人才输送流程契合？公司的哪些能力需要加强？市场会发生何种变化，会产生哪些新的技能需求？公司内部为何缺乏解决问题的人才？新型HR可以通过数据分析为公司提供哪些建议？HR的工作帮助组织根据这些洞见及时作出反应。

康卡斯特电信公司（Comcast）近期决定终止外包，在内部培育世界级的IT能力，这样公司就能开发自己的软件，在线提供并管理娱乐内容。该公司HR面临的挑战非常明确：吸引顶级IT人才到费城，并且留住他们（公司总部所在地费城并不是传统的IT中心）。在HR的帮助下，公司采取了创新措施来吸引人才，例如建立并赞助IT创业社区，为家乡在费城的学生提供工作和实习机会等。公司未来的成功取决于这些HR项目能否获得成效。

谷歌、微软、苹果等公司走在了HR创新的前列，因为这些公司对专业人才有紧迫的需求。人力资本是这些公司惟一的重要资产。然而该领域人才供不应求，公司间乱挖墙脚愈演愈烈。金融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创新的HR思想，用来预测并杜绝不道德的职业行为。例如摩根大通就利用算法来预测哪些员工会违反公司规则。

然而，防微杜渐和危机公关并非HR转型的目的。HR的创新也不该全部聚焦在招聘领域。员工的自主行为——自愿自觉地发挥全部能力依旧是公司成功的关键。而HR的工作就是通过人才管理和发展来增强这种自主行为，在更广阔的范围内重塑人力资本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果HR能推出以循证（evidence-based，遵循证据进行实践）为基础的、卓有成效的人力举措，摒弃那些无用的措施，他们就能重获企业领导者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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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原本被视为既定决策的辅助参与者，以后将在企业决策中扮演核心角色。CEO必须重新定义CHRO的工作内容：要和CHRO重新签一份工作合同，采取一种我们称为G3的新机制——由CEO、CFO和CHRO组成的核心小组，让CHRO成为和CFO一样的价值创造者。






CEO都知道：
 公司的成功仰赖人力资源。创造价值的不是企业，而是人才。但若对绝大多数公司抽丝剥茧仔细分析，你会发现，CEO通常与首席人力资源官（CHRO）和人力资源部门（HR）关系疏远，而且对其不甚满意。麦肯锡和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的研究一致表明，全世界范围内的CEO均将人力资本视为头号挑战，却仅将HR部门列为公司第八或第九位重要部门。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和近几十年的金融部门类似，现在到了改变HR部门的时候——HR需要成为CEO真正的合作伙伴。正如CFO通过筹集和分配财务资源来帮助CEO领导企业，CHRO应该帮助CEO培养和分配人才（尤其是关键岗位的人才），以及发挥组织潜能。管理人力资本需要与管理财务资本遵循同样的优先原则，这些原则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超级CFO”诞生以及严峻竞争重组之时。

CEO可能会抱怨，CHRO过度纠缠于行政工作，或是根本不懂业务。但有一点需要澄清：提升HR角色，为CHRO成为战略伙伴扫清障碍，正是CEO职责所在。毕竟正是CEO使财务部门的角色超越了普通财会功能。他们也将严格限定的销售部门提升至营销的重要角色。

提升HR需要完全重新定义CHRO的工作内容，简言之，就是要和CHRO重新签一份工作合同，采取一种我们称为G3的新机制——由CEO、CFO和CHRO组成的核心小组，让CHRO成为和CFO一样的价值创造者。CHRO原本被视为既定决策的辅助参与者，以后将在企业决策中扮演核心角色，也将为这一角色做好准备。

这些变化将为HR高管以及其他高管的职业生涯带来重要转变。此外，我们可以信心十足地说，企业也将从优化人力资源和财务资源管理中受益。基于我们和通用电气、贝莱德、塔塔通信和达信的合作经验，这些企业都履行了在人才方面的承诺。



CEO和CHRO签订新合同

CFO的职责部分由投资方、董事会、外部审计方和监管部门所定义。CHRO则不同，其职责完全由CEO说了算。CEO必须对CHRO应该做出的重大贡献了然于心，并且要用清晰、具体的语言把自己对CHRO的期望表达清楚。公司应将上述内容落实到文字上，能让CEO和CHRO都清楚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以及理想结果是什么。

重新界定CHRO工作的第一步是：CEO及其高管团队，再加上关键董事会成员，尤其应与董事会中的薪酬委员会（更恰当的说法是人才与薪酬委员会）进行讨论，并询问他们对理想CHRO的期待。除了处理监督员工满意度、员工参与度、薪酬福利、多样性等日常HR事务外，一位理想的CHRO还应该做什么？

我们认为以下这3项活动至关重要：预测结果、诊断问题并在人事方面提供解决方案。可能部分内容看似属于CHRO的惯常工作范围，但令大多数CEO失望的是，这些内容正是实践缺失的。


预测结果。
 CEO和CFO通常会制定3年计划和1年预算。CHRO也应该运用人事方面的知识，评估这些商业目标的成功几率。比如，面对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关键小组或领导有多大可能因变应变？或者团队成员有多大可能协同合作？CHRO应提出此类问题并提供建议。因为公司业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员工和职位的匹配程度，在明确某一职位的具体要求，以及评估员工在实际情况下能否胜任该职位等方面，CHRO能发挥极大作用，高阶岗位需要格外注意。

很多HR管理流程对所有员工采取一刀切做法，但据我们观察，企业中2%的员工能产生98%的影响力。尽管对员工进行辅导有一定作用，尤其是针对阻碍员工发挥潜力的那一两件事，但辅导的作用毕竟有限。如果员工和岗位不匹配，其他任何办法都是徒劳。如果一位领导者具有的才干并不符合其所在岗位的要求，那么会给他本人及其上级、同事和下属带来麻烦。为防患于未然，CHRO应掌握主动权，发现员工的行为或技能上与职位要求存在的差距，尤其需要关注2%的高层以及职位需求发生的变化。

CHRO还应与CFO一起，考虑目前的关键绩效指标、人才分配和预算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如有可能，CHRO和CFO需要共同制定新标准。由于便于量化，财务数据是激励和评估绩效最普遍的基础，但CHRO可以提出新建议。员工对公司贡献价值的多少决定了他们的薪酬，换言之，应综合参考职位的重要性和员工的胜任情况。财务和HR应利用定性和定量标准，提前定义期望创造的价值。请试想如下情景：CHRO、CFO与CEO一起和某位业务部门经理进行讨论，讨论业务经理应怎么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击败对手。例如，为了加快数字化进程，他是否必须重组团队或重新分配资金？若想评估胜算几率，需要了解该经理对外界压力和机遇的应对情况；在经济下滑时，他的复原力如何；以及他能多快扩大数字化规模。上述职责的相应标准也应该被制定出来。

再举个例子，一位营销经理需要培养团队在广告数据预测方面的能力。CFO和CHRO应意识到，如果这位营销经理对数据分析基础知识缺乏深入了解，而且没能及时聘用到具有相关专业人才的话，新竞争对手就可能趁虚而入，摧毁公司的价值。制定的相关标准应反映出该营销经理重新定位其团队的迅速程度。其中一组标准可以围绕聘用计划制定：在多长时间内，营销经理需要完成哪些步骤？这些步骤都要落实在具体时间点上完成。而另一组标准则应围绕预算分配：新人的招聘和融入一旦完成，经理是否会重新分配营销预算？这笔预算增加了收入、利润、特定细分市场的份额，还是品牌识别度？尽管可能需要延迟一段时间，此类目标依旧可以量化。

CHRO也应具有对竞争进行有价值预测的能力，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CHRO应了解竞争对手的信息，以及对手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与本公司对应员工相比，表现如何。预测内容应包括对手公司人力资源方面相关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比如对方激励机制的改变、离职率上升、或新聘用的专业人才，以及这些变化对它们市场行动具有的意义。比如2014年时苹果开始聘用医学技术方面的人才——这一信号提醒人们，苹果会重拳推出医学用途的手表或其他设备。这类活动将对医疗服务企业、医疗设备制造商或诊所产生影响。类似地，竞争对手机构重组和高层人事变动可能预示其加大对某些产品线的关注，这些产品可能让你的公司压力备增。

关于对手的情报通常可以通过以下渠道获得：猎头、媒体、来自其他公司的员工、供应商或客户的客户。“那个营销副总裁重视业绩而非人才”、“她惯于节约成本，不愿扩大规模”、“他们新部门的头儿来自一家高增长公司”等传言，都会对预测有帮助。例如，如果当时摩托罗拉的CHRO能够提醒其CEO，苹果开始挖他们的技术人员，摩托罗拉就有可能预测到iPhone的诞生。

CHRO应该逐一对比本公司和对手的各个部门、团队和领导者，另外，关注现有对手还不够，也要关注本行业外可能进入市场的非传统对手。X公司新晋升的美发用品负责人是否比我们部门的新任负责人更有经验、更具活力？Y公司无线传感器开发团队是否比我们团队的合作更默契？此类问题的答案有助于预测结果，而这些结果最终将在未来的财务报表中反映出来。


诊断问题。
 CHRO有能力精准定位出组织绩效不佳或没有实现目标的原因。CEO应该和CHRO分析此类原因，而不是习惯性地把问题丢给咨询公司。

CHRO应与CEO和CFO合作，寻找失误原因，因为大多数问题都出在人事上。这样做是为了发现利率下滑或货币价值变动等明显外部因素以外的问题，并把这些数字和对公司中社会系统的洞察（即员工如何合作）联系起来，正确诊断出问题所在，就能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这么做能够避免盲目替换做出正确决策、却因外在条件限制而未能实现目标的员工。

如果与上一年相比，经济下滑、公司业绩不佳，那么该问的是：领导者应如何应对？他会像无意中被车灯照到的小鹿一样惊慌失措，还是会迎难而上？相对竞争对手及外部变化而言，他的反应速度如何？这正是CHRO可以一显身手的地方——区别出问题到底是领导者失误，还是和职位根本不匹配。这也正是CHRO可以进一步了解领导者的时候，比如他的复原力如何——此类信息可用于分配未来的工作内容。

仅仅关注领导者个人还不够。CHRO还应善于诊断公司社会系统不同部分的运行情况，系统地寻找那些造成瓶颈或不必要摩擦的问题。当某位CEO检查某条重要产品线的相关数字时，他发现市场份额和利润已连续3年下降。该产品线寄予厚望扭转颓势的医疗诊断新产品迟迟没上线。随着CEO和CHRO深入调查，他们发现：公司在美国密尔沃基的营销团队和法国的研发团队就新产品细节未达成统一。于是两位高管当即安排了一系列面对面会议，解决这一矛盾。

让CHRO诊断和公开问题十分重要，但公司通常缺乏这种开诚布公的做法，对信息秘而不宣，消极对抗，以及对损害同事等行为熟视无睹。有些CEO不正面解决直接下属间的矛盾，而采取回避态度，任其内耗，导致整个组织决策效率低下。例如，当孤岛间合作不畅时，问题就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缩减成本、调整预算或进行警告都无法阻止这些情况恶化。因此，那些敢于把阻碍公司运行的种种关系公之于众的CHRO，显得尤为可贵。

同时，CHRO还要关注那些创造开发正能量的员工并培养他们。无论他们直接对业务目标负责与否，正是这些员工能直击问题核心、重新分析思路并建立促进合作的纽带，让组织整体更健康、更高效。他们可能是创造团队价值的隐形生力军。


推荐增加价值的行动。
 行动敏捷的公司明白，它们必须把资本投入到恰当的机遇中，而不会屈从于常见的预算惯性（“你获得的资金和去年几乎一样，只有正负5%的差别”）。麦肯锡在15年间跟踪调查了美国1600多家公司的资金分配，发现那些大幅调整资金配置的公司（在此期间内资金在各项业务间变动超过56%的公司）与那些资金配置变化小的公司相比，拥有高出30%的股东回报率。

公司的人力资本流动同样需要灵活多变，CHRO应做好准备，推荐能够发掘或创造价值的行动。此类行动可能包括：发现某员工隐藏的才能，将该员工添加到高潜力人才名单中；将某员工从一个职位调到另一职位，目的是激发新市场增长；或从外部招聘人才，提高开发新技术的相关能力。尽管资本重新配置很重要，但加上人才的再分配，才能真正助力公司发展。

如今对外部环境做出回应，需要领导者具备之前没有发掘出的能力，比如算法方面的知识，或是做好对数字化和迅速变革的心理准备。公司中具有此类能力的人才可能位于较低层级，为了让这些人才大展拳脚，可能需要破格将其连升三级，而非按现有组织层级逐级晋升。CHRO应寻找未来价值创造者，然后充分发挥想象力确保他们能够施展才华。正如CFO具有运用数字进行判断的才干一样，独具慧眼识英才是CHRO最重要的能力。

陶氏化学发现，在公司传统的长周期研发过程以外，大胆起用富有创新精神的千禧一代是进行短期创新的最快方法。陶氏30岁以下员工比例，从2004年的9%，增长到2014年的15%。为了发挥新人才的效用，陶氏重新设计了这些20、30多岁员工的职业路线，让他们尽快走上更重要的工作岗位，尽早参加集团高层会议。

挖掘价值的另一个方法是推荐能帮助员工个人弥补差距或增强能力的机制。这类机制包括更换员工岗位、建立咨询委员会，或指派人员帮助培养某一技能。例如，著名风投资本家约翰·杜尔（John Doerr）利用其庞大人脉网络，联系到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帮助他所投资一些小型初创公司构建技术力量。类似地，CHRO应更善于利用和其他CHRO的人脉，与那些能为我所用的人才互联互通。

CHRO可建议将某一部门拆分成几个小组，以促进增长和培养更多对盈亏负责的领导者。CHRO还可以在聘用驻国外办事处或某一大部门的负责人时，对工作需要的具体技能提供建议。其他建议可能主要与改善人际互动有关——人际关系质量、信任度、合作以及决断力。例如，CHRO可以与业务部门合作，进行月度而非年度总结。因为缩短行动和反馈之间的时间能增强动力，改善运营。


这些行为不要做。
 除了说清楚如何预测、诊断问题和推荐有利行动以外，CHRO的新合同还应界定什么是其职权以外的事。这样一来，CHRO的目标会更明确，也有更多时间从事更高级的工作。例如，诸如管理福利等服务和行政工作，应该从HR的日程安排中去掉，进行重新分配。分配方法之一是，将这些职责交给CFO。奈飞公司（Netflix），一些传统上由HR负责的流程和日常事务均由财务部门进行组织协调，HR只负责发掘和培养人才（见《延伸阅读》
 书单
 ）。另一种新方法是，将HR、财务、IT等部门的后勤工作统一由单独后勤部门管理，后者可由CFO或其他高管负责。

薪酬福利一直是CHRO的传统辖区，正如CFO很难理解社交体系中的微妙之处，CHRO也很难理解商业领袖面临的具体难题。因为薪酬福利对员工行为以及公司效率和灵活性影响很大，CEO和CFO最好能参与其中。在CHRO带头管理薪酬福利的同时，鉴于机构投资者和董事会起到越来越积极的作用，薪酬方面的决定应由CEO、CFO和CHRO三方共同决定。


CHRO是否称职。
 和CHRO签订了新合同之后，CEO需要针对CHRO目前和未来3年的工作要求和达成什么目标进行评估。多数CHRO都是在HR部门内逐级晋升至高层的。只有少数CHRO担任过公司业务方面的职务，多数都没有相关工作经验。光辉国际（Korn Ferry）研究表明，《财富》世界100强中，担任该公司CHRO之前，只有40人在HR领域以外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这种情况会对预测、诊断和改善公司业绩的行动造成阻碍。然而，如果CHRO能参与范围更广的讨论，就能加深对业务的了解。CEO应该给CHRO创造适应新角色的机会，并按季度对CHRO的成长表现做出评估。

评估CHRO的绩效一直是个难题。HR 高管的表现通常由以下内容来进行评判：在预算内建立新流程，从合适的地方招聘一定数量的新员工，或改善员工流动率及员工参与度。但这些业绩并不能直接创造价值。为了让HR成为创造价值、而非消耗成本的部门，绩效应和产出挂钩：收入、利润、品牌认可度或市场份额，而且与这些因素联系越紧密越好。

例如，CHRO的举措可能是：调动某高管关键下属，并改善该下属的业绩；安排强化某一关键技能的培训；从外部招聘胜任关键职位的员工；组成2、3人新业务/项目核心团队，增加公司总收入或净利润；调动某部门领导，因为两年来她没能恰当应对挑战；在必要合作中发现并解决矛盾。这些行动可监督、可证实，并与公司的业绩和财务数字紧密相关。这里有个实例：一位颇具潜力的年轻领导者接替某任职很长时间的副执行总裁管理某大公司的3个部门，收效甚佳。这位年轻的新任执行副总裁以增长为重且深谙技术。他抓住3个部门技术和生产上的共性，将产品开发时间几乎缩减到了以前的一半。3年内，这3个部门业绩超过竞争对手，在业内位居首位。



打造G3（CEO+CFO+CHRO）

为使CHRO成为真正合作伙伴，CEO应和CFO以及CHRO组成3人高管团队（后文中称为G3——译者注）。只有这样，才能将财务数字和生产这些数字的员工联系起来。这样做也显示了公司对HR的重视，说明CHRO的贡献与CFO同等重要。尽管一些公司可能希望把CHRO归为更大团队的一部分，比如还可能包括CTO（首席技术官）和CRO（首席风险官）。G3才是应该掌舵公司方向的核心团队，这“三巨头”应单独进行会晤。当其他员工埋首处理日常事务时，G3应高瞻远瞩，共同决定公司命运，并追踪执行中产生的任何问题，确保公司处于正轨。正是G3建立起了组织和经营成果之间的联系。

彼得·扎菲诺（Peter Zaffino）是全球领先的保险中介和风险管理公司达信的CEO。他经常和本公司CFO 考特尼·雷姆库勒（Courtney Leimkuhler）以及CHRO玛丽·艾略特（Mary Anne Elliott）单独交流。2015年4月，他们3人召开会议，评估组织和理想经营成果之间是否协调一致。会议一开始，G3从业务组合中选出一项业务，然后在挂纸板的空白页中间画一道竖线，将该页分为左右两部分。右边记录经营表现（雷姆库勒的专长），左边记录组织设计问题（艾略特的专长）。然后他们在页面上画一条横线形成2乘2表格，讨论两个简单问题的答案：哪些情况不错，哪些情况不佳？

“彼得本来可以自己单独填满这4格内容”，艾略特说，“但和我们一起寻求答案真正增加了价值。”扎菲诺也补充道：“整个会议占用的15分钟物超所值。我们已经有一套规范的经营流程，通过季度运行总结深入了解公司的财务表现，我们也聚焦人力资源，进行季度人才总结。因此你可能觉得我们不需要再引入一个评估公司管理业务流程了，但G3的做法让我们以独特的视角审视公司，而且不会增加任何官僚政治。”

G3合作在同一张页面上整合分散的数据信息，让团队能发现组织存在的问题，并由此对未来4到8个季度内的公司业绩进行预测。随着自然而然建立起的联系，G3的对话创造出巨大价值。扎菲诺说，“我们经常深入挖掘某业务表现背后的真正原因。当我们发现组织上的某些因素可能推动业绩增长时，会对其进行纵向而非横向的研究。”扎菲诺举了一个执行新销售计划的例子，HR也参与了这个计划。当时他关心的是：要保证经营结果与奖励酬劳成比例。“因此，我们没有使销售奖励和整体财务回报脱节。我们也不希望出现总收入提高，却不清楚应该如何对公司进行再投入、如何增加利润的情况。”CHRO也从她的角度进行考虑：这个销售计划是否能鼓励正确的行为，推动业务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发现此类内在关联也帮助G3判断什么是重中之重。“列举出我们想改进的所有事项很容易”，雷姆库勒说，“但难的是弄清从何下手。但当你了解到组织上哪些事务真正能推动绩效，就会明白应该先做什么。”例如，对HR而言，管理地区业务经理人事更迭是个挑战。因为此挑战难度颇大，所以容易拖延。发现行动力不足会阻碍公司业绩提升，能增加处理难题的急迫感。艾略特说，“在HR领域，我们经常探讨如何才能理解业务并与之结合。G3会议非常实用。当你跟CEO、CFO坐下来恳谈，就能避免纸上谈兵。一切内容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弄清组织需要做什么才能促进业务表现，以及如何将所有关键变量联系起来。”

“把会议人数控制在3人也很有道理。”雷姆库勒说。“让达信的10人高管团队全部参加讨论太过冗余。无论如何，人多并不意味着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扎菲诺说，“G3会议是总览公司全局最精简的方法。第一次会议结束时，我们3个人都感到十分满意，组织和业务被联系协调起来，我们对公司情况更有把握了。”

塔塔通信（Tata Communications）CEO维诺德·库玛 （Vinod Kumar）也实行非正式G3机制。库玛的公司为大型跨国公司提供通信、计算以及内部合作平台系统，包括许多电话和移动运营商。2012年时，服务价格下降了15%到20%，颠覆技术已在意料之中。为跟上形势，塔塔通信必须尽快进行业务转型，这意味着至少在短期内，从外部招聘、培养关键新能力的方法很难让公司降低日益升高的成本。库玛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CFO桑杰·布维加（Sanjay Baweja）和CHRO阿德什·戈雅尔（Aadesh Goyal）一起进行规划，将财务和人才因素纳入考量。

多次G3会议之后，3人达成共识：塔塔通信需要对冗余或不符合公司新方向的职位进行重组，并将职位转移到更合适的地方。采取这些措施能节约7%的员工成本。公司就可以用节约下来的成本投入必要的能力建设，主要是招聘销售、营销和技术方面的新员工。

G3下一步开始关注更长期的目标。塔塔通信在2013年末发起了一个全公司参与的项目，目标是不断改善生产力。最初的目标是将成本构成降低1亿美元，但其真正意图是建立新的企业文化。G3首先组建了跨职能团队，鼓励员工报名，以兼职形式参与其中。有500人加入了该团队，实施了超过50种新创意，最终节约的成本超出了预期。一句话，该项目大获成功，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无论是有计划还是非正式的，CHRO、CFO和CEO之间进行沟通现在已经在塔塔通信形成了习惯。库玛发现，CHRO戈雅尔明显已经对业务有了一定把握，于是做出大胆决定：他让戈雅尔承担更多责任，管理公司某一高增长部门，还让他进入了创新委员会，发现、投资和孵化新业务。



常规G3会议

为确保G3机制行之有效，CEO应该和CHRO和CFO定期会面。


每周评估情况。
 CEO、CFO和 CHRO每周应该会面一次，讨论他们在公司内外发现的、任何可能带来人际方面变化的早期警讯。因为3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将3人意见汇总，能得到更准确的判断。G3会议不一定需要3人同时在场，也可通过视频或电话会议进行——总之定期会面十分重要。经过一定的磨合，约6周后G3会议仅需要15到20分钟就能完成。

CEO应该负责定下这些总结会议的基调，保证3人之间的讨论平衡、态度坦诚和客观。为建立信任，CFO 和 CHRO 应保持中立，不能因为自己是CEO的左膀右臂而丧失操守。他们必须正直敢言，不说假话。一定时间之后，每名G3成员会更加了解彼此的思考角度，讨论也会更顺畅。3个人也会对公司有更多细致的了解，更乐于指出彼此的偏差，更善于识人和用人。


月度前瞻。
 每月G3还应该拿出几小时对未来4到8个季度进行前瞻，可以自问这些问题：哪些人事方面的问题会阻碍公司完成目标？哪些员工有问题需要解决？是否需要通过合作解决？某位管理者是否对竞争方向不够了解？哪些员工可能离职？

大多公司的确有运营总结的环节，但通常都是以季度为单位，对过去进行总结。G3的月度前瞻起预测和诊断作用，不仅对未来数字进行预测还包括人事事务。因为大多数失败和错过的机遇都与人有关，包括组织问题、动力枯竭、孤岛间的矛盾，在公司最高两个层级中出现的问题尤甚。矩阵式组织中不可避免会发生矛盾，G3需要知道矛盾到底出在哪里，这些矛盾是否会影响新项目的进展，以及相关负责人是否在处理矛盾。探究这些问题并非小题大做，或存心刁难，而是为了找到绩效表现优劣的真正原因，并先发制人或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制定3年计划。
 设想公司3年后的情况，决定投资哪些新项目以及在哪里投入资源，并非罕见做法。但这一过程中经常缺失的是对人事方面问题的深究：未来我们的员工是否具备能达成目标的技能、培训和态度？我们的员工是否具有应对变化环境的灵活性？大多战略规划都缺乏对组织中关键员工的考虑，或缺乏对竞争对手员工的考虑。

对人事的讨论应先于战略讨论（通用电气以此做法闻名）。员工的能力是什么？他们需要哪些帮助？他们是最优秀的人才吗？某公司的CEO和CHRO决定，每一高管职位需要有5名候选人——3名来自公司内部，2名来自外部。人才应永远放在大背景下考虑：哪些人表现出众？哪些人放任自流？哪些人快要跳槽？这些问题应该和影响你或你对手竞争力的其他信息一起考量。



新HR领导力通道

有些CEO可能对提升CHRO地位的建议感到犹豫，因为他们对CHRO的商业判断和人事敏锐度缺乏信心。他们担心，在招聘、解雇、工资、福利等问题之外，HR高管知之甚少。针对这些疑惑，应该给CHRO提供大量学习机会。G3会议上，可以让CHRO多接触业务内容，并对他们进行一定辅导。如果知识或技术差距依然存在，可以询问CHRO本人打算如何弥补短板。一些 CHRO能够迎头赶上，而另一些则不然，可能一开始，合适的CHRO新人选不多。（20世纪80年代，从各层级财会人员中寻找合适CFO人选也面临了同样问题。）

一个可靠解决方案是，为HR高管和业务高管打造新职业路径，让HR高管具有商业思维，让业务高管具有人事思维。无论是HR还是其他部门的初级领导，都需要接受判断、招聘和指导员工的培训。而那些HR出身的领导，应该接受商业分析方面的严格训练，正如麦肯锡对所有新员工的要求一样。HR管理者不应在本部门中纵向晋升，CHRO的人选应该具有在HR职能之外的工作经验，参与人事和预算管理。

所有具备晋升潜力的领导者需要在HR和公司其他部门间轮岗。而且公司最高3个层级的员工必须具有HR部门的成功管理经验，以此吸引人才到HR部门工作。此外，要确保此举不能只是走过场，因为那些对人事不感兴趣的人无法在高级职位上取得长远成功。



3年过渡到新HR

任何相信人才是持久竞争力源泉的CEO，都应该严肃看待重振和提升HR一事。建立与CFO和CHRO的协作机制，能够改善公司表现，扩展CEO个人能力。当然，改变并非一日之功，在我们看来3年是达到质变的最短时间。阐明对CHRO和HR部门的新期待是一个不错的开始；然后进行业务和人事的融合；重新设计职业路径和人才评估。然而所有改变的大前提是：CEO本人接纳变革，做出以3年为期的承诺，并着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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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不仅实现了无纸化，也实现了无人化。”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7-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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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尤里奇：


转变HR视角，创造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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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是由接收者创造的，而不是提供者。对于人力资源部门来说，HR的工作应该关注于能给他人提供哪些价值。这些价值不仅包括帮助员工更高效地工作，还包括HR对企业的客户和投资者能提供哪些商业价值。






商
 业世界日新月异，人力资源管理也随之不断发展。戴维·尤里奇（Dave Ulrich）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开创者，美国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教授。他最早提出了“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HR）概念，在此之前，人力资源一直被叫作“人事管理”（human management）。

尤里奇提出，在过去30年里，人力资源部门发挥作用、提供价值的方式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人力资源部门关注工作的状态和条件。他们和工会协商薪资、工作环境和配套服务等条款。一些工作延续至今，人力资源部门依旧关注事务性的工作，尤其是薪资部分。

第二阶段，人力资源管理更关注专业性技能。人力资源部门建立了一系列围绕着员工业绩展开的招聘、激励、培训体系。同时HR在企业内部还承担着沟通者的职能，还要制定组织结构和相关政策。

第三阶段，人力资源部门发展到将以上专业职能和企业战略结合在一起的阶段。如果一家企业将创新作为其战略，那么要招什么样的人？应付多少薪水？企业内部如何沟通？组织架构该如何设计？这些专业性职能要求都要和企业战略达成一致。

在最近4-5年，人力资源管理发展到了第四阶段，人们开始“由外而内”地看待人力资源部门。这一视角是要看企业对客户、对投资人都做出了哪些承诺，以这些外部期待的角度，来重建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流程。

2016年8月10日，戴维·尤里奇来北京参加了“2016人才经济论坛”，进行了“HR转型关键：打开战略窗口”的主题演讲。论坛期间，《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对他进行了专访，尤里奇表示：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重心，不在于招聘、薪酬、福利等传统活动，而在于给企业带来了什么结果，真正创造了多少价值。



由外而内的新视角


HBR中文版: 我们通常会认为HR部门是向内工作的部门，但你却提出了“由外而内”的HR。这一想法从何而来？



尤里奇：
 理论依据其实非常简单：价值是由接收者创造的，而不是提供者。如果我给妻子赠送一个礼物，这个礼物的价值是她能从中获得什么。对于人力资源部门来说也是如此，HR的工作都应该关注于能给别人提供哪些价值。这些价值不仅包括帮助员工更高效地工作，还包括HR对于企业的客户和投资者能提供哪些商业价值。（
参见：《由外而内的HR：HR为主要利益相关者创造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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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HBR中文版: 此前你提出HR的工作应该主要关注人才、领导力和能力这三项，这一次你强调的是人才、领导力和文化。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尤里奇：
 “能力”和“文化”这两个概念是可以互换的我一般喜欢说“能力”，因为它是一个更加宽泛的话题，但是很多人并不理解它的含义。所以这一次我使用了“文化”，文化是能力这个范畴下最重要的因素，直接说“文化”是想让大家能够一目了然。

人才是指招聘、薪酬、考核和培训等等；文化是从企业或组织的角度去考虑需求、组织架构和制度。而领导力是连接两者的桥梁。




HBR中文版: 说到领导力，根据德勤一份最新的HR调查报告显示，至今超过20%的组织仍没有领导力培养体系，这多少令人惊讶。既然领导力如此重要，为什么在实际管理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呢？



尤里奇：
 关于领导力我们也做了研究，调研了450家公司。在我们的研究里，几乎每一家公司都在领导力方面有所作为。我们发现了3种培养领导力的方式：培训、工作经验和工作之外的学习。

培训对领导力的培养贡献占30%，很多公司有自己设计的领导力培训体系，也会把高管送到各大商学院去学习。

工作经验对领导力培养的影响最大，占到50%。即便是初创公司也能够通过工作经验来培养领导力。一个初创企业的领导者要自己立项目、组团队和执行，从这些日常工作里就能学习到很多宝贵的经验。

还有20％的领导力培养来自工作之外，你可以尝试从日常生活中整理出领导力的模式。IBM通过捐赠专业咨询服务和产品，为非营利组织提供解决方案。它将捐赠作为领导力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获得体验。

我本人从阅读中也学到许多，阅读《哈佛商业评论》并不是我的工作任务，但是我一直阅读这本杂志，并且从中学到很多。我还从孩子身上学到许多领导力的东西。

因此，锻炼领导力，30%来自培训项目， 50%来自工作经验，还有20%来自生活经验。在没有设置领导力项目的企业中并不是无法锻炼领导力，抓住来自工作经验和生活经验中的那80%就会得到锻炼。




HBR中文版:这80%是否足够？在今天创业公司颇多，创业公司是否在初创时就要建立领导力框架？



尤里奇：
 这是一个非常难应对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领导力培训计划其实非常昂贵。杰弗里·普费弗（Jeffrey Pfeffer）在他的新书《领导力BS》（Leadership BS
 ）中提到很多企业的领导力培训项目尽管激励人心，却没有真正改变人们的行为。

做一个好的领导力培训项目需要大量的投资，你要对现有行为特点做出评估，设定目标，然后再给出需要学习的经验。还需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积累经验需要大量的工作。所以我认为与其做一个非常糟糕的领导力培训项目还不如不做。对于小型企业或初创公司，更好的方式是把领导者送去商学院学习一些高管领导力的项目。让他们在项目里学习在工作中学不到的东西。与其投资领导力项目不如先投资领导者。




HBR中文版:文化建设越来越受到中国企业的重视，但是困扰它们的仍然是如何让文化深入人心，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中，这更成为中国企业的管理难题，你的建议是什么？



尤里奇：
 我对此深有感触。很长时间以来，一谈起企业文化，人们就做这样一个比喻：如果企业是树的话，那么文化就是根，是价值的核心。可我认为这个定义很糟糕。我认为，如果企业是树，那么文化应该是阳光和雨水。是它指引着大树的未来，帮助大树生长，而并非如同根一般加固大树。

因此，如果你想看一个公司的企业文化，不要看它的价值体系，要看它对顾客做出的承诺。麦当劳过去被看作一家快餐店，它的文化转型做得非常成功。过去它坚持食物要快捷且拿取方便，现在它正在做两件事，推出更健康的食物——提供沙拉等稍微健康一些的食物；提供更好的客户服务——推出个性化的菜单：顾客可以选择汉堡里的内容，薯条和沙拉的配料等等。麦当劳通过转变客户对自己的认知来改变企业文化。这些印象渗透到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改变了薪水的设置，培训、招聘等等环节。

文化的建立也应该从一个由外而内的视角去看，因为企业提供的价值是由顾客所决定的。这一点上迪士尼乐园做得非常好。迪士尼乐园承诺给客户的是一段美好的时光，神奇的体验还有安全整洁的观景等等。这些内容内化之后就是他们的文化，表现为演职人员的热情、微笑和优质的服务。



与时俱进的胜任力模型


HBR中文版: 你之前提出过HR的20-60-20法则，这一比例对于如今的HR行业依旧适用吗？



尤里奇：
 是的。这一法则可以通用到金融、市场、技术等多个方面去判断人才。在我们经历过的每一项变革中，总会有20%的早期适应者，他们一直做得很好。也有10%—20%的人也许永远都不会有太大提升；60%—70%的人处于两者之间。

在HR领域也是如此。如果我和表现优秀的那20%的人合作，其实对他们没有什么帮助，我要做的是信任他们，让他们自己施展拳脚。我也不愿意花费时间在最底层20%的人身上，因为不论我做什么，他们都无法提高。

几周前我和80多岁的母亲一起回到我成长的城市，聊起了一些我小时候的事情。我小的时候学过3年钢琴，母亲还记得接到老师电话说：“非常抱歉，但我不认为你的儿子有弹钢琴的天赋和能力，如果我再教下去，就是浪费你们的钱了。”显然在弹钢琴上，我就是那最底层的20%。

我们要多多关注的，其实是中间那60%的人。在HR领域来说，这群中间水平的人他们想变得更好，也有提升自己的能力，并且愿意为提高自身而投入时间精力。培训指导这样的人力资源工作者能帮助公司做到更好的管理。




HBR中文版:在你的2016年新的hr胜任力模型分出9个角色之多。我们不是一直在倡导要将hr从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吗？这其中哪个能力最重要？



尤里奇：
 我们发现，尽管9种能力都很重要，但不是同等重要。比如“一个可信的行动派”是打开业务讨论的钥匙。别人邀请你参与业务讨论是首先因为信任你，相信你会有好的想法，不一样的观点。一旦参与了讨论，我们就要成为一个战略定位者。战略定位者要对公司业务足够了解，并且能为客户和投资者提供服务。业务决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处理矛盾。如何应对明显的紧张局势，又如何解决创新所引起的争执。因此可信赖、战略定位和矛盾疏通是9大胜任力的重中之重。（
参见：《HR胜任力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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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HBR中文版:HR的胜任力模型一直在变化吗？



尤里奇：
 是的。我从事HR研究已经有30多年了，因此也有一些优势。我们从1987年就开始研究人力资源胜任力。当时，我们就识别了140种行为，包括成为一名优秀的HR人员应具备的知识、应如何行事，以及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等等。每隔5年，我们会开展一次胜任力测评工作，如今已做了7次。

我们发现这140种行为中30％-40％的行为每4年都会有所改变。所以凭经验推测，大约每4年，HR人员就需更新30％-40％的新技能。例如，在此之前，疏解矛盾的能力从未出现在胜任力模型之中，使用社交媒体、管理社交技术的能力也没有出现过。

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有些人并不会改变自己的理论模型。但是世界发展如此之快，如果模型不随之变化也会过时。



应对不确定的新趋势


HBR中文版：在今天组织设计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更加灵活、敏捷，比如临时组织、自治组织、合弄制, 你如何看待这个趋势给HR带来的挑战？



尤里奇：
 合弄制是个有趣的尝试。这样的组织认为，公司并不需要规范员工合作的结构框架。而是通过“助推器”转变管理的思想和目标，共享思维模式，从而使大家有共同的信念和目标。想法非常棒，但也有可能走得太远了。有时候在合弄制的自治组织中，没有领导，没有老板，也没有责任制，这实际是错误的。

为了保证灵活性，企业还是应该建立4－5个流程。以客户为中心很重要，HR的所有工作都须确保能为市场提供价值。如果市场不承认HR所做事情的价值，那么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也就不会成功。

因此，搞清楚市场究竟需要我们做什么十分重要。而要做到这一点，信息是关键，因此HR应了解企业中信息是如何流动的， 是自上而下？还是群策群力？

第三，我们如何管理差异？企业应聚集各种人才，他们的观点也会不尽相同。曾经有位高管告诉过我，如果你和我的观点相近，那么，这意味着我们之间有一个人的观点不再重要。

这正是管理的悖论。在企业管理中通常会出现两种情况，一个是趋异性，即人们的意见不一；一个便是趋同性。如果你只招跟你观点相似的人，就能获得趋同性结果，不会有多样化的观点妨碍执行。的确，如果企业员工观点太多样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声音，就很难决策。但如果一个公司自上到下只有一种声音，也很危险。你得在执行之前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优秀的HR和企业领导者会在趋同与趋异之间找到平衡，他们知道如何处理这个管理悖论。正因如此，才会有诸多杰出的企业产生。通用电气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尊重所有的分歧，不过，一旦制定了决策，所有人就会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HBR中文版: 数字化转型也是企业面临的新挑战，它对HR的工作会有什么影响？



尤里奇：
 我担心的是人们谈及数字化时关注点不对，他们通常只关注软硬件——我会有新电脑吗?我会有新手机吗？我能在云盘中储存数据吗？这些都是软硬件的问题，而我们须从更宏观的视角去看数字化，关注数字化与管理的关联。

3年前，我们曾为一家公司服务。那家公司为自己完成了数字化转型非常激动，还做了很棒的人力资源分析。他们通过大数据、表现评估等手段成功预测了公司高层管理者的流失率，他们的数据精准度高达80%。然而我问了他们这样一个问题，过去5年中，你们流失了多少顶级高管？他们的回答是3%。我接着问道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用大把的时间和金钱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他们的回答是，人力资源就应该关注人才。

这是家快消公司，他们在产品上面临着许多难题，比如如何渗透非洲、东亚和欧洲市场，如何缩短产品制作周期。有这么多的业务难题要解决，而他们却只关注了如何留住高层领导者。我认为他们研究错了问题。这正是HR人员要学习的地方，不论企业是否数字化，HR总是要关注正确的问题，才能提供有价值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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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务性工作转向产出业务价值

新HR管理破解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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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展现业务价值始终是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困局和挑战。面对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企业需要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应对挑战，破解困局。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不再聚焦HR做什么，而是关注HR的产出，它将注意力从孤立的职能性解决方案转移到对业务更有价值的全面人力资本解决方案上。






在
 移动互联和全球化时代，劳动力比以往任何时代更有流动性、更加虚拟、更加多样化、更加稀缺、更加关注体验。怡安翰威特2013年中国区调研发现，企业普遍认为人员问题、产品/服务创新和市场因素是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其中人员问题是首要挑战。在新形势下，企业对解决组织、领导力、人才、激励和文化问题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强烈。然而，展现业务价值始终是HR面临的困局。公司领导以及HR领导们都在问着同一个问题：如何破解人力资源困局？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为HR的角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不再聚焦于HR做什么，而是更加关注HR的产出。

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将注意力从孤立的职能性解决方案转移到对业务更有价值的全面人力资本解决方案（例如改善人才供应、提高员工绩效或确保业务有能力交付战略）。与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不同，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需要HR部门聚焦外部，关注业务战略、客户和投资者。简单说，HR必须学会从业务的角度思考问题：未来三到五年之内，公司将走向何方？客户和投资者对业务的期望是什么？达成这些目标对人才和组织的要求是什么？公司如何更好地管理资源，以改善财务绩效？

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需要管理者，特别是HR专业人员转变心态。它要求HR专业人员承担更多的职责，更多从业务结果的角度看待问题，这对今天的人力资源管理既是挑战，又是机会。因此，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代表了HR的未来，代表了对人力资源困局的解救。（见后文《新旧人力资源管理的区别》

 ）

一些领先公司的HR部门，例如美国运通、第一资本、通用电气、IBM、思科、宝洁等公司都重新关注HR的思考方式和运作方式，强调业务结果。为了保证对业务战略的准确执行，他们非常重视人才管理。他们专注于对客户、投资者的价值主张及组织能力的一致性。他们还特别注意运用员工队伍的知识和创造力。这些公司的HR不仅证明了HR的价值，还提升了业务的价值。这些实践证明HR正在向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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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

为了确定HR未来的走向，以及HR专业人士未来应该做什么，怡安翰威特咨询公司对未来的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了研究，包括人力资源能力、架构、战略和价值主张。怡安翰威特访谈了50多位知名学者和HR高管，包括：沃顿商学院的管理专家彼得卡佩里（Peter Capelli）、美国南加州大学组织有效性中心的主任埃德劳勒（Ed Lawler）、斯坦福大学的杰弗里普费弗（Jeff Pfeffer）、密歇根大学的戴维尤里奇（Dave Ulrich）等。我们还访谈了HR变革领路人，例如：美国运通的凯文考克斯（Kevin Cox），曾经在家得宝工作的丹尼斯多诺万（Dennis Donovan），IBM的兰迪麦克唐纳（Randy MacDonald），星巴克的戴维皮斯（Dave Pace）和第一资本的马特斯凯勒（Matt Schulyer）。

为了识别未来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主题，我们就当前全球市场的人才状态、人力资源面临的关键挑战、业务主管对HR的期望和市场上的突破性创新等议题询问了这50多位学者和高管的想法及意见。他们的洞察，再结合怡安翰威特在人才和组织方面的丰富经验，我们对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了展望，包括：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将做什么，它们如何驱动价值，将有什么产出。

1．HR的四个赌注

基于我们的研究，HR会将赌注放在四个关键领域：提供扎实的人力资本数据分析，建设持续的人才引擎，驱动高绩效和扮演好组织管家角色。如果在这四个方面大胆下注，HR可以发挥最大影响力。（见后文《HR的四大使命》

 ）


人力资本研发。
 能够展示出员工管理实践和业务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是HR高管一直在探索的成功途径。一些管理专家，比如杰弗里普费弗（Jeff Pfeffer）和约翰布德罗（John Boudreau）主张一种以事实为基础的方法来制定人力资本决策。换句话说，HR必须继续关注人力资本衡量，但是要从“会计”衡量转向“预测”衡量，以方便管理层更好地做出战略决策。

大数据在营销、研发、IT、财务等领域都对改进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人力资源部门也应该像其他部门一样，从数据分析中获取价值，提供前瞻性的业务洞察。领先的HR组织都在使用复杂的数据挖掘技术和建模技术来识别关键的人力资本趋势。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必须配备具有分析实力的员工，能够参与组织的“金融工程”工作。

在第一资本，一个由前咨询顾问和工程师组成的HR团队，致力于帮助公司业务主管做出更加明智的人力资本决策。他们有权访问公司所有的人力资本数据，并进行各种分析，例如：员工敬业度、生产力、外包和内包的合理组合。最近，这个团队与其业务客户一起研究晋升率、员工敬业度、裁员和员工绩效之间的相关性。他们所有努力的重点都在于优化人力资本绩效。

在谷歌，几乎每一个和人有关的决策都是基于数据。由于HR领域的很多问题，都很少有证据能够直接证明某事是否的确可行。因此，为了更好地提出解决方案，谷歌将负责人力资本研发的三类人才混合形成一个团队，承担不同的角色，互相学习，包括：


顶级战略咨询公司顾问：
 知道如何通过结构化以及数据驱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擅长变革管理。


传统HR专业人士：
 熟悉人力资源模块，擅长人员管理技能。


分析师：
 通过分析、建模等方式证明方案的可行性。


人才引擎。
 人才引擎的创建，一方面要定义未来人才需求，改善现有的人才渠道，使人才获取工作更为快速和有效，因此应该贯穿人力规划、人员获取、评估、甄选、入职及首年绩效评估等各个环节。另一方面，HR还必须更好地主动开发和管理现有人才。怡安翰威特最佳领导力公司研究显示，在人才市场上“购买”领导者将变得越来越有风险，并且日益困难。“培养”领导者将是成功的惟一方式。为此，HR需要像组织管理产品和服务的供应链一样，需要一套严谨的方法管理人才。

IBM创建了一个集成的人才供应链，该供应链涵盖了人力资源规划、人员获取、学习、流动性和资源管理。IBM还让其业务伙伴密切参与到业务战略的规划中，帮助业务主管更加全面看待人才，并确保业务有执行战略所需要的能力。

怡安翰威特进行的最佳领导力公司调研显示，部分领先公司，如通用电气和宝洁，以领导力梯队管理而知名，他们已经建立了严谨的流程和举措，以培养顶尖人才。


驱动高绩效。
 对于高绩效的关注与以前的不同之处在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许多传统的方法，包括薪酬、绩效管理和人员发展，无法成功改善组织生产率。这些方法没有按预期带来广泛的、系统的影响。如今的HR部门不再只关注于个人激励，而应寻找能够驱动绩效的端到端流程，该流程始于目标设定和校准，包括对成果的问责，更加彻底和一致的反馈，终于差异化的、更具有针对性的薪酬和发展机会。


组织管家。
 现在的组织更加虚拟化、动态化，也更加全球化。同时，很多公司员工敬业度很低，对领导者和其领导的组织的信任程度也较低。

怡安翰威特全球员工敬业度调研发现，只有43%的员工信任公司高级领导层；42%的员工对工作没什么激情；40%的员工总是感觉到压力让自己精疲力竭。

很多领导者相信为员工提供价值感和目标感非常重要。事实上，他们坚信恢复或建立对组织的信任和诚信对于业务增长非常关键。领导者还发现，通过社区服务、关注可持续发展、慈善事业、环境保护甚至精神信仰来建立共同的目标感能够提高员工的敬业度，同时改善业务绩效。HR需要在创建和维持这些连接中起到领导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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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的四大使命

人力资本研发

新一代人力资源将引领数据挖掘和人力资本建模，以识别前瞻性的业务洞察。

人才引擎

新一代人力资源将管理无缝的“人才供应链”，对此领域重新定义和丰富化，来确保组织能够随时供应关键能力。

驱动高绩效

新一代人力资源将负责驱动组织层面、团队层面和个人层面的绩效。

组织管家

新一代人力资源将承担这一新角色，负责建立归属感、信任、诚信，甚至组织的精神意义。

（返回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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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R如何提高胜率


向供应链部门学习。
 四个领域展示了HR负责人应该将其赌注放在哪里。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就是如何提高胜率？事实证明，HR需要向其他业务部门，尤其是供应链部门学习，来找到方向。供应链的演进为HR提供了很多可借鉴的经验。供应链管理第一次演进是打破包括制造、采购、销售和其他职能的部门墙；第二次演进是整合外部供应商成为端到端的流程，达到无缝的客户交付。而供应链的下一次演进会将客户的偏好吸收进供应链模型中，以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一直以来，供应链工作的重点始终聚焦于通过立足需求、客户驱动的端到端流程，来衡量和驱动关键成果。

类似的演进也会发生在人力资源管理中。HR变革领跑者正在重新定向他们的关注点，从职能举措（例如福利、薪酬、人员配置和培训）转移到关注业务所需的集成解决方案（例如改进人才供应、提高人员绩效或确保业务有执行战略所需的能力）。为此，跨职能团队需要在关键举措上进行合作；但是，在很多情况下，HR需要走得更远。这意味着他们要打破传统的HR职能部门墙，创建团队，不仅研究当前面临的挑战，还对交付业务解决方案负有责任。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与业务主管紧密合作，开发解决方案，解决具体业务需求，从而交付更高的价值。

IBM意识到就像供应链部门管理产品和服务一样，人力资源部门需要一套严谨的方法管理人才。HR的使命在于创建集成的人才供应链，包含资源管理、学习、人才发展和流动性规划。

思科让一位有供应链背景的主管担任人才获取部门的负责人，从而改善人才需求预测，更好满足获取人才的目标。


能够驱动价值的产出和流程。
 越来越多的业务领导者不仅期望，还要求人力资源关注能够驱动业务结果的价值创造流程。我们已经识别了一系列能够为组织创建高价值的关键HR产出和流程。（见后文《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能够驱动价值的产出和流程》

 ）

企业通常都会希望实现这样的产出。然而，在不同公司，其重要性却可能因为业务成熟度、目标的不同而显著不同。在一个高增长的行业，人才供应可能处于较高的优先级。而成熟的业务往往希望维持市场份额，减少运营成本，因此改进员工绩效可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无论如何，HR必须要从职能导向或活动导向，转向结果导向。换句话说，HR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与它想要驱动的结果直接联系。

我们在研究供应链实践应用到人力资源管理时，有四个关键的经验教训：1）打破职能壁垒非常重要；2）流程负责人要对成果负责；3）产品和服务的设计需要考虑客户的偏好；4）衡量HR交付的结果。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关键产出和基本流程上，HR能够调整相关内容，并最终驱动实在的、可衡量的业务结果。如果HR不这样做，他们将失去体现价值创造的“商标”，而这些“商标”都是业务非常关注的价值创造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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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能够驱动价值的产出和流程


持续供应合格人才：
 确保能够持续供应组织所需的合格人才。


建立高绩效员工队伍：
 通过一系列的工具和流程（包括差异化薪酬、针对性的发展机会、一致性高的绩效反馈及对个人成绩的认可），将员工队伍绩效和业务目标捆绑在一起。


提升领导者和关键人才的能力：
 确保组织无论在现在还是将来，都能满足业务对领导力和关键能力的需求。


建立令人向往的雇佣关系：
 在组织内建立一个清晰的雇主品牌，并实施一系列的政策、福利方案、劳动关系实践和衡量工具来确保此品牌的达成。


实现业务重组活动的投资回报率：
 确保组织能够有能力实现并购整合、发挥合作伙伴价值，并调整架构和流程来改善生产率。

（返回阅读原文
 ）





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运作模式

怡安翰威特人力资本前瞻研究显示，关键员工保留率提高10%，能够为企业带来大约7000万到1.6亿美元的盈利。

尽管HR在人员管理上可能无法实现供应链部门的那种精益管理水平，但是基本的经验教训对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却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运作模式在HR战略、架构、流程、技术指标和HR能力方面展现出了显著的不同。运作模式实施需要坚实的基础，并在资源、技术和流程方面进行变革。因此，虽然转变到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需要经历几年时间，但是部分企业已经走了非常实用的前几步，为成功转型打下了基础。


定义产出。
 明确定义HR需要驱动的产出，阐明这些产出将如何帮助业务达成其目标。评估现有的HR举措，调整HR投资和资源，确保交付这些产出流程的有效执行。

一家全球性金融服务供应商的HR负责人为HR部门定义了如下关键产出，并对实现这些产出的举措进行了优先级排序：


❶
 持续供应高绩效的、具备公司所需能力的合格人才。


❷
 提升员工群体的敬业度，建立个人与组织的牢固关系。


❸
 建立有优势的人才管理方案及基础设施，及有竞争力的HR成本。


❹
 通过人，实现公司变革活动（并购、新创、剥离）的投资回报率。


进行差距分析。
 对HR交付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流程的能力进行评估，识别当前的优势和劣势，并制定行动计划，解决近期和远期的问题。在HR能够转型到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模型之前，HR技术平台等基本条件必须到位。


重新设计流程。
 聚焦于一个或多个能够最直接驱动业务价值的关键HR流程，例如改善人才供应或能力发展。举例来说，在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中，人才供应流程起始于人力规划，包括人员获取、评估、甄选和入职，终于首年绩效评估。人力规划有助于人力资源部门识别并预测人才需求，以更好地获取关键人才。人才供应的负责人还需要与HR部门的其他人员以及业务部门紧密合作，定义雇主品牌、识别关键角色、监控人力资源趋势并建立战略性人才获取的渠道关系。他们还需要监控雇佣资源的质量，确保通过人员获取渠道和甄选流程能够找到具有合适能力的新员工。

流程重新设计的关键在于打破职能壁垒，实现端到端，同时赋予流程负责人达成结果的权力和责任。


探索架构变化。
 一旦定义了关键产出之后，要采取行动来调整HR部门。这可能很简单，只是拓宽现有职能负责人的职责范围；也可能很复杂，需要对组织架构进行变革，选拔大量流程负责人。在新一代人力资源运行模式中，流程负责人需要在一些领域驱动关键产出，例如，人才供应、能力发展、人员绩效、雇佣关系和业务重组。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还包括HR运营负责人，负责管理事务性工作交付或外包服务，并且能够管理各项指标和相关数据分析。


提升HR能力。
 简单的为现有的HR资源分配新的角色，并期望他们能够交付新的服务，往往是转型失败的一个原因。

很多HR负责人都在评估现有的HR人才，来确认并解决能力差距问题。在很多HR组织中，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所需要的能力往往不能满足需求。

转型到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模型的一个关键点在于需要选拔或外聘具有合适能力的员工，然后让他们担任关键角色。关键的角色通常需要高水准的资源，包括流程负责人和业务伙伴。

流程负责人需要创建无缝的、端到端的流程，确保所有的部分都能结合在一起，同时还要保证HR实现正确的产出（而不仅仅是执行活动）。流程负责人需要将员工从事的单点活动与整体业务产出相联系，确保一致性。他们不仅仅要在流程中控制资源，还要监控进展情况，找到问题点，并提供流程改进建议。

在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模型中，HR业务伙伴将扮演组织发展方面的专业人士，他们能够协助业务负责人进行规划和执行业务战略，制定战略性的人力规划，识别关键角色，发展重要能力，开展继任计划，协助高管处理绩效管理，提供辅导和变革管理，并确保业务领导所采取的行动不会与当前的文化产生冲突。


识别新的指标。
 HR应该聚焦于与核心流程和产出相关联的指标。真实的情况是，HR经常会因为缺乏对价值主张的清晰的陈述（例如，他们在驱动什么样的产出，什么流程支持这些产出），而导致没有合适的衡量指标。指标能够帮助流程负责人了解流程执行的情况如何，识别流程链条中的问题，并诊断问题的来源。

例如，在人才供应中，关键指标包括合格的申请人比率、Offer接受率、多样化人才的百分比、新员工绩效合格率等。这些衡量指标能够使流程负责人更好地理解什么样的渠道有更多的候选人，什么样的渠道有更高的Offer接受率，以及新员工的绩效如何。简单来说，这些指标能够帮助改进人才供应流程。

很明显，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动摇了一些基础。它对原有的HR部门提出了挑战，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它要求HR要提供清晰的价值主张，重新调整方案和流程，重新思考指标，关注业务来获得更多的价值。

同时，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也为HR部门提供了一次巨大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自己奋斗多年的领域跳出困局，实现真正的突破。它打破了人力资源割裂、孤立的形象，培养系统性思维方式，考虑整体的产出。最重要的是，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能够帮助那些在思考这个问题的HR理解他们的贡献如何与业务需求相匹配。

少数公司已经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变成领跑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业务和HR负责人都致力于实施组织和人才战略来获得竞争优势。随着人力资源挑战越来越复杂，这些领跑者不断帮助业务更好地争夺并保留稀缺人才。最后，你必须要问一下自己，你希望所在的公司加入领跑队列，还是落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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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领先的电信公司已经根据新一代人力资源模式重组了其HR组织架构。在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中，流程负责人要负责驱动以下四个关键领域的产出：人才供应链、高绩效、能力提升和员工敬业度。这些流程负责人与BU组织绩效负责人和运营负责人一起组成了HR领导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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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麦高德是怡安翰威特全球合伙人，李晓红是怡安翰威特中国区首席知识官，人力资源有效性首席顾问。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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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拆人力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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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链接：https://www.amazon.cn/dp/B00SSHUK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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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对方法，升职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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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链接：https://www.amazon.cn/dp/B01K1526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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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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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21世纪英才新标准



让你的员工反叛！



【亿康先达】叛逆人才拥有最重要特质：好奇心



【升旭液压】给所有员工自由



【亚瑞投资】帮员工打破现状，领导者的每日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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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选对人，管好人

——员工管理没那么难


任
 何机构都存在问题，而问题往往与人有关。要解决企业出现的问题，首先就要选对人，其次是要管好人。



1.选对人

现在的商业环境酷似战场——VUCA（复杂、多变、模糊且充满不确定性），以能力来评估和任免人才显然已经不够。同一个人，目前成功担任某一职务，并不意味着他在新职务上也能成功，因为竞争环境、公司战略、合作对象和团队成员都会发生变化，所以企业急需的是具备潜力，即具有成长为复合型人才和适应复杂多变环境的能力的人才。

但只招聘到高潜力员工并不能解决企业出现的所有问题，员工管理的一大敌人就是要服从。



2.管好人

职场中，我们一直被教导要接受现状、顺应他人的观点和行为、认同那些能支持我们观点的信息。组织在有意无意地要求员工，把很大一部分真实自我隐藏起来。员工和组织都为此付出了代价：敬业度和效率降低，创新活力减退。

很少有领导者主动鼓励员工离经叛道；相反，大多数领导者避之惟恐不及。但是，不服从能推动创新、提升表现。相比从众，不从众更能提高一个人的地位。《让你的员工反叛！》一文中介绍了六种策略，帮助领导者在组织中激发建设性不服从，也让他们自己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增刊：选对人，管好人——员工管理没那么难



潜力：21世纪

英才新标准

21st
 CENTURY TALENT SPO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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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迪奥·费尔南德斯-阿劳斯（Claudio Fernández-Aráoz） | 文

刘铮筝 | 译　李钊 | 校

李全伟 | 编辑






在选聘人才时，组织一直强调能力，但在风云变幻的今天，这种选拔标准不再适用。组织应以候选人的潜力为重，潜力是具有成长为复合型人才和适应复杂多变环境的能力，它比智力、经验和能力都重要。管理者必须以五大关键指标衡量候选人是否具有潜力：正确动机、好奇心、洞见、参与和决心。






数
 年前，某电子产品零售业的家族企业为规范管理和扩展业务需要招聘一位CEO，我受邀参与猎头工作。

我与即将离职的CEO以及董事会共同确定岗位描述，然后开始搜寻和评估候选人。最后找到的候选人符合我们提出的所有条件：毕业于顶级院校，有业内几家顶尖公司的工作经历，担任过一家有国际声望大公司的区域经理。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制定的每一项“能力”得分上，他都达标。但事实证明上述这一切都无效，他无法适应当时技术、竞争和法规方面出现的巨变。任期内表现平平，这家公司不得不在3年后劝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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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故事和我刚从事猎头工作时的一段经历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我要为 Quinsa公司旗下一家小啤酒厂寻找一位项目经理。彼时我没听说过“能力”的说法，刚入行我也没有研究团队支持，互联网也尚未兴起。Quinsa是该地区饮品业惟一成气候的公司，独占拉丁美洲最南端的啤酒市场。因此我无法在业内找到符合该职位条件的人选。最终，我联系到了一位1981年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时的同学佩德罗·阿尔戈特（Pedro Algorta）。

值得一提的是，阿尔戈特是骇人听闻的1972年安第斯空难的幸存者之一，这次空难被多部著述记载，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天劫余生》（Alive）。阿尔戈特的传奇经历无疑让他成了“有趣”人选，但他没有营销或销售方面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然而直觉告诉我，他能成，最终Quinsa公司同意聘用他。事实证明，这是个明智选择。阿尔戈特很快晋升为科连特斯（Corrientes）啤酒厂总经理，后又被任命为Quinsa旗舰品牌Quilmes的CEO。他带领着当时被视为拉美最佳高管团队，将Quinsa从家族企业转变为备受尊敬的集团公司。




核心观点


难题所在


过去几十年间，在聘用和培养人才上，组织一直强调“能力”。工作被分解成不同的技能，符合这些技能要求的候选人会被聘用。但21世纪商业环境变化多端且极其复杂，精英人才市场紧缩，以致基于“能力”的选拔模式不再适用。




解决方案


如今负责招聘和晋升的决策者应该以潜力为重，寻找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环境的复合型人才。




使用工具


管理者必须以五大关键指标评估现任和未来员工：正确动机、好奇心、洞见、参与和决心。管理者还应该用更好办法防止员工流失，交给他们富有挑战性的任务，进一步磨砺精英人才。





为什么电子产品销售公司的CEO人选看似合适，却在实战中败北？为什么阿尔戈特这样显然不符合招聘条件的人却获得了巨大成功？原因在于潜力，即具有成长为复合型人才和适应复杂多变环境的能力。阿尔戈特有潜力，而电子公司那位CEO没有。

30年来，我一直评估和跟踪高管业绩。基于实战经验和深入研究，我确认：潜力是能够预测各级职位人选能否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不论初级、C级管理者还是董事会成员都是如此。我已经掌握如何判断候选者是否具有潜力的方法，以及如何帮助公司开发和利用这样人才，并将在本文中分享这些经验。当下商海变幻莫测，国际市场对精英人才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企业及其领导者必须进入识别人才的全新时代。我们对人才的评价标准已由体力、智力、经验和能力，转变为潜力。



迎接新人才时代

数千年来，我们对人才识别还没有彻底走出初级时代，选拔工作人选的标准多与体能相关。建造金字塔、挖运河、打仗、种地时代，我们都选择身体最健壮的人。尽管时过境迁，这些标准和工作要求关联度越来越低，但潜意识里我们依旧“按方抓药”。《财富》500强CEO们平均比美国人高2.5英寸，军事领袖和国家元首的数据也类似。

我本人出生于人才识别的第二个时代——智力、经验和业绩成为标准。在20世纪，智商即语言、分析、数学和逻辑能力，理所当然成了关键要素，尤其在招聘白领时更是如此。教育背景和考试成绩成了衡量智商的重要方法。工作标准化和专业化程度越高，不同公司和行业中的多数职位要求越趋同，很多工作的评估者越来越透明和可靠，以至于过往业绩变成重要指标。如果你寻找的是工程师、会计师、律师、设计师或CEO，那可在业内物色、面试、聘用最聪明、最有经验的候选人。

20世纪80年代，人才识别的第三个时代刚开始，我进入了猎头行业。这一时代的新标准，今天依旧盛行——“能力”。戴维·麦克莱兰（David McClelland）在1973年发表了《考察胜任能力而非智力》（Testing for Competence Rather than for “Intelligence”）一文，他认为应该用素质和技能来评价求职者，尤其是管理者，用这些标准来预测他们未来的表现。这一思考方式符合当时情况，因为技术革命和产业融合让职位描述变得越来越复杂，使得过往经验和业绩与新职位的相关度降低。因此，我们将一份工作分解为不同能力，从而找到符合能力组合的正确候选人。在聘任领导者时，情商也成为比智商更重要的标准。

如今，我们刚进入识别人才的第四个时代，潜力成为重中之重。如今的商业环境酷似战场——VUCA（复杂、多变、模糊且充满不确定性），以能力来评估和任免人才显然已经不够。同一个人，目前成功担任某一职务，并不意味着他在新职务上也能成功，因为竞争环境、公司战略、合作对象和团队成员都会发生变化。所以现在问题不是你公司的员工和领导是否具备正确能力，而是他们是否具有学习新能力的潜力。




顶级人才潜力

聚焦潜力能够改善组织任何层级的人才招聘，尤其是顶级人才招聘。和选择年轻经理时的情形相反，聘任CEO或董事会成员时，你经常会发现若干位候选人都具有合适的资历、经验和能力。正因如此，准确评估他们的动机、好奇心、洞见、参与和决心变得格外重要。

对CEO而言，一定要提前选拔继任者。理想状态下，新领导者入职后即可开展这项工作，但不要晚于现任即将离职前的3到4年。即使任期较长，亿康先达也会帮助公司从最高层之下的2到4层中，寻觅、评估潜力人才，设法留住那些潜力人才，将其发展为角逐顶尖职位的候选人。

我认识一位杰出的公司总监，她两度解聘有能力的公司高管，仅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该职位需要的足够潜力，而她希望将这些关键职务留给那些具备相应潜力的人。任命董事会成员也遵循同样的规则。我们公司的英国办公室最近帮助零售集团John Lewis Partnership评估两个非高层管理职位的一组候选人，使用了所有潜力指标，尤其是好奇心这项。毕竟，如果公司领导没有学习、成长和适应新环境的潜力，又怎会吸引到有前途的员工和有潜力的经理呢？





精英人才稀缺

遗憾的是，鉴别潜力要比能力困难得多，但并非无法实现，我在后文详述如何去做。此外，对招聘者而言，组织需要在史上最困难人力资源市场搜寻潜力人才。最近欧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掩盖了以下重要警讯：全球化、人口结构和上升通道的种种问题都会让未来几年高管人才越发紧俏。

2006年，我与哈佛商学院院长尼廷·诺里亚（Nitin Nohria）、亿康先达的同事一起研究“潜力”课题。我们收集了详细数据，采访了47家公司的CEO。这些公司市场资本总值达2万亿美元，收入超过1万亿美元，员工总数超过300万人。它们代表各大主要行业和地域，均为业内成功名企，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颇有经验。我们当时给它们的结论是，公司都将面临大规模人才荒。8年过去了，人才荒并没有改善，反而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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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详细分析上面提到的三个因素。全球化迫使公司走出本土市场，到海外寻找能助其适应全球化的人才。2006年时，我们的研究预计，到2012年大型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收入将提高88%。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其他机构最近的预测显示，从现在起到2016年，全球约70%的增长将来自新兴市场。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公司也加入世界范围内激烈的人才和顾客争夺战。例如，中国现在跻身《财富》500强的公司已从2003年的11家升至2013年的95家，其中跨国业务的增长占据了相当份额。华为公司有15万多名员工，其中很大比例在德国、瑞典、美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和印度的研发中心工作。另外还有很多与华为类似的印度和巴西公司例子。

人口结构对人才的影响也不容小觑。高管成长黄金期是35岁到44岁，然而这一年龄段候选人才正在锐减。根据我们在2006年的研究推算，年轻领导的人口总数将减少30%，再考虑到业务扩张需要更多高管，这将导致可供选择的黄金年龄高管候选人数将减半。与之形成对比的是，10年前这一人口变化主要发生在欧美，但到2020年，俄罗斯、加拿大、韩国、中国等国家的退休年龄人口数量会超过当年毕业参加工作的人数。

第三个因素产生的影响与前两者同等重要，却很少人知晓：公司并未给未来领导者提供上升通道。普华永道2014年的报告显示，68位CEO中的63%表示，他们非常担心各级别员工是否能获得未来所需的相应技能。

波士顿咨询公司引述的分析报告显示，56%的管理者认为，候选人现有的能力和未来担任高管职务所需技能之间存在极大差异。哈佛商学院教授鲍里斯·格鲁斯伯格（Boris Groysberg）在他2013年对高管预备项目参与者的调研中发现了同样问题：满分为5的条件下，受访者给其公司的上升通道打分平均为3.2；相比之下，他们给现任CEO打 4分,给现任高管团队打3.8分。调查中的其他一些反馈也同样令人忧心：没有任何一项人才管理实践得分超过3.3，岗位轮换等关键的员工培训项目仅得2.6分，换言之，很少有高管认可公司在识别和发展合格领导者方面所做的工作。

最近我同事在高管论坛上进行的访问进一步证实上述观点：参与访谈的823名领导者中，只有22%的人看好他们公司上升通道；仅有19%的人认为，很容易就能吸引到最杰出人才。

我发现很多公司（尤其是在发达国家），有半数高管再过两年就可以退休，但其中一半还没有找到继任者或有能力继任的人选。正如格鲁斯伯格所言：“如今的公司可能感觉不到什么，但未来5到10年，等到他们退休或离职时，要从哪里寻找下一代领导者？”

全球化、人口结构和上升通道这三者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会导致未来10年极大的人才需求缺口。人才争夺战不可避免，这是大多数组织面临的极为棘手的挑战。但那些知道应如何识别潜力人才、有效留住人才和开展培训项目进一步提高人才水平的组织，则可化挑战为绝佳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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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应该注意哪些特质


尽管对今日高管而言，潜力是决胜要素，但也不能忽视我们多年来在评估人才上积累的经验教训。



智商。
 你可能无需进行智商测试，但依然有必要审查教育背景、过往工作经验、进行面试，据此来评判候选人的总体智力水平，包括分析、语言、数学和逻辑推理能力。你寻找的不是天才，而是能胜任大多数工作、达到一定水平智商的候选人。因为智商不容易随时间发生改变，只要能满足所招聘职位的需求即可。


价值观。
 价值观至关重要，和工作要求密不可分，通过面试和背景调查不仅能判断诚实、正直等关键品质，也能发现候选人是否认同组织的核心价值观。


领导力。
 尽管不足以代表全部，但某些能力确实有助于评估高管候选人。尽管职位和组织各不相同，但最佳领导者往往具备8种能力。


1.战略定位：
 参与广泛复杂分析性和概念性思考的能力。


2.市场洞见：
 对市场有深入了解，知晓其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3.结果导向:具有明确改善关键业务指标的责任心。


4.顾客影响力：
 有服务顾客的热情。


5.合作和影响：
 能够和同事及合作伙伴有效合作，包括领导。


6.组织发展：
 有吸引和培训精英人才以改善公司的动力。


7.团队领导力：
 能成功集中、团结和建立高效团队。


8.变革能力：
 为达成新目标，改革组织和团结组织之能力。

面试和背景调查不仅应该用来评估以上能力，也应该用来评估潜力，以确定候选人是否过去在类似情况下，发挥出了这些能力。



（返回原文阅读）








优化聘用流程

第一步，选对人。正如亚马逊CEO贝索斯在1998年所说：“制定人才聘用高标准，现在是、将来也是公司成功最关键的要素。”那么在评估求职者和员工时，如何衡量其潜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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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发展和晋升有为管理者的“绿色通道”，很多公司都有比较成熟的“潜力培养”项目。但其中大多数只能叫做“以前优秀”项目，参加者多因业绩好而被认定为未来表现佳。但在VUCA情况下，这种预测并不可靠。在我主导的高管项目中，80%的参加者说他们公司已经弃用经验主义的数据模型。我承认，评估潜能比评估智商、业绩表现和各类能力都困难，但并非无法实现。经过20多年完善，亿康先达开发的模型，准确率至少可以达到85%。

我们发现衡量潜力的第一个指标是正确的动机，以强烈责任感和极高投入度去追寻一个大公无私的目标。高潜力者不仅有上进心，希望个人能有所建树，也心存高远集体目标，他们往往十分谦逊，努力做到更好。我们把动机放到首位，因为动机不容易改变，而且通常是潜意识的流露——这是一种品质。如果某人动机总是出于一己之利，他根本不会改。

根据研究，我们还判断出有潜力候选人具备的四种特质：


好奇心：
 渴望获得新体验、新知识以及别人反馈，以开放心态学习和改进。


洞见：
 收集并准确理解新信息的能力。


参与：
 善于运用感情和逻辑进行沟通，能够说服他人并与他人建立联系。


决心：
 面临挑战或在逆境中受挫时，依旧能为目标不懈努力。

回到文章开头的例子，我之所以认为阿尔戈特能在Quinsa成功，并非因为他具备了什么特殊的技能或能力，而是因为安第斯空难的严酷考验已经充分证明了他具备以上特质。他曾展现出无私动机，在幸存者中扮演至关重要但又谦逊的角色，为走出雪山探路的人提供给养：融化雪水给同伴止渴，从死去的乘客身上切下肉片，晾干后给同伴充饥。阿尔戈特没有被绝望击垮，对周遭环境始终保持好奇，冰上的融水引起了他的注意——水向东流。就是因为观察到这一点，只有他一个人意识到，濒死的飞机驾驶员误报了坠机地点。飞机坠落在安第斯山脉阿根廷一侧，而非智利一侧。等待救援的72天充分证明了他的积极参与和顽强决心。他不离不弃地陪伴濒死的难友阿图罗·诺盖拉（Arturo Nogueira），设法转移这位年轻人因腿部多处骨折带来的剧痛。他鼓励幸存同伴，不要放弃，说服他们达成“互助协议”，如果有人死亡，幸存的人可以靠吃掉死者的遗体而活命。

尽管阿尔戈特的CEO职责和他被困雪山的经历丝毫没有相似之处，但这些特质对他在Quinsa的职业生涯有极大帮助。在10年任期将尽，出于战略需要，他建议公司放弃他负责的农业综合企业，让大家用投票的方式让自己出局——这应该是他大公无私动机的最佳体现。他也是一名好奇心很强的高管，亲自走访顾客、客户，了解各个级别的员工，获得常常被忽视的意见。因此，他支持并采纳了很多革命性的营销提案，让Quilmes的销量提高了7倍，创下了历史性的盈利纪录。他独具慧眼，Quilmes和雀巢的继任CEO都是他选拔的人才。此外他也有独到的战略决策，例如他大胆出售所有非核心资产，使公司能够扩大区域性的啤酒业务。他的参与改变了Quilmes低效甚至有害无益的企业文化；他开创了管理者和下属一起开会的先例，后来公司上上下下纷纷效仿。最后一点，阿尔戈特在Quinsa也展示出惊人的决心。当时他受命创办一个新酒厂，刚接手就面临资金短缺问题，但他没有放弃，而是竭力融资。几个月后，阿根廷因货币贬值和严重通胀发生动荡，他依然挺了过来，最终工厂在15个月内建成并开始运营。

那么如何一眼辨别出应聘者或员工的潜力？像我了解阿尔戈特一样，详细梳理其生活和职业经历。通过深入的谈话，讨论其职业经历，做详尽的背景调查，挖掘出候选人的很多故事，进而判断其是否具有或缺乏这些特质。比如，不能直接问“你有好奇心吗？”而应该寻找种种迹象，判断他是否愿意自我提高、喜欢学习，以及能否在失败中吸取教训。



比较恰当的提问方式：

如果有人顶撞你，你会作何反应？

如何让团队中其他成员发表意见？

如何拓展思维、增加经验和进行个人发展？

如何建立学习型组织？

如何了解未知的领域？




将潜力人才简单粗暴地推上更高的职位，无法让他们成才。





提问题时，应要求对方回答具体事例，深入了解动机、洞见、参与和决心。还要与了解他的经理、同事和直接领导详谈。

领导者必须在组织上下推广这些访谈技巧。研究者发现，优秀访谈者评估的准确度和候选人最终表现好坏正相关。然而，与其参考某些糟糕访谈者的建议，还不如抛硬币。总之，很少有管理者从商学院或雇主那里学到评估技巧。在对高管人才管理项目的调研中，我发现，只有30%的人认为，其公司提供了足够培训。多数组织里似乎都有好坏不分的招聘专员。

相比之下，重视招聘过程准确度的企业能大幅提高成功选拔人才的概率。例如，亚马逊拥有数百名兢兢业业的内部招聘专员，开设有效评估培训项目，甚至有一批经过认证的“高标准”专员。他们在某一部门工作，同时也评估和否决其他领域的候选人。

淡水河谷（Companhia Vale do Rio Doce），即Vale集团与亿康先达合作，在2001年到2011年CEO罗杰·阿格纳利（Roger Agnelli）任期内，采取了类似策略。在他监督下，每一位高管的人事任命，均需对公司内外候选者进行客观、独立且专业的评估。鼓励管理者优先考虑有积极的动机、好奇心强、有洞见、参与度高且有决心的候选人，即使他们可能缺乏经验或缺少某方面的能力。阿格纳利说：“我们绝不会选择那些对我们长期战略和目标没有热情和责任感的人。”按上述标准，他们在全球聘用和晋升了约250名高管，这一策略收效甚佳。Vale成为国际矿业公司，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表现超越同行。



防止员工流失

一旦从外部招聘到或在内部发现真正有潜力的人才，下一步就是留住他们。毕竟竞争对手也在争夺市场上的人才，很有可能挖走你的人。阿格纳利表示，他在Vale任内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不是公司的高收入、高盈利或股价上涨，而是公司内部提拔的管理者素质不断提高。“在5、6年之后，公司所有管理者都是从内部提拔。”他说，成立优秀团队和留住团队成员，是任何领导者或组织获得成功的关键。

2011年巴西政府使用其在Vale的61%控股迫使阿格纳利离职，执委会8名成员中的7名也在一年内自动解职，公司市值很快折半。虽然这一决定与巴西以及国际股票市场看衰大宗商品股有关，但Vale的直接竞争对手力拓（Rio Tinto）和必和必拓公司（BHP Billiton）同期市值并不像Vale缩水如此严重，显然这和投资者对流失核心团队的公司失去信心不无关系。

那么该如何向阿格纳利治下的Vale集团学习，并避免公司后来的惨剧呢？正如丹尼尔·平克（Daniel H. Pink）在他的《动力》（Drive）一书中所述，我们大多数人，尤其是知识型员工的源动力有三：自主权——掌控自我人生之自由；一技之长——在专业上追求卓越；目标——渴望为自我之外更大的事业服务。

当然，经济回报也很重要。所有员工，特别是高潜力员工，都期望回报与努力、贡献成正比，以便和从事类似工作的其他人区分开。然而，就我的经验而言，尽管不公平的薪酬制度会打击工作积极性，但超过一定程度之后，薪酬的重要性比大多数人想象得小。我追访过一些通过本公司找到工作的求职者，他们在新岗位干得不错，但3年内便离职了。我发现，85%的人离职后都找到了职位更高工作，只有4%的人表示，更高薪水是他们离职的主要原因。更普遍的原因是与上司不和、获得支持不足以及缺乏成长机会。

组织需要提供公道的薪资，最好能比平均水平高些，但也要在四个方面赋予自主权：任务（要做的事）、时间（何时做事）、团队（和谁一起做事），以及技术（如何做事）。组织设立有难度但依旧可以完成的挑战，减少分心的杂务，能让有潜力员工在专业上有所建树。贝索斯、阿格纳利等领导者的成功之道还在于为有潜力员工组建优秀的团队，让他们参与到组织和社会性的更大目标之中。可惜阿格纳利离开后，Vale集团对留下领导者的激励大不如前，因此很多人选择了离开。



横向拓展

最后你的任务是，为潜力人才提供发展机会，让他们走出自己的舒适地带，发挥潜能。澳新银行（ANZ）的分行遍及33个国家和地区，约翰森·哈维（Jonathan Harvey）是澳新银行的人力资源高管，他说：“在给未来领导者部署任务时，我们都让他们经历下一个角色的极限挑战，因为当他们面对困难承受达到极限之时，也正是学习和进步最快的时候。我们不强求他们超越极限，但我们需要全面发展、价值导向和具有全球视野的领导者，适当激发潜能的拓展任务能帮助他们达到更高目标。”

我总以日本为例来说明不努力栽培潜力人才的后果。2008年我和亿康先达东京办公室的Kentaro Aramaki一起评估日本高管的潜力和能力，即对比上述指标，客观测评哪些高管能担负更重大的责任（
见《你还应该注意哪些特质》

 ）。我们将日本高管得分和全世界数据库中的平均分进行比较，结果令人费解。日本高管的潜力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能力却低于平均水平，好比选出的好苗最后没有成材。日本的人才培养流程出了问题，至今问题依在。尽管日本的教育机构和文化中强烈的职业伦理观让管理者起点很高，但会在成长时遭受重重障碍。长期以来日本领导者晋升通道十分单一，只能在同一家公司的同一部门，恭恭敬敬地熬到自己是整个部门最资深的员工之后，才能升职。

最近东京一家跨国集团企业请我们为几十位高管做测评，他们都是50多岁。这家公司涉足很多行业和地区，本应是培养高管的练兵场。然而，参加测评的高管中只有一位管理过一条以上的业务线。所有测评者驻外的工作时间平均只有一年，而且英语水平有限。因此，没有继任CEO的合适人选。所有测评者工作的起点都很高，他们都是工程师，分别在研发、产品战略或营销部门待了20多年，他们的潜力都被浪费了。

将潜力人才简单粗暴地推上更高的职位，让他们控制更大笔的预算和管理更大的团队，这样的直线上升确实能有助其发展，但无法加速他们成才；横向轮岗，多元化、复杂、具有挑战性的职位才能让他们迅速成长。最近我们让全球823位高管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激发了他们的潜力，71%的人给出的答案即激发潜能的拓展任务。另外，49%的人提到了轮岗和个人导师，这个因素位居第二。

那么如何确保组织员工的拓展任务和岗位轮换工作符合他们需求呢？再看澳新银行的例子，2007年到2010年间，该公司将业务扩展到亚洲，进行了大规模招聘，因此决定改善其领导培养流程。流程改革的重点是公司的关键业务领域，包括有重要的战略价值、需要系列稀缺能力、会因员工表现不同结果迥异的领域，以及如果一旦职位空缺就会危害到公司业务为继和发展势头的领域。

澳新银行评估了所有管理者的潜力，然后将得分最高的人分配到上述关键业务领域中。其他人才培养倡议包括“多面手银行家项目”，每年给10到15名参与者提供批发、商业和零售银行、风险管理以及运营部门岗位轮换两年的机会，以积累广博的行业和企业知识。岗位轮换后参与者被分配到固定岗位，专注于积累地域、文化、产品以及面向客户的经验，例如内部审计岗位就是必修课，确保他们了解银行控制体系。该项目有效期长达15年，最终目标是培养出区域CEO。

这一项目已初见成效。3年前澳新银行70%的高层都来自外部招聘，现在这一数字降至20%以下。内部调查显示，员工参与度从64%提高到72%，而且衡量员工对顾客服务和产品质量责任感的“同期表现卓越度”从68%升至78%。此外，公司在其他方面也因该项目而受益。2013年公司连续第二年在享有盛誉的格林威治顾客调查（Greenwich customer survey）榜上排名第4，而2008年的排位只居第12。

地缘政治、商业、产业和就业变化如此之快，让我们根本无法预测短短几年后什么样的能力才能成功。因此，识别和培养潜力人才至关重要。我们要寻找动机强烈的人才；在追求有挑战性目标时敢为人先；为人谦虚，把集体放在个人之上；充满好奇，永不满足地探索新思想和新途径，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种种关联；积极参与工作并与他人互动；以及具有克服挫折和障碍的决心。但这并不意味着忽略智力、经验、表现以及特定能力等因素，尤其是与领导力有关的因素。

总之，无论在组织的哪一层级，最重要的是，找到、任用高潜力人才、留住人才，发挥他们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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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迪奥·费尔南德斯-阿劳斯
 是亿康先达国际咨询公司（Egon Zehnder）高级咨询师，以及《人才决胜》（It’s Not the How or the What but the Who）一书的作者（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 2014 年出版）。





增刊：选对人，管好人——员工管理没那么难



让你的员工

反叛！

LET YOUR WORKERS RE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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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卡·吉诺（Francesca Gino）| 文

王晨 | 译　蒋荟蓉 | 校　李源 | 编辑






大多数领导者都没有机会从头建立一个团队。他们被安插到既有团队中，需要一些指导来提高管理水平。沃特金斯建议采用3个步骤改善管理：评估你所接管团队的员工，改造团队，以及加速团队发展。




最近，我对不同行业超过2000名员工进行调查，近一半参与者称，在公司时常感到需要服从；超过一半人认为，在他们的组织中，大家不会质疑现状。此前我曾对企业高管和中层管理者进行调查，结果与此相近。这些结果显示，组织在有意无意地要求员工，把很大一部分真实自我隐藏起来。员工和组织都为此付出了代价：敬业度和效率降低，创新活力减退。（
参见《服从的危害》

 ）

根据我的研究和实地调查，并参考其他心理学和管理学研究成果，我将在下文中给出职场中服从行为的三个原因，解释为何服从文化会给组织带来损失，并提出解决方案。

当然，服从并非一无是处。但要想取得成功并不断发展，组织必须一方面确保正式和非正式规则得到遵守，以此保持必要的稳定，另一方面给予员工做好工作所需的自由。目前，组织文化普遍偏向服从的一极，处于失衡状态。在我最近另一项针对不同行业超过1000名员工的调查中，只有不到10%的人认为他们所在的组织鼓励不服从。这并不令人惊讶：几十年来，科学管理原则大行其道，领导者只想着设计高效流程让员工去遵循。现在他们必须考虑，在何种情况下服从文化可能危害他们的企业，并且允许甚至倡导“建设性不服从”（constructive nonconformity）——为增进组织利益而与组织规范、一般做法和普遍期待相背离的行为。



服从文化为何大行其道

职场中的服从行为如此普遍，其背后有三个互相关联的原因：


我们承受着社会压力。
 从童年开始，我们就认识到，在言谈、行为、着装等方面遵循社会规范，将能带来现实好处。从众让我们感到被接纳，感到从属于主流。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在20世纪50年代的经典研究证实，从众压力非常强大：即便知道会导致糟糕决策，我们也会顺应大多数人的意见。在一项实验中，参与者要完成一道看似非常简单的观察练习题：判断一张卡片上的三条线中，哪条与另一张卡片上的线等长。单独完成练习时，参与者都做出了正确选择。但当和研究者安排的演员（即所谓的“托儿”）一起答题时，75%的参与者至少有一次认同了演员们有意给出的错误意见。换言之，为了“融入团队”，他们选择了错误答案。

很久以来，组织就在利用人性中的这种倾向。古罗马人在家人葬礼上雇用“职业吊唁者”，剧院找来“托儿”在演出中叫好，医疗用品广告总会说有多少医生使用这种产品，等等。

职场中的服从行为有很多形式：模仿职位相似同事的行为、表达合适的情感、得体着装、时时对领导的意见表示赞同、默认团队的糟糕决策，等等。而屈从于同侪压力，往往会降低人们的敬业度。这很容易理解：从众的需要经常与我们真实的偏好和观点相冲突，因此会让我们感到无法做自己。我与美国西北大学的玛利亚姆·库察基（Maryam Kouchaki）哥伦比亚大学的亚当·加林斯基（Adam Galinsky）合作的研究显示，人们感到在工作中无法做自己，通常是因为在压力下不得不顺应大多数人。


我们太安于现状。
 在组织中，标准、惯常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对塑造长期表现起着关键作用。但它们可能让员工止步不前、降低工作敬业度、限制创新或追求卓越的能力。很多传统做法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只是出自习惯，或者心理学上讲的“现状偏差”（status quo bias）。当固守惯常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时，我们认为自己是正常的，并因此感到安心。此外，研究反复证实，相比改变现状可能带来的收益，我们对潜在损失更为在意。这都导致我们倾向于维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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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能够在工作中做自己的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度更高。





但固守现状可能导致乏味无聊，让组织愈加懈怠和停滞。Borders、黑莓、宝丽来、MySpace等很多公司都曾掌握成功的钥匙，但都因为没有与时俱进而最终失败。这些公司领导者太过安于现状，固守传统，回避了那些本应能带来持久成功的不服从行为。


我们以自利方式处理信息。
 服从文化如此普遍的第三个原因是，我们倾向于重视支持我们既有观点的信息，而忽视挑战我们观点的信息，从而忽略那些可能促成积极改变的事情。更糟的是，我们还倾向于将意外的或令人不舒服的信息视为威胁，并因此回避它们。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有动机的怀疑主义”（motivated skepticism）。

研究显示，我们看待客观证据的方式，其实和在浴室里称体重如出一辙：如果体重秤的读数让人不满意，我们会心想也许体重秤出毛病或自己看错了，然后再称一次；而如果读数让人满意，我们就会认为它是正确的，然后开心地去洗澡。

再看一个科学上更严谨的例子。在一项实验中，心理学家彼得·蒂托（Peter Ditto）和大卫·洛佩兹（David Lopez）要求参与者评估一名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大学招生官评估申请者的方式一样，参与者要逐一评估有关该学生的信息。这些信息相当负面。参与者一旦得出确定结论就可立即停止评估。开始评估前，研究者通过向参与者提供被评估学生的照片和其他信息，引导参与者得到积极或消极印象。如果初始印象积极，参与者会一张接一张翻看卡片，寻找能支持他们打高分的信息；而如果初始印象消极，参与者只会翻看几张卡片，然后耸耸肩，到此为止。

如果不能理性评估那些与既有观点相冲突的信息，而只重视支持自身立场的信息，我们就不知不觉放弃了做出好决策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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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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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何总是顺应他人的行为？自从2001年从故乡意大利来到美国，弗朗西斯卡·吉诺（Francesca Gino）就一直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虽然原本打算只停留一年，她仍感到有一种压力，逼着她和别人保持一致。

“我去上了演讲课，”她说，“因为我担心自己的奇怪口音会让我显得和别人不同。我还决定来个‘衣柜革命’，买美式衣服。”但这样似乎感觉不对。所以，延长逗留期限后，她选择“就做自己”。

这段经历让她难以忘怀，也引发了学术上的兴趣。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以及如今的哈佛商学院（任商业管理Tandon 家族教席教授），她一直在思考：是什么触发了服从的意愿？服从何时对个人和组织有益，何时有害？对于所在的组织，对于自身，领导者如何在服从和不服从之间找到平衡？

吉诺认为，员工敬业危机的加深和企业适应变化能力的下降，都可能与组织中普遍存在的服从压力有关。她开始调查哪些组织的领导者鼓励员工做自己、发挥个人招牌优势并挑战现状。她在很多不同行业中找到了例子，包括软件、娱乐、金融服务、阀门制造、食品加工、高管猎头等。借鉴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研究成果，她总结出了这些公司鼓励“建设性不服从”的具体策略。

在本组文章中，吉诺论述了她的发现，分享了案例，并提供了实践建议。她希望领导者能运用她的建议打造更创新、更高效的工作场所，让员工能够全身心投入、发挥最大潜力。

认为能够在工作中做自己的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度更高。





鼓励建设性不服从

很少有领导者主动鼓励员工离经叛道；相反，大多数领导者避之惟恐不及。但是，不服从能推动创新、提升表现。相比从众，不从众更能提高一个人的地位。在我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西尔维娅·贝莱萨（Silvia Bellezza）、哈佛大学的安娜特·凯南（Anat Keinan）合作的研究中，那些违反常规举动的人，如穿红色运动鞋的演讲者、穿帽衫和牛仔裤到华尔街办事的CEO、做幻灯片展示时用自己模板的人，都被观察者认为地位较高。

我自己的研究同样显示，特立独行会让我们在做事时更自信，让我们感觉自己是独特的、投入的，带来更优异的表现和更高的创造性。在一项实地研究中，我要求一组员工采取一些违反常规的行动（包括在不同意同事的决策时说出自己的观点、不顾他人期待表达内心真实感受等），另一组员工主动随大流，第三组员工按惯常方式行动。三周后，相较其他两组员工，第一组员工更认为自己的信心和工作投入度有所提升；在该研究设置的另一项任务中，他们也展现出了更高的创造性；管理者对这些员工的工作表现和创新能力评价也更高。

下文中，我将介绍六种策略，帮助领导者在组织中激发建设性不服从，也让他们自己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步骤1：


让员工有机会做自己

几十年来的心理学研究证实，当同事认同我们的看法时，我们会感到被接纳，并感觉自己的观点更可信。然而，虽然与他人保持一致让我们感觉良好，但我们无法享受做自己的益处。伦敦商学院的丹·凯布尔（Dan Cable）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弗吉尼娅·凯伊（Virginia Kay）在一项研究中调查了154名进入职场4个月的MBA毕业生。相比感觉不得不隐藏真实自我的人，认为能在工作中做自己的人，敬业度和对组织的忠诚度平均高出16%。在另一项研究中，凯布尔和凯伊调查了2700名教龄一年的教师，并分析上级对他们表现的评分。结果显示，认为能够表达真实自我的教师得到的评分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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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的危害

组织普遍对员工施加强大压力，要求他们服从。在最近一项对美国不同行业2087名员工的调查中，近49%受访者同意这一说法：“我在这家公司中持续感到服从的压力。”

这对员工和组织都造成严重损害。相对其他员工，感到需要服从的员工在若干维度上对工作体验评价都更负面。具体情况如下列图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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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以下是一些帮助员工保持本真的方法：



让员工思考怎样才算做自己。
 这件事可以从员工入职培训时就开始。在我和丹·凯布尔、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布莱德·施塔茨（Brad Staats）进行的一项实地研究中，我们略微调整了印度IT公司Wipro业务流程外包部门的入职培训内容：给新员工半小时，思考自己有哪些特别之处、怎样做才能保持本真，以及如何在工作中做自己。之后，我们将这些员工和参加传统培训但没有进行类似反思的员工做对比。结果发现，前一类员工设法让工作与真实自我相契合，例如在接听客户来电时进行自主判断，而非一味遵从公司规定的脚本。这些员工的敬业度更高、业绩更好；入职7个月后，他们留在公司的几率也更高。

领导者也可以在一天的工作开始时要求员工做这类思考。另外，新年到来时，员工和领导者自然可以思考一下，怎样做才能让自己保持独特和本真，以及对工作做哪些调整（即便只是很小的调整）才能避免一味服从。在某些职业节点，如绩效评估、晋升、承担新角色等，领导者也可以鼓励员工进行类似反思。


告诉员工做什么，别规定怎么做。
 1990年至2001年担任美国西南航空公司执行副总裁期间，柯琳·巴雷特（Colleen Barrett）实现了让员工真正做自己的目标。例如，空乘人员可以用自己的独特风格和幽默的方式，来进行法律规定的客舱安全广播。“我们一直认为爱好可以成为职业，这样你在离家去上班时，也永远不用伪装、不用演戏。”她说。这个理念让西南航空在载客量、盈利能力、顾客满意度和员工保留率方面都成为行业翘楚。


让员工独立解决问题。
 如果领导者允许员工在某些情况下自主决定处理措施，将有利于他们保持本真。20世纪90年代，英国航空公司抛弃了繁冗的顾客服务手册，允许员工在合理限度内，自主应对乘客提出的要求。（参见《哈佛商业评论》1995年11-12月刊文章，《竞逐客户服务：访英国航空公司科林·马歇尔爵士》Competing on Customer Service: An Interview with British Airways' Sir Colin Marsh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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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西的Semco Group，员工自己制定工作计划和生产指标，甚至还能选择自己薪酬的数额和形式。





还有一家公司也主张这个理念：美国南部的快餐连锁Pal's Sudden Service。这家公司采用精益原则，鼓励员工发现并解决问题，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汽车餐厅服务一辆车的平均时间仅为18秒，订单错误率仅为1/3600（行业平均值为1/15），客户满意度为98%，卫生检查得分高于97分。Pal's助理店长的离职率低于2%；30年间，仅有7位经理离开，其中两位是退休；一线员工年离职率为34%，仅为行业平均水平的一半。Pal's对员工培训投入很大：新入职一线员工平均接受135小时的指导，而行业平均仅为2小时。这让员工感到有信心独立解决问题，同时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寻求帮助。当我为写作Pal's的案例进行采访时，一位经理举例说明他是怎样鼓励一线员工独立做决定的：“一名16岁的员工给我看一个沾上了面粉的热狗面包，问我这还能不能卖。我的回答是：‘你决定。你想把它卖给客人？’”

让员工定义自己的工作。加州番茄制品公司晨星公司要求员工拟定“个人商业任务目标”，来定义他们的角色，并制定一段时间内有助于公司成功的具体工作目标。这些陈述是“员工知情同意书”（CLOU），即员工合同的一部分。CLOU须由员工与同事共同制定，它定义每名员工如何与团队合作。晨星公司创始人克里斯·鲁费尔（Chris Rufer）的个人商业任务目标是“创造世界领先的番茄加工技术，让我们的工厂永远新鲜如初”。销售和营销部门一名员工的目标是“让每位顾客的舌尖和大脑永远记住晨星公司番茄制品的味道”。物流部门一名员工的目标是“可靠、高效地为客户提供让他们垂涎欲滴的产品”。




步骤2：


鼓励员工发挥招牌优势

米开朗基罗曾说，雕塑就是唤醒理想的形象，把它从石料中解放出来。我们内心都有理想的形象，也就是我们的招牌优势。它可以是人际交往能力，也可以是在任何事态下看到积极面的能力。我们在生活中会自然地使用这些能力，也都渴望去做最擅长的事，并得到相应的认可。领导者的任务就是鼓励员工、也鼓励自己去定义各自的工作，从而发挥各自的优势。以下做法会有帮助：



[image: ]





让员工有机会发现自身优势。
 在我与丹·凯布尔、布莱德·施塔茨和密歇根大学的茱莉亚·李（Julia Lee）合作的研究项目中，我们请一些国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领导者每天早上思考自己的招牌优势是什么，以及如何利用这些优势；他们还要阅读同事和朋友描述他们处于最佳状态时表现的文字。相比对照组，这些领导者表现出更高的敬业度和创新能力，他们的团队也表现更佳。


按照员工优势设置职位。
 Facebook很出名的一点是，无论是否有空缺，它都会将有才能的人招致麾下，了解他们的优势，并设计出适合的职位。还有一个例子，是意大利摩德纳的一家米其林三星餐厅Osteria Francescana，它在2016年被评为全球50佳餐厅第一名。大部分餐厅，尤其是顶级餐厅，会在内部设置严格的层级制度，每个职位都有特定头衔。而在Osteria Francescana，所有职位和相应职责都是为每名员工量身设计的。

发现员工的优势，需要管理者付出时间和努力。Osteria Francescana老板兼主厨马西莫·波图拉（Massimo Bottura）会安排实习生进行至少几个月的轮岗，以便他和团队设计出符合新人优势的职位。这样，所有员工都能得到最适合的位置。

如果这种做法对于你的组织太有挑战性，可以考虑给予员工一定自由度，在给定的职责范围内做选择。




步骤3：


质疑现状，也鼓励员工这样做

可重复的实践能够保证稳定性，让企业受益。但通过挑战标准程序和传统，领导者可以激发员工的热情和创新精神。以下方法已被证明有效：


问“为什么”和“假如”。
 在担任伊斯坦布尔丽思卡尔顿酒店总经理的几年间，麦克斯·扎纳尔迪（Max Zanardi）不断向员工这样提问，带领他们为客人提供真实和不寻常的体验，创造性地重新定义了豪华酒店。例如，员工每年都在酒店餐厅外的露台上种花；一天扎纳尔迪问：“我们为什么一直种花？种点蔬菜或药草怎么样？”结果，露台花园开始主打药草和餐厅使用的天然番茄，大受客人欢迎。

质疑现状的领导者让员工有理由保持投入，并常常能激发新鲜观点，让组织重新焕发活力。


强调本公司并不完美。
 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共同创始人、公司总裁埃德·凯特穆（Ed Catmull）担心，新员工会因为皮克斯的光环而不去挑战现行做法。（参见《哈佛商业评论》2008年9月刊文章，《皮克斯如何铸就集体创造力》How Pixar Fosters Collective Creativity）因此在新员工入职培训时，他会在演讲中介绍公司犯过的错误。大家都是人，会犯错，而组织也不可能完美。强调这点，能让员工更自由地参与建设性不服从。


先把基本的事情做到最好。
 领导者应确保员工完全掌握事情的惯常做法，这是建设性挑战现状的基础。Pal's快餐连锁对培训的高度重视就源自这个理念；公司希望员工在各项业务上都成为专家。与此类似，波图拉认为，厨师必须先精通传统烹饪技法，才可能创造出新菜式。




步骤4：


创造有挑战性的体验

如果工作中缺少变化和挑战，员工很容易觉得无聊，只会按常规做事情。陷入无聊的员工没有动力去追求卓越和创新，而有挑战性的工作能提升员工的敬业度。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大卫·查尔德（David Zald）主持的研究显示，尝试新的或有风险的事情会刺激多巴胺分泌，让人们充满热情、渴望创新。


在设计工作岗位时，领导者可采用以下方法：



尽可能增加变化。
 如果工作中有很多变化，员工就不会进入机械状态，而更有可能创造新方法来提升工作表现。布莱德·施塔茨和我分析了日本一家银行住房贷款部门两年半的业务数据，结果显示，在工作中增加变化能提升绩效。处理贷款申请共有17项不同任务，包括扫描申请文件、将扫描文件与原件对比、将申请数据输入计算机系统、评估申请信息是否符合担保标准以及进行信用审查等。相比任务保持不变的员工，每天任务有变化的员工完成每项任务的时间较短、效率较高。工作中的变化让他们积极性更高，让银行能更快处理贷款申请，从而提升竞争力。

在工作中引入变化的方法有很多。Pal's快餐连锁让员工每天以不同顺序轮岗，包括点单、烘烤、收银等等。有些公司不设置所谓职业发展通道，而是在数月至数年时间里，让员工在不同部门或团队中承担不同职责。

除提升敬业度外，轮岗还能拓展员工的技能，帮助组织建立更具灵活性的人才团队。这样，如果有人由于主客观原因突然离职，组织更容易找到替代者；如果某项工作不再需要人，也容易把员工调到其他岗位。（参见《哈佛商业评论》2012年1-2刊文章，《为何“好工作”对零售商有好处》Why “Good Jobs”Are Good for Retailers
 ）


不断在工作中注入新鲜感。
 新鲜感具有强大的力量。每当工作中有新变化，人们都会投入注意力、精力，并且更可能记住它。如果工作能持续带来强烈的感受，我们就不太会认为它平庸无奇。工作中的新鲜感比稳定更让人满足。

那么，领导者如何在工作中注入新鲜感？波图拉会临时更改菜单，让团队保持兴奋状态。而Pal's快餐连锁的员工来上班后才会知道当天的任务是什么。

另外，领导者也可以在项目中安排几名不熟悉或不擅长相关工作的员工，或定期给团队新的挑战，例如缩短产品交付周期。领导者还可以安排员工参与设计新的工作流程，或试行新服务。


提供个人学习和成长机会。
 为员工提供这样的机会，对于激发建设性不服从非常关键。我和同事在一家全球咨询公司实地研究，发现如果入职培训不仅强调业绩，也明确提供学习和成长机会，6个月后新员工的敬业度更高，并表现出更多创造性。当然，企业通常在绩效评估时为员工指出成长机会，但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Osteria Francescana的厨师有机会随波图拉到全球各地参加美食活动，接触当地饮食、习俗、艺术和文化，这些都可能成为新菜式的灵感。2010年夏天，作为研究咨询顾问在迪士尼工作时，我发现公司鼓励幻想工程研发团队的成员加入职业社群、出席会议，并在学术和专业期刊上发表文章。如果员工想要参加某些和本职工作不直接相关、但能拓展技能或激发好奇心的课程，迪士尼也可以承担部分学费。

让员工承担责任并对结果负责。在晨星公司，如果员工在工作中需要新设备，即便要花费数千美元，他们也有权购买。如果员工认为某个流程需要新技能，他们有权雇用相关人员。当然，他们必须和可能受影响的同事（例如其他可能使用设备的人）沟通，但无须上级批准。由于晨星公司不设置职务头衔，员工如何发挥影响力并完成任务，主要取决于同事对其决策明智程度的评价。




步骤5：


建立更广阔的视野

我们总是容易局限于自己的视角，因而难以理解他人的经验和立场。研究显示，升至组织高层后，我们会更加以自我为中心。以下是对抗这种倾向的一些方法：


让员工有机会从多重视角看问题。
 我们都倾向于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处理信息，并据此选择是否改变现状。领导者可以鼓励员工从不同视角看问题，以此帮助他们克服这种倾向。在夏普公司，人们经常引用一句箴言：“要做蜻蜓，不要做比目鱼。”蜻蜓拥有复眼，能同时看到不同方向的情况；而比目鱼的两只眼睛在头的同一侧，一次只能看到一个方向。

休闲快餐连锁b.good的创始人乔恩·奥林托（Jon Olinto）和安东尼·阿克尔（Anthony Ackil）要求所有员工（包括经理）和加盟店店员掌握所有岗位的技能，从营业准备、烘烤直至收银。（但b.good不像Pal's每天给员工安排不同工作。）研究显示，了解不同视角能提升员工敬业度、增加创新行为。


使用能够抑制自利偏见的语言。
 在市场大涨时，为防止交易员被胜利冲昏头脑，一些华尔街投资公司会这样提醒他们：“不是你有本事，你只不过碰上了牛市。”在通用电气，类似“撒种子”（形容在管理者离开后也会带来收益的投资）这样的词汇已经进入日常语言。（参见《哈佛商业评论》2009年1月刊文章，《通用电气如何建立变革团队》How GE Teaches Teams to Lead Change

 ）


引入拥有不同视角的人才。
 数十年的研究证明，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工作，能让我们以新的方式看问题，并思考以前可能忽略的观念，这将能培育创新精神、推动变革。Osteria Francescana的两位副主厨分别是来自日本的近藤隆彦（Kondo Takahiko）和来自意大利的戴维德·迪法比奥（Davide diFabio）。他们不仅国籍不同，而且长项和思考方式也不同。例如，戴维德喜欢即兴发挥，近藤则执着于精确。多维度思考问题的能力，也是初创公司Catchafire的CEO蕾切尔·庄（Rachael Chong）看重的特质。在面试求职者时，她会描述一个难题，然后留意对方是从多个角度思考，还是只强调一种解决方案。为倡导创新、发现新的工作方法，埃德·凯特穆会聘用一些很有成就的外部人士，让他们承担重要角色，并公开认可他们的贡献。但很多组织的做法恰恰相反：只雇用和目前管理团队思维模式一致的人。




步骤6：


表达异见，鼓励异见

我们总是主动寻找能够证实自己观点的信息，并不断强调这些信息。但与我们的观点相悖、甚至让人不舒服（例如产生挫败感）的信息，可能让我们有机会给组织带来积极改变，也让自己变得更好。领导者可以使用一些方法来推动员工走出舒适区。


寻找与既有观点相悖的信息。
 领导者不应该问，“谁同意这样做”或“哪些信息支持这个观点”，而应该问，“哪些信息显示这可能不是正确的选择”。Ariel Investments公司总裁、梦工厂动画公司董事长梅洛蒂·霍布森（Mellody Hobson）经常在团队会议一开始就提醒参与者，不必确保自己所说都是对的，而应当提供能够帮助团队做正确决策的信息；只有当大家表达出顾虑和异议时，团队才能做到这点。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内部调查员负责审查违规交易行为。在收集信息时，为避免认知偏差，他们必须向调查对象提开放式问题，而不能提可以简单回答是或否的问题。在讨论决策时，领导者也可以借鉴这种方式。领导者还应留意，不要依赖他人的意见，而应评估大多数人的观点是否有数据支持。

设计激发异见的制度。领导者可以在开会时请持不同观点的员工发言，触发讨论，也可以设计流程来鼓励员工提出异见。Pal's快餐连锁员工提出设置新菜品时，Pal's会选三家店铺对其进行测试，其中一家经营者须支持，一家须质疑，一家须中立。这样做能确保持不同意见的人说出观点，作为CEO决策的参考。


找到勇敢的异见分子。
 即便被鼓励提出反对意见，很多员工因为性格内向或资历尚浅，仍不愿说出自己的观点，因此领导者应确保团队里有勇于表达观点的人，戴安娜·史密斯（Diana McLain Smith）在《人际关系如何影响领导者和组织的成功》（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How Relationships Make or Break the Success of Leaders and Organizations
 ）一书中如是说。一旦不愿发声的员工看到反对意见受欢迎，他们也会开始愿意提出质疑。



寻求平衡

服从行为有时会损害组织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可以借助上文介绍的策略和方法，帮助自己和员工抑制服从倾向。但为在服从与不服从之间找到最优平衡，领导者必须慎重考虑，员工在多大范围内有权挑战现状。例如，管理者可以决定自己的领导方式和风格，前提是他的行为符合公司目标和价值观，并且能够帮助公司实现目标。

晨星公司的员工知情同意书为员工行为划定界限。这些文件清晰规定员工的目标，以及对实现组织目标应承担的责任，但允许每个人自主决定如何实现目标。员工需要和同事共同制定知情同意书，如果有越界行为，他会得到这些同事的提醒。

巴西的Semco集团是一家拥有3000名员工的集团企业，它同样利用同侪压力等机制，确保员工在享有相当大自由度的同时不越界。Semco不设职位头衔，没有着装要求，也没有组织结构图。如果员工需要办公空间，可以在圣保罗周边散布的几个办公室中选择一处。公司员工，尤其是工厂员工，要自己制定工作计划和工作量指标，甚至可以选择自己薪酬的金额和形式。那么，有什么机制防止员工利用这种自由谋取私利？首先，公司强调透明：财务信息全部公开，每个人都知道别人挣多少，给自己“发钱”太多的人必定遭受同事的白眼。其次，薪酬和公司利润直接挂钩，因此团队非常强调控制预算，形成强大的同侪压力。

同样，丽思卡尔顿酒店也很善于在组织规则和个体自主性之间找到平衡。在长年经验的基础上，丽思卡尔顿形成约3000项服务标准，以此保证每家酒店提供统一、高质量的顾客体验。这些标准从如何切柠檬到浴室洗漱用品摆放方法，不一而足。但在标准框架下，员工拥有相当的自由度，并有权提出创造更优顾客体验的方法。多年来，公司允许员工花最多2000美元，以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来处理客人投诉——你没理解错，每名员工可以为每名客人花2000美元。丽思卡尔顿相信，如果员工拥有清晰的标准、理解其背后的逻辑，并能自主决定执行方式，酒店的生意将是最成功的。

和个体一样，组织也很容易陷入自满和怠惰，业务发展顺利时更是如此。自满情绪滋长，常常是因为服从文化大行其道。而服从行为可能来自从众压力，来自对现状的接受，来自以有利于自身的方式解释信息的倾向。这将导致员工感到无法在工作中做自己、陷入厌倦无聊，并且不愿考虑不同的视角和观念。

建设性不服从可以帮助企业避免这些问题。哪怕领导者能拿出一半要求员工服从的精力，设计和落实鼓励建设性异见的机制，那么员工敬业度、工作效率和创新能量都将大幅提升。

理论来源概览

弗朗西斯卡·吉诺（Francesca Gino）关于“建设性不服从”（constructive nonconformity）的研究建构于多个学科长期研究的基础上。下面的时间线列出了对她产生影响的一些重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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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刊：选对人，管好人——员工管理没那么难



亿康先达（Egon Zehnder）

叛逆人才拥有

最重要特质：好奇心

THE MOST IMPORTANT TRAIT FOR REBEL TALENT: CURIO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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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
 点一下那些改变了组织关键流程开展方式，或产品生产方式的创新——我敢打赌，这些创新背后的驱动力是好奇心。

好奇心是种寻找新想法和新经验的冲动，而这种冲动对创新来说意义重大，因为人们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从不同的视角观察世界；他们会问问题，而非接受现状。所以说，好奇心是对抗从众倾向的重要工具。

但几乎没有组织和领导者系统性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全球顶尖猎头公司亿康先达是个例外；该公司开发了有效评估好奇心的方法，用于评估自己的员工，以及向客户推荐的候选人。

多数公司对管理者和员工的评估都基于一些难以界定的能力，比如结果导向，或影响他人的能力。亿康先达多年来都使用这种做法。但如今商业环境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且复杂，公司意识到学习能力的重要性：只有不断学习新技能，才能适应不确定环境。于是亿康先达在考察候选人时，开始考虑其学习方面的潜力。

亿康先达创建了一个模型，从4个维度考查学习能力：


1.好奇心：
 渴望学习新技能和知识；对反馈、学习和改变持开放态度


2.洞察力：
 收集和整合预示未来新动向信息的能力


3.敬业度：
 与他人建立联系和沟通愿景的能力


4.决心：
 有克服困难的毅力，为实现高难度的目标锲而不舍

亿康先达的研究表明，这4个维度中，好奇心是最重要的一项。此外，在好奇心方面得到高分的参与者，很有可能在其他素质考查中同样表现优异。好奇心水平实际上决定了一个人表现出与其他特质相关行为的意愿，而员工好奇心水平差异也预示了他们在绩效表现及创新行为方面的差距。当现实环境在你的意料之外时，好奇心能让你立即对现实情况做出反应，而提问题的能力能够释放我们改变现实情况的潜能。（参见《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4年6月刊《潜力：21世纪英才新标准》21-Century Talent Spotting，克劳迪奥·费尔南德斯-阿劳斯（Claudio Fernández-Aráoz）著。 ）

关注好奇心和更广义的潜力能够让高管以另一种视角看待一些貌似与职位匹配度不高，但在面对新挑战时表现十分抢眼的候选人。举例来说，几年前，某跨国能源公司请亿康先达评估一位最被看好的内部CEO候选人。亿康先达和董事会开过几次会后，对CEO职位做了详细的描述，列出了当前必需的能力和未来可能需要的技能。亿康先达基于这些能力，评估了内部候选人，同时还向董事会推荐了6位能够胜任CEO的外部候选人。评估显示，内部候选人有很强的运营和分析能力，但缺乏战略洞察力，也不能有效委派工作。因此董事会认为，他们恐怕要选择一个既耗时又冒险的方案：从外部候选人中挑选一位CEO。

但在亿康先达评估完内部候选人的适应能力和学习潜力后，这个方案就失去意义了。通过面试内部候选人及其同事，亿康先达发现，该候选人在上述模型中的4个维度上都表现优异，尤其是在好奇心方面。虽然他须改善人际交往的技能，但他有卓越的洞察力，而且能就自己的愿景展开有效沟通。他还曾经克服了多个障碍，完成了极具挑战性的目标。

亿康先达的结论是，如果董事会给予这位内部候选人辅导和支持的话，该候选人就能克服自身缺点，并能适应由于行业持续发展而导致的多变的外部环境。从上述模型的角度看，他比所有外部候选人都更有实力。董事会在他就任CEO前一年，为他设计了一个职业发展计划，给了他极其重要的战略规划职务，并要求他将自己的一大部分运营工作委派下去。他已在几年前正式担任CEO，到目前为止，其表现已经超过了董事会的预期。

评估好奇心时，你可以问一些亿康先达面试时的问题，特别是：你在何时会坚持学习新知识？是什么在维持这种动力？候选人的回答说明他是在为一个具体目标而学习（“为了我的工作，我要查查这个什么意思”），还是出于内在的好奇心而学习（“我就是想知道”）。有好奇心的人在学习方面要投入更大精力，但他们会持之以恒——他们觉得自己必须要了解真相。

当你遇到意料之外的挑战时，好奇心能帮助你渡过难关，战胜困难。领导者要鼓励员工对世界抱有好奇心，同时培养他们的好奇心，这样才能发挥组织潜能，不断适应外界变化并实现增长。





增刊：选对人，管好人——员工管理没那么难



升旭液压（Sun Hydraulics）

给所有员工自由

THE MANUFACTURER THAT SET ITS WORKFORCE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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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升旭液压公司中，基本上没有人有头衔。员工设计自己的工作，还有决策权，而且只要自己觉得合适，就可以改变流程。






我
 们很早就开始通过模仿来融入人群：婴儿在刚出生几分钟后，就开始模仿父母脸上的表情。但从众的本能倾向可能会让组织付出高昂代价。这种倾向削弱了员工和领导者进行创新和创造性思考的能力。

公司如何对抗从众倾向呢？答案是鼓励员工做自己——让他们展示真实的一面并发挥自己的强项。但可惜，这种情况极其少见。升旭液压公司算是一个例外。公司总部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是生产高性能液压插装阀和歧管的厂家。升旭液压公司每年销售额大概为2亿美元，有900名员工，在美国、法国、英国、德国、韩国、印度和中国都有工厂。

公司于1970年创建，当时联合创始人罗伯特·科斯基（Robert Koski）不打算设立等级制度、私人办公室、上下级关系，或使用组织架构图、头衔，以及职位描述。他甚至不打算严密监督员工。科斯基想让每个人都能知道公司里发生的事，并清楚组织目标和期望。他还希望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让员工的强项能得到充分发挥。

科斯基那时40岁，他在上一份工作中不得志，所以选择设计自己理想中的公司。他的老东家是总部位于俄亥俄州的流体动力控制设备制造商Dynamic Controls。他为Dynamic Controls效力了10多年，从普通职员一路升到副总裁兼企业发展总监，而公司在这段时间内年销售额从60万美元上升到了500万美元。但科斯基感到，公司的组织和文化，特别是对既定流程的偏执，限制了员工对公司的贡献。

科斯基于2008年去世，但升旭液压公司仍体现出了他建立的愿景。升旭仅有的职位头衔是法律规定上市公司必须保有的职务名称，比如首席执行官（CEO）和首席财务官（CFO）。员工有很大的决策权，而且只要他们觉得合适，就可以改变流程。公司没有质量检验员；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工作的完成质量负责。

员工还可以选择最有利于自己发挥强项，能为组织贡献力量的活动。他们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扩大或分摊自己的职责。举例来说，某个主要负责行政和文书工作的员工发现，其他员工经常找她商量工作关系的问题。几年后，她就被认定为主要负责人力关系和相关事宜的人。

升旭员工从入职开始就被鼓励发挥自己的强项并表达真实想法。所有新员工都要去“参观工厂”，轮流考察不同车间的工作，包括组装、测试、洗涤和车床加工。员工参观工厂的时间取决于其具体职责，一般从2周到4个月不等。员工在这一过程中会了解到公司各项业务，找到最感兴趣，也最适合自己的领域。通过参观，他们还能与组织各个领域的员工建立关系，并全方位认识公司。最后，他们会藉由参观了解彼此的职责和能力。而我在后续研究中发现，这些认知能够创建信任，提高员工做自己和发挥强项的积极性。

参观完工厂后，员工可能会担起和最初应聘职位不同的职责。他们职位的选择主要看个人兴趣和素质。比如如果应聘产品开发职位的工程师对计算机很感兴趣，他可以决定调换岗位，专心开发新应用软件。通过精心的计划和讨论，公司会填补由此产生的职位空缺，哪怕要耗时几个月。

升旭的自管理制度让所有员工都有发掘机会的自由。他们可以和同事自由讨论自己的想法，而且不用征求上级同意，自行改变流程。我曾在升旭佛罗里达州分厂看到几个案例。某位机械师想要改进流程，他告诉了同事，得到正面的反馈，于是开始实践想法，最终取得了成果。没有主管监督他的工作，但他知道，在任何时候，他都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他也清楚，只要是真心实意想要做出改变，那么即使创新不成功，他也不会受到惩罚。另一个员工因人工准备液压阀测试的时长而苦恼，于是他设计了一个能够做出必要调节的简单机器，并说服了一位本来心存疑虑的工程师制造了这件设备，现在这个机器已经成为配装流程中的重要部件。基于对工厂铝库存管理的设想，某员工说服了机床操作工学习，并安装了准时生产（just-in-time）订单处理系统。现在每天送到厂房的铝棒数量正好满足需要，和之前每月订购的不精确数量相比，显著降低了库存成本。

升旭认为，需求出现时，公司要帮助员工拓展能力，而非聘请外部专家。在引进新一代复杂的柔性加工中心（flexible machining center）之前，公司派装置操作工去供应商的工厂学习使用新设备的方法。供应商还是第一次被要求培训经验相对较少的车间工人：其他客户聘请的都是专业编程人员和技术指导。但升旭希望保证，使用该设备的员工拥有应用和维护机器的能力。供应商反映，从来没有见到过比升旭更快、更有效引进其机器的公司。

即使是等级制度森严的组织，也可以学习升旭的做法，努力培养员工的本真性。比如，充分向员工解释公司运营状况和目标，这能够提高他们独立决策的能力，从而赋予他们权力。组织也可以让员工设计自己的岗位，或在任务中给他们更大话语权，让他们的工作能够反映出自身兴趣，也能充分利用到他们的能力。鼓励员工做自己和发挥强项没有任何坏处，只有好处：员工会变得更敬业，效率和创新能力也会提高。





增刊：选对人，管好人——员工管理没那么难



亚瑞投资（Ariel Investments）

帮员工打破现状，

领导者的每日必修

THE EVERYDAY WAYS ONE LEADER HELPS EMPLOYEES BUST THE STATUS 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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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瑞投资主席麦勒迪·霍布森（Mellody Hobson）塑造叛逆行为模式，鼓励员工质疑所有事和所有人——包括她自己。






20
 14年2月，我在影响力峰会上（Impact Summit，金融服务领域最顶级的250名女性参与该会议）发表了演讲。当时有一个人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亚瑞投资主席麦勒迪·霍布森。亚瑞投资是一家总部位于芝加哥的资金管理公司，在纽约和悉尼都设立的办公室。霍布森也是雅诗兰黛（Estée Lauder）和星巴克（Starbucks）的董事。在梦工厂动画公司 （DreamWorks Animation）被康卡斯特-NBC环球（Comcast-NBCUniversal）收购之前，她还担任该动画公司董事会主席。她的背景不俗，而且还是与会人员当中惟一的非裔美国人，但这些都不是她引起我注意的原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在名为“创新领导力洞见”的专题讨论会上的发言。霍布森谈到，人们很容易屈从于公司内部的主流思维模式，而遏制这种倾向很重要。她还提到，与别人不一样让你有“记忆点”。她希望人们不要掩盖自己的不同之处，要欣然接受这种不同。

受到霍布森发言的启发，我写了一个哈佛商学院案例研究，讲述了她在亚瑞的领导风格。我在研究期间发现，她是一个绝佳的楷模。在近期的采访中，她谈到每个领导者都可以使用的，对抗从众倾向的简单方法，并鼓励其他人也采取同样的做法。





吉诺：
 你本人有过迫于组织压力，选择从众的经历吗？



霍布森：
 从众倾向在很多组织都很常见——但幸好对我的事业影响不大，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个原因是，我从普林斯顿毕业后，进入亚瑞的第一天就得到让我一生都难忘的宝贵建议。亚瑞创始人兼CEO小约翰·罗杰斯（John W. Rogers Jr.）告诉我：“你将要和家财万贯、有头有脸的人在同一间屋子里洽谈事务。但这不等于说，你的想法不好。你的判断甚至可能更好。我希望听到你的意见。你有义务说出你的看法。”他先是允许我讲出我的“真实想法”，也就是我作为一个年轻女性的真实想法（当时我22岁）。他给我的指导既让我放下心理负担，又坚定了我的信念。

时间快进到3年后：我劝约翰脱离卡尔弗特集团（Calvert Group），该公司一直在将亚瑞的共同基金包装成卡尔弗特-亚瑞基金出售。当时我们在共同基金上投资了大约4亿美元。我说我们的规模已经足够大了，可以自立门户了。让我惊喜不已的是，约翰说：“我相信你。”与卡尔弗特脱离关系很痛苦，但也给了我们自由。这次独立让亚瑞终于能够自己掌控命运了。

我曾多次讲述这个故事，因为约翰给我的信任是种珍贵的馈赠。最近一个新人加入了我们的研究团队。我告诉她：“我希望你成为谈话中引起争论的人。我希望你迫使我们说出让彼此不自在的话。”她一直在问：“你真的希望这样吗？”我向她保证道：“我现在就希望你这么做！”

我认为我从来没有在职业生涯中当过从众者的第二个原因是，我用创业的心态对待我的工作。当你处在创业的思维模式中时，你试着换一种方式思考和行动，这样你就可以脱颖而出。我一直都认为，做真实、独特的自己非常难，但这也是我向往的状态。在我看来，这意味着，你不仅要在会议中提出独创的想法或解决问题的思路，还要无所畏惧地做自己。

举例来说，我的商务着装风格是反传统的：只要与时尚有关，我就有强烈的意愿做自己。我是黑人女性这一事实也挑战了现状。不像某些人一碰到敏感话题就觉得这可能是个大麻烦，我将自己的不同视为可以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机遇。而且我的名字是麦勒迪，而不是麦乐迪，这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我经常开玩笑地说，我都不需要姓氏了。



作为领导者，你如何鼓励员工抵抗同事给自己的从众压力？

你很难从个人层面上对抗从众倾向并鼓励其他人拒绝服从。但方法还是有的，或大或小。

比如在头脑风暴会议上，我会抛出“这可能是个疯狂想法”的话。我这么做是为了鼓励其他人也提出疯狂的想法。如果开会时我是惟一就某个议题发声的人，那我就会指出这一事实，并说：“只有我一个人谈这个话题有点孤单，但我确实对它很有想法。”我这样做是想告诉与会的人，我愿意坚持自己的立场，也希望他们可以做自己。

我还建立了鼓励争议的行为模式。举例来说，如果我和约翰在开会时持不同意见，我会说：“爸爸妈妈意见不合。”或者我会笑着看着他，说：“那你准备怎么办，解雇我？”我并不想给他难堪，只是想传达给每个与会者这样的信息：我不畏惧与领导争执可能带来的后果，而他们也应该自由表述自己的看法。

当我看到亚瑞出现从众倾向时，我就会指出来。比如我看到员工不假思索地同意其他人意见时，就会说：“我们在做甜甜圈呢。”这句话的由来是几年前唐恩都乐（Dunkin’ Donuts）打出的一条广告。在这个广告中，面包师弗雷德（Fred the Baker）醒来后，说：“是时候做甜甜圈了。”第二天，他说了同样的话，第三天也如此。所以每当我感到我们在反复做一件事，而不去质疑其意义时，我就对员工说：“我们在做甜甜圈呢。”我说这句话太多次了，所以亚瑞的人都知道其中的含义。类似的简短习语真的很管用。

电子邮件链也是让从众倾向有机会在组织中生根发芽的原因之一。邮件链过长的话，员工就会开始完全不质疑彼此的观点，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在讨论什么了。我总是想办法阻止邮件链。只要有3次信件往来后，我就写道：“打住，我们见面谈！”



但显然，我们也有必要遵守一些规则和规范。你怎样在从众倾向和反主流意志之间取得平衡呢？

平衡点的确定，既要考虑到卓越表现，也要考虑到遵守规则。所以在流程方面，我们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公司至关重要的流程上，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随意改动。你要尽最大可能遵守流程；如果你不能照章办事，就要有充分、合情合理的理由。这也是保证出现问题时，我们还能做事后分析（postmortem）的惟一方法。

关键流程可能涉及一些简单的业务，比如交易处理，也可能包括行业广告合规流程，或发送客户结算单前的审核流程。我们有一条规则：任何信件都要通过两个人的审核，确定没有错字后，再寄送出去。有错字的商务信件最差劲了，会伤害品牌。




一大风险是人们不会质疑标准流程，即使这些流程已经不再有用。你如何鼓励员工挑战现状，或者挑战“我们这里一直用的办事流程”？


我们鼓励亚瑞员工提出问题，深入调查，遇事不要想当然。提出问题最为关键。向柏拉图和苏格拉底那样提问——这就是员工们要做的。苏格拉底式发问带来最好的思想和结果。问题不仅仅会得到回应，也带来了突破。我问大量的问题，希望质疑精神能深入我们公司的DNA。我们开玩笑说，如果所有人对某只股票的看法都一样，那么我们就要有顾虑了。

我们经常委派一个人唱反调。2008年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期间，选派故意唱反调的人成为我们研究流程中的固定环节。我们让一个人追踪股票，另一个人负责说明为何要放弃这只股票。这是避免员工一味接受别人观点，或陷入团体迷思（groupthink）的方法之一。我们是逆向投资者——我们本质上是做和别人不一样的事。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要逆势而为。你必须学会并适应独立工作。

我们也会用其他方法鼓励员工挑战现状。在公司暑期实习项目即将结束之际，我们问实习生，如果他们负责领导公司，会做出什么改动。此外，新团队成员加入公司后，我们会请他们讲一下之前雇主的最佳实践。




听起来你像是在尝试将提问－争论的行为制度化。


是的。我的书桌上有一条麦肯锡经典语录：“负起责任，积极提出不同意见。”我在麦肯锡工作时，同事告诉我，说出不同意见不是种选择，而是必须做的事。Netflix的雷德·黑廷斯（Reed Hastings）也说，如果你不能恭敬地提出异议，那么你就是对公司不忠。我对这两句话深有同感。

接下来我举个例子，说明亚瑞如何将这些观点应用在实践当中。我们希望分析师建立投资组合时，既用心琢磨是否放弃某个想法，也花同样的功夫思考为什么要保留该想法。我们不希望他们只推荐自己觉得有潜力的投资；我们希望他们还能全力否决它，因为一旦投资失误，我们所有人都会受到重创。




你还有其他寻找多样性思维的方法吗？


我们的雇佣措施算是一个方法吧。我们希望员工来自不同背景，有不同经验。我们完全赞同密歇根大学教授斯科特·佩奇（Scott Page）在《不同》（The Difference
 ）一书中提到的观点。他指出，要解决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你必须让员工从不同视角去观察、了解问题。

我们喜欢寻找不同的员工。我们不认为，公司必须只考虑有传统金融背景或普通高校的候选人。接受通识教育的人有可能和拥有经济学学位的人具备同样的洞察力。我们对候选人之前的经验也没有硬性规定。我们会根据员工的技能组合相应调整他的职责。

斯科特·佩奇也承认，多样性会导致冲突。多样性确实时不时造成亚瑞内部冲突。但如佩奇所写，如果你发现在会议中同事和你争辩，你要站起来鼓掌。争论最后会达到更好的效果。和一群与你意见相同的人相处，可能会更容易，但并不能帮助你得到更理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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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教你明智做决策

王晨丨文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编译






在
 个体的梦幻中，生存的焦虑是一切元素之中最基础的。在焦虑与恐惧的时刻，“我竟然存在着”这一事实本身超越了所有日常，命定的选择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这是决断的时刻。



存在主义的导师海德格尔对决断的阐释引来诸多争议，原因在于他把个体生命“非理性”或“神秘”的行动权，置于对他人的关心之上，置于共同体的伦理和政治规则之上。而在商业世界的白昼中，组织的决策恰恰有如下基本特征：首先，它影响很多人的生活，其中既包括组织内部的人，也包括组织外部的人；其次，相比个体决策，组织决策受制于现实世界规则的程度更高，所涉及的理性计算也更复杂。



组织决策势必对很多个体造成影响，其中有些人能够预料到并欢迎这些影响，有些人则恐怕不然。这也正是所谓“组织”这一存在根本上的不道德和非正义之处。不过，从实践层面上看，组织同样具备行善的能力，或者说增进个体福利的能力。因此，组织决策中“理性计算”的部分就尤其重要。



《哈佛商业评论》有关决策的内容，大多涉及这种理性计算或运作方法，本别册同样如此。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基础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发展，恰恰向我们提示出理性的限度，这在《领导者的决策框架》一文中有所显示。当然，《哈佛商业评论》的理性主义一向主张，

在能够改变的事情上，我们应通过勤奋的学习与实践，做最大程度的努力。对于这样的读者，相信本别册将有助于你的决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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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决策？


明确决策如何提高企业业绩


保罗·罗杰斯（Paul Rogers）

玛西亚·布伦科（Marcia Blenko）| 文

夏林 | 译　刘铮筝 | 编校






如果你知道瓶颈在何处，以及谁有能力打破瓶颈，企业就会更有决断力，执行战略也会更迅速。






决
 策是商业世界的核心。每次成功，每次失败，每个抓住或错过的机会，都是因为某个人做了某个决策或是没做好某个决策。在很多公司里，决策经常困在原地，但决策不力还不是最麻烦的，企业整体表现受拖累才是大问题。不管身处什么行业，做到多大，品牌多响，或是战略多么清晰，只要没法迅速做出正确有效的决策，坚持贯彻执行，前景就会堪忧。

实际上，正确迅速地决策是优秀企业的标志。我们调查了350家跨国企业的管理者，了解内部效率情况，只有15%的管理者表示公司业务超过同行。这些公司出众之处在于高质量、行动迅速且执行力高的决策过程。最高效的企业往往在做重大决策时非常果断，例如，是否要进入还是退出某个市场，收购还是出售某项业务，何时引进资本和人才等等。更让这些公司卓然超群的是迅速和稳定地部署运营决策，例如，如何推动产品创新，如何更好地推广品牌，如何管理渠道合作伙伴等等。

不过即便以高决断力著称的公司，也可能出现决策权责不明的情况，结果整个决策过程会停滞，经常会卡在4个瓶颈：全球化还是本地化，中心化还是部门化，跨职能争端，内部合作还是寻求外援。

第一个瓶颈即全球化还是本地化，几乎所有主要的商业领域和职能部门都可能遇到这一瓶颈。品牌搭建和品牌研发方面的决策最经常困在这里。企业内部经常争论的是，本地部门为当地市场量身打造产品时到底应该有多大权限。市场推广也经常遇到全球化还是本地化的问题，本地市场推广应不应该享有定价和广告推广权？

第二个瓶颈是中心化还是部门化，是让母公司与分公司头疼的问题。公司分部是贴近客户的前线；然而总部能把握宏观格局，制定总体目标，带领企业全力求胜。决策权应该倾向哪边？比如说，一项重要的资本投资计划是更应该参考具体执行的分部意见，还是由总部决定？

第三，决策时跨职能部门出现争端或许是最常见的瓶颈。举个例子，每家工厂在设计新产品时都面临着研发还是推广优先的问题。谁来决定呢？跨部门的决策经常到最后变成妥协方案，有时还会出现反复，因为最适合决策的人被忽略了，一开始就没加入讨论。

第四个瓶颈即内部合作还是寻求外援，随着外包、合资、战略合作、加盟等形式兴起，相关决策时遇到的问题也日渐增多。具体安排时，公司要弄清楚哪些可以交给外部合作方（一般是战略执行），哪些必须由内部决定（制定战略）。例如外包合作时，大牌服装鞋子的推广部门曾经以为海外供应商可以自行决定代工厂员工的薪资水平和工作环境。结果大错特错。



走出瓶颈

走出决策瓶颈的关键一步就是厘清角色和责任。高明的决策者能辨别出哪些责任对促进业绩最重要。

好的决策团队要分清谁应该指引道路，谁负责批准，谁负责提供信息意见，谁最终承担决策的责任，谁负责跟进执行，然后将流程变为一定之规。这样一来，合作更紧密，反应更迅速。

企业里一般都有些分清决策角色以及分配责任的办法。我们使用RAPID模式，多年来曾帮助数百家公司梳理清楚决策过程。这当然不是万灵药（如果碰上个优柔寡断的决策者，再好的体制也没用），但用上这套办法是个好开始。RAPID模式由决策过程中5个阶段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组成，只不过顺序有微调，5个阶段分别为：建议、批准、执行、贡献，以及决策，也就是本文题目之要义。（
详见《决策入门》

 ）

负责建议的人要提出方案，列出可选项。他们要详细举出数据和分析支持建议，也要有足够的常识判断哪些选择理性、实际而且有效。

负责批准的人在推动执行前要认同决策。如果批准者否决了决策，就要与建议者一同商讨新方案，或者直接找最终决策人解决。为了保证决策流程顺畅，拥有否决权的人不可太多。一般都由法律或合规部门的管理人员，或是业务会受决策直接影响的部门负责人担任。

提供信息者往往会被征求意见。他们的任务是为正确决策列举相关事实，以供参考：建议的可行性如何？设计改动后生产能否跟上？只要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及时请这些人来出谋划策就很重要。建议者并不一定要事事听从提供信息者的话，但应该考虑充分，尤其是当提供信息者身兼执行层面的任务时。寻求共识是很重要的目标，但从决策标准流程的角度看，追求意见一致有时会成为执行的障碍，也有可能为了通过表决处处妥协。更实际的目标是让所有参与者都真心认同决策。

到最后还是决策者做决定，决策者会成为责任的最后集结点，负责拍板定案，推动企业贯彻执行。要变得强大高效，承担决策任务的人要有良好的商业判断力，能抓住利弊要害，充满行动力，而且对企业的情况充分了解。

流程中也包括最终执行的人，让决策及时有效地付诸实践。这个角色很关键。及时实行的好决策比慢吞吞或执行不力的绝妙主意效果好得多。

RAPID决策模式可以用来帮助企业专门解决某个瓶颈。有些公司用这个办法处理前10大或是前20大重要决策，或是专门应用于CEO和其直接下属。也有公司上下都采用这种办法，比如指定前台决策人，改进客户服务质量。人们发现有效的决策过程后，都会口耳相传。举例说，美国一家大型零售商的高层管理人员用RAPID决策法解决了一个特别头疼的问题后，立刻就在各自负责的部门内推广。

要看决策流程如何起作用，请参考4家公司突破决策瓶颈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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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入门

做好决策取决于明确地分派各项任务。听起来很简单，但很多公司之所以做决策时纠缠不清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决策者，或者没人愿意出面做决策。RAPID以及其他工具都是用来分析决策过程的方法，提醒高层管理团队分配角色，找相关的人加入决策流程。关键就是清楚地制定谁负责提供信息，谁负责做决定，以及谁负责执行。

RAPID模式的名字是由决策过程中5个阶段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组成，分别为：建议、批准、执行、提供信息，以及决策。能看出实际决策并非完全遵照这5个顺序，我们只是为了将5个字母组成有意义的缩略词才略微调整了字母顺序。




建议。
 建议的负责人要提出方案，收集信息，提供数据和分析协助及时决策。制定建议方案时，建议者会咨询提供信息者，不仅要认真听取并理解观点，同时也要争取支持。建议者一定要擅长分析，懂得尝试，还要有高超的组织能力。




批准。
 负责批准的人拥有否决权，可以决定方案是通过还是打回。实施否决权会使批准者与建议者争辩起来，导致修改方案。如果争吵时间过长，或者双方无论如何也没法达成一致意见，就可以将问题上交给决策者处理。




提供信息。
 这些人通常会被咨询决策是否可行。由于提供咨询者一般也会参与执行，建议者应该很认真地听取他们的意见。相关信息与决策并非直接相关，但重要性不可忽视。如果决策流程中没有找对合适的人，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到最后决策有可能没法真正实行。




决策。
 决策者是正式确定策略的人。不管结果如何，他或她会担任最终负责人，有权解决决策流程中的任何阻碍，推动企业贯彻执行。




执行。
 一旦决策确定，某个人或某群人就会负责执行。某些情况下，执行跟建议的角色会出现重合。

写清楚各角色的分工并分清责任最关键，但做好决策还需要有正确的流程。如果规矩太多会导致流程不堪重负而崩溃。最有效的流程是基于细节的，但必要时又得足够简单。

如果流程放缓，问题可能出在3个地方。第一就是决策者不够明确。如果不止一个人认为自己有决定权，决策过程中就会出现争斗。反面情况同样糟糕：没有人愿意为重大决策负责，业务也会受影响。第二，太多人有否决权，建议者的日子就会不好过。如果公司里太多人负责“批准”，很多人都有权批准，说明决策流程改革做得还不够。第三，不用指定太多提供信息者。如果很多人出谋划策，至少有一部分人会浑水摸鱼。



（返回原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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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全球化还是本地化

如今每家大公司都已拓展到全球市场，在一处买进原材料，经过航运送到另一处，然后在全世界出售成品。大多数公司都同时搭建本地公司，招揽当地人才，努力扩大规模。这种情况下做决策就没那么直接。决策经常要涉及国际管理人员跟本地管理人员，有时中间还会多一层地区管理人员。投资哪里能简化供应链？是该做标准化产品还是根据本地市场特点定制？

决策的要点在于既不要一股脑地想全球化，也不要钻牛角尖追求本地化。如果决策层太偏重全球化，本地客户的需求就会被忽视，本地经营的效率和灵活性就会受影响。要是太过本地化，公司又有可能错过重要的扩大规模机遇，也可能失去国际客户。

要找好平衡，公司要确定自身最重要的价值来源，确保决策过程与之相符。这正是英美烟草前总裁兼CEO马丁·布劳顿（Martin Broughton）面临的挑战。1993年，布劳顿担任总裁时，英美烟草正节节败退。布劳顿清楚地知道公司要充分利用全球经营的优势，但从彼时公司内部的决策和责任分担机制来看，离目标还有距离。当时英美烟草旗下有4个地区分公司，各自为政，基本没有合作，偶尔还会互相竞争。要打造全球统一的品牌实在困难，推动各分公司实现成本协同更是别想。业内人士打趣道，“全世界有7大烟草公司，其中4家都是英美烟草。”布劳顿立誓改变现状。

布劳德希望英美烟草充分利用全球经营的优势打造强档品牌，能跟市场上的巨头，例如美国奥驰亚集团旗下的万宝路抗衡；能实现全球采购烟草等重要原材料；在创新和客户管理方面更一致。但布劳顿不想过多倚重全球管理人员决策，以免丧失在本地市场的灵活性和竞争力。

第一步就是确定最重大决策的负责人。采购业务成了试验田。以前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供应商，要为各种原料商讨合同。在布劳顿领导下，总部设立了采购组，在全球寻找原料的同时也负责选择供应商和讨论定价监督质量，包括囤积烟草和特定类型包装等。地区采购组要遵从全球采购战略，并最终负责执行。只要全球采购组跟供应商签了合同，责任就转移到地方组，迅速商定交货细节以及当地供货商能提供的服务。至于没达到全球规模供货的原料（例如北美市场的薄荷过滤嘴），地方采购组就保留决策权。

为了提高采购部门的决策能力，英美烟草还在重大决策方面明确了职责。过程并不轻松。如此大体量的公司有众多流动部门，搭建切实可行的决策系统要考虑无数细节。此外，决策是一种实权，相关负责人一般不会轻易放手。

让决策直接影响的人参与决策设计很重要。在英美烟草，布劳顿建立的工作组选择的负责人或多或少都有培养未来领导的意思。例如后来接替布劳顿担任总裁的保罗·亚当斯（Paul Adams）当时就负责帮品牌和客户管理部门重新设计决策流程。彼时亚当斯担任几大运营区域之一的负责人。对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几位直接向他汇报的高层，布劳顿都明确他们的职责是提供信息和意见，而不是否定建议。寻求共识结果妨碍执行是常见的错误，但布劳顿没有犯。

布劳顿明确规定，目标不是决定要不要改变决策流程，而是想着如何尽可能高效地执行决策。

新决策系统为英美烟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既在全球层面获得成功，又保持了本地经营的灵活性。决策的侧重点和效率都体现在业绩里：重整决策系统后，英美烟草在近十年时间里增长都超过对手，包括销售、利润和市值等等。英美烟草成为英国市场上股价表现最出众的公司之一，而且重新跻身全球烟草行业巨头。



中心化还是部门化

做出正确决策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在企业里合适的级别找到最恰当的人。对英美烟草来说，想实现规模经济急需全球管理小组，也需要地区部门一些决策力量参与。其实很多公司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决策时要适当平衡总部和分部管理人员的比例。如果决策权过多集中在总部，之后的流程就有可能难以继续。另一个问题是提交给高层的决策本身有问题，也可能导致大偏差。

实际上企业经常遇到这种问题。中小型规模时，一个管理团队、甚至一个领导者就能处理所有重大决策。但随着公司逐渐成长，管理也变得复杂起来，高层管理人员就做不到在所有业务领域都面面俱到。

一般来说新任CEO上台会引发管理风格转变，也会造成压力。举个例子，某英国大型零售商的高层团队已经习惯创始人做所有重大决策。但继任者上台后，重要事情都力求上下意见一致，团队成员突然弄不清自己的角色，很多决策因此搁置。公司情况变化后，管理层和董事会却没能随之调整决策流程，搁置就会经常出现。

2010年下半年，面临增长机遇的惠氏（Wyeth,当时名为美国家庭用品American Home Products）就碰到了类似问题。通过自然增长、收购以及合作，惠氏的制药部门已经形成3个成规模的业务：生物制药、疫苗和传统制药产品。虽然每项业务都有自己的市场特点，经营条件和研究侧重，但最重大的决策都是由同一群高管做出的。“我们让多面手管理大小事务，” 惠氏制药北美和全球业务总裁约瑟夫·马哈迪（Joseph M. Mahady）说，“这也说明决策流程没有发挥最大效率。”

惠氏总部独揽决策权的问题在一个案例中体现得很明显。生物科技业务管理人员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但转瞬即逝的机会：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依那西普（Enbrel）是一种大有前途的药物，惠氏如果能及时开发，有可能借此占据行业领先地位。竞争对手都在紧锣密鼓地开发，所以惠氏也得迅速行动。想尽快开发就要在爱尔兰都柏林的格兰奇堡商业园新建工厂以扩大产能。

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这项决策都称得上复杂。一旦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这家工厂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生物科技工厂，也是惠氏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投资。然而，确定药物的需求高峰并非易事。此外，惠氏还计划与Immunex（如今已并入安进公司Amgen） 合作销售依那西普。因此，在审议建厂事宜时，惠氏需要考虑到组建技术专家团队、技术转让问题以及不确定的竞争环境等因素。

关于决策的信息和意见通过职能重叠的各种委员会向上递交，速度很慢，而高管们又急于知道更多细节。鉴于机会窗口很小，惠氏决定迅速下手，从初次接触格兰奇堡商业园项目到具体落实只用了6个月。但在此过程中，惠氏制药的高管发现了更大的问题：公司需要建立一个系统，将更多的决策权下放给最熟悉情况的业务部门，有关营销战略和制造能力等真正需要高层团队介入的决策才用上报。

很快，惠氏就把许多决策权交给了业务部门负责人，而对于同格兰奇堡相关的一些敏感问题，高管们保留了否决权。投资决策制定后，关于依那西普业务的许多后续决策权交给了惠氏生物科技部门的执行副总裁兼总经理卡文·雷蒙德（Cavan Redmond）和新管理团队。雷蒙德向生物技术制造、市场营销、预测、财务和研发管理人员收集信息和意见，迅速排好与Immunex合作的复杂时间表。像以往一样，执行权牢牢掌握在业务部门手中，略有不同的是，现在雷蒙德在团队支持下也有权制定重要决策。

现在，格兰奇堡项目仍然表现亮眼。依那西普成为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领先品牌之一，2005年上半年的销售额达17亿美元。惠氏的决策更新速度也加快了。最近，惠氏又展现了快速反应的威力。由于另一种新药替加环素（Tygacil）对耐药菌感染疗效显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同意优先审批这种抗生素。为了加紧推出替加环素，公司要精心安排一系列关键步骤——改进加工技术、协调原料供应、确保质量控制、分配制造能力。生物科技组织中的关键决策被下放一两个层级，交给专业知识丰富的人员。“对于你是否可以将你的产品转移到我的工厂这种问题，我们并没有争执不休，而是建立了决策系统，在业务部门具体执行，迅速推进替加环素的研发生产进程。”马哈迪说。2005年6月，替加环素获得FDA批准，仅过三天就开始大批量生产。




决策导向型企业

高效企业的最明显特征是能制定优秀决策并迅速落实。成功的公司往往会遵循几条明确的原则。



有些决策重要性更突出。对创造企业价值起关键作用的决策是最重要的。其中有些是重大战略决策，但同样重要的是推动企业日常运转、实现高效执行不可或缺的经营决策。



行动是目标。优秀决策的终点不是决策本身，而是执行。目标不应该是达成共识而是赢得支持，因为追求意见一致常常会妨碍行动。



权责不明是大敌。责任明确是最基本的要求：谁负责提供信息、发表意见？谁制定决策？谁负责执行？责任不明最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僵持和拖延。

明确责任并不一定意味着将权力集中到少数几个人手中；而是指确定谁负责制定决策，谁负责提供信息和意见，谁负责将决策落实到行动。



速度与适应能力至关重要。能迅速制定优秀决策的公司拥有较高的更新能力，能够把握时机采取行动并克服障碍。优秀的决策人能营造环境，迅速而有效地将大家召集起来制定最重要的决策。



决策角色胜过组织架构图。任何组织架构都不可能完美地适合每项决策。关键是在恰当的时间，从组织恰当的部门和层级中选出恰当的人员参与决策。



协调有序的组织会强化角色。明确决策角色至关重要，但仅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如果组织没有通过评估与激励机制、信息流和企业文化来强化正确的决策方法，决策流程就不会成为常规做法。



实践胜于说教。让直接受新决策影响的人参与设计。思考新决策行为的过程本身就会激励人们接受决策。





职能部门对职能部门

在公司面对的最重要决策中，有一些是跨职能部门的。实际上，跨职能合作已经成为业务中的一条通用准则，对于为公司及其客户寻找最优选择不可或缺。但是，在职能团队之间流畅地制定决策始终是一项挑战，甚至对丰田（Toyota）和戴尔（Dell）等精于此道的公司来说也不例外。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团队认为，在制定决策时不必与其他职能部门协商，否则会影响效率，他们可能会错过相关意见，或者就算制定了决策，也会被另一个认为自己有权参与决策过程的团队否决——无论结果是对还是错。许多最重要的跨职能决策也是最难安排的，如果协调不当可能会拖延整个决策过程，在部门之间引发争执，因优柔寡断付出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是，谁掌握决策权不够明确。例如，一家跨国汽车制造商未能按计划如期推出新车型，导致销售额下降，原因是营销人员和产品开发人员搞不清应该由哪个部门决定新车型的标准配置和色系。我们询问营销团队标准配置的决策应该由谁制定，83%的人说是营销负责。我们去问产品开发人员同样的问题时，64%的人回答说应该由开发部门负责。（
详见《决策瓶颈如何产生》

 ）

在零售企业中，要把各个职能部门团结起来又实现决策顺畅，困难很多。或许比起其他零售商，英国领先的连锁百货公司约翰路易斯（John Lewis）解决这一难题理应更容易一些。20世纪初企业创始人史派登·路易斯（Spedan Lewis）是员工所有制的先行者。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紧密联系渗透在经营的方方面面，随着公司成长为英国最大的员工持股企业，2004年员工总数达到5.96万人，全年收入超过50亿英镑，这种联系仍然至关重要。

然而，即使在具有合作和团队协作传统的约翰路易斯，跨职能部门决策仍然会遇到问题。以盐和胡椒磨为例，约翰路易斯一向以选择丰富著称，货架上有近50个库存单位的盐和胡椒磨，而大多数竞争对手只提供20个左右。公司的采购人员发现了能提升销量、减少复杂选择的机会：在每个价位和款式上都提供更受欢迎的精选产品，同时减少摆放数量。

但当约翰路易斯实施新策略时，销量却下降了。采购人员百思不解，直到亲自去店内看到商品摆放时才恍然大悟。问题在于采购人员制定决策时并没有让销售人员充分参与，因此销售没有领会新策略意图。结果，产品种类减少后，货架上的摆放空间也少了一半，而不是用原有的货架空间增加每种商品的数量。

为解决沟通问题，约翰路易斯要明确决策角色。采购人员负责决定每个品类占多大的空间。不过，如果销售人员认为空间分配不合理，有权提出异议然后进一步协商。销售人员会具体负责店内的摆放工作。解决了沟通问题、货架也重新摆放后，盐和胡椒磨销量大增，远超之前的水平。

设计决策流程帮助盐和胡椒磨的采购与销售部门对接还相对容易；要在整个企业内实现同样的流程就困难得多。盐和胡椒磨只是约翰路易斯数百个品类之一。公司规模过于庞大正是跨职能瓶颈难以打通的原因之一。不同的职能部门激励制度和目标也不一样，而且常常会相互冲突。当冲突升级为两个部门之间的争斗时，也许就有理由将决策权交给其中的一个——要么采购要么销售，要么市场营销要么产品开发。

跟其他方面一样，分配决策权时也要客观考虑价值在何处，指定相应的负责部门。实际上，要消除跨职能瓶颈，最重要的并非是在部门之间转移决策责任，而是确保掌握相关信息的人员可以及时分享。决策人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设计出能协调决策制定并将其常规化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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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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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特征

想出最近3个你参与制定的有意义的决策，然后问自己3个问题：



1.决策正确在哪里？

2.决策制定的速度是否理想？

3.决策执行是否得力？

4.过程中是不是合适的人以正确的方式参与？

5.每项决策中是否明确

谁负责提出解决方案？

谁负责提供信息？

谁有最终决定权？

谁负责跟进？

6.决策中的各角色，流程和时间安排是否被充分尊重？

7.决策是否有充分的事实依据？

8.如果出现事实或意见不一的情况，解决争端的角色是否明确？

9.决策者在公司的地位是否与职责相符？

10.企业的评估和激励系统能否做到适当奖励做出好决策的人？





内部合作伙伴对外部合作伙伴

在企业内部制定决策已经面临种种困难，想要全球不同的企业联合起来制定决策更是错综复杂，最优秀的战略也可能无法实施。利用外包追求成本和质量优势的公司就面临着这项挑战：哪些决策应该由内部制定？哪些可以授权给外包合作伙伴？

这些问题也适用于战略合作伙伴——比如说与IT承包商合作开发系统的跨国银行，或是从电影公司收购内容的媒体公司——以及部分业务采用加盟形式的公司。到底谁有权决定什么并没有标准答案。但如果你以为签下合同，一切都能顺理成章地解决，那可就错了。

最近一家美国户外设备公司决定扩大低端露台燃气热水器的生产规模，就遇上了种种问题。公司在中国生产高端产品还比较成功，但由于沃尔玛（Walmart）、塔吉特（Target）和家得宝（Home Depot）等大折扣零售商的出现，公司发现必须将更多生产转移到海外，才能将供应成本压低。时间紧迫，几乎不允许犯错的机会：2004年4月到6月，公司开始筹建工厂，希望能赶上圣诞热卖季。

问题很快就出现了。尽管中方合作伙伴很了解成本，但对美国消费者的需求几乎一无所知。美国总部下发较昂贵的设计方案后，中方工厂的管理者为达到成本目标在其他方面降低了标准。他们使用了一种质地较差的材料，会褪色；为了生产时省事，工厂将电源开关安装在用户使用不便的位置；有些本该一次成型的部件，工厂改为将材料焊在一起，外观极其难看。

为解决问题，美方高管不得不明确划分大洋两岸的决策权限。公司将设计和制造流程拆分为5个步骤，分析了每个步骤的决策方式，还进一步明确了具体的制造规范以及对制造商的要求。目标不仅仅是明确决策角色，还要确保各种角色与业务中的价值来源直接对应。如果某项决策将影响成品的观感，就必须获得总部的批准。但如果某项决策不会影响用户体验，就可以由中方来定。比如说，如果中方工程师找到了一种成本较低的材料，而且不会影响产品的观感和功能，那么中方就可以决定更换。

为了推进过渡，公司派了一支工程师团队到中国确保规范平稳转换，如果遇到的问题提交到总部既费事又费时，工程师团队会就地决策。总部负责市场的高管提出要求，应该让客户在家花10分钟，在6个步骤之内就能组装好产品。公司派到中国的工程师与中方制造团队详细讨论这一要求，做出决定后负责执行。最终决策权仍属于总部，产品组装也成为一项主要的设计特色。不过，物流方面的决策则由驻中国的工程师团队制定：团队还负责设计热水器的包装，后来每个集装箱能多容纳三分之一的包装盒，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

如果有一天，管理者突然发现再也不用耐着性子开会，心里还一直嘀咕不知道为什么要开会，就说明公司在制定决策方面开始有所进步。如果会议一开始就讨论由谁负责提供宝贵的信息和意见，谁负责最终决策，那么企业决策更新的速度就会明显加快。

当然，任何高招都没法一夜之间就把不擅决策的企业变成决策导向的企业，也没有现成的蓝图能事先做好一切规划，确保公司遇到任何偶发事件和业务调整时都有备无患。最成功的公司都用简单的工具，找到潜在的瓶颈，通盘考虑商业环境变化时的决策角色和责任分配。要做到并不容易，竞争对手想模仿只会更难。但只要采取一些非常实用的步骤，任何公司就能从下一个决策开始，逐步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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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罗杰斯是贝恩公司负责中东地区的董事总经理。

玛西亚·布伦科是贝恩公司波士顿办公室的咨询合伙人。他们共同成立了贝恩公司全球企业咨询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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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的高管会调整方法，适应所面对环境的复杂性。






19
 93年1月，一名持枪者在芝加哥近郊帕拉丁的一家快餐店里射杀了7个人。作为当地警察局负责人和发言人，副警长沃尔特·加希尔（Walter Gasior）突然发现自己须同时应付好几种不同的情况。他得和悲痛的家属以及担惊受怕的社区居民打交道，得指挥一座极为繁忙的警察局开展工作，还得回答媒体的问题，当时这座小镇里满是记者和摄像师。加希尔回忆说：“真的会有4个人带着后勤和媒体问题同时来找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得让警察局保持日常运作。”

加希尔最终成功地兼顾了多种需求。然而，面对需要多重决策和响应的情况，并不是所有领导者都能取得想要的结果。管理者依赖的常规领导方法在某一种环境下表现良好，对于其他情况却力有不逮，这样的局面屡见不鲜。这些方法为什么会失效，甚至是在逻辑表明它们应该奏效的情况下失效？答案就在组织学理论和实践的一条基本假设里——这个世界有一定的可预期性和秩序。这样的假设以牛顿学说为基础，强调科学管理，鼓励能在有序环境下发挥作用的简化措施。但环境会变，而且随着环境变得更加复杂，简化就可能失效。好的领导力可不是一把“万能钥匙”。

我们相信，拓宽传统领导和决策方法，并且基于复杂性科学构建一种新观点的时机已到（
更多信息，详见《理解复杂性》

 ）。在过去10年中，我们已将这门科学的原则用于政府和多个行业。我们和其他参与者共同建立起了Cynefin框架，它让公司高层从新的角度看待事物，理解复杂的概念并在真实世界中解决问题、把握机会 （Cynefin的发音为“库奈夫因”，来自威尔士语，意指我们的环境和经验中有多种因素以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的方式产生影响）。利用这种方法，领导者可以学会定义这个框架，所用素材包括他们公司的以往事例及其未来的可能情景。这样做可以加强沟通，并有助于高层迅速了解他们所处的运作情景。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已将这个框架用于反恐，它也是新加坡风险评估和侦测机制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这个框架已逐步衍生出数百种应用，既能帮一家制药公司制定新的产品策略，也能协助加拿大某省政府在决策过程中激发员工的积极性。

这个框架按照因果关系将领导者面临的问题分为5种情景。其中4种，也就是简单、复合、复杂以及混乱情景需要领导者分析情况并按照与该情景相符的方法采取行动。如果不清楚这4种情景中哪一种处于主导位置，就采用第5种，也就是无序情景。

Cynefin框架可以帮助高层认识到自己处于哪种情景，这样他们不仅可以做出更好的决定，还能避免在自己偏爱的管理风格让他们犯错误，出现问题。在本文中，我们把重点放在前4种情景上，为每一种情景举例，并就如何进行领导以及做出恰当决定提供建议。由于复杂情景在商业世界中的普遍性远远超过大多数领导者所意识到的水平，而且需要采取不同的、往往和直觉相悖的应对措施，我们特别关注这种情景。知道这个世界往往是非理性和无法预测的领导者，会发现Cynefin框架特别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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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情景：最佳实践的领域

简单情景的特点是稳定，而且所有人都能轻易辨别其中明确的因果关系。正确答案往往不言自明而且无可置疑。在这个“众所周知的已知”领域中，决定不会受到质疑，原因是各方的理解相同。几乎不存在变数的问题通常都属于这一类，比如和处理以及完成订单有关的问题。

在正确评估的情况下，简单情景需要直接管理和监督。领导者了解情况、归类并且采取应对措施。也就是说，他们评估实际局势，将其归类，然后基于既定方法做出响应。主要以过程为导向的情况，比如对偿还贷款的处理，往往是简单情景。如果出了岔子，员工通常会发现这个问题（比如，借款人未足额还款），并采取恰当的应对措施（或者不接受还款，或者按照单据条款处理这笔资金）。由于经理和员工都能接触到该领域中处理问题所需的信息，那种设定指标的命令并控制的方式效果最好。指令直截了当，决定很容易分派下去，职责自动得到履行。遵循最佳实践或流程重组合情合理。经理和员工之间通常不需要进行详尽的沟通，因为就需要采取的行动几乎不会发生分歧。

不过，简单情景下也可能出现问题。首先，这个领域的问题也许因为过度简化而未能正确归类。无论事态复杂性如何，总是要求提供简要信息的领导者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其次，领导者容易受到既定思路的影响，也就是在某种条件下做出的反应，来自以往经验、培训或成功的观点往往阻碍人们发现新的思路。

第三，在一切看来进展顺利时，领导者往往会洋洋得意。如果情景在此时发生变化，领导者就有可能不会注意到当前发生的状况，进而反应过慢。在“Cynefin框架”图里，简单情景毗邻混乱情景，是有充分理由的。陷入混乱的最常见理由就是成功让人沾沾自喜。这样的变化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失败。大家可以想一想，许多此前处于主导位置的技术突然就被更有活力的替代技术所颠覆。

领导者需要避免事必躬亲，而且需要一直关注最新事态，以便察觉到情景的变化。总的来说，处境单一的一线工人更有能力独立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实际上，有多年经验的员工对于如何完成工作也有深刻的认识。领导者应该建立沟通渠道，而且在必要情况下应建立匿名渠道，以便持不同意见的人早早地对他们的自满情绪提出警告。

最后，记住一点很重要：最佳实践从定义上讲是过去的实践活动。简单情景下经常采用最佳实践，而且往往是正确做法。不过，如果劝阻员工抵制这种做法，甚至是在后者已经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就会遇到困难。鉴于“后见之明”在情景发生变化后无法再让人未卜先知，也许要对管理风格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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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复杂性

复杂性更多的是一种思考世界的方法，而不是一种和数学模型进行协作的新途径。100多年前，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发起了领导力革命。如今，复杂性科学的进步以及来自认知科学的知识又在构建一个新的领域。复杂性旨在帮助当前和未来的领导者理解先进技术、全球化、错综复杂的市场以及文化的变化等诸多事物。简而言之，复杂性科学能帮助我们所有人在人类历史新纪元中应对挑战、把握机会。

复杂性系统有下列特点：

它涉及大量互动元素。

这些元素进行非线性互动，而且微小的变化会带来与之不成比例的重大结果。

这是一个动态系统，其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而且不能强行施加解决方案，相反，解决方案会从环境中产生。这经常被称作自然浮现。

这个系统由历史，过去和现在相融合；这些元素一起发展，也和环境共同发展；进化不可逆转。

回过头来看，虽然一个复杂系统或许看上去有序而且可预测，但“后见之明”不会让人未卜先知，原因是外部环境和系统一直在变化。

和有序系统（系统限制元素）或无序系统（没有限制）不同，在一个复杂系统中，元素和系统相互限制，特别是长期而言。这意味着我们无法预测或预言将出现什么情况。

早期的复杂性理论之一认为复杂现象产生于简单规则。大家可以考虑一下鸟类的群体飞行规则：围绕鸟群的中心，统一速度，避免相撞。这种简单规则理论被应用于建立早期的工业模型和工业生产，而且展现出了很大的潜力；但它并非独立发挥作用。最近，一些思想家和专业人士开始指出，人类的复杂系统和自然界截然不同，而且由于人的不可预知性和智能性，无法用同样的方式建立模型。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人和其他动物的下列区别：

人有多重身份，而且可以自由切换，无须有意识的思维（举例来说，一个人可以既是社区中受人尊重的成员，也是恐怖分子。）

人做决定的基础是以往成功和失败的规律，而不是有逻辑、可定义的规则。

在某些情况下，人可以故意将其运作的系统调整至平衡状态（比如一个六西格玛项目），以便创造出可预测的结果。

想把复杂性科学的原则用于自己公司的领导者须用和以往不同方式来思考和行动。这也许并不容易，但这是复杂情景中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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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nefin框架

Cynefin框架能帮助领导者判断处于主导位置的运作情景，进而做出恰当的选择。每个领域都需要不同的行动。简单和复合情景设定的是一个有序环境，其中的因果关系可以认知，而且可以基于事实找到正确的答案。复杂和混乱情景处于无序状态，也就是说，因果之间没有明显的直接关系，今后的发展道路则取决于自行浮现的规律。有序环境适于基于事实的管理；无序环境则适于基于规律的管理。第五种情景，也就是无序情景的特性决定了处于其中的人特别难以察觉到它。几种观点在此争夺显要位置，几派领导者相互争论，充满了嘈杂之声。突破这个领域的方法是将这样的局面分割成几个组成部分，然后将这些部分分别纳入另外4个领域。领导者可以就各个部分进行决策并用恰当的方法实施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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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情景：专家的领域

和简单情景不同，复合情景也许包括多个正确答案。同时，尽管因果关系明确，但并非所有人都能看到两者的联系。这是个“众所周知的未知”领域。在简单情景下，领导者必须了解情况，进行归类并采取应对措施；在复合情景下，他们则必须了解情况，进行分析并采取应对措施。这种方法并不容易，而且往往需要专业特长——汽车司机也许知道自己的车出了毛病，原因是发动机发出哐啷哐啷的响声，但要判断出了什么问题，司机就得把车开到机械师那里。

由于复合情景下需要研究多个方案，而且其中一些也许很出色，良好实践比最佳实践更合适。举例来说，设计一款新手机的常用方法或许是强化A性能，使其盖过B性能，但强化C性能的替代方案也许同样有价值。

另一实例是寻找油藏或矿藏。这项工作通常需要一个专家团队，可能有收获的地点不止一处，而找到正确地点进行钻探或开采需要复杂的分析，还要知道将在多个层面造成的影响。

在复合情景下，既定思维也是一种危险，但有这种倾向的是专家（而非领导者），而且专家往往在这个领域处于主导位置。出现问题时，非专家提出的创新建议可能会被忽略或驳回，因而失去机会。毕竟，专家为积累知识进行了投入，他们不太可能容忍有争议的意见。不过，如果情景发生改变，领导人就可能需要了解那些新颖的观点。为解决这样的问题，领导人必须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同时欢迎其他人提出创新思路和解决方案。一家制鞋企业的高层就做到了这一点，途径是将寻找新产品风格的头脑风暴活动对整个公司开放。最终，一位保安提出的设计样式成了他们的最畅销产品之一。

另一个潜在障碍是“分析瘫痪”，这是指专家组成员陷入僵局，无法就任何答案达成一致，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每个人的既定思路，或者说自负心理。

在不熟悉的环境下工作会有助于领导者和专家用更具创造性的方式来进行决策。比如说，我们让专业零售营销人士在一些军事研究项目中待了两周。周围环境既不熟悉又充满挑战，但这种环境和零售市场有一大共同之处，那就是营销人员必须处理大量数据，而且关键就在于从中发现不明显的趋势或微弱的信号。这些营销人士发现，这两种环境在某些地方几乎没有差别，比如跟转身离去的不满意顾客打交道和对即将袭来的弹道导弹做出预期。这种做法帮助这些营销人士学会了如何发现可能流失的忠实顾客以及在有价值的客户转投竞争对手前采取行动。通过改进其策略，他们能留住的业务大为增加。

游戏同样鼓励创新思维。我们创造了一个在虚拟星球上玩的游戏，其基础是一家真实客户的企业文化。当高层在这颗星球上“降落”后，他们得处理原住民面临的问题与机遇。这些高层遇到的问题都做了掩饰，但都反映了真实的情况，其中许多都是有争议或者敏感的局势。然而，由于所处的环境似乎是如此的陌生和遥远，游戏参与者发现和熟悉的周边环境相比，想出崭新创意要容易得多。玩这种隐喻性游戏会让管理者更愿意去体验，从而使他们更容易而且更有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并让他们的决策过程包含了更多的方案。此类游戏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提出想法，以便促进不受约束的分析。

在复合情景下做出决定往往会花费很长时间，而且总是要在找到正确答案和简单做出决定之间进行权衡。此外，在难以捕捉到正确答案而又必须基于不完整数据进行决策的情况下，你的处境就可能比复合情景还要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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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复杂情景：规律自行浮现的领域

复杂情景中至少存在一个正确答案。然而，在这种情景下无法找到正确答案。举例来说，这就像法拉利和巴西雨林的差别。法拉利是结构复杂的机器，但机械专家可以将其拆解，再原封不动地组装回去。法拉利是静态的，其整体就是各个零部件之和。另一方面，雨林一直在不断变化——物种灭绝、气候模式变迁、农业项目改变了水流路径——其整体远大于各个部分之和。这是“不为人知的未知”领域，而且当代商业的很大一部分已经转向这个领域。

公司的大多数情况和决定都是复杂事物，原因是一些重大改变，比如一个业绩低迷的季度、管理层的变化以及并购会带来不可预知性和变化。在这个领域，我们只有在回溯以往时才能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过，如果领导者进行“输得起”的试验，指导性规律就会浮出水面。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领导者不应试图采取一系列行动，而要耐心等待前进的道路自行显露出来。他们首先须探寻，然后了解情况并做出响应。

在电影《阿波罗13号》的一个片段里，宇航员们遇到的危机（“休斯敦，我们有麻烦了”）让情况进入了复杂领域。一组专家聚拢在一个房间里，手头是杂乱无章的材料——一些小塑料片以及其他零碎的东西，反映了天上那些宇航员的可用资源。负责人告诉这些专家，能给你们的就是这些，找到解决方案，否则宇航员就会丧生。没有哪位专家知道可能会奏效的先例。相反，他们必须通过手中的材料让解决方案自行出现。最终，他们成功了（资源稀缺的环境往往带来比充裕环境更有创造性的成果）。

另一个例子来自YouTube。该网站的两位创始人不可能预见到如今存在的所有流媒体视频技术应用。然而，只要人们开始创造性地使用YouTube，他们的公司就可以支持并扩充新出现的使用模式。举例来说，YouTube已经成为一个受众广泛的供人们表达政治观点的平台。通过发起关于总统候选人的辩论，YouTube打造了这样的模式，辩论素材则是人们上传的视频。

和其他情景一样，复杂情景下的领导者也面临着几项挑战。最让人担心的是他们有冲动回到传统的命令并控制的管理风格，也就是要求别人拿出“输得起”而且结果明确的商业计划。如果领导者没有意识到复杂情景需要更具试验性的管理模式，他们就可能因为难以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而失去耐心。他们也许还会很难容忍失败，而这正是试验性认知心态的一个关键方面。如果试图过度控制公司，他们就会扼杀可提供信息的规律自动浮现的机会。在复杂情景下试图执行命令的领导者会失败，那些搭建舞台，退后一步，让模式自行浮现然后决定哪种模式符合预期的领导者则会成功（
详见《复杂情景下的管理工具》

 ）。他们将会看到许多创新机会、创造性以及新的业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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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情景下的管理工具

考虑到复杂情境的模糊性，领导者怎样才能有效发挥领导作用呢？


开放式讨论。
 复杂情景需要的互动式沟通超过了其他任何一种情景。比如说，大群体模式（Large Group Method）就是进行民主、互动、多向讨论的高效方法。在这种模式下，人们想出的创新点子能帮助领导者制定和执行复杂的决定和策略。举例来说，“正向偏差”就是一种大群体模式，人们借此可以讨论已经在公司内部发挥作用的解决方案，而不会为了寻找如何进展下去的线索而考虑外部最佳实践。复杂性研究机构Plexus Institute用这种方法来解决医院中交叉感染的复杂问题，由此带来的行为调整让此类感染病例减少了50%。


设置障碍。
 障碍对行为予以限制或界定。只要设置了障碍，系统就会在这些界限之内进行自我约束。举例来说，eBay创始人通过建立一套简单规则设置了障碍，其中包括按时付款、迅速递送商品以及充分披露商品的状态。参与者通过相互评定行为质量等级来进行自律。


激发吸引点。
 吸引点是一种现象，指小型刺激或试探（来自领导者或他人）引起人们的共鸣。随着其力量不断增强，吸引点就会带来结构和一致性。这里再以eBay为例。1995年，eBay创始人皮埃尔·奥米迪亚（Pierre Omidyar）在他的个人网站推出了一项名为Auction Web的服务。他的这次试探，也就是第一件待售商品，迅速发展成了eBay，这个网站对打算买卖物品的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如今，eBay上的卖家仍在进行试探，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吸引点。其中一项尝试是在eBay上卖一辆轿车，它引起了买家的共鸣，而且汽车销售很快就成了一个流行的吸引点。


鼓励不同意见和多样性。
 在复杂情景中，不同意见和正式辩论是很有价值的资产，原因是它们鼓励人们拿出充分锤炼的模式和想法。比如说，“仪式性异议”方法让平行团队在一次大群体会议中解决同一个问题。每个团队指定一位发言人，他从本团队的桌前走到另一团队的桌前。这位发言人陈述本团队的结论，另一团队则安静聆听。随后，该发言人转过身去，背对另一团队，后者将毫不迟疑地对他的陈述提出质疑，这位发言人则静静聆听。各个团队的发言人都轮流拜访其他团队。会议结束时，所有想法都会得到充分剖析和打磨。轮流安静地聆听有助于人们理解一些行为的价值，包括仔细倾听、坦率发言以及认为别人的批评并非专门针对自己。


管理初始条件并监视自动浮现的事物。
 由于复杂情景下的结果不可预知，领导者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创造环境上，以便有利事物可以自动浮现，而不是设法实现预先设定的结果，进而可能错失意外出现的机会。比如说，许多年前3M制定了一条规则，允许研究人员将15%的时间用于任何他们感兴趣的项目上。这项措施的结果之一是创造了大获成功的产品——便利贴。



（返回原文阅读）








混乱情景：快速响应的领域

在混乱情景下，寻找正确答案毫无意义，原因在于根本无从确定因果关系，因为它们总是在变化，而且不存在可管理的模式，只有混乱。这是不可知的领域。2001年的“9.11事件”就属于这个类别。

在混乱模式下，领导者的首要任务不是发现规律，而是“止血”。领导者必须首先采取措施来建立秩序，然后发现哪里存在稳定性以及哪里缺失稳定性，进而予以应对。方法是将局势从混乱变为复杂，进而在复杂情景下识别出自行浮现的模式，这既有助于防止今后的危机，也有助于发现新机会。最直接的自上而下或“广播式”的沟通势在必行，根本没有时间提出“输血”的要求。

可惜的是，大多数领导力“秘方”都源自出色的危机管理事例。这是个错误，而且原因不仅是因为混乱局面很少见，这倒是值得庆幸。虽然 “9.11事件”的情况无法立即被查明，但这场危机需要采取果断行动。时任纽约市长的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在混乱局势中发布指令，并采取行动重树秩序，展现出了非凡的效率；实际情况证明他这种自上而下的领导风格在这场灾难中极具成效。然而，在市长这个职位上，他因为同样的领导风格而广受批评。当然，纽约市长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工作之一。随后，他还因为建议推迟选举以保持秩序和稳定受到了批评。的确，领导者在危机之后面临的一大危险就是其中一些人变得不那么成功，原因是情景发生了变化，而他们未能调整自己的风格与之适应。

此外，在混乱情景下非常成功的领导者可能自视过高，甚至自诩为传奇人物。当他们备受推崇时，发挥领导作用对他们来说实际上变得更难了，原因是身边的仰慕者切断了他们获得准确信息的渠道。

不过，混乱情景几乎总是领导者促进创新的最佳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对新鲜事物和指示型领导的接纳程度超过其他情景。让管理混乱局势和创新并行不悖是一项优秀技能。也就是说，在遭遇危机的那一刻就要任命可靠的管理者或者危机管理团队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挑选出另一个团队，将其成员的注意力集中到寻找不同行为方式的机会上。等到危机结束，机会也将随之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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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情景领导

好的领导需要对个别层面上的变化持开放态度。真正精明的领导者不光知道如何随时识别自己所处的情景，还知道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和决定来适应情景。同时，他们还会让自己的公司做好准备，理解不同的情景以及各类情景之间的转换条件。许多领导者的工作都卓有成效，但通常只是在一个或两个情景中（而非全部）；让自己的公司为多种情景做好准备的领导者几乎没有，或者很少。

在1993年的帕拉丁谋杀案中，副警长加希尔要同时面对4种情景。他必须通过媒体立即采取行动，以防最初的恐慌掀起波澜，具体做法是让社区一直能了解到情况（混乱情景）；他得让警察局保持日常运作并遵循既定程序（简单情景）；他必须请来专家（复合情景）；他还得在危机之后的几天乃至几周时间里不断安抚社区民众（复杂情景）。实际情况表明，最后一种情景难度最大。家长不敢让子女去上学，上班族担心工作场所的安全性。如果加希尔把这种局面误判为简单情景，他也许只会说：“坚持一下。”这样做绝不会让社区民众放心。如果他把这种局面误判为复合情景，他也许会请专家说已经安全了，这有可能让他失去人们的信任。相反，加希尔为企业主、高中学生、教师和家长建立了一个论坛，让他们表达自己的顾虑并了解事实。这是针对复杂情景的正确方法——他让解决方案从社区中自行浮现，而不是设法将解决方案强加给社区。

商学院和公司为领导者提供了在有序情景（简单和复合情景）下运作的手段。但在无序情景（复杂和混乱情景）下运作时，大多数领导者通常必须依靠他们天生的能力。然而，面对如今更为复杂的局面，直觉、智力和魅力都已经不够了。领导者需要工具和方法来引导他们的公司在不那么熟悉的环境中前行。

在当前商业世界的复杂环境中，领导者往往需要采取和直觉相悖的措施。他们需要知道什么时候把权力交给别人，什么时候自行支配，什么时候借助群体的智慧，什么时候自行决断。在这个不确定性不断上升的时代，领导者想要有所作为，就需要对情景有深刻理解，有能力接受复杂性和悖论，而且愿意灵活地调整领导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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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斯诺登是威尔士班戈大学教授、应用复杂性中心主任。玛丽·布恩是Boone Associates总裁，该机构设在康涅狄格州艾塞克斯。斯诺登和布恩因发布本文获得了Emerald优秀引文奖和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奖项。





增刊：聪明人如何做决策




决策中的


隐性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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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哈蒙德（John S. Hammond）

拉尔夫·基尼（Ralph L. Keeney）

霍华德·雷法（Howard Raiffa）| 文

斯眉 | 译　刘铮筝 | 编校






在制定决策时，你可能被大脑奇异的运行方式支配。现在来看看如何避开这些思维陷阱，以免判断失误酿成灾祸。






对
 每一位高管而言，制定决策都是最重要的工作，同时也是最困难、最危险的工作。错误的决策会令企业和个人事业受损，有时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那么，错误决策从何而来？在许多情况下，其根源可以追溯至人们制定决策的方式，例如未明确界定替代选择、未能收集到正确的信息、未能准确衡量成本和收益。但有时候，错误并非在于决策过程，而在于决策者的思维。人类大脑的运作方式阻碍了我们的决策。

半个世纪以来，研究人员一直在探寻大脑在制定决策时是的运行方式。针对这一课题实验室和实地研究结果表明：人类无意识地运用很多常规程序，来应对大多数决策内在的复杂性。这些程序被称为启发法，在很多情况下都对我们大有帮助。例如在判断距离时，我们的大脑经常依靠的一种启发法是，清晰度与距离成正比。一个物体越清晰，我们就断定它的距离越近；越模糊，我们就认为它肯定距离越远。这种简单的心理捷径有助于我们连续对距离做出判断，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不可或缺。

然而，像大多数启发法一样，心理捷径并非万无一失。在烟雾较重的日子里，我们的眼睛会欺骗大脑，认为物体比实际距离更远。它所产生的失真对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没有危险，因此我们可以放心忽略。然而对于飞机飞行员而言，这种曲解可能是灾难性的。这就是为什么飞行员不光要会用眼看，还要接受训练，会使用客观的仪器来测距。

研究人员已经认识到我们在决策思维中存在的一系列类似缺陷。其中一些如同人们对清晰度的判断，属于感知错误，其他则以偏差的形式表现出来，还有一些则是我们思维中出现的非理性反常现象。这些陷阱的危险在于其隐蔽性，因为它们已融入我们的思维过程，即使我们落入陷阱都很难识别。

高管的成功取决于日常做出或批准的许多决策，对他们来说，心理陷阱尤其危险，它能令一切功亏一篑，无论是新产品开发、收购和资产剥离战略，还是接班人计划。虽然没人能够彻底摆脱这些根植在思维中的缺陷，但是，任何人都可以仿效之前飞行员的例子，学着了解陷阱，防患于未然。

本文中，我们对大量有明确记录的心理陷阱进行剖析，尤其是那些可能对企业决策造成损害的思维定式。除了探讨这些陷阱的成因和表现方式，我们还提供了一些具体方法，让管理者能够加以防范。不过，重要的是要牢记一条——有备无患是最好的防御。尝试着了解这些陷阱及其多种表现形式，管理者将在决策方面更上一层楼，从而确保自己做出正确决定，为下属或同事提出可靠建议。



锚定陷阱

下面有两道题，你会怎么解答？

土耳其的人口数量超过3500万吗？

你对土耳其人口数量的最准确估算是多少？

如果你像大多数人一样，那么，第一个问题中的3500万（我们任选的一个数字）会影响你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多年来，我们对许多人群提出过这些问题。在一半情况下，我们在第一个问题中用的数字是“3500万”；而在另一半情况下，我们则用了“1亿”。结果是，当第一个问题中的数字放大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会变大，百试不爽。这一简单测试阐释了一种常见而有害的心理现象，我们称之为锚定。当考虑一个决定时，大脑会格外重视收到的第一个信息，最初的印象、估算或数据会对之后的想法和判断造成影响。

锚定对象以多种伪装出现。既可以简简单单，好像同事的几句评论或晨报上刊登的统计数据一样看似无害；也可以阴险刻薄，如同对某人肤色、口音、服饰的刻板印象。在商业上，锚定对象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过去发生的事件或潮流趋势。市场营销人员试图预测新一年产品销量时，往往先看一下前几年的销售数据。预测者把旧数据设为锚定目标，然后根据其他因素对其加以调整。这种方法虽然可能生成合理而准确的预估，却倾向于过度重视以往事件，忽视其他因素。在市场快速变化的形势下，过时的锚定数据或将导致预测失实，反而对企业的抉择造成误导。

锚定目标可作为制定决策的依据，因此通常被精明的谈判方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试想某大型咨询公司在旧金山寻找新办公地点的经过。在一位商业地产经纪人的协助下，该公司合伙人确定某座建筑符合他们的所有标准，并安排与业主开会。会谈伊始，业主就摊出了一份合同草案的条款：租期10年；初期每月租金为2.50美元/平方英尺；依照当年的通胀率确定租金涨幅；所有室内装修由承租人承担；承租人可选择在相同条件下续租10年。虽然业主提出的价位在市场中属于高端，但咨询公司没有大幅还价。他们提出将初始价格定在市场价的中档水平，并要求业主负担一部分装修费用，其他条款全都接受。咨询公司本来可以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表现得更积极、更富有创意，例如把初始价格降到低端市场水平，每两年而不是每年调整一次租金，设定租金增长的上限，明确延长租期的不同条款，诸如此类但是，他们的思维被业主们的最初提议“牵着鼻子走”。咨询公司已经陷入锚定陷阱，结果白白吃亏，多付出大笔租金。


如何处理？
 锚定陷阱对决策的影响已在数千个实验中被证实，它不仅影响着管理者，也会波及会计师和工程师、银行家和律师、咨询师和股票分析师的决策。这种现象太过普遍，无人幸免。可是，一旦管理者意识到锚定陷阱的危害，就可以运用以下手段减少影响：

总是从多个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尝试使用其他可替换的出发点和方法，而不是执着于头脑中出现的第一个想法。

在咨询别人之前，先独立思考问题，以免被后者的想法所左右。

保持开放心态。从各种各样的人那里寻求信息和意见，以拓宽你的参考框架，推动新思路。

要小心，从顾问、咨询公司那里征求信息和建议时，避免使他人陷于你的思维定式。尽可能少谈你自己的想法、预估和尝试性决定。如果透露太多，你的成见可能会影响你。

特别要警惕谈判中的锚定陷阱。在任何谈判开始之前，请先考虑清楚你的立场，以免被对方的初始提议所限制。同时，寻找机会利用锚定陷阱，将其变为自己的优势，例如，如果你是卖方，不妨在开场白中设定一个较高的防御性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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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现状陷阱

我们都愿意相信自己做出的决策理性而客观。但事实是每个人都有偏见，而且，这些偏见影响着我们的选择，例如，决策者强烈偏向选择能够无限延续现状的替代品。从广义上看，每当一个全新产品推出时，我们都可以看见这种趋势。第一部汽车通常被多数人称为“不用马拉的马车”，因为它们看上去很像被取代的四轮轻便马车，第一张出现在万维网上的“电子报”则貌似各种之前的印刷版报纸。

举个更熟悉的例子，你可能会在个人财务决策中屈从于这种偏见。例如，人们有时会继承股票，但永远不会自己去买。虽然可以直截了当、毫不费力地主动把这些股票卖掉，把钱投入到不同的投资中去，但持股惜售的人数令人惊讶。他们觉得维持现状很自在，避免采取行动让自己不安。他们说，“然后也许我会重新考虑一下”， 但通常“就没有然后了”。

维持现状陷阱的根源来自于心灵深处，因为我们想保护自我免受伤害。打破现状意味着采取行动，而当我们采取行动时就要承担责任，从而可能遭受批评，感到悔恨。于是我们自然会寻找理由，什么也不做，这不足为奇。在大多数情况下，安于现状等同于选择更安全的路径，因为这会减少我们的心理风险。许多实验表明，现状具有磁性吸引力。在一项实验中，一组人随机收到两个礼物中的一个，两者价值大致相同——一半人得到了杯子，另一半人得到了瑞士巧克力。接着有人告诉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用手上的东西交换其他礼物。你可能会以为大约有一半人想交换，实际上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这样做。现状发挥了力量，即使它仅仅在几分钟前任意建立起来。

其他实验也显示，你拥有的选择越多，维持现状的吸引力就越大。例如，当人们有A和B两种替代选择而不是只有A时，宁愿维持现状的人更多了。原因何在？在A和B之间进行选择意味着要耗费额外精力，维持现状则毫不费力。

在商业上，与无所作为（不做任何事）的过错相比，有所作为（做某事）的过错往往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在任何地方，但凡出现上述情况，维持现状就会具有特别强的吸引力。例如许多并购案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兼并方避免迅速采取行动，没有在被收购公司强行推进更合适的全新管理结构。典型的思考方式是，“眼下我们不要掀翻小船，等局势稳定下来再说。”随着时间流逝，现有结构更根深蒂固，改变只会更难。如果没有把握变化时机，管理层会发现自己陷入了现状陷阱。


如何处理？
 首先请记住，在任何一项既定决策中，维持现状确实可能是最佳选择，但你不想只因为它令人舒适而这样做。一旦意识到维持现状是一种陷阱，你可以使用下列技巧削弱其影响力：

总是提醒自己目标是什么，并研究如何利用现有条件促进目标达成。你可能会发现，当前形势的各项因素是通向目标的绊脚石。

永远不要认为维持现状是唯一选择。请确定其他选项，并利用它们摆脱现状，仔细评估所有做法的优劣。

问问自己，如果有机会重新来过，是否会选择其他替代方式。

避免夸大摆脱现状的努力或成本。

请记住，现状的合理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对替代选项进行比较时，始终从现在和未来两种角度加以评估。

如果你有几个比现状更佳的替代选项，不要仅仅因为难以优中选优而安于现状。要强迫自己进行选择。



沉没成本陷阱

另一个深植于人们内心的偏见是以过去为参照来选择，即使过去的选择已不再适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落入这个陷阱。例如，我们可能会拒绝在亏损的情况下出售股票或共同基金，而放弃其他更具吸引力的投资。或者，我们可能已经投入了巨大的努力，以改善某位员工的表现，尽管我们最初就知道不应该雇用他。我们过去的决策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沉没成本——以往所投资的时间和金钱，如今已无法挽回。我们清楚地知道，沉没成本与现在的决定无关，但却在我们心中挥之不去，导致我们做出不恰当的决定。

为什么人们不能从过去的决定中摆脱出来？通常是因为他们有意或无意地不愿承认错误。在个人生活中，承认决定是错的也许是私事，只涉及本人的自尊，但在商业上糟糕的决定往往是公事，会招致同事或老板的批评。如果你要解雇一名表现不佳的职员，而他以前是被你招进来的，那么，这就公开证明你的判断有误。让他留任，似乎能让你心理上更安全，即使那种选择只不过是一错再错。

在银行业，沉没成本偏差规律性地出现，令人不胜烦扰，并可能造成特别可怕的后果。当某借款人的业务遇到麻烦时，贷款人通常会提前再增加几笔资金，希望提供一些喘息的机会，使其业务重新走上正轨。如果企业能够康复，这算是一笔明智的投资。否则，只会赔了夫人又折兵。

本文作者之一曾协助美国某大型银行清理了海外业务中的大笔不良贷款。我们发现，与接管项目的银行家相比，最初负责发放问题贷款的那些银行家更倾向于批准额外资金，这种情况在许多案例中反复出现。在太多情况下，原来那些银行家所实施的策略和贷款最终均以失败告终。随着不良信贷的升级，他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试图维护早期有缺陷的决策，成为沉没成本偏差的受害者。银行的最终解决之道是制定一项章程，规定一旦某个贷款项目出现问题，便立即重新将它委派给另一位银行家负责。新的继任者能够从全新而不带偏差的视角出发，来审视值不值得提供更多资金。

有时，企业文化会对沉没成本陷阱推波助澜。当决策导致了不利结果，如果处罚过于严厉，相当于鼓励管理者让失败的项目无限拖延下去，徒然期待他们能够想方设法化险为夷。高管们应该认识到，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不可预见的事件时常发生，好的决策有时会导致不好的结果。通过承认一些好的想法可能以失败告终，高管们鼓励人们减少损失，而不是任其增加。


如何处理？
 对于所有历史性的决策，无论这些沉没成本是心理上的还是经济上的——都会扰乱你对手头选择的思考，你需要有意识地努力抛开这些沉没成本。试试以下方法：

找出与早前决策无关和对此无须承担责任的人，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

想明白为什么承认之前的错误令你不快。如果答案是伤害了你的自尊，请正面应对。提醒自己，即使是聪明的选择也会产生不好的结果，错不在最初决策者，即使是最好、最有经验的管理者也难免出现判断失误。记住沃伦·巴菲特的至理名言：“当你发现自己身陷坑中时，你能做得最好的事是停止继续挖坑。”

注意提防沉没成本偏差对下属决定和建议的影响。必要时，请重新分配职责。

不要培养一种促使员工畏惧失败、知错不改的文化。在奖励员工时，要看他们的决策质量（将他们制定决策时的已知因素考虑在内），而不只是业绩质量。



有利证据陷阱

试想你是一家成功的美国中型制造商总裁，正在考虑是否取消原有的工厂扩建计划。有一段时间，你一直担心公司无法维持出口快速增长，担心美元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走强，使你的商品价格对海外消费者变得更昂贵，市场需求受到抑制。但在叫停扩建工厂前，你决定打电话给一个熟人，听听她的想法。她是一家类似公司的CEO，最近刚刚暂停了一家新工厂。她提出了强有力的证据，认为其他货币相对美元将大幅贬值。你要怎样做？

最好别把这场对话当作“一锤定音”的铁证，因为你很可能已落入了有利证据陷阱。这种认知偏差引领我们寻求支持自己已有直觉或观点的信息，同时，屏蔽与之相左的信息。毕竟，你能指望这位熟人会给出不支持她自己决定的有力理由吗？有利证据偏差不仅影响着我们从何处收集证据，还影响着我们如何解读，致使我们过于重视支持性信息，而忽略了与之相悖的信息。

在一项探讨这种现象的心理学研究中，有两组参与者，一组反对死刑，另一组则支持死刑。每组成员都要就死刑对犯罪的震慑效力问题，阅读两份详细谨慎的研究报告。一份报告的结论表明死刑对震慑犯罪是有效的，另一份报告则相反。尽管被告知有确凿的科学信息支持相反论点，两组成员在读了两份报告后，却都更加确信自己的立场是对的。他们自动接受支持性信息，摒弃了与之相冲突的信息。

在这里，有两种基本的心理力量在起作用。首先在潜意识中，我们倾向于先决定想要做什么，至于为什么？等以后再去搞清楚。其次，与不喜欢的东西相比，喜欢的东西容易吸引我们，这种趋势甚至在婴儿期就有据可查。自然而然地，我们会被那些支持我们潜意识倾向的信息吸引。


如何处理？
 并非你不应该借助潜意识进行抉择，前提是确保这种选择是明智的，你需要测试，做法如下：

经常自问你是否运用相同的严格标准检查过所有证据，切忌接受未经质疑的证据。

找一个你尊重的人扮演恶人，对你正在考虑的决定提反对意见。当然，自己会逆向思考更好。不这么做的最大理由是什么？第二大理由呢？第三大理由呢？以开放的心态研判当下的形势。

诚实对待自己的动机。你是否真的在收集信息帮助自己做出明智的选择，或者只是在寻找证据来确认你愿意做的事？

向他人寻求建议时，问题不要带有倾向性，那是在引导他人提供有利证据。如果你发现一位顾问似乎总是支持你的观点，请换一个新顾问吧。不要让身边满是唯唯诺诺的人。



框架陷阱

制定决策的第一步是界定问题的框架，这也是最危险的步骤之一。界定问题的方式可以对你的选择造成深刻影响。例如，有一个案例涉及汽车保险，由于表述不同，导致了两亿美元的差别。为了降低保险费用，毗邻的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法律上做出相似的修订。两州都向驾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选项：通过接受有限的诉讼权，驾驶者可降低保费。但这两个州提供的选择框架却迥然不同：在新泽西州，除非你另行要求，否则一律默认接受有限的诉讼权；而在宾夕法尼亚州，除非你另行要求（选择有限的诉讼权），否则一律默认保留完整的诉讼权。不同的选择框架确立了不同的现状，毫不奇怪，大多数消费者都默认了当前选项。因此，在新泽西州，约80%的驾驶者选择了有限诉讼权，而在宾夕法尼亚州，仅有25%的人如此选择。由于选择框架导致的影响，在保险和诉讼费用上，宾夕法尼亚州白白丧失了近两亿美元，这些钱本可省下来。

框架陷阱可表现为多种形式，如同上述保险事例所示，它往往与其他心理陷阱密切相关。一个框架能够确立现状或带来锚定目标，可以强化沉没成本或将你导向有利证据。决策研究人员已经证实，有两种类型的框架出现得特别频繁，会使人们的决策误入歧途：


损益框架。
 仿效决策研究家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的经典实验，本文作者之一设计了研究项目，向一批保险专业人士提出以下问题：

假设你是一位海运货物理算员。昨天在阿拉斯加海岸，3艘驳船沉没，它们均已投保，你的职责是将船上的货物损失降低到最小。每艘船载有价值20万美元的货物，如果在72小时内未能打捞上岸，损失将由保险公司承担。当地的海洋打捞公司老板给你两种选择，打捞成本相同，你会选择哪一个计划？

A计划：打捞3艘驳船中的一艘，货物价值20万美元。

B计划：有三分之一的概率将3艘驳船都打捞上来，货物总价值为60万美元，但有三分之二的概率是什么也捞不上来。

如果你像该研究中71%的受访者一样，就会选择“风险较小”的A计划，即确定拯救一艘驳船。然而，另一组参与人员被要求在替代方案C计划和D计划之间进行选择：

C计划：该计划将导致3艘船中的两艘货物受损，价值40万美元。

D计划：有三分之二的概率会导致损失3艘船，即全部60万美元的货物，但有三分之一的概率会分毫无损。

面对这一选择，80%的受访者首选D计划。

当然，这两组替代选项其实是对等的——A计划等同于C计划，B计划等同于D计划，只是以不同的框架呈现。受访者大相径庭的反应表明，当从收益角度（驳船有救）给出问题时，人们会规避风险；而从避免损失的角度（驳船失踪）给出问题时，人们会偏好冒险。此外，他们倾向于沿用现有框架，而不愿以自己的方式将问题重述一遍。


以不同参照点设立框架。
 当涉及决策框架时，同样的问题，如果运用不同的参照点，也可以引发非常不同的反应。例如，你的支票账户中存有2000美元，有人问你以下问题：

假设有个机会给你，你有50%的可能会因此损失300美元，也有相同可能会赚得500美元，你愿意接受吗？

你会不会同意？如果这个问题是这么问的呢：

你更愿意让支票账户一直保持2000美元的余额，还是接受一个机会，有50%的可能性你的账户余额会变成1700美元，也有50%的可能性会变成2500美元？

跟上回一样，这也是“同一问题，两种问法”。虽然理性地讲，你对两个问题的回答都应该是相同的，但研究表明，许多人会在第一个问题上选择拒绝，但在第二个问题上却表示同意。导致其不同反应的原因，在于两种框架下不同的参照点。在第一个框架中，参照点为零，强调增量式的收益和损失，一想到损失，就会触发许多人头脑中的保守反应。而在第二个框架中，以2000美元为参照点，强调决策所带来的确切财务影响，使人们转换了视角。


如何处理？
 如果表述框架不当，做决定时再深思熟虑也难免误入歧途。但采取以下预防措施，可以限制框架效应的不利影响：

不要自动接受最初的框架，无论它是由你还是由其他人提出的。总是试图以不同的方式重新表述问题。防止因决策框架而导致的感知扭曲。

提出问题时，尝试用中立和详尽的方式，结合收益和损失，并包含不同的参照点。例如：你会接受这样的机会吗？有50%的可能损失300美元，使你的银行余额变成1700美元；或有50%的可能多赚500美元，将银行余额增至2500美元？

在决策过程中，始终努力思考问题框架。在整个过程中，特别是在临近结束的环节，问问自己，如果换个框架，你的想法会否改变？

当别人向你推荐一些决定时，审视他们界定问题的框架。用不同的框架反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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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和预测陷阱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善于对时间、距离、重量和体积做出估计。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不断地对这些变量进行判断，并且，这些判断的准确与否可以获得快速反馈。通过日常实践，我们的大脑变得精准。

然而，对不确定事件的估计或预测则是另一码事。虽然管理者不断做出这样的估计和预测，但他们很少得到有关判断准确性的明确反馈。例如，你判断某一年的油价会跌到每桶15美元以下，并对此有40%的把握，但你无法判断是对是错。唯一的衡量方法是对许许多多类似判断进行跟踪，事后验证，你认为有40%可能性的事件在现实中的发生率是否真能达到40%，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仔细跟踪大量数据。天气预报机构和博彩公司既有机会，也有动力来保留这种记录，其他人则不然。因此，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我们头脑中的预测结果永远无法被校准。

迄今为止讨论的所有陷阱都会对我们的决策方式造成影响。但还有另一些陷阱，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足以产生特别扭曲的效果，因为其削弱了我们评估可能性的能力。让我们看看3种最常见的不确定性陷阱：


过度自信陷阱。
 尽管我们大多数人不善于估计或预测，但实际上，我们往往对自己的准确性过于自信。这可能会导致错误的判断，从而带来错误的决定。在一系列测试中，有人要求大家预测下一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收盘价。考虑到不确定性，他们可以将预测值锁定在一个价格区间。在挑选最高价时，他们被要求选择一个很高的估值，收盘价超越这一价格的概率仅为1%。同样地，在价格区间的另一头，他们也要选择一个很低的估值，收盘价低于这一价格的概率也仅为1%。如果他们善于判断自己的预测准确率，你可能会认为，参与者的预测出错率只有约2%。但数百次测试表明，实际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收盘价有20-30%的时间跌出了预测价格区间。由于对自己的预测准确性太过自信，大多数人设置的概率范围都过于狭小。

设想一下商业决策的含义，其中的重大举措和投资往往取决于预算。如果管理者低估了某个关键变量的上限或高估了它的下限，他们可能会错过具有吸引力的商机，或面临大大超出预期的风险。大笔资金白白浪费在运气很背的产品开发项目上，只因管理者未精确估算市场失灵的可能性。


谨慎陷阱。
 预测者的另一个陷阱表现为过度小心或谨慎。当面对高风险决策时，“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倾向于调整自己的估计或预测。例如，许多年前，美国3大汽车制造商之一预期最忙的销售旺季将到来，要决定该生产多少辆某种新型汽车。市场企划部门负责这次决策，他们要求其他部门提供对关键变量的预测，如预期销量、经销商库存、竞争对手的行动，以及成本。由于各部门都知道此次预测的目的，于是，他们都修改了自己的预测数据，以利于生产更多汽车，而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安全起见”。但市场企划人员采用了其他部门的数据，同时，也调整了本部门的预测。毫不奇怪，生产的汽车数量远远超过需求，公司不得不降价促销，花了6个月的时间才将多余库存出清。

决策者甚至已经将过度谨慎作为正式的决策程序之一。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最坏情况分析”法，一度在武器系统的设计上相当流行，在某些工程和监管机构依然沿用至今。运用这种方法，工程师设计的武器必须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依然能正常使用，即使这些情况的实际发生率微不足道。最坏情况分析使成本大幅增加，却没有实际效益（事实上往往适得其反，引发军备竞赛），证明过于谨慎有时与疏于防范一样危险。


记忆陷阱。
 尽管我们既不过分自信，也不过分谨慎，仍会在做出估计或预测时陷入陷阱。因为我们经常把对未来事件的预测建立在对过去事件的记忆上，受到留下深刻印象的戏剧性事件的严重影响。举例来说，我们都会夸大飞机失事等罕见但灾难性事件的发生几率，因为它们在媒体上受到的关注远远超出正常水平。如果在你的生活中发生过一次戏剧性或创伤性事件，它也会扭曲你的想法。如果在上班途中遇到了交通事故，就会觉得其发生率大幅上升；如果一位密友因癌症去世，你也会认为自己因癌症死亡的几率大增。

事实上，任何干扰你，使你不能不偏不倚地回忆过去的事物，都会对你的概率评估造成误导。在一项实验中，不同的几组人分别听到一张知名男性和女性的名单。参与者不知道，每张名单中的男女数量相同，但在一些名单中的男性比女性名气更大，而另一些名单中的女性更知名。随后，参与者被要求估计每张列表中的男女比例。那些听到了更多男性名人名单的参与者认为名单上男性居多，而那些听到名单上有更多女性名人的参与者则认为名单上女性居多。

企业律师在为债务诉讼案件辩护时，经常陷入记忆陷阱。他们要决定是庭外和解还是对簿公堂，这通常取决于对庭审可能结果的评估。因为媒体积极热衷于报道涉及巨额赔偿金的案件（而忽视其他更为常见的判决结果），律师会高估原告获得巨额赔偿的可能性。结果，他们给出的和解方案高于实际需要。


如何处理？
 避免估计和预测陷阱的最好办法是采取一种非常缜密的方式来评估概率。对于上述3个陷阱中的每一个，都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在进行预测时减少过度自信的影响，总是先考虑极端情况，确定可能数值区间的高点和低点。这将有助于你避免被初始估计所锚定。然后对你的极端预测值提出疑问。试想一下在何种情况下，实际数字会低于最低值或高于最高值，并相应调整你的预测范围。用类似方式对下属和顾问的预测提出质疑，他们也很容易过度自信。

为了避免谨慎陷阱，你要诚实地陈述你的预测，并向任何不经调整、直接使用该预测结果的人做出解释。向每一位为你提供预测结果的人强调诚实输入数据的必要性。在合理范围内进行测试，以评估其影响，对更敏感的预测值要多检查几遍。

为减少记忆偏差所造成的失真，请仔细检查所有假设，以确保它们没有过度受到记忆的影响。尽可能去获取真实的统计数据，别被主观印象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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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预则立

当涉及商业决策时，几乎没有哪件事可以不过脑子。我们的大脑一直在工作，不幸的是，有时大脑的思维方式只会给人添乱。在决策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错误认知、偏差和其他思维习惯都会影响我们做出选择。高度复杂和重要的决策最容易失真，因为通常它们牵涉到的假设和预测最多，投入的人力最多，数据输入量最大。干系的利弊越大，陷入心理陷阱的风险也就越高。

前文我们研讨过的几种陷阱均可单独出现。但更危险的是，它们也能连环出现，互相放大威力。富有戏剧性的第一印象可能会锚定我们的思维，然后，我们可能有选择地寻求有利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初步判断。我们做出草率的决定，从而确立新的现状。随着沉没成本的增加，我们被困其中，无法当机立断，去寻求新的、更好的可行路径。连环引爆的心理性失误，使得我们越来越难以做出明智的选择。

正如我们在本文开头所说的，对于所有心理陷阱，不管是单独的还是连环式的，最佳防护在于有备无患。凡事预则立。尽管你无法消灭根植于思维运作方式中的各种偏差，但在决策过程中，可以多做一些测试，树立起严格的准则，从而在错误判断成型之前，就发现思维中的误差。马上采取行动，来了解和避免心理陷阱，还可以给你带来一个额外的好处：从此对自己的选择和决定更有信心。



[image: ]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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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执行力难关

文丨王晨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编译






在
 现代管理学的开端，泰勒主义通过对时空的精细分割，实现对个体行为的严格规训，达到理想的生产率。但在后工业经济中，仅使用诉诸身体暴力的强制管理方式，组织无法有效动员所需的生产力。正因此，组织的执行力难题吸引了相当多管理学研究者的关注。本增刊汇集四篇相关文章，希望为读者介绍应对执行力问题的新思路。



正如人们的“外表”和“内心”存在差异，话语和行为也常有不一致甚至相冲突的情况。《攻克执行力难关》一文即指出，组织决策无法有效执行，原因通常是领导者和执行者缺乏有效沟通，导致口头承诺难以转化为行动。为此，组织须建立“决定性对话”机制。这种对话机制首先要求参与者认真寻找答案，并愿意面对令人不悦的真相。其次，有关决策的对话必须保持开放，并应明确具体行动。



同样，《“如果－那么”计划弥合知行鸿沟》一文寻求缩小认知和行动之间的差距，认为目标的分解和细化可以大幅提升团队执行力。《像管理资金一样管理时间》则阐释了执行力低下的另一大原因——时间利用率低，并给出了组织减少时间浪费的具体方法。



最后，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执行力难题，传统风格的管理者或许应认真思考组织去中心化和去层级化的可能性，通过“颠覆”自我、提升其他参与者的自主性，最大限度释放组织的创新活力。对于此类管理者，《创新来自原创性文化》一文论述的“不服从”文化尤其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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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执行力难关

拉姆·查兰（Ram Charan）| 文

陈晨 | 摘译　王晨 | 校










本文是2001年4月拉姆查兰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摘译。查兰认为通常情况下，组织决策不能得到干净利落的执行，源于CEO与决策执行者之间缺乏有效的对话。查兰将这类对话定义为“达成决定的对话”（Decisive Dialogues本文将之简称为决定性对话。）这种对话有四个特点：首先，对话者在认真寻找答案；其次，对话者愿意面对令人不悦的真相；第三，对话是开放式的，任何灵光一现的想法都能被接受；第四，这些对话并非空谈，而能被转化为实际行动。






你
 是否遇过以下似曾相识的经历？你在参加公司的季度评估会，一位同事正在绞尽脑汁地分析一本厚厚的新产品投资计划书。言毕，会议室陷入一片死寂。每个人都在左顾右盼，等待其他人先开口。没有人愿意发言，至少不愿在老板表态前发言。

最终，CEO开口打破了让人尴尬的沉默。他提出了几点不痛不痒的质疑，表明他人尽其责。但是显然，他是支持这个项目的。很快，其他人开始知趣地附和，小心翼翼地表达他们的支持。从表面看，似乎全屋的人都在异口同声地支持这个项目。

但表象往往具有欺骗性。一个来自相关部门的领导者担心新产品可能占用他的部门资源。生产部门的副总裁认为，项目的首年销售预期过于乐观，可能导致仓库出现高库存。剩下的人对项目不冷不热，因为他们看不到自己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但他们选择了隐藏自己的态度。会议无果而终。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伴随一系列战略预算和运营评估，这个项目被缓慢地枪毙了。虽然我们不知道是谁否决这了个项目，但很显然，表面的共识与人们的真实想法相去甚远。

在对大型组织及组织领导者的多年咨询生涯中，我碰过无数次类似事件，甚至在组织高层会议上，也会出现参与者沉默不语、讨论有始无终的现象，并因此带来“虚假”的决策。在25年的亲身经历中，我总结了一点经验：执行力难关的根源是对话的无效性。换言之，决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互动。囿于组织等级和繁文缛节，加上彼此之间缺乏信任，人们在面对决策时缺乏信心，只能机械附和。当执行决策时，人们必然缺乏果断的执行力。

这种无效的互动模式通常不会孤立地存在。很多时候，公司大大小小的决策都是这样被炮制出来的；很多决策也由于同样的原因无法达成。执行乏力已经深入企业的文化骨髓，员工似乎安于现状，不愿改变。

关键在于，这只是一种“似乎”，因为既然领导者是执行力难关的系铃人，那么他们也能够作解铃人。其中，有力的改变工具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对话。对话是组织的基本工作单元。对话的优劣能决定人们处理信息、制定决策的方式，以及对待彼此和决策结果的态度。对话可以开启新思路，并迅速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它是决定知识工作者成长和工作成效的重量级砝码。对话的基调与内容能够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想法并进而塑造企业文化，其影响力远超过任何我见到过的激励机制、结构变革或企业愿景。

为了攻克执行力难关，领导者需要构建真诚和彼此信任的对话。领导者的对话，将奠定整个组织的对话基调。

但是奠定对话基调只是万里征程的第一步。领导者还必须保证社交运行机制（Social Operating Mechanisms，即企业员工之间的业务交流，例如高管会议、制定预算和战略决策等）的对话是真实的。通过不断改善社交运行机制，决策制定与执行的责任将变得更清晰。

后续跟踪和提供反馈是攻克执行力难关的最后一步。通过后续跟踪并提供诚实的反馈，卓越的领导者能够激励明星雇员，帮助业绩不佳的员工提高表现，并改善员工中出现的阻碍组织进步的行为。

总而言之，领导者如果能够注意自己的对话、改善社交运行机制并提供合适的后续跟踪和反馈，就能成功打造执行力文化。



从对话开始

人们对卓越公司的关注往往集中于某种产品、商业模式或运营优势，例如微软风靡全球的Windows操作系统，戴尔“大规模定制”的供应链管理及沃尔玛的一流供应链物流管理。但无论产品还是运营优势，都不是卓越公司真正的制胜法宝，因为它们都能被模仿。对模仿者而言，最难仿造的是企业的决定性对话、有力的社交运行机制及与此相关的反馈和后续跟踪。这些因素能给组织带来持久的竞争优势，并且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者展现出的对话风格，以及这种风格给整个组织带来的影响。

决定性对话没有确切的定义，但很容易辨认，它能将看似无关的信息和点子贯通起来，并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分析力，也能帮助对话者直面潜藏的冲突，然后逐个解决，达成共识。由于这种对话是智力上的平等探讨而不是一味坚持自己的观点，是寻找真理而不是互争高低，人们将对最终的结果充满热情。

不久前，我亲眼目睹了决定性对话的力量。一位CEO在进行决定性对话后，奇迹般地塑造了他组织的企业文化。他就职于一家美国大型跨国公司。

公司的一个主要业务单元负责人需要向这位CEO和几位高层领导做战略演示。这位负责人看上去极其自信，甚至有些趾高气昂，他列出了战略目标，希望将其所在部门的业绩从全欧第三提升至第一。这个计划听上去十分宏伟，成败关键在于公司是否能迅速并大幅地提高德国的市场份额，但是，公司的业务劲敌总部就位于德国，并且对手的公司规模是其四倍之大。面对这位部门经理的战略演示，CEO首先肯定了他的斗志和美好的愿景。随后，他展开了决定性对话，帮助对方思考计划的可行性。他问道：“你怎么做才能获得这样的成绩？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选方案？目标顾客群是谁？”因为没有想过这些问题，部门经理有些不知所措。

“你可以用与以前不同的视角定义消费者需求吗？实现这个目标你需要多少销售？”

“十个”，经理说道。

“你的主要竞争对手有多少销售？”CEO继续问道。

“两百个”，经理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CEO又追问，“德国市场的负责人是谁？他不是三个月前才被调到你的部门吗？”

如果对话就这样戛然而止，那么CEO只是对这位经理泼了一瓢冷水，并让其他参与者感到大胆构思非常不受欢迎。但是，CEO并不想毙掉这个战略点子，并更不想让整个部门团队士气低沉。通过提问，他将对话内容变得更接地气。他虽然直截了当，但绝非尖酸刻薄，这让经理意识到仅靠匹夫之勇不足以拿下主场在德国的竞争对手。会议结束时，所有人达成了一个共识，经理需要反思自己的战略，并在90天后提交一份更接近实际的报告。这位业务干将在自己提出的意见遭到否决后，反而备受鼓舞，准备接受挑战，更加聚精会神地投入手上的任务。

在以上对话中，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位CEO并没有一再强调自身权威或让对方感觉渺小。他只想提醒下属，不要忽略现实存在的竞争因素，同时在不经意间辅导了下属的商业技能、组织能力和提问的艺术。他质疑这个战略是出于业务原因，与私人感情无关。

决定性对话能从很多方面影响员工的行为和态度。会议结束后，他们知道自己需要勇于创新，并准备随时应答CEO高难度的问题。他们也知道，CEO总会站在他们的一边。员工因此对成长充满信心并愿意付诸行动（关于如何打造决定性对话，参见后文《对话杀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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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杀手》

你的会议室是否死气沉沉？如果人们感觉恹恹不振，提不起精神，那么请小心以下对话杀手可能已经现身了：




杀手一：疑念从生



症状：
 信息不清晰。会议结束时，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每个人都对结果有一套自己的解释。缺乏一套清晰的问责制。


药方：
 保证在会议结束时，每个人都清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什么时候必须完成。如果有必要，把任务清楚地写下来。




杀手二：信息阻塞



症状：
 没有收集所有的必要信息。一些重要事实或观点在决策完成后突然浮出水面，导致必须重新决策。这种情形不断重复。


药方：
 保证关键人物的在场。一旦发现存在信息遗漏，立即将遗漏的信息发布出去。通过询问是否存在被遗漏事项，明确表达你希望与会者保持开放坦诚的态度。引入辅导和惩治措施，防止信息隐匿。




杀手三：各说各话



症状：
 与会者狭隘地坚持自己的观点，看不到他人的利益。


药方：
 保证所有观点的持有者都有机会发言。反复强调会议的共同目标，提高与会者的全局意识。寻找替代方案。通过辅导，让人们看到个人工作与企业整体目标之间的关系。




杀手四：自由泛滥



症状：
 领导者缺少魄力把控对话方向，各种奇葩行为纷纷出现。“勒索者”气焰嚣张，直到所有人都站在他们一边才作罢；“打岔者”不断打断主题，絮絮叨叨“想当年，我的做法是……”，或将对话引入不必要的细节；“沉默的骗子”从来不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或假装同意他们完全不愿意执行的意见；“离间者”通过社交运行机制之外的途径寻找支持，离间团队，或在会议中进行与主题不相关的讨论。


药方：
 领导者必须雷厉风行，树立起行为规范并通过惩戒措施处罚违规者。如果轻罚不起作用，领导者应该果断换掉这些人。

（返回阅读原文
 ）





将对话变成行动

对话环境与对话同样重要。具有执行力的社交运行机制有以下四个特点：开放、坦率、自在和有始有终。开放是指对话的结果没有被预先设定。对话者在努力寻找可行方案和新的发现。询问下属“是否存在被遗漏的事项”等问题，能帮助领导者提高员工参与的积极性并给员工留下乐于兼听的印象。通过开放式对话，领导者能创造出一种活跃的讨论氛围，在这里凡事都能说，团队乐于学习彼此信任。

坦率与开放略有不同。坦率是指人们愿意将难以启齿的内容分享出来，暴露工作瑕疵，挑明真实想法，而不是心口不一地赞同。坦率意味着人们愿意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不会一味取悦他人，它能将沉默的谎言一扫而空，并及时捕捉人们假惺惺表象之下的异议。坦率能防止无用功和重复决策，进而提高效率。

过于正式的对话会扼杀坦率，自在的对话会让人们变得更诚恳。生硬的演示和事先预定的发言让人感觉一切都是精心设计出来的，但是自在的对话能降低防御，人们在提问时会变得更随性，并能用一种更诚实的方式应答。即兴对话让人精力充沛。

如果说自在能松弛气氛中的紧张感，那么有始有终则意味着纪律性。它指的是在会议结束的时候，人们将清楚自己的责任。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划分责任并制定截止日期，领导者能打造出执行力文化。这非常考验领导者的魄力和智慧。很多时候，决策乏力是因为对话信息不够清晰，惩戒措施不够明确。

一个健全的社交运行机制必然包括以上四个要素，此外，还有合适的对话者和对话频率。

当迪克布朗（Dick Brown）在1999年年初刚到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lectronic Data Systems，EDS）时，曾下定决心要打造一种合作、开放和具有执行力的企业文化，而不只是在喊有名无实的口号。这可不是件小事。一直以来，EDS都因为拥有优秀和富有冲劲的人员而闻名，但是同样出名的是员工间的尔虞我诈，他们至少有一半的时间被用在内耗，而不是合作上。公司的文化特点就是只做单打独斗的英雄。每个运营单元都缺少动力与其他部门合作或分享信息，从而成单。对于“单干”行为或业绩不符合标准，组织鲜有任何惩罚机制。决策乏力随处可见。EDS的业务不断萎缩，收入不再增长，利润开始下滑，股票市值也很不乐观。

在布朗的管理哲学中，最核心的理念就是“领导者容忍什么行为，下属就会做出怎样的行为。”到EDS后时间不久，他就在一年内建立起了六个社交运行机制，这表明他绝不会容忍EDS个人至上和信息交流不畅的旧文化。其中的一项有效的机制被内部人称作 “业绩评估电话”。每个月，位于全球各地的大约100名EDS高管都要参加一次电话会议，评估上个月的财务数据和关键商业活动。对话规则是内容必须保持透明，信息必须保持通畅，这样信息隐匿就不可能再发生了。每个人都知道谁完成了当年目标，谁超额完成了目标，谁的业绩低于预期。在项目上落后的高管必须为自己的失败做出合理的解释，并提出返回正轨的方案。一个管理者只说他（她）正在评估、总结并分析问题是不够的。布朗认为，这不像是一个在做事的人要说的话，而更像是一个准备行动的人会说的话。在布朗面前说这种话，他一定会问你这样两个问题：“在完成分析后，你准备做什么？你多快准备开始这种行动？”让布朗感到的满意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做出决策并执行下去。

布朗鼓励人们把分歧摆到台面上，因为他认为这是组织健康的标志之一，而且也能告诉人们，怎样的对话方式最符合他的风格。布朗会提醒员工，业务冲突无关个人情感，这样他可以尽可能地创造出一种安全的环境来处理冲突。

任何跨国组织都必然存在冲突。布朗认为，培养全局意识极其重要，人们不应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寻找解决方案时，员工不是单单寻找有利于本部门的方案，而是能从EDS和全体股东的角度进行考虑。布朗的成功之处就在于，通过建立类似业绩电话的社交运行机制，他在一遍又一遍地传达同一个信息，并根据人们的行为给予奖罚，这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改变。



后续跟踪与反馈

反馈和后续跟踪是执行力文化的DNA，无论是面对面交谈，电话沟通或发生于社交运行机制的日常对话，反馈无处不在。缺少反馈会降低执行力，并导致决策乏力。

鼓励人们开门见山的最好办法是业绩和薪酬评估机制，特别当这些评估被嵌于社交运行机制中。但是，公司的业绩评估往往只是在走空洞的流程，正如本文开头描绘的业务会议一样。无论员工还是管理者都在心急火燎地盼望会议能早点结束。领导者的优柔寡断和缺乏坦诚的对话将扼杀一流的薪酬评估体系。

在EDS，迪克布朗设计出一种评估流程，其中，管理者必须坦诚地与下属进行对话。公司将对员工行为分五个档次进行排名并据此给予奖罚。布朗的这个做法引来诸多争议，一些员工将其比作达尔文的优胜劣汰机制，认为引进这种机制会导致员工之间不断出现恶性竞争。

但是，布朗坚持认为，这不是他设立排名机制的初衷。他认为评估流程是奖励先进和鞭策落后者的最佳方法。但是，这种机制需要一个诚实的对话土壤才能实现培养人才的目的。领导者必须将反馈诚实地告知他们的直接下属，特别是那些排名垫底的下属。

布朗的做法说明EDS原来可能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上一年的评估中，上司没能坦率指出下属的不足之处。布朗非常明白管理者不愿有话直说的原因，因为表达负面反馈非常考验领导者的能力。但是在布朗看来，负面反馈是“领导力有力的一招”，不这么做，相当于“使组织流于平庸”。不仅如此，如果领导者不能给员工诚实的反馈，就等于剥夺了一次他们提高的机会。

归根到底，打造执行力文化事关领导力。你需要回答这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我们的社交运行机制是否完善？它们彼此之间的关联如何？对话的参与者和对话频率是否合适？对话机制是否长期稳定运行？有没有反馈机制？决定性对话是否配有清晰的奖罚机制？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机制中的对话是否有效？我们的对话是不是足够开放、坦率、自在而且有始有终？

攻克执行力难关是一项庞杂而艰苦的工作。领导者需要使出浑身解数，充分发挥自身的倾听技能、商业技巧和实战经验。但是，强大的心理、提供建设性反馈的能力和你的内在韧性同样也很重要。你需要提出正确的问题，寻找并解决冲突，提供诚实且具建设性的反馈，并设立奖罚制度。这非常不易，而且很容易伤感情，难怪大部分高管会选择回避。但逃避只能让你与卓越的领导力失之交臂。领导者应该鼓起勇气，将坦诚的对话和反馈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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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刊：攻克执行力难关



Get Your Team to Do What It Says It’s Going to Do

“如果－那么”计划弥合知行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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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在完成任务时，通常只实现了设定目标的一半。用简单易行的“如果－那么”计划，就可以大幅提高团队的执行力。因为这一计划帮助团队将其目标细化为更可靠的路径，为成员搭建起认知与行动之间的桥梁，弥合知与行的鸿沟。






你
 主管的部门刚开始准备制定下一财年的预算方案。团队高层齐聚一堂，确定部门短期内的优先事项与长期内的资源配置。你明确了团队接下来要做的事，并决定一周后再碰一次。可几天后，团队高层再碰头时，你发现这件事没有任何进展。卡在哪儿了？回想一下，你当时大概是这样交代工作的：

第一步：为维持运营需要做一个临时性的预算方案；

第二步：明确你的部门在公司下一步运营中应该发挥的作用。

这些步骤安排虽然合理，但注定无效，因为它忽略了关键细节。第一步貌似明确，但它引发的问题多过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要预估维持运营所需的支出，团队需要收集哪些数据？谁负责做这个评估报告，以及何时做出报告？哪些高管明白团队所需的资源？谁去找这些高管谈话，并且将他们的反馈与实际数据作整合？何时完成这件事？面对相互冲突的各项任务，谁去评估其轻重缓急，并作出取舍？何时作此评估？

为团队或整个组织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不仅要定义该做的事，还要清晰说明完成这些事情的具体细节，因为你不能假设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知道如何将概念转化为行动。通过采用动机学家命名的“如果－那么”计划（If-then Planning）去传达和履行团队意图，就能显著提升团队的执行力。

“如果－那么”计划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人类的大脑神经回路可以处理偶发事件。人类非常善于解码这类“如果x，那么y”形态的信息，并下意识地基于这种关联去指导行为。当人们决定以确定的时间、地点、方式达成目标，他们就会在大脑里建立一种关联：在一定的场景或提示（如果 / 当x发生）下，应该伴随一种行为的发生（那么，我就做y）。这种方式能够有效触发人们的行动意识。

在我们进行的200多项研究案例中，执行“如果－那么”计划者比其他人实现目标的几率高出300%。这些研究大都聚焦于个人，但是我们发现它对团体具有同样的效应。近期的不少研究都揭示，“如果－那么”计划能够明确团队的工作重心，促使团队成员及时采取关键行动。

这是个重要发现，因为组织内部大量的时间、金钱、创意与人力，都浪费在追逐一些含混不明的目标上。这一问题在组织内部相当普遍，“如果－那么”计划帮助组织成员理清执行过程中的具体细节，从而解决这一问题。它抓住了团队成功的关键，增加了每个成员的责任感，帮助他们弥合知与行之间的鸿沟。



让“知易行难”不再难

心理学家彼得戈尔维策（Peter Gollwitzer）是研究“如果－那么”计划的第一人（他是我在纽约大学攻读博士后的导师），他将制定“如果－那么”计划描述为制造一种“紧急习惯”（Instant Habits）。与人类其他许多习惯不同，这种“紧急习惯”不会是人生之路的障碍，而会帮我们达成目标。我们不妨看一个工作中的简单例子。

假设，你的下属总是迟迟不提交每周的工作报告，你可以要求他们必须将此事列入计划，以确保你能更好地掌握各项工作的进展。尽管每个人都愿意这么做，但他们太忙，总是忘记汇报。此时你可以要求他们做一份“如果－那么”计划：“（如果）到了周五下午2点，（那么）我就给苏珊发邮件提交一份简要的工作进展报告。”

这样一来，“周五下午2点”这个提示就会立即在他们大脑里和“给苏珊发邮件汇报工作”这一举动联系起来——这个提示非常醒目。在这种提醒之下，你的下属开始下意识寻找行为发生的情境。最终，他们会捕捉到这个关键时刻（周五下午2点），并立即采取行动，即便他们当时正忙于其他事情。

一旦这个计划中的“如果”被探测到，大脑就会启动“那么”的部分。人们会不假思索地去执行这个指令。周五下午当时针指向2点钟，员工的手指就会下意识地移向键盘写邮件。有时你会意识到自己在遵循一个“如果－那么”的指令。但这个过程本身并不需要是有意识的，这意味着你和下属可以在继续推进其他项目的同时，完成这个计划。

在我们进行的对照实验中，这个做法很奏效：那些采用“如果－那么”计划的参与者，每周提交报告的时间平均只拖延了1.5个小时；那些没有采用这个计划的参与者，提交报告的时间平均推迟了8个小时。（见图表《实现个人目标》

 ）

“如果－那么”的提示非常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要将团队成员该做什么、何时做（通常还包括在哪里和怎么做）具体化。让我们再看文章开头做预算方案的故事。要让第一步变得更容易执行——为维持运营制定一个暂时性预算方案，你可以创建一个这样的“如果－那么”计划：




（如果是）周一上午，（那么）珍妮要告诉大家整个团队在人员、合同方以及差旅方面的详细日常开支。

（如果是）周一到周三之间，（那么）苏安妮和大卫将和高管们面谈他们各自部门所需的资源。

（如果是）周四上午，（那么）菲力将综合反馈意见与实际数据撰写一份报告。

（如果是）周五下午2点，（那么）管理层将基于菲力的报告重新评估各项事务的轻重缓急，并就如何取舍达成共识。





如此一来，大家就没什么机会找借口了。任务和时间表都规划得非常清晰。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负责什么，也知道其他成员在做什么。

“如果－那么”的句型是否显得生硬且令人尴尬？也许是的，因为它不是我们平常惯用的表达方式。但这不是坏事，因为当我们更“自然地”表述自己的目标时，所有关于执行的具体细节都流失了。“如果－那么”的句型结构让人们对自己的计划更加上心、更加深思熟虑，让人们不仅理解，而且有的放矢地完成任务。




实现个人目标


研究显示，无论是完成工作项目、积攒退休金、疫苗注射，或者减肥，通常我们只实现了设定目标的一半（而且这还是最好的估计）。尽管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也真心想去做，却不知怎么总是无法实现。

为什么？原因有很多。总之，因为太忙，我们总是忽略和错过必须采取行动的机会和时刻。有时我们甚至会因此失去自信，怀疑自己能否驾驭一个项目，于是将目标抛之脑后。或者，因为其他目标、动机或者诱惑的出现，我们转移了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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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么”计划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帮我们在执行其他任务的同时仍然完成原定目标。对照实验证明，各种目标都可以因此更好地实现。

（
返回阅读原文

 ）



攻克组织顽疾

“如果－那么”计划，不仅能帮管理者从下属那里得到更好的业绩报告，它还有助于组织攻克其运行和决策过程中的一些经典挑战。比如，员工们往往受到认知偏见的影响，干扰他们的集体判断，从而使团队掉入集体思维的陷阱，被沉没成本牵制。新的研究发现，“如果－那么”计划可以有效地解决这类典型问题。


集体思维。
 理论上来说，团队比个人更善于作出明智决策，因为每个成员都会贡献自己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但事实上，团队很少能充分利用每个成员的不同贡献。因为，通常成员们并没有贡献各自独有的数据与洞察，而是局限于自己一开始就掌握的那些信息。导致这种状况的因素有许多，最主要是因为大家都希望基于每个人都熟悉的领域缩小讨论范围，从而摒弃分歧尽快达成共识。

即便团队成员都被明确告知要与大家分享所有相关信息，而且会得到金钱奖励，仍然很少有人这么做。在讨论时人们常常忘记这个大原则，因为人们很难摆脱根深蒂固的习惯，或者因为信息超载导致认知麻痹，又或者仅仅是走神了。

卢卡斯蒂尔莫（J.Lukas Thürmer）、弗兰克维贝尔（Frank Wieber）与彼得戈尔维策在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所做的研究，验证了“如果－那么”计划的作用：它可以通过加强组织内部的信息互通与合作，优化组织的决策过程。在这项研究中，团队需要克服“隐藏信息”（hidden profile）问题，即在集体决策过程中，大家共享一部分信息，而另一部分信息则掌握在个别人手里。因此，团队成员要分享信息才能找到最佳解决方案。比如，由三人组成的不同团队要从三位求职者中选出最胜任者。A求职者，资历中等，拥有九项所需资质中的六种，小组成员都知道这六种资质。B求职者也拥有六种资质，但小组成员共同了解的只有三种，此外，每个成员都对B另外三种资质中的一项有所了解。而C求职者，资历超群，拥有全部九项所需资质，然而，每位成员都只获悉其中的三项资质。那么，要意识到C求职者具备全部九项资质，三位小组成员就需要彼此交换意见，共享信息。

所有小组成员都被告知，在作出最终决定之前，一定要与其他两位成员交换和分享信息，而且告诉他们，最好是就排名后两位的求职者的强项交换意见。其中有一半小组做了“如果－那么”计划：“（如果）我们准备好作出决定，（那么）我们将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一起评估后两位求职者的正面特质。”（所有参与者都知道这个“如果－那么”的计划是专为他们使用的，而且必须在那一刻作出决定，所以他们不必讲明做这件事的人和时间。）

如果小组成员局限于大家的共有信息，会选择A求职者，也就是三位候选人中较差的一位，因为基于他们各自所掌握的信息，A求职者拥有六项所需资质，而B只有四项，C则只有三项。而只有那些打破集体思维，充分分享各自信息的小组，才会意识到，事实上只有C求职者具备全部九项所需特质，因此最终会选择C。

果不其然，那些没有做“如果－那么”计划的小组选择C的只占18%，而做了“如果－那么”计划的小组做出正确选择的几率则大得多，达48%。


死守败局。
 维贝尔、蒂尔莫和戈尔维策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如果－那么”计划还有助于团队避免另外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为败局已定的项目源源不断投入资源。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与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早在几十年前就指出，人类倾向于追逐沉没成本，将时间、精力与资金投入某些一无所获的事。这是非理性行为。一旦团队发现某个项目的失败已无可挽回，之前的投入就没有意义了。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做法，应该是就所剩资源做出明智的处理决定。但是人们通常的做法是，一切照旧，不愿意承认自己投资失误，这些投资本来可以有更好的用处。团队尤其如此，在最应该停止的地方继续前进，经常致使投资浪费加倍。而且团队越紧密，出现这种情况的风险就越大。

事实证明，太过认同自己的团队或组织是很危险的：比如，为了确保团队成员都顺从，那些特立独行的成员会被排除在领导层之外。一旦做一个“好”的团队成员高于一切，团队通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排斥多元化思维，他们绝对不愿承认团队的缺陷与判断失误。由此造成的盲点，导致了他们在面对沉没成本时的非理性处理方式。

如果能从独立观察者的外在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团队就可以更客观地对待错误决定，适时收手或者全身而退。换句话说，通过设想其他团队做了同样的早期投入，人们才能将关注点放在如何更好地处理当前状况，而不是顾虑之前的花费。维贝尔、蒂尔莫和戈尔维策猜想，“如果－那么”计划可以成为一个特殊工具，向团队灌输这种思维方式。原因有二：首先，研究表明“如果－那么”计划可以帮助个人调整达成目标的战略，而不是一味采用已经证实无效的方法；其次，戈尔维策的另一项研究也证明，“如果－那么”计划可以给人们一个外部视角（比如，设想自己是一名医生，就会让你在见到血的时候不再那么恶心）。

为测试“如果－那么”计划在控制团队投入方面的效果，维贝尔做了一项研究：让不同的三人小组做出合伙投资的决定。每个小组都好比市议会一样，要决定是否投资一个公立幼儿园的项目。在实验的第一阶段，各个小组收到的都是关于这个项目的正面信息，因此他们做出了相应的投资决定。第二阶段，小组们收到的项目信息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幼儿园的工程已经启动，而且当地一家商店为此资助了许多物资；但是，工程方要求更多投入，而一群环保主义者质疑建筑工地的安全性。

理性的选择是，小组们应该在此时开始减少投入，因为这个项目能否成功出现了不确定因素。在最后阶段，小组们收到了极其负面的信息：在工地的沙坑里发现了石油，家长们因此非常愤怒，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则意味着巨大的时间和资金成本。显而易见，项目应该叫停。

那么决策小组们都做了什么呢？那些没有做“如果－那么”计划的小组就像常见的那样，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他们一直在为这个项目小幅追加预算。相反，那些做了“如果－那么”计划的小组，则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平均缩减了13%的投资。他们的决策方式是：（如果）要作出决定，（那么）我们就要站在一个中立观察者的视角，而不是想着之前的投资。


团队或组织在设定目标时，
 经常使用大而化之的抽象语言。如果能采用“如果－那么”的句式，就很容易将大而抽象的目标变成一个个切实可行的小目标，然后再根据这些小目标明确所需的具体举措。（见图表《“如果－那么”计划设计技巧》

 ）

比如，如果想要提升团队沟通能力，你不妨将“减少团队成员之间的信息超载”作为其中一个小目标。就此进行头脑风暴之后，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这个小目标：要求每个人在转发邮件时，明确解释转发的原因。（这样要求的原理是：如果必须说明理由，人们就会小心翼翼地选择转发的邮件。）对团队成员而言，这个“如果－那么”计划就是：“如果我转发一封邮件，我会在邮件开始用简短的语句明确告之，这封信是关于什么的，以及我为什么要发给你。”一位高管告诉我，这个简单的做法迅速终结了那种下意识的转发行为，让每个人的收件箱不再塞满无关信息。同时，这种做法也提升了那些确实需要转发的邮件的质量。




“如果－那么”计划设计技巧


以下图表教你如何将组织的某个宏大目标（比如说，改善沟通），变成一个细化的可执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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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么”计划能帮助团队将其目标细化为更可行的路径，为团队成员搭建起意识与现实之间的桥梁。

将“谁、何时、在哪里”具体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练习，不妨要求你的团队成员定期检查他们的“如果－那么”计划。研究表明，不断推敲“如果－那么”计划可以让组织效率翻倍，而且可以让组织定期评估其目标是否现实：有没有什么事情总是比预期更难、或者花费更多时间才能完成？有没有哪些步骤还缺乏明确规划？如果环境改变，你的“如果－那么”计划也需要调整，否则就不会达到预期效果。

尽管“如果－那么”计划对团队及组织作用的研究还相当新，但初步研究结果相当喜人，社会心理学家们正在验证它的诸多用处和益处。（举个例子，我自己正在研究，“如果－那么”计划能否将团队思维方式由“做好”转变为“做得更好”，从而推动组织持续发展。）而其中鲜明的结论就是，“如果－那么”计划能帮助团队将其目标细化为更可行的路径，为团队成员搭建起意识与现实之间的桥梁。通过培养每个人的责任感，明确执行中的关键步骤，它让人们做到比自己计划做得更多更好。




为意外事件作计划

“如果－那么”计划尤其适合处理那些突如其来的问题——没有预见到的复杂状况、大大小小的灾难等，这些都是让我们困惑的时刻。研究发现，那些提前对此做出安排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总是能保持更多弹性，确保自己不脱离正轨。



一开始就要识别潜在风险，聚焦于那些最可能出状况的地方。比如，一旦你采购的项目管理软件出现漏洞，或者新的审核流程太繁琐，该怎么办？如果一个主要供货商破产了，或者工厂起火了，你手里有没有足够的存货？



建立这种针对意外事件的“如果－那么”计划，首先要确认，一旦发生其中一项风险，你会采取什么行动。假设你的事业部正就两款新产品作市场测试，你该做的不是假设至少其中一款产品会表现出色从而获得更多投资，而是制定一个发生棘手状况时的“如果－那么”计划。比如：（如果）我们拿到第三季度的销售数据，（那么）卡罗尔会计算一下投入产出比，为下一阶段的投入作商业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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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蒂霍尔沃森是哥伦比亚商学院动机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成功人士与众不同的9个做法》（Nine Things Successful People Do Differently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1年出版）。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5月刊。





增刊：攻克执行力难关



像管理资金一样管理时间

Your Scarcest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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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是金钱，可很少有公司能做到惜时如金。已经有公司把时间当作稀缺资源对待，设定严格规章，像管理资金预算一样管理时间预算，这么做的结果至少有机会节约20%集体共有时间。本文提出了8种时间管理方法，这些方法的综合运用，可以减缓高管们的用时压力，降低成本并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大
 多数公司管理资金的流程十分周密。作出任何新投资前它们都需要极具说服力的商业论证，设置门槛收益率，然后才会精心慎重地授权，而且在每一级别都规定开支限制。

与资金管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少有公司能有效地管理时间。尽管高管们每天的时间都被电话、电子邮件、即时消息、现场会议和电话会议所占据，但公司却没有什么规则来控制这些沟通手段。几乎没有公司能说清楚高管和员工如何分配和使用集体共有时间。因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多数公司的时间都浪费在冗长频繁的往来电子邮件和即时消息、多余的电话会议以及无数低效现场会议上。浪费时间造成的损失很大：内部会议占用了本应与顾客沟通的时间，公司变得骄傲自满、充斥官僚主义、效率低下，成本提高，最终影响收益；另外，员工和亲朋好友相处时间越来越少，这么做还不能得到什么价值。

我们并不缺少时间管理方面的建议，但它们大都针对个人行为。时间管理导师告诉我们，要重新夺回控制电子邮件的权力，精心选择参加哪些会议等等。这类建议有用，但高管们很快会发现，他们进行时间管理的美好意愿总要让位于公司的要求和做法。电子邮件、即时消息和会议通知照来不误，如果你忽略其中一大部分，就有疏远同事或老板的危险。如果你公司的沟通方式一贯冗长繁琐，那你除了入乡随俗别无选择：虽然不情愿，你也只能勉力而为。

时至今日，一些有前瞻思维的公司采用截然不同的时间管理模式，希望高管们能够将时间作为稀缺资源对待，谨慎小心地利用和分配时间。这些公司管理时间预算和管理资金预算的规章制度一样细致而严格。此类公司不仅能降低日常开支，还能让高管和员工避免工作效率低下，将节约下的时间用于创新、促进利润增长等方面。



用数字揭示浪费时间现状

英特尔前CEO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曾写道：“正如你不允许让员工偷窃一件办公用品，你也不应让公司里的任何人偷走同事的时间。”当然，不知不觉中，“时间遭窃”常会发生。没有明确计划或优先事项的会议悄然爬上日程表，更不必说那些需要管理人员拿出额外时间处理的横生枝节。

如今的公司有了前所未见的时间管理工具：微软Outlook、谷歌日历、苹果iCal日程表及其他日程管理和信息应用。这些工具能跟踪管理者和员工使用公司集体时间的纪录，合理分配利用公司资源。这类日程管理应用能以周、月、年为单位，显示会议数量、会议类别等数据，还能按公司不同级别和职能，显示与会人数。这些应用甚至还可跟踪记录某些组织行为，比如会前、会中和会后出现的多任务处理和会议安排冲突。当然，应用此类数据的公司需要小心保护员工隐私，没有人愿意感到背后有双眼睛监视自己的一举一动。但这些信息能准确具体地反映出公司的时间预算。

贝恩公司的员工极富创意，他们使用VoloMetrix（克里斯布拉姆是该公司董事会成员）提供的分析工具，最近研究了17家大公司的时间分配情况，所得如下：


公司多采用电子沟通方式。
 随着技术的发展，一对一到一对多的边际交流成本明显降低，使得人们相互沟通的次数急剧增加。很多高管每天收到约200封电子邮件，每年就是3万多封。此外，即时消息和众包应用使问题更加复杂化（见后文《麦特卡尔夫定律的阴暗面》

 ）。如果对这一趋势不加控制，高管们很快会发现，每周至少需要拿出一整天工作时间来处理所有的电子类沟通信息。


会议用时飞速增加。
 高管们参加的会议越来越多，部分是由于组织会议的成本降低了，部分是因为开会比过去更容易，利用电话、视频、屏幕共享等方式都可以参会。高管们平均每周花费两天时间参加3人及以上规模的会议，而组织15%的公共时间用于开会。从2008年开始，这一比例每年都在增加，说明此类会议还在激增中（见后文《连锁反应》

 ）。


真正的协作受到限制。
 尽管一对一和一对多的交流次数在过去20年间急速增长，但在我们研究中，80%的此类交流都发生在部门内部，而非在不同业务之间、不同职能之间、或公司总部和分公司之间。而在那些超出独立单元的交流中，根据对其内容的分析我们发现，很多交流的参与者并非合适人选，或者交流目的并不明确。换言之，他们为了共享信息而共享信息，而非出于收集有价值意见或集思广益之目的。总之，越来越多时间花在了交流上，却未能在公司各个独立单元之间促成更有效协作。


会议上不守规矩行为增多。
 我们研究的很多公司里，与会者习惯性在开会时发送电子邮件。在一家公司开会时，22%与会者平均每半小时就会发2到3封电子邮件。此外，高管们在同一时间预约的会议“撞车”更是家常便饭，他们不得不选择参加哪个会。这些不守规矩行为造成恶性循环，多任务处理和预约冲突使会议用时效率变低，公司不得不安排更多会议完成工作。更多会议催生更多不规矩行为，如此循环往复。


控制会议的正式规章很少。
 多数公司中，占用同事时间不需要付出太多成本。如果你想开个会，你的助理发个会议通知或在团队日历上预留出一段时间即可。如果你发现需要解决的问题，直接发起解决小组研究该问题，甚至很可能直接发起行动着手解决该问题。这种占用公司时间的要求通常不经过任何审核，也不需要正式批准。


惩罚机制缺失。
 在贝恩最近的调查中，高管们将半数以上会议评为“低效”或“非常低效”。但很少有公司建立评估独立部门的会议效率，更不用说针对会议效率高低，制定明确惩罚机制了。

到底能挽回多少浪费的时间很难被具体量化，但我们的数据显示，大多数公司通过制定更严格的时间管理规章，至少有机会节约20%集体共有时间。



时间管理8种方法

尽管数量不多，但依旧有公司想出了应对浪费时间的有效办法，制定出严格时间预算分配规章，像管理稀缺资源一样管理时间。它们对高管们的时间分配作出明确要求，也督促员工提高会议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合作效率。我们发现了8项时间管理举措收效显著：


1．制定清晰简明的议事日程。
 优秀管理者应具有能够区分“紧急”和“重要”的判断力。他们明白，团队中每位成员都需要达成共识，理解哪些活动对成功至关重要。我们建议，团队也应就时间分配的轻重缓急达成共识。员工不仅应该明确如何分配工作中可能出现的空闲时间，也应该明确哪些事情需要延迟处理，哪些根本就不需要做。

说起公司时间管理上的佼佼者，可能无人能比得上史蒂夫乔布斯。专注是苹果公司成功的一大关键。每年乔布斯会带领公司为首的100名高管外出集训，激励他们集思广益，制定来年公司最重要10件事。高管们会各显其能，尽全力争取让自己的提议上榜。然后乔布斯会拿出签字笔，划去榜上后7位，宣布：“我们只能做到前3件。”他以明确姿态告诉在场每个人，公司取舍是什么。乔布斯去芜存菁，让公司能高效合理地分配其高层时间，避免低效和浪费。这样做极大加速了公司创新步伐，使其成为今天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2．用零基预算法管理时间。
 增加全体员工总生产率需要谨慎管理每一笔公司资产。因此，很多公司每年都将运营和资本预算归零，而不是将前一年的剩余预算作为起点。最明智的公司在管理时间上也是这样，这种“从零开始”的心态可以这么理解：我们不会在会议上投入公司任何额外时间，如果把现有会议总时间比做时间银行，那么每召开一次新会议时间，都应该临时从银行中“支取”会议时间。

以福特汽车公司为例。当艾伦穆拉利（Alan Mulally）2006年成为福特CEO时，他发现这家公司多数高管花在开会上的时间太长。为首的35名高管每月都被召集在一起，度过他们称为“会议周”的时光，他们花费整整5天时间讨论汽车项目和总结公司业绩。这些会议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十分可观，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时公司所能承受范围。

2006年年末，穆拉利要求其团队严格评估公司例会效率和效果，很快取消了所有不必要会议。过于冗长会议被大幅缩短，福特员工不得不尽最大可能利用每一分钟会议时间。此外团队对召开新会议的要求筛选更加严格。尽管福特并未硬性要求每名管理者开完一场会才能安排下一场，但高管们都是在默认公司总时间固定不变前提下才会作出安排。

福特时间管理的精髓被称为“商业计划回顾（BPR）”每周例会，这次周会取代了之前“会议周”。每周公司最高层管理者拿出4到5小时会议时间，集中制定战略和检查绩效。该周会的内容具有统一标准，避免了之前需要的过长准备时间。执行BPR周会帮福特节约了数千小时，特别是当对手公司都在寻求政府救助时，福特靠调整自身时间管理，节约下大笔日常开支。此外，公司决策的质量和速度也大幅提高，公司办事周转率得到加快。


3．对每项倡议都要进行商业论证。
 公司经常会陷入“倡议蔓延症”（Initiative Creep）陷阱，大量看似合理项目不断积累和增加，但其中大多项目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当盖瑞古登堡 （Gary Goldberg）在2013年3月成为纽蒙特矿业公司CEO时，该公司有87项倡议尚在进行之中，每项都占用纽蒙特执行领导团队（ELT）中一名或多名高管的时间和精力。尽管很多倡议颇有价值，包括改善采矿安全或提高运营效率等等，但对纽蒙特投资回报率而言，其他一些倡议的价值则有待商榷。

是时候着手处理这些被一拖再拖的倡议了，古登堡坚持让高管们对公司正在进行和计划进行的所有项目进行商业论证。在对任何项目投入时间之前，ELT必须认真审查所有商业论证，然后决定是否批准。每个项目的商业论证必须详细说明该项目到底能产生多少经济效益，以及其需要的全部成本，包括占用高管们时间。每项倡议必须有一名高管作为担保人，由其负责进行全程管理，保证该倡议不会超支。

古登堡提出的这些要求取得了理想效果，自他接管公司以来，很多没有商业论证支持的项目被终止了，其他一些则没有通过批准。不到3个月，纽蒙特将手头倡议数目缩减了1/3，公司公共时间得到重新分配，把重点放在改善安全和运营效率上。


4．精简机构。
 CEO和一线员工之间的层级越多，信息流动和决策速度就越慢。很多管理者即使清楚这点，也没能拿出相应对策。

他们通常意识不到，每增加一名管理者所需成本远超过雇佣工资。管理者需要安排会议，因此需要有其他人拟定会议内容，另一些人则需要审议会议内容，所以一次会议通常会衍生出多个会议。

我们发现，一家公司若增添一名管理者，平均会衍生出相当于1.5名全职员工所负担的新工作量，也就是说除了管理者本人自己负担的工作外，还要占用另一名员工50%的工作；每增添一名副总裁则衍生出2.6名全职员工的工作量。雇用新的管理者或高级管理者，可能还需要接着雇用助理或办公室主任，带来一连串资源消耗，会进一步增加工作量和成本（见图表《下一位主管的真正成本》

 ）。随着工作越积越多，时间也变得更加短缺。

鉴于多数管理者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改善公司效率的方法之一，就是从高层开始精简机构。2010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面临着巨大财政压力：由于不断增加的赤字，州议会削减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5亿美元预算。为了维护学校在教学、研究和录取上的卓越声誉，必须保障相应资金不受影响，校管理方决定寻找办法，精简结构节约开支。

同年夏天，时任该校校长的罗伯特柏吉诺（Robert Birgeneau）发起“卓越运营”（Operational Excellence）项目。该项目目的是大幅提高学校所属14所学院和100多个系在人力资源、财政、IT以及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效率。通过职能标准化和精简工作，以及在这些单位之间分担管理工作，该项目撤掉了数百个管理闲职，为学校节约大量时间。重组和精简机构每年给学校节省1.2亿美元，现在学校运用更少资源，完成更多工作。



大多数公司对谁有资格组织会议不设严格限制。导致成本高昂的会议不经严格审查就被预定下来。


5．时间投入需要授权。
 就组织会议人员资格问题，很多公司设限颇多。但关于会议时间、与会人员、哪些人必须出席等具体细节，往往留给较低职位员工决定，结果是：在不经严格审查情况下，开支高昂的会议被安排下来。

例如，最近一家大型制造企业高管发现，中层管理者定期安排90分钟例会，每年开销超过1500万美元。当被问及：“谁负责批准该会议”时，管理者们面面相觑：“没人负责”。“汤姆的助理定下了时间，然后团队就来开会了”。也就是说，一位初级副总裁的行政助理没经上级批准就通过了一项年开支1500万美元的活动。如此问题不可能发生在资金预算管理部门。相比之下，我们合作的另一家制造企业管理层仅运用简单两步，就有效控制住低效会议时间。首先，他们将会议规定时间从1小时减到半小时。其次，管理层规定，将与会人数降低至7人及以下。任何超过90分钟会议或与会人数超过7人会议，都要经过会议发起人上级的上级（两级以上领导）批准。这一举措大幅节省公司公共时间预算，相当于200名全职员工在6个月内的工作时间。


6．统一决策过程中各个标准。
 很多公司决策权和决策过程十分模糊，所以公司不得不花更多时间处理边边角角的外部事务，而不能直接聚焦在决策和执行上。如此情况，以公司整体为基础建立决策机制，能够极大提高效率，并节约用于其他方面的时间。

澳大利亚最大独立油气公司伍德赛德（Woodside）就是例证。该公司多年来一直采用矩阵式结构经营，目的是促进各部门间更好合作，但决策权和问责制度模糊不清。因此，花在协调各职能和业务单元之间的时间急剧增多，成本随之增加。2012年，伍德赛德管理层制定一系列运营规则，清晰地说明业务单元、职能和企业中心各项职责、权利和问责制度。为确保公司高层充分理解新规则及其对他们部门的影响，公司还启动一个涵盖范围甚广的培训项目，培养一小批带头人，帮助公司上下清除决策过程中的障碍，加快决策速度。

这一系列变革带来深远影响。伍德赛德明确重大决策责任人，精简决策流程，从而节省大量时间。其中大部分时间用于改善执行和发现新增长机会。


7．公司上下制定用时规范。
 公司取消所有会议并不现实，因为促进合作和作出重大决定都需要开会研究。通过制定几条简单规定，许多公司就能大幅提高会议质量。


议程目标明确。
 英特尔召开的所有会议都目的明确，比如通知A事项，讨论B事项和决定C事项。会议过程也和会议目标一样简明扼要，与会者专注于完成具体目标。


提前准备。
 在福特，所有周商业计划回顾都必须提前发出，让与会者能在会议前查阅。这一举措大大减少BRP会上分享信息时间。


按时开始。
 时长一小时会议如果晚5分钟开始，就会浪费8%的会议时间。但很多管理团队在任何其他职责领域都不会允许8%的浪费发生。


尽早结束，尤其是在会议无法得出明确结果的情况下。
 当苹果公司一次会议效率开始下降，或与会者准备不充分时，乔布斯马上“紧急叫停”。有人这样做唐突无礼，但当会议不太可能得出理想结果时，该做法有效制止了时间和金钱浪费。


8．通过反馈管理公司“负担”。
 人们都知道，如果没有衡量标准，管理也就无从谈起。但很少有公司能按时跟踪那些影响员工生产率的关键变数，比如会议时间、会议缺席情况、电子邮箱容量等等。如果对这些变数不加监督，就很难对其进行管理，甚至很难弄清公司生产率存在问题的严重程度。如果没有衡量生产率的参考基准，就不可能制定改善目标。

很多高管已经开始审视他们花在不同方面和不同问题上的时间。希捷、波音等公司正在尝试给予高管反馈，衡量他们在会议、电子邮件、即时消息等方面给公司造成的“负担”。希捷一些高层参与了类似项目，他们定期收到量化其个人造成负担的报告，以及其他与他们同级同职能高管平均造成的负担。这些对比信息，加上来自上级的指导，鼓励他们改善自己言行。

时间是公司最稀缺资源，但多数时间并没有得到高效合理利用。再多的钱都买不到25小时的一天，也换不回因低效会议而浪费的1小时。若想让你的员工达到最高工作效率，必须珍视他们时间，制定规章合理分配时间，并投入精力尽可能为公司创造最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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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曼金斯是贝恩公司全球合伙人、美洲区组织架构业务主席，常驻旧金山办事处。他合著有《决策与执行：五大步骤突破组织绩效》（Decide & Deliver: Five Steps to Breakthrough Performance in Your Organization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0年出版）。

克里斯布拉姆是贝恩全球合伙人、美洲区高科技业务主席，常驻旧金山办事处。

格雷戈里卡伊米是贝恩全球合伙人、高科技与组织架构业务领导团队成员，常驻旧金山办事处。





	

麦特卡尔夫定律的阴暗面


麦特卡尔夫定律（Metcalfe's Law）阐述了电信网络价值随其规模增长而迅速增加。20世纪70年代，通信基本限于电话、电传和电报。当时高管平均每年需处理外部信息不足1000次。随着新技术传播，该数字急剧增加。我们估计，如今高管平均每年收到外部信息3万次，而且高管级别越高，其下属花在过滤、整理和处理这些信息和对话上的时间就越多。

（
返回阅读原文

 ）









连锁反应


执委会真正成本


每一次高层会议都会消耗公司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最近和我们合作的一家公司，高级管理层以每周例会的方式总结公司上下的工作成果，全年用于周会所占用的时间相当于7000小时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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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备这些会议，每名执委会成员需召集其小组开会，每年耗时2万小时工作量。作为反馈，每个小组内部还要开会，用于获取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多方核实，每年又消耗6.3万小时工作量。预备会议则需要21万小时工作量。

这意味着执委会为召开周会，每年仅开会共耗时30万小时工作量，此数字还不包括数据收集和相关工作时间。

（
返回阅读原文

 ）






下一位主管的真正成本


每名管理者都有下属负责电子邮件、会议安排等工作，这些工作花费时间应被纳入下属工作量之内。随着管理者升至更高级别，增援他们的下属数量随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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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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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5月刊。





增刊：攻克执行力难关



创新来自原创性文化

How to Build a Culture of Originality

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 文

王晨 | 译　蒋荟蓉 | 校　李全伟 | 编辑







[image: ]

创新金点子来自哪里？来自员工的原创性思考。领导者应让“不服从”成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铸造原创性文化。为此，企业需要创造条件让员工提出海量的新洞见，并采取一系列方法让新创意成为创新实践。






如
 果世界上有一个地方最缺乏原创性，我想我知道它在哪里。当时我受命打破那里的超级官僚主义堡垒，释放创新活力。

在那里，听从命令义不容辞，没人会多问一句；早已过时的规章制度和技术仍然不可动摇。那个地方就是美国海军。

但短短几个月后，美国海军充溢着原创精神，而这并非我的功绩。它组建了一个创新团队，并协助国防部在硅谷建立前沿技术研发基地。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变化并非来自最高指挥部门，而是由一些二三十岁的下级军官发起。

在我打听幕后详情的过程中，多位内部人提到了本·科尔曼（Ben Kohlmann），一位年轻飞行员。军官们说他擅长挑事、煽动和颠覆，是个爱走极端的异类。在纪律森严的军队，这些评价传达出的是亲近感。

科尔曼做了一件开创性的工作：创建海军第一个快速创新小组。这个小组由一批具有原创精神的思考者组成，他们挑战长期默认的规则，提出新理念。为召募这个小组，科尔曼首先寻找那些有过反抗行为的“异类分子”。一名小组成员曾因不服从命令被从核潜艇开除；另一人曾直接拒绝参加基础训练；其他人曾当面顶撞高级将官，或在博客上发表反叛言论，嘲讽指挥体系。“这些人都不合群，”科尔曼说，“大多数都有抗命的前科。”

科尔曼明白，想在整个海军推动持续创新，仅有几个独行侠还不够。因此在担任海军航空兵教官时，科尔曼开始构建一种鼓励特立独行的文化。他游说高级军官，尝试扩大创新小组。他训练那些从未想过挑战现状的士兵，鼓励他们进行批判性思考。科尔曼带领创新小组参观谷歌、落基山研究所（Rocky Mountain Institute）等创新典范；他们每月阅读创新著作，并利用闲暇时间和网络热烈讨论。不久，创新小组首次在舰艇上使用3D打印机，以及用于水下侦查的机器鱼。其他创新小组很快在整个海军涌现出来。“文化是关键，”科尔曼说，“一旦找到自己的声音，人们就会势不可挡。”

大多数长官难以做到的，是授权普通士兵进行创新。他们的做法是让一些自鸣得意的时髦人物来宣讲一番，然后就没有下文了。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它预设最佳创新者是罕见的天才型人物。但研究显示，取得长期成功的创业者风险偏好相对低。天才人物一时风头无两，但大多以失败告终。依靠少数所谓天才创新者是短视之举，低估了普通人的能量。只要体制不强迫他们服从，大多数人其实具备相当的创新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

如果所有员工思考方式趋同，墨守成规，企业必定停滞不前。为打破惯性，有效驱动创新和变革，领导者需要在组织中培育原创性思考能力。为此，正如科尔曼在美国海军的创举，他们也需要建立不服从的文化。从我近10年的研究经历看，做到这点并没有预期的困难。

首先，领导者必须给予员工足够的机会，激励他们不断提出新想法，让不同部门和层级的员工都更深入地思考问题。同样重要的是安排合适的人来评估这些创新想法，这项工作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客观判断，因为有些想法显然更有意义。最后，为持续生成和甄选创新理念，组织必须在维护文化统一性和鼓励创造性异见之间找到平衡。



创新思维大爆发

很多人认为，少做事情才能把事情做好。但实证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多做事情实际上会提高你的原创性，因为工作量越大，找到创新方法的可能性也越大。美国西北大学心理学者布莱恩·卢卡斯（Brian Lucas）和洛兰·诺德格伦（Loran Nordgren）最近的研究显示，研究对象最初的想法都是最传统的，接下来则开始天马行空，他们最初20个想法的原创性明显不如接下来的15个想法。

很多领域的创造性活动都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音乐、美术、自然科学和技术发明都如此。即便最伟大的创新者，在做最具原创性工作的同时，也会产生大量平庸的想法。例如，爱迪生在5年内发明了电灯泡、留声机和碳精送话器，同时也提交了100多项不太重要的发明专利，其中包括一种会说话的洋娃娃，能把孩子大人都吓出一身冷汗。

当然，组织面临的问题是不知道收集多少创意才算足够。你认为在海选阶段需要多少个创意？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企业高管说有20个点子就够他们挑的，但这个答案差了一个数量级。有研究显示，通常只有当想出200个以上创意时，量变才能达到质变。

斯坦福大学教授罗伯特·萨顿（Robert Sutton）指出，皮克斯动画片《汽车总动员》（Cars）的创意是从大约500个方案中选出的。而在玩具设计公司Skyline（为玩具公司费雪（Fisher-Price）和美泰（Mattel）提供创意），员工每年提交4000项设计方案，公司从中选出230种进行制图或原型制造，而最终真正开发的只有12种。撒出去的种子越多，开花结果的机会越大。

虽然道理很好懂，很多管理者仍难以付诸实践，担心花大量时间思考创新会分散员工精力，降低效率。好在有几种方法可以让员工自由贡献创新想法，同时保证日常工作效率，避免损耗。


像竞争对手一样思考。
 研究显示，企业之所以止步不前，常常是因为面对竞争采取守势。要让员工提出新想法，管理者应要求他们采取进攻心态。

美国制药公司默沙东CEO肯·弗雷泽（Ken Frazier）聘请futurethink的丽莎·博德尔（Lisa Bodell）推动内部变革，她即采取了这种方法。博德尔将默沙东高管分成小组，要求他们设想将公司挤出行业的方法。高管们不再小心谨慎、固守原有优势，而开始考虑竞争对手可能采取的激进战略和研发选择，讨论气氛变得非常热烈。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阿妮塔·伍利（Anita Woolley）指出，在进攻心态下，人们注重寻找机会，而防守一方则注重维持市场地位。思维方式变化让默沙东高管能够设想尚未出现的竞争威胁，这带来了一系列创新机会。


面向个体征集想法。
 数十年来的研究证明，相比聚在一起头脑风暴，人们在独立空间中工作时更具创造性。在集体讨论中，很多最好的想法都不会得到分享。少数人主导讨论，一些人为避免出丑而保持沉默，从众心理会完全占上风。

有证据显示，这一问题可以通过“书面头脑风暴法（brainwriting）”解决：只须让每个人独立提出自己的想法，然后把这些想法提交集体讨论，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创意。例如，眼镜电商Warby Parker被《快公司》（Fast Company
 ）杂志评为2015年最佳创新公司，其员工每周都花几分钟时间写下创新想法，供同事参阅讨论。公司还建立Google doc文档，让员工提议开发新技术，一个季度一般会收到400条左右建议；其中，一款App带来重大销售方式创新——顾客可利用这款App标记喜欢的镜框，而后收到电子邮件了解详细信息。

另外，既然员工在集体情境下容易隐藏离经叛道的想法，管理者也可以安排一些快速的一对一交流。安妮塔·特拉塞特（Anita Krohn Traaseth）成为惠普挪威公司董事总经理后，开展了一项“和老板快速约会（speed-date the boss）”活动，邀请每位员工来聊5分钟，并回答以下问题：你是谁，在惠普做什么？你认为我们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哪些东西需要继续保持？在本职工作之外，你还希望做什么贡献？她事先说明，希望听到真正的新思路；员工也不想浪费和高管对话的机会，希望证明自己有创新能力。170多次“约会”催生了一大批好创意，其中一些甚至已被惠普在奥地利和瑞士的管理者采纳。


重新设置意见箱。
 意见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当时日本幕府将军在他的城堡入口放了个盒子。他会奖励好建议，而提出批评的人会被砍头。如今，意见箱常常是嘲讽的对象。“我在这栋楼里闻到了一股创新思考的气味，”呆伯特漫画里有一位老板自忖，“我一定要找到并摧毁它！”他设置了意见箱，呆伯特差点上钩，直到一位同事提醒他：“这是陷阱！”

但研究发现，意见箱其实可能很有用，恰恰因为它能提供大量想法。在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迈克尔·弗里斯（Michael Frese）和同事考察了一家荷兰钢铁企业（现已被塔塔钢铁收购），该公司70年来一直有一套提出和采纳建议的制度。该公司有1.1万名员工，每年收到7000到1.2万项建议。很多员工每年提出6、7项建议，其中3、4项会被采纳；还有人提出75项建议，其中30项被采纳。很多企业根本没机会得到这些想法，而意见箱给这家荷兰钢铁企业带来持续改进，有一年即节省超过75万美元。

意见箱的一个重要好处是，它能带来数量更多、类型更多样的创意，开辟更多创新途径。最大的问题是，从大量建议中找到真正有价值的很难。管理者需要建立评估遴选建议的机制，奖励最佳创意并深入研究其可行性，让员工感到他们的建议被听到了。



培养敏锐鉴别力

激发和收集大量创意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找出最佳建议和解决方案。领导者怎样才能排除糟糕的方案，采纳真正的好创意？


使用经过实践检验的评估指标。
 很多领导者使用民主程序遴选创新方案，但并非每个人的意见都有同等价值。遵从众意并非最佳策略；精心选出的小团体可能对有潜力的创意嗅觉更敏锐。为确定各人意见的权重，管理者应留意员工以往表现出的判断力。

在对冲基金Bridgewater，员工意见的权重取决于可信度评分，该评分基于员工过去在某一领域的决策质量得出。在美国情报界，分析员的资质取决于他们预测重大政治经济事件的准确度。在心理学家菲利普·泰洛克（Philip Tetlock）的研究中，预测行为基于结果准确性和概率准确度得到评估。找到预测能力强的人之后，领导者可以给予他们的意见更大权重。

那么在企业中，谁的预测能力最强？不是管理者，他们太过循规蹈矩。也不是创新者本人，因为他们容易被发现的喜悦冲昏头脑，高估成功的几率；虽然他们尝试理性分析客户偏好，但仍因为先入为主，无法做到完全客观。即便创意天才也难以准确预测自己方案的成败。

研究显示，原创理念最适合由其他创新者来评估：由于是评价他人的想法，他们会更公正；同时他们也比一般管理者更愿意考虑激进理念。例如，斯坦福大学教授贾斯丁·贝尔格（Justin Berg）发现，马戏团演员在评估同事新节目受欢迎程度时，准确度是经理的两倍。


营造竞争氛围。
 为遴选好创意，领导者可以组织竞赛，让员工通过意见箱或在现场提交创意。例如，为减少浪费、节省能源，陶氏化学（Dow Chemical）每年征集创新方案，要求初始投资不高于20万美元，且投资必须在一年内收回。提交的方案由员工集体评选，优胜者获得现金奖励。据创新研究者克里斯蒂安·特尔维什（Christian Terwiesch）和卡尔·乌尔里希（Karl Ulrich）统计，举办此项活动10余年间产生的575项创新方案实现了204%的平均投资回报率，每年为公司节省1.1亿美元。

如果创新比赛设计合理，你就能得到一大批初始创意，且这些创意能够集中在几个主要议题上，范围不会太广。参与者花费大量时间准备方案，因此可能产生高质量创意；同时创新方案通常在规定好的时间内一次性完成，不会反复占用员工精力。

经过全面评估，平庸创意将被排除掉。评估工作通常由一组各领域专家和创新者进行，他们根据新颖性和实用性评价创新方案，并提出改进建议。

如果能找到合适的评委，创新比赛不仅能撬动大众的创意，更能提升大众的智慧。提出和评估创意的人都能从他人的成功和失败中学到东西。长此以往，组织文化将发生转变，让员工更自信地贡献观点，并对什么是“质量”有更深的体会。成功的创新者得到认可和奖励，这激励所有人参与进来。

因此，管理者可以先征集创意，如某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或某项市场策略，然后引入严格的评估反馈流程。有潜力的方案可以进入下一轮，而最终优胜方案能进入实施阶段，并得到相应的人力物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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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和”与“不同

若想构建不服从的文化，组织应先学会征集和评估创新理念，但不能到此为止。为保持组织中的原创性，领导者需要不断克服保守力量。

我们曾把从众心态归咎于强大的组织文化，认为那种亲密甚至狂热的氛围会压制异见，阻碍明智决策。但事实并非如此。对组织高层决策的研究表明，凝聚力较强的团队并不会更加强调共识、忽视不同意见，或陷入团体迷思。实际上，文化强大的组织决策质量更高，因为成员彼此沟通顺畅，能够提出不同观点而不必有多余担心。

来看看硅谷的成功高科技创业者怎样打造公司：他们在招人时首先考虑对使命的认同，寻找能够帮助他们实现愿景、践行他们价值观的人。在招聘时看重技术才能和明星气场的创始人表现则差得多。研究同样显示，在成熟行业，强调组织文化的企业业绩更稳定。

然而，强大、统一的组织文化也有暗面：如果任其发展，组织容易变得同质化。如果领导者不断吸引、选择、保留相似的员工，组织中观点和价值观的多元性将会受损。强势文化让人难以游离在外。在确定性较强的环境下，统一文化是优势，但在快速变化的行业和市场中则是个问题。强势文化可能为自身所缚，难以合理应对外界变化。在这样的组织，领导者不善于发现变革的需要、考虑异见、学习新知以及适应外界环境。

以黑莓手机为例。成为智能手机市场颠覆者后，黑莓手机领导者继续坚持认为用户的首要兴趣是高效、安全的邮件收发；他们对iPhone不以为意，认为它只是音乐播放器、一款高级玩具。黑莓坚持招聘思维模式相近的技术精英，这些人都是工科出身而不懂营销。最终，由于未能开发出高质量浏览器和支持App的操作系统，黑莓被迫大幅收缩规模，资产减值数十亿美元，市场份额几乎丧失殆尽。

所以，为平衡强势组织文化，领导者需要保留批判思考的空间。即便是错误的反对意见也非常有用，它能打破不经大脑的共识，激发原创思考，帮助组织找到新的问题解决方案。科尔曼在美国国防部的合作者乔舒亚·马尔库塞（Joshua Marcuse）说，海军快速创新小组的原则是当“忠诚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我们为事业效力的方式就是挑战现状。”

简单说，领导者应让提出异见成为组织的核心价值观。组织的环境应能支持员工公开表达批判性意见，并因此受到尊重。苹果公司刚成立时，员工充满激情地努力将Mac打造成一款用户友好的家用产品。但Mac团队每年都向质疑乔布斯的员工颁奖，每位获奖者都得到提拔。

统一文化和异见似乎是矛盾的，但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催生创新理念，并防止强势组织文化滑向狂热。领导者可依据以下原则，将二者间的张力转化为创造力：


明确价值取向。
 领导者可以设计一个框架，要求员工在对立的观点中进行选择，让最佳理念脱颖而出。如果企业不能明确价值优先次序，业绩将会受损。我的同事安德鲁·卡顿（Andrew Carton）主持的研究显示，如果医疗机构领导者清晰有力表达出愿景，该医院心脏病人再住院率较低，资产收益率较高；但领导者提出的组织价值观不能超过4项，超过越多，员工越有可能做出不同解释，或侧重于不同的价值。

组织价值观应按重要性排序，这样当面临互相冲突的选择时，员工知道什么更重要。在软件公司Salesforce.com，信任被确定为最重要的价值，位于成长和创新之上；这清晰地向员工传达出，在开发新软件时，永远不要破坏数据隐私。在鞋类和服装电商Zappos.com，CEO谢家华将员工满意度置于客户满意度之上。WestJet航空公司将安全视为最重要的价值。对于众筹平台GiveForward，最重要的价值是同情心；虽然媒体报道对公司成功非常关键，但联合创始人伊森·奥斯丁（Ethan Austin）说，“我们不会主动在媒体上宣传某个故事，除非故事的主角——我们的客户受益更大”。

明确价值取向后，管理者应不断审视反思。当新员工不同意现有价值秩序时，应鼓励他们提出反对意见。新员工还没有被体制吸纳，拥有最新鲜的眼光；如果不在熟悉组织文化前及时说出想法，他们恐怕也将逐渐认同主流声音。Bridgewater的新员工接受培训时都会被问及：你对公司的原则是否有质疑？


征集问题，而非解决方案。
 组织心理学家大卫·霍夫曼（David Hofmann）在与企业高管合作时经常让他们填空：“别给我____我要的是____”无一例外，管理者脱口而出的是：“别给我问题，我要的是解决方案！”

领导者都希望员工提供解决方案，但这无意中会带来一个后果：调查研究不够充分。如果总被要求有一个现成的答案，你就会带着确定的结论参加会议，从而失去从多个视角了解情况的机会。这个问题在美国尤其普遍：在最近一项对美国和德国团队决策的比较研究中，德国团队对于问题的陈述比美国团队多一倍，对解决方案的陈述则少30%。“美国人急不可耐想找到解决方案，”研究者指出，“对问题的分析常常不够完整透彻。”

如果团队中不同的人掌握的信息不同，明智的做法是先把问题汇总起来，再寻找解决方案。数字音乐公司Spotify不采用项目制，而是围绕长期业务难点安排分工。公司首席技术官奥斯卡·斯塔尔（Oskar Stål）说：“如果这些问题容易解决，我们早就解决了。一个新团队成立后，成员一般会用至少一年时间研究一个课题。如果团队取得成功，它会存续很长时间，继续此前的工作。”点评网站Angie's List联合创始人安吉·希克斯（Angie Hicks）每周有固定时间面对面听取员工反馈。特拉塞特开始主持挪威政府创新项目后，仍像在惠普公司时一样安排“快速约会”，倾听员工声音。为确保完全了解情况，特拉塞特要求员工列出他们面临的3个主要瓶颈，以及他们分别想捍卫和改变什么。在实地考察14个分支机构并收集问题后，她才着手实施解决方案。


不要指定唱反调者。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者查兰·尼米特（Charlan Nemeth）的研究表明，指派专门唱反调的人并不能克服证实偏差（即过于关注支持自己观点或决策的信息）。人们嘴上说考虑反对意见，最终还是会坚持己见。

为改变这种状况，反对意见必须发自内心，而不是为了作秀；团队也必须相信唱反调的人是真诚的。在这种情况下，团队会寻找更多不利于主流意见的信息，并对最初的偏好更加谨慎。为履行程序而提出的反对意见很少得到有力支持，也很难被认真对待；真实的分歧才能激发思考。

真诚的持异见者会激励团队创造更多更好的问题解决方案。亚伯拉罕·林肯做过的一件事很有名，就是邀请政治对手进入他的内阁，因为他知道他们会真心提出反对意见。在最近的一次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上，巴菲特请来一位做空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并分享他的批评意见。显然，只有当持异见者的观点被确实珍视和尊重时，这种策略才有效。


带头接受批评意见。
 很多管理者最终还是推行服从文化，因为他们的自我很脆弱。研究显示，不安全感导致管理者不愿征求意见，并对建议采取防御姿态。员工会马上明白情况，于是保持沉默，避免惹麻烦。为克服这种障碍，管理者可以鼓励别人在公开场合给他提意见。

多年前，软件公司Index Group CEO汤姆·杰瑞蒂（Tom Gerrity）曾召集全部约100名员工，让一位咨询顾问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他负面反馈。员工看到CEO认真听批评意见后，开始变得勇于表达观点，管理者也更能接受较尖锐的意见。

为让员工提出质疑，管理者也可以先主动坦承自己的弱点。“成为领导者后，很难得到中肯的反馈，无论你请求多少次，”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说，“我后来发现的一个诀窍是，坦白承认自己哪些事做得不好，这样别人就能比较自然地提出意见。”例如，桑德伯格告诉同事们她习惯开会时说得太多。“如果我自己不先主动提起，会有人过来说‘嗨，谢丽尔，我觉得你今天话有点多啊’？我表示怀疑。”

若想真正建立原创性文化，员工必须能够毫不拘束地表达最疯狂的想法。但即便从不曾有人因言获罪，员工还是常常害怕发声。

在美国海军，为克服恐惧的障碍，科尔曼打破了传统的等级观念。所有人无论军衔高低，彼此都直呼其名。“如果你有一个想法，就去说服别人和你一起行动吧。”他告诉快速创新小组的一名成员。科尔曼还把已经成功在海军引领变革的创新者介绍给自己的小组成员，让大家看到进步的可能性。

为从根本上消除恐惧，管理者可以奖励提出建议的员工，即便他们的建议没有被采纳；管理者还可以分享自己不靠谱的想法。如果组织对错误想法没有一定宽容度，服从文化便会抬头。总而言之，若想在组织内激发高质量的原创性思考，关键是要让更多人说话。当然，如果一开始遇到挫折，你就会知道你设定的目标其实相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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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困境：“复原力”的秘密



意外是新常态，而韧性是新技能



你远比想象中的自己更有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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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原力：教你如何面对困境


生
 活中不乏艰难时刻：失业、降薪、无力偿付房贷……面对困难，有人一蹶不振，陷入抑郁或永远无法重拾信心。

但也有人重整旗鼓，比如因失业的契机而开启事业的第二春。是什么帮他们渡过了难关？答案是——复原力（resilience）。

很多有关复原力的早期理论都强调了遗传的重要性，认为有些人的复原力与生俱来。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越来越多的相关证据表明，无论是孩子、集中营幸存者还是从失败边缘扭转公司命运的管理者，他们所具备的复原力都可以后天习得。

所有的理论都公认，复原力强的人具有三大特征：勇于面对现实，价值观坚定、深信人生有意义，以及很强的应变能力。



1. 直面现实

不要逃避现实，而要以清醒、脚踏实地的态度面对目前的艰难处境。你还要防患于未然，在困境来临前就训练自己做好准备。



2.活出意义来

当艰难时刻来临，不要将自己视为受害者并不停地抱怨：“为什么是我？”相反，你应该从困境中发现意义与启示，让自己和他人从中受益。你要放眼长远，架起苦难今日与美好明天之间的桥梁。



3.灵活变通

当灾难来袭，请发挥你的创造力。你要充分发挥现有资源的作用，将其用于新用途，不妨想象一些其他人没有想到的用途。

只要具备其中的一两个特征你就能渡过危难，但要真正具有很强的复原力，你必须拥有三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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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困境：

“复原力”的秘密

How Resilience Works

作者：黛安娜·库图（Diane L. Coutu）

译者：刘铮筝







作者简介：


黛安娜·库图，《哈佛商业评论》前高级编辑。






当
 年我投身新闻行业所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全国性的杂志社当记者。那时我有个同事叫克劳斯·施密特（Claus Schmidt），在敏感的我看来，年过五旬的他不啻为新闻界的精英。虽然偶有愤世嫉俗之时，但大多数时候他总是充满了活力和好奇心，还特别擅长讲冷笑话。他完成封面报道和特写的高速度与高质量，让我望尘莫及。不过令我吃惊的是，他始终没有晋升到总编的位置。

但比我更了解克劳斯的人都认为，他不仅是个优秀的新闻人，个性也十分顽强。他能在嫉贤妒能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至少经历了杂志社高管层的三次大变动，大多数好友和同事都离开了杂志社，唯有他留了下来。在家庭方面，他的两个孩子都得了不治之症，还有一个孩子死于交通事故。尽管如此，或许可以说正因为如此，他日复一日地坚守在杂志社的岗位上，充当年轻记者的良师，讲述他正在创作的小说，并且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核心观点


生活中不乏艰难时刻：失业、降薪、无力偿付房贷……面对困难，有人一蹶不振，陷入抑郁或永远无法重拾信心。

但也有人重整旗鼓，比如因失业的契机而开启事业的第二春。是什么帮他们渡过了难关？答案是——复原力（resilience）。

复原力强的人拥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冷静接受眼前的事实；二是在艰难时期依然能找到人生意义；三是有惊人的临场应变能力，擅长利用手中一切资源。

在经济萧条时期，复原力的重要性更是超过以往。幸运的是，复原力可以后天习得。





从小学时第一次听说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开始，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后来上了大学，以及在波士顿精神分析学会暨研究所（Boston Psychoanalytic Society and Institute）担任联合研究员时，我重新开始研究这个问题。过去数月间，我更意识到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因为最近发生的恐怖袭击、战争和经济萧条让讨论复原力显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1)

 。我考察了个人复原力的本质，以及有些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复原能力更强的因素。为什么压力之下，有的人、有些公司不堪重负，而有的则越挫越勇？

一番探索后，我对复原力的了解大大增加，但没有人能完全掌握其中奥义。诚然，与创造力或宗教信仰的本能一样，复原力是人类本性最大的谜团之一。但通过心理学研究和思考我听到了很多复原力故事，我得以更深刻地看到很多像克劳斯·施密特这样的人的心灵和思想，从而更加深入地观察到了人类的精神世界。



有关复原力的理论研究

复原力是当今商界的一大热门话题。不久前，我与一家著名咨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探讨怎样找到MBA精英毕业生 — 咨询业最稀缺的人才。这位名为丹尼尔·萨瓦乔（化名）的合伙人列举了公司希望员工具备的一系列素质：聪明睿智、抱负远大、忠诚正直并善于分析等。我问他：“那复原力呢？”他说：“嗯，这是现在最流行的说法，应聘者都告诉我们，自己的复原力很强，他们会主动提供这方面的信息。但坦率地说，以他们的年纪还不足以了解自己的复原力，只有经过历练的人才能领悟复原力的真谛。

于是我问他：“如果复原力能够测试，你会将之列入招聘条件吗？复原力在商业世界中重要吗？”

萨瓦乔被我问住了。他快50岁了，生活、事业尽在掌握之中。但他如今的成功，也是在经过很多波折后获得的。他出生于罗得岛的文索基特市一个贫穷的法裔加拿大人家庭，6岁失怙。他有幸获得了波士顿大学美式足球奖学金，却两度因酗酒被开除。20岁左右，他时来运转，结婚、离婚、再婚，养育了5个儿女。其间，他两度发家，两度回到起点，后来又成立了现在这家咨询公司。“是的，复原力很重要。”他最后对我说道，“实际上，复原力比我们常规要求的那些条件都重要。”在准备这篇文章时，我不止一次听到像他这样的说法。“适应力学习系统”（Adaptive Learning Systems）是一家在宾夕法尼亚州普鲁士王市成立了4年的公司，主要是开发和提供复原力培训项目。公司首席执行官迪恩·贝克尔（Dean Becker）这样说道：“与教育、经验、培训等因素相比，复原力的强弱更能决定一个人的成败。无论是与癌症做斗争、在奥运会上比赛还是在董事会里工作，情况都是如此。”

对复原力的学术研究始于大约40年前，现为明尼阿波利斯市明尼苏达大学荣休教授的诺曼·加梅齐（Norman Garmezy）在当时进行了一些开创性研究。他研究了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孩子，发现他们并没有因为与父母一起生活而罹患精神疾病。加梅齐就此得出结论：复原力的某种特性在心理健康方面所起的作用，比所有人之前想象中要大。

如今，探究复原力成因的理论有很多。在研究纳粹大屠杀受害者时，波士顿精神分析学会暨研究所前主席莫里斯·范德普尔（Maurice Vanderpol）发现，在健在的集中营幸存者中，许多人具备他称之为“塑料盾牌”（plastic shield）的品质。这种“盾牌”由几大因素构成，其中就包括幽默感。哪怕这些幽默常常是黑色幽默，依然能反映出幸存者敏锐的洞察力。帮助他们活下来的其他重要特质，还包括与他人建立感情的能力，以及保持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正是这一点使他们免于承受外来摧残。对其他群体的研究还发现了与复原力有关的另外一些因素。探索研究所（Search Institute）总部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市，是一家专门研究复原力和青少年的非营利机构。该机构发现，复原力强的孩子具有一种难以解释的能力，总能让成年人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其他研究也表明，那些贫民窟中复原力强的孩子通常天赋异秉，比如具有运动天分，从而成为明星人物。

很多有关复原力的早期理论都强调了遗传的重要性，认为有些人的复原力与生俱来。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越来越多的相关证据表明，无论是孩子、集中营幸存者还是从失败边缘扭转公司命运的管理者，他们所具备的复原力都可以后天习得。例如，波士顿市哈佛医学院成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治·瓦利恩特（George Vaillant）经过60年的研究发现，随着阅历的增长，有些人的复原力会越来越强。还有心理学家也宣称，复原力弱的人比那些天生复原力强的人更容易提升复原力。

在研究过程中，我所接触到的大多数复原力理论都很有道理。我也注意到，所有的理论都公认，复原力强的人具有三大特征：勇于面对现实，价值观坚定、深信人生有意义，以及很强的应变能力。只要具备其中的一两个特征你就能渡过危难，但要真正具有很强的复原力，你必须拥有三大特征。复原力强的组织也必须同样具备这三大特征。在下文中，让我们逐一检视它们。



直面现实

一种常见观点认为，复原力来自乐观的天性。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乐观不能蒙蔽对现实的正确认知。在极端恶劣的情况下，盲目乐观反而会招致灾祸。著名管理学者兼管理作家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在《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探索了公司从默默无闻到脱颖而出的方法，他在为撰写这本书进行相关研究时，着重和我提到了这一点。柯林斯当时有种错觉：复原力强的公司里聚集了很多乐观主义者。他试图在海军上将吉姆·斯托克代尔身上验证这一点，后者曾被越南囚禁虐待达8年之久。

柯林斯回忆说：“我那时问斯托克代尔：‘什么样的人没有挺过去？’‘哦，这很容易回答，幻想主义者。他们说，圣诞节我们就能出去了，然后是复活节，然后是美国独立日，然后是感恩节，接着又到了下一个圣诞节。’然后斯托克代尔转身对我说，‘你知道吗？我觉得他们全都因为幻想破灭，死于绝望。’”

柯林斯发现，那些一流公司的高管们也一致表达了与斯托克代尔相同的观点：复原力强的人对攸关存亡的现实有着格外清醒客观的认识。这并不是说乐观主义无足轻重，例如让垂头丧气的销售队伍振作精神，给大家制造一些期待，乐观主义一定十分有效。但对于更大的挑战而言，对现实持有冷静、近乎悲观的态度，显得更为重要。

可能你会问自己：“我是否真正了解并接受自己现实的处境？我的组织又能了解和接受吗？”这些问题问得好，因为研究表明，作为一种应对手段，大多数人都会对这些问题采取否认态度。真正直面现实，是一件格外困难的事。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快的体验，在情感上不啻为一种折磨。下面是一个有关组织复原力的例子，向我们揭示了到底什么是直面现实。

2001年9月11日之前，著名投行摩根士丹利是世贸中心里规模最大的公司。当时该公司有2 700名员工在双子塔南塔工作，从43层到74层有22个楼层都是他们的办公室。恐怖袭击发生当日，第一架飞机于早晨8点46分撞击北塔，仅1分钟后，即8点47分，摩根士丹利就启动撤离机制。15分钟后，第二架飞机撞击南塔，摩根士丹利的办公室已近清空。尽管办公室所在位置几乎被飞机直接击中，但该公司总共只损失了7名员工。

当然，所幸摩根士丹利位于第二次被袭击的大楼。建达集团（Cantor Fitzgerald）的办公室在第一次袭击时就被击中，因而无法采取任何行动挽救其员工。但摩根士丹利对现实的清醒认识，让它抓住了幸运女神留下的一线生机。1993年世贸中心地下车库爆炸案发生后，摩根士丹利高管层就意识到，由于在美国地标性的商业建筑里工作，公司很容易成为恐怖袭击的受害者。

在认识到现实的严酷性后，摩根士丹利从公司基层开始落实应急消防项目。很少有公司认真对待消防演习，但摩根士丹利不同，其个人投资部负责安全事务的副总裁里克·瑞思考勒（Rick Rescorla）在演习时贯彻了军队般严明的纪律。作为获得过越战勋章的老兵，瑞思考勒具有非凡的复原力。他保证所有员工接受足够的训练，对危急关头需要采取的行动了然于胸。“9·11”恐怖袭击发生时，瑞思考勒手持扩音器，指挥员工保持镇定，一切按演习时行动，尽管当时大楼的一些管理员告诉他们一切正常。遗憾的是，瑞思考勒是摩根士丹利那7名没有走出世贸中心的员工之一，后来他的英勇事迹被广为传颂。

“金融服务业极度依赖技术，因此制订应对突发事件的计划，是我们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摩根士丹利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G. Scott）如是说。摩根士丹利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该公司有三个备用办公地点，一旦办公室遭到破坏，员工们就可以使用备用办公场所，照常开展业务。斯科特说：“多个备用办公场所在9月10日还被人们认为是难以置信的铺张浪费，但到了9月12日，这就成了不折不扣的高招。”

或许摩根士丹利棋高一着，但复原力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事实是，当我们真正面对现实时，我们要让自己做好忍受巨大不幸的准备；在困境来临前，我们已经通过训练掌握了幸存的技能。



活出意义来

复原力的第二个要素是，从苦难中发现人生意义，这和直面现实的能力密切相关。我们都知道，在遇到不幸时有人会抱头哀号：“为什么事情偏偏发生在我身上？”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却不会从厄运中吸取教训。但复原力强的人总能从中发现正面意义，让自己和他人从中受益。

我有一位朋友，姑且称之为雅姬·瓦索吧。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她曾因未确诊的躁郁症而多次精神病发作。如今她已成家立业，在美国一家著名出版公司担任要职，还是她所在教区的重要成员。当人们问她是怎样挺过数次危机时，她用手拢一拢头发说：“人们有时会问‘为什么是我？’而我总是问‘为什么不能是我？’的确，生病期间我失去了很多，但收获更多；是挚友们帮助我挺过了最艰难的日子，他们让我的人生永远充满意义。”

大多数研究者都认同这一点：寻找人生意义是复原力强的人的驱动力，能够帮助他们架起苦难今日与美好明天之间的桥梁。这会使当下的困难变得更容易克服，使日子不再那么难熬。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维克托·弗兰克尔（Viktor E. Frankl）完美地阐明了这一观点。作为一名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弗兰克尔在那段苦难岁月中发明了“意义疗法”（meaning therapy）—一种人文主义治疗技术，帮助人们做出决定，从中发现人生的意义。

在《活出意义来》（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一书中，弗兰克尔讲述了促使他在集中营里发明意义疗法的关键时刻。有一天，在去上工的路上他发起愁来：要不要用最后一根香烟换一碗汤；如何对付一个嗜虐成性的新工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已变得如此琐碎无聊，不禁生出一阵厌恶之情。他顿悟，要活下去就必须找到人生意义。弗兰克尔的具体做法是：想象战争已经结束，自己会进行有关集中营内心理问题的演讲，向人们讲述他经历过的苦难。尽管他当时并不能肯定自己会活着出去，但还是为自己设立了一些具体目标。而由于有了具体目标，他成功地经受住了当时的艰难困苦。正如他在书中所写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即使遭遇绝境，面临无法改变的命运，我们仍然可以活出意义来。”

弗兰克尔的理论为很多商业中的复原力培训打下了基础。商界人士提及弗兰克尔这本书的频率之高，让我颇感惊讶。萨尔瓦托雷·马迪（Salvatore R. Maddi）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心理学教授，同时也是位于加州新港海滩坚韧性人格学院（Hardiness Institute）的主任，他解释说：“复原力培训，即坚韧性人格训练，是我们帮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意义的方式之一。当人们意识到复原力训练的作用时，他们经常会问：‘医生，这是精神疗法吗？’精神疗法主要是针对那些生活一团糟、需要恢复正常的人，而我们的工作是向人们展示生活的技能和态度。这本来应该是人们在家庭或学校里学会却没有掌握的技能，于是我们开办了这所学院。”

然而复原力培训者面对的艰难挑战常常比我们想象中要难。意义往往很抽象，即便找到了意义，也并不意味着能留住意义，或重新追回意义。苏联著名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经历过反纳粹战争、在劳改营被监禁，还挺过了癌症。后来他搬到美国佛蒙特州宁静的农庄，却不能适应“幼稚的西方”的生活。索尔仁尼琴觉得西方式的自由具有破坏性而且不负责任，他无法从中找到人生的真正意义。他因而遭到了批评家的指责，这让他感到很沮丧，于是隐居于农庄的小屋里，将自己囿于墙内不问世事。1994年，痛苦不堪的索尔仁尼琴还是搬回了俄罗斯。

寻求人生意义是复原力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那些最成功的组织和个人都拥有强大的价值观体系也不足为奇。强大的价值观让人们所处的环境具有意义，可以帮助人们解读和影响一些事件。尽管现在很多人都在嘲笑价值观，但毫无疑问，世界上复原力最强的组织是天主教。2 000多年来，天主教历经战乱、腐败和分裂，依然经久不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有一套永恒不变的价值观。能够生存下来的企业也有其信条，从而具有除了赚钱之外的其他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公司用宗教词语来描述其价值体系。例如，制药业巨头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称自己的价值体系为“信条”（Credo），这一价值体系被编纂成文，在入职培训时发给每一位新员工。UPS（联合包裹公司）也在不断讨论自己的“崇高目的”（Noble Purpose）。

多年来，复原力强的公司的价值观体系很少变化，在困难时期，这一体系也常常成为公司的精神支柱。UPS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埃斯丘（Mike Eskew）认为，“崇高目的”帮助该公司在1997年遭受罢工打击后重整旗鼓，他说：“那一时期艰难异常，堪比家族世仇的争斗。大家在争斗的双方都有各自的密友，我们很难选择站在哪一边。是‘崇高目的’拯救了我们。不管站在哪一边，我们都有一套共同的价值观。这些永恒不变的价值观是我们的核心，也是我们大多数重要决策的依据。我们的战略和使命可能改变，但我们的价值观永远保持不变。”然而，“信条”、“价值”和“崇高目的”等词的宗教含义，不应与价值观本身的内容混淆。一些公司复原力很强，但价值观值得商榷。例如，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Phillip Morris）在越来越不受公众欢迎时展现出了惊人的复原力。正如柯林斯指出的那样，菲利普·莫里斯拥有非常强大的价值观，尽管我们可能并不赞成，比如说吸烟是“成年人的选择”。但无疑，菲利普·莫里斯的管理层笃信公司的价值观，他们拥有的强大信念使该公司不同于其他大多数烟草公司。值得注意的是，复原力在道德上无所谓好坏，它只是在面临重压和巨变时保持活力的技巧和才能。正如弗兰克尔在书中所说的：“一般而言，在多年辗转数个集中营的折磨后，活下来的人在求生过程中已经无所顾忌。为了保命，他们不惜运用一切手段，不管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甚至是残酷不人道的……活着出来的人都知道：我们当中最好的人没有回来。”

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价值观，对组织而言，拥有复原力强的员工更重要。如果复原力强的员工对现实有不同的理解，他们的决定和行动可能发生冲突，从而影响组织的生存。另外，如果组织的弱点日益明显，复原力强的员工更有可能为了个人生存而抛弃组织。



灵活变通

复原力的第三个要素是尽可能利用身边一切资源应对困境的能力。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把这种技能称作“bricolage”（心灵手巧）。有趣的是，“bricolage”的词源与复原力的定义密切相关，都有“反弹”的含义。列维–施特劳斯说：“Bricolage原来一直与‘脱离’有关，比如用于弹起的球、走失的狗，或为躲避障碍绕路的马。”

在现在的语境中，“bricolage”可以被定义为创造力，一种在没有合适工具与材料的情况下迅速找到解决办法的能力。具有这种能力的人被称作“bricoleur”，他们喜欢亲自动手修修补补，比如用自己家里的东西组装收音机，或者自己修汽车。他们物尽其用，并能想出一些不常见的用途。例如，在集中营里，复原力强的人一发现绳子或电线就会装到自己口袋里。这些绳子或电线说不定什么时候能派上用场，比如用来修补鞋子—在寒冬里，这可能关系一个人的生死。

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善于利用现有条件的人总能在别人一筹莫展时找到出路。我有两个朋友，我们姑且称之为保罗·希尔兹和迈克·安德鲁斯吧，他们是大学室友。大学毕业后，由于两人很投缘，合开了一家向学校、企业和咨询公司出售教学材料的公司。公司发展顺利，两位创始人很快身家百万。但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让公司损失惨重，他们失去了大量重要客户。与此同时，保罗经历了痛苦的离婚，而且情绪抑郁，让他无法继续工作。迈克提出购买保罗的全部股份，却惹来官司——保罗认为迈克想独吞公司。复原力弱的人遇到此类情况，可能会就此远离是非，但迈克没有。在法院受理案件的过程中，他千方百计把公司维持了下去，并最终发现了一种可行的经营模式：成立合资公司，把英语培训资料卖到俄罗斯和中国。后来，他还为客户出版公司业务通讯。有一段时间，他甚至为竞争对手要拍摄的视频写脚本。由于迈克具有这种利用已有条件应对困难的能力，等到法院做出他胜诉的判决时，公司已经今非昔比了—此时他拥有了一家根基非常深厚的企业。

利用已有条件灵活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施展。我认为， 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在学术界为我们树立了典范。费曼纯粹是出于好奇，而成了破解保险箱密码的专家。他不仅研究了保险箱的机械原理，还探究保险箱使用者和密码设置者的心理。例如，费曼破解了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数个保险箱，因为他猜想到理论物理学家不会用容易忘记的随机代码数字来设置密码，而会用一串有数学意义的数字来设置密码。果不其然，保存原子弹全部秘密的三只保险箱都用同一个数学常数e作为密码，该常数的前6位是2.71828。

复原力强的组织不乏善于利用已有条件解决问题的人，这当然不是说他们都是费曼那样的天才。事实上，那些能够在逆境中生存的公司往往把随机应变解决问题的能力视为核心技能。请看UPS的例子。UPS授权其司机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将包裹按时送到。首席执行官埃斯丘说：“我们要求员工必须完成任务。如果这意味着他们必须随机应变，他们就有权这样做。否则我们的日常工作根本无法开展。各种状况随时可能出现：交通信号灯坏了，轮胎瘪了，桥被冲垮了……如果今夜暴风雪袭击路易斯维尔，员工们会坐在一起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没人要求他们这么做，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传统。”

这一传统让UPS无往不利。1992年，在飓风“安德鲁”袭击佛罗里达东南部，造成数十亿美元损失后，仅过了一天UPS就恢复了该地区的包裹配送。因为飓风毁坏了很多住房，许多灾民当时不得不住在私家车里。但UPS的司机和管理者仍然坚持在临时场地分拣包裹，甚至把包裹送到了困在汽车里的客户手中。UPS能在遭到灾难后维持正常运转，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随机应变的技能。而且，在大家都遭受不幸之际，UPS仍能坚持将包裹送到客户手中，也使人们能够在混乱中感受到活着还有意义。

不过，UPS随机应变的技能绝非即兴发挥。事实上，UPS有着军队般严格的管理制度。正如埃斯丘所说：“司机总把钥匙放在同一个地方，以同样的方式关门，连制服都有统一的穿着标准，我们是一家严格标准化的公司。”他认为，尽管可能有人会觉得沉闷，但正是这些制度让UPS能在飓风袭击之后立即恢复业务，因为这些制度保证了员工们全力以赴采取一两种应急措施，确保业务继续正常开展。

埃斯丘的看法完全得到了卡尔·维克（Karl E. Weick）的赞同，卡尔·维克是位于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教授，是组织心理学方面最受尊敬的权威之一。维克在其著作中写道：“有证据表明，若人们处于压力之下，就会采用最习惯的应对方式。因此当生命受到威胁时，别指望人们发挥出创造力。”换句话说，规章制度可能会使某些公司缺乏创造力，但这些规章制度能使公司在真正面临动荡时具有较强的复原力。



我前面提到的同事克劳斯·施密特大约在5年前去世了，但我不敢肯定，如果他还在世，我会对他提及复原力。下面这些问题我可能问不出口：“克劳斯，你真的面对现实了吗？你从苦难里找到人生的意义了吗？在个人生活和事业触礁时，你是否想尽一切办法恢复原状？”他很可能没法回答这些问题。根据我的经验，复原力强的人通常不会用这种方式描述自己。对于自己的幸存，他们往往一笑而过，并常常将之归功于运气。

诚然，运气跟幸存与否紧密相关。摩根士丹利的办公室位于世贸中心的南塔，因此才得以让消防训练发挥作用，可以视之为好运。但拥有好运和拥有复原力是两码事。复原力是一种本能反应，一种正视和了解世界的方式，它深深地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和精神中。复原力强的人能顽强面对现实，在困难中看到人生的意义，而不是绝望地哭喊；他们还能在其他人无法做到时，利用已有条件化解困难。这就是复原力的本质，也是我们探究不尽的话题。




实践应用



复原力能助你挺过最难熬的时期并快速恢复，以下做法能帮你培养复原力。




直面现实


不要逃避现实，而要以清醒、脚踏实地的态度面对目前的艰难处境。你还要防患于未然，在困境来临前就训练自己做好准备。


实例：


美国海军上将吉姆·斯托克代尔曾在越南遭受囚禁与虐待，他之所以能够熬过这一切，部分原因在于他平静地接受了自己会被长期监禁的事实（他最后被监禁了8年）。那些没能熬过监禁的同伴总是幻想自己快被释放了，比如在圣诞节、复活节或是美国独立日。斯托克代尔说：“我觉得他们全都死于绝望。”




活出意义来


当艰难时刻来临，不要将自己视为受害者并不停地抱怨：“为什么是我？”相反，你应该从困境中发现意义与启示，让自己和他人从中受益。你要放眼长远，架起苦难今日与美好明天之间的桥梁。


实例：


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托·弗兰克尔意识到，要想在集中营里生存下去，就要设立自己存在的价值。他的方式是想象自己在战后活着出去后，可以让外界了解集中营的生活。通过给自己设立这样的目标，他超越了当时的苦难。




灵活变通


当灾难来袭，请发挥你的创造力。你要充分发挥现有资源的作用，将其用于新用途，不妨想象一些其他人没有想到的用途。


实例：


迈克与好友保罗合伙开了一家公司，负责把教学材料卖给学校、企业和咨询公司。当经济萧条来临时，他们失去了很多大客户。保罗痛苦地离了婚而且情绪抑郁，根本无法工作。当迈克提出购买他的股份时，保罗却和迈克对簿公堂，称迈克要独吞公司。

打官司期间，迈克尽其所能设法维持了公司的运营，并建立了合资企业，把英语培训资料卖到了俄罗斯和中国；他还为客户出版公司业务通讯，甚至为竞争对手撰写视频文稿。最终迈克打赢了官司，而这时公司的根基更加深厚了。













(1)
 本文撰写于2002年5月，距离“9·11”恐怖袭击事件仅8个月。——译者注







增刊：复原力：教你如何面对困境



意外是新常态，而韧性是新技能

罗莎贝斯·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丨文






成
 功者与失败者的区别在于，他们如何处理失败。

笔者正在进行有关卓越企业与高效能领导人的研究，其中的一个关键发现是：没有人能完全避免碰到困境，潜在的陷阱无处不在，所以真正的技能是要能脱离困境，培养出反弹回来的韧性或复原力（resilience）。

动荡时期会带来破坏、中断与挫折，即使是最成功的人也不能避免。顶尖的公司也有猝不及防遭到竞争产品痛击的时候，但他们必须奋起直追。体育队伍的常胜军在比赛时往往成绩落后。作家可能遭到几十次拒绝，才找到一家出版商让他们闻名于世。一些成功的政客也曾落入窘境，狼狈不堪，却仍然继续领导，尽管这种自己造成的创伤更难愈合。

韧性是能够从笨拙的失误或彻头彻尾的错误中复原的能力。但是光有弹性是不够的，你必须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具有韧性的人可以在下述信心基石上继续壮大：问责制（表示悔意并承担责任）、协力合作（支持他人达成共同目标）、主动性（聚焦于积极的步骤并改进）。正如拙著《信心》（Confidence）所概述的，这些因素巩固了员工、团队和组织的韧性，他们可能失足跌倒，但会重新赢得胜利。

对于想要超越逆境或卷土重来绝不放弃的人来说，美国是第二次机会之地（the Land of Second Chances）。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曾说，重新振作是美国人的优点，这一思想在中国广受赞誉。在世界各地，能够从天然灾害中快速恢复，已日益成为经济强盛的关键。企业家和创新者必须愿意失败，然后再接再厉继续尝试。重点不是学习失败，而是要学会恢复。

跌跌撞撞有时是由于环境因素，这是大多数人无法控制的，包括天气现象和地缘政治的冲击。不过，人们虽然可能无法控制较大的问题，但可以控制自己对问题的反应，看是要放弃还是另辟蹊径。欧洲的经济衰退就是一例。笔者最近在公开会议和多家企业内向欧洲听众谈到，即使市场正在萎缩，仍应该培养企业的韧性，以便公司能在经济持续衰退时支撑得住，并作好准备迎向复苏。德国一家机械公司表现出韧性，在市场对机器的需求减缓时，它增加服务合约，并动员员工找到新的服务机会。一家意大利化妆品公司从裁员的跨国公司网罗人才，并增加和保健与时尚相关的国际营销活动；新的销售随之而来。与拙著《超级公司》（SuperCorp）一书曾描述的其他公司一样，这两家公司的这些措施来自强烈的目的感，这种目的感吸引成员团结在一起，激励他们负起责任，协助公司生存及繁荣发展。员工有韧性，因为他们关心在意，这让公司也具有韧性。

自满、傲慢和贪婪会排除韧性。谦逊和高尚的目的会强化韧性。真心想要服务的人（而非只想爬上顶峰的自恋者），愿意接受较少报酬，把这当成是投资，以取得日后更好的回报。法国前总理雷蒙·巴尔（Raymond Barre）在国家层级的选举中竞选连任落败后，改而竞选层级较低的里昂（Lyon）市长，成为所在地区的英雄。这是艾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正在采取的策略，他曾担任过纽约州州长，后来去竞选层级较低的市长。他在召妓丑闻浮上台面后迅速表示悔意，然后重新参与公众的对话，谈论那些问题，增加了他复出的可能性。

一些观察家说，女性要东山再起更加困难。不过，来看看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她曾因内幕交易而入监服刑，但她仍表现优雅，并展现出悔恨之意。她的优雅表现后来为她保住了大部分的粉丝。更积极的例子是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她在2008年总统选举败给奥巴马（Obama）之后，保持了良好风度（虽然她的一些追随者表现出输不起的样子），并接受奥巴马的提议，出任国务卿。她如果要问鼎2016年的总统大选，现在的条件甚至更胜从前。从长远来看，优雅的风度打败了尖酸刻薄的态度。

韧性来自坚毅的性格，来自一组核心的价值观，那些价值观激励人们努力战胜挫折，重回迈向成功的道路。韧性包括自我控制，并且愿意承认自己在挫败中应负的责任。韧性也会基于集体感而增强：因为对他人有义务，以及获得志同道合者的支持，而期许自己跌倒后重新振作起来。韧性表现在行动上：新的贡献，小小的胜利，能够放下过去、引发对未来兴奋之情的目标。

潜在的困难潜伏在各个角落，无论是来自意想不到的环境变动，或是个人的缺点与错误。无论来源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对付它们。当意外状况是新常态时，韧性就成为新的技能。（编辑/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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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贝斯·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是哈佛商学院教授，着有《信心》（Confidence）和《超级公司》（SuperCorp）等。





增刊：复原力：教你如何面对困境



你远比想象中的自己更有韧性

安迪·摩林斯基（Andy Molinsky）丨文






我
 是布兰迪斯国际商学院的教授。每年秋季，我会教一门关于踏出舒适区的课程。我要求班上的每一位学生选择一种他们舒适区以外的行为，然后叫他们练习自己选择的活动。有些人会选择公开演讲；有些人则会选择交际、与陌生人闲聊或者表现得更有自信。学生们必须参加真正的社交活动，或者在一群人面前发表演讲。随后，他们必须把自己的经历写成日记，然后在课堂上进行汇报与讨论。

可以想象，这样的活动可吓坏了大多数人。一名来自印度的MBA学生选择了学习与陌生人闲聊。他这样形容自己的经历：“我在进行活动前感到很紧张，很恐慌，心一直扑通扑通地跳，就好像有人叫我去走钢丝似的。”她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对于我的许多学生来说，面临这些非同小可的状况时，踏出自己的舒适区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仔细想想，他们这么想是很自然的。换作我们，一旦踏出了舒适区，也会有同样的感受，我们甚至会想要完全避免遇到这种状况。

不过重点来了：我传授这个课程那么多年，发现人们其实比自己想象中更有韧性。像我们许多人一样，我的学生经常低估自己面临艰难处境时的韧性。他们害怕表现出自信，害怕当众演讲，害怕交际，而这些恐惧是无法帮助他们准确预测勇敢走出舒适区时的实际情况。

根据我的观察，我发现人们经常在四个方面低估自己的韧性：



1.我们要比想象中更灵活

从小时候到现在，你已经学会了适应不同环境，并适当地调整你的行为。先想一下社交圈子中与你交流的各种人。跟上司说话时，你会用与同事说话时的同样语气吗？与岳父岳母沟通时，你会当他们是大学朋友那样跟他们说话吗？估计答案是否定的。我发现，仅仅是提醒人们这一点，就能让他们在面对不熟悉的状况时更有自信。你曾经适应过不同的状况，也调整过自己的行为，因此绝对可以再次做到。



2.我们要比想象中更勇敢

回想一下你做过的那些需要勇气的事。有些人会说，上大学、第一次独自生活，是需要勇气的。又有些人会说，需要勇气的是换工作、转行、结婚。我的一位来自以色列的 MBA 学生害怕在美国拓展人脉，因为他认为这种活动不仅肤浅，而且会令他尴尬。他提出了自己在军队里的经验，作为他有勇气的证据。他曾经在极端条件下带领一排士兵迎战，因此他意识到，人际交往其实不比打战可怕。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当过兵，但是我们一定有过一些经历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勇气的。因此，当我们下一次面临舒适区以外的状况时，只要回想起这些经历，我们就会从中得到勇气。



3.我们总会把情况想得更糟

恐惧会扰乱我们的思绪。我们担心最坏的事情会发生：我们在公开演讲时担心在台上当众出丑，或者我们向对方传达负面反馈时，担心对方会恨我们一辈子。最坏情况发生的机会多多少少还是有的，但是现实与想象总是有所出入。人们一旦得到坏消息，就会感到震惊、伤心、愤怒，但是如果带着同情心与敏感意识来传达坏消息，对方就会原谅坏消息的使者。或许你会因为要在人群面前演讲而感到紧张，但是研究表明，演讲时带有一些紧张情绪，能够帮助你更有效地进行演讲。你当然有可能因为说错话而在台上陷入窘境，但是只要你在事前有所准备，你更有可能顺利过关，或者至少实际情况不会是你想象中那么可怕。



4.我们拥有的资源其实很多

困境往往会让你感到脆弱，甚至是绝望。不过，你不需要独自面对这个状况。你可使用的资源相当多：你可以要求导师、同事、朋友给予指导，向他们请教一些步骤，你在做准备时可以采用。你甚至可以将活动本身稍微调整一下，让你应付起来更容易。例如，我的一位 MBA 学生在社交场合中闲聊时会感到尴尬，于是她有时候会带着一支自拍杆，为自己制造话题。这个道具的巧妙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用来制造话题而已。她用自拍杆拍照后，就能顺便与对方交换联系方式，以便在事后给对方发送照片，有兴趣的话，她还可以在日后联系对方。不过这只是一个例子。实际上，每个状况都有所不同；通常情况下，你还有好些资源可以使用，会让你的处境变得好过一些。

当我们面对舒适区以外的状况时，我们也许会觉得软弱无助。但是，我们绝对能够利用自身已经拥有的能力，有信心地应对不熟悉的状况。别低估了自己的灵活性、勇气和能力。勇敢一试，说不定你自己也会惊讶。（搬那度/译 廖琦菁/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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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摩林斯基（Andy Molinsky）是布兰戴斯国际商学院的组织行为学教授。他的新书Reach: A New Strategy to Help You Step Outside Your Comfort Zone在2017年1月由Penguin Random House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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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管理”系列：为升职隐藏真我，值得吗？




序：隐藏自我还是保持本真？



“本真性”悖论



玩不转办公室政治就别指望升职了



为升迁隐藏自我，值得吗？



	

——不该放弃这个机会




	

——委曲求全不可取




	

——来自HBR.org社区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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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腾跃





序



隐藏自我还是保持本真？






大
 量书籍文章和领导力课程都在谈论如何在工作中保持本真。本真性概念的突然流行和相关培训产业的爆发式增长背后有两个原因。

首先，根据2012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Edelman Trust Barometer），公众对商业领袖的信任度跌至历史最低。2013年这项数值有所回升，但仍仅有18%受访者表示相信商业领袖的诚实度，不到一半受访者相信企业会正直行事。

第二，员工忠诚度也处在历史最低。2013年盖洛普调查显示，全球只有13%雇员在工作中充分投入。此次对约1.8亿名员工的调查表明，平均8个人中仅有1个人内心忠于本职工作。众多研究表明，失意、疲惫、幻灭和个人价值观受威胁是职业变动的最大原因。

在此背景下，企业很自然会鼓励领导者发掘他们的“真实”自我。

《“本真性”悖论》一文中表示：通过尝试不同领导风格和行为方式，我们会更快成长，而这仅凭反思是不可能的。领导者须不断突破自身边界，尝试不同领导风格和行为方式，既保持真实自我，也能适应组织需要。





“微管理”系列：为升职隐藏真我，值得吗？




是做“真我”还是做“变色龙”


“本真性”悖论

The Authenticity Paradox

埃米尼亚·伊巴拉（Herminia Ibarra）| 文

王晨 | 译　安健 | 校　李全伟 | 编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事风格。有的领导者崇尚“保持本真、靠实力说话”，但若把内心的想法和感受全部公开，反而损害自己的威信。当面临环境变化时，如果仍然墨守成规、一成不变，领导者将举步维艰。变则通，通则久。领导者须不断突破自身边界，尝试不同领导风格和行为方式，既保持真实自我，也能适应组织需要。






“本
 真性”（authenticity）已成为领导力的黄金准则。但对本真性的简单化理解，可能有损领导者的个人发展和在团队中地位。

辛西娅刚刚升任一家医疗企业的总经理，直接管理的下属是原先的10倍，负责的业务范围也扩展很多。对这次重要的职业跃升，她感到底气不足。辛西娅信奉透明、协作的管理方式，因此对新下属袒露心声：“我想做好这份工作，”她说，“但我有点害怕，需要你们的帮助。”然而事与愿违，由于下属期待强有力的领导者，这份坦诚让她失去威信。

乔治来自马来西亚，是一家汽车配件生产商的高管。这家企业上下级关系明确，做决策时尊重共识。但该企业被一家矩阵式结构（对职能部门化和产品部门化两种形式相融合的一种管理形式，可实现纵向与横向联系——编注
 ）的荷兰跨国企业收购后，乔治发现新的组织文化重视个人观点、鼓励充分辩论。乔治所受的传统教育提倡谦卑低调，这使他对新环境非常不适应。在360测评中，上司要求他更主动地表达观点、展示成绩。乔治感到面临两难处境：要么被淘汰，要么失去自我。

违背自身性格和固有倾向会让人感觉失去自我，因此我们常常以“保持本真”为借口，心安理得留在舒适区。但在职场，这并非长久之计，如果你获得升迁或岗位发生变化时就更如此。辛西娅、乔治和其他无数例子都证明了这点。

笔者对领导力转型的研究表明，要想获得职业发展，我们必须走出舒适区；但这会触发我们保护自己身份和特质的本能。在新环境中，如果我们对自身身份和适应能力产生怀疑，我们常会自动退回习惯的行为模式。

但那些动摇自我认知的事态，恰恰最能帮助我们提升领导能力。如果将“自我”看作一个发展过程，并不断尝试新的职业身份，我们就能确立合适的个人风格，在保持自我的同时适应组织不断变化的需要。

这需要勇气，因为在身份转换初期，我们会感觉自己的行为做作、不自然，似乎总在小心翼翼地盘算。但若想成为更全面、更有能力的领导者，我们必须突破对“真实自我”的狭隘认知，不断尝试新事物。



保持“本真”有多难

“本真”（authentic）一词原指某件艺术品是原作而非复制品。在领导力领域，这个词当然另有所指。但一般归于“本真性”名下的理念可能相当成问题。例如，本真性要求领导者保持“真实自我”；然而大量研究显示，外部经验会不断塑造个体，使其从不同角度认识自身，而仅凭自省反思无法实现这种认识更新。再如，本真性要求领导者保持思想和情感完全公开透明，这不但不现实，而且有风险（见《什么是“本真性”》

 ）。


 [image: ]

什么是“本真性”

如右侧3个例子所示，对“本真”的狭隘理解可能会妨碍高效领导。


忠于自我


哪个自我？根据在生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我们有多重自我。随着我们面临新任务、积累更多经验，我们会改变甚至重塑自我。你无法对尚待成型的未来自我保持忠诚。


表里一致


如果把想法和感受全都暴露在外，你作为领导者的威信和统摄力会受到损害，在能力还未得到认可时就更如此。


坚持原则


承担更大职责后，在过去经验中形成的原则可能不再适用。例如，在面对新挑战时，如果领导者还坚持“严格控制运营细节”，就可能失于固执。

（返回阅读原文
 ）





对今天的领导者而言，“保持本真”已成为令人困惑的命题。这有几个原因。首先，领导者如今更经常面临工作类型和内容的深刻变化。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领导者需要明晰的身份感来指引航向、做出正确选择，逐步接近目标。但如辛西娅的境遇所示，过于类型化的自我认知像锚一样阻碍我们扬帆远航、实现自我变革。

其次，跨国企业管理者要与很多文化背景和行事风格不同的人共事。像乔治一样，我们似乎经常只能在适应环境和保持自我之间二选一。

再次，在一切互联互通的社交媒体时代，个体正变得透明。如何管理自身形象、分享作为普通人的兴趣和癖好，已成为领导力的重要方面。但精心打造的人格面具和内在自我间可能存在冲突。

笔者访谈了几十位很有能力、面临转型的企业高管，发现在下述情境中，他们尤其容易遇到与本真性相关的困难。


就任新岗位。
 新领导上任的头3个月非常关键。团队会快速对你形成第一印象，而第一印象事关重大、影响深远。面对曝光度和绩效压力的增加，不同性格的领导者应对方式差异很大。

明尼苏达大学心理学家马克斯奈德（Mark Snyder）将领导者分为两大心理类型，这两类领导者建立个人风格的方式截然不同。“高自我监控者”（high self-monitors）或“变色龙”型领导者能自然地主动根据情势需要改变自身，而不会感觉自己在伪装。“变色龙”注重维护公共形象，常常虚张声势来掩盖自身的脆弱。他们未必一上来就能找到合适的风格，但会不断尝试披上新外衣，最终让自己和环境契合。由于具备这种灵活性，“变色龙”型领导者通常晋升很快，但可能会被周围人认为不真诚、缺乏原则——尽管他们的原则就是“变”。

相反，“低自我监控者”（low self-monitors）或“忠于自我”型领导者则会表达真实想法和情感，即使在情势不利时也如此。辛西娅和乔治这类忠于自我型领导者的危险在于，他们可能固守舒服的行为方式，而无法随环境变化调整领导风格、适应新的工作要求。

辛西娅的经历曾登载于《华尔街日报》（作者是卡罗尔海默维茨（Carol Hymowitz）），之后笔者拜访了她。辛西娅就是这样不自觉地踏入陷阱。她将此前的职业成就归功于高度个人化、公开透明的管理风格，因此这次也向新团队表示自己对新岗位有些不适应，希望得到支持。上任后，她努力学习不熟悉的业务、不知疲倦地参与每一项决策和问题解决。数月后，辛西娅已几乎筋疲力尽；更糟的是，过早将软弱一面示人损害了她的地位。几年后回顾这次经历时，辛西娅说：“保持本真并不意味展现全部内心、让别人一眼望到底。”但当时，她恰恰就是这样理解“本真”，结果非但没能建立信任，反而能力遭受质疑。

在类似案例中，赋权和沟通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关键是领导者需要在管理新团队的过程中把握距离感和亲和感的平衡。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黛博拉格伦菲尔德（Deborah Gruenfeld）认为，领导者须有效管理权威感和亲和感间的张力。为树立权威，领导者须凸显自身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并与下属保持适当距离；为培养亲和力，领导者应主动与下属建立关系、尊重他们的工作方式和个性，做事要有同理心和人情味。追求本真的领导者倾向于走极端，难以在这种张力中保持平衡。辛西娅对下属过于亲切，软弱一面暴露无遗，严重损害了她的工作效率和地位。随着管理职责扩大，领导者需与下属保持距离，以树立威信、增强团队执行力。


推销理念与自我推销。
 从有好的理念，到说服各利益相关方接受你的想法，这是领导力提升的重要一步。很多缺乏经验的领导者、尤其是追求本真的领导者厌恶游说行为，视之为虚伪造作、拉帮结派；他们相信完全可以用实力和业绩说话。

安妮是一家运输公司的高级经理，她彻底重塑了所领导业务单元的核心业务，实现营收翻番。虽然安妮业绩卓著，上司却认为她不擅长激励下属。她还清楚，自己在母公司董事会上的发言效果不佳。董事会主席喜欢宏大叙事，常常对她注重细节的倾向不耐烦，并要求她“站得更高，学会战略思考”。但安妮认为这其实是哗众取宠。“我觉得这是赤裸裸的操纵，”她说，“我不是不会讲故事画大饼，但我不愿玩弄别人的感情。我不能容忍自己使用这种伎俩。”和很多追求卓越的领导者一样，安妮在管理中更依赖事实、数字和分析表格，而通过调动他人情绪施加影响力的做法让她感到做作。结果，由于一味强调客观事实、缺乏友善互动，她与董事会主席话不投机。

很多管理者其实都清楚，如果不更好地推销自己，他们的好想法和巨大潜力可能会埋没。但他们仍然做不到。“我相信职业发展的基础是专业水准，我希望凭借对组织的贡献而非人脉得到提拔，”一位管理者说，“也许这对我个人发展不是最有利，但我不能放弃信念……所以我‘打入高层’并不顺利。”

职业发展会扩大我们的接触面和影响力，这并非追求一己私利，而是个人和组织的双赢。如果不能认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真诚地向有影响力的人物自荐。当能力尚未得到认可时，管理者最需要向高层推销自己，而追求本真的人此时恰恰最为犹豫不定。不过研究显示，随着管理者不断积累经验，并更了解他们做出的贡献，这种犹豫会消失。


处理负面反馈。
 很多成功管理者晋升到一定级别后才第一次真正遭遇负面反馈。由于管理者在这个阶段拥有的东西更多，即使没什么新意的批评也似乎威胁大増。但领导者通常说服自己，只要达到业绩目标，他们“本真”领导风格中的缺陷就应被容忍。

雅各布是一家食品企业的生产经理。在360评估中，下属在情商、团队建设、赋权等项给他打分较低。一名团队成员写道，雅各布听不进批评；还有人提到，在大发脾气后，他会突然像没事人一样开玩笑，让周围人很不安。雅各布真心认为自己和下属相互信任，很难接受这个结果。

最初的震惊过去后，雅各布记起几年前也曾受到类似批评。“我觉得我改变了风格，”他反省道，“但也许本性难移。”不过在上司面前，他快速找到了说辞。“为完成任务，有时不得不狠一点，大家就会有情绪，”他说，“但这是工作的一部分。”显然，他在避重就轻。

由于负面反馈通常针对领导风格而非专业技能，领导者会觉得自己的身份认同受到挑战，似乎不得不放弃个性中最独特的部分。雅各布就是这样，认为正是他“不好对付”，团队才能年年完成任务。但实际上，他迄今为止的成功另有原因，而领导风格一直在给他减分。承担更大职责后，雅各布对下属的严苛越发成问题，因为这占用了他本应用于战略思考的时间和精力。

处理负面反馈不力的一个著名案例来自玛格丽特撒切尔。曾和撒切尔共事的人都了解，如果不像她一样凡事做好充分准备，绝对会遭到残酷对待。撒切尔可以公开羞辱下属，出名地不善于倾听，还相信妥协就是懦弱。以“铁娘子”形象闻名于世后，撒切尔对自己的理念和强硬风格更加自信，她能用话语和意志让任何人服软，而且越来越精于此道。但她最终为此付出代价，被自己的内阁抛弃。




“本真性”培训为何流行

大量书籍文章和领导力课程都在谈论如何在工作中保持本真。本真性概念的突然流行和相关培训产业的爆发式增长背后有两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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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根据2012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Edelman Trust Barometer），公众对商业领袖的信任度跌至历史最低。2013年这项数值有所回升，但仍仅有18%受访者表示相信商业领袖的诚实度，不到一半受访者相信企业会正直行事。

第二，员工忠诚度也处在历史最低。2013年盖洛普调查显示，全球只有13%雇员在工作中充分投入。此次对约1.8亿名员工的调查表明，平均8个人中仅有1个人内心忠于本职工作。众多研究表明，失意、疲惫、幻灭和个人价值观受威胁是职业变动的最大原因。

在此背景下，企业很自然会鼓励领导者发掘他们的“真实”自我。





建立灵活的自我认知

自我认知僵化的原因可能是反思过度。如果总是向内寻找答案，我们很容易加深已形成的世界观和脱离现实的自我认知。如果不去尝试新的领导方式并建立外部视角，我们就会受制于惯常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培养领导者思维，首先要行动起来：投入的新的项目和活动、和各种人交往，并尝试新的任务管理方法。反思应在行动之后而不是之前，在职业转型和过渡期尤其如此。行动会塑造我们的身份和价值观。

领导者可通过多种方法培养外部视角，并找到“适应性本真”的领导风格。但前提是，领导者必须以灵活态度看待“真实自我”。领导力发展是一个发现多重自我的过程，而非无聊的内心斗争。如果采取灵活态度，我们就能对更多可能性保持开放。今天的行为方式和昨天不同，这不是表演或分裂，而是在探索如何更好地适应新环境和新挑战。

领导者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尝试建立灵活的自我认知：


借鉴不同领导风格。
 学习过程大多包含模仿行为。学习的前提是认识到绝对的“原创”并不存在。领导者获得成长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意识到“本真”并非一种内在状态，而是对不同领导方式兼收并蓄、建立自身风格的过程。

领导者不应只模仿某个人，而应借鉴多种不同风格。机械模仿某个人的行为方式，与有选择地借鉴多种行为方式并按自己的需要组合起来、不断调整完善，这两种方法有本质区别。如剧作家威尔逊米茨纳（Wilson Mizner）所说，抄一个人是剽窃，抄很多人是研究。

笔者曾研究过投资银行员工和咨询师从做分析和项目到做客户咨询和业务拓展的转型。大部分人在新岗位上都会不自信，但“变色龙”型员工会有意模仿成功资深领导者的行事风格和技巧，如在会议上用幽默缓解气氛、巧妙引导共识形成等，在找到有效方法前大胆尝试。这让他们的上司愿意私下传授经验、解释隐性规则。

因此，“变色龙”能更快形成“适应性本真”的工作风格，而“忠于自我”型员工还停留在专业至上阶段。追求本真的员工大多认为领导的“假大空”不值得效仿。由于没有“完美”的榜样，他们觉得模仿和学习过于做作。结果，上司将这些员工适应能力不足理解为不够努力，因此不会给予太多指点。


持续努力自我完善。
 除绩效目标外，领导者还应设立自我完善目标，不断探索自我的不同侧面。自我认知是一个渐进过程，无法一蹴而就，因此尝试转换身份并不是背叛自我。领导者不应固守已形成的自我认知，而应积极拥抱变化，以开放心态塑造自己的领导风格。

我们当然都希望在新岗位上取得优异成绩：制定正确战略、果断执行，并做出组织需要的成果。但如果只关注这些，我们就会害怕风险，而自我完善恰恰需要冒险。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的一系列实验证明，关注自身外在形象会妨碍人们完成新任务。绩效目标会驱动我们向他人展示、向自己证明自身优势，如智力和社交技能等。相反，自我完善目标会驱动我们开发新的优势。

当专注业务表现时，我们会展示自己最优秀的一面；而专注自我完善时，我们能把对本真的诉求和强烈的成长意愿融合起来。某位管理者在小组工作中非常高效，但在参与者众多的会议上，他很难做到对不同观点保持开放。由于担心被同事的评论带跑，他讲话经常长篇大论。为培养即兴交流能力、改善与同事沟通，他禁止自己使用幻灯片。结果他的性格和工作方式都有所改变，这让他本人都很惊讶。


不断改写身份叙事。
 很多人都有一套关于自己的叙事，其中包含着从重要事件中总结出的信念。在新环境中，我们会有意无意地用过去的经历，以及在其中建构起来的自我认知来指导行动。但随着我们不断成长，原先的身份叙事可能会过时，需要大幅修改甚至彻底重写。

玛利亚就是如此。她曾认为自己的领导风格就像“罩着一群小鸡的母鸡”。她的导师、奥美广告前CEO夏洛特 比尔斯（Charlotte Beers）在《I'd Rather Be in Charge》一书中写道，玛利亚自我认知的形成，可能源于她曾为照顾家庭而牺牲自己的梦想。这种自我认知最终开始拖累玛利亚的职业发展：她待人友善、忠于团队，善于维护秩序和平衡，但这并不能帮助她得到更高职位。为成为理想中的自我而非重复过去，玛利亚与导师一起尝试重新定义自己。玛利亚曾离家18个月周游世界；在导师的帮助下，她决定以这段经历为基础建立新的自我认知。在新的身份叙事支持下，她更加勇敢地行动，最终赢得了此前看似不可能的晋升。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丹麦克亚当斯（Dan McAdams）专门研究“人生故事”，在他看来，身份即是“个体在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选择性认知的基础上内化并不断修正的叙事”。麦克亚当斯并不是在卖弄修辞；他的意思是，每个人都需要身份叙事，但当面临人生的新任务时，也应接受这种叙事的变化。正如不断丰富和修改简历一样，领导者也应改写和创造身份叙事。

改写身份叙事同样既需要内省也需要外部视角。我们选择的个人叙事应不仅包含我们的经验和努力目标，也应反映他人对我们的要求，并打动我们想要征服的听众。

无数书籍和专家都告诉你，领导力旅程一定要从建立清晰的自我认知和个人身份开始。但这可能使你满足于停留在过去。随着舞台不断变大，你的领导力身份和领导风格可以、也应该发生变化。

领导者成长的惟一方法就是不断突破自身的边界。虽然尝试新事物可能让人不适，但从中获得的宝贵经验能够塑造我们的理想自我。这并非要求你彻底把自己打扮成另一个人。行为举止和沟通方式的微小改变，就可能让你的领导能力发生质的飞跃。




文化因素


无论是就任新职位、推销理念和自我推销，还是处理负面反馈，在达到目标的同时还能保持本色，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跨文化环境中尤其如此。




我在英士国际商学院的同事艾琳迈耶（Erin Meyer）的研究发现，在不同文化中，由于哲学、宗教和教育传统的差异，人们说服别人的方式完全不同，对于话语说服力的判断标准也不同。但现实中，领导者的行为举止和说话方式却有相对固定的规范。尽管企业都在主张尊重文化差异、增进多元化，但在一般观念中，领导者都应强势、有说服力，且能以个人魅力激励下属。

本真性理念主张领导者保持本色，而非顺应他人期待，因此本应促进管理风格的多元化。但讽刺的是，“本真”成为流行概念后，人们对它的理解方式反而加剧了公共话语的一元化。例如，很多培训课程和书籍都教导，为发现和展示本真性，领导者只需向自己和别人讲述一个克服困难取得成功的故事。这实际上仍在鼓吹坦诚、谦逊和个人奋斗等典型美国式价值观。

这就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对权威、团队的观念和沟通方式都不同的管理者陷入悖论：为了表现得“本真”，他们恰恰必须放弃本真。






延伸阅读

了解更多关于领导力、人脉拓展与本真性的观点，可访问hbr.org
 阅读以下博客文章：

“Becoming a Leader”

　Linda A. Hill

“How Leaders Create and Use Networks”

　Herminia Ibarra, Mark Hunter

“Discovering Your Authentic Leadership”

　Andrew N.McLean, Bill George, Diana Mayer, Peter Sims





[image: ]


埃米尼亚·伊巴拉是英士国际商学院Cora领导力和培训教席教授、组织行为学教授。她的新书《像领导者一样行动和思考》（Act Like a Leader, Think Like a Leader
 ）将于2015年2月由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出版。





“微管理”系列：为升职隐藏真我，值得吗？



玩不转办公室政治

就别指望升职了

迈克尔·文德洛斯（Michael C. Wenderoth ）丨文

时青靖丨编辑






一
 位处于上升状态的年轻管理者发现自己在内部权力争夺中战略性出局了。吉尔具备所有升至高层的条件：她一直是表现最好的那十分之一员工，工作努力，聪明漂亮，奋发向上，会多种语言，还拿到了顶尖学校的MBA学位。首席执行官亲笔写的感谢字条就挂在她办公室的墙上。

出了什么问题呢？

我见到吉尔（化名）时，她正在寻找自己职场受挫的原因。

她说：“公司里每个人都喜欢我，我善于跟人合作，投入的时间比任何人都多。我全力以赴达成目标，待人坦诚，建立信任...这都是我在培训中学到的，更是这样被教导的。”

听了这些话，我马上意识到出了什么事。吉尔又是一位我所说的“Kumbaya”（一首传统圣歌）领导流派的受害者。这种流派认为，开朗、信任、真诚、积极以及非常努力地工作是前进的关键。Kumbaya流派让全世界的“吉尔”深受其害，往往引导他们经常做出不利于其职业生涯发展的行为。

吉尔应该做哪些不同的事呢？她应该花更多时间来跟上司搞好关系。她应该更好地和决策者以及老板相处，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形象和职业生涯。

吉尔应该“网罗”最有影响力的高管，确保上司们注意到她的贡献，还要确保别人认为她是块当高管的材料，而不是把自己拴在办公桌旁去出色地完成工作。从这些角度管理职业生涯至关重要，但让人意外的是，这样做的人寥寥无几。

现实很残酷，公司是等级森严的地方。社会科学表明政治和人际关系中存在一些令人不舒服的事实，比如我们经常根据外表的第一印象评价别人，并且这种印象会保持很长时间；我们喜欢那些和自己相似的人；我们让上司感到舒服，并且和有影响力的人拉关系，从而获得升迁或者得到有价值的信息；我们对演讲者的印象更多是基于其外表、肢体语言和嗓音，而不是演讲的内容；同时，如果我们挑剔得很有见地或者显露出愤怒，就更有可能让别人认为我们有能力（至少男性是这样）。有确凿证据表明，我们的工作评审、奖金以及升迁和实际表现的关系并不大——实际上，和我们的政治技能以及决策者对我们的印象相比，工作表现对我们的成功来说或许作用较小。

那么，吉尔为什么不多花时间来和上级搞好关系呢，尤其这些关系到她的切身利益。

首先，我们希望相信这个世界是公平的。作为父母，我们希望保护自己的孩子，不让他们看到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争风吃醋以及校园暴力等残酷的现实。如今，由于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带来的信息透明度，“真相”可能会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想法变得更有吸引力。我们对自己说：“大家都能看到我工作得多努力，”或者“每个人都知道我做得有多好。你们只须看看我的成果。”相信公平世界的感觉很好。吉尔亲口说过：“我不想玩办公室政治，或者被人看成马屁精、整天自吹自擂的或者因为跟某某关系好才得以升职。我总是被教导说，精英自然会进入上层。”

CEO自传和有关领导力的作品让这个“公平世界”成了一个永远的谜。为了留下积极的遗产，CEO们以乐观的视角改写了自己的故事，而不是告诉我们他们是怎样借助高于同僚的政治手腕才走上了高级领导岗位。用感情、四处逢迎和关系来影响别人让人感到不公，就算有可信的研究结果表明可以从战略和伦理角度有效地实施这些手段。

就这样，我们给自己设置了障碍，羞于使用那些本可以拓宽我们前进道路的方法。同样，我们认为“政治人物”令人讨厌，而不是退一步学习他们是怎样与人沟通、建立人脉关系并且战略性地管理自己的职业生涯。我们选择的研究印证的是“感觉好”的领导战术。举例来说，积极心理学并不认为人应该总是感到快乐或者无差别地赞赏他人，但这正是人们接收且误用的信息。

年轻的领导者须比较现实且细致入微的建议。很早以前我在企业任职时就得出了这个结论，遗憾的是我没能更早认识到这一点。可以看到，得到升迁的不总是最聪明、工作最努力的人。这几年，在确立我的高管培训方法以及教授MBA课程的过程中，我发现大多数职业和领导建议都缺乏依据，许多培训者坚持使用未获证实的“感觉好”的格言警句却从容不迫，这一直让我感到吃惊。同样，对于结论令人感到不适的优秀研究，领导力培训师却避而不谈，这同样让我感到意外。举例来说，一位学生告诉我，他的教授不想教给他们一项基于研究的说服技巧，原因是他发现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在使用这种技术。但信息本身是有效的，而且值得研究。

然而，我见过许多领导者及其培训师把建立影响力的有效战术视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即不择手段地达到目的——译者注）。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像马基雅维利那样。我们都选择了自己是否想在公司里得到升迁，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也选择了结果能否表明过程的合理性。不过，我的意思是如果想避免出现吉尔那样的情况，我们就需要花更多时间来和上司以及周围的人搞好关系，并且使用一些或许违背直觉的手法。赫尔米尼亚·伊巴拉（Herminia Ibarra）在她的著作《像领导者一样行动，像领导者一样思考》中强调，要想成长，我们就得尝试不同的领导风格和行为，而抓住真诚不放可能是个借口，目的是保持让人感到舒适的状态。实际上，当领导可能经常让人觉得不舒服。



[image: ]


迈克尔·文德洛斯是马德里IE商学院副教授，高管培训师。他的授课以及著述内容涉及中国、销售和领导力。





“微管理”系列：为升职隐藏真我，值得吗？



为升迁隐藏真我，值得吗？

Is a Promotion Worth Hiding Who You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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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克·拉曼纳（Karthik Ramanna）| 文

蒋荟蓉 | 译　王晨 | 校　时青靖 | 编辑






一名管理者有意调职海外，但却不得不隐瞒自己的性取向。






“有
 事要告诉你。”戴维·李对马克·布朗说。戴维是韩国工业集团Hanguk美国分部总裁，马克是他的技术副总裁。

“是好事么？”马克问。

“我可说不准，”戴维答道，“首尔那个职位，他们想让你去。HR马上发正式邮件给你。”

Hanguk是一家迅速发展的大型公司，经营范围涵盖了电子、生物科技、航运、建筑及化学制品。公司最成功的移动通信业务部门刚刚与卡塔尔一家主要移动运营商签下一笔大单，接下来6个月要为这家大客户在中东的手机网络开发智能手机系统，因此公司正在招募新的软件开发主管前往首尔总部就职。向阿拉伯世界扩张是公司首要战略目标之一，管理层会密切关注这个项目的进展。

这是马克梦寐以求的职位，如今似乎唾手可得。

“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啊！”马克说，“有什么问题吗？”戴维忧虑的神情令他不解。老板看到自己手下有价值的员工获得升迁，心情复杂也是理所当然，可戴维对马克来说不仅仅是上司。他是马克的导师，一直推动着马克在事业上前进。况且这次只不过是为期3年的内部晋升，两人依然供职于同一家公司，马克在总部的工作结束后可能还会回到旧金山来。

“我明白这会给你带来困扰，”马克说，“这边还有别人可以代替我的。”

“我只是想确认，你做出的是适合自己的选择，”戴维谨慎地说，“如果能确定你选得对，那我一定鼎力支持。可是我不知道韩国这种地方适不适合你，职业和个人两方面的考虑都有。而且那个职位要在中东呆很长时间。”

马克懂了。“你是说，因为我是同性恋。”他干巴巴地说。

数年前，Hanguk在马克就读的商学院开展校招，招聘人员向马克保证，说这家公司非常美国化，大家都用英语交流，不排斥外国人，升职加薪视绩效而定，工作氛围轻松愉快。公司董事长朴在庆曾说，他希望Hanguk在韩国成为一个进步的象征，与全世界竞争对手相比肩。这番话常被援引。马克的确发现，他们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但这是因为旧金山办公室的运营相当独立。

总部的情况有所不同，马克当然知道。他去过几次，亲眼所见。事实上，戴维就是在首尔度过了大半少年时光的韩裔美国人，他花了许多时间培训团队，教他们学习如何在等级森严的财阀企业文化里进退裕如。然而马克从未料到，性取向竟会成为自己在公司发展的绊脚石。

“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戴维说，“韩国这个国家也是。但韩国毕竟不是加利福尼亚。我相信Hanguk确实致力于实现多元化，坚决反对歧视。可是我也知道，美国人调职去总部，就要融入那边的集体，按规矩办事。”他顿了顿，接着说：“工作以外，还有生活。我在这儿有几个美籍韩裔的朋友是同性恋，他们甚至都不会回去探亲。”他犹豫了一下，又补充道：“我担心你不能痛痛快快地做自己。”

“你的意思是，要想做好这份工作，我必须假装成异性恋？”马克问。回忆如潮水般涌来，他在俄亥俄州郊区长大，知道“假装”意味着怎样的生活。

“我不是这个意思，”戴维回答，“但韩国社会很保守，特别是跟旧金山比起来，落差尤其明显。”

我们都有所隐瞒

“别去！”凯特·苏厄德夹着面条大叫，“你不能去！”

“别激动，凯特。”马克冲着反应夸张的友人露出微笑。他们正与另一位学生时代的朋友杰克·希恩一起共进晚餐。三人相识于上大学的第一年，亲密无间，毕业后一同来到旧金山。10余年来，他们一直在这家位于Inner Sunset的PPQ牛肉面餐厅聚会吃饭，聊聊彼此的近况。

“杰克，你也说说他。”凯特说。

“干嘛这么紧张，凯特，”杰克一边喝汤一边说，“马克，你应该去。不必让他们知道你是同性恋。”

“等一下，”凯特震惊地举起双手，“杰克，你可是15岁就出柜了啊，现在你要把马克推回柜子里去？他都30多了。”

“我们脖子上又没挂着‘我是同性恋’的牌子，”杰克说，“我不会向同事自我介绍说‘你好，我是杰克。我喜欢男人’。我们在职场上都有所隐瞒。你还跟我们讲过呢，你开会的时候绝口不提自己有孩子，因为你不想被迫走上‘妈咪路线’。”

“但我同事还是知道我有孩子，”凯特说着，转向马克，“你怎么会考虑接受这么一份要你隐瞒性取向的工作呢？这样简直就像回到了俄亥俄的高中一样！如果在首尔不能像在旧金山一样生活，那你就不该去。”

“也没说我必须‘隐藏’自己，”马克答道，“指望韩国和中东的生活跟旧金山一样，这样没道理吧。而且我现在也不是脆弱的高中生了。况且，他们真的很想让我过去。昨晚董事长亲自发邮件鼓励我接受这个职位。”收到朴在庆先生本人的邮件可不是小事。

马克继续说：“我将来的上司文晟浩周一飞过来见我。这次升职事关重大，是我事业上的一大步。我要负起更大的责任，拿到更高的薪水，业界知名度也会提升。我会有25个下属研发人员。”

“人生中重要的不止这些。”凯特说。

“没错，可是工作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马克回答。

“我更担心你的感情生活。”杰克揶揄地说。他刚刚与相恋8年的男友结婚，凯特也跟丈夫在一起12年了，而马克仍孑然一身。

“我不太会想念卡斯特罗的夜生活，”马克开玩笑地说，“工作会非常忙。万一真有时间想出去，首尔还是有几个同性恋能去的地方。我妈妈昨天在网上看到有个地方叫‘同志山’。”

三人都笑了。马克是独生子，大学时写信告诉家人自己是同性恋，父母一时难以接受，但后来他母亲卡萝尔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弯：她加入本地的同性恋亲友会（PFLAG），为子女刚刚出柜的其他父母充当导师。卡萝尔每隔几个月就过来看望马克，凯特和杰克都跟她很熟了。

“啊，卡萝尔，”凯特的语气饱含感情，“她的意见呢？”

“她说，她知道我会考虑周全再做决定。”

“你总是这样的。”凯特插嘴道。

“但她觉得我应该去，这吓到我了。我把这件事告诉她之后，她就一直在网上查来查去，还真像她的风格。她给我发来几个民意调查结果，说韩国社会在这方面有进步。韩国显然比不上其他大国，比方说还有40%的人无法接受我们，但也不算太糟糕。接不接受好像也分年龄段，跟别的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韩国年轻人认为同性恋没什么问题，拒不接受的是老一代人。我妈还发了一个公开出柜的明星的几段视频给我。”

“合同只签3年，这点也很好，”马克补充道，“所以按照她的想法，我大可以去把这份工作做完，再回到美国办公室，找个理想的男人，然后最重要的是给她弄几个孙子孙女。”

“听着真美啊。”杰克说。

马克点点头，不过他心里清楚，要做这些事还早着呢。他还没打算要结婚或者养孩子，专注工作使他感到满足。倘若一切进展顺利，移动通信团队会做许多激动人心、充满挑战的工作，至少忙个5到7年。如果他有意在Hanguk爬得更高，那就一定要去首尔任职。



多元与包容

两天后，马克站在文晟浩面前，与他正式握手，微微鞠躬。这是马克学到的对待韩国同事应有的礼节。

“对于我们Hanguk而言，这是个振奋人心的时刻，”文晟浩说，“朴董事长托我转告，他十分希望你接受这个职位。我们从戴维和其他人口中得知，你具备的技能、专业知识和创造力足以掌管这个重要的团队。你正是我们要找的领袖人才。而且你知道，我们正想让集团里多一些外国领导者。拥有一支由各国人士组成的管理团队，是我们的骄傲。这是我们作为全球化公司取得成功的惟一方式。”

马克静静听着文晟浩说话。他知道应该对高层领导表现出敬重。

“你是我们第一位要领导一个手机软件团队的外籍管理者，不过我们团队里还有其他外国人，其中一位表现尤为优秀——瑞安·波特先生。他跟你很像。”文晟浩停下来，看着马克的眼睛。

马克吃了一惊，心想：他知道了。

“他融入得很好。他了解韩国文化，而且尽全力保持举止得体。”

马克想：他尽全力躲在柜子里。

“克服文化差异是很辛苦的，所以这个职位有加薪。‘辛苦费’（hardship pay），英语是这么说的吧。”

马克点点头，表示文晟浩这个词说对了。

“当然，”文晟浩继续说下去，“我们的全球行为准则里写了，公司承诺为外籍人士、女性和残疾人提供受尊重的工作环境。”

马克不明白了。一开始文晟浩似乎在告诉他要隐瞒性取向，现在又说起Hanguk的包容性。究竟是哪个意思？

“我们都希望你能接受这个职位。我们会尽全力为你提供便利，我想你也会努力融入我们，对吗？我们可以就此达成共识吧。”

“承蒙器重，不胜荣幸，”马克说，“能否再给我两天时间，容我好好考虑。”

“当然可以，”文晟浩说，“我们十分希望你能接受这个十分重要的职位。不过，”他加重语气，“我理解，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实在是个艰难的决定。”

他们又一次握手。马克鞠躬行礼，文晟浩离开了办公室。没过5分钟，戴维进来了。“他没逼你接受吧？”戴维问道。

“我不确定，”马克说，“你跟他说了我是同性恋吗？”

“当然没有。”

“唔，他好像知道了。他用一种怪异的方式暗示来着。”

“我敢说，你要是去了首尔，”戴维说，“肯定会接触很多新东西，不止是工作方面。”

“所以你觉得我应该去？”

“听着，马克，这个由你自己决定。我知道你很优秀。你去了，对Hanguk和你自己的事业都好。但要是你决定不去，也还会有别的机会。我不会永远占着这个位子。”

“可是如果我没有韩国工作经历，他们不会让我接任的。”

“那不一定，”戴维说，“规则是会变的。”

“那么别的规则或许也会改变了？”

“也许吧。”戴维说。然而马克从他的声调里听出，他并不十分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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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哈佛商业评论》改编的案例研究，展示现实中公司领导者面临的真实困境，并提供专家意见。本文改编自哈佛商学院案例“迪伦·皮尔斯在韩国工业”（Dylan Pierce at Hanguk Industries，案例编号115024-PDF-ENG），作者是卡西克·拉曼纳，可登陆hbr.org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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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们你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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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克·拉曼纳是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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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放弃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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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弗·墨菲

（Christopher A. Murphy）


是美国直播电视集团副总裁兼副法律总顾问。






文化态度上的转变可能要花很长时间，美国和韩国都一样。


对
 马克来说，这次晋升是绝好的机会，而且他在这个人生阶段似乎正好觉得事业比寻找伴侣、组建家庭更为重要，所以我认为他应该接受。这个职位很有挑战性，在个人和职业层面皆是如此，但会带来许多好的发展，甚至可能引领Hanguk的文化转变。

明确地说，我坚信人在工作中应当表现真我。我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候都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并且因为致力于在法律行业支持及推进平权而受到美国LGBT律师协会表彰。但我也很现实。我知道在法庭和合伙人会议上，提及性取向或是我的丈夫，一定会妨害我想做到的事。我希望不是这样，但现实确是如此。奥博格菲尔诉霍奇斯一案（Obergefell v. Hodges）后，同性婚姻得以在美国各州合法化，然而在一半以上的州，员工仍会因为自己是同性恋或双性恋而被解雇。文化态度上的转变可能要花很长时间，美国和韩国都一样。

不过Hanguk似乎试着做正确的事。马克在旧金山办公室感觉非常好，而且文晟浩虽未明言性取向也属于公司多元包容原则的范畴，但的确暗示了同性恋身份不会影响马克的职业发展与成就。

也别忘了，搬去另一个国家必然需要调整适应。如果马克调职到首尔，就必须学着更加尊敬上司（韩国的上下级关系显然不会是他跟戴维之间那样），更好地迎合阿拉伯客户。如何表达（或不表达）自己的性取向无非是诸多需要学习的课题之一，不该为了这一件事就放弃大好机会。

毕竟就像杰克说的，许多人在职场都有所隐瞒，譬如持有不受欢迎的政治观点，对运动毫无兴趣，喜欢恐怖片之类的。况且如今同性恋逐渐为主流文化所接受，出柜与否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

我不会建议马克在一个对同性恋者采取“不问不说”（美军在1994年至2011年间对待军队中同性恋者的政策，即在同性恋者不公开自己性取向的情况下，上级军官不得询问、调查和公开其性取向——译者注）态度的环境中长期工作，但他要留在韩国的时间不长，尚可接受。假如那边的办公室文化在个人或职业层面让他觉得太过压抑，他完全可以回美国。戴维说得对，Hanguk和其他地方可能还有很多别的机会。

不过要是马克非常热爱新工作，3年转眼就过去了。等他跟同事们熟悉起来，他甚至可以出柜，改变他们对同性恋的看法——要扭转一个人对不同性取向的偏见，往往只须让此人与一位同性恋者交流便足够了。倘若马克接受这份工作，而且表现出色，那么这个机会不但有利于他自己的发展，还有助于促使他所在的团队和整个公司观念进步。





“微管理”系列：为升职隐藏真我，值得吗？



委曲求全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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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丽丝蒂·史密斯

（Christie Smith）


是德勤咨询公司美国西区常务校长，负责德勤大学领导力多元包容和社区影响中心。






文晟浩关于多元化的言论是个需要高度警惕的信号。


所
 有迹象都表明，调任韩国对马克而言是个错误的选择。每个人都应当得到一份帮助自己成长的工作，但这家公司在这个地方的这个职位，对马克来说并不符合这个标准。

当然，他应该进一步确认这个职位的具体情况。他可以再跟文晟浩更坦诚地谈谈，甚至可以亲自前往首尔感受一下那边的办公室和城市文化。可是，如果结论是这次晋升意味着要隐瞒性取向，那么他绝不该接受。事实上，也许他该考虑一下自己是否还想留在Hanguk旧金山办公室。从长远来看，Hanguk是可以让他成长和效忠的公司吗？

我是同性恋者，很幸运，我从未被迫为一份工作隐瞒性取向。可是，我在德勤的团队在来自10个行业的3000多名员工中开展了调研，发现马克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我们的研究显示，同性恋和双性恋人群中83%的人在工作时有所遮掩，保持低调，乃至隐瞒了很大一部分自我以及自我身份认同。在这83%中，近四分之三的员工表示这种隐藏对自身的存在感以及工作能力产生了不利影响。也许马克觉得自己能受得了在韩国隐瞒3年，但有证据表明，这样做会对个人造成伤害，还会影响工作表现。

文晟浩关于多元化的言论是个需要高度警惕的信号。他大费周章地说了外国人、女性和残疾人士，却并未提及性取向，甚至暗示他知道马克是同性恋。很明显，他所承诺的包容是有条件的。我们从隐瞒性取向的同性恋和双性恋者那里得知，事情通常就是这样。我们的研究显示，隐瞒性向者中60%的人之所以隐瞒，是因为他们感觉到领导者希望如此。多数高管像文晟浩一样精明，不会把话说得太直白，但我们听过许多事例：上司谈起强烈的宗教价值观，讲起反同性恋的玩笑，甚至告诉员工别带另一半来参加公司的社交活动，这时员工就该明白其言外之意。如果上司像文晟浩和戴维一样发出暗示，员工就会倾向于隐瞒性取向。

我能理解马克为什么想委曲求全，接受这个职位。他很在乎自己的事业。但如果难以发挥最佳状态，他的职业发展就可能受到阻碍。而且他不该欺骗自己，想着韩国同事不会发现他是同性恋。换成是我，你随便翻翻我在社交媒体上的个人资料就会知道我的性取向，马克当然也不例外。

马克是位有才干的管理者，又住在湾区，一定能找到很多别的机会。如果不得不隐藏真我才能得到尊重，那他应该换个工作，去找一家可以让他在工作和生活中保持本色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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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hbr.org社区的评论

3年太长了

我觉得问题是要在工作以外隐瞒性取向3年之久。即便在美国，我也会在工作场所和其他一些地方回避性取向的话题。但不管工作与生活间的界限多么分明，马克在韩国可能还是想有个人生活的，这样就不得不在3年里都小心行事。

亚历克萨·斯特凡诺

（Alexa I. Stefanou）

自由平面/网站设计师



忠于自己

看得出来，马克为人敏锐、抱负不凡、勤奋努力，无论身在何处都可大有作为。他身属少数群体，也许能够察觉那些容易被多数群体忽略的微妙社交暗示，从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为了妥善应对各种复杂的社会环境（包括职场），人们必须有适度的隐藏。甚至可以说，马克那么重视工作，要忠于自己的话，他是一定会接受这个职位的。

阿玛尔·贝恩斯

（Amar Baines）

富邦证券财经编辑



亲身考察当地文化

马克在美国感受不到韩国文化是怎样的。去那边住几个月，他就会知道该如何发挥自己的才能。除非性取向会影响威信，否则无需隐瞒。

苏拉夫·古普塔

（Saurav Gupta）

Altisource人力资源高级专家



同僚关系

若有隐瞒，则难以与同事建立起亲密且互惠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对于愉快的工作和生活至关重要，对组织成就的重要意义更不必多言。性取向是自我身份认同的基础组成部分，要在工作时隐藏这一点，我做不到。而且我认为，至少在西方文化里，这样的组织不是什么工作的好地方。

达里尔·康奈利

（Daryl Connelly）

Change Mob商务顾问兼培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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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对工作上瘾并不是件好事

文丨腾跃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新媒体高级编辑






当
 谈及你的缺点时，你会腼腆一笑说：“很多人说我是工作狂，因为公司很需要我……”其实，大家都知道你是在暗自表扬自己……

不过，对工作上瘾其实会降低生产率，让自己更不快乐。你是否反思过这背后的原因？



1.完美主义作祟？

“如果我无法完美地完成某个工作，就会发生可怕的事。”也许你就是这样鞭策自己。然而，追求“完美”而不是“够好”为目标，严重时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

《完成，比完美更重要》一文告诉你：如果你试图达到平均水平，而不是事事追求完美，你可能会更快成功。



2.在公司比在家更自在？

人们为了逃避问题，便通过其他事情来麻痹自己。工作狂常常借用“工作”来逃避诸如婚姻、家庭等更棘手的人生问题。

诗人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在《选择》（The Choice）里思考了选择“生活或者工作的完美”的后果，然后建议，选择后者需要付出大量个人牺牲，以懊悔告终。在《别让工作成为你完美人生的绊脚石》一文中，作者用五步告诫管理者不要为了工作而牺牲与家人共处的时间。



3.你非常重要，但真的得事必躬亲？

的确，工作让我们有成就感，而且被需要的感觉也很好。但是凡事亲自动手才能更高效？其实，我们可以把不重要的任务分派出去，让自己专注在有附加价值的工作，重掌自己的时间。

《解放时间：谁背着猴子》一文中介绍，管理者应该避免“背上”下属的工作，而是要培养下属的主动性。当你不断鼓励下属自己解决问题，他们就能学到新的技能，这样也能让你有更多时间来完成自己的工作。

《筛选任务，告别如山案头》教会我们用一种更高效的自我管理方法将琐碎和无意义的案头工作转交甚至全方位清除，留出时间来处理高价值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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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比完美更重要

格雷格·麦基翁（Greg McKeown）丨文






你
 曾经在谈话里“暗中称赞”自己是个完美主义者吗？

跟其它类型的执着和上瘾病症不同的是，许多人会歌颂赞扬完美主义，认为那是一个优点。不过，真正的完美主义其实会妨碍生产率及快乐感。

我最近访问了《好心情：新情绪疗法》（Feeling Good）的作者大卫‧伯恩斯（David Burns），他就明确点出了这个联系。他从超过3.5万的咨询谈话中了解到，凡事追求完美，必然会破坏快乐和生产率。以健康的方式追求卓越，和神经质的完美主义是不一样的，但你是否曾以前者为名，但采取行动时却展现出后者的特征呢？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完美主义会变成一种失调病症。伯恩斯提供我们一个特殊的例子，有位律师过度执着于要把自己的头发整理得“恰恰好”。他会在镜子前花好几个小时，拿着剪刀和梳子到处修整，直到头发的长度刚好是1/8英寸。接下来，他执着地要把自己的发线整理得恰到好处，每天都拿刮胡刀多刮一点点，一直到他变成秃头，然后他会等到头发长回来之后，再持续同样的模式。最后，他想要拥有完美发型的渴望，让他减少了投入在业务上的时间。

当然，这是个极端的例子，我们会用一些不太严重的方式让自己专注在一些小事情上。你是否曾在老板面前说报告已经相当不错时，仍一直想着如何让这份报告更好？你曾经弄丢了一件不重要的小东西，却坚持一定要找到吗？同事时常告诉你“别在意”吗？

以追求“完美”而不是“够好”为目标，严重时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最近我就碰到类似情况。我受邀为一家著名科技公司的高管指导一个研讨会，我花时间了解他们的需求，针对他们的情形来调整修改我的教材。我已经有一些曾经用过许多次、教学效果良好的教材。可是，想要追求完美的执着，让我在研讨会的前一晚放弃所有那些教材，结果我既没准备好又精疲力竭。研讨会当天，我思绪烦乱，幻灯片偏离了主题。如果原本我的目标是平均水平而非完美，当时我就能够更专注在客户身上，研讨会最后的成果也会非常不一样。

这件事情让我思考：如果试图达到的是平均水平，实际上会不会让你更快成功？

成就极佳的人对于自己的期望很高，他们的“平均水平”可能已经是他人的“相当好的水平”。所以，你不必勉强自己拿出100%（或是110%,，不论那意味着什么），你可以设定要达到75%或是50%的水平。“完成，比完美更好”这句箴言，简明扼要地表达了这个想法──这句话在Facebook企业总部办公室的墙上随处可见。这样的做法并不是要替草率的工作找借口。相反，这个想法是要让工程师完成各个工作周期，快速学习，而不是受制于一种总是无法达成的完美感。

“完美”这个字有个拉丁字根，字面上的意思是指“做得很好”或是“彻底完成”。另一种翻译则是“完全”。可是，现在我们把它用来表示完美无缺陷。如果你必须追求“完美”，至少要使用前者的定义，而非（无法达成的）后者的定义。

如果你是个完美主义者、成就极高的人，或者是工作狂，你可能会习惯于接受艰难的挑战。执着于完美的特性，会让执行困难任务变得容易。矛盾的是，试着接受普通水平，一开始反而可能会比较困难。

要了解个中原因，我们需要理解在完美主义里，恐惧所扮演的角色：“如果我无法完美地完成某项工作（你可以自行选择是哪一项工作），某件可怕的事情就会发生。”通常，抱有完美主义的人都非常习惯于这样的焦虑，甚至于不再察觉到这种焦虑；那只是一种燃料，推动着他们一直工作、工作、工作，以及不断精益求精。

虽然逻辑上可能完全错误，情绪上却是绝对地正确。因此，完美主义者需要勇气才能尝试达成平均水平即可，这比要面对几乎任何的其他挑战，都还需要更大的勇气。当个普通人让他们觉得恐惧，所以他们还未体验过当个普通人的好处。

伯恩斯是这么描述这种情况：“有两扇门可通往领悟的路途。一扇门上写着‘完美’，另一扇门上则写着‘平凡’。‘完美’的那扇门华丽、花俏，充满了诱惑……所以，你试着要走过‘完美’的那扇门，却总是发现另一头矗立着一道砖墙……相反地，在‘平凡’那扇门的那一头，有着一座神奇花园。不过，你却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要打开那扇门来瞧一瞧。”如同他最近的一篇博客所写的，“我们许多的苦难，都是源自于我们的完美主义，以及我们认为自己应该要显得很“特别”。可是……当你不需要显得特别时，生命就变会变得特别。这或许就是当佛祖谈到“大死”（the Great Death），或者小我的死亡时的意思。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个轻轻松松就能接受艰难任务的那一种人，你或许会想尝试一件真的很困难的工作：试着当一天的普通人。你可能会发现意想不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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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格·麦基翁（Greg McKeown）为硅谷的领导者提供建议，世界经济论坛最近任命他为青年全球领袖（Young Global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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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工作

成为你完美人生的绊脚石

KennethW. Freeman丨文　王韵竹丨译　腾跃丨编校






在
 我担任奎斯特医学检验公司CEO早期，正努力扭转当时陷入麻烦的公司，而我的女儿那时生了一场危及生命的大病。她在一座很远的城市里念大一。就像所有的家长那样，我立刻赶到她的身边。当我站在那里，考虑着她未知的未来，我满怀遗憾，脑中想着在她年轻生命里的种种缺席。我向她坦白我的遗憾。尽管她说每当她需要我时，我总是在她身边，这让我松了一口气，但是我再也不理所当然的认为，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的冲突会自然而然的解决。

现在，当那些雄心壮志的主管们面临冲突时，我担任CEO的经验能给他们提供哪些建议呢？很多建议都很类似：为非工作的活动腾出时间，锻炼身体来减少焦虑，学会说“不”，更高效的安排时间。这些都是很棒的想法。大量的文献资料中也包括很多有用的技巧。

但是，事实上，尤其是对于CEO或者岗位要求极高的人而言，并没有神奇的公式。那么，在漫长的工作生涯中，需要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指导原则：


现实面对工作。
 在我的经历里，人们通过异乎寻常的努力来晋升高位。一旦他们到达了那个职位，他们发现工作并没有让自己有喘息的机会，尤其是如今投资人的预期越来越高，全球化让身处高位的人昼夜不停地工作，科技促使每个人长时间投入工作。我猜测CEO的倦怠状态正在增加，因为他们无条件坚忍前进。但是你必须承认，你不能完成每一件事。否则，结果将会是个人受到伤害，公司也会受到影响。


不要期待完美的个人生活。
 我们之所以能让奎斯特医学检验公司转危为安，部分原因是因为采用了六西格玛企业管理战略，以达到完美标准的目标。不幸的是，这对个人生活不奏效。你应该预期这不会达到完美目标，然后下次尝试做得更好。你应该把生活当作是不断的改善进程。如果你的家人理解你、从不要求你达成不可能的目标、也又不让你完全松懈的人，那就会有所帮助。


换个比喻的说法。
 几十年来，解决工作和个人生活的冲突一直被当作“平衡”问题被谈论。工作和生活已经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工作支持了家人的生活，构成了我们身份认同的大部分，它常常塑造了我们的社交生活。把我们和工作紧密相连的智能手机和其他设备，也让我们和非工作生活维持密切关系。例如，我把个人和工作的要做的事都记录在一本整合的日程上，每一件事都必须完成。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将工作和个人生活有效地“整合”一起，而不是比以往更难做到的切割状态。


活在当下。
 当你和家人或者朋友在一起时，请全身心地投入——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不要分神去想工作。不要依赖别人在桌子下的谨慎一脚，把你唤回来。另一方面，不要把这些私人聚会当成是会议，你不用像和高管们那样和你家人打招呼。


不要忽略自己。
 工作和个人生活的拉锯中，个人的幸福状态往往被忽视了——身体和精神都是。你略过运动时间，推迟年度体检，极少阅读和工作无关的书籍，没有时间自我反省。健全的心理寓于健康的身体——这建议仍是历久弥新，而且和工作或个人关系相比，这往往受到忽视。

在《选择》（The Choice）里，诗人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思考了选择“生活或者工作的完美”的后果，然后建议，选择后者需要付出大量个人牺牲，以懊悔告终。尽管在两个领域内取得完美都是不可得的，但我们有选择的权利。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决定将要做什么——是否要全情投入工作还是和家人相处时全心全意。不像那些必须身兼两职才能勉强维持生计的人，我们应该为自己可以做选择而感到幸运。

我们不应该认为这些选择是负担或者，更糟糕的，根本就不是选择而是难以控制的欲望。相反，我们应该为此庆贺。如今，作为波士顿大学管理学院的院长，我的工作要求极高，同时也令人感到满足。我的生活包括我的女儿（谢天谢地，她已经完全康复了）和儿子，3个外孙和结婚42年的妻子。我们还能要求更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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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W. Freeman是波士顿大学奎斯特罗姆商学院教授和院长。他之前是科尔伯格-克拉维斯集团的总经理、合伙人。他曾是奎斯特医学检验公司的主席、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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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时间：谁背着猴子

Management Time: Who's Got the Monkey?

小威廉·翁肯（William Oncken, Jr.）

唐纳德·沃斯（Donald L. Wass）丨文

王晓红丨译






为
 何管理者们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而下属们却经常是早早完成了工作？这里我们将探讨一下时间管理的含义，看看管理者们与上司、其他管理者以及下属之间的互动会产生何种影响。

具体地说，我们将讨论三种时间管理：





受上司支配的时间（boss-imposed time）
 ，用于完成上司下达的工作。对于这些工作，管理者们不能置之不理，否则很快会受到直接处罚。


受组织支配的时间（system-imposed time）
 ，用于积极满足同级人员要求支持的请求，忽视这些请求也会受到惩罚，尽管惩罚并不总是直接或迅速的。


由个人支配的时间（self-imposed time）
 ，用于完成管理者们自己提出或者同意做的事情。不过，其中一部分时间会被下属占用，称为受下属支配的时间（subordinate-imposed time）
 。剩下的时间归管理者自己，称为自由支配时间（discretionary time）
 。管理者们在这一段时间里完成工作的情况不会受罚，因为上司和组织都不知道管理者们最初打算在这些时间里做什么。





为了满足各方要求，管理者们需要控制好工作的时间安排和内容。

因为完不成上司和组织交代的任务就要受罚，管理者们必须全力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因此，由个人支配的时间就成为他们考虑的主要方面。为了增加其中的自由支配时间，管理者们应该最大限度地减少或消除受下属支配的时间，然后利用所增加的时间更好地完成上司和组织下达的任务。然而，大多数管理者把过多时间花在解决下属的问题上，自己却对此浑然不觉。下面我们会用“背着的猴子”（monkey-on-the-back）这个比喻，来分析受下属支配的时间是如何产生的，以及管理者们应当如何减少这一时间。



猴子在谁的背上？

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位管理者走在公司的走廊上，下属琼斯迎面而来。两人相遇时，琼斯向他问好：“早上好！顺便告诉你一下，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你知道……”当琼斯继续往下说时，管理者发现她讲的问题与其他下属突然间向自己提出的所有问题一样，都具有两个特点：其一，他了解一定的信息，知道自己需要参与问题的解决；其二，他了解的信息还不够多，无法如下属所愿当场做出决定。最后，这位管理者不得不说：“很高兴你能提出这个问题。我正忙着，让我考虑一下，我会给你答复的。”随后，两人分开了。

让我们分析一下刚才发生的一切。在两人碰面之前，“猴子”在谁的背上？答案是在下属的背上。那两人分开后，猴子到谁的背上去了？到管理者的背上了。当猴子从下属背上跳过来时，这位管理者受下属支配的时间就开始了，直至该管理者把猴子还给真正应该喂养它的主人。在接受猴子的时候，管理者自愿变成自己下属的下属。也就是说，他允许琼斯把自己变成了她的下属，去完成通常是下属要为上司做的两件事—接受任务，并承诺汇报工作进展。

为了确保经理不会忘记这件事，琼斯过一阵子还会把头探进管理者的办公室，笑嘻嘻地问道：“事情怎么样了？”（这叫监督。）

我们还可以设想另外一种场景。这位管理者与另一位下属约翰逊开完会后，对约翰逊说：“好，写个备忘录给我。”

让我们分析一下这一场景。猴子此刻还待在下属的背上，因为他要采取下一步行动，但猴子已经做好跳跃的准备了。请注意这只猴子。约翰逊尽职地写好备忘录，然后放入他的发文篮里。此后不久，那位管理者从自己的收文篮里拿到备忘录，并开始阅读。现在该谁行动了？是这位管理者。如果他不尽快想出解决方案，约翰逊就会发给他一份后续备忘录（另一种形式的监督）。这位管理者拖的时间越长，约翰逊就越感到沮丧（他将会无所事事），而这位经理就越感到愧疚（被下属支配的时间也将大量增加）。

下面我们设想第三种情景：这位管理者同下属史密斯开了一个会，要求她起草一份公关计划书，并向她保证自己会提供所有必要支持。临别时他对史密斯说：“如果需要帮助，尽管告诉我。”

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在这个例子中，猴子最初还是在下属的背上。但它会待多久呢？史密斯意识到，在计划书得到批准之前，管理者不可能了解她需要哪些帮助。而且，根据以往的经验她还意识到，计划书要在管理者的公文包里放上好几周才会被批阅。那么，究竟谁在背着猴子？谁将检查谁的工作？此时，下属的无所事事和管理者的时间瓶颈现象又一次出现了。

第四位下属是里德，他刚从公司的另外一个部门调来，负责一个新业务项目的启动与管理。这位管理者对里德说，他们应当尽快碰头，为新项目敲定一系列目标，还补充道：“我将草拟一份初步方案，然后与你讨论。”

让我们也做一下分析。这位下属拥有新工作（经正式任命）和全部职责（经正式授权），但下一步行动却要由管理者完成。在此之前，管理者将背着猴子，而下属则无所作为。

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因为在每种情况下，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位管理者及其下属从一开始就认为问题是两个人的。在这些例子中，猴子最初横跨在两个人的背上。它只需要把一只腿移动一下—“唰！”—下属就迅速消失不见，留下管理者照管猴子。当然，你可以训练猴子不要挪动那条腿，但更简单的办法是，从一开始就阻止它横跨在两个人的背上。



谁在为谁工作？

让我们假设这4位下属都非常体贴上司，为了不占用他的宝贵时间，每个人都竭力保证每天跳到管理者背上的猴子不超过3只。这意味着，这位管理者每周5天的工作时间将要背上60只尖叫的猴子—显然数量太多，根本无法一一应付。因此，他设法把受下属支配的时间用于处理自己的“优先事务”。

周五下午晚些时候，管理者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以免被打扰，他想好好思索一下目前的局面；而下属们正等在门外，要抓住周末前最后的机会提醒他必须“赶快做抉择”。想象一下他们会怎样谈论管理者：“总是卡在他这儿！他就是拿不定主意。一个无法做出决断的人竟能在公司里占据这样的高位，真令人想不通！”

最糟糕的是，该管理者无法采取下属希望的“下一步行动”，因为他把时间几乎都花在自己的上司和公司要求做的事情上了。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他需要有能自由支配的时间，但是当他的大脑被下属的猴子占据时，他根本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于是他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然而，时间在白白流逝（这样说还是轻的）。管理者通过内线给秘书打电话，让她通知他的各位下属：他只能下周一上午见他们。周五晚上7点，他开车回家，决定第二天回办公室加班，利用周末把一切事务处理完毕。第二天，他抖擞精神早早来到办公室，结果却透过窗户看到靠近公司的高尔夫球场上有4个人在打球。猜猜他们是谁？

原来如此！他现在明白了究竟谁在为谁工作。他还意识到，如果他确实在这个周末完成了他计划加班要做的事，下属们会士气大增，每个人就会放宽对猴子数量的限制，让更多的猴子跳到他背上。如同登上山顶后眼前豁然开朗，他猛然醒悟过来：他越是往前赶，就越会落在后面。

他像逃避瘟疫一样迅速离开了办公室。他打算做什么呢？他要去完成一件多年来一直无暇顾及的事情：和家人共度周末（这是自由支配时间的多种形式之一）。

周日晚上，他酣睡了10个小时，因为他已经为周一制订了一个清晰的计划。他打算“收回”受下属支配的时间。这样，他将拥有与他们同样多的自由时间，并将其中一部分花在下属身上，让他们学会这门被称为“喂养猴子”的管理艺术—虽然比较难学，但却会让人受益。

这位管理者还会余下很多自由支配时间，不仅可以更好地管理受上司支配的时间，还可以更好地管理受组织支配的时间，从而有效控制这两方面的工作内容。这也许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实现，但与过去相比，回报却是丰厚的。该管理者的最终目标是管理好自己的时间。



摆脱背上的猴子

周一上午，这位管理者姗姗来迟，故意让4位下属一起站在他的办公室外，等他来讨论他们的猴子。他把他们依次叫进办公室，每次拿出一只猴子，共同确定下属的下一步行动。对于某些猴子来说，的确要费一番周折才能安顿好。如果无法确定下一步行动，管理者就让猴子在下属的背上过夜，然后让下属在第二天早上约定的时间带着猴子回来，继续共同探求更有实质意义的行动（这一夜猴子在下属的背上与在上司的背上睡得一样香甜）。

于是每位下属离开办公室时，这位管理者都心满意足地看到一只猴子趴在下属的背上离去了。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不是下属在等他，而是他等待下属。

后来，在等待下属的过程中，这位管理者似乎想到自己不妨进行一项有益的活动—他踱着步子经过下属的办公室，从门外探进头乐呵呵地问道：“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做这件事花的是管理者的自由支配时间，对下属来说则是受上司支配的时间。）

第二天，当这位下属（背着猴子）和管理者在约定时间见面时，管理者大致用如下的话解释了他的基本原则：

“当我帮助你解决问题时，你的问题永远都不能变成我的问题。在你的问题变成我的问题的那一刻，你就无所事事了。我不能帮助一个无所事事的人。”

“这次会议结束时，你的问题将由你带着离开办公室，与你进来时一样。你可以在任何约定时间来寻求我的帮助，我们会共同确定谁将采取下一步行动。”

“我只会在极少数情况下负责下一步行动，而且你要和我一起做出决定。我不会单独采取任何行动。”

这位管理者在与每位下属谈话时都遵循同样的思路，一直到上午11点左右全部结束；这时他意识到他不必关上门，猴子都离开了。虽然它们还会回来，但只有在约定的时间才会出现。他的日程表将确保这一点。




为大猩猩安排时间

史蒂芬·柯维（Stephen R. Covey）



当翁肯于1974年写这篇文章时，管理者们正面临极大的困境。他们正苦苦寻求解放自己时间的办法，但当时盛行的做法是命令和控制。管理者们觉得他们不应授权下属做决定，这样太危险，风险太大。因此，当翁肯建议“将猴子归还其主”时，引发了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管理风格的转变。当今开展工作的许多管理者都应感谢他。

自从翁肯大胆提出建议后，商业界就出现了巨大变化，这样说实不为过。命令和控制这种管理哲学早已过时，而“授权”是试图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获得成功的大多数公司必须掌握的关键。但是，命令和控制的做法却顽固地作为一种通用工作方式而继续存在着。在过去10年中，管理学家和高管们都发现自己无法简单地将猴子归还给下属，然后愉快地去做自己的工作。授权下属是一项困难而复杂的工作。

其中的原因是：当你把问题归还给下属让他们自己解决时，你必须确信他们有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能力。而所有高管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是一系列新问题，授权通常意味着你必须培养下属，而在最开始时这比你自己解决问题还要费时。

同样重要的是，授权只有得到整个公司的认可，即得到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文化的支持时，才能奏效。管理者在下放决策权和培养员工时，要受到奖励；否则，组织中真正授权的程度就会因管理者个人信仰和做法的不同而不同。

然而，授权中最重要的教益也许是翁肯倡导的理念—有效授权取决于管理者和下属相互信任的关系。翁肯的建议在当时也许是超前了，却不失为一个独断专行的解决办法。他只是告诉老板们“把问题还回去”。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方法本身就过于专制了。要想有效授权，高管们需要与下属建立一种对话关系和合伙人关系。毕竟，如果下属害怕在老板面前出差错，他们会不断寻求帮助，而不是真正地主动做决定。

翁肯的文章也没有谈及20多年来我一直对授权颇感兴趣的另一方面，即许多管理者实际上非常急切地想背起下属的猴子。与我交谈过的管理者，一方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们的员工在现在的岗位上没有人尽其才。而另一方面，即便是其中几位非常成功、看上去很自信的高管又都谈到，要放弃对下属的控制有多难。

我将控制他人的渴望归因于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普遍信念：一个人在生活中可以获得的回报很少，而且容易抓不住。无论是从家庭、学校还是运动中领会到这种观念，很多人都需要从与他人的比较中确立自己的价值。例如，看见别人得到了权力、信息、金钱或认可时，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所说的“失落感”，一种自己的东西被人夺走的感觉。这使得他们难以为别人，即使是自己所爱之人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翁肯说管理者可以很容易归还或拒绝猴子，但许多管理者也许会下意识地害怕工作积极主动的下属，担心自己显得不够能干或是脆弱。

那么，管理者们应当如何培养内心的安全感，即一种“足够强大”的心态，以使自己放弃控制并帮助身边一些人的发展和成长呢？我在许多公司所做的研究表明：一位正直的、遵循基于原则的价值系统的管理者，最有可能形成授权式领导风格。

鉴于翁肯写作此文时所处的时代，他的观点获得管理者们的共鸣毫不意外。不过，文章的大获成功也要归功于翁肯讲故事的能力。我于20世纪70年代在演说家圈子里认识了他，那时候我就对他能够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的想法印象深刻。比如呆伯特（Dilbert）的连环漫画，翁肯用一种冷嘲热讽的口吻来触及管理者备感沮丧的核心，让他们想要重新控制自己的时间。而且背上的猴子不只是翁肯所讲的一个比喻，也是他个人形象的代表。我有几次在机场里看见他肩上背着一只毛绒猴子走过。

这篇文章能成为《哈佛商业评论》有史以来最有影响的两篇文章之一，我也毫不惊讶。即使我们现在对授权已经了解甚多，该文传达出的生动信息在今天也比25年前更为重要。翁肯的远见卓识确实成为我研究时间管理的基础，我在工作中就要求人们根据紧急和重要程度来规划自己的行动。我一次次听经理人说他们有一半或更多时间花在了紧急却不重要的事情上；他们陷入了不断为别人解决猴子问题的无止境的怪圈中，却又不愿帮助下属发挥其主动性。结果他们经常被各种事务缠身，而无法将时间花在大猩猩上—即处理公司的真正问题。对于那些需要有效授权的管理者来说，这篇文章仍然能起到强有力的警醒作用。





把主动性还给下属

在以“背上的猴子”作为比喻时，我们力求说明管理者可以把主动性还给下属，并让下属始终保持这种主动性。我们试图强调一个显而易见又十分微妙的道理：在培养下属的主动性之前，管理者要确保下属具有主动性。一旦管理者把主动性收回，他就失去了自由支配的时间，因为他又让自己的时间被下属支配了。

管理者和下属也不能同时具有同样的主动性。下属们一见到管理者就说“老板，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意味着这个问题与两个人都有关；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这只猴子横跨在两个人的背上—让猴子这样开始生存是一种很糟糕的方式。因此，让我们花点儿时间来剖析一下“主动性管理”。

对于上司和组织来说，管理者可发挥的主动性分为5个层次：




1．等待指令（最低层次的主动性）

2．询问该做什么

3．提出建议，然后采取相应行动

4．采取行动，并立即提出建议

5．独立行动，然后定期汇报（最高层次的主动性）





显然，无论是对上司还是对组织，管理者们应该具有足够的职业精神，不能止步于第一和第二层的主动性。采取第一层主动性的管理者根本无法控制受上司和组织支配的时间，无论是在日程安排还是在工作内容上，因而也无权抱怨必须做什么或何时去做。拥有第二层主动性的管理者可以妥善安排时间，但不能控制工作内容。拥有第三层以上主动性的管理者，两者都能控制，而拥有第五层主动性的管理者具有最强的控制力。

在管理下属时，管理者的工作具有两重性。第一，让下属不要止步于第一层和第二层的主动性，这样可以迫使下属别无选择，必须学习和掌握“员工的全部职责”。第二，要确保下属带着问题离开时，双方对下属应采取的主动性层次达成一致，并商定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管理者还应及时在自己的日程表上做好标记。




实践应用

如何将猴子交还给他们真正的主人？本文作者以及史蒂芬·柯维提出了如下建议：




约定好解决问题的时间


不要在临时场合讨论该如何解决某个问题，比如当你在公司走廊里碰到一名下属时。这样不够正式，你应该和下属约定讨论问题的时间。




确定下属主动性的层次


你的下属在解决工作中的问题时，会表现出如下从低到高5个层次的主动性：




1．等待指令

2．询问该做什么

3．提出建议，在获得你的批准后付诸实施

4．主动行动，并立即向你汇报

5．主动行动，然后通过常规程序定期汇报





当下属想让你参与某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时，让他们不要止步于第一层和第二层的主动性，而要采用第三层以上的主动性。另外，讨论问题的时间不能超过15分钟。




确定汇报时间


在决定了行动方案的实施步骤后，与下属共同确定将在何时何地汇报进展情况。




审视你自己的动机


在鼓励下属多表现主动性时，有些管理者会暗自产生一些焦虑，担心这样会让自己显得比较脆弱和能力不足。实际上，你需要培养内心的安全感，勇于放弃对员工的控制，支持员工的成长。




发展员工的技能


若下属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能力不足，他们就会设法逃避。因此，你要帮助下属发展解决问题的技能。最开始的时候，培养下属比你自己解决问题更耗费时间，但是从长期来看将节约你的时间。




培养信任


在激发下属的主动性时，你要和下属建立一种互相信任的关系。如果下属害怕失败，他们会不断带着问题回来寻求你的帮助，而不是自己解决问题。为了培养信任，你要允许他们犯错。





猴子的喂养

为了把“背上的猴子”与分配任务及控制流程之间的相似性讲得更清楚，我们不妨参考一下管理者的工作日程表。该日程表要遵循“喂养猴子”的5项硬性原则（违反这些原则将丧失自由支配的时间）。





原则一：
 要么给猴子喂食，要么开枪打死它；否则猴子会饿死，而管理者则要浪费宝贵时间为猴子进行尸检，或者试图使其死而复生。


原则二：
 应该把猴子的数量控制在管理者有时间喂食的最大限度之内。下属可以自己找时间喂养足够多的猴子，但不能超过时间允许范围。给一只正常状态的猴子喂食的时间应控制在5~15分钟。


原则三：
 只应在事先约定的情况下给猴子喂食，管理者不能四处捕捉饥饿的猴子，或不分青红皂白地抓到一只喂一只。


原则四：
 应该面对面或通过电话给猴子喂食，但永远不要通过邮件进行（记住：通过邮件喂食，要采取下一步行动的人就是管理者了）。当然，喂食过程中可以有文件记录，但不能取代喂食本身。


原则五：
 必须为每只猴子确定下一次喂食时间，还要确定下属的主动性层次。只要经过双方同意，这些约定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修改，但永远不能变得模糊不清。否则，猴子不是饿死，就是最终趴在管理者的背上。





“控制好工作的时间安排和内容”等建议，对时间管理非常有帮助。第一步，管理者可以通过消除受下属支配的时间，来增加自由支配时间；第二步，管理者应该把自由时间增加的那部分用来确保下属具有主动性，并能发挥出主动性；第三步，管理者要把自由时间增加的另外一部分，用于控制上司和组织支配的时间和分派的任务。所有这些步骤都将加强管理者控制时间的能力，使他们在“管理时间”上所花费的每一个小时都能无限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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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威廉·翁肯，曾任威廉·翁肯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唐纳德·沃斯，“经理人联合会”（The Executive Committee，简称TEC）达拉斯–沃思堡地区负责人，这是一个面向总裁和首席执行官的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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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那些最敬业、表现最突出的脑力劳动者也会将很多时间浪费在琐碎和无意义的案头工作与跨部门管理上。我们研究出一种自我管理方法，帮助脑力劳动者转交甚至全方位清除任务。






每
 个人都有这样的愿望：一天中能多出几个小时。可惜这只是天方夜谭。但如果你能腾出很大一部分时间，例如集中一天20%的上班时间做最重要的工作，结果将如何？

过去3年间，我们一直在研究提高脑力劳动者工作效率的方法，结果发现答案异常简单：避免次要的工作或将其分配给他人，代之以增值性任务。我们的研究发现，脑力劳动者在不必要的任务上耗费了大量时间，平均费时41%，这些任务几乎不能带来个人成就感，而且换作他人也能完全胜任。

既然如此，人们为什么依然乐此不疲？因为减轻自己的工作量，说比做容易。我们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放不下那些让我们感觉忙碌并因而带来成就感的工作。与此相对，我们的老板总在不断努力用更少的人做更多的事，只要在我们能接受的范围内，他们会尽可能让我们承担更多责任。

但我们相信，这可以改变。脑力工作者能通过以下方法提高自身工作效率：主动思考时间管理；找出对自己和组织最重要的工作；放下或创造性地外包剩下的工作。我们对来自不同公司的15位管理者使用了这个干预方法，结果发现，他们花在低价值工作上的时间出现显著降低：在一周内，他们的案头工作时间平均减少6小时，会议时间平均减少2小时。例如，作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IF保险公司的经理，洛塔·莱蒂宁（Lotta Laitinen）为了获得更多时间支持她所在的团队，丢掉了开会的习惯和很多行政性任务，结果在3周时间内，洛塔的团队销售额增长了5%。

在我们的研究中，尽管不是所有人都能取得这样的成功，但结果仍超出我们预料。仅仅让脑力劳动者反思并重新平衡手头工作，我们就能帮助他们腾出近五分之一的时间，这相当于每周多出了一个完整的工作日，这些省出的时间可以被用于完成更重要的任务。



困难的原因

对管理者而言，脑力劳动者可不是省心的对象。他们的工作内容不易观察（因为很多都发生于头脑中），工作质量在考察上常带有主观性。管理者可能怀疑员工的时间分配效率低，但想诊断问题却困难重重，更不要说提供解决方案了。

为了知道人们如何分配一天的时间，我们采访了45位来自8个行业的39家公司的美国与欧洲脑力劳动者。我们发现，即使那些最敬业、表现最突出的人也会将大量时间花在枯燥和毫无附加值的工作上，例如案头工作和组织的跨部门管理（比如，会见其他部门的同事）。这些工作对脑力劳动者而言，可产生的个人益处极少，对公司的价值也极低。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大部分人都会被错综复杂的职责缠身。我们担心如果对一些工作放手不管，会让同事和老板失望。一位研究参与者表示，“我希望看上去很忙碌、效率很高；公司非常看重有团队精神的人。”而且，在我们计划单中，那些不太重要的任务并非完全乏善可陈。任何进步，即使只发生在细微环节上，都能让我们获得一种更投入、更满意的感觉。虽然将开会视为浪费时间的斥责之声众多，但这种方式却为人们提供了彼此交流和合作的机会。

组织也应对这种不甚理想的工作效率负责。在过去十年间，削减开支成为主流。像其他人一样，脑力劳动者也不得不接手一些低价值的任务，例如安排出行等。这些任务会分散他们做正事的精力。虽然商业信心正在逐渐恢复，但很多公司对于招聘仍然畏首畏脚，尤其是行政性职位。不仅如此，诸多行业都面临着复杂的监管环境和更严厉的控制体系，这种倾向正愈演愈烈，导致公司出现一种“厌恶风险”的文化，拥有丰富经验的员工不愿意将工作分配给欠缺经验的员工。结果可想而知，正如一位研究对象所述：“我的团队人手不够、技能欠佳，所以我的日程安排有如噩梦，各种要开的会议远超过我应参加的上限。”另一位研究对象说：“将任务下达他人后，对方的工作能力让我很犯愁。”

一些公司为帮助脑力工作者集中精力做高价值的工作做过尝试。例如，本文作者之一的乔丹·科恩曾在辉瑞开创过一项名为“辉瑞工作”（Pfi z er Works）的服务，员工可以通过这项服务外包不太重要的工作。我们也见过一些公司政策，禁止员工周五使用电子邮件、限制会议时间及禁止在内部使用幻灯片。但这些做法很难改变机构所在的大气候，当脑力劳动者并不认同这些由上而下的政策时，他们会另辟蹊径抵制甚至玩弄系统，结果是让情形更糟。我们倡议的是明智的中间路线：一种适宜的自我管理方法，管理者负责提供支持，以达到助人自助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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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五步流程

我们设计的流程借用了经典的进度控制练习（开始、暂停和继续），帮助你在每日的工作安排中做出步伐虽小但作用重要的改变。我们对前述的15位管理者使用了这个练习，效果显著。


找出低价值任务。
 通过我们的自我评估工具（见右侧图表），在你每天的工作中找出：（一）对你或公司不太重要的工作；（二）相对容易放弃、委派或外包的工作。我们的研究发现，脑力劳动者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工作同时属于以上两种类型，所以你应该努力在每周中找出十小时此类工作。我们的研究参与者都准确找出了一系列不太重要的工作。IF保险公司的洛塔·莱蒂宁很快发现了几个她可以放弃的会议和例行的行政工作。伦敦一家小型技术公司的CEO尚塔努·库马尔（Shantanu Kumar）发现自己过多参与项目的细节安排，而GDF SUEZ能源服务公司的樊尚·布莱恩特（Vincent Bryant）则很吃惊地发现他在文件归档上浪费了大量时间。


决定是否应放弃、下达或重新设计工作内容。
 你可以将低价值任务归成三类：速毙类（可以立即放手并且不会带来负面效果的任务）；可卸载类（无需费神就能下达给他人的任务）和需重新规划类（需要进行架构重组或大变更的任务）。我们的研究参与者发现，这个方法使他们不得不仔细反思自己对组织的真正贡献。“我会退一步问自己当初是不是应该接手这个任务？能不能把它交给下属？下属能否胜任？”来自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的管理者约翰·巴尔谢查（Johann Barchechath）说道：“这样我能分辨出哪些工作对银行或对我而言有价值，哪些工作我们压根不应该劳神。”另外一位参与者说：“我发现自己应该做出的一个重大改变就是早早地拒绝低价值任务，从头就不参与其中。”


卸下包袱。
 很多参与者对我们表示，将工作委派他人一开始往往最难，但最终效果却很好。一位参与者说，他总在不断担心交出去的工作结果会怎样，另一位则说他的问题是总忘记“督促、鼓励和跟踪”。巴尔谢查说：“我发现委托工作在时间上很有艺术性，人们有时可能会过早地转交他们的工作。”

大部分参与者最终都克服了这些障碍。在他们将2%-20%的工作委派他人后，团队和个人成绩未见任何下滑。“我一开始高估了下属的能力，但慢慢地，进展就变得越来越顺利，即使任务只完成了一部分也能让我非常振奋。”巴尔谢查说。这样做的额外好处是级别较低的员工能获得更多的参与机会。樊尚·布莱恩特决定将一些任务交给一位在线个人秘书，他说虽然一开始很担心对方不能胜任，但“结果完美无瑕”。


规划省出的时间。
 这样做是为了保证你做事迅速而且成效突出。因此，接下来你需要找出能够最大程度优化省出时间的方法。写下两到三件你应做但未做的事，记到本子上并评估你在时间利用上是否能更高效。我们的一些研究参与者可以提前下班，享受与家人的相聚时光。这能让他们变得更快乐，因此可提高他们第二天的工作效率。不幸的是，另一些参与者表示，他们省出的时间很快就被一些意外情况侵占：“我在清收件箱，手忙脚乱。”

但超过半数的人都把省出的时间用在了更有意义的工作上。“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那些自己本来没时间做的重要事情，”库马尔说，“我不再把时间花在项目计划工具上，而是集中注意力做战略性工作，例如做产品规划图。”莱蒂宁将腾出的时间用于旁听客户电话、观察优秀销售员表现及对员工做一对一辅导。结果三周内，团队的销售量飙升5%，其中最大的增长额来自那些业绩低于平均水平的员工。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员工对这项实验反馈良好，莱蒂宁并没有因为放手一些工作而失去任何东西：“第一周我的压力很大，因为要做太多的计划，但是到测试中期时，我轻松了一些，每天到家后我都很满意。”

坚持计划。虽然我们提出的计划是一个完全自我指导的过程，但把它分享给你的老板、同事或导师同样非常重要。你应该告诉他们你放弃了哪些任务和放弃的原因，同时，隔几周时间便与他们分享你的收获。如果不这么做，你很容易倒退到最初的状态，重犯以前的坏习惯。我们的很多研究参与者都发现他们的管理者非常支持自己。莱蒂宁的老板霍坎·约翰松（Hakan Johansson）向她建议工作的下达对象。另外一些参与者发现，只将承诺说出来就有助于他们践行这些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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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非易事

我们提出的这个干预方法基本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或依靠管理层指令，就可以很大地提高脑力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当然，这种改变并非易事。但所有参与者都认为这种练习是一种有效的“强制机制”，帮助他们成为更迅速、更高效、更投入的员工和管理者。你不需要对组织、工作流程或商业模式做出任何改变和改革，也能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你惟一要做的就是提出正确的问题，并用行动做出正确的回答。毕竟，作为一名脑力劳动者，头脑判断力不正是你的强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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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伯金肖是伦敦商学院战略和创业学教授，著有《成为更好的老板》（Becoming a Better Boss
 ）一书。乔丹·科恩是PA咨询集团工作效率领域的专家，因为在辉瑞的工作获得2010年管理创新交换（ManagementInnovation eXchange）项目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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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From the Editor




事业生活两不误

殷阿笛（Adi Ignat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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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在工作时全力以赴，同时又保持丰富而愉悦的个人生活？这也许是当代管理者面临的最大挑战。

“平衡”工作与生活是职场人士最关注的话题。然而平衡一词意味着我们要在工作和其他活动之间保持五五开。这真的是理想比例吗？本期聚光灯开篇文章的作者，哈佛商学院的鲍里斯格鲁斯伯格和罗宾亚伯拉罕斯认为，人们根本不可能达到这种平衡状态。管理者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当面临选择时，他们需要深思熟虑，做出取舍。否则，他们就会顾此失彼，根本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或生活中。

上述两位作者基于对全球4000名高管的访谈，发现成功的高管往往能巧妙地将工作和家庭融合在一起，这样他们就在取得职业成就的同时，保持了与家庭成员的和谐关系。

本期的聚光灯还包括我们对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埃伦兰格的专访，她解释了管理者应如何运用“专念”来促进工作和组织的创新。此外，兰格也特别强调了工作和生活绝非对立或者不相关的两个事物，所谓“平衡”绝对是南辕北辙，融合工作和家庭才是明智选择。

在专题的第三篇文章中，沃顿商学院的彼得卡佩利、西班牙IE商学院的莫妮卡哈默利和罗西奥博内展示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哪些人攀上了公司权力的顶峰。

最后，亲爱的读者们，不要忘记看看本期的“跨界人生”。传奇喜剧演员约翰克里斯分享了他对创意和幽默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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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对团队的掌控力如何，很大程度上由先天因素决定”，这种观念值得商榷。一系列实验表明，通过调整思维方式、建立积极的第一印象，任何人都有机会在团队中获得更高的地位。如果你提升自己的权力感，主动在团队面前展现领导风范，你将更有可能成为领导者。






——亚当加林斯基、加文基尔达夫，

《哈佛商业评论》2013年12月，《激活领导气质》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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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棒的研究。我一直在想，如果每周或每天都自我暗示，会影响其有效性吗？


——肯尼斯劳德


Tucker Rocky Distributing公司IT部高级经理






作者回应：
 这个问题需要考虑。研究显示，频繁使用一种方法会减损其有效性。索尼娅柳博米尔斯基（Sonja Lyubomirsky）主持的一项纵向研究发现，每周总结一次你遇上的好事，会增强幸福感，但如果每周总结几次，幸福感并不会增强。如果自我暗示或反思太频繁，它将不再那么新鲜、有意义。所以，最好是把这个方法留到重要会议时才使用。为保持自我暗示的新鲜感，你还可以使用不同的会议来激活快乐感、权力感和成功感。





如果你们再进行一次实验，只要求参与者保持开放、避免以貌取人，结果会如何？将实验结果与激活进取心态的实验作对比，应该很有意思。


——瑞安亨特


韬睿惠悦研究员






作者回应：
 精彩的问题，但据我所知还没有专门研究。这是很好的研究方向。





激活积极行为系统原理上似乎应该对两性同样起作用，但现实中男性和女性的自我暗示效果是否有差异？具体来说，我觉得如果女性展示外向性格和控制欲，可能会被另眼相看。


——潘多拉麦克林－胡佛


Think-diff Institute共同创始人、临床主任






作者回应：
 我们的研究显示，暗示方法对男性和女性同样有效。但很难精确预测，进入积极状态的女性在团队中会被怎样看待。现实中，的确有女性领导者被视为过于自信。为减少变量，我们在实验中设置的是同性小组；未来的研究会检验你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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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是最关键的领导力技能之一。卓越领导者要能够专注于自己、他人和更广阔的外部世界。






——丹尼尔戈尔曼，

《哈佛商业评论》2013年12月，《专注造就卓越领导》一文







现实中，大部分领导力培训课程主要讲授的都是，领导者和管理者应该知道什么、做什么，而不是从真正的原点开始，即如何像领导者一样看世界，像领导者一样思考并管理自己的想法和价值观。很多公司似乎不敢接触从心理学视角出发的领导力培训。我希望戈尔曼的研究能将心理学视角更多地带入商业世界，使高管在管理时能带有激情，并保持真实和诚恳的状态。换言之，领导者能够成为人们愿意追随的人。


——布莱尔帕尔梅


That People Thing首席执行官





团队的整体成果，以及领导者因专注自身而对团队产生的涟漪效应，同样很重要。同理心关怀有助于构建成功团队。


——卡伦沃林福德


Digital First Media在线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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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引导商业策略方向的问题不再是“我们还能生产什么别的产品？”而是“我们还能为客户提供其他什么服务？”客户和市场，而非工厂或产品，才是当今商业的核心，这要求管理者重新考虑那些由来已久的策略。





——尼拉杰达瓦，

《哈佛商业评论》2013年12月，《战略性营销助力未来竞争》一文





作者确实捕捉到了从上游到下游的巨大转变。这大大超出了产品推向市场的重要程度，因为它主张对客户的相关信息进行思考，而不是仅仅聚焦在产品功能、甚至是利润上。作者所举的Orica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方法站在客户的角度思考问题，发现并解决客户的“难言之隐”。这一过程并不会被误解为操纵行为，反而能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到，什么才是真正为客户创造价值。在一般情况下，大数据和数据分析创造了获得这些感悟和思考的机会。但正如作者所言，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建立起与消费者和品牌之间的联系。


——玛丽塔亚尔


ESCP欧洲商学院创意营销中心主任、营销学教授





我们从小就听说过“客户为王”的观点。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也正是如此，但它要求我们能为“国王”做得更多。诚然，技术差异和价值链中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诱发出所谓的“上游和下游”意识，但这也恰恰是值得大家注意的一点。只有我们承认并接受了“下游”在战略中的地位，我们才能“由外而内”地为客户做得更多更好。


——韦努戈帕尔切普


IERG Membership 主席





文章有很多闪光点。惟一需要商榷的是，当创新向下游转移后，公司不应思考“我们还能为客户做什么？”，而应思考“我们还能做什么？”公司要小心呵护其品牌标识（品牌所代表的东西，品牌的决定性价值和属性），否则最终也许会陷入盲目追赶客户需求的境地，所作所为超出了自身能力以及客户所能接受的范围。


——丹尼斯李约恩


Denise Lee Yohn Inc 公司总裁





我完全不同意文章的中心思想。在谈到公司的竞争力时，作者似乎将市场营销放到了神坛之上。我（和很多学者）认为，竞争优势是公司在多领域的一系列能力——其中之一可能是营销。但是，在很多例子中，营销并不是竞争优势的惟一来源——作者却认为如此。产品定位当然非常重要，但作者言下之意似乎把它和公司其他部门独立开来。竞争优势几乎不可能只来自于下游活动，通常是上下游活动的一个结合。


——波格丹内亚古


高德纳咨询公司客户经理






作者回应：
 我认为文章并没有将营销部门放到神坛之上，而是指出，企业与客户的互动活动正在变得日益昂贵，并逐渐成为客户支付溢价的一个主要原因以及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这些活动肯定是跨领域协作的成果。客户地位非常重要，不会仅仅体现在营销领域。





文章非常出色。但是，我认为，题目应该改为“战略品牌推广助力未来竞争”而不是“战略营销助力未来竞争”。战略本质上是做选择。而作者提供的一些强有力的例子都是为了证明，品牌的定位以及品牌在客户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决定了它在市场中的战略位置。


——桑德拉皮克林


Opento创始合伙人





营销人员成为企业的驱动力，因为他们更理解外部世界。但是他们需要更精于战术，反应要空前得快。与客户同频共振既具有个体属性又需要通力合作，需要速度和敏捷度。


——彼得费斯克


GeniusWorks创始人及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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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办公室的互助文化

黄天美 | 口述　康欣叶 | 采访整理　徐明 | 编辑












营造出一种让人们活出最好的自己的环境，是吸引人才和保持员工高投入度的关键。恰到好处的帮助能带来积极的情绪，提高同事、管理者和整个组织的认知，增加人们的内在动力，大家会更细致地完成工作。






——特蕾莎阿马比尔、科林费希尔、茱莉安娜毕乐默，《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1月，

《IDEO让互助文化深入人心》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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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创意型公司来说，合作与互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IDEO让互助文化深入人心》一文所指出的，合作式帮助能够保证团队的高效运转，营造更好的工作环境，最终提高创意的含金量与执行力。面对尤其激烈的中国人才市场，以及特殊的文化与职场生态，IDEO中国是如何将总部这种“互助文化”带到中国办公室的呢？我们有三个基本的做法：


寻找“T”型人才。
 IDEO雇用人才时遵循的最根本准则是，寻找“T”型人才，他们兼备综合知识的宽度与专业知识的深度，既是通才也是专才。中国人才济济，不乏术业有专攻者，但是目前的教育体制并不注重通才的培养，在这个方面，拥有海外留学或工作背景的人才的确具备优势。通才还表现在文化契合能力上。

想要在IDEO取得成功，融合到多元化环境的能力是关键，毕竟IDEO团队就是多元化与多样性的最佳体现。在IDEO的办公室内，你能见到拥有各种肤色、各种文化、各种专业背景的员工。只有这种多元化的团队构成才能够迎接更为复杂的挑战。每一位候选人在面试进入IDEO时，常常需要经过十几轮甚至几十轮的考验，与各个部门、各个层级的老员工面对面交流，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对最终的雇佣决定拥有生杀大权。这种开放又民主的制度吸引了与IDEO观念一致的人才，使团队成员在一种被信赖与被尊重的环境中成长。


促使员工学会IDEO思维方式。
 不管员工来自何种背景，进入IDEO后都会面临一个挑战：用IDEO思维覆盖原有的思维定式。IDEO人的行为并没有受到明文规定的限制，一切做事准则都凝聚在一本《IDEO简册》中。通过创始人和普通员工的几篇论文，它清晰阐述了组织的核心价值，其中频繁出现的短语是“帮助他人成功”。在“层级疏松”的IDEO，跨部门跨层级的合作再平常不过，因为员工的目标很一致：合作能激发创意，而越富有创意和激情的团队就越能达到组织目标与个人追求的双赢。


营造扁平架构和鼓励机制。
 在这种人人平等、多种文化交汇贯通的环境中，集体智慧才得以产生。IDEO营造的扁平架构与鼓励机制，从根本上孕育了合作精神。在IDEO，头脑风暴遵循七项简单规则：暂缓评论、异想天开、借题发挥、避免跑题、逐一发言、图文并茂以及多多益善。这些规则并非硬性规定，但是每位参与者都深谙其重要性，遵守这些原则，以表示对彼此的尊重。在这种互相信赖、彼此尊重的环境下，奇思妙想得以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什么“互相帮助”在许多组织中还只停留在口号上？一种解释是，一些有心给予帮助的人担心自己被认为“多管闲事”或“别有用心”，因此犹豫该不该伸出援手。研究表明，只要一个群体在总体数量内所占比例小于20%，它就会被他人主观地贴上标签，不管这些标签是否得当。一旦互助行为成为公司常态，每个人都把互助看作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这种担心就会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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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天美是IDEO亚太区市场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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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鲜读 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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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4月 聚光灯


可持续能力大考验




［可持续发展］


应对可持续性挑战


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等全球性可持续发展挑战，不断在企业产业链管理、法务监督、品牌维护等方面产生影响。企业不得不从根本上重塑战略，其中包括重新定义、衡量企业的创新方式和价值。

可持续发展专家安德鲁温斯顿（Andrew Winston）认为，企业需要在三个领域“大转型”：愿景、评估、合作关系。企业要勇于和短期主义作战，以科学为本设立目标，追求“异端”创新；同时重视自然资本的价值，重新评估投资回报率的衡量方式；还需要和政府、NGO、合作伙伴、竞争者以及客户形成新的合作形式。

可持续发展专家埃里克罗维特（Eric Lowitt）则结合与联合利华、可口可乐、雀巢等企业的合作经历，提出了战略、管理、运营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决策树，评估并调整企业的商业模式。

此外，UPS首席财务官、Blu Skye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等业界人士，将分享所在企业的实践经验，试图寻找出跨越传统价值流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运营管理］


规模的局限


战略家们提出了很多借助网络效应来小心应对公司环境的著名法则，如“先下手为强”、“大鱼吃小鱼”。哈佛学者研究发现，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传统智慧错得离谱。失败的原因如出一辙：产品客户、服务客户或者平台客户的需求各有不同。不同客户群的巨大差别可以影响快速扩张战略的成败，也可以让机智的后起之秀获得机会，战胜看上去四平八稳的现有市场领导者。




［自管理］


给领导“解毒”


如果主管的心理出现了问题，那么，公司所有的商业计划、理念、各种互动，以及系统和企业构架都会流露出病态。一些主管会求助于精神动力学专家，而一些高管则会表现出反社会倾向，由于他们不肯承认自己的问题，所以常规的辅导难以实施。应该如何给领导“解毒”？




［人力资源管理］


公私不分家


许多职场人士每天都会花大量精力在一件事上——维护声誉，保持最佳状态，将力不从心的一面隐藏起来。假如公司创造出一种环境，让每个人重新审视自己的纰漏，并把这种纰漏转变为个人及公司成长的一个绝佳机会而非被攻击的弱点，那么，公司和雇员就都能够获得独特的竞争优势。文章将介绍具体实践方法，并详细论述，企业应如何超越经验曲线，使员工不仅获得专业上的精进和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还能更为灵活、富有创意和更具韧性的工作和生活。





hbrchina.org



耶伦挑战

沈联涛（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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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不在于耶伦女士在危机中接任美联储主席，而在于治疗危机时用了药，现在该她来下解药了。她接手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稍不留神就会失去方向——中央银行需要应对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与此同时美国还面临着自身的债务危机。这将是一次真正的央行技能测试。



2014年经济会好吗？

马丁费尔德斯坦（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文

金融危机启示录

贾斯汀福克斯（哈佛商业评论出版集团编辑总监）|文

复苏路上的幽灵

罗伯特席勒（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文

创新危机还是金融危机？

肯尼思罗格夫（哈佛大学经济与公共政策学教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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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

精彩内容推荐

为什么组织如此害怕简化

原因在于几个深层的心理因素。首先是“忙碌”带来的身份地位象征，可以满足人们某种满意度和自豪感；其次是人们不愿承认自己做的是低价值或不必要的事情；第三就是人们在情感上眷恋那些工作，导致“僵尸项目”死灰复燃。



你可能误判了别人对你的评价

我们实在是对自己所知太多，因此难以区分信号和噪音，而无法掌握到外界实际上如何看待我们。但是借着追溯有关我们的文字记录，并要求同事坦诚提供意见，我们就能了解别人大致是如何看待我们的。



友好行为能否成为一种战略

“服务修复力”指的是一家企业迅速反应、决策，有效应对自己造成的服务问题的解决能力。这种能力可以提升现有客户对企业的忠诚度。当某个问题发生了，迅速而有效地予以解决能够很好地提升企业形象，这比什么问题都没发生还要有效。因为在网络世界里，正面口碑已是一件更加珍贵的商品。





随时关注

读者反馈、纠错、互动交流，请联系：010-85651005、hbrchina@hbrchina.org，或通过 @哈佛商业评论 微博账号或微信账号hbrchinese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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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

关注官方微博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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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

关注官方微信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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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过时营销概念

伊塔马尔西蒙森（Itamar Simonson）

埃马努埃尔罗森（Emanuel Rosen） | 文

牛文静 | 译　安健 | 编校












营
 销人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品牌在消费者购买决策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近期，消费电子产品领域的新发现让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反思，传统的营销概念是否还适用于目前的商业环境？Roku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品牌，却占据了电视机顶盒市场重要的市场份额。在平板电脑市场（除了iPad），一些报告显示“用户并不在乎生产厂家。”我们将这些现象归因于消费者购买决策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又是如何撼动了长期以来营销领域的三大概念：品牌，用户忠诚和定位？


品牌。
 过去，消费者无法准确评估产品的真实品质，只能基于泛泛的广告推荐和“代质量指标”，其中一个指标就是品牌。但是当消费者能够通过更好的信息渠道来评估产品品质的时候，品牌的重要性就下降了。这些新渠道包括其他用户的评价、专家意见、以及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好友建议。

有了他人的推荐，消费者在选择像Roku这样较为生僻的品牌时会更有信心。（Roku 3在亚马逊上有4660个评价，平均分4.5颗星。）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平板电脑市场，消费者在购买宏基或华硕这些二线品牌时，一样感到物有所值。当然，决策过程的转变并不仅仅发生在消费性电子产品市场。消费者在购买其他服务或产品时也存在这样的转变，包括汽车、酒店、书籍和餐厅等。

这一转变让后来者拥有了较低的准入门槛，随即带来更不稳定的品牌价值。这意味着，赢得市场份额的后来者不该太早庆祝：消费者来得快去得也快。


用户忠诚。
 过去消费者在购物时依赖的另一个指标是购买某公司产品的过往经验。20世纪90年代，消费者在挑选笔记本电脑时会想：我以前用过东芝的笔记本电脑，还不错——所以这款型号的东芝应该也不错。由于没有太多可供选择的信息渠道，消费者对东芝（或者索尼、戴尔）保持忠诚合情合理。但在今天这个能够用低成本获得高质量信息的年代，消费者可以轻易移情于提供高品质产品的新品牌。很多营销人员仍然笃信忠诚度的力量，认为即使只有小部分客户宣称自己对品牌“忠心耿耿”，企业就有巨大的盈利空间。但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把自己和某个公司的关系看成是“开放式婚姻”。忠诚的好处没有过去那么明显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品牌”和“忠诚”的末日已经来临？当然不是。平板电脑和机顶盒市场的领军品牌苹果就是一个杰出例子。（尽管其成功也要归功于苹果产品的出色品质。）我们强调的是，品牌和忠诚等同于品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定位。
 随着消费者越来越依赖他人的购买建议，过去盛行的定位概念也开始没落。但很多营销人员仍然相信，他们可以通过突出产品的所代表的特质来引导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营销人员之所以深信定位理念，是因为他们认为营销就是找到消费者观念中某个还没有被攻占的领域，攻占它。（比如在汽车行业，沃尔沃代表着“安全”，而丰田代表“可靠”。）

但如今消费者在做出购买决定时，很大程度上会参考其他用户和专家的建议，漂亮的市场定位不如过去那么有效了。互联网上的产品评论者倾向于综合评价产品特点，而不会被产品广告宣传的某个单一特性所吸引。

比如，近年来我们看到一些企业尝试推出“Facebook手机”，但评论者和消费者会全方位评估这些手机（比如摄像头、产品厚度和外观）而不会单纯强调手机和Facebook的结合有多好。如果营销人员能小心避开那些注定失败的“定位”，他们将会公司省下一笔不菲的费用。

当消费者不再借助品牌或过往经验，能够对潜在产品体验做出准确评估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但是很多人还在用老观念看营销。虽然关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讨论频频出现，但很少有人将其与品牌推广、忠诚和定位在营销中的地位联系起来。我们是时候该重新评估这些营销的传统观念了。



[image: ]
 伊塔马尔西蒙森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Sebastian S. Kresge教席教授。埃马努埃尔罗森是畅销书《解读热点》（Anatomy of Buzz
 ）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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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模式颠覆亚马逊？

胡安桑佩雷（Juan Sampere） | 文

康欣叶 | 译　安健 | 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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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
 马逊拥有近似完美的商业模式：它在2013年创造了800亿美元的销售额，并通过颠覆传统零售业分得一大块蛋糕。公司传奇CEO贝索斯受到众人膜拜，其商业能力毋庸置疑。

然而，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并不一定具有可持续性，其终极考验是能否抵御新一代颠覆者的挑战。2014年，亚马逊最引人关注的挑战来自阿里巴巴在美国的首次公开募股。阿里巴巴不仅是中国一家极富颠覆性的公司，它更将崭新的商业模式摆在亚马逊面前。

亚马逊的商业模式依靠三大支柱，为首的是低利润。贝索斯不止一次在采访中提到，亚马逊如何依靠低利润赢得发展机遇。然而阿里巴巴完全不依靠产品获利。它通过广告与增值服务盈利，而非商品销售。这种模式卓有成效，据估计2013年阿里巴巴的营业额将超过1600亿美元。亚马逊保证顾客能够以最低价格购买产品，这正是它的价值定位。可是问题来了，还有什么低价比得上利润为零的销售模式呢？

亚马逊的第二支柱是，消费者能够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产品对应的网页。亚马逊积极与消费者沟通，投入大量财力提高自己在搜索引擎的排位。阿里巴巴并没有采取这种模式。由于它的利润基于广告收入，它完全隔绝了搜索引擎，只有在阿里巴巴的网站上人们才能够搜索商品。这一举措不但收益丰厚（因为这么一来阿里巴巴可以根据浏览量收取广告费，而不是靠点击量），同时还避免了竞争对手分散自己用户的注意力。

第三支柱是亚马逊开创的以顾客为导向的服务结构（金牌服务，定期自动送货，一日送达等业务），以鼓励人们提高购买频率。购买频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收入。亚马逊的用户家庭平均收入在8.9万美元左右，比美国平均水平的7.1万美元高出25%还多。阿里巴巴则不分高低贵贱，从任何浏览其网站的消费者手中赚钱。因此其目标用户范围比亚马逊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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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些方面，阿里巴巴与亚马逊不乏共通点。亚马逊以B2C模式为主导，但它们同时拥有B2B部门。两家公司都有能力依靠微薄的利润赚钱。尽管亚马逊已经够省钱了，但阿里巴巴凭借几项比较优势把利润压到更低，比如说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公司所得税。

人们都对上述两家公司的未来表现拭目以待。其实，颠覆理论对这种情况早有定夺。让我们考虑以下两种情景：

第一种情景：亚马逊没有对新挑战做出反应，继续瞄准那些最赚钱的客户。这是动机不对称的经典表现——此时增加现有边际收入比发展新的利润来源更吸引人。这种情景下，亚马逊将通过颠覆更多传统实体店，继续开拓高端市场。与此同时，阿里巴巴在美国市场占据落脚点，它的用户中一大部分不经常购物但喜欢浏览网站。这些人即便什么都不买，阿里巴巴也照样获得广告收益。如果这一情景成真，亚马逊将持续获得创纪录的销售额与营业额，阿里巴巴则会迅速成为电商市场中的重要竞争对手。在阿里巴巴占据的市场份额中，亚马逊的业务终将陷入停滞，阿里巴巴迅速增长的客户基础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亚马逊供应商。亚马逊的商业模式以规模经济为基础，因此增长率放缓将让公司陷入麻烦。

第二个情景：亚马逊创立一个采用阿里巴巴盈利模式的业务部门，独立于母公司。这是颠覆理论给出的战略对策，理论上它能够提高成功几率。但是在这一情景中亚马逊需要应对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对旧有业务的自我侵蚀（Cannibalization）是亚马逊很难回避的挑战。第二，亚马逊还没有创立独立业务部门的先例。由于亚马逊最近的投资热潮，在这一敏感时期申请经费将是件难事。即便亚马逊成功创立这一业务部门，在阿里巴巴成功占领美国市场的压力下，它也很难实现可持续性增长。

贝索斯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你的利润就是我的机会。”今年令我们好奇的是，如果竞争对手利润为零，亚马逊的机会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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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安桑佩雷是马德里IE商学院的工商管理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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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与商业领导力的共通之处

毕倪（Nicholas Beale） | 文

刘铮筝 | 译　安健 | 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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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我们共同创作的《商业与军事》一书中，英国海军中将查尔斯斯泰尔和我探讨了将军和CEO在处理战略上有何共同之处这一问题。尽管书中并未发现单一的模式或简单的规则，但我们还是总结了两种领导力之间的三个共通方面：战略勇气、适应能力和价值观决定的领导力。

战略勇气是指制定高远且可以实现的总战略之能力。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又译作劳斯莱斯）靠制造汽车起家，但在20世纪20年代也制造飞机引擎。该汽车公司在1973年由于财务问题被出售给福特，继而专注制造喷气发动机。罗尔斯罗伊斯作出战略决定，誓将其全球领先的喷气发动机技术覆盖西方世界的每一架大型民用客机；当时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规模大得多的通用电器和联合技术两大巨头，这个目标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现在罗尔斯罗伊斯拥有了55%的计划内市场。

通用曾数次欲下狠手扼杀罗尔斯罗伊斯。大型客机引擎的商业模式与众不同，通常客机制造商如波音、空客等会提供各种引擎选择，由航空公司决定购买哪家公司的产品。获得首个“启动客户”对新引擎至关重要，而一直以来英国航空公司都是罗尔斯罗伊斯的启动客户。但1991年通用和英国航空公司达成了4.5亿美元的交易，没有在英航的波音777机型上选择罗尔斯罗伊斯的新引擎。这让罗尔斯罗伊斯遭受巨大打击，英国政府对英航的举动也大为光火。但逆境中罗尔斯罗伊斯并没有畏惧强大的竞争对手，赢得了国泰航空公司的启动订单。可能这是第一次一家位于中国的公司在重要现代工业的竞争格局中起到决定性战略作用。

联想的经验已为中国读者所熟知。在收购日薄西山的IBM个人电脑业务中，柳传志及其团队表现出令人瞩目的战略勇气和智慧。开始他们聘请了一名西方人担任CEO，但其没能胜任。柳传志于是劝服杨元庆掌舵。他们在2013年年初实现了打造个人电脑业务世界第一的目标。

在军事方面更不乏战略勇气的典范。1940年温斯顿丘吉尔拒绝与德国议和，当时他预见到只要英国能拖住希特勒足够长时间，美苏两国也将参战。美国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后参战后，因为美国生产能力极强，所以丘吉尔对打赢战争有十足信心。

适应能力也是战略领导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战略海洋中浮沉的领袖们，会随着环境的变化作出相应调整，并且不会迷失全局战略目标。

胡志明在越南打败了美军，是军事领域有关适应能力的经典案例之一。在变幻莫测的商业世界，适应力更是必不可少的能力。安谋国际科技股份（ARM）有限公司成立于剑桥，最初由12名工程师和经验丰富的CEO罗宾萨克斯比组成。他们设计出了更好的微处理器，比因特尔的芯片耗电少。他们决定在全球范围内注册该技术，成为世界顶级供应商，收取专利费负担研发成本，进而对售出的每一设备收取一小笔专利使用费。从最初和苹果以及索尼的交易开始，至今他们已拥有了超过1000家许可商。安谋的技术已应用于95%的智慧手机以及35%的电子设备，至今已授权生产了超过200亿安谋驱动的芯片。然而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安谋首次收到了盈利警讯。公司的股价大跌，甚至有人质疑其商业模式。管理层将战略勇气和适应能力相结合，在继续坚持原有战略同时，购买了一家拥有相关设计专利的美国公司“Physical IP”，为公司带来了额外的收入来源、人才以及客户关系。

2005年左右，罗尔斯罗伊斯对其商业模式进行了重大调整。一般引擎的使用寿命为20年或更长，随着时间推移，需要更换的零件价值超出了引擎本身成本。这意味着让引擎更可靠反而会降低公司的利润。因此罗尔斯罗伊斯把商业模式换成了“按小时提供动力”，公司不再向客户收取零件费用，而是承担维护引擎最佳状态所需的全部零件成本，然后按每个飞行小时消耗的引擎成本收费。这种“全面维护”式服务包括改造客户的引擎，令其更可靠，更耐用。每台引擎内部设有全面监控系统，随时将数据反馈到公司的电脑上，可及早探测出任何小问题，便于接下来在适当时机自动配备好所需零件。

价值观决定的领导力对战略成功也十分重要。在成功的组织中，人们需要自己做主，只有迫不得已时才把决定权交给老板。此外，人们如能清楚意识到他们认同自己所效劳组织的价值观，工作表现会出色得多。基于公司内部以及公司与许可商之间的有效合作，安谋以“兄弟连”般的模式成长壮大。

联想则明文规定出“5P文化”：Plan——想清楚再承诺，Perform——承诺就要兑现，Prioritize——公司利益至上，Practice——每一天我们都在进步，Pioneer——敢为天下先。罗尔斯罗伊斯最近重新梳理了公司内部价值观，发现如果他们能将“因为信赖，所以卓越（Trusted to Deliver Excellence）”的广告语作为公司信条，并将之应用于业务的各个方面，就可以走得更远。除了在工程技术和销售上，罗尔斯罗伊斯在财务、人力资源、市场营销以及其他职能上均实践了这一理念。尽管之前公司的确也有一套立意近似的价值观，但终于意识到，只有难忘的、有深度且简洁的价值观才能让人们接纳并实现。

英国陆军具有十分强大的军团编制，每个军团由几百名士兵组成，在绝大部分军旅生涯中，他们会一直像兄弟一样并肩战斗。这些军团获胜的传统可追溯到几百年前，每个军团都代代传承着旗帜鲜明的座右铭和价值体系。尤其是在冒着生命危险作战时，对兄弟般的军官保持忠诚至关重要。成功的将军总会花大力气将其价值观传达给手下的士兵：蒙哥马利堪称二战时最成功的英国上将，他发号施令的手势令他名扬天下，仿佛在说：绝不允许有任何撤退的念头。尽管历史学家批评他太爱用手势，在作战中过于谨慎，但事后诸葛们撰写史书可比与善战多谋的德军实战较量容易多了。

无论是商场还是战场，战略领导力总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发挥作用。我们只看到了承担高风险的成功者，那些承担类似风险的失败者却被人遗忘。成王败寇，这种幸存者偏差（Survivor Bias）无处不在，因此仅仅从成功中吸取经验是危险的。对商场上的成功而言，技巧和好运缺一不可。就像文章开头所说，并没有简单的规则。但总体而言，战略勇气、适应能力和价值观决定的领导力在商场和战场上均可提高成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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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倪是英国战略与人力咨询公司思特（Sciteb）的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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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超级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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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企业有办法保持最佳客户忠诚度，让大客户买得更多。






就
 在一年前，卡夫食品公司的管理层对旗下Velveeta奶酪品牌销量的预估还是能维持小幅增长。然而当消费者越来越青睐纯天然有机食品，这种无须冷藏的Velveeta奶酪制品就被打入冷宫。消费者对其购买频率低到每年只有一到两次，而且多用于聚会。通过与卡夫食品公司的合作，我们获取了超市的扫描数据和消费者顾问小组（Consumer Panel）的相关数据，对其进行分析，发现Velveeta有一批忠实消费者。这些消费者虽然仅占购买人群的10%，但却为该产品的年收益贡献了30%－40%，甚至50%以上的份额。这些被我们称之为超级顾客的购买者表示，Velveeta奶酪制品棒极了。

超级顾客们对Velveeta奶酪在口中融化时的质感赞赏不已。他们发明了无数种新鲜吃法，传统的“蘸式”吃法是其中最为普遍的（有人甚至建议说也可以用来做软糖）。在我们结束了这些超级顾客的调查问卷后，他们彼此互换了食谱、电子邮件和电话号码，以便日后与这些知己分享对Velveeta的热爱。

为了重振Velveeta奶酪的销量，卡夫食品公司将这些超级顾客定为主要客户群，预计大约240万人。产品团队推出了适用于汉堡和三明治的冷藏奶酪片和可用于烩菜的块状奶酪。这两款新品均以重磅推出。但出于对超级顾客战略的考虑，公司现在对此更加重视。一些与卡夫合作的零售商开始将该产品挪到出售率更高的冷藏乳制品货架上。这一战略还为Velveeta奶酪带来了一系列创新的吃法。卡夫公司开始收集这些食谱，并将其分享给那些忠实客户。

“之前我们认为，增加销量最快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出购买产品较少或者不购买该产品的客户群，针对他们的需求对产品做出调整。”卡夫食品公司市场销售总监格雷格加拉格尔（Greg Gallagher）说，“当我们询问了超级顾客群后才发现实际上他们对产品的需求量非常之大，他们的需求才应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新品创造的销量额逾1亿美元。不仅如此，对管理层来说，这是多年来他们第一次找到了可行的增长战略。

每位市场营销人员都对帕累托原理耳熟能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80/20法则：1/5的产品购买者贡献了4/5的销售额。该法则也同样适用于超级顾客。通过尼尔森超市扫描数据，我们分析了包装消费品（以下简称CPG）前124个类别的消费情况，发现每类商品客户中占比仅有10%的超级顾客贡献了30%－70%，甚至更高的销售额。

为了保持最佳客户忠诚度，管理层会为这些客户提供VIP服务。但极少数管理者会将他们纳入销售增长计划的核心。管理层一直认为这些客户已经达到了他们的消费极限，不会再贡献更多的销售额了，或者他们对这部分客户的认识存在盲点。

但在我们与CPG公司的合作中发现，这些公司依然可以通过新方法挖掘这部分客户的购买力，提高销售额。这一现象不仅只限于CPG商品：我们在其他行业也见证了超级顾客战略的成功实施，比如服装、耐用品和金融服务等领域。




对超级顾客的五个认知误区


1
 他们只是换了个新名字的购买较多的顾客。

超级顾客和传统的购买较多的顾客不同，他们除了购买量大，对产品还有很强的参与感，并且对产品的新用法兴趣浓厚。




2
 我所在的领域没有超级顾客。

我们的数据显示，超级顾客存在于大多数包装消费品行业及其他很多市场。




3
 他们不正常——要么很有钱，要么很奇怪。

如果你和超级顾客聊聊，就会发现其行为背后清晰的逻辑思维。他们只是针对某类产品，发现了其他客户没有发现的意义和优点。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某些产品的超级顾客。




4
 我们不可能找到他们。

通过大数据和社交媒体，找到他们并不难。




5
 他们已经买了这么多了——不可能再多了。

这是最大的一个误区。从销量增长角度来说，超级顾客贡献量至少是其他顾客的3倍。而且他们能通过社交媒体和口耳相传影响数百万顾客。





斩获更多销售额

将超级顾客和其他类型的顾客分别对待非常重要。他们和“购买较多顾客”并不完全一样。按照传统营销术语，购买较多顾客是指对某个产品购买量较多的客户，仅从购买数量上来定义。而超级顾客是从购买量和购买态度两方面来定义：特指那些对某类产品和某个品牌高度参与的部分购买较多的顾客。他们对产品的创新用法以及产品变化非常感兴趣。价格并不是他们的关注重点。超级顾客可以想出更多使用某种产品的方法及场合。比如热狗。对很多消费者来说，这只是后院烧烤的一种简便食物，而对超级顾客来说，它们是理想的快餐食物或孩子放学后的零食。

根据我们的经验，很多管理者对超级顾客这一概念要么迅速驳回，要么持怀疑态度。随着公司分析能力的提升，在识别和吸引此类顾客方面会逐渐得心应手。之后，他们不仅会发现这些顾客如此热衷某种产品的原因，而且还会挖掘出他们的潜在购买力，即使是在一些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产品领域。

订书机就是其中一例。多数人只有一个或最多两个订书机：家里一个，办公室一个。但在我们和办公用品供应商的合作中发现，订书机的超级顾客们，平均每人有8个订书机。这些客户需要做的装订工作并不比其他人多多少。他们对订书机的需求与他们对工作的条理要求息息相关：他们认为，纸张装订的呈现方式与内容同样重要，因此需要为不同的装订任务配备合适的订书机。他们将这些大小、形状各异的订书机放置各处：办公室、厨房、手袋、车里。先不说研究发现，仅凭常识，人们一定会认为继续说服这些客户加大购买是不会有成果的。但分析证明，这些超级客户对订书机的需求远大于那些需要更换订书机或遗失订书机的“普通”客户。

那些专注于超级顾客的商家收获的不仅仅是不断攀升的销量。因为超级顾客已成为产品的购买者，所以取得他们的联系进行新产品推广就变得可行。这将极大地提升广告效率和促销力度。公司无需大费周折进行大规模市场推广，也不用派发大量优惠劵给那些较少购买（现在也可能不会买）该产品的客户，只需关注这些超级顾客的需求即可。对他们来说，采取直效营销和数字营销更为有效。这一点对大型CPG公司来说尤为重要，它们每年在广告上投入多达数十亿美元，1%的效率提升意味着数千万美元的开支消减。

许多超级顾客有很好的洞察力，能为产品战略出谋划策。他们对产品富有热情，是测试新品创意的最佳人选。很多时候，他们就是产品创意的来源。比如卡夫Breakstone酸奶油。卡夫食品公司品牌经理香农莱斯特（Shannon Lester）和他的团队发现，很多超级顾客把这种酸奶油与希腊酸奶拌在一起，这样搭配的效果是，奶油中的脂肪和胆固醇含量仅是原来的一半，蛋白质和钙质含量却提升了一倍，口感依然是酸奶油。Breakstone曾推出过类似的产品，但反响平平，即使是在公司内部。

卡夫食品公司在实行了超级顾客战略后，重新推出了这款产品，将目标顾客锁定在非常喜欢这款产品的超级顾客群上。一些客户对产品提出了改良建议，让产品包装更具有吸引力。这款酸奶油产品销量一路走高，推出数月内，已遍布美国60%的杂货店。这个增长速度对新产品来说非常惊人。

在和聚焦超级顾客的公司的合作中，我们最大的收获是，新战略可以成为一个公司打响品牌的口号，特别是对于那些一直在推广滞销且缺乏新鲜感的旧产品的公司来说更是如此。与很多最佳战略一样，这种战略简单易懂，逻辑性强，可以轻松获得数据支持。

“老实说开始我也不信，”卡夫食品公司分析总监坎农古（Cannon Koo）说，“这些顾客和购买较多顾客能有什么区别？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开始发现他们之间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如今，Velveeta团队已经将超级顾客战略用来进行媒介采购、贸易促销和新产品线开发。公司的品牌总经理说，他在公司已经工作9年了，从未见过如此紧密一体化的品牌规划。

超级顾客现象印证了一个良性循环：对最爱你的顾客，回报更多的爱，公司就能蓬勃发展。




一个零售商的超级顾客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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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消费品公司并不是惟一可以从超级顾客战略中获益的企业。几年前我们和一家销量下滑的美国五金连锁店合作（出于保密原因不提及名字）。

商店的超级顾客是那些喜欢通过DIY来完成低成本家庭改造的顾客，比如自己更换灯具。在分析如何增加销量时，管理层将重点放在油漆上。油漆是很多DIY项目的必需品，利润很高，是改善空间的简便方式。同时购买者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在大型商场得不到的建议和个人服务。

因此，零售商重新设计了油漆的推销和营销方式，试图让它变得更有趣。比如，公司设计了“创意卡”，并提供样品罐子，顾客可以在家里零成本尝试各种颜色。这些举措不但受到了超级顾客的欢迎，还让下一年的油漆销量增加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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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迪允是剑桥集团的主事。史蒂夫卡洛蒂是剑桥集团的CEO。丹尼斯穆尔是尼尔森公司高级分析部门的执行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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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认同者比非城市认同者受到音乐视频影响的可能性高10
 %






很
 多美国公司在向世界某些地区出口其产品时遭遇了反美情绪，最明显的是亚洲和中东地区。而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细分市场强烈认同美国城市青年文化（嘻哈和说唱文化）。我进行的一个针对中国大学生的研究表明，这种认同感也许会缓和他们对美国的敌意，增加其购买美国品牌的意愿，这对很多想要寻求海外发展的美国公司来说是个好消息。

在进行海外研究之前，我设计了一份量化“城市身份”的调查问卷，测试了来自洛杉矶和华盛顿特区的256名大学生。学生根据30个城市亚文化特点给自己打分，其中包括个人主义、对嘻哈俚语和时尚的熟悉度、追赶流行程度、应变能力、冒险精神以及“态度”。接下来，我们让他们对自己参与这种亚文化的程度打分。两部分答案高度相关，证明了这份调查问卷是划分“城市认同者”或“非城市认同者”的准确工具。

学生们还回答了关于消费习惯的问题。不出所料，城市认同者在做出购买决定或者收集产品信息时，更容易参考来自非正式和非传统渠道的意见，比如电影、电视节目、音乐和音乐视频，以及运动员和其他名人。

为了确定城市身份涉及的方面及其影响是否也适用于其他国家，我让来自香港的110名大学生也做了这个问卷和单项自我评估，并询问他们是从何处获得消费信息及影响他们消费的因素有哪些。

得分显示，香港的城市身份特点和美国的类似。中国城市认同者和美国一样，在购物时更容易受到非传统渠道产品信息的影响：电影（比非城市认同者受影响的可能性多11%），音乐和音乐视频（10%），电视节目（9%），运动员和其他名人（8%）。

我还就反美情绪及对美国品牌接受度的问题询问了中国学生，城市认同者中对美国有敌意的比例很低。可能是因为这种软化效应起了作用，城市身份得分成了其是否愿意购买美国产品的重要指标：得分最高的参与者比得分最低的参与者购买意愿高11%。

在美国，城市亚文化团体的营销力量已经充分释放：雪碧、激浪及其他软饮公司已经制作了许多以说唱歌手为卖点的广告。说唱歌手布斯塔莱姆斯（Busta Rhymes）2002年的单曲“给我干邑白兰地（Pass the Courvoisier, Part II)”让接下来几个月的干邑白兰地销量上升了两位数。我的研究结果说明，通过准确识别包容度高的亚文化，然后使用非传统营销工具接触这些亚文化，企业也可以在其他国家充分利用城市亚文化团体的营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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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琳汤斯是乔治敦大学麦克多诺商学院营销学教授，乔治敦消费者研究所教学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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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谎基因

多伦多大学彼得勒文(Peter J. Loewen)主持的一项“双胞胎研究”发现，基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不诚实日常行为的态度。研究者称，实验对象对逃税和谎称病假两种行为的态度受基因影响的程度分别是26%和42%。（双胞胎研究的基础理念是，基因对同卵双胞胎行为相似度的影响超过异卵双胞胎，前者的基因密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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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多元化势在必行

吉野贤治（Kenji Yoshino）

克里斯蒂史密斯（Christie Smith） | 文

万艳 | 译　牛文静 | 校　时青靖 | 编辑












美
 国企业中，员工多元化已蔚然成风，而高层管理团队却依然顽固地保持着单一性。以财富500强企业的CEO们为例：女性只有23位，黑人才6位，无一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为什么高层团队始终如此单一化？我们认为，原因之一是现象学社会学家所说的“隐瞒”，人们通过这种“隐瞒”来淡化与主流间的差异。比如，某些残疾人工作时或许会放弃使用手杖；一名同性恋男子在被问及伴侣时，可能会避免使用“他”这类词汇。导致如此行为的不仅是自我审查或内在偏见，还有管理者的压力。这种行为降低了员工的自信和参与，抑制了女性和少数族裔员工的晋升。

上述结论来自我们对美国20多家大公司3000名员工的调查结果。参与调查的员工不拘年龄、性别、种族、性取向和年资。他们所在公司跨及10个行业，均有强调包容性。然而，61%的受访员工表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或明或暗的“隐瞒”压力。例如，一位女性员工曾被告诫说，不要提去日托所接孩子，或其他类似家庭责任，以免遭遇“妈妈罚款”（motherhood penalty，主要指女性在当妈妈后收入会受到影响——译者注
 ）。另一位受访者则表示，她会尽量不与非洲裔美国职业人士接触，以免被贴上同类人的标签。

那些迫于压力而选择隐瞒自己某些身份特征的受访者中，66%的人表示，这种做法严重降低了他们的自我认知感。50%的人表示，这种行为降低了他们对工作的责任感。传统弱势群体中的员工更倾向于隐瞒自己的身份特征。83%的同性恋者、79%的黑人、66%的女性、63%的西班牙裔和61%的亚裔会这么做。我们还惊讶地发现，在异性恋男子中45%的人会适当隐瞒诸如年龄、身体残疾和心理方面的一些情况。

致力于发展一个真正多元化领导层的管理者们应意识到职场潜规则的负面影响，并努力消除它们。同样，他们应建立一种真实的、无需隐瞒的和有包容性的企业文化。




融入主流群体

为了降低与主流的差异，参与调查的员工采用的做法五花八门，大致可分为四类：

着装

29%的受访者表示会适当针对着装、装饰或那些看上去过于个性的服饰做出改变。

“我出身中低阶层，穿着好一点能让我看上去更为时尚和富有。”

关联

41%的受访者表示会尽量避免那些代表特定身份的行为，以免招致成见或负面看法。

“我曾谨慎地尽量避免提及自己的年龄和所有与年龄相关的事。”

拥护

5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避免那些与自己身份特征相符的团体。

“尽管我有中国血统，但如果其他人拿亚洲人的刻板印象来开玩笑或发表评论，我从不纠正他们。”

社团

18%的受访者表示会尽量不与所属身份团体的其他成员联系。

“我不与癌症团体的人来往，因为我不想让别人关注我的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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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野贤治是纽约大学宪法学首席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教席教授。克里斯蒂史密斯是德勤大学包容性领导力中心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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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项电脑模拟攀珠峰活动显示，被赋予更高权力的领导更倾向于控制言论和交流，拒绝接受他人观点，最终降低团队的绩效。这项活动是由密歇根大学的利普朗科特托斯特（Leigh Plunkett Tost）、哈佛大学的弗朗切斯卡基诺（Francesca Gino）和杜克大学的理查德P拉里克（Richard P. Larrick）发起的。活动中权力至高无上的领导者所在团队只完成了目标的59%，其他团队这一数字则是76%。

两者之间差距高达17
 %。

企业可以通过让管理者意识到下属的重要性并鼓励员工不惧权威大胆进言，来规避这种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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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痛苦更恐怖

贾尔斯斯托里（Giles Story） | 文

斯科特贝里纳托（Scott Berinato） | 采访

牛文静 | 译　康欣叶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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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的力量




人们宁愿立刻接受6级电击，也不愿多等5分钟，接受4级电击。







研究：
 在一项实验中，贾尔斯斯托里给35名参与者手上通上电极，制造出一种安全的电击体验，程度从轻微的嗡嗡声到略强的类似昆虫叮咬。参与者可以选择程度轻微的，但要先等上15分钟；或较强的，可以立刻开始的那种。绝大多数人选择了立即接受较强的体验，而不是在恐惧中等待，哪怕是程度较为轻微的。








挑战：
 等待痛苦是否比痛苦本身更可怕？对此我们是否应该直接面对，不要拖延？

斯托里博士，捍卫你的研究吧！






斯托里：
 大多数情况下，参与者都会选择立即接受较强的电击，而不愿稍加等待接受较轻微的。我们由此推论，恐惧——对不愉快事情的等待——具有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究竟有多大？这正是我们试图量化的。实验结果表明，恐惧真的很痛苦，人们不惜通过承受更大的身体疼痛来避开它。




HBR：
 什么！？电击活人？你的实验室也太变态了吧？

[大笑]我向你保证，实验受到严格监控，手段非常温和。我们并没有电“击”活人，只是使用轻微电流，针对手背一个部位，制造轻微痛感。每位参与者都是自愿的。实际上这是针对慢性疼痛治疗研究的一种常用手法。




HBR：
 需要等一会儿的电击较为轻微，但他们却主动选择立即接受较强的？

是的。人们会选择多承受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痛感来避免这种等待。按0－10的级别来衡量，恐惧感最强的人会选择立刻接受6级电击，也不愿等待稍后的4级。




HBR：
 也就是说，恐惧比6级电击更让人无法忍受？这太不可思议了。

不是。是说恐惧加上电击最终造成的痛苦超过了6级电击所带来的痛苦。奇怪的是，选择立刻接受更痛的电击这种做法与广为接受的“时间贴现”（temporal discounting）理论相抵触。时间贴现是指我们对事件的价值量估计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下降的心理现象（行为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译者注
 ）。在现实情况下，它体现为人们宁可今天获得10美元，也不愿等待一周后获得12美元。

根据这一理论，人们应该会选择稍后的4级电击，而不是立刻的6级电击，因为未来4级的价值量估计被打了折扣。但大多数人却选择了立刻的6级，为什么？我们认为是恐惧起了作用。影响人们选择的不是电击4级和6级，而是电击4级加5分钟等待时间和电击6级无需等待。




HBR：
 如果跟他们说一周后再回来接受电击呢？肯定有一个临界点能让人觉得当下的痛苦和未来的痛苦没有区别。

我们在一个后续实验里对此做了测试，这次不是使用电击，而是让实验对象就去看牙医的时间（可早可晚）做出安排，就诊可能会特别痛苦，而且不能选择不去。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会通过要么不做预约要么预约了不去就诊，来避免这种痛苦。有了这一附加条件后，我们从这个实验中得出了与电击测试相同的选择模式。造成这种选择行为的原因是，如果可以选择不去，人们会心存侥幸心理，觉得往后推迟可能最后就不用做了，但如果事情非做不可，人们还是会选择尽快了结，而不是拖延。




HBR：
 如果等待如此可怕，那选择5个月后见牙医的人岂不是会恐惧到难以承受？

恐惧感会随着时间和等待加剧，这是肯定的，但并非如你想象的呈直线上升。等待时间越短，恐惧感越强，时间久了影响就变小了。就诊前一天的恐惧感远远大于就诊前一周。随着时间临近，恐惧感会呈几何式增长。




HBR：
 几何式增长听上去太可怕了。

是的，越是事到临头，恐惧感越强。顺便提一下，我们怀疑相反的感受也是如此。心理学中，恐惧的反面是“渴求”——对美好事情的期待。比起美好事情，我们可能更钟情的是对其“渴求”的过程。




HBR：
 也就是周五下午人们的感受。

没错。




HBR：
 我一直不敢问下一个问题。

越早问，你的痛苦就越早结束。




HBR：
 我记得20世纪60年代的一项研究，研究人员把两条狗拴在一起，进行电击实验，最后两条狗都放弃了抗争，发出求救，即使是在自己没被电击只是同伴被电击的情况下。由此得出了“习得性无助”现象（指人或动物接连不断地受到挫折，便会感到自己对于一切都无能为力，丧失信心，陷入一种无助的心理状态——译者注
 ）。如果恐惧达到一定程度，是否会导致这种无助？

很有可能。尽管我们还没有相关数据来证明这一点，但不断加重的恐惧感与抑郁之间是可能存在着某种关联的。抑郁的人看待任何事情都很消极。如果他们的恐惧感持续加重，你可以想象会发生什么，他们会不知如何是好。




HBR：
 你是否测量过与恐惧相关的生理指标？

没有，但有人做过。格雷戈里伯恩斯（Gregory Berns）与他的同事测量过脑活动，发现那些对预期反应较强的人会选择早点结束这种痛苦，而不是拖延时间。




HBR：
 你的研究是针对生理痛苦的，是否也可以用来解释情绪恐惧，比如对工作绩效差评的担忧？

目前还没有相关数据，但我肯定其中的变化是类似的。这种恐惧感可能和牙医实验的恐惧感很像。牙医实验中的疼痛在几个月后才到来，实验对象对具体感受不甚了解。人们也许还会选择拖延或者逃避。但我们的研究显示，如果业绩评估无法避免，他们会希望越早知道越好，而不是选择等待并忍受不断增强的恐惧感。这方面的研究很值得做一下。




HBR：
 有什么方法能缓解这种恐惧吗？

有的，我们的研究中也提到了。当我们告诉参与者电击力度不是那么强时，人们对此的恐惧感会降低一些。我们也可以通过对现实情况稍作改变来削弱这种恐惧感。以流感疫苗为例，如果你被叫进去，坐在椅子上看着护士准备注射器，想到注射的疼痛你会害怕起来。但如果你被叫进去时，一切都准备好了，护士直接给你注射，你的恐惧感恐怕就不会那么强了。雇员可以通过自我肯定来消除对工作业绩差评的恐惧。老板也可以通过说“不会那么差的”来降低员工的恐惧感。




HBR：
 除非真是那么差。那么越早知道越好。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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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尔斯斯托里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伦敦大学学院行为经济学的临床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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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上的图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股票凭证，它是1758年由著名的西班牙皇家贸易公司巴塞罗那皇家商会（the Real Compaña de Comercio de Barcelona）发行。这家皇家商会当时垄断了圣多明各、波多黎各及委内瑞拉玛格丽塔岛的贸易。

巴塞罗那皇家商会在1755年发行了4000股股票，每股定价250比索，计划融资100万比索，但最终仅售出1785股。商会的运作进展很缓慢，仅有两艘船，每年只出航一次。由于贸易涉及地区并不富裕，商会业务一直毫无起色。即使将非洲奴隶运往这里，建立当地农产品出口基地，业务也不见好转。1786年，巴塞罗那皇家商会并入另一家更成功的西班牙皇家贸易公司。

此股票凭证来自哈佛商学院贝克图书馆历史收藏，看起来很像现代股票凭证模板。股票充斥着宗教色彩和寓言人物的华丽设计，赋予交易一种宗教仪式感，叙说着公司的起源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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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标志


❶❷
 这两处是西班牙标志和加泰罗尼亚标志：公司由王室赞助建立，大本营在加泰罗尼亚。



宗教意象


❸
 中间的这位是加泰罗尼亚守护神：蒙特塞拉特岛的“黑面圣母”。她由黑木雕刻而成，坐落在巴塞罗那附近的一个山顶教堂内，因此票面上圣母像以群山为背景。皇冠的设计风格可能是来自墨西哥。簇拥两侧的主要人物是：圣安德鲁（St.Andrew）（苏格兰守护神，同时也是希腊、俄罗斯和罗马尼亚的守护神——译者注
 ），他的象征X形十字是西班牙王室众多标志之一；和罗撒（St. Rose of Lima），美洲第一位列圣品的圣女。



风景


❹
 巴塞罗那港口，商会的船只从这里起航。



农业情景


❺❻
 意指西班牙将葡萄和石榴种植引入拉丁美洲的情景。



购买者


❼
 弗朗西斯科阿沃利（Francisco Arboli）。一位来自巴塞罗那的商人，他持有公司股份。



神话插图


❽❾
 三叉戟象征着海神。橄榄木棒是赫拉克勒斯（Hercules）的象征物。他是巴塞罗那创始神话中的人物，时常被人们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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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贝克图书馆提供，注释由哈佛大学艺术和建筑史专业博士生亚当雅辛斯基（Adam Jasienski）提供，史学资料摘自霍华德莎士比亚（Howard Shakespeare）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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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赋权消费者

阿德里安帕尔默（Adrian Palmer）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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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经济总体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那些快速发展的市场比如中国正在经历这一转型。市场竞争的加剧致使一些传统的制造行业，如汽车制造业，纷纷通过增加服务、提高下游市场的竞争力寻求突围，而服务性行业的酒店、教育、医疗等就更不用说了。今天的服务业如何在营销战中取胜？消费者扮演的角色空前重要。如今的品牌塑造有着不同于以往的挑战，颠覆式的萌芽在生产环节已经出现：企业不再是生产的唯一主导，消费者的参与发生前置。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消费者参与生产。

英国有个电视节目叫“与我共进大餐”。节目中，普通人通过网上邀请陌生人来自己家里共享免费晚餐。晚饭后，被邀请者会对主人的厨艺给出评价，并为其打分。得分最高的主人会获得奖品。这种形式不仅仅只限于电视节目，现实生活中也有人这么做。除了共享晚餐这一形式，人们的这种共享体验也涉及到生活其他方面。合作创造的概念正在兴起。消费者和生产者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这种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者与生产者间的关系给彼此间的沟通方式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权威也在发生转换。比如酒店业，人们不再只是依赖官方评价，而更倾向于听取入住客人的意见。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帮助下，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变得更加主动。

新型的生产方式将会更多地考虑到消费者提出的服务诉求，并将这种诉求纳入生产中。曾经由企业主导的生产时代已被消费者的体验所取代。优秀的品牌往往意味着优秀的客户体验管理（CEM）。企业需要深度考察消费者的情感和生活方式，找出他们的兴奋点，以及消费者对服务的评价方式。比如企业会在节日期间针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做出相应的促销措施——店面布局、商品包装甚至铺面的音乐选择等。

过去的客户关系管理（CRM）是通过对企业业务流程的重组来整合用户信息资源，获得消费者行为相关数据。但近年来很多迹象表明这种管理作用有限，由此企业更倾向于使用客户体验管理。实施好这一管理概念并不容易。因为消费者的体验感会随着时间发生改变。我在新版的《服务营销原理》中描绘了一个客户体验地图，记录了顾客进入星巴克的情绪变化：闻到咖啡香时，体验感很高；看到排长队，体验感下降；看到微笑的服务员，体验感上升；等得不耐烦时，体验感下降。

保持消费者的高体验感，我认为很好的一种做法是减少服务际遇（Service Encounter，指服务供应者和接受者之间的面对面互动）。强大的品牌往往是通过始终如一的优秀客户体验来赢得市场，要保持一致性就需要尽可能排除变数。品牌背后较大变数通常是雇员。我很惊讶中国的人力资本利用率：一个客人的点单、送菜等服务要十几个人来完成。在英国可能只需要一个人即可。在减少服务际遇方面，自助服务是一种更具持续性的商业模式。比如机场的自助登机服务，银行的ATM服务等。这些服务不仅成本更低，而且还会赋予消费者更多主动权。因此，服务际遇上更多的自动化选择势在必行。

伦敦很多主要的企业都已被中国收购，比如伦敦核电站、供水局等。中国人很喜欢收购大品牌，却缺乏建立自己品牌的创造力。中国的金龙客车在英国有售，却几乎无人知晓。中国企业要做好客户体验管理，不能一味关注产品功能，而应更多了解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如此才能提升其品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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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德里安帕尔默是英国斯旺西大学营销学教授、法国雷恩商学院客座教授。著有《服务营销原理》（第六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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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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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泰普史考特（Don Tapscott） | 文

万艳 | 译　王晨 | 校　时青靖 | 编辑




我们不再依赖于政府的号召来达成协作与行动。






如
 果你领导的机构，或者只是你个人，有意改变这个世界，你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全球解决方案网络正设法解决世界性难题，你打算如何参与其中？

这个由独立团体组成的全球解决方案网络，致力于凝聚大家的力量，探讨那些重要且无法依靠一己之力解决的世界性难题。这些独立团体形成的网络组织，摒弃曾经的单独作战和“行业竞争”，取而代之的是彼此间的交流与团队协作。

过去几年，协同解决共同性难题的做法蔚然成风。商业上的协作就是最好的例证。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通常依赖于国家间联手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公园，召开货币金融会议，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八国集团和世贸组织等全球合作模式随之诞生。

当以国家为单位的组织形式固定下来，在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跨领土社会难题上就会受困于自身局限性，很难取得进展。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曾说，“有些社会问题已超越国界”。多年过去，这些组织在处理这些难题上也不曾有任何大的进展，很多问题被搁置。

近几十年来，两大重要进展奠定了全球新合作模式的基础。首先，互联网开创了新的参与模式，参与者不拘个人和组织，共同致力于交流、资源贡献和团队协作。我们不再依赖于政府的号召来达成这种协作与行动。其次，随着国际化规模的扩大和回馈社会的愿望驱动，企业已日益具备能力，能够在全球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全球解决方案网络致力于共同合作、治理和问题的解决。与以国家为单位的组织相比，它们能更快更强地推进进程。如果你对此持有怀疑，那就看看这两种模式在解决全球变暖问题上的表现。以国家为单位的组织曾在坎昆、哥本哈根和里约召开过世界气候大会，却未就一项协议达成一致，哪怕是降低6%的碳排放。与此同时，加入气候现实项目（Climate Reality Project）和其他一些自发组织网络的人已有2000万之多，相关行动已经展开。试问哪种模式更可取呢？

随着全球解决方案网络不断增多（罗特曼管理学院的研究表明，数量已有10种之多），商界在其中的角色也变得尤为重要。目前的挑战显而易见：你需要慎重考虑，要加入哪个组织及如何参与其中。你领导的机构还在孤军奋战，应对你自己的那些难题？或是你选择加入全球解决方案网络，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image: ]
 唐泰普史考特是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全球解决方案网络”项目执行总监、《宏观维基经济学》（Macrowikinomics
 ，Portfolio出版社2010年出版）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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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制胜第一步：选对客户


罗伯特西蒙（Robert Simons） | 文

刘铮筝 | 译　安健 | 校　李全伟 | 编辑












认准主要客户是企业制定客户驱动机制的首要一步，由此企业才能了解客户需求，分配相关资源，选择并验证商业模式，获得领先对手的竞争优势。






核心观点


问题
 　谁是你最重要的客户有时并不明显。对某些公司而言，最重要的客户提供的收入很少，甚至没有。因此很多公司回避这一问题，把所有利益相关者视为客户。








问题进展
 　当公司无视选择主要客户这一问题时，可能会支撑一段时间，但面临被驱逐出局的风险。而将它们驱逐出局的，正是那些能明确定义主要客户，率先设计出满足客户需求商业模式的竞争者。








解决办法
 　采用客户驱动战略的4步骤

1．识别客户群：最适合你的公司文化传承，最符合公司目前的能力，具有最大的直接和间接收益潜力。

2．通过跟踪采购和偏好以及研究行为，了解客户最看重什么。

3．采用最能让你满足主要客户需求和偏好的商业模式。

4．最后，保证你的系统运作良好、各就各位，能识别和回应上述客户需求。






所
 有公司都声称，客户是其制定战略的动力。但在管理理论中，“客户”是最灵活的术语之一。一种争议尚存的定义认为，客户是购买公司产品和服务并为其提供收入的人群或实体。客户包括参与公司价值链的任何成员：消费者、批发商、零售商、采购商等。一些公司将内部单位归到客户之列，比如生产部门是研发部门的客户，它们都是人力资源部的客户。

有的定义甚至不要求客户给公司提供收入。药业巨头默沙东公司最重要的客户不是病人或医生，而是实验室中负责研发的科学家以及世界各地的高校。默沙东商业模式依赖它拥有的世界顶尖研究团队。公司鼓励他们像高校工作的科学家一样：开展基础研究，发表论文，在会议上介绍科研成果。这一切是为了发现具有突破性的化合物，让默沙东的市场和销售团队能够将其商业化。默沙东的建筑很像研究机构，十分简洁实用，其研发中心可集中接纳大量组织资源。

其他企业高管不愿意像默沙东那样狭义地界定客户，他们不轻易将任何群体划为主要客户，以防在变幻莫测的新兴市场中做出错误选择。很多商界领导者认为，把价值链中所有合作伙伴视为客户，能改善内部协作和反应速度。

如果不划定主要客户，那些自以为“以客户为中心”的公司很快变成“四不像”，看看雅虎和谷歌截然不同的命运就清楚了。雅虎起初是综合性互联网门户，具有版权的编辑内容是其主要武器。为吸引用户，雅虎聘用记者撰写娱乐新闻，创造了雅虎金融、雅虎电影、雅虎体育等频道。时间一长，雅虎高管把资源分散到其他新项目上，包括社交网络、产品、媒体和广告。如此一来，他们在研发上的投入不足，网站变得混乱不堪。

随后，谷歌登上了舞台。创办伊始，谷歌锁定了目标用户：懂技术且能把握新机遇和开发新应用的人群。和默沙东类似，谷歌把大部分资源分配给了技术专家和工程师（由此获得极高的业界口碑），让他们有充分的自由创新。公司上下目标一致：无论是搜索引擎、安卓系统还是谷歌地图，都瞄准了世界顶级技术。凭借这种聚焦式的价值分配体系和商业模式，谷歌很快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超越了雅虎。

亚马逊投入很多资源博取客户欢心，即使这意味着卖家或内容供应商有时感到不公平。

归根结底，选对主要客户定义了一家公司。亚马逊是个明例，其服务的四类客户差别巨大：消费者、卖家、企业用户和内容供应商。你可能认为亚马逊对四类客户一视同仁，但其著名的座右铭“成为世界上最重视消费者的公司”十分清晰地反映了亚马逊对主要客户的选择。亚马逊将主要资源投入到赢得消费者欢心上，哪怕这意味着卖方或内容供应商感觉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曾经还发生过卖家为获得更多支持起诉亚马逊的事。执着坚持以消费者为中心让亚马逊的创意源源不断：一流的免费送货服务、含差评的详细收货评价、Kindle的图书摘要抢先读，以及站外更低价格的卖家清单。这些举措经常被批评为无利可图或有损亚马逊其他部门，但这些做法为亚马逊赢得了忠实客户和超高股票估价，最终产生了积极效果。

接下来我会介绍真正的客户驱动机制，它能帮助管理者打造制胜商业模式。构建该机制分为四步：认准主要客户，设计流程了解客户价值，分配相关资源，打造互动式管理流程用以核实让你做出选择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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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步：认准主要客户

默沙东、谷歌和亚马逊的例子都说明，产生最多利润的客户不一定最重要，能够开发出公司最大价值的客户才最重要。有些公司最重要的客户是产品或服务的终端用户或消费者。另一些公司，代理销售商或中间商才是最需要公司投资的关键客户。

高管如何才能确定他们选对了主要客户呢？需要从三个维度评估每组客户：价值观、能力和盈利潜力。


价值观
 指公司的文化、使命和传承。高管们通过了解公司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把握价值观，发现机会，确定战略方向。史蒂夫乔布斯在产品设计上追求极致的态度，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异常节俭的生活方式，亚马逊的杰夫贝索斯执着于提供购物体验的做法，不断影响他们各自公司的管理者，帮助他们在机会面前做出取舍。2012年贝索斯告诉《财富》杂志：“当（其他公司的高管）早晨淋浴时，想的是如何超过他们的最大竞争者，我们想的是，如何才能站在客户角度创造些什么。”显然，选择主要客户必须反映公司的价值观，否则公司无法将员工的能量和创造力用于服务客户上。


能力
 指公司拥有的嵌入性资源（Embedded Resources）。苹果、谷歌、空中客车等公司具有超群的技术能力；沃尔玛、亚马逊和戴尔以物流能力见长；拉夫劳伦（Ralph Lauren）、雀巢和宝洁具有卓越的品牌营销能力；另一些处于特定行业公司的能力各有所长，HBO电视网和Netflix具有生产原创内容的能力，必和必拓公司（BPH Billiton）拥有采矿资源。修炼这些能力非一日之功，它让公司在满足特定客户需求上具有领先优势，其他企业无法轻易复制。为支持直通消费者的销售模式，戴尔在发展初期打造了难以想象的低价物流系统。今天，戴尔试图将大企业用户的首席信息官作为主要客户，但事实证明，转型十分困难，因为首席信息官需要的是集硬件、软件以及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和终端用户的需求迥异。


盈利潜力
 指客户创造收益的能力。迈克尔波特的五力模型分析了各种不同类型客户的盈利能力，有助于淘汰不良备选。HBO的主要客户似乎是购买其内容的有线电视运营商，但后者很容易更换内容供应商，可在各个供应商之间轻松选择。由此看HBO的市场影响力很小，很难在运营商那里获得较大话语权。HBO选择影视制作人作为主要客户，投入强大资源满足其需求，不断制造出观众需要的独家产品，才有能力提出高溢价，让运营商无法拒绝。盈利潜力不总和能支付高溢价的客户有关。沃尔玛的案例说明，赢得喜欢省钱的客户也能靠量取胜，产生巨额利润。

领英（LinkedIn，全球最大的职业社交网站）的做法可圈可点，主要客户全部符合以上三个维度。欲知它如何摒除招聘者、广告商，而选择个人用户作为主要客户，请看下文《领英如何选择主要客户
 》
 。




领英如何选择主要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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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主要客户需求从三个维度评估每组客户：价值观，包括公司文化、使命和传承；能力，即拥有的独特资源；盈利潜力，即客户创造利润的能力。最能满足上述三点的客户为主要客户。以领英为例，其高管需要在三种均具有极大创收潜力的客户中选择主要客户：招聘者、广告商和个人用户。

（
返回阅读原文

 ）



第二步：了解主要客户的价值是什么

客户往往不十分明确自己到底看重什么，多层面、系统性的研究才能让他们的需求真相大白。

一旦决定了你的主要客户是谁，下一步要明确产生客户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是什么。在相同市场和行业，主要客户最看重的因素因人而异：有的需要尽可能低的价格，有的需要全心全意的服务关系，有的寻求最好的技术或品牌。难把握的是，客户通常不知道自己最想要什么。多层面、系统性的研究才能发现他们的真正需求。

让我们从简入手。假设你已经选定主要客户，并对满足客户需要有了可行办法，但还需改进。你可借助便利且廉价的数据，了解客户的购买习惯、偏好及搜索行为，加深对他们的理解。客户需求不断变化，数据分析是发现且迅速回应需求的利器。谷歌将数据分析分为显示、搜索、地图三个独立团队，数据分析师们在实验室耗费海量时间，与客户合作，研究他们眼球的运动以及其他变量，测评客户对更换色彩等微妙产品变化的反应。雀巢有一间作战室，供分析师监控社交媒体活动，跟踪与产品接受度相关的聊天记录。分析师运用这些信息影响产品研发和营销决策，并实时分析公司的价值定位如何满足主要客户的需求。

上述数据有助于你微调产品或网站功能，更好满足客户已知的需求，但想了解客户更多的需求，只有直接询问客户。聪明的公司会详细规划出与客户沟通的方案。联邦快递的管理者每年举办两次峰会，抽样邀请一些主要客户参加，向他们了解公司哪些做法满足了其需求、哪些方面做得比竞争对手好。粘合剂业界的领袖德国汉高首席执行官罗思德（Kasper Rorsted）设计了“高层对高层（tops to tops）”项目，规定所有高管必须定期与主要企业客户的高管见面，深入准确了解他们的需求并满足这些需求。其他公司，特别是产品周期快的公司可以通过新产品测试与客户沟通。谷歌的Gmail在经过5年超过1000名IT界意见领袖的验收测试后，才最终问世。

最后公司应设计出一系列流程，识别客户所需以及他们尚未意识到的产品和服务。这个过程具有挑战性且投入巨大。聪明公司通常从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ic Methods）入手，宝洁的主要客户是消费者，其高管要求经理和市场调研员每次花上数天时间陪伴客户购物，甚至到他们家中共进晚餐，以便全面了解各种产品的适用程度。宝洁首席执行官雷富礼（A.G. Lafley）在其著作《游戏颠覆者》（“The Game Changer
 ”）中细述了宝洁高管在墨西哥城住在中低产家庭中的体验，由此发明了一种适合在水资源短缺市场使用的新产品：“织物柔顺剂一漂净（Downy Single Rinse）”。

多数公司自认为产品和服务满足了客户需求，但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公司去验证这一想法。不如扪心自问，我们采用哪些措施来保证公司真正了解客户需求，而且能比竞争对手提供更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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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分配相关资源

正如我们看到的默沙东与亚马逊案例，对主要客户的选择以及对客户价值的理解提供了所需的一切信息，让你就如何分配公司资源，即应用何种商业模式做出重大抉择。这里提供五种基本模式以供选择。


低价。
 如果主要客户需要尽可能低的价格，你的大量组织资源应分配给推销、分销等集中运营部门，才能形成规模经济效益。门店或餐厅等面向客户的部门获得的资源则相对较少。沃尔玛使用的正是这一模式。


创造本地价值。
 如果客户看重适应当地口味、偏好或法规的产品和服务，雀巢的模式值得借鉴。雀巢将资源分配到各个地区，让当地管理者根据客户具体需要生产产品，核心部门无权干涉，它们只提供公司级别的支持活动。


全球统一卓越标准。
 无论客户位于何处，如果他们竭力寻求最佳技术或品牌，那么你需要在按产品线划分的全球各业务部门之间合理分配资源。本模式的发力重点为研发、品牌营销和分销。例如，微软的Windows系统、服务器、MSN、移动设备和Xbox游戏分属不同职能部门。每个部门都有独立的收入和盈利任务以及研发机构。（作者注：微软最近宣布，为赶超谷歌，将转型为专业知识化的公司。
 ）


全心全意的服务关系。
 如果顾客需要持久深入的服务关系，IBM的方法值得借鉴。按照行业垂直划分的客户团队在交付产品与服务时，能够对水平划分的产品部门的服务方式进行协调和整合。


专业知识。
 如果主要客户寻求专业技术知识，谷歌和默沙东的例子可供参考。研发是其产品部门的重中之重，获得公司最多的关注和资源，其他功能部门扮演辅助角色。这些研发为主的产品部门分布在世界各地，但没有盈利任务。它们的任务完全集中在开发产品和发明突破性新技术上。所有的销售收入都通过一个功能明确的独立销售部门集中分配。

上述五种基本模式可以有不同的组合。很多公司希望同时利用其中的几种模式。一些公司尝试采取矩阵结构，能同时强调地理和功能，或职能部门和地区。如果你是类似ABB那样的工程公司，主要客户是需要最佳技术特色（全球统一卓越标准）和定制内容（创造当地价值）的政府采购商，这种“折衷”的方式似乎很诱人。值得注意的是，矩阵结构管理难度很大；该结构固有的问题是，对判断主要客户造成困难，无法有效回应顾客需求和偏好。

总的来说，当公司发现其主要客户超过一个时，应成立不同部门，每部门采取最适合的模式，保证资源聚焦于主要客户需求，即所谓的“各司其职”原则。例如，尽管雀巢大部分业务采取当地价值模式，下属两个品牌Nespresso和Mövenpick采取的战略却有所不同。无论身处何地，这两个品牌的顾客追求不变的顶级品质，因此其业务使用的管理模式为全球统一卓越标准，集中管理全球资源。

在评判某种商业模式时，高管应询问一个关键问题：商业模式的选择是否反映了选定的主要客户？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几乎可以确定，公司会败给那些商业模式与主要客户一致的竞争者。



第四步：让控制流程具有互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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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决断力的竞争对手，

让逃避选择的公司望尘莫及。

商业模式可能符合目前的环境，但环境不断变化。客户口味会变，技术会推陈出新，无法预测的竞争对手会进入市场，法规和人口因素也会变化。这意味着你需要经常收集所处竞争环境的信息，尤其是那些可能影响主要客户行为的信息。你必须警惕新出现的威胁和机遇，因为它们可能会重新定义客户看重的因素和客户的盈利潜力。如果环境改变很大，你可能需要重新调整商业模式，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重新选择主要客户。

确保公司的控制系统具有互动性是收集所需信息的最佳方式。组织中每个人应使用统一标准，作为学习和讨论的基础。

监督顾客行为变化和竞争环境的职责不能托付给某一特殊部门。一位技术高管最近告诉我：“公司对那些含有‘创新’字眼部门的理解有误，全公司的每个人都需要创新。”

根据商业战略和所处行业，你可以选择以互动的方式利用现有的管理系统，包括盈利规划系统、品牌收益系统、订单目录或新合同系统等等。例如在HBO，高管经常跟踪竞标对手影视制作人推出新节目的成功率，并让全公司的管理者就这一数据进行讨论，研究可能影响公司战略的市场变化。亚马逊的品类经理利用周一早会的时间研究选择产品分类的数据、收入增长、客户订单和库存周转率。会议反映了公司的领导力原则：客户第一、积极行动、赢得他人信任、深入细节、有后援、不轻信和承担责任。由于将各个职能部门的管理者聚在一起，共同分析数据并制定行动计划，会议具有高度互动性。会上形成的一些行动计划很可能成为公司制定未来新战略的基础。

类似HBO和亚马逊等互动良好的系统具有共同的三要素：一是，该系统能够传递有关不确定性的信息，这些不确定性可能破坏目前的战略构想，值得管理高层注意。二是，该系统在组织中被广泛应用，频繁受到各级管理者注意。三是，该系统涉及聚焦新数据、构想和行动计划的面对面会议。当与会者不分级别，关起门来畅所欲言时，会产生无可取代的能量和创造力。

在利用互动性控制流程时，管理者应不断问自己3个问题：1.新变化是什么？2.为什么发生？3.最重要的是，面对变化我们怎么做？例如，如果能够发现客户盈利潜力发生的变化，你需考虑重新选择主要客户。客户喜好、法规、技术或竞争新情况可能改变主要客户看重的因素，为此你需要重新分配资源或重新设计商业模式。

如果你拥有新技术的先发优势，或者对手还在迷茫中苦苦求索，那么你可能不必马上选择主要客户，而是保持平静，专注于实践。在通往创新的路上，想要充当万能角色取悦所有人的公司大多以失败告终，雅虎的陨落就是前车之鉴。在危机突然降临之前，雅虎一直得过且过，总是到最后关头才临阵换帅，临时制定规矩，挽救快要倒闭的公司。我认为，先发制人，尝试制定选择主要客户的关键战略，总要比临时抱佛脚风险小，而那些想多面出击对冲风险的公司常常被更有决断力的竞争对手击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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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特西蒙是哈佛商学院查尔斯C威廉姆斯教席杰出教授，著有《七大战略问题：获得更好执行力的简单方法》一书（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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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国药控股董事长


魏玉林：平台谋略

王丰 | 文　李武 | 编辑












医药流通行业即将发生剧变，魏玉林率领国药控股步步为谋，从决策到执行再到平台整合，通过看得见的并购战略迅速做大；进而通过不太容易看见的平台战略努力做强。






兵
 法曰：上兵伐谋，最好的战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进而把对手之力转化为同盟之力。在中国许多散乱而竞争无序的行业，能实现这种有效整合者极少，一旦有所成就，收效往往惊人。

受制于中国医药体制，医药流通行业各自为政延续数十年，始终群龙无首。10年前，中国药品分销业年销售额约2000亿元，销量最大的是上药股份，其年销售额不过100亿元，市场份额不足5%。而当时的美国，其前3家药品销售企业的销售额占有美国市场达90%左右。

2003年，中国医药集团把位于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沈阳等五家国有药品采供一级站打包，与民营企业复星集团合资组建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01099 .HK）（以下简称国药），前者以资产入股，占比51%，后者出资5.3亿元，占比49%，一家在当时还比较罕见的混合所有制央企产生了。很多人不理解：一家民营企业怎么敢把这么多钱交给一家国有企业？此为一问。

二问，用传统的视角来看，国药是一家药品批发商，其96%的业务是把药品分销给医院和零售商，医院是国药最大的客户，在中国，80%以上的药品零售是由各级医院实现的。10年间，国药从60多亿元起步，2013年的销售额预计达到1640亿元。复星当初投资的5亿多元，目前资产权益已在200亿元以上。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国药实施的上百次并购中，成功率达到了99%。是什么导致了国药并购战略的成功？有没有一个基本的模型？

三问，在信息化、透明化、短生命周期、高强度的竞争趋势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放在哪儿最好？日前在与斯坦福大学管理学教授谢德逊（Edison Tse）先生交流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放在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结构。”在对国药的管理研究中，我们引入了谢德逊这个思路之后发现：国药有两个战略，一个是外界很容易看得见的——并购战略，它是显性的，很容易跟进和学习；另一个是外界不大容易看得见的——平台型企业战略，它是隐性的，很难模仿和复制。进一步考量，你会发现，在国药，这两个战略是互为因果的：因为有了平台战略，并购战略才能够聚合资源得以实施；因为有了并购战略，把竞争者转化为同盟军，平台战略才由蓝图变成了现实。并购战略使公司做大了，平台型企业战略正在使国药做强。那么，这又是一个怎样的平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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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以来，通过实施并购战略和平台战略，公司始终保持30%多的年平均复合增长率。

（数据来源：国药控股）





让我们首先复盘一下2005年底魏玉林操盘国药之初是如何“谋”势的。魏玉林认为，一个行业发生剧变需要具备三个因素，其一，资本进入行业，其二，信息技术进入行业，其三，政策发生变化。当这三个因素一起冲击到这个行业时，市场势必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按照这个逻辑，魏玉林洞察到了国药正站在行业再造的战略机遇前。

国药如何再造行业格局？魏玉林认为，传统药品流通企业是“两高一低”——高投入、高风险、低回报，在产业链中处于最低端，基于“两高一低”的传统商业模式的获利手段是，在对上游企业的物理产品进行空间传递过程中，利用信息不对称，通过放大价格杠杆实现获利，而在上述三要素共同冲击下，国药如果仍然只做物理传递，不但创造的价值太小，而且根本没有前途。

由此，魏玉林重新构建了国药的商业哲学：将利益相关者都视为顾客——供应商、医院、零售商甚至政府等等都是国药的顾客，国药根据这种结构化的顾客的不同需求，提供相应的专业化服务。通过增值服务，让顾客产生依赖，依赖则会产生服务外包，服务外包则会促进市场份额向国药平台集中，市场份额一旦实现集中，国药便可以引入科学管理从而构建核心竞争优势。

谋定而后动。从2006年至2012年，在“隐性”的平台战略与“显性”的并购战略下，市场份额迅速向国药集中，从最初的4%提升至目前的17%。而站在全球纬度来看，美国排在前三位的药品分销企业市场占有率高达96％，欧盟的是65％。近10年来，伴随医改的不断深入，中国药品分销行业中的大企业向二三线城市和基层医疗市场扩张迅速，逐步形成了国药集团、上药集团、华润医药及九州通为代表的全国性药品流通集团。目前，国药集团、上药集团、华润医药等药品分销三大集团市场占有率达到了30%以上，前10强占比达50%左右。

初步研究不难发现，“国药战略三要素 = 联合重组 + 管控 + 公司治理”。这个模型是如何推动国药并购战略和平台战略成功的？

2013年12月5日下午，在上海国药大厦董事长办公室，HBR中文版撰稿人独家专访了国药控股董事长魏玉林。他在医药行业工作已经37年，做过工厂的试验工人，站过零售药房的柜台，跑过批发企业的进销业务，自己带队创过业，做过企业运营，曾让不同企业扭亏为盈，主导过公司上市运作，做过上市公司的执行总裁，2013年11月11日升任国药董事长。

双方就坐，交谈，不超过两分钟，你就能感受到他的谈话控制力，表达清晰，有理有据，他不会从理论到理论，他能迅速识别你想要什么，然后以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告诉你。




人物小传


魏玉林

国药控股董事长，党委书记

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会长






出生时间：
 1957年4月1日


毕业院校：
 长江商学院EMBA。


简介：
 魏玉林在中国医药行业浸淫37年，从业务员到中国最大的药品分销公司董事长。操盘了国药控股从小到大的全过程。他以整合、转型、创新、跨越的投资理念，为国药确立了平台战略。在他的带领下，公司始终保持30%多的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市场份额从4%提升至17%。





孵化平台模式

平台模式就是通过网络集成和集约化配置资源的方式，从总部把资金的杠杆放得更大，从而体现规模效益。


HBR中文版：
 2006年国药高层调整，你从天津调任上海总部，以COO身份操盘国药，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魏玉林：
 制定三年后上市的阶段性目标。办企业要很多要素，但首先要有一个远大的企业发展目标，有了目标之后，才能吸引到要素资源跟随你共同发展。




HBR中文版：
 为什么上市如此重要？


魏玉林：
 因为企业缺钱，药品分销业在中国是个典型的赊账经济，医院业务就像一个吸钱的黑洞一样，会无穷尽地吸纳资金，你做得越大垫付的资金就越多。资金驱动型的行业具有高投资，高风险，低回报的特点。所以企业很难做大，具体来说，正常的现金流量模型应该是“应收+库存账期=应付”，不用垫钱经营，这是比较理想的情况，没有财务成本和风险差价就是赚的；第二种情况，应收账期等于应付账期，要贷点款，垫库存，有风险，但库存资金风险可控；最坏的情况是，应收远大于应付，黑洞就出现了，资金链就撑不住了。由于绝大部分企业都缺资金，所以这个行业才存在大量的中小企业。




HBR中文版：
 在行业赊账经济条件下，为什么还存在那么多药品分销公司？


魏玉林：
 两个大背景：一，国家对医疗的投入不足，医院要承担市场化的经营，形成了医、药不分的卫生体制；二，2008年开始实行以省为单位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前者促成了医院对药品零售的垄断，后者造成了在流通领域中的各种利益群体，包括生产企业、各级批发企业、招投标机构、医务人员。各种角色分别用不同的手段影响价值链：生产企业有自主定价权，可以高定价；分销企业地头熟，在医院进行药品促销，国产药品95%以上是仿制药，产能过剩，竞争激烈，很多规模小的分销企业利用灰色的操作方式，照样可以生存；政府配置的招投标机构，则掌握了药品进入当地医院的许可证。




HBR中文版：
 公司成立时，复星投入的5.3亿元股本金都用完了？


魏玉林：
 2003年公司成立，有了现金，要做事，当时还谈不上战略，只是有一个目标——做全国药品分销第一品牌，为了能做大就开始收购企业，2004年收购上市公司一致药业43.33%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之后陆续在各省又收购了十几家民营药品分销商，最小的年销售额只有2000多万元，最大的也就1个多亿，实际上2005年底，当初的资本金就差不多投光了。




HBR中文版：
 赊账经济条件下，你的资本金又用完了，不能再快速并购了，如何为上市做准备呢？


魏玉林：
 我发现了一条关键的知识，就是把分散独立的分销模式转型为网络布局的平台模式，平台模式就是通过网络集成和集约化配置资源的方式，从总部把资金的杠杆放得更大，从而体现规模效益。

你看，传统药品商业企业在供应链中处于最低端，资本价值不高。而商业的本质是利用信息不对称通过放大价格杠杆来赚钱的，药品分销市场放开之后，竞争是充分的，信息越来越透明了，这个时候，商业要靠资源不对称和企业的规模效益来获得比较优势。如果仍然只做简单的贸易服务，不用说上市了，生存都是有问题的，因为你创造的价值太小了。




HBR中文版：
 平台模式如何解决传统药品商业模式的困境？


魏玉林：
 向平台模式转型要做两件核心的事：一是管控模式要变化，二是贸易要服务化。在管理上，2003年到2006年，是跑马圈地的初级阶段，上海总部实际上是一个财务投资型总部，只有几十个人，有财务部、人力资源部、党委等部门，管理相对较为粗放，下面子公司各干各的，总部不设立运营部门。我接手COO时，规模上我们已经第一了，要想成功上市，就要做运营整合，搭建总部运营平台最为重要，只有做大总部，实现专业化管理和一体化运营，释放规模效益，才能有机整合要素资源，提升存量，扩大增量，从而保持领先。




HBR中文版：
 怎样实现总部集权？


魏玉林：
 首先搭建了总部的业务平台，主管全国业务运营，业务平台有两个功能，一块是纯销（终端药品销售），一块是分销。纯销以上海业务为基础平台，分销则是把天津的分销业务（当时有30多亿元销售额和1个多亿的净利润）与上海的分销业务整合在一起，然后又在总部成立了运营管理部，总部开始对各地的子公司进行职能和业务运营管理，并把预算、人事、财务、考核等等管理都纳入其中，这意味着我们的管控模式从财务投资型总部转换成运营型管理总部。




HBR中文版：
 为什么要把贸易服务化？


魏玉林：
 服务有特色难以模仿，尤其是令客户感动的服务体验，会让其产生服务依赖，对方会慢慢把更多的业务给你，直至全部外包给你，这样，你会慢慢变成服务提供商，传统模式下，你只是贸易商，商品所有权每转移、结算一次，交易关系就终结，服务贸易才是你与客户成为彼此依存的供应链的一部分。



平台战略出炉


HBR中文版：
 你到任国药的头三年，实际上成为了国药并购模型的孵化期，以当时10几家子公司为基础，推动管控模式变革和业务模式变革。


魏玉林：
 可以这么说吧。从2006年到2009年，为了筹备上市，我们侧重于整合内部管理，强化运营提升，注重报表质量，连续几年做出了比较好的业绩曲线。其实这是用管理实践孵化未来发展模式的一个过程，我们边做边想：一个企业处于价值链低端、又没有要素资源的优势，应该准备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才能让投资者相信你呢？所以，2008年到2009年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开始考虑更大的目标和战略的事情。




HBR中文版：
 2009年国药上市前，你做的最重要事情是什么？


魏玉林：
 我们重新制定了目标和战略：目标是，到2015年之前，建成一个覆盖全国的医药网，达到全国一省一公司（二级），一地一公司（三级）。

2009年，我们的销售规模是470亿元，有了十几家子公司，我们又在全国330个城市中选了278个城市作为网络布局目标，这个目标是体系化的，需要综合考虑各地的市场份额、竞争优势以及网络的整体价值；我们的战略就是网络平台战略，2009年国家启动了新医改，指向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我们的平台要顺势而为，用并购的方式，迅速做大，平台越大，价值越大，制造商需要你，医院需要你，招标机构需要你，企业各相关利益人都需要你。你成为一个平台企业，各种要素资源会流向你，企业做大后利用比较优势，最终会形成关键的竞争能力。




HBR中文版：
 你制定这个战略的依据是什么？


魏玉林：
 当一个行业发生剧变之前，有个三个征兆：资本在行业内异常活跃；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新政策频繁出台。可以说，2009年我们在制定战略时，已经看到了一个高度资本化、信息化、市场化以及新医改政策同时发生作用的剧变市场，当所有因素已经齐备并冲击到这个行业时，这个市场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企业进行再造的时机来了。我们制定了充满进取心的目标，平台战略则是我们认为支持目标实现的最有效的战略。




HBR中文版：
 政府一直未能建立全国性医药流通网络，你们靠什么做到了？


魏玉林：
 首先就是要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就是能发现别人不知道的知识。当你第一个提出这个战略目标时，它与常人的理解往往是相悖的，2009年没有人理解我们提出的全国网络。所以企业家看问题既要有高度，前瞻性，也要有不同的纬度，要有“具象思维”的能力。“瞎子摸象”，谁错了？每个人都认为说出了真理，因为他摸到的东西就是那样的，只是你从更高的、更完整的角度看到了那是一头大象，你也不用争论，而是要对他们说，你说得对，但只对了一部分。




HBR中文版：
 你是怎么把“大象”讲成故事给投行听的？


魏玉林：
 我与他们讲道理，做利益分析。医改谁受益？首先，医改实施广覆盖，老百姓是受益人；其次，像国药这样的平台服务商一定会受益。原因有三：对招标和降价的品种我们具有选择性，对客户我们可以提供多品种一站式服务。平台做大后，会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效果；我们是全国性的地方公司，在医改过程中，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为生产商、政府招标机构、医院等利益相关者提供个性化和全面的解决方案，通过为利益相关方创造服务价值而获得依赖，从而支撑我们的扩张和发展。




HBR中文版：
 国药作为平台服务商的独特价值是什么？


魏玉林：
 平台服务商追求的是为客户提供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更便利的服务，市场份额大了，品种多了，更换品种就成为我们抵消药品招标导致药品降价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可以用高毛利品种替换低毛利品种，以保证我的盈利空间稳定不变，公司即能规避医改风险也能抗经济周期。企业的价值就会大大提升。投资者喜欢这样的公司，市场就接受了，2009年实现了高溢价发行上市，融资100亿港币。




HBR中文版：
 支持平台战略的结构是什么？


魏玉林：
 就是强大的后台与高效的前台。总部是后台，直接对前台，前台包括省级二级子公司和地市级的三级子公司。管控模式是战略管控与运营型总部的结合，总部是战略决策，资源配置，风险管控，文化传播等管控平台，聚集着高效能的团队和高度信息化的运营系统。它会复杂到竞争对手难以复制。看起来是个大矩阵，更强调垂直管理模式的效率和统一，突出专业化管理和一体化运营的优势，在这种结构下，总部对前台有着非常强的控制力。




HBR中文版：
 采取这种运营型管控模式的原因是什么？


魏玉林：
 总部要成为整合上游资源的平台，这种独特功能造就了它的资源配置能力，也使前台具有了更有效管控和指挥能力的基础。如果总部没有集约化运营的能力，就不能实现高效管理，也无法有效配置资源。比如我们实现的集采，有五个统一：统一寻源，统一谈判，统一付款，统一物流，统一营销。你分散时拿不到的产品资源，合起来之后与人谈时就可以拿到。我们为供应商提供供应链的数据，第三方物流服务，做冷链服务及分包装服务，通过做广阔市场的深度分销，为供应商提供互补性服务，这些服务体现了顾客价值，供应商就愿意给我们更多的品种和让利。




国药控股与国际对标公司麦卡森比较

数据来源：国药控股

国药控股


公司简介
 　成立于2003年，是跨所有制、跨地域的大型医药集团性企业，是中国最大的药品及医疗保健产品分销商及领先的供应链服务商，公司拥有并经营中国最大的药品分销网络。


发展模式
 　通过“并购+平台”做大做强。


财务数据（2013年上半年）



总资产 972亿元，净利润17.9亿元，毛利率7.82%，净利率2.25%，运营周期32天。





麦卡森


公司简介
 　成立于1833年，是美国第一大医药批发商，全球500强，是全球领先的配送、信息和医疗健康管理服务供应商。


发展模式
 　通过“外部并购+内部调整+企业创新”，聚焦医疗、技术进步和服务延伸。


财务数据（2013年上半年）



总资产2210亿元，净利润50.9亿元，毛利率6.03%，净利率1.27%，运营周期12天。





优劣比较

麦卡森身处成熟市场，竞争充分，市场份额较为稳定，增长和盈利能力要弱于国药控股，但是其管理能力和经营效率好于国药控股，其运营周期为11天，远低于国药控股的32天。





拿捏并购分寸


HBR中文版：
 从2009年成功上市到2012年，国药进入密集并购期，为什么把“并购”称做“联合重组”？


魏玉林：
 并购是战略的实现方式，“联合重组”这四个字更能体现“平台战略”的内涵：并购不是吃掉你，而是更强调整合发展。在技术上，股权配比基本上是三七开，国药70%，对方30%，这就保证了国药对被并购企业的绝对控制权，其实企业的运作是建立在资源组合基础上的，由于重要资源都集中在总部，子公司缺钱缺资源就做不了事，所以子公司和总部是相互依存型的母子关系，总部既管控也服务，服务也是最有效地管理。




HBR中文版：
 在资本市场的呼应下，2009年之后药品流通业并购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魏玉林：
 2009年之前，地方分散的批发商都希望我们收购它，联大靠强。一般都是按净资产进行收购，没什么溢价，被收购者的需要很简单——国药的资金、品种、品牌和平台，2009年之后不同的是，主要竞争对手开始跟进，把并购战场指向了一些资质优良的地方分销商，收购价不断抬升，PE从3倍一路涨到25倍，市场开始脱离理性。




HBR中文版：
 并购对象为什么选你，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魏玉林：
 举个例子吧，2011年的一个月之内我亲自谈了三家。其中一家是北京的一家企业，年销售16亿元，净利润6000多万元，此前被欧洲某公司看中，只剩下签约了，我找到该企业老板，给他讲国药的平台战略思想，我说，我能给你的真正有价值的不是钱、品种等等这些表面的东西，而是帮助你实现新的发展，给你一个全新发展理念。我发现这些才是他真正需要的。一个月之内，这宗交易完成了，PE是12倍，出价没有欧洲公司高。




HBR中文版：
 非理性的并购热潮，对国药的并购战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魏玉林：
 影响是转折性的。2011年我与广东的某分销商谈判，价格也是12倍（PE），竞争对手又去争抢，价格涨到了25倍（PE）。我觉得这个企业的价值与价格严重背离了，这毕竟是轻资产的企业，商业核心价值会受人为因素的影响，不确定的风险较大。高价格会有高风险，因此我们决定放弃收购，最终这家公司被竞争对手买去了。




HBR中文版：
 你如何把握战略刚性与弹性的分寸？


魏玉林：
 这需要企业家精神的另一种关键能力——底线思维能力，不能做超出资源能力范畴之外的事。市场上高价格的并购让我们意识到，市场已经充斥着非理性，恶性抢购之风。公司战略不能只靠单纯的并购来实现。我们也可以通过要素资本重组的方式进行整合。




HBR中文版：
 这是否意味着放弃了到2015年实施“一地一公司”的目标？


魏玉林：
 战略执行的有效性取决于你审视目标的角度和高度。资本在恶炒，当收购目标都变成了背离价值的资本筹码时，你就要收手了。什么叫战略？第一个宣誓并第一个完成它，就叫战略。我们第一个宣誓建设全国性网络的战略目标之后，在竞争对手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第一个去做了，资本市场认可了，资源向我们靠拢了，竞争者拼命追赶，但为时已晚。2012年上半年，国药全国性网络的框架基本搭建完毕，份额达到了17%，拉开了与第二名、第三名的距离，彻底实现了领先。



收编地方私企


HBR中文版：
 大规模并购之后，国药成为多元文化的企业，加盟者绝大部分是中小私营企业和老国企老板，他们都有自己的习惯，有的人是靠灰色规则发家，怎么去控制他们呢？


魏玉林：
 刚开始双方是有距离的，为了保证并购的有效性，刚开始要适度进行战略性忽略。对于刚刚加入的老板来说，小老板的身份刚刚转换，老习惯、旧方法不可能马上改变，你要学会忽略，刚开始一定要实现包容性成长，设置一个包容性成长的周期，包容当然是有成本的，效率一定会下降，但为了“一体化”这个大目标，不喜欢的东西，你也要暂时接纳，随着总部管理职能的不断渗透，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放弃老习惯，形成新精神面貌，因为他们通过比较就会意识到，只有接受统一的绩效评估标准，才能在达标后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只有学习了新的管理知识，自身才能够得到发展。




HBR中文版：
 小老板们往往习惯于小富即安，并购之后针对他们的动力机制是什么？


魏玉林：
 很简单，创造比较，像打“擂台赛”一样。根据投资回报率、利润、销售规模等指标，把企业按资质分类，张榜公布。你不要低估尊严的力量，得到表彰的优秀企业，大家在一起开会时非常高兴，业绩一般和较差的企业就感觉不好了，有人就说：“魏总，这不是羞辱我们吗？这种文化，我们极不认可。”




HBR中文版：
 如何化解这种文化冲突？


魏玉林：
 这不是冲突，这种情绪正是我所需要的。由于我们在各地并购的绝大部企业都是私营企业和个体老板，他们是老板文化，就是一个人说了算，我要让他们知道，想要大发展，就要突破管理瓶颈，光靠老板一个人是不够的，要发挥整个团队的力量。接下来，我们就搞了总经理培训班，各种管理职能培训班，鼓励各地公司负责人互相交流比较，他们通过这种比较、学习，迫切地意识到发展企业需要知识，需要管理，需要技术，需要人才，之前小富即安的老板文化自然就被打破了。




HBR中文版：
 这些“地方军”如何在管理上全面融入国药？


魏玉林：
 管理整合是综合性的，包括构架整合，财务整合，业务整合，系统和体制整合，薪酬整合，文化整合等。一方面我们不求一步到位，文化融合是彼此的，平均下来三年就会接受你的管理了，当然也会遇到极个别情况，小股东只想要你的资源，不想让你管他。他的企业始终不愿对你开放，文化融合不了，对此，我们的态度就是坚决退出。另一方面，该做的必须做：一，制度嫁接和信息嫁接，对方做什么，你需要知道；其二，财务总监由总部来派，总部要做到三控：控制钱，控制预算，控制风险。



整合要素资本


HBR中文版：
 你提到2012年上半年国药完全实现了市场“领先”，该如何理解“领先”？


魏玉林：
 就是你一骑绝尘地往前走，别人暂时赶不上来了，你因此有了发展的空间和时间。当然，领先只是你的第一阶段，只表明你的规模和速度领先了，但结构和综合能力还是不行的。第二阶段是做标杆，走完这一步，你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你的管理和架构，会支持你进一步健康发展。第三阶段是领跑阶段，领跑阶段要解决企业基业长青的问题，核心能力是创新。




HBR中文版：
 国药进入了标杆阶段后，并购战略退场，新的经营战略是什么？


魏玉林：
 是要素资本的整合，2012年上半年我们提出了新起点，新征途，新跨越，从传统分销向现代服务转型，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医药健康服务提供商。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进入大健康产业。要素资本包括人才，团队，技术，品牌，以及各种关系、各种机会、各种准入门槛等，如果说第一阶段我们通过货币资本并购整合是做加法，那么第二个阶段通过要素资本整合，促进要素的集成和创新，产生核聚变就是做乘法。




HBR中文版：
 原有的组织结构支持要素整合战略吗？


魏玉林：
 在原有的结构下，我们虽有部门却没有体系，虽有流程，但它有边界，还是部门经济，还不能做到资源共享和无边界地合作，所以要推动要素资本整合战略，就要打破部门之间的边界。每个部门看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就象盲人摸象，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掌握真理，都坚持自己的观点，整体上就没效率了。就是说，原有的组织架构已经不符合要素资本整合战略的管理需求了。




HBR中文版：
 结构变革过程，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


魏玉林：
 我最关心的是信息资源共享及专业化分工和一体化运营的问题，我们计划成立财务资源共享中心，信息资源共享中心，人力资源共享中心，都要做起来。分工是一种成长的动力，资源共享中心是分工的一种高级阶段，共享中心是开放式的，有一些重复性的非核心的工作你可以外包，其实供应链管理就是互相管理与服务外包，彼此形成供应链联盟，整体效率和成本优势就是你的核心竞争力。




HBR中文版：
 在要素资本整合战略下，业务结构如何进行战略调整？


魏玉林：
 之前业务集中于分销，占整个销售额的96%，其他业态很小，像麦卡森、卡蒂诺，它们并购了很多信息化公司、健康管理公司、医药器械公司等等，我们也要进行相关多元化。我们刚刚投资20亿元，把一致药业做成了工业发展的平台；零售版块，我们与国际巨头谈合作。




HBR中文版：
 在管理上做到什么程度才支持标杆阶段的发展需求？


魏玉林：
 标准化，模块化，专业化，系统化，集约化，一体化。在成为标杆之前，尽管你是行业领先的，但管理还不太成体系，没有形成有效率的系统，标准化不足，个性化东西多，就会出现管理上的短板，到处是撒气漏风。




HBR中文版：
 要素资本整合战略下，国药的利润率可以提高多少？


魏玉林：
 目前我们的净利润水平在2%左右，未来企业净利润的目标是达到5%。目前，全球排名第一的麦卡森、排名第二的卡蒂诺的净利润水平分别为1.5%和1.8%。




HBR中文版：
 要素整合执行到什么程度才意味着国药可以进入领跑阶段？


魏玉林：
 当企业可以有自由现金流，供应商与客户的账期风险可控，企业有了很高的信用等级，有了标准化管理，有了更好的人才团队，拥有相对可控的优质资源，有了更多的要素资本，企业会进入成熟的发展期，当创新成为常态时，我们的企业才可以引领行业不断前行。



抓住治理核心


HBR中文版：
 国药是一家混合所有制的国企，企业家精神如何发挥作用？


魏玉林：
 关键是对资本的尊重，资本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没有效益和价值的事我不干，不尊重资本规律的事我不干。国有企业往往是按照行政体系运行，它更看重权力。现在的很多问题往往出在一些管理者不按照资本的规律去做事，而是按照领导的意图去做事。结果干不好也做不成事。没有体现对资本的尊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资改革，而不是国企改革，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体。真正抓住了资本这个核心。




HBR中文版：
 为什么国药能够实现对资本的尊重？


魏玉林：
 资本如何管企业？用董事会管。我们的董事会始终很清楚自己要的是公司价值的增值和股东的高回报。进一步讲，是要实现对要素资本的尊重：一，尊重企业家精神，否则，一切无从谈起；二，实施市场化机制，虽然还不完全，我可以是事业经理人，可以去奉献，但要承认更多的职业经理的市场价值，并给予对等回报，我们实行的是市场化报酬，很多人才愿意来，包括外资企业的人才也愿意来。




HBR中文版：
 尊重资本这件事，具体是如何体现的？


魏玉林：
 一家公司的操盘手往往掌握着企业的最完全的信息，他与董事会之间就存在信息不对称，首先要注重实现管理层与董事会之间的信息对称，一旦董事会发现问题，马上会向管理层提出意见。董事会就是替资本说话，按规则办事，起到的是制衡和激励的功能。




HBR中文版：
 从1到10，如何评价国药的公司治理水平？


魏玉林：
 没有董事会支持，企业家什么都做不了，我想董事会的功能发挥了70%。在这样的董事会下，执行层就是把事情做得超过董事会的预期，让董事会欣赏。在公司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这几年的发展基本上都能超越集团和董事会的预期。你能做到让领导欣赏你的时候，领导为什么还要去管你呢？




HBR中文版：
 你在国有医药系统已经37年了，如何评价自己的管理风格？


魏玉林：
 我会给你战略和战术，让你先做，你不会做，我就告诉你怎么去做，我就是这样带下属成长的。所谓成功是熬出来，你没有这些经历，你怎么会成长呢？我现在从一线退下来，到董事长这个位置上，但我不会闲着，我还是要做一些有价值的事，资本没有光顾的领域只剩下医院了，我接下来希望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搞一个医疗基金。去做医院的并购整合。医院是重资产，特别是非盈利性医院是高价值，高风险，低回报。不适合用银行贷款去做，短贷长投或融资款也不适合它的经营规律，这个事业有挑战，更适合我去探索并发现资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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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丰是HBR中文版高级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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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聚光灯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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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月，我们都会在聚光灯里搭配几件作品，每件作品均出自一位颇有建树的艺术家之手。我们希望这些摄影师、画家和装置艺术家鲜活、理性的作品能赋予杂志更多活力与信息，更细致地阐释一些比较复杂抽象的概念。

本月我们展示的装置艺术出自艺术家莉莉安娜波特（Liliana Porter）之手。她出生于阿根廷，目前生活在纽约。波特利用在跳蚤市场和古董店找到的物件、玩具和雕像创造出画面，称之为“反映人类状态的戏剧性装饰图案（the atrical vignettes）”。更多作品，请关注 lilianaporter.com
 。





聚光灯 Spotlight




工作生活，尽在掌握

鲍里斯格鲁斯伯格（Boris Groysberg）

罗宾亚伯拉罕斯（Robin Abrahams） | 文

程明霞 | 译　刘铮筝 | 校　钮键军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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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功兼顾工作与生活，就要聚焦人生核心目标，深思熟虑做出取舍。具体可分为5个方面：定义自己的成功、巧妙使用通信技术、在职场和家庭建立起强大的联盟、慎重选择出差或移居，以及与伴侣亲密合作。






核心观点


难题所在
 　无论如何安排，当代资深高管都觉得很难实现家庭与事业的平衡，致使他们无论在家庭或职场都难以充分投入其中。








解决方案
 　高管们发现，必须在职场与家庭的所有机遇面前做出深思熟虑的取舍，才能使他们更投入，更满意。








研究成果
 　那些精心安排自己的时间、精力与才智的高管，通常能够在职场和家庭中获得更高的满意度。






家
 庭与事业如何兼得？高管们会告诉你：乐观地说，这是每个人都心向往之的梦想；悲观地说，这只是个传说。但如果在职业与人生的所有机会面前都能深思熟虑地做出取舍，而非事到临头才仓促应对，高管们完全可以在职场、家庭与朋友圈进退自如。工作辛苦，生活不易，高管已有切身的体会，职业生涯的平步青云与家庭生活息息相关，稍有疏忽就可能迷失自我、错失所爱，甚至丧失立身之本。那些游刃有余的人，总能在职场的每个决定、每次活动中恰到好处地兼顾家庭。他们年复一年地把自己的时间、精力与才智巧妙地配比在工作和生活上，而非仅仅几周或几天。

21世纪的商业领袖就是这样，能在职业追求与个人生活之间寻求平衡，这是我们的研究结论。本文基于哈佛商学院MBA学生过去5年对全球近4000位高管的访谈，以及针对82位参加哈佛商学院领导力课程高管的问卷调查。

深思熟虑安排一切并不能确保事业和生活都尽在掌握。有时，突如其来的生活变故会摧毁一切，比如父母罹患老年痴呆，或幼子遭遇车祸。但在我们的调研中，无论性别，大部分高管面对类似挑战时都能与家人同舟共济，并保持充沛精力。他们的故事与建议分为5个主题：定义自己的成功、巧妙使用通信技术、在职场和家庭建立起强大的联盟、慎重选择出差或移居，以及与伴侣亲密合作。



你的成功你定义

如果让你负责一个重大项目，你一定会很早就明确该项目成功的标准。该原则也适用于深思熟虑的生活：你必须想清楚，成功对你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同时，你要明白成功的定义也在与时俱进。

对于事业家庭双丰收的定义，高管们从战术型到概念型不一而足（参见“高管如何定义工作与生活的‘双赢’”

 ）。对有些高管而言，家庭与事业平衡意味着每周至少有四个晚上呆在家；但对其他高管来说，则意味着他要了解每位家庭成员的生活状况；还有些高管则认为，兼顾工作与家庭意味着他工作和在家时一样活力十足。

我们的问卷调查反映出的男女差别非常有趣：在定义职业成功时，女性高管比男性高管更看重个人成就、对工作的热情、获得尊重，以及推动变革，而不是组织业绩或者持续的学习与进步。此外，将财务收入列为个人或事业成功的女性要比男性少。而男女高管定义个人成功时最大的共识是，要拥有一份满意的伴侣关系。但男性仅将“拥有家庭”列为成功的标志之一，女性高管则会描述她们眼中美好家庭生活的具体图景。而且，很多女性认为朋友及社交圈与家庭同样重要。

问卷调查的反馈大都是些短语和清单，而在接受访问时，高管通常以讲故事、描述理想自我或完美时刻来定义个人成功。这些故事和定义反映了他们的动机和目标，并决定他们在面临冲突和矛盾时如何安排轻重缓急。

比如，一旦工作任务与家庭责任相冲突，男性高管通常以挣钱养家者自居。一些男性高管承认与家人相处时间不够，但他们认为缺失家庭责任是可接受的代价，这为孩子换来了他们自己从未有过的机会。其中一位童年家境贫寒的男高管说，他在财务上的成功既给孩子提供了保障，也让父母摆脱了贫困。另一位高管甚至认为自己的离异并非坏事：“如果回到从前，我还会做同样的决定，专心于工作。所以现在我才能供养家庭，并且成为行业领袖，这些对我很重要。现在，我终于可以专注于孩子的教育……而且在周末花更多时间与他们在一起。”

即便那些自认为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实现了某种平衡，并以此为傲的高管，也拿自己和传统意义的完美男人做比较。一位被访高管说，“我每晚陪孩子10分钟，比我工作10分钟要伟大100万倍。”很难想象，一位女性会因为每天陪孩子10分钟而自鸣得意，而男人却会视此为模范父亲的行为。

的确，女性和男性的家庭责任观完全不同。男性仍然觉得自己首要的家庭责任是赚钱养家，而女性则认为自己应该给孩子做榜样。很多女性（远超过男性）强调工作对孩子的重要性，尤其是对女儿们，让她们看到妈妈是能干的职场中人。一位女性说，“我认为工作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是谁。我希望孩子们理解我在做什么。我是个完整的人。”

很多女性说，平衡家庭与工作最困难的在于，要对抗整个社会对母亲角色的传统定义。有位女性说，当她女儿把彭博新闻网叫做“妈咪的频道”之后，她就再也不在家里工作了。另一位女性则说，“收入高了之后，你就能花钱雇人照顾孩子。但最痛苦的莫过于没能多陪孩子的愧疚感，尤其是看到女性朋友辞职去照顾孩子的时候。那是一种‘缺位’的负罪感。”

男女高管都表达了类似的负罪感，并将不留遗憾视为个人成功的一部分。为此，他们通常会将某些重大事件作为标记，比如，绝不错过儿子的少年棒球联赛，或无论怎样每天都要问候孩子一次。一位高管说，“我会把与家人的晚餐列为优先项，就当它是晚上6点与最重要客户的会议。”另一位女性高管则建议说，“要设计好房间格局：在厨房里放一张桌子，孩子可以在那里写作业，丈夫做晚饭，你喝红酒。”虽说是建议，但很明显，这是她个人对完美家庭生活的具体设想。




高管如何定义工作与生活的“双赢”


在定义成功的事业与生活时，高管最看重以下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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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半的贡献

高管说，伴侣认同他们对成功的定义，贡献了互补的能力，而且给予他们如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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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使用通信技术

对于有家庭的高管，要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与职场保持联络畅通，是个永久的挑战。

在调研中，几乎所有被访者都谈及通信技术之扰——邮件、短信、语音信箱以及其他联络方式让他们不胜其烦。对于有家庭的高管来说，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与职场保持联络畅通，是永无止境的挑战。很多高管都警惕通信工具之扰，避免一心二用，他们坚守专注的价值。“当我在家时，我就全身心在家，”一位高管说，“在家时，我会强迫自己不查邮件、不接电话，全心全意陪伴孩子。工作时我也会全身心投入。我相信模糊二者的界限会造成很多困扰和错误。”

最后一点是高管的普遍担忧：随时在线会损害业绩。一位高管觉察到，“当你从回复邮件的狂热中摆脱出来，反而会有更多想法。”科学发展史也证明，那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思想都不是在实验室诞生的，而是科学家在处理日常琐事甚至睡觉时产生的。另一位高管则指出，24小时待命实际上会伤害组织的主动性，“如果你的团队里都是些依赖性强的员工，永远要征求你的意见，确实会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但事实上，团队离开你就无法正常运转，并不等于你真的重要。”

引人注目的是，一些高管在工作中也开始减少对通信技术的依赖。有句话说，“你不能通过电话抚养孩子”——一些高管认为管理团队同样如此。只要条件允许，最好的沟通方式是面对面。但如何判断何时应该当面沟通呢？一位受访者把传播信息和交流观点做了严格区分，“讲电话很容易，但认真深入地倾听正变得越来越具挑战性。我已经注意到这种趋势，那些至关重要的谈话都开始重新回归面对面沟通。当你评估一项高达数十亿美元的交易，就一定要当面沟通。”

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高管将通信技术视为家庭的侵略者，约四分之一的人视其为救星，剩下的人则表示中立或对其感情复杂。一些人十分反感在家受到智能手机打扰，一位高管愤愤地说，“手机嗡嗡作响时，你实在很难继续盯着球场。”但另一些高管则感激通信技术带来的便利：“我可能下午4点就得下班去对付孩子，但是我还会上线，随时与同事保持联系，查看邮件，直到晚上8点。”另一位说，“有时孩子们反感我在饭桌上使用黑莓手机，但我告诉他们，正因为用黑莓我才能呆在家里陪他们。”

无论喜爱或痛恨实时通信，所有人都认同，高管必须学会更巧妙地利用通信技术。总体看来，实时通信可能是个好仆人，也可能是个坏主人。高管们对此的建议倒是相当一致：让你的团队可以找到你，但不是随时随地都能找到你；对自己多任务管理的能力要实事求是；多利用当面相处的机会维持关系、建立信任；并且，让你的收件箱井井有条。



组建强大后援团

所有高管们都坚信，要平衡好家庭与工作，必须拥有一群幕后支持者作为自己强大的后援团。很多高管认为，如果家里没有人可以专职主内，那么花钱请亲戚朋友来帮忙就是必不可少的选择。我们调研样本中的女性高管对此尤其坚定。一位说，“雇人做家务，包括日常采购、一日三餐、帮孩子穿衣服等等，可以让我们回家后和孩子一起做更重要的事。”即便那些没有孩子的高管也需要有人帮忙料理家务，尤其是当年长的父母需要照顾，或者自己生病时。

情感支持同样重要。如果在工作中偶尔遭遇疯狂或不可理喻之事，高管和普通人一样需要宣泄情绪，这时朋友和家人是比同事更可靠的听众。也有时，在遇到某个问题或重大决定时，高管会转向自己的私人朋友圈寻求完全不同的观点，因为身在其中的团队成员很难保持客观。

工作中的支持也很重要。值得信赖的同事是高管们坚强后盾。许多高管都提到，在自己或家人健康出状况的艰难时刻，多亏老板或同事的鼎力相助，他们的事业才不至于脱离正轨。再万无一失的职业规划也难以避免这类突如其来的变故。

“人在年轻时，总以为能掌控一切，”一位受访者说，“但现实很残酷。”高管们讲述了心脏病突发、癌症、父母不能自理等等经历，有一位甚至曾罹患药物性精神失常。身陷种种状况的高管，在导师与团队的帮助下度过难关，重返日常工作。

既然高管不得不兼顾家庭与工作，何不干脆将私人朋友圈与职场社交圈合二为一？这个提议值得商榷。在回收的问卷中，男性高管大都倾向于将二者分开，而女性高管对此的态度则是一半对一半。赞同让两个圈子融合的受访高管说，这让他们轻松了许多，可以在任何情景下都能做“同一个自己”，在工作中交友时也更本色，毕竟他们大部分时间身处职场。而将两个社交圈截然分开的人也有充分的理由。他们在工作之外寻求完全不同的新鲜体验。某位高管指出，“如果社交中心全部围绕着工作，那么你的影响力与思想的辐射范围只会越来越小。”而另外一些高管只想保护自己的私人生活不受工作干扰。

女性高管的情况则不尽相同。出于担心职场形象受损，很多女性高管将个人生活与职场截然分开。也有些女性高管在职场对自己的家庭生活绝口不提，因为她们不想让自己看起来不够职业。也有一部分女性高管在工作之外从不谈论自己的职业，甚至不会提及她们有工作。但同样，并非所有女性都表示其职业身份与个人形象存在冲突，有些女性认为时代已经前进。一位女性高管说：“随着越来越多女性进入职场，我就能越来越多谈论我的孩子。”



慎重出差或移居

很多商务人士选择在年轻无所羁绊时频繁出差，累积国际经验。

关于平衡家庭与工作的讨论经常局限于时间管理。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同样重要的还有位置管理，更宽泛地说，是你在这个时代的角色定位。一旦面临出差或国内外移居的选择，高管们的家庭因素就变得举足轻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商务人士选择在年轻无所羁绊时为积累国际经验而频繁出差。在我们的调研中，有32%的高管因为不愿举家移居而拒绝过跨国任务；还有28%的人拒绝跨国工作是为了维护婚姻。

好几位高管讲述了伴侣或配偶选择移居，导致他们的职业路径改变甚至脱离正轨的故事。而且，差旅会因为孩子而变得尤其麻烦。许多女性高管都提及自己生孩子之后就减少了出差频次；还有些高管，男女都包括，因为孩子正处在青春期而放弃了移居的机会。“孩子幼年时，移居很方便，”一位高管解释说，“但12、13岁之后，他们就想固定在一个地方生活。”

和男性高管相比，女性高管更少被分配也更少接受跨国工作，部分因为家庭责任，部分因为某些地域文化对女性角色的严格限制，导致她们不愿移居国外。在差旅满意度上，我们的问卷调研样本与学生对高管访谈得出的结论一致。问卷结果中，只有不足1%的男性高管曾因为地域文化顾虑而放弃跨国工作，而女性高管的数据则高达13%。对女性高管而言，差旅地点不同则挑战不同：性别成见、雇用法律、医保条件、对平衡工作和家庭的观念因国而异。一位美国女高管说，在欧洲时她必须额外努力工作，以免让人觉得她颇有成就是因为“看上去很厉害”，她将这一成见部分归因为自己个头很高。另一位女性说，在中东时她参加会议总得与男同事同行，以证明她值得信赖。

尽管女性高管的麻烦尤其多，但跨国工作对任何高管都不轻松，而且很多高管觉得跨国工作并不值得。无论男女高管，在常驻某国甚至某个城市的过程中已经建立了相当牢固的职业根基。因此，如果差旅确实不尽人意，雄心勃勃的年轻高管们就要早作打算。这样既可以避免被困于不符合自己地理偏好的行业，也让他们有时间获得旅行之外的收获，比如开放的思维、丰富的经验、多种技能，以及不断进取和超群的意志力。有些高管注意到，国际经验经常被当作以上个人特质的标志。“跨国经验当然有用，”一位高管发现，“但那就好比跨业务线的合作一样，结果都是让你知道，并非每个人都跟你想法一样。”还有高管甚至质疑“空中飞人”的未来，考虑到碳排放、航油价格、安全顾虑等因素，跨国差旅的预算可能会不断紧缩。



与伴侣亲密合作

管理时间、管理通信工具、管理社交圈、管理差旅，这个任务清单很长。所有家庭生活丰富的高管都一再强调，拥有自己的成功观还不够，他们还需要每位家人都认同这种成功观。

我们样本中绝大多数高管有伴侣或者配偶，共同的目标让双方紧密相伴。他们的亲密关系为双方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比如不受或少受干扰的工作、充满冒险的旅行、繁重的家长职责，以及来自政治或社交圈的影响。

高管们都强调与伴侣互补型关系的重要性。很多高管说他们非常看重伴侣的情商、专注能力、总览全局的眼光，以及注重细节等特质——总之，就是那些他们恰好欠缺的认知或行为能力。问卷结果显示，大多数高管认为伴侣对他们职业最大的贡献就是情感支持。男女高管都经常提及，另一半对自己非常信任，鼓励他们承担商业风险，接受那些短期内不会马上有收益，但长远而言理想的机会。他们还从伴侣那里寻求反馈和坦诚的批评。一位高管说，她的伴侣总是“问很尖锐的问题挑战我的思维，让我能够应付任何反对意见。”

伴侣表达支持的方式有很多种，但其核心是要确保高管能更有效地管理自己的人力资本。高管面对着密集的、多方位的、不间断的压力和需求，最佳伴侣帮助他们聚焦于真正重要的事，精心分配时间和精力，更健康地生活，更明智地在工作、差旅、家庭事务与社交活动的诸多难题中做出选择。

男性高管看似比女性高管从另一半那里获得了更多支持。很多男性被访者都拥有一位全职太太，他们都说妻子心甘情愿照顾孩子，忍受他们长时间的工作，甚至习惯了举家移居的生活方式。但总体看来，他们都不指望妻子是20世纪50年代那种典型的“公司太太”，除了照顾家庭，还要负责招待丈夫的老板来家里就餐，以及为丈夫的客户举办鸡尾酒会。但个别城市与行业也有例外。一位石油业的男性高管说：“如果工作和生活环境都像在露营的话，你的妻子和其他同事的配偶交流就变得十分重要。”男性高管不断提及，伴侣不允许他们忽略家庭、健康和社交生活。有人举例说：“我妻子极其重视全家共进晚餐，所以哪怕饭后继续工作，我每晚都回家吃饭。”

相反，女性高管更多提及的是，伴侣乐意把她们从传统女性的家庭角色中解放出来。一位女性的解释很典型：“他很理解我的工作需求，即使工作时间超过我的预期，他也不会给我压力。”换句话说，男性高管赞赏伴侣为他们的职业积极奉献，而女性高管则感激伴侣不干涉她们的工作。

问卷反映出显著的性别差异。88%的男性高管已婚，而已婚女性高管只有70%。60%男性高管的伴侣没有全职工作，而伴侣没有全职工作的女性高管只有10%。男性高管平均拥有2.22个孩子，而女性高管只有1.67个。



明日之星在想什么

无论男女，高管们大多认为，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压力主要是女人的问题。

在我们的调研中，所有受访者都同意从百忙中抽出时间，与学生分享他们的观点，这本身表明了样本选择的局限性（Selection Effect），只有看重人际关系的高管才乐意做这件事。至少他们愿意反思家庭与工作的关系，在这两方面的取舍中也很可能深思熟虑过，而且他们也一定有经济实力雇人打理家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虽然在家庭与工作之间挣扎，却都表示总的来说自己是幸福的，很少有人提及自己的婚姻或家庭生活因为职业压力而备受伤害。我们的调研样本是精英群体，和大多数人相比，他们很好地兼顾了工作与家庭，但仍然视二者平衡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见现实之严峻。

访问高管的学生们说，受访者几乎无一例外都在实践那些协调家庭与工作的有效建议。一位学生说，“所有人都坦承他们不时为家庭做出奉献和妥协，但同时也强调了伴侣和家庭成员的重要支持。”学生们还察觉到，在高管们努力为家庭付出的同时，商业世界几乎没有为满足高管们在家庭生活中的需求而做出任何努力。

男性高管大都承认自己并没有把家庭列为生活的优先项。而女性高管们则比男性更愿意放弃婚姻或生儿育女的机会，从而避免同时承担工作与家庭的压力。有位女性高管说，“我不是母亲，因此没有体会过男女最大的不平等。”但她补充说，“女人如果没有孩子，人们通常会想，她要么没有生育能力，要么就是个难搞的悍妇。所以，虽然我在工作上没什么负面评价，但个人生活却难免被指指点点。”

学生访谈中一个令人沮丧的发现是，无论男女高管都认为，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压力主要是女性的问题。一位学生解释说：“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绝大多数组织仍然由男性主导，很难指望它们在可预期的未来，为女性高管创造条件，更好地平衡她们的家庭与工作。”

学生们也质疑高管们一个普遍的信条：如果想要工作与家庭二者兼得，就别妄想能够在全球化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一位高管告诉学生：“你不可能同时拥有完美的家庭、个人的兴趣爱好与一份理想的工作”，当时这位学生心想：“这只是他一己之见。”但是随着访谈不断持续和累积，“当每个高管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之后，我开始相信，这就是今日商业世界之现实。”至于这种现实能否改变、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改变，只能拭目以待了。

21世纪后半叶的职场与家庭前景如何？两者将如何并存？现在还很难预料。我们惟一可以断言的是三个简单事实：


世事无常。
 即便那些对工作和家庭都全力以赴的高管，也难免遭遇突如其来的变故，比如自己突发心脏病，或者家庭成员的死亡，从而打乱他们的人生安排。一位高管一语道破：往往祸到眼前，人们才开始重视“家庭工作相平衡”。这当然也是一种面对人生的方式，但显然不够明智。哪个聪明绝顶的高管会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如果这种思路在董事会和工厂行不通，那么在个人生活中也行不通。


成功路，千万条。
 有些人在职业路途上步步为营，有些人则看到机会就一把抓住。有些人锁定一家公司，积累政治资本以及对公司文化和资源的深度了解；有些人则频繁跳槽，靠外部人脉和创新想法获得成功。家庭生活也是如此，不同的生活方式适合不同的个人和家庭。有的家庭有全职伴侣照料生活，有的家庭则彼此妥协，确保双方都能工作。关于抚养孩子、移居海外或晚餐桌上看不看手机，都没有统一答案。但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


没有人能独自成功。
 无论通往成功的道路有多少条，你都不可能独自前行。家庭生活和职场生涯都少不了强大的后援团，而且他们的需求也要你去满足。在追求辉煌的职业成就与个人生活的旅程中，决定将自己的精力投注于何处，对两性来说都是艰难的取舍。我们这项研究给出的最终建议是：三思而行，看清楚后就全力以赴。




调研说明

2008年起，来自哈佛商学院MBA第二年“人力资本管理”（Managing Human Capital）课程的600多名学生，陆续访问了全球范围内3850名企业与非赢利组织的资深高管，包括655位CEO、主席或者董事会成员。

访谈是为了获知今日世界的顶级高管在职业与个人生活的机会面前如何做取舍。这个访谈项目最后成为学生和高管沟通合作的桥梁，特别是全球经济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复苏后，每名参与者都想深入探索，21世纪的高管应该如何管理自己的精力和才智。

被访群体是平衡且多元化的，44%为女性，56%为男性，来自51个国家，所处领域包括金融、零售、能源、医疗、技术等诸多行业，其中45%的人曾在美国之外的国家工作过。

访谈是半结构化的：只要学生的问题涉及人力资本管理，就可以根据被访者的回答，深入讨论更多的话题，以便从中挖掘出他们最感兴趣的内容。

作为学生访谈项目的补充，我们还对82位参加哈佛商学院2012年领导力项目培训的资深高管进行了问卷调查，收集他们对职业和家庭的管理经验。问卷样本包括来自非洲、欧洲、亚洲、中东，以及南北美洲的58位男性与24位女性高管。本文数据主要来自问卷结果，引语来自高管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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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里斯格鲁斯伯格是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教授，曾与迈克尔史林德（Michael Slind）合著《对话与公司》（Talk, Inc.
 ）一书，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2年出版。罗宾亚伯拉罕斯是哈佛商学院研究助理。





聚光灯 Spotlight / 专访埃伦兰格（Ellen Langer）



浮躁年代，专念管理

任何领域的卓越者——《财富》50强CEO、技艺精湛的艺术家与音乐家、顶级运动员、最好的教师和技工都是专念之人，因为专念是抵达卓越的惟一途径。

陈晨丨译　安健丨校　钮键军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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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近40年间，埃伦兰格所进行的“专念”研究影响了从行为经济学到积极心理学等诸多领域。她发现，关注周遭事物而不是心不在焉地生活，能帮助我们减轻压力、释放创造力并提高表现。她的“逆时针”研究表明，老年人只需表现得有如20岁以前，就能大幅提升健康状况。

在本期《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艾利森比尔德的采访中，兰格详述了在日益喧杂的年代，如何将她的理论运用于领导力等管理领域。






HBR：
 让我们从简单的说起。“专念”（Mindfulness）到底是什么？你的定义是什么？


兰格：
 专念就是主动关注新事物。当你这样做时，你就是活在当下。专念能增强你的感知力，对周围环境更加敏感。这是高度投入的主要表现。专念能够创造能量，而不是耗损能量。大部分人都错误地以为，专念既耗神又费劲——脑子一直在转。但真正耗神的是我们随意做出的负面判断和无法解决困难产生的焦虑。

我们都喜欢求稳。因为事态稳定将使得我们能控制住局面。但所有事物都在不断变化，稳定只是一种妄求，它反而会让你丧失控制力。

例如工作。“照这个方法做”的说法是错误的。同一件事有很多做法，你应该根据当时的情况做选择。昨天的解决方案不适用于今天的问题。所以，当有人对你说，“学好了，以后就不用想了”，你就要警觉了，因为这么做将使你不再专念。规则适用于最初的规则创造者，你和创造者越不一样，这些规则就越不适用于你。当你专念时，规则、常例和目标能够带领你，而不是控制你。




HBR：
 根据你的研究，专念有什么特别的效果？


兰格：
 效果之一是增强表现。在一项针对交响乐队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演奏者都无精打采。他们总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演奏同样的曲目，但因为这份工作的社会地位很高，放弃并不容易。我们将他们分组。一组人需要完全模仿他们以前喜欢的一个曲目，换言之，这样的演奏不用专念。其他人则需要在演奏中加上少许个人元素，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专念。你得知道，这不是爵士乐，所以加进去的东西不容易听出来。当我们将交响乐录好并播放给不知情的听众时，绝大多数人都更喜欢听用专念演奏出来的乐曲。所以，当人们各奏各的乐曲时，效果反而更好。有一种传统观点认为，如果每个人都各行其是，情形将混乱不堪。当人们缺少共同目标时，这种情况确实有可能。但如果所有人都处于同样的情景下，并全情投入于当下，结果怎么可能不会更好呢？

专念还有很多其他好处。你将更加专注，记忆力也更强，同时你也更具创造力。当机会出现时，你能够把握好。你能躲开别人尚未察觉的危险。你更喜欢别人，别人也会更喜欢你，因为你会减少对他人的品头论足；你也会因此更具魅力。

你还会因此不再拖延或后悔，因为如果你知道做一件事的理由，就不会为没做成其他事而自责。当你心无旁骛地完成一项工作、在一家公司就职、创造一种产品或执行一项战略时，如果你能完全处于当下，为什么还需要后悔？

我研究专念将近40年，结果发现，几乎从任何维度看，专念都能带来更积极的结果。说专念是万能武器并无不妥。无论你正在做什么——吃三明治、做采访、拆拼某种装置、写报告，你都只有两种状态：专念或心不在焉。如果你专念，结果就会完全不同。任何领域的卓越者——《财富》50强CEO、技艺精湛的艺术家与音乐家、顶级运动员、最好的教师和技工都是专念的人，因为它是抵达卓越的惟一途径。




HBR：
 专念和创新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兰格：
 我与在读研究生加布里埃尔哈蒙德（Gabriel Hammond）做过一项研究，其中实验参与者需要找出失效产品的新用途。我们将人群分成两组。一组为不专念组，我们把产品的本来用途告诉了参与者：这是3M公司有名的失效胶纸。一组为专念组，我们只把产品的性能告诉给了参与者：这是一种无法长时间具有粘贴性的物质。显然，对产品新用途的最佳创意来自专念组。

除了做研究、咨询和写作，我也进行艺术创作，每种活动都和其他有关联。我对专念和错误的研究兴趣就源于一次绘画的经历。我发现自己正在用褐色上色，但我刚才脑子里想的是洋红色，所以我想把颜色改过来。但那时，我突然意识到，洋红色也不过是我几秒前才做出的决定。人们常常这样。面对不确定的情况，你会做出决定，如果没实现，那么就撒手不干了。在这个过程中，你实际上是将决定作为你的目标，其实你可以随时改变这个决定，而且新的方案说不定更好。当你专念时，错误就会成为你的朋友。




HBR：
 专念是如何使人变得更有魅力？


兰格：
 我们有几项研究都能证实这点。最早的一项研究是针对杂志的发行。我们发现专念的销售业绩更好，并更受顾客欢迎。最近，我们关注的是一个女性高管面临的难题：如果女性使用男性化的强势姿态，人们会觉得她们过于强势，惹人厌恶；但如果她们表现出女性化，又会给人太柔弱，不适合做领导的印象。所以，我们将女性高管分成两组，分别做说服演讲。一组表现得很男性化，一组很女性化。我们通过暗示，让每组中都有一半人处于专念状态。结果，所有听众都更喜欢专念的演讲者，与她们表现出的性别倾向无关。




HBR：
 专念是不是也会让我们少对别人妄下断语？


兰格：
 没错。我们都容易在无意识间把人归类：他很死板，她很冲动……但如果你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人，将失去和他人愉快相处或让对方发挥闪光点的机会。专念能使你懂得包容他人。人们做事自有其原因，否则他们不会这么做。

我们做过一项研究，其中人们需要给他们的性格特点打分，包括他们最想改变的性格和最喜欢的性格。结果我们发现一个巨大的矛盾：人们想改掉的性格，往往是他们最喜欢的特点。比如，我之所以无法改变冲动的性格是因为我很喜欢自主。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让我不再冲动，你就得说服我不再喜欢自主。但当你从自主，而不是冲动的视角看我时，你很可能就不想说服我改变了。



用专念来管理

我告诉人们要学会融合，而不是平衡工作与生活。“平衡”意味着两者是对立的，毫无共同点，但事实并非如此。


HBR：
 管理者还能怎样变得更专念？


兰格：
 一个方法是想象你所有的想法都是公开透明的，这样，你就不会恶意揣度别人。你要找到理解他人的方法。

还有，当你为一件事心烦时，比如一名员工迟交了报告，或没按你的设想完成任务时，你要问自己：“天会因此塌下来吗？还是只多了些小麻烦？”很可能是后者；烦心事大都如此。

有一点很重要：人们要融合工作与生活，而不是平衡这两者。因为，“平衡”意味着是两者是对立的，而且毫无共同点，但事实并非如此。工作和生活都主要和人有关，都有压力，都需要做规划。如果你将工作和生活分割来看，就不能借鉴彼此的成功做法。当我们专念时，将发现工作和生活只是一种人为归类，这种区分不应该限制我们。

你也要知道，压力并非来自事件，而来自你对待事件的态度。你认为某件事会发生，而且一旦发生，后果将很糟。但预判只是一种虚拟，我们无法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所以，告诉自己不会丢掉工作的5个原因，再想出5条如果你丢掉工作可能带来的好处，例如新的机会，更多和家人相处的时间等。这样，你就从认定某事必定发生转变到认为它可能发生，而且即使发生，你也能应对的状态。

如果你觉得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也可以用这个方法。问自己三个问题：是否真的是公司惟一能做事的人？只有一个方法可行？如果你不做，公司就会垮掉？当你转变看问题的角度后，压力自然就消失了。

专念还能帮你意识到，结果无好坏，只有A、B、C、D几类，每个结果都蕴藉着挑战和机会。

如果你能给出一些实例，我会结合这些实例再阐述专念的作用。




HBR：
 我带领的团队分歧很大。成员为不同的战略激烈争吵，我需要抉择到底使用哪个战略。


兰格：
 有这样一个故事，两个人申请法官仲裁，一个人说了他的理由后，法官说，“没错”。另一个人说完之后，法官也说，“没错”。两个人说，“我们不可能同时没错”。法官还说，“没错”。

我们都有这样的潜意识，认为解决争端就意味着必须在两方中做出选择，或有所妥协。但双赢的方案几乎能适用于所有情形。不要让人们深陷于自己的观点，而是要让所有人都退一步，把观点亮出来；让其中一方站在另一方的角度争论，这样他们会发现对方也有道理。然后，你就能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




HBR：
 我是一名要务缠身的高管，现在正在经历一场人生危机。


兰格：
 如果因为家庭问题，我不能接受你的采访，我会说，“艾利森，家里出了点事，我有些心神不宁，希望你能谅解。”你可能会说，“不是吧，我上周家里也出了点事。没关系，我能理解。”然后，等事情过去后，我们可以从头开始做之前的事，但这时我们之间有了全新的关系，这种关系对未来极有帮助。




HBR：
 我是老板，需要给一名表现不够好的员工做反馈评估。


兰格：
 首先，你要说明评估只代表你个人观点，不代表真理，这样就使对话成为可能。比如，一个学生或员工在做一加一，算出来结果是一。老师或老板可以直接说“答案错了”，也可以试着琢磨对方是怎么算出来的。员工的回答是，“如果你把一团口香糖和另一团口香糖揉在一起，那么一加一等于一。”这回老板学到了新东西。

作为领导者，你可以表现得有如上帝，让所有人见到你都浑身颤抖。但这样做你什么都学不到，因为人们不会跟你交流，你将变得很孤立而且不开心。身居高位不见得只能成为孤家寡人。作为领导者，你依然可以对人敞开心扉。




HBR：
 怎样才能创造一个更专念的组织？


兰格：
 在给公司做咨询时，我一般先会让人们意识到他们有多么不专念，以及因此所造成的损失。只有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才是不专念：你已经找到了最好的做事方法，但并没产生预期效果。显然两者是矛盾的。所以，工作时，你就要全情投入，并注意周围的事。我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任何事都不只有一种解决办法，事实上，你甚至不能确定最初的选择就是你真正的目的地。换个角度，所有事物都会不一样。

我给领导者的建议是，他们应该容忍“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没有人知道，而不是要求必须知道，这样，其他人也就只能假装知道，最后的结果是各种尴尬和焦虑。第二是取消“零事故”政策。如果你实行“零事故”政策，最后的结果就是全谎言政策。鼓励人们质疑：“为什么？这么做比起那么做有哪些好处？”当你这么做时，人们就可以不那么紧张，最后所有人都能更好地发现和把握机会。

一些年前，我和一家养老院合作。一次，一名护士向我埋怨她的一位病人不愿去食堂，她只想呆在自己的房间，吃花生酱。我插话说，“吃花生酱怎么了？”她回答道，“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怎么办？”于是我说，“如果大家都这么做，你可以在食物开销上省下一大笔钱；但更关键的是，现状其实反映了食物准备和供应的问题。如果只是一个人这么干，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总有人这么干，其中肯定蕴含着机会。”




HBR：
 我猜你不喜欢列清单？


兰格：
 第一遍看清单是可以的。但第二遍再看时，大部分人都会心不在焉。按照飞行指南，在飞行时，飞机的襟翼和油门都应该打开，而防冰设备应该关闭。但如果是雪天，防冰设备仍然关闭，飞机就会出事。

如果清单能提供你当下需要获得的有用信息，那么列清单就不是坏事。例如，“请注意天气状况，基于这些状况，防冰设备应打开还是关上？”或“病人的肤色与昨天比起来，有哪些变化？”如果你的问题能让人专念，你就将他们带到当前的场景中，并能更好地规避意外事故。

顺便说一句，专念地说带含金量的话还能提升你的人际关系。如果你想赞美他人，“你真好看”远没有“你的眼睛今天看起来特别有神”来得妙。说这样的话，你必须专念，人们也会注意到并感激你的专念。



专念 VS. 专注

你需要一种适度的开放——你能注意到自己正在做的事，但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否则你会错失其他机会。


HBR：
 从你开始研究专念到现在，商业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的环境更复杂，不确定性也更多。每时每刻都有新数据和新分析进入我们的视野。所以，想在纷扰中寻找方向，专念显得更为重要，但这些纷扰也让专念变得更难。


兰格：
 我觉得纷扰只是一种感觉。很多人说信息太多，我认为，现在的信息并没有比从前更多。不同的是，人们觉得他们必须了解信息，因为他们知道的信息越多，产品就越好，公司就越赚钱。我觉得的重要不是你接受了多少信息，而是你如何接受信息。后者就需要专念。




HBR：
 科技对专念而言，更多是阻碍，还是帮助？


兰格：
 正如前面所说，专念可以用于任何事。我们在研究多任务管理时发现，如果人们能保持开放的心态并模糊任务边界，将很有帮助。你在一件事上获得的经验也能用于其他事。我们应该学习科技中充满趣味和吸引力的特点，并将它们带到工作中。




HBR：
 《哈佛商业评论》最近有一篇关于专注力的文章，作者丹尼尔戈尔曼说，运用战略和探索战略同样重要。怎样才能在专念，即不停地注意新事物和埋头苦干的状态之间找到平衡？


兰格：
 警觉，或高度的专注，往往是不专念的：当我骑马穿行于树林间，警觉地观察四周的树干以免脸被打到，就可能忽视地上的石块，于是马被绊倒，我翻落下来。但我觉得丹尼尔的专注不是这个意思。你需要的是一种适度的开放——你能注意到自己正在做的事，但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因为这么做，你会错过其他机会。




HBR：
 我们发现，现在管理界提到专念的次数比以前更多了。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研究了数十年的概念，业已成为主流？


兰格：
 有一次我参加派对，先后有两个不同的人和我打招呼说，“到处都是你的专念之术”。不过，我最近刚看了一部新电影，片头有个人在哈佛广场问路人专念是什么意思，结果没人知道。所以，要做的事仍然很多。




HBR：
 你下一步打算做什么？


兰格：
 兰格专念机构（The Langer Mindfulness Institute）致力于三个领域：健康、防衰老和职场管理。在健康领域，我们要继续推广“身心合一”（Mind-body）的理念。多年前，我们研究过旅馆女服务员与视力检查的关系：当女服务员被告知工作内容是体育运动后，她们的体重出现下降；当人们从底部的大字母读到顶部的小字母时，因为相信能读出更小的字母，所以视力检查结果变得更好。现在，我们正在研究“专念治疗”（Mindfulness Cure），针对的是人们认为无药可救的疾病，看能否减轻症状。我们也在世界各地尝试“逆时针”静休，我们在墨西哥的圣米格尔德阿连德开始尝试，通过经研究证实的科技手段，我们希望帮助人们更大胆地生活。

我们也在做关于融合工作与生活、专念领导力和战略过程、减压及创新方面的会展和咨询，参与者有Thorlo公司和桑坦德银行，也有CARE（美国援外合作组织）和佛蒙特州能源行动网（Vermont’s Energy Action Network）这样的非政府组织。

有人跟我说，我有点让我的学生吃不消，因为我总突发奇想。我现在的奇想是给孩子们提供专念训练营。我们可以将20个孩子组成一组，然后按性别，年龄，发色甚至是服装的颜色等标准分成小组，直到他们发现，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正如我说了30年的那句老话，消除偏见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人们更多地看见差别。我们也可以加入游戏，并在其间重新分组。或者，我们给每个孩子一次改变游戏规则的机会，这样孩子们会发现，成绩只能反映一个人在某种条件下的能力。比如，如果网球赛能连发三次球，我肯定能打得更好。




HBR：
 关于专念，你希望所有高管都能记住哪一点？


兰格：
 答案有点老生常谈，但我坚信，生活就是由无数的瞬间组成，此外无它。所以，如果你能使每个瞬间都有意义，生活就有了意义。你可以专念，也可以心不在焉。你可以赢，也可以输。最糟的是心不在焉，并输得一塌糊涂。所以你在做事时，要专念，注意新事物，让手上的事变得有意义，这样你就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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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职场高管跳槽的情况明显减少，他们的学历背景、性别比例以及晋升路径也发生了诸多显著变化。如果你有进入高层的雄心，就必须尽快步入正确的道路。






每
 个时代的企业高管都有鲜明的共同特征：一个世纪前主导最强大企业的，是创立福特汽车的亨利福特、携自己公司加盟通用汽车的阿尔弗雷德斯隆这样的创业者；20世纪20年代，高管跳槽成为风尚；50年代，在终身雇佣制下，高管更多是从基层一步步爬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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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莉莉安娜波特（Liliana Porter）




作品：着绿衣的斧人，立方体，小雕像，7 1/4″ * 6″ * 6″




年代：2011年





时代在变化。在《通向巅峰的新路》（
The New Road to the Top
 ，《哈佛商业评论》2005年1月
 ）一文中，本文作者中的卡佩利和哈默利对比1980年和2001年的统计数据，研究了世界100强企业中职位最高的10名高管的个人和职业信息。当时的研究发现，高管中终身员工的比例减小，跳槽频繁的年轻高管开始跃上舞台。

本次研究加入了2011年的数据。相比此前，高管人员特征的变化最显著：自前次研究以来，高管中女性和在美国之外受教育者的比例均有所提升。

2008年的全球经济衰退给高管层构成带来了耐人寻味的变化：金融机构在危机中受创最深，美国国际集团、美国银行、房地美等金融企业被迫重组，因此比10年前引入了更多外部高管；卡特彼勒、宝洁、UPS等状况相对稳定的企业则更多从内部提拔高管。高管的年龄和在职时长均有所上升，这一变化在经济危机前无从预料，但在情理之中：在动荡时期，领导者跳槽显然更谨慎；尽管高管表现不佳，为保持稳定，一些企业也只能维持现状。高管特征变化折射出世界100强企业行业分布变化：重工业和能源企业减少，医疗和零售企业增加，后者女性管理者比例更高，这是女性高管比例提升的一个原因。

我们分析了高管群体的职业轨迹、教育背景、多元性和晋升路径，下文将分别介绍研究结果。



职业轨迹：趋向稳定

尽管企业实施各种完备的高管培养和继任计划，但终身雇员比例显著下滑：2011年世界100强企业领导者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从未换过工作；2001的数字是45%，1980年则是50%以上。同时，高管在职时长却在上升。出现这个矛盾的原因是，全球经济衰退减少了高管流动。

2008年经济衰退复苏的曲折延缓了高管晋升速度。相比2001年，2011年在职高管晋升速度更慢，取得当下职位所花时间更长——在每个职位上平均多停留一年。相对来说，顶层高管总体晋升速度更快，当然也有例外。

相比2001年，2011年在职高管在当前企业工作时间更长；全美企业各级别管理者都如此。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相比10年前，2012年在职管理者在当前企业工作时间平均长12%，这与我们发现的高管在职时长增长基本吻合。据博斯公司年度CEO继任研究，2001年以来高管离职率出现下降。CareerXroads调查显示，相比2001年，美国大企业在2008年之后更倾向于内部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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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经济持续回暖，衰退对高管职业轨迹的上述影响难以为继。企业间具体情况差异也很大：谷歌高管晋升最快，从进入公司到升入高管层平均只需14年；惠普和康菲石油最慢，平均需要32年。

显而易见，高管年龄与晋升到高管层所需时间成正比。惠普高管团队平均年龄超过58岁，在世界100强企业中位列第6；谷歌高管团队最年轻，平均46岁。谷歌公关负责人吉尔哈泽尔贝克（Jill Hazelbaker）是我们研究中最年轻、晋升最快的高管。她曾在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中先后担任共和党阵营的发言人和公关主管，是麦凯恩的核心顾问之一。2011年，刚满30岁的哈泽尔贝克直接进入谷歌高管层。即使在谷歌，这样的闪电晋升也很罕见。相比企业，政治组织结构更灵活，能力和进取心过人的领导者能得到不同寻常的机遇。

不同企业高管在职时长的差异更明显。2011年，西尔斯公司在职高管为公司工作的时间平均只有3年，雪佛龙高管则是33年。20家企业自1980年起就保持在世界100强行列中，2011年，这些根基深厚的伟大企业仍有近一半高管是终身员工。雪佛龙和UPS90%的高管一直为公司工作。大卫艾博尼（David Abney）1974年从UPS空运部兼职包裹装卸工做起，历经一系列运营岗位，1999任UPS子公司SonicAir总裁，2003年升任UPS国际总裁，2007年出任首席运营官。通用汽车CEO玛丽博拉（Mary Barra，2011年为全球产品研发高级副总裁）在公司度过了整个33年职业生涯。

当然，并非所有这20家企业的领导者都如此（参见图表《1980年到2011年高管中终身员工比例变化》

 ）。相比1980年，2011年福特和卡特彼勒在职高管中终身员工更多；在霍尼韦尔这一比例则下降了80个百分点。2011年世界100强中，包括百事公司和美国银行在内的13家企业，没有高管在所在企业开始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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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到2011年高管中终身员工比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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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育背景：公立大学成主角

过去30年间，高管教育水平显著提升。2011年，65%的高管拥有研究生学历，2001年和1980年的数字分别是62%和46%。高管拥有MBA学位最多的企业有西尔斯（75%）、太阳石油（70%）和迪士尼（63%）。AT&T、默克制药和房地美高管受教育程度最高，平均接受19年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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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100强企业高管在哪念的大学？本科毕业于常青藤大学的高管比例从1980年的14%降至2001年的10%，并维持在这一水平。2011年默克制药从常青藤毕业的高管最多，达50%，房地美、微软和亚马逊以44%并列第二。

如下图所示，30年来，毕业于非常青藤私立大学的高管明显减少，毕业于公立大学的高管明显增加，毕业于常青藤大学的高管小幅减少。这或许是因为，2011年在职高管是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大学学习，那时公立学校的地位和拥有的资源都接近顶点。

常青藤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显然更有分量：拥有MBA学位的高管中，近四分之一毕业于哥伦比亚、康奈尔、达特茅斯、哈佛、宾夕法尼亚或耶鲁大学。在C级高管中，这一比例达36%。




精英商学院学历更值钱

衡量商学院声誉，一看它是否属于常青藤联盟，二看《商业周刊》MBA排名。我们采用1988年《商业周刊》的排名，研究中大部分有MBA学位的高管都毕业于这一时间段。排名前10的商学院是：凯洛格（西北大学）、哈佛、塔克（达特茅斯）、沃顿（宾夕法尼亚）、约翰逊（康奈尔）、罗斯（密歇根）、达顿（弗吉尼亚）、凯南－弗拉格勒（北卡罗来纳）、斯坦福和福库（杜克）。在我们的研究中，有MBA学位的高管中28%毕业于上述商学院。

排名11到20的商学院是：布斯（芝加哥）、凯利（印第安纳）、泰珀（卡耐基梅隆）、哥伦比亚、斯隆（麻省理工）、安德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哈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特恩（纽约）、耶鲁和西蒙（罗切斯特）。2011年拥有MBA学位的在职高管中，超过40%毕业于这20所学校。

我们的结论是：顶层高管中在精英商学院获MBA学位的比例更高；相比内部提拔的高管，外部招聘高管中在精英商学院获MBA学位的比例更高。





女性引领管理层多元化

高管构成更多元：2011年在职高管中女性和在美国国外受教育者比例有所提升；但美国男性依然占据统治地位。

女性在金融服务、医疗和零售行业的集中度稍高。在消费品和航空航天企业中，女性更易成功，后者有点让人惊讶。塔吉特、洛克希德马丁和百事公司女性高管比例最高，达到半数。

并非所有企业女性高管比例都显著提升，如下图所示，仍有多家世界100强企业职位最高的10名高管中没有女性。

2011年在职高管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女性比男性多，但比例差异很小：31%的男性和32%的女性拥有MBA学位；8.48%的男性和8.52%的女性拥有博士学位；拥有硕士和法律博士（JD）学位的女性比例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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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中常青藤大学本科毕业生性别差异最明显：毕业于常青藤大学的男性比例是女性的近两倍（11%对6%）。在常青藤大学获MBA的男性和女性高管比例则基本相同。

2011年在职女性高管升到当前职位平均比男性少用3年，但很少有女性能够得到最高职位，2001年情况也如此。只有5%女性高管成功升至最高层，男性高管则是17%。

升至顶层的女性高管平均奋斗28年，男性是29年。女性中层高管获得当前职位平均需23年，男性为26年。女性高管晋升更快，平均每个职位停留4年即获提拔，男性则需5年，2001年情况也如此。（参见图表《三个级别，三种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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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级别，三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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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女性晋升更快？我们认为女性晋升通道与男性不同：女性中层高管更多负责具体业务，如法务总顾问、人力资源高级副总裁等；综合管理岗位男性更多，晋升虽相对较慢，但升到最高层可能性更大。



女性势力上升明显，但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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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到2011年女性高管比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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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高管与女性高管对比


	
在同一家企业度过

整个职业生涯的顶层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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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当前职位平均用时（年）


	
在当前企业平均工作时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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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经历的岗位数量


	
每个职位平均停留时间（年）








2011年同级别在职高管中，男性和女性在职时长相近，在当前企业开始职业生涯的比例也接近（女性28%，男性31%）。相比2001年，男性高管中终身员工比例明显下降；女性高管中终身员工比例原本不高，因此下降不明显。



工作时长非晋升决定因素

世界100强企业高管如何升至高层？顶层高管（CEO、董事长）与中层（业务部门领导）、下层高管（副总裁）的晋升路径截然不同。为工作投入的时间并非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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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高层的努力，在找到工作前就已开始。顶层高管本科毕业于常青藤大学的比例是下层高管的5倍，拥有常青藤MBA学位的比例是3倍。毕业于常青藤大学的顶层高管中，外部聘用的比例大于内部提拔：外部招聘的顶层高管中38%本科毕业于常青藤大学，64%有常青藤MBA学位；内部提拔的顶层高管中16%本科毕业于常青藤大学，28%有常青藤MBA学位。如果说常青藤制造“金领”，那么在外部招聘中体现得更明显。

顶层高管升至所在职位，自然比其他两级高管花更长时间。尽管顶层高管一开始就进入了职业发展快车道，但他们需要经历更多岗位，以获得足够的综合管理经验；在上升过程中，他们还需要不断积累权威。中下层高管更可能在具体业务领域充分发展。

进入高层的路径有很多，但通往顶层的道路已被严格规定，想到达顶峰就必须早早踏上那条路。




外籍高管增多

高管层构成多元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外籍高管增多，其比例由1980年的2%升至2011年的11%。外籍高管受教育年限、拥有MBA学位、常青藤大学MBA学位比例与美国高管差异不大。

在规模更大、地位更稳固的企业，外籍高管比例更高。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公司跨国业务更多，外籍员工进入高管层机会更多。以菲利普莫里斯董事长路易斯卡米莱里（Louis C. Camilleri，2011年时任公司CEO）为例，他生于埃及，在瑞士受教育，1978年成为菲利普莫里斯欧洲的业务拓展分析员，1995年任集团下属卡夫食品总裁、CEO，之后任集团高级副总裁、首席财务官。

位于美国东西海岸的企业外籍高管明显更多：在百事（纽约）、英迈（加州）和菲利普莫里斯（弗吉尼亚），56%的高管在美国国外受教育。AT&T（得克萨斯）、达美航空（佐治亚）和雅培制药（伊利诺伊）则没有高管在美国国外受教育。





1980





2.2%




在美国国外受教育


2001





7%





20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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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卡佩利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乔治泰勒（George W. Taylor）教席教授、人力资源研究中心（Center for Human Resources）主任。莫妮卡哈默利是西班牙马德里IE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教授，罗西奥博内是该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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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开云集团CEO：奢侈品收购的增长法则

弗朗索瓦-亨利皮诺 | 文

陈圆妮 | 译　安健 | 校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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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皮诺的团队收购新的奢侈品品牌后，通过为收购的品牌提供产品开发、物流、零售商店的开设等帮助，配备具有创造力的设计师和优秀的管理人员，从而实现了收购品牌的有机增长。






20
 03年，我父亲约我去一家巴黎他最喜爱的餐厅共进晚餐，那个时候我俩都住在巴黎。他是Artemis的董事长，这家家族控股公司旗下有我父亲1963年创办的PPR集团以及包括佳士得拍卖行在内的其他多项生意。我的情况是，1985年从巴黎高等商学院（HEC）毕业，1987年进入家族公司工作，在几个月前刚满40岁。吃饭的时候，我父亲突然说他想退下来，并想让我来当Artemis的董事长和CEO，我对他的选择非常惊讶。“你不工作了去做什么呢？”我问他。当时他67岁，而且刚刚见到一个朋友在没有为家族企业准备好继承计划就意外死去，因此他觉得时机到了。

晚餐是周四的事情。当我下个周一走进公司总部的时候，发现自己办公室的家具已经焕然一新——我父亲坐在我的桌子前面。“你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你的办公室在那儿。”他指着拐角处他曾经的办公室说道。他已经利用周末把所有东西都搬过来了。

1992年，我父亲成立了一个“皮诺理事会”小组，由8位经验丰富的商界人士组成，他们的工作就是评估我是否最终有能力成为父亲的继承人。我每年要与他们中的一位进行一对一的午餐会面，然后他们会来我父亲的住所参加一个盛大的晚宴。他们都是很了不起的人，我非常有幸能够认识他们。但是我不喜欢被放在显微镜下的感觉。2001年时他们得出结论，我是合适的继承人，然后这个小组就解散了。

在执掌Artemis两年后，我兼任了巴黎春天（PPR）集团的董事长和CEO，于是就面临一个关键问题：我应该让业务继续保持父亲管理时的原样，还是让公司有新的方向？PPR集团（2013年更名为开云集团，Kering）拥有五花八门的业务。我们制造建筑产品，在西欧和美国拥有零售商店和邮购业务，在1999年连串的交易后我们收购了奢侈品公司古驰集团。我担心我们的资产与西欧尤其是法国的联系太过紧密，公司需要变得更国际化，更具增长性，以及获得更丰厚的利润。所以，我决定让公司的业务专注于奢侈品部门——即服装和配饰，因为该领域具备更长期的增长潜力。几年以后的2007年，我们获得了彪马的控股权并决定以彪马为旗舰品牌，打造公司的第二个业务战略支柱——体育和生活方式部门。

过去的10年，我们剥离了公司的其他业务，通过一系列的收购来强化我们在全球奢侈品市场的地位。现在，除了古驰，我们还拥有14个奢侈品品牌，包括亚历山大麦昆、布里奥尼、圣罗兰、丝黛拉麦卡妮和葆蝶家。我们业务扩张的核心能力是公司帮助收购品牌实现增长。人们常常关注交易过程，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帮助收购品牌有机增长，并且从整个集团的经验中获益。在和丝黛拉麦卡妮或者克里斯托弗凯恩这样的品牌合作时，我们与它们分享集团的物流、IT以及发票系统，以便它们能更高效地开发产品。我们还为它们提供旗舰店的选址及店铺开设辅导，也帮助它们招募合适的人才。

公司业务的转型使得我们规模变小，但是业务更加集中、盈利也更为丰厚。2003年开始到现在，我们的销售额缩减超过了50%，从244亿欧元降到97亿欧元，但是利润却上升了约40%。同时，我们也变得更国际化，2007年开始，公司来自法国的收入从41%降到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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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业务聚焦

我在公司的历练很多，也在不少父亲建立的B2B业务中工作过。我曾经负责一个生产窗户的部门；管理过公司的非洲业务，负责30个国家的汽车进出口经销。但是，在公司收购古驰之前，我毫无奢侈品行业的经验。收购之后，我担任古驰的董事，从那以后才开始了解这个行业。

在担任PPR集团的CEO后，我开始评估我们的战略。我考虑最多的问题是：我们的多元化经营战略，在全球化的经济中能否行得通？经济全球化是过去15年间的一个重大变化。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海外扩张都是异常复杂的。像我们这样的公司，虽然不断丰富自己的产品线，但更愿意将业务范围限定在与本土临近的市场。美国公司有可能这样做，因为它们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但是法国的市场则相对较小。PPR变成拥有多种业务的企业集团，并不是我父亲的宏大设计，而是因为他为了维持增长而不停地收购。我接任CEO的时候，公司状况依然良好，但是这种模式已经到了极限。这也是我决定集团聚焦奢侈品和运动领域，打造全球品牌的理由。

当我谈到我们的品牌时，我会避免用“组合”和“集合”这样的词，因为它们让我们的方法听上去显得有些随意。事实上，我们有自己的收购战略，我们最初就对想要达成的目标有着清晰的想法。我们的关键假设是，单一品牌不能覆盖所有价格和风格的细分市场。理论上，我们能够让古驰扩张并覆盖更多的细分市场，而不用收购其他品牌。但是，我们认为这样做会牺牲古驰的独特性，而这正是它的DNA。因此，我们选择让品牌互为补充而不是相互竞争。当我们考虑是否要收购一个品牌的时候，我们要确保该品牌在集团（各个品牌）中有清晰的使命并且匹配独特的细分市场。

我们帮助收购品牌的重要法则就是助其发展零售战略。服装奢侈品牌在成熟之后，它们的增长通常不再靠批发（主要销售给百货公司和专业的独立零售商店），而是要开始建立它们自己的零售商店网络。纽约和米兰的旗舰店吸引不同的顾客，同时也可以作为广告存在。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以合适的条件开店是成功的关键。当年轻品牌加入开云之后，它就进入全球性的商铺网络：我们的专家知道世界上所有大城市开设独立门店的最佳位置，也对全球各地的大商场非常熟悉。我们和许多业主有良好的关系，而且了解合理的租金价格。如果你是伦敦的小品牌，到柏林或者香港开店可能是个令人生畏的任务。而一旦你的品牌成为开云的一部分，我们的专家会帮你实现这一目标。

零售网络的增长需要与品牌自身的能力相匹配，在这点上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奢侈品品牌都犯过错。我们在帮助新品牌增长的过程中也走过弯路。有时候品牌经理过于激进，开店的速度过快，但是如果品牌没有足够的产品组合来填充3000平方英尺的商店，而又签了5年或者10年的合约，就可能面临灾难。10年前，圣罗兰的商店网络铺得太快，一些店面又太大，最后我们不得不关闭或者收缩很多零售店，并且5年没有开新店。后来我们觉得品牌再次具备扩张能力的时候，才继续零售店的开设。有时候情形相反：品牌CEO太过保守，我们则提出挑战，让他们比预想的更快进入下一阶段。

我们帮助品牌在集团内增长，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葆蝶家。2001年，我们收购这个意大利皮革品牌的时候，它的销售额是5600万欧元，其中只有30%来自它的39个直营店。但是，收购之后的12年，它的销售额增长了17倍，现在超过80%的销售来自其在全球的196家门店。2012年，葆蝶家的营业收入达到3亿欧元。这个惊人的成绩不是单靠品牌自身的力量，它的实现依靠了集团的资源和我们的人才管理方法，这样的集团支持在业内是不同寻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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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和经营协同效应

我们买下古驰之后，总结出了一些最好的有关奢侈品品牌人才管理的方法。首先，我们给创意人才很大的控制权。品牌的创意总监并不仅仅只是设计产品，他或她实际上360度全方位控制着品牌形象、门店概念和广告宣传。其次，我们确信创意总监必须和一个强势的CEO相辅相成，这两人的正确匹配能够让战略愿景和创意愿景结合在一起。当品牌开始增长之后，执行则变得非常重要——我们通过为创意团队找到合适的经营管理伙伴来让其创意变为现实。

成为大公司的一部分也创造出更大的后台协同效应。我们认识所有织物品类和皮革的供应商，所以能够帮助品牌在最好的条件下找到它们所需的东西。每个品牌都全权控制着它们的采购战略，我们的旗下品牌显然也有着各种各样的需求。例如，古驰和葆蝶家就会使用完全不同的皮革。但是，协调采购仍然能够让我们帮助每个品牌在全球范围内找到新的供应商，丰富它们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我们有两个产品开发中心，一个是米兰附近的高级成衣中心，另一个是佛罗伦萨附近的皮革制品中心。这些中心帮助我们的一些品牌，能够更快地把设计师的初步概念变成在商店销售的产品。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品牌都需要加快这一过程，一些更成熟的品牌会有不同的基础设施。但在任何情况下需要确保我们的品牌对创意流程（包括研发和创新），采购战略以及供应链和制造的全权掌控。人们常常把奢侈品品牌和展示设计的时装周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为了取得成功，公司需要物流系统能够把成品迅速发送到世界各地的商店。时装周之后，买家们开始为设计系列下单，我们则启动生产。在9月的春夏时装秀之后，我们在10月到次年2月初这段时间来制造第一批交货的产品。这些产品不是T恤，它们的制作流程很复杂，而且产品还有生命周期。如果交货晚了，后果将无法弥补。如果你能提前一周交货，则意味着额外的销售和利润。

要变成一家全球性公司，我们需要转变企业文化。2008年，在公司总部工作的150人中只有一人不是法国人。到2012年底，我们的员工已经来自18个国家。现在，我们的意大利员工超过法国员工，员工的平均任期是4年，比过去的任期时间更短。与此同时，我们谨慎行事并且坚持公司的根本：我们遵循很多管理实践，其中最显著的一条就是对单个品牌的放权管理。



把奢侈品搬到网上

收购伦敦的女装品牌克里斯托弗凯恩是凸显我们收购战略的典型案例。我们在2013年1月宣布收购该品牌，但是已经观察了这个公司好几年。我们认为它是非常有前途的品牌，拥有强大的创意愿景，能够与公司的现有品牌互补。我在并购交易的初期，大约在交易宣布一年多以前就与该品牌的创意总监和创办人克里斯托弗见过面。我去了他的工作室，并且看了他的时装系列。他和姐姐共同创立了这家公司，他们并不是很想出售自己的品牌。我向他解释了我们的运作方式。我告诉他：“如果你需要一个合作伙伴，我们是非常适合的。”最后，我们没有买下全部的股权，而只是获得了控股权，克里斯托弗仍然是该品牌的股东。

协议签署以后，我们派了一个小的整合团队过去，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建立报告系统能够让我们追踪公司的财务业绩。我们也和克里斯托弗一起寻找CEO，并让他了解到创意总监专注于创意工作非常重要。我们准备2014年在伦敦开一家旗舰店，如果没有开云，克里斯托弗凯恩是难以做到这点的。

我们仍在寻找扩充开云旗下品牌的机会。我们认为奢侈品包含高级成衣、配饰（主要是皮革制品）、珠宝和手表。直到几年前，我们只有一个珠宝品牌宝诗龙，它是非常高端的品牌。而我们销售的唯一的手表品牌是古驰。在那以后，我们买下了芝柏和尚维沙，两个著名的瑞士手表品牌；买下了麒麟珠宝，一个精致的珠宝品牌也是开云的首个中国品牌；买下了宝曼兰朵，一个中端奢侈品珠宝公司。我们仍在手表领域努力，10年之后开云的这块业务会更加强大。

在电商领域，我们也在加强建设。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跨越所有品牌的平台，与一家专注于奢侈品电商的网站YOOX有合资项目。但是，电子商务对奢侈品特别具有挑战性，因为很难在网上重新创造出与实体店购物同样品质的客户体验，在网上很难区分主流商品和奢侈品。我们认为，开云能够开发主流品牌没有的全新服务体验来实现差异化。例如，现在的成衣市场，人们可以预订两三个尺寸或者颜色，在家试穿然后退掉自己不想要的。但是，假如我们可以通过预约实现让店里的裁缝上门为你改制衣服呢？这是我所想到的奢侈品品牌的线上客户体验，当然这也会成为今后10年我们优先考虑的事情。




专注于奢侈品

皮诺简化了他2003年接手的企业集团，并专注于奢侈品和运动品牌。



1999

收购古驰集团42%的股份

收购圣罗兰

收购塞乔罗西70%的股份



2000

收购宝诗龙

收购亚历山大麦昆



2001

增持古驰集团的股份至53.2%

收购葆蝶家

与麦卡妮合资推出

丝黛拉麦卡妮

收购巴黎世家



2003

继续增持古驰集团的股份至67.6%



2004

增持古驰集团的股份至99.4%

收购塞乔罗西剩下30%的股份



2008

收购Sowind集团23%的股份（芝柏和尚维沙）



2011

增持Sowind的股份至50.1%

收购布里奥尼



2012

与YOOX成立致力于电子商务的合资企业

收购麒麟珠宝的多数股权



2013

收购克里斯托弗凯恩51%的股份

收购宝曼兰朵多数股权

收购奥图扎拉少数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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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朗索瓦－亨利皮诺是开云集团董事长兼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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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收购式创新与教育创新这四种模式各具潜力和局限，中国创新有其现实复杂性。






中
 国人曾发明了火药、指南针、水车；纸币、票号、公务员与科举制度这些极具创造性的金融与教育体系也诞生于中国。一直到19世纪初，中国相比欧洲经济体更为开放，更加市场化导向。然而今天，大多数人都认为，西方才是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发源地，中国只能培养出死记硬背、墨守成规的书呆子。在那里，人们虽然努力研发，却极少产生突破性的创新。

我们试图找到原因，但答案却莫衷一是。有些人将之归咎于工程师创业者。动点科技（TechNode）网站编辑杰森林（Jason Lim）认为，“大多数中国初创企业的创始人不是设计师或艺术家，而是工程师。理工科出身的工程师缺乏创造力，想不出新点子或新设计。”

另一些人则指责中国保护知识产权不力，致使侵权事件规模空前。他们指出，盗版苹果产品并非中国独有，但只有在中国，冒牌的苹果专卖店堂而皇之的经营，而且店内员工都以为自己真的在为这家美国公司工作。

还有一部分人抱怨中国的教育体系，日本学者宫崎市定（Ichisada Miyazaki）将当代中国的应试教育称为“中国的考试地狱”。当学生把全部精力用于提高考试成绩时，他们怎么可能成长为创新者？

本文三位作者在中国有几十年的实地经验与研究。从我们共同撰写的几十个案例中不难发现，上述这些观点均有可取之处（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许多最具创新能力的西方公司也是由工程师创办的）。不过，这些批评无法揭示当代中国创新状况的全貌。中国不乏企业家和市场需求；而且基于中国政府的雄厚财力和强烈的政治意愿，中国完全有潜力制定出一系列经济政策，重构教育和科研机构。美国正是依靠这些措施成长为科技强国的。但这种潜力能否变为真实的能力？在我们看来，中国面临的挑战相当巨大。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收购式创新和基于教育改革的创新，纵观中国创新发展现状，人们可以明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对中国寻求成为全球创新领导者的前景和所面临的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



自上而下

在2006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中国政府明确表示，要在2020年把中国建设成“创新型社会”，到2050年实现科技强国。这看似不是空话。中国中央政府已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政策，并制定了相应的监督措施，督促地方官员彻底贯彻这一国策，甚至村级官员也被纳入其中。

事实上，近40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动用财政资金，自上而下地刺激创新，并表露出强烈的政策意志。20世纪80和90年代，中国建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并改革了苏联式的中国科学院，以便在同行评审（而非政治）基础上，为预商用的大学研究提供资金支持，这与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运作方式如出一辙。与此同时，国家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资助高新技术开发区创新的进一步商业化。1985年，第一个高新开发区在深圳成立，此后这种趋势在中国势不可挡。如今，高新区已成为中国政府官员考察各大城市的常规项目。

对风电行业的鼓励政策显示了中国政府对新兴创新产业的推动作用。2002年，为鼓励制造商的竞争，中国政府对风电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国外进口产品很快涌入尚未成熟的中国市场。仿照其他行业的模式，政府要求国有企业在采购时，国内企业产品必须占70%。虽然外国公司持续在中国加大投资，但到2009年，在排名前10位的风电企业中，中资企业达6家。这促使国内企业的产品销量在全行业总销售额的占比呈井喷式增长，从2006年的51%一跃升至2010年的93%。

依据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目标，在短短几年内，中国要实现对进口技术的依赖度降至30%以下，增加国内研发资金，在政府确定的“战略型新兴产业”（即生物技术、节能技术、装备制造、信息技术和先进材料）领域，超越国外竞争对手。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给予中国公司出口补贴，并出台政策，要求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尽可能采购本国公司产品。尽管有人指责这违背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承诺的条款，但极少有跨国公司因此退出中国市场，相反，它们顺应了中国支持自主创新的进程。

中国政府常常设定宏大的目标，其实现目标的能力在高铁项目和登月计划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两项国家级项目，需要投入的资金、技术和改良技术，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我们相信，在中国政府强大的政治意愿下，中国能够像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那样，通过政府资助项目实现创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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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流失与人才引进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就读国内大学，但也有很多人开始选择美国高校




2001年 6万3211人；2011年 19万4029人





自下而上

二战后的30年间，日本很多行业在技术上超越了美国。现在，中国正在通过渐进式创新做着同样的事。

尽管中国强力推行创新国策，但即便是最强有力、最有信心的政府也难免力有不逮。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对于创新的阻碍作用绝不容忽视。

下面我们将通过一个具体例子，来探究这些是如何束缚企业创造力的。在20世纪90年代初，留学美国的田溯宁返回中国，创办了亚信公司（即现在的亚信联创）。这家电信业的初创公司，三年内成长为320名员工、收入4500万美元的公司。

1996年，出于对中国电信业技术变革步伐缓慢的失望，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说服田溯宁离开亚信，去领导一家刚创立的新公司——中国网通。该公司的目标是构建一个连接300座城市的光纤网络。2001年，当三位作者中的一人（麦克法兰）参观该公司时发现，这是一家极具创新性的公司，拥有开放的创意文化，尽管它的四个股东都是政府机构。

2002年，电信巨头中国电信被政府拆分，该公司在北方10省的分公司被划归中国网通旗下。一夜之间，田溯宁要负责管理一家拥有23万名员工的企业。

两个组织之间的文化冲突异常激烈。许多中国电信员工视田溯宁为来自美国的外来人，认为他要用不符合国情的方法改造公司。合并半年后，麦克法兰把我们所做的中国网通案例拿给70名中国高层管理人员看，其中包括20名电信从业人员。这些人非但没有从案例中组织变革和商业成功之间的关系中学有所得，反而集体攻击田溯宁，认为他的管理方式不够“中国化”，同时指责麦克法兰没有从积极的角度呈现中国背景下的硅谷文化。田溯宁很快辞去了中国网通的CEO职位，后来又退出了董事会。

由于要在国际证券交易所上市，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中国网通最终外表看起来很像一家现代化的电信公司，但它的核心仍是国有企业。

但即使没有这些结构性的障碍，市场的现实仍然促使企业追求渐进式发展而非突破性创新。想一想B2B门户阿里巴巴公司，这家网站在2001年摇摇欲坠，让人担心它随时会破产。但是，通过创造性地改进国外技术，满足发展中市场的需求，阿里巴巴目前在近250个国家为8000万客户提供服务，旗下的拍卖网站淘宝网最终成功将eBay挤出中国。百度的例子也很有趣，作为中国搜索引擎的领导企业，它既无任何技术突破，也不挑战政治权威，但在中国本土的成长极其迅速。为满足中国区域市场的不同需要，它量身定制产品，并进行组织和流程改造，如今百度占据着世界最大搜索市场80%份额。

二战后的30年间，日本很多行业在技术上超越了美国。现在，中国正在通过渐进式创新做着同样的事。技术改良已成为一种收益丰厚的惯用做法。不过，通过收购获得技术则是不可忽视的新趋势。



收购式创新

媒体已多次报道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热潮，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标的大部分集中在大宗商品和资源行业，投资地多集中在非洲与拉丁美洲。

但最近，中国企业开始加大对美国和欧洲的技术投资，这一趋势不可小觑。其背后原因是，中国企业越来越厌倦向西方公司支付高额的许可费和专利费，在政府鼓励下，它们寻求通过收购技术和人才，达到购买而非租用突破性创新能力的目的。

华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公司驻华盛顿特区对外事务副总裁、美国前外交官威廉普卢默（William Plummer）曾将这家电信巨头形容为“你从未听说过的大公司”。当华为在全球设立了16家研发中心，并试图并购美国公司之后，现在没有人再这么形容华为了。（同时，华为在美国的并购也引来了诸多非议。）

海尔，中国家电和消费电子产品的领头制造商，同样拥有广泛的全球设计和研发中心网络，遍及美国、日本、韩国、意大利、荷兰和德国。意大利都灵则成为中国汽车制造商的选择，江淮汽车、一汽、长安在当地设立了研发中心。

尽管国内的反西方文化潮流可能还很强劲，但在海外经营的中国民营企业已开始接受外国当地的高级人才。普卢默并不是惟一一位在华为工作的西方高级人才。2010年，该公司聘请了北电网络（Nortel）前首席技术官约翰罗伊斯（John Roese），负责公司在北美的研发业务。

此前一年，英国电信首席技术官马特布罗斯（Matt Bross）加盟华为，负责公司总共25亿美元的研发预算和运营。他们都直接向华为创始人兼CEO任正非汇报。同样，风机制造商金风科技（Goldwind）聘请了来自美国清洁能源领域的标志性人物蒂姆罗森茨维格（Tim Rosenzweig），担任公司负责美国业务运营的首任CEO。他又带来了几位拥有卓越背景的跨文化经历与行业专业知识的高级管理人才。

机械制造商三一重工的主要国际竞争对手包括卡特彼勒和小松。最初，三一曾试图依靠本土人才和技术在欧洲和美国取得成功。但几次失误促使企业在与欧洲和美国地区总部紧密相连的地点，建立研发中心，就地招募当地的专业人才。2012年，三一重工收购了德国著名水泥泵制造商普茨迈斯特（Putzmeister），从曾经的竞争对手那里获得了大量的先进技术。

简言之，我们看到中国企业通过日益广泛的收购和合作，填补创新能力上的短板，它们步调一致且成绩斐然。

不过，要成为21世纪创新的领军力量，中国还需要培育未来的创新者。这是中国大学的责任。




外国研发中心在中国增长迅猛

1999年



少于30个




2004年



600个




2010年



超过1200个







来源：《北京周报》、《亚洲时报》、人民网






教育创新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就曾建立了强大的国立高校，如北京大学、交通大学。与此同时，一批具有创造性的私立高校应运而生。

如今，中国的大学东山再起。以清华大学为例。该学校成立于1911年，原本是为期两年的文科大学，专为学生留学美国所设的预备学校，民国时期发展成为综合性大学。到20世纪50年代，学校演变为苏联式的理工类大学。如今，这所学校重新回归为大型综合性大学，入学难度超过哈佛和耶鲁。2016年，清华将开设其首家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学院——施瓦茨曼学院，以美国捐赠者史蒂夫施瓦茨曼（Stephen A. Schwarzman）的名字命名，每年招收200名研究生，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清华大学相信，施瓦茨曼学院的学者将成为21世纪的罗德学者。（罗德奖学金是一个世界级的奖学金，有“全球本科生诺贝尔奖”之称的美誉，得奖者被称为罗德学者——译者注
 ）。

就接受教育的学生数量而言，相比美国高等教育的战后扩张或20世纪70、80年代欧洲众多大学入学人数的增加，近年来中国在中学后教育体系上的变化更为显著。文革十年大多数院校被关闭，1978年中国的大学向不到100万学生敞开大门。1998年，入学人数已达到340万，依然远远低于同期美国的1450万。而2012年，中国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已达2390万，比同年美国大学入学人数多400万。

如今，民办院校和大学在中国所有高等教育机构中所占比例已经超过25%，与公立院校相比，它们的成长速度更快。大型公司也越来越多地涉足教育领域。例如，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建立了淘宝大学，最初目的是为了培养电子商务经营者、管理者和销售人员。在未来，它将为超过100万在线学生提供商业教育。

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每年将产生更多的博士生，其数量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中国大学正致力于打造高层次、创造性研究和人才的摇篮，将科研与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中国政府和很多机构都不惜重金资助中国的一流院校。在10年内，中国一些顶级大学的研究经费将追赶上它们在美国和欧洲的同行。而在工程和科学方面，中国的大学将跻身世界一流行列。

21世纪，中国的高校能否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的标杆？很有可能（尽管目前未有一所中国大学排名在全球前50名），原因很简单，它们拥有相应的资源。但关键问题是，中国高校能否建立有利于创新的制度框架。目前我们的答案可能还是否定的。

在大学里，创新的先决条件是自由追求思想。但是，诸多可比指标显示，中国教学机构中的教师极少或根本无法在治理中发挥作用。

像绝对领导和绝对权力一样，绝对创新的意义也被高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实业和教育都能享受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提出的“后发优势”，即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高。

当然，近十年来，中国通过技术改良确实实现了一些创新，展现出了一定的创新实力，并在未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中国能就此领先于全世界吗？中国政府是否具有足够的智慧激发人们的创新热情，并能接纳熊彼特提出的“企业家精神”的全面崛起？关于这一点，我们尚存疑虑。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与中国人的创新或知识能力无关，他们在这两方面都拥有无穷的潜力，但与其基础教育、大学以及企业有关，在这些机构的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制度限制。




领导人从素质教育中产生

中国人开始接受很多美国高校笃信的理念，即最好的领导者是那些接受过最广泛素质教育的人。素质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专家，而是让人抱有好奇心、善于思考和秉持怀疑态度。

今天，所有北京大学的学生（包括在光华管理学院就读的学生）都要选修多种素质教育课程，包括文学、哲学和历史。北京大学还以拥有一项名为“元培计划”的精英文科课程为荣，该计划以20世纪初北京大学著名校长哲学家蔡元培的名字来命名，他曾在德国受过教育。与北大隔街相对的清华大学的经济与管理学院也已实施了一个类似项目，该项目被认为是在中国所有大学的素质及常识教育中最具想象力的课程。

如今，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最重要的改革可能与规模和范围无关，关键在于即使是在工程师的领导下，高层机构也已认识到，缺少人性的教育是不完整的。当一个社会失去文化根基时会发生什么，这一点也许中国的教育领导人比谁都清楚。这是一场改革中的教育革命，其结果尚未可知。





[image: ]
 雷影娜是沃顿商学院高级研究员、劳德研究所（Lauder Institute）全球项目负责人、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资深讲师。柯伟林是哈佛商学院斯潘格勒工商管理学科的讲席教授、哈佛大学中国研究T. M. Chang讲席教授。沃伦麦克法兰是哈佛商学院贝克基金教授及工商管理阿尔伯特戈登教席荣誉退休教授。三人合著的《中国能否引领世界》（“Can China Lead? Reaching the Limits of Power and Growth
 ”，由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4年出版）。






特写 Feature



董事会的低调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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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帕森斯（Richard D. Parsons）

马克费根（Marc A. Feigen）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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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推动的变革不能有效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有远见的董事会正悄悄从四个方面进行自我变革：紧密介入公司战略制定和人才管理、合理优化董事会人员结构、与管理层沟通以及与CEO合作。






核心观点


问题
 　外部推动的改革有助于杜绝公司作假、维护股东权益，但对提升战略和改善管理收效甚微。








解决方案
 　作者从四个方面总结了成功董事会的创新举措：


介入战略制定与人才管理。
 高效董事会努力了解公司业务，并积极参与选拔高管。


合理化人员结构。
 引入其他公司高管，严格评估董事表现，促进多元化。


加强与管理层沟通。
 董事多做功课，增加实地调研，引入外部顾问。


与CEO紧密合作。
 优秀董事会能为CEO提供集体智慧，设置强势的首席董事以保持独立性。





“董事会的成功事迹可以写成教科书，但其中的魔法很难被其他公司复制。”

——唐果戈尔，Clayton, Dubilier & Rice公司CEO


过
 去10年来，股东、交易所、各州和联邦政府重重施压，美国公司董事会已今非昔比。休长假归来的董事可能发现，除了会议室窗户的位置，一切都变了。

监管部门现在规定独立董事比例必须过半，此前没有硬性要求。如果董事长兼任CEO，大多数公司（标普500强企业中的97%）会委任一位独立的首席董事或主持董事，并赋予他在董事会内外前所未有的影响力。独立董事通常在CEO缺席的情况下举行闭门会议，这在以往很少见；股东有权评估薪酬委员会决策；审计委员会职责显著扩大。董事须出席更多会议、对公司管理投入更多精力，并对业务更懂行。



[image: ]




但外部推动的变革未能有效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如公司治理领袖人物马蒂利普顿（Marty Lipton）律师所说，董事会变革不能“一刀切”。要提升董事会监督水平，生搬硬套管理结构、规定会议出勤率或设置所谓第三方监督还远远不够。唐果戈尔（Don Gogel）是PE投资公司Clayton, Dubilier & Rice CEO，身兼多家公司董事。他说：“董事会的成功事迹可以写成教科书，但其中的魔法很难被其他公司复制。”换句话说，优秀董事会内部的化学反应是达到卓越的关键。例如，为实现专业化管理，家族企业雅诗兰黛任命外部人士法布里齐奥弗雷达（Fabrizio Freda）为CEO，之后市值增长逾190亿美元。雅诗兰黛董事会构成多元（15名成员中有7名女性，2名非洲裔美国人，1名中国人），同时保持家族传承，这使它能制定未来10至20年的发展规划，且具备足够的管理能力实现其愿景。（注：
 理查德帕森斯是雅诗兰黛董事会成员。）

我们从最令人仰慕的公司中，选取了20多位董事进行采访，将他们的观点与我们自身的公司治理、管理和咨询经验结合，尝试为读者解密优秀董事会的“魔法”。这些公司董事会近年来低调展开大幅变革，取得持续进步。很多新举措并未对外声张，因此鲜有公开讨论。外部强加的人事、政策变动经常见诸报端。但对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内部变革比外部压力更有效。

下文中，我们从公司战略和人才管理、董事会人员结构、与管理层沟通以及与CEO合作四个方面介绍董事会的创新举措。这些创新将有助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介入战略制定与人才管理

“董事会必须了解人才管理流程，掌握核心高管信息……吃饭时把高管安排在董事旁边对他可能是个机会，但选贤任能不应仅止于此。”

——罗恩威廉姆斯，安泰保险公司前董事长兼CEO

以往，董事会了解公司战略的主要方式是听取管理层报告。这些报告冗长且形式化，以至于有董事将其称为“PPT谋杀”。

合格的董事会现在认识到，董事必须实地考察公司的战略和人才管理。身兼德尔福集团（Delphi）、惠普、泰科（Tyco）和Vanguard投资等公司董事的拉杰古普塔（Raj Gupta）说：“董事们习惯坐在会议室里，现在他们都在实际考察业务。”霍尼韦尔前董事长拉里博西迪（Larry Bossidy）回忆说，董事们“了解业务增长点和投资方向”。董事会议程也在发生变化。据沃达丰董事长柯慈雷（Gerard Kleisterlee）说，公司董事会不花太多时间讨论季报，而是“重点关注战略议题和关键人才”。

董事正努力了解业务，并贡献有价值的观点。曾在福特汽车担任首席董事的伊夫霍克戴（Irv Hockaday）告诉我们，福特福克斯应用的软件比人类第一艘宇宙飞船装载的软件还多，董事会正努力适应公司的技术导向转型。雅诗兰黛经深入研究设置的10年规划比3年计划更长远，CEO弗雷达会花数小时向董事详细讲解。

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董事会的领导尤其重要。利普顿最近写道：“为培养重视商业伦理的公司文化，董事会必须定下基调。”企业必须照顾到客户、供应商、社区、政府和公众利益，董事会在这方面责任越来越大。例如时代华纳董事会关注的议题之一是，儿童和年轻人需要什么样的音乐。因一个子品牌与集团品牌定位不符，在董事会的支持下，管理层决定将其出售。

董事会另一重要职责是为了人才储备而进行核心人才评估，并讨论继任计划。例如，安泰保险管理层向董事会报告公司200名核心高管的发展需求。安泰保险公司前董事长兼CEO罗恩威廉姆斯（Ron Williams）说：“董事会必须了解人才管理流程，掌握核心高管信息，这比与高管当面交流还重要。不应让片面的主观印象和偶然因素左右对人才的判断。吃饭时把高管安排在董事旁边对他可能是个机会，但选贤任能不应仅止于此。”

关于CEO继任的研究显示，董事会内部挖潜能力日益提高。根据博斯公司对2500家上市公司CEO继任情况的调查，过去4年中，70%至80%的CEO是从内部提拔，这显示越来越多的董事会正从公司内部发掘和培养顶尖人才。



合理优化人员结构

很多美国公司董事拥有丰富的商界经验和敏锐的判断力，但他们往往身兼数职，且缺乏行业知识，无法完全发挥能量。

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对独立董事比例的硬性要求：很难找到既具有深厚行业背景，又不在竞争对手或关联方麾下的“独立”人士。如哈佛商学院教授杰洛希（Jay Lorsch）所说，很多董事都是杂家而非专家，这很成问题。一位世界50强企业前CEO说：“有些董事不懂业务，经常错得离谱，对公司贡献很小，我们还得哄他们开心。”

各界人士纷纷贡献解决思路。在《推动董事会专业化》（
The Case for Professional Boards
 ，《哈佛商业评论》2010年12月刊
 ）一文中，罗伯特波曾（Robert Pozen）呼吁企业主要从退休高管中聘请“专业董事”。波曾的主张很难完全实现，但现在越来越多公司要求董事具备行业经验。据全球高管寻聘和领导力顾问公司史宾沙的调查，标普500强企业董事中，曾在其他公司领导独立业务单元的比例从10年前的7%升至22%，审计委员会主席中曾担任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的比例从2002年的4%升至1/3。

董事会也在加强对董事的评估考核。一家世界50强企业每年投票选出下届董事会成员。每位董事要提名自己以外的五位候选人，未获投票的董事将被劝退。公司CEO说：“不能发挥作用的董事会影响董事会团结。这是个艰难抉择，但我们必须如此。”

越来越多公司要求独立董事作出实际贡献。我们了解到，Sprint公司一位董事自觉对核心技术不懂行而请辞。在一家世界100强企业，三名董事私下说好：如果其中一人不能得到另外两人或整个董事会认可，那么他必须改进或主动离开。高效董事会要求董事积极参与战略讨论，董事不能仅凭直觉，必须依据事实、经验和专业知识给出判断。

董事会不能为专业化牺牲多元性。思维模式趋同的团队容易陷入群体思维，封闭的思维框架和轻易达成的共识可能使公司误入歧途。为此，企业必须引入年龄、性别、种族、经历和教育背景不同的董事。史宾沙的研究显示，董事会构成越来越多元：标普500强企业女性董事比例从2002年的12%升至17%。



加强与管理层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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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总骚扰CEO，董事会应该让管理层放手去干。”

——罗恩休格，苹果、雪佛龙和安进公司董事会成员，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前董事长兼CEO

一位世界50强企业董事向我们诉苦：“与管理层对话极度挑战提问技巧，只要问题没命中靶心，高管总会虚与委蛇。”经验丰富的董事知道，即使管理者出发点良好，他也可能不自觉地夸大机会、掩盖风险，报喜不报忧。很多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对话都有此类问题，董事必须负起责任，刨根问底。

现在很多董事在董事会前主动与管理层交流；为补充专业知识，有些董事专门上课。柯慈雷解释说：“这样董事会会议就可以直奔主题。”这有助于董事会营造良性沟通氛围。在宝洁，实地调研公司运营后，董事争相报告自己的发现和见解。

董事会加强实地调研并不意味削弱管理层的决策权。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前董事长兼CEO罗恩休格（Ron Sugar）是苹果、雪佛龙和安进公司（Amgen）董事会成员。他说：“不要总骚扰CEO，董事会应该让管理层放手去干。”

优秀董事会在会议室外也保持紧密联系。董事们常常共同参与调研，每年或每两年进行一次集体实地考察。大多数董事会每年举行一次战略会议，详细讨论各人关心的问题。例如哈特福德（Hartford）公司董事长兼CEO利亚姆麦吉（Liam McGee）每年召集一次会议，为期两天，董事会和管理层共同讨论最紧迫的战略议题。这类沟通无疑收到了效果：3年来，哈特福德董事会更加了解公司面临的机遇，支持管理层做出艰难决策，助推了业绩增长。

近年来，不少董事会积极引入外部专家，从而提升了决策质量。优秀董事会聘请公司治理专家评估其表现、给出清晰反馈；咨询公司经常参与制定高管薪酬方案。

管理层和公司利益不一致时（如薪酬争议），外部专家的建议尤其有帮助。如果管理层和董事会就同一事项分别聘请顾问，双方可以比较哪方建议更合理；即使不能达成一致，至少能弄清关键点。

董事会可以引入外部专家、顾问，但不应介入公司日常管理。好的董事会与管理层界限分明。例如花旗集团董事会单独聘请合规顾问和信用顾问，但不会把他们的建议强加给管理层。

董事会正不断进步，但在沟通方面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建议董事会与管理层合作，加强危机模拟。团队的创造力、应急能力和领导力在压力下很难保持稳定，因此危机来临时董事会不一定能应对得当。很少有公司能完全避免危机，因此事先演练有助于董事会提高危机处理能力。



[image: ]




与CEO紧密合作

明智的CEO清楚，与董事会高质量沟通对双方有益，因此会加强和董事的互动。麦吉将哈特福德董事会视为一个团队：“空降到公司后，我逐步和董事会建立互信，因此面临困难时能并肩作战。关键是加强沟通、保持完全透明。”

博西迪也经历了与董事会磨合的过程：“和董事会分享信息越多，我越不担心。我知无不言，让他们知道接下来会怎样。如果风暴将至，我会告诉他们。”医疗公司Tenet Healthcare CEO特雷弗菲特（Trevor Fetter）有同感：“应该把事情摆在桌面上。”Verizon通信公司前董事长伊万赛登伯格（Ivan Seidenberg）力图使董事会认同公司的成长理念：“我希望他们多想想如何把公司打造成百年老店，而不是只盯着短期回报。”本着这一原则，董事会批准了投资额100亿美元的数字业务升级方案，事实证明这一决策十分明智。

埃德布林（Ed Breen）接手泰科时，这家公司身陷财务丑闻，几近破产。在全力挽救公司的同时，布林建立顶级的内审体系，并将大洗牌后的董事会成员派往各业务部门，与负责人讨论风险管理。

Frontier Communications公司董事长兼CEO玛吉伍德罗特（Maggie Wilderotter）给每位高管分配一位董事作为个人导师，不仅让管理者受益，也使董事会更了解公司业务和管理层。为增加沟通渠道、尽量做到兼听，安泰保险的罗恩威廉姆斯每年都会单独拜访所有董事。

与CEO紧密合作十分有益，但董事会也应保持独立。如果CEO非常强势或很有人格魅力，董事会容易被其绑架，董事长由CEO兼任就更如此。董事会高效与否，要看它如何辅佐、挑战和考核CEO。独立董事闭门会议渐成风气，公司治理专家拉姆查兰视之为“目前最重要的公司治理创新”，我们认同他的观点。董事可以借此坦诚讨论问题，不必担心冒犯或疏远管理层。这会使双方共赢，尤其是CEO会得到更多好建议。

Tenet Healthcare董事会每次正式会议前后都安排闭门讨论。菲特说：“在有些董事会，会议行将结束时董事长或首席董事环视大家问‘有人觉得需要闭门讨论吗’，而CEO还在场。为避免这种尴尬局面，提前安排很有必要。”即使看上去没必要，菲特也坚持为董事会留出闭门讨论时间。

闭门会议后，董事会的一大挑战是将批评意见传达给CEO。首席董事必须确保CEO得到反馈。高效董事会每次闭门讨论后都请CEO听取他们的意见，双方会就下一步行动达成一致。董事会和CEO可以先以书面形式进行反馈和回应。

我们描述了董事会一系列低调但革命性的创举，涉及行动方式、职责、决策、内部沟通以及与管理层的关系。很多美国公司的董事会希望对业绩负起责任，并为提升治理水平付出了巨大努力。只有不断自我完善，董事会才能给股东带来回报，并为员工、客户和公众创造长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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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查德帕森斯是Providence Equity Partners高级顾问，曾任时代华纳公司CEO、花旗集团董事长。马克费根是Feigen Advisors共同创始人，为世界300强企业CEO和董事会提供咨询。



相关文章阅读：《强化公司治理CEO五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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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企业中，有关商业思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研究仍然难以摆脱缺乏计划、听天由命的窘境。创新模式本身也需要创新，企业可以利用已有数据和分析工具，用5种模式为客户创造价值。






核心观点


问题
 　面临持续发展的巨大压力，成熟公司很难找到新的方式来赚钱。








分析
 　大多数公司拥有那些可用于扩张旧业务或建立新业务的信息。数据爆炸、分析工具和云计算，让我们拥有了这些机会。








解决方法
 　回答一些问题，比如“我们能接触到但还没有开始采集的信息有哪些？”或者“我们能否将自身能力当做一种数字服务来出售？”这些答案将帮助公司开启新的商业价值。






关
 于企业创新难的问题，一个常见的解释是：长于执行清晰战略的管理者不善于进行反常规思考。好创意出现时往往会失败，因为公司的组织方式只能支持现有的商业模式。企业无法理解和支持新的战略。这种解释被广为认可。

有一点毋庸置疑，如果你用系统化的方式来解决商业创新问题，而非用什么“头脑风暴”或者创新训练营，你就能提高成功的几率（同时避免盯着白纸发呆的尴尬场面）。在寻找商业创意上，我们已经有一些被实践证明过的标准方法。第一种以能力为基础——在开展新业务和进入新市场时，如何在我们特有的能力和资产基础上进行拓展；第二种以客户为中心——通过对消费者行为深入研究，发掘有哪些消费者的潜在需求仍亟待开发和满足；第三种强调商业环境的变化——如果我们紧跟大趋势及其逻辑推导出的变化趋势，未来有哪些商业机会？

本文提出第四种方式。它是对现有框架的补充。即主要关注数字信息及工具大爆炸带来的商业机遇。简言之，它关注的是：企业如何利用已拥有的数据和分析工具，为客户创造价值？过去5年里，我们和IBM各个层面的客户一起探索了该问题。过程中我们目睹了IT在辅助寻找新的商业价值上的进步，这种进步以5种互不相同但又常常重叠的模式体现出来。这些模式是我们理论框架的基础。通过系统化地研究这些模式，多数领域的管理者可以找到新业务的创新想法。（如需了解更多关于潜在技术发展的趋势，见下文“为什么现在出现这些模式？”

 ）

这些模式并不需要依赖多么先进的科技。对第一种，我们就不陌生：使用实物创造（或可能创造）的数据，来改进产品或服务，也可以创造出新的商业价值。这方面的例子有计量能耗的智能电表，它可以让发电厂优化定价，吸引更多的用户。这种电表还可以安装在汽车上，这样保险公司就能知道司机的驾驶习惯是否安全。

第二种模式也不新：实体资产数字化。15年前，你只能购买纸质版的《哈佛商业评论》，现在你可以在五六种不同的数字平台上读到它，还可以将喜欢的文章发给朋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读后感。

第三种模式比较新：跨行业或行业内数据整合（即大数据）。智能城市就是一个例子，比如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私企、交通公司、城市职能部门会汇总信息，以便更有效地应对自然灾害。

第四种模式是数据贸易：如果一些企业的信息对另一些企业来说很有价值，它们就会出售这些信息。比如一家手机服务公司通过观察司机在哪里减速来判断堵车的位置，并把这些信息与导航服务提供商共享。

第五种模式：能力程序化。通过云计算，企业可以将自己最擅长的服务出售给其他公司，就像商务差旅管理或企业客户关系管理（Concur公司和Salesforce公司）所做的那样。

我们发现它们的创新程度各不相同，有的新业务是渐进性的，有的则颠覆了整个行业格局。一些公司只是在现有业务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用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术语来说，它们是可持续创新）。其他公司的创新则更具颠覆性：这种创新需要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往往是一个独立的业务部门——来支持它们。公司还可以不断完善，逐渐成为以平台为基础的企业，在这样的企业里，互补的产品和服务都围绕着一个核心的稳定技术展开，这些产品和服务一般由其他公司提供（比如iTunes和音像制品的关系）。

在本文中，我们对这5种模式一一说明，并以自身及客户的例子进行阐释。同时，我们还会列出一些“自测问题”，帮助您确定自身企业适合哪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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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在出现这些模式？

几十年来，一提到IT创造商业价值，我们就会关注它如何将运营和管理流程自动化，以及如何降低相关成本的。互联网的出现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商业模式，比如谷歌、亚马逊，eBay还有电子内容传播的革命。IT的第三波浪潮带来的创新由三股力量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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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爆炸

数字化为我们带来了大量可用数据。与供应商和合伙人相关的数据几乎可以实时获取。客户越来越乐于分享全部的信息，物联网也飞速发展。这些资源的价值逐渐开始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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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好的数据工具

我们整合、分析和利用结构数据的能力正在继续进步，而我们理解和从数据中学习的能力也被改变了。IBM的超级计算机“沃森”（Watson）在 2011年 2月美国热门的电视智力问答节目“危险边缘”（Jeopardy！）里战胜了人脑，此事件表明重大改变已经发生。现在人类能够从技术中得到“解答”，只需提出正确的问题，我们所在的世界将从信息时代转向洞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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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业务

历史上，公司的转账一般都在实体空间中完成。随着公司变得更加虚拟，其本质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复杂程度不断上升的业务流程现在可以交给标准化的软件处理。通过低成本，高性能的云计算，它们可以发展成为某种服务。商业数字化为减少运营成本和为客户创造新服务提供了机会。每种趋势都能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众多公司正在尝试将两到三种趋势结合起来，开发出新的价值主张。

（
返回阅读原文

 ）






模式一：
 外延产品，制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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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应技术、无线通讯和大数据的发展，使企业在任何情境下（比如风力涡轮机、厨房用具或智能手术刀）收集和处理海量数据成为可能。这些数据可以用于改进企业资产的设计、运营、维修，或者用于完善某活动的执行方式。上述能力将成为新服务或商业模式的基础。一个经典例子是，引擎生产商劳斯莱斯的引擎健康监视系统（EHM）。在2005年前后，新的感应技术和数据管理技术让劳斯莱斯能尽早发现飞机引擎的问题，进而优化维修安排同时改进引擎设计。这种对成本控制的能力鼓舞了劳斯莱斯尝试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保留引擎所有权的同时为航空公司提供维修保养服务。这种服务仅根据实际的飞行时数收费，也就是“按飞行小时包修”。

来自感应器的新数据同样帮助公司优化了其他服务，比如零部件库存管理和飞行效率报告。劳斯莱斯完全可以将这种能力进一步拓展到涡轮机和游艇引擎上，甚至围绕这些数据搭建一个平台。凭借这种处理海量感应数据的能力，公司可以开发一个IT系统，并向某些行业开放第三方应用。

外延型产品中一个较新的例子是SKF（瑞典轴承制造商）的智能轴承，它包含一个小型的、自供电感应器，可以持续不断向系统通报运行情况。有了这一技术，轴承可以被就地监控，这在之前是完全不可能或不切实际的。SKF还提供数据服务，让客户可以看到轴承的损耗程度，并采取补救措施，比如加润滑油或减少超载从而避免事故发生。机器因此变得更加可靠，同时也减少了停运的可能。

感应器还能探测到轴承实际的负载数据——这些信息可以用于改进系统和轴承设计，并探测出轴承以外的问题，比如器材内部的高强度振动。

非工业企业当然也可以从这种创新模式中受益。美国前进保险公司（Progressive Insurance）提供了一项叫做快照（Snapshot）的服务，可根据客户的开车方式来收取保险费。（该保险公司在客户车辆上安装了一种设备，用以记录行驶公里数、夜间驾驶和紧急制动等信息。）




模式二：
 资产数字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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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20年里，音乐、书籍和视频的数字化颠覆了娱乐业，孕育了iTunes、流媒体服务和电子读物等新的商业模式。随着移动技术继续助力这一趋势，更多创意公司开始使用数字化技术创造它们自己的外延型服务或新的商业模型。

比如国际女性博物馆（International Museum of Women），它是一个创新的非营利组织，在网上举办全球女性国际艺术展览。博物馆现在已经有来自200多个国家的60万参观者，1万名艺术参与者，4万个电子新闻订户，1.1万Facebook粉丝以及7000名twitter粉丝。该博物馆举办展览的花费，只是传统博物馆的九牛一毛。传统博物馆需要借用、运输和展示艺术作品，花销巨大。此外，网络博物馆的参观者足不出户，就能与艺术家进行直接交流。

实体资产数字化改变了更多行业的运营方式。比如，先进的分析技术和可视化技术让制造业的设计变得更加出色，惠及行业包括航空业、汽车业、服装业和家具行业。3D打印诞生后，逆转了之前数字化的进程，现在我们可以根据数字图像制作出实体物品。（通用电气公司如今就是这样制造部分涡轮机部件的）。医疗档案的数字化让医生能够更高效和准确地诊治病人。外科医生在高风险手术中，可以通过人体数字化模型来提高手术准确度，缩小创口。人们非常期待它能带来医疗行业的革命。

随着数字化的发展，数字化管理作为一项新业务应运而生。很多行业需要一种长期且安全的方式来存储它们的数字资产。这些资产包罗万象，可以是机型设计、核电站运营数据、石油勘探日志、娱乐内容或者政府档案，但它们在保存和访问权控制上的要求基本相同。因此，如果某个企业可以成功管理自己的数据，就可以跨过行业的障碍，将这种能力作为一种服务提供给其他行业的企业。

随着将更多的资产数字化，竞争优势很可能发生转变。数字化大幅降低了分销成本，过去非常关键的库存安全和运输问题，如今变得没那么重要了。但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和定制服务，将变得日益关键。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企业探索新的方法，通过利用买卖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加强与客户的亲密感，为行业带来进一步的改变。那些能帮助其他公司应对这一挑战的企业，也将会从中获利。




模式三：
 在行业内部 / 跨行业整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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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和能够进一步进行数据整合的IT新标准，让我们可以用全新的方式跨行业/领域整合信息。在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博尔扎诺，整个城市人口近四分之一是退休人员。这给该城市的社会及医疗服务带来巨大压力。IBM和该市合作，开发出遍及全城的入户感应网络，用以监控一些日常环境数据，比如温度、二氧化碳水平和自来水用量等，同时还对“正常”行为模式进行监控——比如规律的做饭时间。一旦检测到异常，系统会自动给用户指定的朋友或者亲戚打电话，这样，他们可以确保这些老年人平安无事，或者呼叫相关的救助服务。幕后完成这一切的是一个将相关职能部门联系起来的IT系统——包括社会服务、医疗服务、物业维修等。这让紧急状况的综合应对成为可能。

市政府相关人员认为，因为该系统的应用，援助服务和看护的费用降低了30%，很多退休老年人可以呆在家中，减少了养老院的需求和相关运营费用。其他城市也在积极尝试跨领域创新。大伦敦市政府建立了类似服务，期待尝试一种管理城市的全新方法。它们推出了“快捷城郊物流项目”（Agile Urban Logistics project），将网店的包裹递送信息和即时的交通状况结合起来，用最优化软件找出解决运送快递的货车造成的交通拥堵现象。目标是鼓励企业发展新的商业模式，比如在某些特殊地区使用分享式快递服务。

非政府领域也存在类似机会。尽管沃尔玛和戴尔这样的企业，已经成功完成了其供应链的数据整合，但大多数供应链网络仍然无法协调一致。IT的进步促进了这一问题的解决。比如在汽车行业，制造工厂在用水给机器降温时，需要小心调整水温。如能获得可靠的上游水温数据，对于提高工厂效率大有裨益。供水单位可以将这类信息提供给企业，以此创造额外收入。在德国，医疗领域跨行业的数据整合成为了提高效率的一个新业务。过去，医疗和牙科服务在向保险公司收费时，会通过很多不同形式（包括纸质和电子形式）提出请求。新服务可以直接从医院的IT系统中收集信息，保证了数据的保密性、标准性和清晰性。之后可以按照不同保险公司的格式要求将数据发给它们。该服务让保险公司可以自动完成支付，检查账单，避免商业欺诈。保险公司由此省下的钱比服务成本还多。




模式四：
 数据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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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企业拥有将不同数据整合起来的能力，并开发出与其临近业务相关的多种新服务。比如沃达丰和GPS设备及服务提供商TomTom最近的合作。沃达丰有着完善的移动网络，能够识别出手机用户开车的位置以及驾驶速度。这样的数据可以准确定位交通拥堵——对于TomTom来说，这些信息极有价值，于是它们从沃达丰那里买来了这些数据。

我们推测，其他一些公司也能使用手机数据来改进运输和交通，并用更为商业化的方式来完成。比如，那些想投放本地化广告的公司，或者手机用户附近的饭店和商铺。

英国气象办公室、IBM、伦敦帝国理工商学院，以及研究气候变化的格兰瑟姆研究所合作建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开放式平台”，旨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交换全球气候数据。很多组织包括保险公司和针对自然灾害的机构，需要此类数据。但目前的状况是，此类数据越来越多，而相关标准却凤毛麟角。这让数据共享及整合变得很困难。而且，广为接受的气候模型分析标准还没有开发出来。这些领域的鸿沟限制了评估和决策的质量。这个新机构的目标是通过提供网络平台，填补这些鸿沟，该网络平台向很多参与者开放。它将会为气候知识、数据及建模提供贸易市场。平台背后的组织希望它能推动创意方案的产生，解决与气候相关的风险评估及控制问题（这一举措属于两种模式的结合——数据贸易及跨行业数据整合）。




模式五：
 将独特的能力程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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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系统自发明之日起，就为商业流程自动化做出贡献。现在，公司有了一种实际的方式将它们标准化，让它们更完善并出售给第三方。任何最优的流程——但并不是公司的中心竞争优势——都变成了盈利的业务。云计算让这样的机会触手可及，因为它让企业在软件传输，版本更新方面更加容易，并在定价上允许客户“按需付费”（pay as you go）。

IBM的全球费用报告解决方案（Global Expense Reporting Solution）最初是为了实现公司内部旅行预定和花销报告流程的全自动化。IBM发现，该系统除了将行政费用降低60%-75%以外，还帮助员工更好地遵守公司的差旅及娱乐政策（T&E policies），这让总体花销降低4%。几年以后，IBM发现很多客户对这种节省成本的做法感兴趣，就将该系统变成一种服务卖给全球企业，成功开发出一项新业务。对结果数据流的分析让IBM能够更好地关注客户内部的审计流程。IBM现在能向第三方提供内部开发的应收账款管理系统。

另一个例子是花旗集团。花旗银行开发出一个转账数据模型，用以分析金融系统不同部分的现金流，找出了客户无法有效使用不同付款功能的问题所在。5年内，公司将这些模型转变成了一系列客户服务。花旗银行的电子移动平台（CitiDirect BE Mobile）让金融机构和他们的客户能随时随地追踪付款状态。公司推出该服务的第一年，系统可处理的转账金额达110亿美元。如今，这一数字是1100亿美元。2013年10月，花旗推出了CitiDirect BE Tablet,目的是帮助C级管理者更有效地管理他们在全球各公司的财务流动。

创造新价值的机会并不仅存于IT流程。英国一家大型目录零售商，已经开发出专门的高效快捷系统，用于设计和介绍网上产品目录。该公司出售的商品种类远远超过对手，但库存储备只有对手的一半。如果该公司将这一领先于行业的能力出售给其他零售商，就会创造出一个新业务。该业务从理论上可以发展成为一个颠覆性平台，第三方零售商可将其用作一种市场渠道。



5种模式的结合

这5种模式对于那些寻找新商机的公司来说很有帮助。我们也在上文列举了关于这5种模式的优秀例证。但现实中的应用往往体现为不只一种模式。（在我们撰写本文时，已经发现一些例子适用于两到三种模式！）此外，现存业务的一些相对简单的延伸，经常会发展成一个全新的业务领域。以智能电表为例，现在它在发达国家几乎无处不在，它能记录全天的电能消耗，并将信息提供给电能供应商。这些设备的雏形是想在一些方面改善公共服务。

智能电表应用让按日收费成为可能，这样能够反映出用户的需求模式，优化处理公共服务运营及基础设施使用情况。客户还可以根据获得的信息来管理自己的能源使用情况。要不了多久，该电表就能为新业务创造更多的契机。

比如，它们可以收集家电的能源使用模式的相关数据，并将这些信息再卖给家电制造商，也可以给住户提供升级服务，诸如接入自产能源（利用太阳能板发电等）。

我们相信，智能电表还能为平台型业务提供支持。德国能源设备公司E.ON在智能电表基础上成立了一个新的业务部门，IBM辅助开发了相关IT系统（软件和基础设施）来支持该公司的不同需求——数据采集，数据聚合，动态定价模式等。最后IBM发现，为这一系统进行的模块设计也能用于为其他公用设备提供商提供定制服务。（这一新业务是IBM和E.ON联合开发的）。智能电表还可能成为一个技术平台，为住户提供种类繁多的应用，比如安全系统以及娱乐系统。



从了解自己开始

在和客户一起开发新的商业机会时，我们会先用一两个具体例子来描述这5种模式，然后直接进入问题环节。这些问题帮助企业列出基于现有业务的原始数据，以便从中攫取新的商业价值。问题看似简单，但回答起来却需要深思熟虑。



我们有什么数据？

我们能获得但还没有采集的数据是什么？

从我们的产品和运营中能创造出什么数据？

我们能从别处获得什么样的有益数据？

通过和其他人合作，我们能获得什么样的共享数据？



获得答案后，团队会再次审视每种模式，看是否有机会修改或者结合某些模式，可应用于本公司的商业运营。

问题包括：




1．
 外延型产品

与我们的产品及使用相关的数据有哪些？

我们现在拥有哪些数据？哪些可以在下一步收集？

这些数据让我们有哪些深刻的发现？

这些发现如何为我们、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或其他行业的公司提供新的价值？




2．
 资产数据化

我们的资产中有哪些是全部或者主要以数字化形式出现的？

如何运用它们的数字化本质来增强其价值？

有没有可以变成数字资产的实体资产？




3．
 数据整合

我们的数据能否通过和其他人的数据结合创造价值？

我们能否作为媒介，将其他人的数据进行整合，从而创造价值？

谁将从这样的整合中获益？什么样的商业模式能吸引我们及合作者？




4．
 数据贸易

为了创造价值更高的信息，如何结构化和分析我们的数据？

这一数据对公司内部、现有客户、潜在新客户或者其他行业是否有价值？




5．
 能力程序化

我们是否拥有其他人没有的独特能力？

是否能够将这一能力标准化，让它可以广泛使用？

能否将这一能力做成数字服务？

本行业或者其他行业中，谁会对这一能力感兴趣？

收集、管理和分析这些数据如何帮助我们开发出一项能够程序化的能力？



一旦你完成了第二组问题，一切就明朗起来：我们将不同的概念进行整理和排序。当有了一到两个想法时，就可以进行进一步调查；再往下是关于这些想法的细节补充。之后要进行情景设定，假设某个想法创造了新的重大商业价值，还要找出实现这一切的主要可能。几周后，团队要重新聚集在一起，将结果展示给高管级别的创新带头人。

这几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逐渐远离最初的角色——让运营和管理流程自动化，并减少相关成本。当然，IT会继续担任这一角色。但它创造新商机的作用更加强大。

技术进步越快，新契机就越多。现在，公司该静下来想想，如何通过系统化方式来审视这些进步，仔细考虑IT如何在制造出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以外，帮助企业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和平台。认真审视5种模式和你的企业的关联，诸位就能更好地掌控数字经济带来的机会，并获得回报。




成功因素

我们看到和参与过的成功案例有四点共性（除了基本的跨职能团队、充足的资源和顶级管理层的支持）。





强大的技术

在项目中，关键是让CIO、CTO或者主管IT的管理者担当重要角色。如果此人是该项目的高级主持者则更好。

这也意味着CIO / CTO的角色应该关注商业价值而非商业效率的创造，这对CIO / CTO的技术和背景提出了新要求。





外部成员的加入

在探索创新行动时，企业常常受益于外部观点——来自顾客，供应商，相关产业或者IT专家。那些执行力最强的公司在扩张时一般都会引入外援，这是让服务更快推向市场的捷径。





激励型领导力

如果某个创意是颠覆性而非可持续的，需要有强势的领导者来顶住企业既有文化先入为主造成的压力。暂露头角的领导人往往是最佳人选，因为他们通常非常想证明自己，推陈出新。





情感投入

对那些参与其中的人来说，成功的创新已经超越智力层面的意义，成为某种情感投入——甚至成为一种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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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什克帕马是IBM's Academy of Techology技术总监。伊恩麦肯齐是哈佛商学院高级讲师。大卫科恩是IBM托马斯沃森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大卫甘恩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研发创新部门的副院长。



更多大数据内容请点击阅读：《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大数据专区






特写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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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罗盘：破解企业四大困局

王成 | 文　李全伟 | 编辑




竞争越激烈，企业越容易迷失方向，变成没有战略的“流浪汉”。战略罗盘直指战略本源，不断拷问企业四大战略问题（战略的有无、战略的好坏、战略的实虚、战略的快慢），推动企业找到明智的战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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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罗盘模型示意图






在
 一定程度上，很多企业存在的问题不是不重视战略，而是对战略重视过度，滥用了“战略”一词。比如一些企业经常把“战略”和“战略性”混为一谈，很多工作被冠以具有“战略性”意义，诸如战略性人力资源、战略性成本管理、战略性采购等等。这些工作对企业经营有“重要意义”，但不一定属于“战略”范畴。不知不觉，“各个职能部门推出的各种管理工具逐渐取代了真正的战略”。弗雷德蒙德马利克（Fredmund Malik）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高管层使用‘战略性’这个词的次数越多，他们所拥有的真正的战略就越少。”基于此，一些首席执行官和事业部总经理们苦心积虑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制定了一份“坏战略”。

为什么会如此？我想这与很多管理者缺乏系统的战略培训有关。很多高级经理人是从销售岗位或生产岗位等业务线一步步提拔上来，他们往往是技术专家或生产专家，并没有系统学习过专业的战略知识，这导致他们容易走入一个误区：把他们所熟悉的工作视为战略。这正是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所洞察的关键问题：运营工作正在日益替代战略工作。很多部门经理被提升为事业部总经理，事业部总经理被提拔为公司领导者，他必须做出很多改变和转型，其中最富挑战的就是“从战术家到战略家”的转型，这要求他们不能仅仅局限于运营细节，还需要关注战略大局。

也有人认为企业深受“战略”之害，比如，战略赶不上变化、下级单位做不到不打折扣地执行战略等。本文介绍的“战略罗盘”，目的是让大家回到“战略”这一本源，对战略进行全面并深入本质的阐释。当这一入口被彻底打通后，我们对战略的诸多问题就能豁然开朗。

战略是以持续拥有未来，且面向未来展开的探索旅程。在这个过程中，管理者需要确保整个组织奔跑在正确的航向和航道上。当今经营环境充满变化，无论身处在红海或蓝海，企业都很容易迷失方向，变成没有战略的“流浪汉”。有鉴于此，我建议企业高管都能配备一个强大的装备——战略罗盘。这个战略模型简单实用，直指战略本源，它会不断拷问高管四大战略问题，并推动他们找到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

这四大战略问题是：

1．战略有没有：公司有战略吗？如果有，你能用一句话说清公司的战略吗？

2．战略好不好：你所制定的战略是个好战略吗？战略既有高下之分，也有好坏之分。

3．战略实不实：战略不能务虚，战略落地需要扎实的资源和能力作为基石。

4．战略快不快：天下武功，惟快不破。在剧变时代战略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进化而来的。



有战略：一句话能说清楚

你能用一句话说清自己公司的战略吗？哈佛商学院科里斯教授研究发现，大多数企业高管无法用一句话讲清楚自己公司的战略。这往往意味着你的战略不够清晰明确，更糟的是，这很可能说明你的企业根本从未有过战略。

如果公司没有明确清晰的战略，你甚至连自己公司都无法介绍清楚。万科董事长王石曾分享过他面临的一个挑战：在国外接受采访时总会被要求，“请介绍一下万科”。在十几年前，他实在无法在10分钟内把万科的业务讲清楚，因为万科的业务太杂乱。王石说：“一个企业成熟与否，可以通过介绍时间的长短来判断，这有点类似女士的裙子效应。裙子越短，越引人注意。”他给出的建议是，你最好能够用60秒钟介绍完毕你的公司。关于战略，我们的建议也是，你最好能够在60秒钟之内，用一句话讲清楚。

这一点如何做到？它需要管理者深入思考并回到三个基本的战略命题：我是谁（业务领域）、去哪里（战略意图）和如何去（战略地图）。任正非在2012年《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文章中，回忆了1997年前后的华为，“听听研发人员的发散思维，乱成一团的所谓研发，当时简直不可能有清晰的方向，像玻璃窗上的苍蝇，乱碰乱撞……到1997年后，公司内部思想混乱，主义林立，各路诸侯都显示出他们的实力，但公司往何处去，却不得要领。”最后，华为经过上上下下几轮讨论，在公司创立10周年之际出台了《华为基本法》，才明确了三个基本的战略问题。

《华为基本法》的第一条用一句话清晰概括了华为的战略：“华为的追求是在电子信息领域实现顾客的梦想（去哪里）。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是谁 / 去哪里），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用我不是谁来更加清晰回答我是谁）。”“我们是以优异的产品、可靠的质量、优越的终生效能费用比和有效的服务，满足顾客日益增长的需要（如何去）。”

遗憾的是，很多企业都错误理解了《华为基本法》，把《华为基本法》归到企业文化范畴。所有企业都在学《华为基本法》编制一本所谓的企业文化手册，这是一种非常肤浅的模仿，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公司的“战略清晰化和战略统一性”问题。2012年末，任正非写了《力出一孔、利出一孔》一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华为基本法》的战略意义及其组织意义：“水一旦在高压下从一个小孔中喷出来，就可以用于切割钢板，可见力出一孔的威力。”所谓“力出一孔”是指，华为要把所有资源聚焦在战略上，战略做到清晰化，并在内部形成战略统一。有了清晰的战略，才能有伟大的组织，战略决定组织，组织跟随战略。正如德鲁克所言，组织中所有人的意志、行为都必须指向一个战略结果。



好战略：让你远离竞争

从好战略到好企业还有一个重要的桥梁，就是你的战略不能太虚，要扎扎实实，直指根本。

没有哪家企业会主动承认自己没有战略，大部分企业都会声称自己“有战略”。进一步追问，很多管理者会倒出一些实情。比如，我们有战略，但是我们的战略还不够细化清晰；我们有战略，但是我们的战略执行得不好等等。他们说的也许都是实情，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有战略”这个认知才是最大的伪命题。“我们有战略”往往不过是有一个“坏战略”而已，并不是一个“好战略”（编者注
 ：“坏战略”这个概念是理查德罗曼尔特(Richard Rumelt)在2007年提出的，见《Good Strategy, Bad Strategy
 》，2011）。


坏战略制造同质化，好战略创造差异化。
 很多企业有战略，往往指的是他们有一份非常厚的战略规划报告，遗憾的是很多战略规划报告不过是一篇“规划八股文”而已，空洞言论充斥其中，同时战略八股文输出的经常是同质化的战略，而战略的本质却是创造差异化。我曾看过3家中国公司请世界知名战略咨询公司所做的战略规划报告，除了经营数据和行业分析有所差别之外，涉及到战略的核心内容时，几乎无差别，战略愿景几乎都是“成为世界一流的XX公司”，经营理念无非就是“创造卓越、持续创新”这类词汇，重合度非常高，缺乏个性。为什么说战略的本质是创造差异化呢？在过去，人们面临的问题是选择太少；而今天，人们面临的问题是选择太多。如果做不到差异化，企业就会被淹没在竞争大海中，被顾客所抛弃，这样的组织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战略中最糟的错误是与竞争对手在同一维度上竞争，就像大家都在竞争同一场比赛，赢家只有一个。好的战略往往是“不走寻常路”。


坏战略仅是“计划”，好战略更有“谋略”。
 很多企业说自己“有战略”，其实他们有的仅仅是一个“愿景”或“经营目标”。坏战略提出大量的目标和重要性，却没有谈到多少实际的政策和行动。一份好的战略就像一个有支点的杠杆，能够将力量尽可能地放大，利用较少资源获得较大成功。

因此，战略不仅要回答：我是谁、去哪里、如何去，还要回答“在哪竞争”和“如何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战略的定义可以非常简约：战略=“战+略”。战就是决定“在哪竞争”，略就是决定“如何竞争”。这两个维度交叉在一起，共同决定了一个组织的战略定位。在军事上，战略的定义就是针对敌人（竞争对手）确立最具优势的有利位置。富有谋略的“好战略”不仅能够发挥杠杆优势，也能够将劣势转换为优势。当王老吉从传统的“饮料”定位转换为“凉茶”定位时，口味劣势一下子转换为优势，高价格的难题也迎刃而解——预防上火的凉茶，把一般人喝不惯的中药口味（劣势）变成了金字招牌，同时让王老吉3.5元的零售价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撑。

当然，最好的定位是“首位”，美国西南航空为什么能持续盈利40年，因为它成了低成本航空的第一代表。王老吉为什么快速崛起，因为它成了凉茶领域的首位。修炼到如此境界，你就会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从容淡定，基于此，好的战略就是要你远离竞争。



实战略：从战略能力到能力战略

你的企业“有战略”，还是“好战略”，但是依然可能会遭遇战略溃败。“好战略”常有，“好企业”却不多见。这是因为，从好战略到好企业还有一个重要的桥梁，就是你的战略不能太虚，要扎扎实实，直指根本。

在一个战略咨询项目中，我和一家航空公司的董事长进行过一次艰难的对话。因为该公司的“发展战略是坚持差异化”，董事长非常喜欢这句话，可是我一点都不喜欢，对显而易见的东西反复论述往往是肤浅的战略，务实的战略应该回答的是，究竟要在哪些方面做到怎样的差异化。罗曼尔特教授也分享了一个生动的案例，他曾看到过一家银行的战略规划报告，其战略目标是“成为以客户为中心的金融枢纽”。“金融枢纽”意味着该银行接受存款，然后再把这些钱贷款出去；“以客户为中心”是个时髦词，但是仔细研究其战略后，发现这个时髦词没有任何资源和能力上的支撑。删掉“成为以客户为中心的金融枢纽”这句话中所有浮华的修饰语后，你会发现，该银行的战略就是成为一家银行。

这种“虚战略”曾经在通用电气也很常见，让当时的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很头疼，于是他决定大规模裁减通用电气战略规划部门。韦尔奇认为，战略规划部门过于关注繁琐的数据和空洞的概念，不注重创建和维持业务的核心竞争优势。重建战略规划部，并不是因为韦尔奇不需要战略，反而是因为更需要“扎扎实实的战略”。韦尔奇为什么会有如此举措？我们需要翻开全球化的历史。深入历史总能找到事件发生的深刻缘由。

20世纪80年初，日本企业在全球的突飞猛进让韦尔奇非常担忧：NEC（日本电气公司）后来者居上，超越了美国GTE（美国通用电话电气公司），下一个超越的会不会就是通用电气？！和韦尔奇一样，对这些现象进行深入思考的还有一位战略大师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他深入研究了NEC和GTE这两家公司，找到了它们之间最大的差别：NEC把战略重心放在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快的速度构建其核心竞争力上。他指出，企业不仅仅是产业和服务的组合，更应该是核心能力的组合。

韦尔奇在这些思考的启发下，决定把“六西格玛”和“无边界”打造为通用电气的核心竞争力。他不仅仅在“宣称战略”，而且在“践行战略”，他推动自己“深潜”，扎根到业务中去，亲自带领团队打造核心竞争力，他在他的自传中非常自豪地论述了这些扎扎实实的战略行动：“在5年的时间里，CT医疗部门团队把射线管的寿命从2.5万次提高到接近20万次。到2000年，利用6西格玛，他们研制出了平均寿命达到50万次的新型射线管，并且被定为行业标准。这一关键部件的突破，使我们推出了迄今为止销售最快的通用电气光速（Lightspeed）牌CT扫描仪。”

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太多公司凭借机会或垄断资源，赚取了太多的“浮财”，但普遍缺乏核心竞争力。他们对核心竞争力存在错误理解，导致核心竞争力建设一直在原地踏步。很多企业把一些稀松平常的资源或能力视为核心竞争力，然后告诉员工：“我们已经有核心竞争力了，你们好好冲锋吧！”当我们能够把核心竞争力和能力、资源区别开来，我们就会充分意识到构建核心竞争力绝非是一朝一夕之事。

这些扎扎实实的核心竞争力指的不是个人能力，而是整个组织所发挥的整体战斗力，是组织在人员招聘、培训、薪酬、沟通以及其他人力资源领域进行持续投资的结果。核心竞争力最终决定组织的本质，形成组织的独特身份和战略个性。如果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不具备，你需要深入思考，“为了构筑战略优势，我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沿着这个路线走下去，你的设想会变成未来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伟大是熬出来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日积月累出来的。



快战略：战略更需要快速进化

好战略往往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进化出来的。战略管理的重心不是“设计规划”，而是“加速进化”。

核心竞争力如此重要，而且富有挑战，挑战在于：核心竞争力很容易“老化”和“固化”。数码相机技术的成熟和广泛应用，让柯达的核心竞争力一下子“老化”；曾经以高纯度胰岛素获得大量市场份额的礼来公司，公司被“固化”在提高胰岛素纯度的能力“轨道”上，以至于完全忽视了来自诺和诺德的小发明“注射笔”，而痛失胰岛素领域的半壁江山。

“核心能力”可能会变成阻碍战略变革的“核心阻力”，柯达、诺基亚、索尼等公司的陨落，都证明了这一点。一个具有强大战略地位的公司，往往是强大和笨拙并存，这样的公司会面临三种惰性的牵绊：战略惰性、能力惰性和人员惰性。

天下武功，惟快不破。如何克服这三种惰性，进入到“快战略”的境界，让公司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又保持高度的敏捷性，像通用电气和腾讯那样，“大公司罩上小公司的灵魂和速度。”我的建议是采取4种方法：

1．把你的战略区分为三类，事前规划的战略、事后总结的战略，以及处于这两者之间的自发涌现的战略。事前规划的战略并不能完全预知未来的变化，因为需要在执行过程中保持开放的心态，鼓励那些在变化创新中的“自发涌现”。深入研究微信这一款产品，就会发现这是腾讯内部“自发涌现的战略”，还险些在内部被扼杀掉。在腾讯总部以及马化腾眼中，并没有对微信进行过严肃科学的事前规划，即使是“微信之父”张小龙也没有对微信在事前有准确的定义。

2．基于此，你需要重塑公司的战略管理流程。传统的战略管理流程太过于“自上而下”，其核心任务就是定目标、下任务、做考核等，把战略管理全部细化成严格而漫长的流程制度，让战略变成了“慢战略”。研究表明，真正的战略往往是“自下而上”，在战略执行进程中，下属部门往往会涌现出很多好的战略，未来战略规划部门的使命就是把战略管理和创新管理完美集成在一起。作为“战略家”，你是战略“总设计师”，更是战略“总许可师”。

3．在组织内部推动“精益创业（Lean Startup）”。这已经是硅谷流行的范式，在小米手机上也有生动的展现。你需要放弃传统“零缺陷”的管理方法，在公司内部鼓励“不完美、有缺陷”的想法或产品，先在市场中投入一个不完美的原型产品，然后通过不断的学习和用户/粉丝的反馈建议，对产品进行快速迭代优化。以速度替代完美，在快速进化中实现完美。基于此，好的战略往往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进化出来。未来战略管理的重心不是在“设计规划”上，而是“加速进化”上。

4．遵循5%原则。曾任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校长的魏思炯(John Wells)提出了一个5%原则：企业首席执行官应该每天拿出5%的时间思考战略。IBM也遵守5%原则，公司高管团队每个月都要花1天时间来回顾和思考战略。这固然成本高昂，但是管理层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围绕战略进行集体学习”，当然这种集体学习不是简单的读书看报，而是要深入探询我们的心智模式：我们对行业 / 客户的哪些假设是错误的？我们存在哪些视觉盲区和战略盲点？我们肯定和否认了哪些未来趋势？很多尚未采纳5%原则的公司，往往只有在重大危机之时才会反思战略问题，这时就已经错失了战略变革的机会窗口。



战略罗盘的四大视角

对四大战略问题的探询，是思考战略的四大视角，不同的视角往往看到战略的不同方面。正如战略罗盘模型所揭示的，有的高管谈到战略更偏好外部导向，聚焦在产业环境和竞争状况方面；有的高管更偏好内部导向，聚焦于内部的资源和能力。同时，对战略的研究，也往往涉及两个重要议题：战略设计和战略执行。很多企业都非常头疼“战略执行”的问题。

众多调研都在证明战略执行的效果有多差。有高管将战略执行差归罪于员工没有能力，也有高管则归罪于战略设计的不好。我曾在一次战略咨询访谈中了解到，生产管理部的老总抱怨战略规划部的老总：“战略规划部总抱怨我们战略执行能力差，我认为是他们战略设计能力差。如果有本事，为何不制定一个我们能够执行好的战略呢？”

基于这两个坐标轴，我们可以形成四象限，这四象限代表了战略罗盘的不同方位，也就是我们观察战略和思考战略的四个视角：计划视角、定位视角、能力视角、学习视角（见图表《战略罗盘四大视角》

 ）。

这四大战略视角，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互补的关系，你不能舍弃任何一个视角，缺少任何一个视角都可能导致战略性的致命失误。如果没有计划视角，企业可能会变成“战略上的流浪汉”，无法回答“我是谁”“去哪里”和“如何去”。如果缺乏定位视角，会变成“战略上的‘东施’”，企业会不停地去模仿竞争对手，无法创造差异化，陷入战略上的被动局面。如果没有能力视角，企业就有可能变成“战略上的墙头草”，没有核心竞争力沉淀的组织犹如浮萍，企业战略无法落地生根。如果缺乏学习视角，容易变成“战略上的恐龙”，对外部变化的反应迟钝，充满了太多的惰性，不能创造出“快战略”，只能在外部剧变的环境中唱起挽歌。

到底应该选择哪个视角来管理战略呢？最好的选择，就是把这四个视角全部组合在一起。在战略领域，目前迫切需要强力组合（Powerful Combination），当一位首席执行官能够将四大视角合于一身，强力组合效应就发生了，其战略领导力效能将得到大幅提升。

在快速变化的年代，我们也会发现战略设计和战略执行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在战略执行的过程中充满了无数的“战略再设计”，单单学习和掌握战略执行已经无法提升公司的执行力，战略执行者和战略设计者都需要管理“自发涌现的战略”，思想和行动必须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快速前行。同样，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之间也无法如此界线分明，在小米手机的快速成长中，你会发现原来处于外部的客户，竟然如此深入地介入到小米手机的设计和应用开发。

很多企业家都在向韦尔奇学习，他有一句名言：“通过谋求似乎难以企及的目标，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往往会变成现实”（计划视角的观点），这句话激励着很多企业勇敢地进入新领域。结果，这些企业由于扩张过快而迅速陷入战略沼泽地。因为，他们忘记了韦尔奇还有另外一句话：“如果你不具备竞争优势，就不要去竞争。”（定位视角的观点）。

显然，韦尔奇具有一流的战略智商，正如罗杰马丁（Roger Martin）将“头脑中同时存在两个相互矛盾的想法而继续思考，并迅速行动的能力”定义为“一流智商”。

通过战略罗盘的导向系统，中国的商业领袖们也可以具备一流的战略智商，成为韦尔奇那样伟大的战略家！引领企业在正确、清晰的航道和航向上开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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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罗盘四大视角

这四大视角几乎涵盖了战略的全部核心问题



（
返回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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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成是KeyLogic（凯洛格）公司董事长。





特写 Feature



让办公场所变身创新宝地

伊莉斯瓦洛（Elise Valoe） | 文

陈圆妮 李全伟 | 编辑












管理者往往聚焦在创新目标、创新方法等问题上，很少考虑“在何处创新”。经过15年综合研究，Steelcase公司发现，适合的办公场所能促进创新的产生。






创
 新是推动企业增长的惟一出路，很多管理者把推动创新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但却很少有人关心办公场所与创新的关系。致力于研究办公场所人类行为的Steelcase应用研究顾问和WorkSpace Futures团队经过调研发现，办公场所是企业夺取创新圣杯的关键所在。恰当的办公空间能够推动员工之间的合作和分享，也能够支持企业的业务流程，给企业文化带来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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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不同企业中的不同属性组合，Steelcase的研究人员从中得出了8种能够同时支持持续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的模型（见图《企业属性影响创新》

 ），并提出了为了促进创新，企业在设计办公空间时应当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




企业属性影响创新



不同的企业会采取不同的模式推动创新。Steelcase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企业内部不同的变量属性组合，并根据这些研究结果确定了创新的架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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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视角——企业内部专业知识的广度和范围

过程——企业内部对整个过程的控制程度

资源——资源的来源，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资产

文化——创新者和整个企业之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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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模型与空间对策

办公场所的好坏能够增加或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这些互动是创新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有些企业只使用其中一种模型，还有一些则会根据项目的类型以及期望的结果在不同的层面采用多种模型。每一种模型都有着能够支持企业创新成型、孵化以及发展新思维的空间类型与之相对应。以下是对各个模型的描述（见后图《8种创新模型》

 ）。


1．内部市场模型。
 这是一款高度集中的模型，创新的文化和发展的理念已经融入了企业的各个层面。各种思想都能够获得充分的交流，各个团队和每一位员工都有责任推动创新。高通公司内部通报恰好是这种模型的最佳例证：“无论你在做什么，我们通往创新的前程自始至终都与你密切相关。”


相对应的空间：
 创建一个能够让各个团队合作和分享思想的环境至关重要。需要建立起一个能够在墙壁或者其他垂直表面张贴信息，以方便快速更新信息的中心项目区域。私人空间能够让员工在不受干扰的环境下深入讨论或者开展头脑风暴。咖啡厅是用于闲谈的空间，既可以作为团队之间的分界线，又可以作为吸引其他区域的员工前来这里分享思想。


2．内部分享模型。
 这是一个资源分享的模型，多个专门团队的成员根据需求方便地会面。团队成员可以依靠这种临近的关系方便地获得即时帮助，同时这种空间能够支持团队之间的分享文化，使得这些团队能够在几乎不间断的长期和短期项目中保持互动。Steelcase公司就采用这种模型来组织WorkSpace Futures团队的产品开发和服务团队。


相对应的空间：
 每个团队都有一个门前的走廊区域用于分享公共信息。越深入到空间内部，就会有更多的信息得以披露。每个团队的私人区域能够让各个团队尝试新思想并测试雏形产品，同时不受外人的干扰和干涉。灵活配置的封闭项目区域能够让团队根据需求来扩大或者缩小。个人办公空间则安排在毗邻区域的外围周边。


3．内部集中模型。
 这种创新的模型能够赋予企业内某一特定群体肩负起创新的重任。这个特别的团队拥有深厚的行业知识，通常采取非常规的流程，但仍然属于企业整体文化的一部分，并获益于能够轻松获取企业资源。梅奥诊所（Mayo Clinic）率先创立的SPARC创新项目（See、Plan、Act、Refine和Communicate）便是这种模型的一个案例，使得创新的过程和设施成为独立但又是整体文化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相对应的空间：
 团队的工作环境需要一片位于中心地带的绿洲充当连接的桥梁，方便他们在此放松和聊天。项目空间也要与这片绿洲相连，因为这里有足够的空间供团队成员用于分享思想和雏形产品。雏形产品区域可以创建出一道边界，得以让外界观察内部对新想法的测试以及在现实空间中建立起实体模型。


4．异地模型。
 对于部分企业而言，远离公司是实现创新的最佳途径。在这种模型中，位于偏远地区的中心恰是开发、产品雏形以及评估创新的团队所在。这个团队拥有独特的文化和自由，可以采用独立的价值和过程。与此同时，他们还能够获得企业的资源。波音公司就使用这种模型来开发他们所需的波音787中型喷气式梦幻客机，这款产品在2012年几乎被抢购一空。


相对应的空间：
 与“母舰”保持密切的联系对任何异地团队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视频会议的作用至关重要。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异地团队，热情欢迎访客的“门前走廊”区域可以让这个团队接待来访者。由独立的办公点组成的边界能够提供兼具私人和公共会议的空间。空间的深处则是创新的核心地带：实验室、项目空间以及雏形产品区域，还有为移动办公的团队成员提供的可替代的办公配置。


5．合作伙伴模型。
 有时候将各种观点进行融合是产生突破的最快途径。几家企业可以通过长期或者短期的联手合作，有针对性地高效利用多元化能力，获取到不同的资源，开展知识转移，并分担风险和成本。这就是为什么苹果和耐克共同合作推出了一系列产品，其中包括搭载关联iPod感应器的Moire运动鞋，能够用语音信息来播报跑步的距离和速度，并播放与该距离相对应的音乐。


相对应的空间：
 在这种模型当中，每个合作伙伴都拥有自己的空间，但他们也会分享空间——包括物理层面和虚拟层面。内部实验的合作和测试都会在分享的房产设施中实施，然后他们又会各自回到自己的地盘上去寻求专业资源咨询并在专门的实验室当中开展工作，直到大家都准备好下一轮的会面。各个空间当中都配备了接触空间和演示区域。


6．咨询顾问模型。
 这种模型就像是创新专家根据项目的需求亲自到企业来上门问诊。他们能够带来独特的问题解决技能以及新鲜的视角，而不会受到企业本身的现状或者潜意识当中的包袱所拖累。他们能够留下关于如何开展创新的持久性教育，进而推进许多未来项目的改造。宝洁公司就是采用这种模型的公司，它们曾经和咨询公司IDEO密切合作。


相对应的空间：
 这些公司或许拥有大相径庭的文化，但是分享的空间能够让它们汇聚到一起，分享需要双方共同支持的信息。这种接触往往是在雇主方面的一个类似“招待所”的空间里展开。两家企业会在这里分享思想、测试雏形产品并在中立空间当中推进创新，这些中立空间包括项目区域、社交空间以及资源空间。与此同时，双方也有各自独立的、充斥着个人文化的办公区域。


7．网络模型。
 “造好之后，自然有人会来光顾”是这种创新模型背后的态度，它邀请员工来参观并带来各自的思想，参与到由公司主导的网络，其中通常包括有机构、组织以及社区成员或者从业人员——或者上述所有人员。信息输入的流程是随机的，并能够包容来自积极参与的毛遂自荐者广泛的观点以及意料之外的结果。通过Me网站所形成的乐高积木设计正是采用了这种模型，乐高公司会从中寻找出一些最佳思想用于其新的积木组合。


相对应的空间：
 举办各类活动——包括异地活动和在线活动——让员工能够汇聚到一起并分享信息，然后再将这项资料带回到各自公司内部的团队环境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8．社区模型。
 一切都着眼于当前的需求，作为一个独立的网络汇聚起来，迅速地开展献计献策以及从最大程度上解决一个需求。其优势在于独立于任何组织的视角广度，以及自由和开放的知识传递。


相对应的空间：
 尽管社区模型对技术有依赖，但却也能从这种将不同的人汇聚到一起的空间当中获益，并支持他们从事各自热衷的工作。为当今的“合作办公文化（采用替代办公策略或者自雇）”配备预定制或者会员制空间，使之成为研究这些新兴现象的实验室。初步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社区休息室区域除了个人办公空间和会议室等可预期的功能之外，还可以起到迎宾的作用。走廊上的艺术品展示或者演示空间则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使得空间更具人性化色彩，并使之更加利于合作。



设计空间6原则

创意和产出性合作通常发生在小规模的团队，规模过大容易迷失于自身的复杂性，经验表明，6到8个团队成员最合适。

无论一家企业采取何种创新模型，空间的设计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它将有助于加快创新结果的产生。成功的设计能够从最大程度上消除壁垒，并支持充满才智的员工们开展工作，使得企业能够依靠他们改善公司的创新业绩。简而言之，恰当的空间能够推进创新。以下是在为创新活动设计空间时，需要考虑的一些基本原则：


1．让空间足够灵活。
 创新的空间需要通过重新配置来支持自发性：在不同的工作模式之间切换、动态的信息传递、支持各种工具的使用。除此之外，企业还可能需要支持多个项目团队同时或者排队使用同一个空间，这也使得灵活性更为重要。

考虑将固定和流动的建筑元素进行组合——例如半永久的墙壁和可移动的隔板。

为大型和小型团体活动创建一个灵活的枢纽。

用可移动家具来支持用户自行配置。

考虑到隐私问题，配备用于视频或音频会议的封闭空间。


2．让空间能够激发灵感。
 创造出新鲜的事物是一切知识工作的基础，对于负责产品和服务开发以及其他企业创新的人而言，灵感尤为重要。具有刺激性、引人入胜的空间能够让他们迅速进入状态并持续推进创造性思维。

提供充沛的自然采光和视野。

把自然元素和自然材料引入整个空间当中。

仔细考虑颜色的选择，是要刺激的还是要抚慰的。

提供休闲、非正式和舒适的配置。

可以将支持个人和文化的艺术品以及有意义的物件引入到整个空间当中。


3．让空间充满合作。
 创新团队需要秉持分享的心态。个人的洞察以及记忆需要汇聚成团体的知识以及记忆——越快越好——而项目的进度历史也必须是易于识别的，以减少任何不必要的回溯和错误。

将个人办公空间安置在团队空间周围来最大程度地提高能见度。

配备用于非正式的头脑风暴和非正式的信息交换的团队区域。

利用数字信息开展广泛的对话并使用计算机进行密切合作能够将现场的虚拟的团队成员汇聚一堂。

提供包括白板、插针板、泡沫芯板、投影屏幕等能够提供垂直内容展示的平面，这将有助于用户积极地接受和获取信息。


4．让空间成为员工认真办公的工具。
 用于员工认真办公的空间将和团队所采用的其他创新工具一样得心应手。通过支持所有办公模式——专注办公、合作办公、学习和社交——创新空间当中的每平方英尺都将能成为一块用于创新思维的高效工作室。

将墙壁架构视为用于组织和展示信息的平面，并借此关联整个团队进程。

确保使用中和存放中的办公用具能够手到擒来。

将每一块垂直表面都当作可能展示信息的表面。

考虑采用能够将材料方便地放置在手边又划定了存储区域的分层存储设施。

提供能够支持技术的高效反应基础设施。


5．让空间能够展示出文化和品牌。
 企业的身份和文化对创新者而言既是令人安心的内容，又极具深意，而空间则可以在真正意义上强调重要的价值和流程。在空间当中展示品牌和文化则可以通过设计来强调企业对创新的支持。

切实地在空间设计中强化语气并强调文化，意识到适用于一家企业的文化并不会适用于另外一家企业。

允许能够激发自豪感和冒险精神的产品展示以及其他集体成就的展示。

允许团队定制和个性化配置，以展示所有权以及身份认证。


6．让空间更加社会化。
 共同创新者之间的社会资本对于创新而言不可或缺。它能够建立起信任，在团队开展紧张工作期间尤为重要。在开放和放松的环境当中展开的非正式对话是推动成功创新的空间所需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供获取食物和饮料的便利。

提供舒适的休息座椅、咖啡桌以及其他促进交际的家具。

在接近工作区域的地方选定休闲的合作空间，以方便员工稍作休息并交换信息等。

为访客建立起能够恰当地观察办公空间以及工作进度的迎宾区域。

每位管理者都期待创新越来越多，但许多人没有认识到：对办公空间进行革新将有助于企业创新。空间为员工——包括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人员——提供了办公场所，方便大家汇聚到一起，共同为普通的以及非凡的挑战创造出全新的解决方案。其结果是，办公空间的设计作为一种新兴的创新也势在必行，它将展示用心设计的办公空间能够支持和协调其他企业要素，使得企业能够创造出新的解决方案。




8种创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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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部市场模型


	
2．内部分享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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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部集中模型


	
4．异地模型








[image: ]




	
5．合作伙伴模型


	
6．咨询顾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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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网络模型


	
8．社区模型








（
返回阅读原文

 ）



[image: ]
 伊莉斯瓦洛是Steelcase亚太区设计研究经理，隶属Steelcase WorkSpace Futures团队的成员，Steelcase WorkSpace Futures团队致力于研究办公场所中的人类行为。






中国案例 China Case



中集ONE模式：精益管理 中国制造

邓勇兵 | 文

李全伟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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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企业暴风骤雨式的转型变革相比，中集推进精益管理更像是一场润物细无声的春雨。ONE模式的精髓是重塑企业文化，改变员工思维，通过管理升级，再造高效组织，它适用于看似复杂、实则可以流程优化的中国企业。






题
 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石碑，历经三十年风雨，依然矗立在深圳蛇口工业区。这12个字，一直以来被视为“蛇口精神”的精髓、甚至“深圳精神”的代表。它的提出者，是被誉为中国改革先锋的原蛇口工业区创办者袁庚。作为中国当时改革开放的最前线，蛇口工业区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现了中国首批中外合资企业。投产于1982年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就是其中一家，它的总部，就设在距离袁庚题词石碑不到100米的地方。

中集以集装箱业务起家，得益于中国迅速崛起的外贸业务，以及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和外贸港口的地域优势，在不到20年时间里迅速壮大。通过自身积累和多次并购，中集在1996年超越了来自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竞争对手，成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制造企业。

在稳居全球第一之后，中集进行了相关业务多元化，逐渐发展成为一家为全球市场提供物流装备和能源装备和相关服务的大型企业集团，业务领域涵盖集装箱、道路运输车辆、能源和化工装备、海洋工程及空港等装备的制造与服务，领一时风光。

然而，起端于2007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让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对未来充满危机感。在市场变局和内外压力之下，作为传统制造和服务企业，中集如何顺应时代的发展，实现升级、改造、创新和跨越，一直是那几年无可避免的战略主题，也是让麦伯良和中集管理层不敢掉以轻心的管理难题。

幸运的是，基于此前相关准备，麦伯良带领中集管理层从那一年开始系统构思一个被称为“ONE”的精益管理模式，经过两年多准备、尝试和优化，中集于2010年初启动了一场战略升级行动，意在为中集的业绩增长构建能力平台。

在某种程度上，“时间就是金钱”颇为准确地诠释了中集等中国企业在世界竞争格局中的上半场比赛，而“效率就是生命”则暗示着，经历了粗放式发展阶段的中国企业，比如中集，在更为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下半场，可能需要换一种“打法”，要构建并提升自身的持续竞争力。

HBR中文版的调研发现，中集从2010年开始的这场战略升级行动，正在进入竞争力持续提升的收获期。过去几年，虽然全球经济持续处于低谷，中国经济增长遇阻，尤其是集装箱行业整体乏力，但中集的营业收入罕见地实现了逐年稳步增长。2012财年，中集营业收入543.34亿元，营业利润26.39亿元。

与此同时，中集已推行数年的精益ONE模式也日臻完善：从集团内小范围试点，到全集团推广，再到开始向外输出，精益ONE模式成为中集管理升级的主动力，其设计、准备、尝试、实施和优化的全过程，颇具样本价值，对于许多深受市场变局和粗放经营双重压力的中国企业，有一定借鉴意义。为此，HBR中文版历时数月对中集的精益ONE模式进行了深入调研和分析，力图还原一个具有现代管理意识和全球商业版图的中国企业的升级图景。



以日本精益管理为师

任何初创且追求基业长青的企业，都会从粗放管理过渡到规范管理，中集也是如此。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式成为中集管理层多年来的必修课，在尝试、对比多种管理经验和方法后，从日本开始风靡的精益生产方式引起了中集的注意，并最终成为中集管理升级和战略优化的突破口。

精益生产方式（Lean Production）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丰田公司。受限于日本当时的资源条件，在借鉴福特汽车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丰田汽车创造了独特的生产组织形式——丰田生产方式（TPS：Toyota Production System）。与福特“推动式”的流水线不同，丰田生产方式属于拉动方式，通过使用“看板”等工具，将员工纳入自动化体系。TPS主张“彻底杜绝浪费”，提高生产效率，要求在提高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提高综合效率。

正是因为多年来全面推行TPS，丰田从破产边缘一步步积累发展。2003年，丰田成为全球第三大汽车制造商，当年利润超过全美三大（通用汽车、福特和克莱斯勒）汽车制造商利润总和。到2007年，丰田汽车取代通用汽车，坐上了全球汽车业的头把交椅。丰田快速崛起且屹立不倒，亦令其管理模式和生产方式广受关注。

20世纪90年代，基于对丰田等日本企业的大量调研，由詹姆斯沃麦克(James P. Womack)和丹尼尔T琼斯(Daniel T. Jones)撰写的《改变世界的机器》一书出版发行，迅速风靡全球，精益生产方式自此备受瞩目。一般经验认为，通过实施精益管理，企业可以获得产能提高20%-25%、不良品减少40%－50%、库存减少50%－70%、制造周期缩短50%－70%、生产场地节约30%-40%，也就是经营业绩的全面提升，竞争实力的充分加强。

由于早年与日本同行的较量，以及进入日本市场的各种接触，麦伯良对日本企业在制造方面积累的经验一度感到吃惊，进而深为着迷，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正是在丰田等日本企业长期奉行的精益管理思想。

麦伯良回忆，在1987年的某一天，他到日本谈生意，三菱公司为了接待他，制定了一笔100万日元的专项费用方案，这笔经过严格审批的费用算得非常精细：招待费、交通费、考察费，详尽而透明，便于执行和监督。这件事情对麦伯良的直接触动很大，让他更确信，日本产品的高品质来自精益思想，只要进入日本市场就达到了国际最好水平，为此他立志要通过打入日本市场来提高中集的产品品质。

从1994年上市到2001年，中集连续8年保持快速增长，但集团对于集装箱业务的过度依赖，致使风险也在增加。2001年美国“911事件”之后，全球市场对集装箱的需求出现大幅萎缩，麦伯良和中集管理层经过调研决定加速多元化步伐，通过优化业务结构，降低集装箱业务比重；另一方面，麦伯良也敏锐地感觉到，中集前20年的快速增长，更多是一种粗放式、基于人力和原料等成本优势、依赖市场拉动的增长，这种方式不能打造持续竞争力，尤其是如果中集要想成为一家“世界级企业”——这是2002年麦伯良在集团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目标。当年麦伯良在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中声称：“给我15年，还你一个世界级企业。”

然而，更高效率的精益生产方式知易行难，关键需要提前做好准备。早在2002年，麦伯良推动中集启动了派员赴日学习精益管理的计划。“这一年开始，我每年安排一个年轻人的代表团，到日本丰田、三井、住友这些大公司学习交流，去了解和学习精益生产。这些年轻人都是从集团各公司抽调的，”麦伯良对《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说：“我的想法是，把这些人作为种子，要求他们去优秀企业参观、学习和研讨，深入了解精益生产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时有些国内企业已经引入精益生产方式，但运行下来收效不佳，企业界对精益生产方式的疑问不少。麦伯良隐约觉得，这种在丰田积累了五六十年才逐渐成型的精益生产方式，学起来不可能那么容易，必须做长期打算。按照麦伯良的要求，中集这些派出去的年轻人回国后要做两件事：一是要将学习收获、感受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向他汇报。二是要他们回到各自公司后组织专场汇报，和其他人分享，还要将行动计划向所在公司的领导汇报，并组织实施。

连续5年之后，麦伯良觉得中集已经有点基础了。这5年陆续派出去的那几批30来岁的年轻人，累计也有200多人。这些人在各自岗位取得了不错成绩，逐渐成为中层骨干，有些还担任中偏上的职务。

“差不多在2007年，我跟他们说，要在中集开始推行精益管理了。”麦伯良说，这个时间点，正好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夕，但中集已经隐约感受到集装箱行业的整体寒意。早在1996年，中集集装箱产销量跃居世界第一，从2003年开始，中集与主要竞争对手相比，在净利润上一直保持着几个百分点的竞争优势，然而，随着集装箱行业整体利润逐年下降，进一步提升内部管理水平，向精益要效益的需求，对于中集这样长期靠规模取胜的企业显得非常迫切。

2007年，麦伯良将中集集团的子公司——制造与管理基础比较好的南方中集，作为推行精益管理的试点，并在南方中集成立了精益推进办，邀请了日本的专家组成顾问团，请他们授课、做现场改善活动。随后，天津中集也开始尝试。来自南方中集的人力资源总监杜传建回忆说：“那时的组织模式挺有意思，专家一般一个月过来一周，这一周就是改善周。我们带着队伍到现场去做改善，每天改善后还要做报告，发布改善新闻，汇报当天发现的问题并提出改善方案，目的是通过这种带动方式，培养员工主动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总结南方中集和天津中集的试点，最重要的是对精益管理思想和模式的全面传递，对中集沿用多年的相对粗放的管理模式的颠覆，对精益管理的实战操演。但这种局部试点的真实效用不能高估，因为它们与总部和其他中集成员（公司）之间会出现种种体制（机制）和思维行动的不协调，最终对集团层面的效率提升和管理升级作用有限。



自上而下构建“ONE模式”

ONE模式整体推进的过程，是不断挑战人的惰性、组织惰性的过程。

经过5年的前期摸索，在南方中集和天津中集取得一定成效和经验之后，麦伯良打算从集团层面力推精益管理。

“推行精益管理前，我带领管理团队走访美国联合技术公司的下属企业，学习其ACE管理系统（Achieving Competitive Excellence，获取竞争优势），然后又学习通用电气公司的6西格玛管理系统。”麦伯良说，“这些世界级企业大多都有自己的管理模式。中集的目标是世界级，我们也必须建立起一套自己的精益管理体系。”之后，这个想法被正式提上日程，交由吴发沛（集团副总裁）和王建中（集团企业管理部总经理）研究落实。

2008年1月，在中集集团工作会议上，“构建有中集特色的管理模式”的设想正式提出，后来，吴发沛为这个模式取了个名字叫ONE模式，ONE就是Optimization Never Ending，寓意“持续改善、永无止境”。

“自2007年7月我来到企管部，一直在系统地构想这件事。”王建中回忆，“在此期间，我们走访了一些优秀企业，包括当时国内做TPS咨询的公司。我们不断学习TPS、6西格玛、ACE、波多里奇的卓越绩效模式等，然后尝试把这些模式融合在一起。”

中集的ONE模式不能生搬硬套丰田模式，这已经被很多中国企业用惨痛经历证明过。王建中想到的创新办法是将这个构想解构，首先将其解构为一个个子模块，然后期待在各个模块成熟的时候，再将这些模块结构化，进而还原出一个完整的模式。

在王建中的主导下，ONE模式分解成20多个模块，从3S、安全管理，到标准作业、设备管理、品质管理，再到成本管理，计划物流模块等改善工具，还包括创意工夫、ONE小组、方针管理等工作方法。这一切的目的是令中集更快、更高效、更好质量和更低成本，并让全员都能够参与。这些不同模块，构成了ONE模式三个层面：现场改善、体系改善和制度、文化改善。针对各个模块的开发，王建中带领他的团队制定了一系列实施方案，5年之后，ONE模式基本成形（见附文《制造的艺术》

 ）。

中集ONE模式本源是精益思想，詹姆斯沃麦克认为，或许大量生产与精益生产方式最明显的差别在于它们最终目的不同：大量生产厂家的目的是“足够好”，这意味着可以容忍一定的废品率，可以接受最大限度的库存、窄线的标准产品。而精益生产企业的目的是：不断降低成本、无废品、零库存和无休止的产品变型，通过对尽善尽美无止境的追求产生根本性改变。

王建中把改善分为三个层级：第一个层面是创意工夫，由工人自主改善；再往上一层是ONE小组，发挥团队力量进行改善；更高的层面是课题，由公司或部门组织资源进行研究和解决。再往上，公司每年制定方针目标以确定重点改善的方向，再把方针目标分解到各部门、班组，直至个人，不同层面运用不同工具进行改善，全员参与。

发动全体员工参与并非易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舒适区，都有自己的惰性。”王建中说。ONE模式整体推进的过程，是不断挑战人的惰性、组织惰性的过程。因此，需要千方百计打破这些惰性。

刚开始，很多精益专员持怀疑态度：你推进这个逻辑对吗？谁先谁后？推进的逻辑和框架是什么？所以每年每次中集组织的专员集训，王建中都会去给他们讲各自该如何定位，模式推进的整体大思路是什么、去年推到什么程度、今年要干什么事，等等。王建中要用非常精彩的构思告诉他们，模式推进的思路不容置疑——你可以挑战，但必须相信。王建中通过先培育专员队伍来推进精益理念，再通过专员带动一般员工参与进来。

最棘手的是各个公司的管理层。王建中说：“这一层干部是关键，好多企业的管理层是老资格，是创业者，身上挂满功勋章。如果这些人思想不统一，进程就要打折扣。”王建中采取的办法是实行干部专员化：原来的专员不都是部门经理，现在要求所有中层以上干部，包括公司管理层，用3年时间必须成为一个模块的专员。再通过专家化并用考核牵引的办法，把高层管理者也纳入整个体系。

“在各企业里面推进的时候，一定要找到一名志同道合的副总经理，或者是总经理助理，这个人要善于学习、思想一致、活动能力强。他的作用非常重要，他能帮助总经理统筹资源、落实举措、加速进程。”王建中建议。推行精益管理的过程，本身也是精益ONE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构成精益管理思想的第三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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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模式的模块与体系结构





ONE模式改变了什么

中集用“精益利润中心”指标体系来衡量并跟踪改善成果，经过第一阶段近5年的推进，精益改善给企业带来的效益逐渐在业务绩效指标上逐渐体现出来。对中集通华、中集宝伟和荆门宏图三家企业试点生产线连续三年的跟踪数据结果显示，生产效率逐年提升，2013年同比2011年分别提升14.5%、29.6%、48.3%；2013年，中集共完成TBP课题905个，ONE小组课题数量1126个，分别创造收益7162万元和2490万元，收益额同比2012年增加131%和138%。2013年，集团收益改善课题共创造收益额2.67亿元。

改变的不只是账面数字。2012年9月，南方中集通过劳务公司，向外派遣了571名员工，在一家美国企业进行为期3个月的劳务输出（目的是避免淡季时的员工流失）。中集采取的劳动报酬方式和日本企业很像，后者各级雇员大多数以奖金的形式获得很大一部分报酬，而奖金直接与公司利润挂钩。在中集的报酬结构中，奖金收入占比也很重。按照詹姆斯沃麦克的观点，这种方式可以抑制经济周期对企业的影响：当市场销售下降时，企业的运营成本较低，一旦市场恢复，员工又很快集中精力到工作中。

这些员工输出后，中集管理层一度担心他们在美式管理的“糖衣炮弹”下一去不复返。此前他们了解到，那家公司在人文关怀方面做得可圈可点。不过，这种担心被证明是多余的，3个月后，571名员工不仅悉数返回，还带来了非常宝贵的改善心得。

中集副总裁刘学斌说：中集员工效率一开始不如对方，后者是坐着操作，而中集员工习惯站着操作，最初生产效率只有对方的60%左右。中集员工一周后基本达到了对方生产效率，到3个月时已经是对方的2倍多，还有些人在对方公司担任现场管理干部。作为这些外派员工领队之一的杜传建也证实：“刚开始对方有些班组担心我们的员工不能准时完成车间的生产任务而不敢用，但当看到生产效率提升后都开始抢着用。”

这些外派员工在一个全然陌生的领域，效率迅速提升的原因是什么？南方中集总结的结论是精益思想起了关键作用。

按照克瑞斯阿吉里斯（Chris Argyris，管理学家，组织学习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组织效率提升的方式是学习。这种学习的热情在中集的外派员工中得到很好体现。“他们经常下班后还在琢磨，跟现场的班组长、对方的老师傅请教问题，”杜传建回忆班组长告诉他的情景，“这是他们平时在中集的工作习惯。”——这也正是ONE模式所推崇的改善意识和能力。

“我们做创意工夫、做改善，以及现场的沟通，大家这种集体智慧的碰撞很多，”刘学斌说，“效率哪里来？生产线需要严谨性，讲究节拍，一条流水线应该怎么协同，怎么调动，这里面有学问。我们有管理节拍的经验，加上创意工夫，我们改善了很多东西。”

有想法还得有行动，中集不光给员工提供创意工夫的平台，还给他们实践机会，而一旦好的创意工夫被认可，就会迅速推广。这一场景很难在美式流水生产线中实现，因为任何细微的改善，都需要经过层层审批，才可能实现整改。员工提到一个例子：有两台挨在一起的设备，由不同的人操作。在作业的时候，需要把一个装备放进设备里，按一个开关，工人在边上看着就行了。中集的工人说只要稍微错开一点时间，一个人完全可以看管两台机器。

机械行业分析专家郑贤玲认为，这家美国公司的生产线设计者把流程设计好了，效率最高，不需要现场改善，员工只需按章操作。这种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全部会固化下来，不利于流程改善。而中集认为还有不断改善的可能，改了以后效率会更高，这种方式还能把一线工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郑贤玲认为，更为关键的是，根据美式流水线的理念，每个工人只需管理好自己所负责的环节即可，其他问题不用管。而精益管理要求工人具有多种技能，不光要在某一特定环节不断寻求改善，还需要着眼上下游，甚至全局，来考虑整体改善与效率提升的可能。这也意味着，精益生产方式下，员工有更广泛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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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工夫与效益提升





从“术”到“道”的突破

每个员工都富有创造力，只有最大限度地把他们的创造力激发出来，并且和可积累的持续改善体系结合，这个体系才会不断前进，这就是中集ONE模式的“道”。

中国企业学习丰田模式由来已久，为何鲜有成功者？有人认为，可能与日本企业的两个重要特性“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有关。但吴发沛认为这些“只是术，不是道”。“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重建经济，来自美国的平等观念——让每一个人去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也影响了日本社会。根据日本当时的情况，如果不承诺终身雇佣，很可能吸引不了人才。即便来了，员工也不会全心全意，于是产生出一个终身雇佣的体系，年功序列也是如此。”

关于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甚至在日本国内都有过误会，认为这是日本企业历来的传统，对此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曾经澄清过。但是，丰田生产方式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工人的工资越来越高，而单件的成本越来越低。丰田就像是把工人的薪酬从以前的计入可变成本——随时可以替换工人，转变成一个类似于可以计入固定成本的方式，而固定成本分摊到单件产品里，会越来越低。吴发沛认为，以前可能如此，但现在日本企业在中国不是这样，这些都是精益管理的“术”。

“如果把所有这些，甚至是50年前他们已经用过的‘术’，说成是推动管理的必备前提，可能本身就错了。”吴发沛说，中集构建精益ONE模式，不仅勤于学习丰田工具方法的“术”，而且努力参悟精益思想的“道”。这个“道”，与中集践行的“以人为本、共同事业”不谋而合。

“每个员工都富有创造力，只有最大限度地把他们的创造力激发出来，和可积累的持续改善体系结合，这个体系才会不断前进，这是中集ONE模式的‘道’，”吴发沛说，“至于说用什么‘术’，哪些‘术’好我们就结合起来用。”

近年来，中国企业用工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90后新生代”步入职场，企业遭遇一次又一次的“用工荒”，员工归属感也明显不如以前。于是，一些企业开始灌输、强调“共同价值”，借此提高员工归属感。

“30年前，人们爱说自己是有单位的，是某某企业人。现在中集没有强调让员工非得说自己是中集人。”吴发沛说。他认为，对于企业的管理者，已经慢慢感觉到即使强调也没有用：“并不是说你来吧，来了就是一家人，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对于企业的员工，他想知道自己好好做就能得到什么，能够被公司以某种方式认可。而且，公司也能把对员工的期望说清楚，只有把这两者放在一起来考虑，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解决。而这已经不是‘术’层面的问题了。”

在吴发沛看来，一个企业里不同位置的员工，对他的认可方式不一样。在现在的制造业里，尊重和认可变得日益重要。“在ONE模式里，更多的是让这些员工感受到被尊重和认可，眼睛里面不仅仅是看到那点收入，当然收入也很重要。”

郑贤玲也认为，从文化角度看，ONE模式更符合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都想当老板，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希望：自己不是一件工具、附属品，而是主人。ONE模式尝试把每个人恢复到主人层面，让每一个人觉得“我的地盘我做主”。

“ONE模式让员工们觉得他有更多的可以创造、发挥的空间。ONE模式把基层员工的个体改善称之为创意工夫，这是一种员工立足于本职工作的自主改善。只要是有利于工作的，都可以做，而且企业鼓励这种行为。ONE模式的创意工夫，倡导每一个员工打破常规，拓宽边界，并且营造出氛围，只要有人做更多一点的事情，企业就鼓励他们。久而久之，人人参与改善，‘持续改善、永无止境’也就成了一种文化，”吴发沛补充说，“而在很多企业里，管理者固有的思维可能是，所有都是规定好的，你只能按规定做。如此一来，员工当家作主的意识被扼杀了，成了生产线上的一个机器零件。”



回归“社会人”假设

精益管理的本质是对人力资源的开发，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的核心是人，而不是机器。改善的本质是实现人力资源的自我开发，这正是中集精益ONE模式的精髓所在。

精益生产方式能否让员工得到人性上的满足？有人认为，对员工而言精益生产方式比大量生产方式更具破坏性，因为管理者们在不断试图证明系统内存在松弛现象：浪费工时、员工超员、库存超量，而要想办法将其消灭。詹姆斯沃麦克和他的合作者驳斥了这种观点，认为一个合理组织起来的精益生产系统，确实能够消灭松弛点——这正是“精益”所在，但它又向员工提供了控制其工作环境所需技巧和把工作完成得更加顺利的不断挑战。

詹姆斯沃麦克进而提出，精益生产方式提供一种创造性紧张，从中员工有许多办法来迎接各种挑战。这种参与解决复杂问题的创造性紧张，恰恰是区分手工的工厂工作与大量生产方式时代的职业性“脑力”工作的标志。因为“精益生产要求每一位员工都能极其勤奋的工作，他们的任务是不断思考从而有效推动整个系统运行。”——让工人得以实现自我价值，这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最高境界：自我实现的需要。

“现在我们对员工的要求是，你是这个岗位的主人，”麦伯良说，“员工当家作主意识强了，焕发了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自身素质随之得到提高。这点很重要，因为未来的竞争是人的竞争。”

随着ONE模式的推进，集团总裁办马天飞越来越感到：“人力已经从成本变成了资源，不再是一种生产要素，而是能够开发的资源。”王建中也说：“中国人骨子里有很强的当家者意识和业绩观，工人从过去温饱的追求到现在业绩观的追求，诉求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管理也要随之而变。自上而下，我们逐级释放员工积极性，唤醒所有人的当家者意识，焕发活力。这么做是让每一个员工能够在这个事业平台上，随着中集的发展，自己也能有所成长有所收获。”中集ONE模式正是基于这种理念来构造它的机制。

中集企业文化的变迁，是中国企业成长和变迁的一个缩影。在王建中看来，中集一直在诠释、倡导以人为本。中集以前的核心价值观是“国强民富，共同发展”，演进到现在，形成了一个鲜明的主张“以人为本，共同事业”，这诠释了整个中国，或者是整个民族价值取向的变迁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中集集团正在走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西方工业管理的路，从经济人回归社会人。

“过去是打一份工。现在给我们这些员工重新定位，是成为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王建中说，“一方面，我们提出共同事业，是说这个事业也要变成他的事业。而以人为本要以社会人为本，让他们生活有保障，人格受尊重。另一方面，他内心呼唤的是要有成就、要当老板。在中集，一切是为了落实这种理念。通过赋予他们这样一种可期待的远景，让他们参与到这个共同事业中来。”

有人说，蛇口工业区以及深圳特区的意义在于，作为一个试点最大限度释放了民间的活力与力量。对于中集来说，精益ONE模式的意义，则在于最大限度释放了员工的激情与活力。人类几千年的演进，就是一次次释放人的潜能的过程，大多数企业仅将引入精益管理的目的定位为，提升效率或降低成本、减少浪费，这种定位可能从一开始就错了，因为精益管理的本质是对人力资源的开发，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的核心是人，而不是机器。改善的本质是实现人力资源的自我开发，这正是中集精益ONE模式的精髓所在。

把中集集团7年的探索放到中国产业能力提升的大范畴中，我们将会有更多发现，中集没有简单地学习先进的管理模式，而是将其本土化、改造并提升。企业因此提高了盈利能力，中集传统的制造业文化升级到了可持续动态调整的现代制造业文化，这对于中集未来保持竞争优势至关重要。从中集看中国企业管理升级，探索多样化的中国式精益，对中国产业升级转型因此也极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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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案例 China Case



制造的艺术

——中集ONE模式探索实践的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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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就像一座宝藏，静静地等在那里，很少有人能够获取，而其实现过程似乎就是艺术。只有弄懂如何学习和应用先进工具方法，把多数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各种举措联动，才能找到通向精益宝藏的入口。






丰
 田生产方式因为丰田公司的成功而备受瞩目，引来许多公司争相效仿，但很少有企业能够取得和丰田一样的成就，在中国这种情况尤其明显。如何能够掘取丰田生产方式的宝藏，根植于自己的企业，取得令人瞩目的业绩，并锻炼和培养出一批“丰田式”的员工，将“精益”融入企业文化，这是困扰中国制造企业一个重要问题。中集也曾有如此困惑。

在系统推进中集ONE模式的过程中，我们思考最多的是，在具体工具和方法的背后是什么力量保证了精益的落地，如何让精益成为中集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依赖外力，只能自己去摸索和体悟。经过这么多年持续探索，中集似乎在逐步接近答案，也许让精益落地本身就是一门艺术，也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我们思考最多的问题是：如何设定精益的目标和愿景，让它成为大家共同的行动方向？选择什么样的组织和推进方式以及配套机制，使精益工具和方法落地？影响精益落地的根源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



战略引导ONE模式成为大家共同的事业

我们达成的共识是，精益是“战略举措”、“系统工程”、“一把手工程”和“全员参与的工程”。

精益管理方式已经是一个很完整系统，没法拆成一个个单独的部分，一些企业在学丰田的时候不知道从哪儿着手。中集有些成员企业请了日本老师过来，现场指导改善，结果更多是点上的改善。这些经验还会随着员工的流失而流失，没有把隐性的知识变成显性的、可传承的系统，没有可积累的持续改善。

精益的推进不可避免会与企业原有的工作方式、激励和约束机制、评价和晋升系统乃至企业文化不断碰撞和交融，这些都远远超过了一个项目、一次活动能够解决的问题范畴，我们达成的共识是，精益是“战略举措”、“系统工程”、“一把手工程”和“全员参与的工程”。所以，从中长期视角去看待ONE模式的推进，企业将它上升到公司战略高度尤为重要。

2008年，集团组织力量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形成了中集第一份精益战略规划，初步描述了未来5年（至2012年）中集ONE模式的总体架构和思路，明确了各阶段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实施路径。在中集的精益战略里，把丰田模式的两根支柱，即彻底杜绝浪费的生产方式和效率化的管理方法加以分解和组合，形成标准作业、设备管理、计划物流、品质管理、成本管理、安全管理等生产工具，以及TBP、创意工夫、人事体制、职能教育、文化等工作方法，共同组成了我们的模块框架。

战略规划最大的目的是达成共识，我们的精益战略每年都在修订、讨论和宣贯，这可能比战略的具体内容更加重要。现在我们也在为一些企业提供帮助和支持，我们最开始问的问题是“想做到什么程度、达成什么目标？”“大家都知道什么是精益吗？是大家都想做吗？”同样我们也在不断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不断提升认识。



全方位系统设计是推进的关键

系统设计是顺利推进精益管理的关键，这包括模块关系、推进组织、工具导入和保障机制、人才培养和文化落地等系统设计，这些问题涉及企业运营的方方面面，在系统设计之下精益工具和文化一步步融汇到企业的肌体中，我们认为这才是ONE模式真正的落地。


模块关系的系统设计。
 在ONE模式战略规划中，明确了ONE模式的模块组成。但具体推进的先后顺序是什么？哪个模块是突破口呢？这里面大有学问，决定推进的成败，不同企业有不同选择。在中集，吴发沛副总裁和企管部的团队经过反复考量，决定以安全管理作为突破口，既治标，又立本。一方面，安全无论对企业还是对个人，都是不容争辩的职责；另一方面，它也是以人为本的要求，必将受到广大员工的欢迎。

精益安全模块到底该是什么样？这同样需要系统设计。我们向很多不同流派的老师请教，到很多优秀的企业参观、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研讨、总结，将知识和工具在实践中与中集的实际情况和以往的经验相结合，构建出安全管理的整体框架，选择那些受欢迎、效果好、参与积极性高的做法，共同形成了中集自己的“精益安全9+8体系”。该体系围绕危险源管控，既有完备的制度体系，又有保证制度落地的现场活动。几年的实践，成效明显，为ONE模式后续模块的推进开了个好头。

精益安全一炮打响之后，路线图中第二个模块的定位是尝甜头，让总经理尝到甜头，让员工尝到甜头，也能和精益安全相关联，不能太过繁琐和困难，我们选择的是设备管理模块。过去设备管理主要以事后管理为主，突发事件频发，且检修缓慢。我们推出了全员设备保全（TPM）模块，同样效果显著，从员工到总经理开始尝到了精益带给他们的业绩提升和工作便利。

我们在思考除了将精益工具引入外，亟需解决如何让员工愿意接受精益思想、愿意参与进来的问题，创意工夫模块应运而生。通过创意工夫平台，普通员工的改善智慧和活力得以迸发，2012年全年中集有36万件创意工夫，数字背后是具有“问题精神”的人才育成，这是最宝贵的财富。

如此，一个模块接着一个模块，先后顺序有严密的逻辑。几年下来，ONE模式的整体框架基本清晰，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智慧和韧性。


推进组织的系统设计。
 中集一共有50多家制造企业，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企业想法相同，而集团的力量和资源也是有限的，所以在推进组织上我们的做法是遵循自愿、共享、协同的原则，寻找志同道合的企业一起来做。

我们在集团内部成立了一个精益协同组织，这个组织是一个非行政型组织，加入的成员企业可以获得一定的权利，但也需要承担一定的义务。权利是可以优先享受各种资源，义务是必须在所在产业板块内根据部署推进ONE模式的各个模块，并承担推广和复制责任。

精益协同组织在开发过程中发挥了领头羊和探路者作用，每到一个节点，就会有很多成果出来，然后集团内共享，接着再往前推进。我们的第一批成果、第一批专员、第一批内部讲师都来自精益协同组织，精益协同组织可谓燎原之星火。现在我们的精益协同企业共有12家企业，各主要产业板块、各种生产组织形式都有代表，这也保证了ONE模式的普遍适用性。


工具推进和保障机制的系统设计。
 随着精益工具的不断引入、模块不断推出，后台保障机制是否能与之相配套越来越重要。在2011年-2012年我们的一项工作是探索和推出了中集改善收益手册和改善收益管理机制，这是在解决精益工作的效益体现在财务报表上的问题。通过手册，我们可以知道节省人力、工时和材料的具体算法，这个计算要延续多长时间、计算一个季度还是计算一年等，同时这种计算又是和财务数据相勾稽。通过收益计算的结果可以将现场改善和评价体系结合在一起，而评价体系又和教育体制、晋升体系结合在一起。让后台保障机制不断助力与各模块的推进，另一方面通过后台保障机制的改变，使各模块的工作得以固化。

这种系统设计还有很多，比如我们各模块的分级评价机制、精益专员的晋升通道和配套要求等等。越到后期，我们越认为精益推进过程中的系统设计尤为重要。



精益落地的精髓是“精益式”的人

有学者把丰田成功的关键归结于“丰田式”的人。丰田模式的中心在于员工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深深地根植于公司的理念和原则，其核心是对员工的尊重和持续改善。从我们推进ONE模式的过程看，精益落地的精髓正是如何能拥有一批“精益式”的人，我们坚信只要公司自上而下传递尊重和信任，员工必将自下而上反馈智慧和改善。如何能将人和文化的问题解决好是我们反复揣摩和思考的重点。

精益专员是我们的先锋队。中集把每个模块推进的主推力量经过选拔和培训，形成精益专员队伍。这些专员会把整个推进过程的具体内容总结出来，形成培训资料，然后在各自的现场进行推进，并不断改善，同时还负责其他企业的推广复制和审核。专员队伍就是一支专家队伍，这支队伍是精益推进的保障。我们对专员的要求是四位一体：辅导师、评估师、培训师和宣导师。辅导师能现场辅导；培训师能做培训；评估师能就改善情况做到心里有标准，并能够对照标准给予评估；宣导师要像一个传教士一样传播精益精神，除了身体力行，还要去影响周围的人。中集拥有一支400人的专员队伍，这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只有先锋队还不够，还需要从上到下的全员参与。每个企业都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层面：总经理、干部和骨干、普通员工。只有总经理引领，干部和骨干带动，全体员工一起参与，才能把精益做到位。知易行难，中集需要针对不同层面的特征，从愿不愿意、允不允许、能不能够三个方面想方设法不断地团结志同道合者、不断地刺激和诱惑犹豫观望者、不断地孤立和减少麻木不仁者。比如中集有年度改善发表会和总经理论坛，有精益的奖项，让真正做出贡献的企业和个人能够感受到精益带给他们的荣誉。通过多年的坚持，“工作=作业+改善”、“每天进步百分之一”这样的理念深入人心，从工具到理念中集在和精益对接。

ONE模式一路走来，给我们最多感动的正是员工，他们的智慧、奉献、改善无不超出我们期望。这正印证了一句话：公司只要提供适宜的环境，员工必将全力以赴。精益落地的精髓是人，是具有“问题精神”的人。数万人，处于“中毒上瘾”一般去搜寻问题并解决问题，这是精益能够成功的最关键标志，也是每个致力于精益管理的企业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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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洲工厂”：中集人的精益梦想

目前ONE模式推进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用时5年，在集团各个企业里面的基本框架已经搭起来，大家对精益的认识基本清楚了。过去遥不可及的“世界级制造”，将会进入我们下一个阶段，作为中集的目标。“世界级制造”是什么概念？去看看日本丰田的工厂、美国波音公司的工厂，我们能体会世界级制造企业的一些特点：真正拉动式生产、真正的单件流，在大计划的控制下一套指挥系统在完整运作，所有的物料都在有序流动，这是中集下一阶段的目标。

透过这些表象，我们更加看重其背后的生态系统。麦伯良总裁曾在年度改善发表会上讲到他对中集ONE模式的期望，即“希望中集ONE模式能够让每位员工充满激情地、自觉地、主动地参与到共同事业中来，实现企业发展的同时与企业共同成长”。其实，麦伯良总裁的期望恰恰是对“以人为本、共同事业”的生动诠释。什么叫以人为本？一个是赋权，一个是赋责，两方面组合在一起，才可称为以人为本。

中集精益ONE模式构建的过程并不是硬件、大资源投入的模式，而是润物细无声，软硬件不断结合、不断改进的过程；不是换汤不换药，而是脱胎换骨的过程，这才是中集所追求的目标。精益ONE模式作为一项变革，有坚定的支持和参与者，也必然有暂时不理解的观望者，我们需要由衷地感谢，因为这些不同的力量客观存在，才让精益的落地有了艺术的气息，也成为ONE模式弥足珍贵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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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中是中集集团企业管理部总经理。





中国案例 China Case



对话麦伯良：用ONE模式提升企业竞争力

郑贤玲 邓勇兵 | 文

李全伟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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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ONE模式的推进过程中，中集自身存在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更通过文化的塑造，激发了全员参与。






在
 位于深圳蛇口客运码头旁的中集集团总部，透过总裁麦伯良办公室落地阳台的玻璃，可以看到不远处堆满集装箱的繁华口岸，以及海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若是换作在几年前，麦伯良大概没有多少闲暇时间欣赏窗外的景色：无尽的文件、电话，以及下属的工作汇报，占据了麦伯良大部分的工作时间，超长时间工作成为常态。

不过，由于ONE模式和分层管理的逐步推进，最近两年，这种局面得到了明显改观，麦伯良有时还能抽出时间到高尔夫球场挥上几杆。“终于可以停下来仔细想想更深刻的问题、有更多的时间考虑未来的战略了。”麦伯良说。随着不断有外部企业派员到中集取经学习，以及陆续传递回来的各种正反馈，55岁的麦伯良甚至有意把推广ONE模式做成一门生意，择机对外输出。



ONE模式能解决什么问题


HBR中文版：
 中集过去更多的是采用收购、整合和扩张的发展方式，而现在更强调精益管理、效率提升，原因是什么？ONE模式能解决什么问题？


麦伯良：
 两者不能这样断开来讲，中集现在还在急速扩张，不断收购、兼并、整合全球的资源，步子并没有放慢。而企业的管理和运营，同样也伴随着企业发展的整个过程，在持续地加强和改善。我们是制造业出身的企业，制造业有两个概念很重要，一是精益求精；二是节约，充分利用资源。

经过摸索，中集逐渐形成了ONE模式。贯穿ONE模式的精髓是重塑企业文化，改变员工思维，只有汇聚每一个员工的改善才能最终推动整个集团的升级。ONE模式是一整套精益管理体系，由很多不同的模块组成，如成本、品质、安全等模块，其应用范围覆盖了管理中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在ONE模式的推进过程中，中集自身存在的问题得到了全面的解决，更通过文化的塑造，激发了全员的参与，这正是ONE最大的价值。




HBR中文版：
 中集的ONE模式借鉴了TPS、6西格玛还有ACE的内容，在你看来，它的核心是什么？与众不同之处是什么？


麦伯良：
 ONE模式的核心要点是以人为中心，立足每个员工的改善，全员参与，共同推进集团升级。通常人的精益观念比较淡薄，并不会时时处处有改善的意识。那首先要调动他们，让他们觉得任何事情应该都有改善空间，让不断改善的观念深入每个员工的心中。因此，首先要在文化、观念和理念上改变大家，形成改善的意识。

我觉得ONE模式更接近丰田模式，丰田叫做精益生产方式（TPS），它是东方的产物。我们不会照搬TPS，中集发展出来的这个模式，结合了日本、德国制造企业的优势和特点，还有美国企业ACE、6西格玛的精髓，并贴合了中国国情和中集实际情况，更符合中国人、中国企业的特性。




HBR中文版：
 根据中集经验，要顺利推行ONE模式，关键的、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


麦伯良：
 随着精益推进的越发深入，我们就越发感觉到这不仅仅是一项工作，而是一门艺术。中集要做好精益、调动全员需要全盘的考虑和脚踏实地的推进。关键因素有两点：首先是关键领导对精益管理的认知高度、深度够不够。集团及其所属企业的领导者对它的认识是什么，是一件任务还是一项创造的工作，领导者的信念和决心对ONE模式的推广很重要。对一个企业而言，这项投资并不大，但回报大、见效快。

第二个关键因素是实施队伍，尤其是主要负责人，他的实施策略，也是成败的关键。组织实施很重要，你找谁来负责这个事，当领导的要做好安排。任何伟大的理念和工程，实施、执行非常重要。在中集，我不是指挥官，只是一个战略决策者，指挥官很重要，而且指挥官得要有策略。我认为这两条最关键：领导做事下定决心、坚定信念；执行者有策略，让大家很快地凝聚共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变革升级行动中来，队伍壮大了可以攻艰克难。



ONE模式有多大普适性

中集的精益推进并不局限于某一产业，而是有试点有计划地在各产业共同推进。


HBR中文版：
 为什么在集装箱事业部最先推行精益生产方式，而不是技术先进性及精密度更高的海工，或者中集的其他业务领域？


麦伯良：
 精益和精密没有必然关系。精益是一种改善，一种变革。它是通过处处着眼改善提升，使效率进一步提高，浪费进一步减少。精益不仅仅是工厂生产体系的事情，更是一整套管理体系，它包括物流管理、采购管理、成本控制、财务管理等全套内容，可以覆盖在员工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将精益变成一个全员的行动，因为只有通过全员的行动，才能把精益落到每一个点上。

中集的精益推进并不局限于某一产业，而是有试点有计划地在各产业共同推进。整个过程并不容易，但做出来了，中集的精益就有了普适性，因为集合了各产业共同探索的智慧。中集有100多家企业，沿海地区很多、中西部和东北也有，国外诸如德国、美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这些地区差异比较大，中集必须有试点地去推，循序渐进，而不能把它变成一场全集团轰轰烈烈的“运动”。各产业业务不同，成熟度不同，有些地方它没到这个时间点，就要注意方式方法。集装箱板块有30年的历史，它的基础很好，推行起来容易见成效，容易产生示范效应。




HBR中文版：
 关于推行ONE模式的时间点选择，中集在2008年开始升级行动，是不是由于金融危机引发的一些问题，使得推行精益管理变得更为迫切？


麦伯良：
 不是这个原因。事实上，中集早在2007年就启动了精益管理的探索，是在市场发展最顶峰的时候，到2013年已经7个年头了。推精益管理的时间点是什么概念？我认为要看企业的基础。搞ONE模式是要投资的，企业要讲求效益，中集连续5年，组织了200多人去日本参观学习，那不是投资吗？组织这么庞大的体系，去研究、构建每一个模块，不需要投入吗？集团每年还要召开那么多大会、要颁奖，也是要投资的。有投资就要有回报，但回报时间可稍微放长一点，但是也不能放两辈子都回报不了。




HBR中文版：
 丰田精益思想有很重要的一条，是在供应链上下游都延伸推行，跨越了企业边界，ONE模式是否也可以跨企业，甚至跨行业推行？


麦伯良：
 中集进行的探索，是一个试点。如果中集做好了，我希望把这套系统推向社会。因为中国有数百万家制造业企业，这套体系放在制造业企业，有比较广泛的适应性，根据企业的情况进行改造就可以用。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中集是不是要成立一个精益管理推进公司，像咨询公司一样，专门推广ONE模式，把我们的经验分享给有需要的企业，把它当生意做，往上下游推广、渗透。这样做可节约合作伙伴的成本，也就相当于节约了我们的成本，提升了效率。

中集精益ONE模式的构建过程本身是跨产业方式，而试点推进的过程本身已经展现了切实有效的成果。所以我和员工讲要敞开心胸，把我们的精髓，有利于帮助其他企业成长的经验，分享出去，不要吝啬。我们不能局限于某一行业，要走出去，把动员公司全体人员创造改善的这套精益模式推广开来，让其他企业理解精益的精髓，领略精益的艺术。

中集是社会的一员，也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之一，我们对社会、对中华民族有责任感。我们觉得ONE模式价值大，为什么不推荐给这个社会呢？这是我们的责任。既然已经发现它是有价值的，是适合中国的，就要把它推广出去。中国的制造业发展空间巨大，改善的空间也巨大，通过精益管理和技术创新，可以提升企业竞争力。这几个方面要是做好了，多管齐下，加上中国人的勤奋、好学，不怕困难，中国制造业仍然是世界之王，将来也一定是这样。




精益词汇

3S管理

整理（Seiri）、整顿（Seiton）和清扫（Seiso）。“3S”活动的对象是现场的“环境”，它对生产现场环境全局进行综合考虑，并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与措施，从而达到规范化管理。





TBP

是问题解决方法的简称，源自“丰田工作法”（The TOYOTA Business Practices），是中集集团推行精益生产模块之一。





TPM

Total Productive Maintenance的首字母缩写，中文译名叫全面生产维修，又译为全员生产保全。是以提高设备综合效率为目标，以全系统的预防维修为过程，全体人员参与为基础的设备保养和维修管理体系。





创意工夫

针对员工本职工作范围内，从现有的流程、方法中发现问题，用新的方法或设计解决问题，并用独创性的想法、步骤使工作比原有方式做得更好，且付诸实施并取得成果的全员改善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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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贤玲是经济学博士，资深行业分析专家，她著有《中集：可以复制的世界冠军》一书。邓勇兵是南开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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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该信任谁

大卫德斯迪诺（David DeSteno） | 文

刘铮筝 | 译　安健 | 校　万艳 | 编辑












是否信任他人，我们总是过多地看重对方的声誉及其自信度。然而研究表明，人类行为总随环境变化而变，我们的直觉往往能做出更好的判断。






假
 设你正在洽谈一项为期数年的合同，为一家大公司提供外包服务。客户告诉你，她的公司希望就特定服务，和你达成协议；但她希望你愿意在合同期间提供更多服务，她相信你能在该公司需求增多时，订出提供额外服务的条件。你该答应她吗？

假定有一位潜在的商业伙伴，想跟你购买价值1200万美元的服务，但由于预算所限，他只能付1000万美元。如果你接受这个折扣，他提出未来双方可能有长期盈利机会，但目前还不能作任何承诺。你该和他成交吗？

任何管理者遇到类似上述情况都会进退两难，因为很难得出明确答案。如果你选择信任新客户、承包商或合作者，那么自己就会处于不利境地：你的财务收入等方面要取决于他人的忠诚度。

如果你坚持在签订合同前核实每一句话，并要求所有细节详加说明，整个过程会费时费钱，还可能使自己陷于不利境地。

上述两个情形源于我一个朋友的经历，他是全球最大咨询公司之一的合伙人。由于事关信任，为保护隐私，谈及他本人及其公司和客户，我们皆使用化名，就称他罗布好了。尽管他答应了两名客户的提议，选择信任对方，结果却大相径庭。第一位客户将罗布的许可看做是，她及其所在的大公司在这一合作关系中占主导权，在未来工作中能够任意提条件。时间一长，她的公司提出了越来越多不合理的要求，而她则明确表示，如果满足不了这些要求，公司就会选择另一家更乐于提供这些服务的供应商。而第二位客户则证明了自己的可信度，他给罗布的公司带来的长期收益比最初合同里的折扣额要高。

要想在商界获得成功，无疑要乐于与他人合作并信任他人。但问题是，该信任谁，信任多少？数十年的科学研究表明，在决定是否可以信任他人时，人们判断的准确度比纯碰运气强不了多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方是否值得信赖是完全不能预测的，只不过是我们大多数人的预测方法不对而已。我们过于看重对方的声誉，及其表现出的自信，而忽视了一个事实：人类行为总是随环境而变，而我们的直觉往往能作出更好的判断。

那么当攸关你公司的资金和资源得失时，如何才能更好地对可信度作出判断，从而提高你的成功率呢？



诚信善变

多数人认为，好名声代表着讲诚信。因此才会有很多类似问题出现：这家公司过去可靠吗？之前的客户是否认为它是不错的生意伙伴？

此类问题的答案广受欢迎。类似Angie’s List和Stack Overflow的无数点评类网站和资源，都是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应运而生。但此类评判方法存在问题。和人们的普遍看法相反，诚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人过去公道诚实，将来未必也如此。

想弄清个中缘由，我们需要摈弃人们总在“好”和“坏”之间抉择的成见，因为一般人并不如此思考，严重的精神病人除外。事实上，我们的大脑一般会留意短期和长期两种收益，介于这两者间的利弊权衡则决定了当下的可信度。例如，没按承诺完成工作的毁约者可能会获得一时的利益，但他们未来从同一位合作伙伴甚至其他人身上，获得更多益处的机会减少了。哪个结果更好取决于具体情况和相关各方。

以欺骗为例。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心理学家皮尔卡洛瓦德索洛（Piercarlo Valdesolo）和我做了很多相关实验，屡屡得出一个令人惊讶且失望的结果。尽管多数参与者认为自己正直可信，但90%的人在他们认为不会被发现的情况下，都会做出不诚信的行为来使自己获益。这是因为，匿名意味着不需要付出任何长期代价。更意想不到的是，多数选择欺骗的人并不认为此举代表他们不可靠；他们甚至一边谴责其他人的欺骗行为，一边给做着同样事情的自己找借口。

现在结论已经很清楚，可信度视情况而定。如果一位销售马上要签下大单，却临时决定换工作，那他的打算也很简单：向之后的需求妥协，不计当前后果。因此请记住，当利弊权衡和所负责任发生改变时，客户与其他合作商做生意积攒的声誉，不足以让你能信任它。



权力越大，诚信越低

穿阿玛尼西装的男士和穿 Men’s Wearhouse运动外套的男士，谁更可信？着装看似和可信度无关，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心理学家保罗皮夫（Paul Piff）的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指标能够预测可信度：地位越高、权力越大，诚信度越低。例如，一项实验中，皮夫和同事让受试者扮演招聘者，他们被告知，有一份不超过6个月的临时工作对外招聘，但一名十分合适的应聘者只对长期职位感兴趣。当受试者被要求准备职位介绍词来打动应聘者时，那些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招聘者不仅没有告知对方这是一份临时工作，而且还告诉研究人员，要是被问及职位任期，他们会撒谎。

根据此项研究和其他研究结果，你可能会认为富人没有穷人可信，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德国科隆大学心理学家约里斯拉默斯（Joris Lammers）的研究证明，一个人的诚信度并非由他或她银行里的存款数字决定，而是取决于他或她认为自己有多大权力，或者说有多少弱点。在模拟办公室环境下，拉默斯随机指定受试者担任“老板”或“下属”角色。他发现，多数临时升至更高级别职位的人会变得更虚伪，他们在谴责他人的不道德和利己行为时反应很快，却认为自己同样的言行是可以接受的。

当某人的地位比你高时，或者哪怕只是如此认为而已，大脑都会告诉他，你需要他多于他需要你。因此对方会更倾向于满足短期需求，而不那么担心不讲诚信带来的长期后果。所以在决定应该相信谁时，需要考虑权力差异，包括新差异和临时差异。如果潜在合作者刚刚升职，或刚拿下一个大单，他可能会觉得某些关系不那么重要。尽管很多顶级公司一贯享有盛誉，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会对大客户和小客户一视同仁。



自信不等于有实力

诚信并非意味着一切，能力也很重要。如果个人能力无法达到工作要求，高尚的情操没有意义。惊人的是，在很小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例如，哈佛大学教授保罗哈里斯（Paul Harris）的研究表明，四岁大的孩子就能分辨出哪些教师能力更强，通过他们获取信息，而且相信他们的话。

信心太有迷惑性，特别是在攸关金钱或其他资源得失的时候，我们总愿意相信看似自信的人。例如，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贾森马滕斯和杰茜卡特蕾西的研究表明，当人们在解决与盈利相关的麻烦时，更愿意相信看起来自信的人，并使用他们提供的信息。

然而，有太多时候我们误把他人的自信当实力。一个人一贯的业绩能够与他或她展现的自信吻合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只是虚张声势甚至拿花招骗人，就成问题了。

什么才是判断工作能力的最佳方式呢？一定要亲自调查。尽管声誉不一定能判别诚信，却肯定能说明工作能力。这是因为人的能力总是相对稳定的，不会受利益取舍和道德抉择的影响。因此当你看到充满自信的公司领导时，不妨和他们现在以及以前的雇员、供应商和顾客聊聊，来验证其真正的实力。




如何提高别人对你的信任

慷慨大方

心怀感恩能促进信任。

在最近的研究中，我和我的团队让受试者处理难题，然后介绍一位“恩人”帮他们解决难题。在接下来的任务中，那些对恩人表示出更多感激之情的受试者不仅更努力工作，协助和保护恩人，而且更公平地和他们分享利益。


经验：
 给新同伴一个感谢你的理由，实现双赢：短期内你的慷慨大方会让他们获益，他们则会以忠诚相报。





强调共性

我们本能地会根据共性判断出哪些同伴值得信任，这是一条捷径。

在最近的研究中，皮尔卡洛瓦德索洛和我用一些微妙的方法，影响了和他人面对面时，受试者对自身的看法。比如让他们和陌生人佩戴同色腕带。那些感到“建立起联系”的受试者更易理解他们的同伴，哪怕自己受损失，也会更频繁地帮助同伴。


经验：
 强调共性更容易让你的同伴觉得，和你可能建立起持久且有益的关系。





避免惩罚

扬言处罚能暂时防止不诚信的举动，但这样的策略会产生反效果。

例如，在荷兰莱登大学最近的研究中，受试者参与了名为“公共财物”的游戏。一开始有的人得知，如果他们为一己私利挪用集体财产，就会受罚；而有的人则不知道。前者与后者相比，对其他同伴的信任度更低，而且合作性更差。


经验：
 本来人们认为诚信是公认的做法，但威胁和惩罚会削弱人们的这一看法，也令新同伴不太愿意冒险支持彼此。





相信直觉

多年来，学术界、商界和军事界的研究者，一直试图找到一些判断可信度的简单方法。那些号称能通过肢体语言判断说谎者的书籍有用吗？它们根本就没有实证依据。美国联邦政府会计署最近公布的报告也显示，即便是国土安全部和运输安全管理局培训探员所使用的策略也不够可靠。

总有人试着想找到某个能揭露他人不可靠的“线索”，比如假笑或躲闪的目光。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线索靠得住。好比“摸脸”这一举动，可能说明一个人潜意识在掩盖什么，也可能只是因为她脸痒而已。你要结合一系列线索，比如对方的姿势等，才能更准确地预测或揭示其动机。幸运的是，大多数人出于本能都会这么做。

最近在和康奈尔大学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合作的实验中，我们让受试者参与一个经济类游戏。比赛前，我们让受试者通过面对面或在线聊天的方式互相交流，并录下了他们简短的“自我介绍”对话。尽管两组的平均合作水平相当，但当人们进行金钱交易，预测合作伙伴是否会讲诚信时，之前面对面互动人群的判断更准确。这意味面对面交流中一定存在着某种和信任相关的信号。

为找到这种信号，我们从录像中搜集并对比了几组非言语线索，看看其中哪些预测了不诚信行为。我们发现，四个动作一同出现构成可靠的预测信号。它们分别是身体倾斜、远离同伴，摸手，摸脸和交叉双臂。一个人越频繁地做出这四个动作，说明他或她越自利，不愿意和同伴共享利益。同伴看到此人发出这些信号的次数越多，就越容易预测他或她会做出欺骗行为。最有趣的是，面对面组的受试者并没意识到他们在利用这些线索推断可信度，也就是说，尽管说不出原因，他们的直觉已经有了更准确的判断。

之后，我们做了一项重大改动并重做上述实验：受试者交流的对象不再是同伴，而是仿人机器人。按照设置，机器人要么做上面四个动作，要么做其他一些中性动作。机器人受到严格控制，能以人类演员无法达到的精确度重复四个动作。结果正如我们所料：当受试者看到机器人做四个动作时，对其信任度降低，并认为机器人会欺骗他们。

这些研究表明，我们的大脑内部自带诚信探测器，也更加肯定了直觉的重要性。可问题是，管理者和谈判者经常压抑他们的直觉。他们要么忽视直觉，更相信声誉或地位之类判断可信度的理性指标；要么以错误的方式寻找错误的非言语线索。

我建议在做判断时，要保证你的头脑不受干扰。德国曼海姆大学的马克-安德烈赖因哈德（Marc-André Reinhard）最近主导的研究确认了这一点。研究者让受试者观看诚实者和欺骗者的视频，看完后马上让一半受试者讨论谁可信，而让剩下的人完成另一个任务。实验证明，后一组人在判断谁可信时要准确得多。这是因为做了别的事情让他们的头脑不受分析性思维的影响，直觉地从非言语线索中获取信息。当然，你不该盲目相信自己的直觉，而应将其作为一种十分有价值的信息。

信任好于不信任吗？如果你对潜在合作者的情况一无所知，而且不能和他们当面互动的话，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多数被认可的案例说明，当你没有信息可供参考时，从长期关系中可获得的收益一般会超过一次性损失，因此选择信任他人比较好。但当你了解对方的情况，而且可以面对面交流时，最好忘记以前对信任的种种成见，谨记上面四种信号。



四种信号告诉你：此人不可信

和一般经验相反的是，没有任何一种单一信号能告诉你，此人不可信。因此你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四种信号，才能更准确地预测一个人是否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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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德斯迪诺是美国东北大学心理学教授，著有《信任的真相：信任如何影响成功、爱、学习及其他》（The Truth About Trust: How It Determines Success in Life, Love, Learning, and More
 ，201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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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社交媒体“黑”了怎么办

亚娜塞茨（Jana Seijts） | 文

刘铮筝 | 译　康欣叶 | 校　万艳 | 编辑












一家航空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发起推文大赛,不料恶评如潮，并引起其他媒体关注。是该立即停赛，还是无视负面评论继续比赛，这家公司的公关团队犹豫不决。






还
 不到清晨6点，夏琳汤普森伸手从床头柜上拿起手机，她的丈夫詹姆斯翻过身嘟囔着说：“你这习惯也太差劲了，查邮件这种事，不是该留到起床喝完咖啡后再做吗？”

“亲爱的，这是大事儿，”夏琳轻声道，“我得看看比赛情况怎么样了。”

夏琳是加捷航空公司公关部负责人。昨天在瑞怀公关公司的协助下，加捷航空在twitter上发起了首届征文大赛。具体规则是：使用话题标签“#加捷豪华体验”发表最具创意推文的人，可获得公司提供的两张往返机票，地点任选。

夏琳已在加捷航空从事了15年公关工作。对她而言，此次活动至关重要。6个月前，由于飞机引擎的安全问题，加捷航空三分之一的飞机停飞一周，造成了大量航班取消和延误。

此外，当地勤人员以罢工相威胁后，公司处理劳资关系的做法也带来一些负面报道。为重树公司形象，使公司成为旅客首选航班，瑞怀公关团队精心策划了这次宣传活动。

夏琳边浏览一长串推文边说：“唉，看来有点不妙。”

“怎么，没什么人参与？”詹姆斯迷迷糊糊地问。

“恰恰相反，可惜都是唱反调的。”夏琳随便读了几条：“‘幸好到达目的地时引擎没着火#加捷豪华体验’；‘连着2天滞留在离家3000英里的地方#加捷豪华体验’; ‘员工薪资不公，公司却能逃脱惩罚#加捷豪华体验’。”

“哎呦。”詹姆斯回应道。

夏琳从床上起身，心想这和预期效果完全相反。

“你去哪儿？”詹姆斯问。

“我得给杰里打个电话。”



早上7点30分

加捷航空公司CEO杰里施奈德不耐烦地在桌上敲着手指，和夏琳一起等其他责任人到来。虽然杰里还没开口，但夏琳能感觉到，他压力颇大。

夏琳的社交媒体主管蒂姆鲍威尔和瑞怀公关负责加捷航空的客户经理安德莉娅肯普一起露面，神色慌张。

安德莉娅和杰里握了握手，还没落座就忙不迭说：“活动之前我们都知道这样做有风险对吧？人们喜欢在网上抱怨，特别是在允许匿名发言的时候。”

夏琳明白，安德莉娅语速很快，并非精神紧张所致，而是因为她是那种越到危急关头越能激发潜能的人。正如安德莉娅所言，在整个活动策划过程中，她一直在提醒夏琳及其团队，有人会利用这种社交媒体活动抨击公司。在摩根大通的官方twitter最近推出问答环节后，也遭遇了类似的“话题标签反作用”。她还群发过一篇《福布斯》杂志网站的文章，内容正是关于麦当劳一次商业活动引发的“话题标签反作用”。现在安德莉娅又向在场诸位提起这些案例。

杰里说：“就算知道有公司与我们同病相怜，也没法让我们心里好过些。”他向蒂姆询问事态进展。

“新推文还是源源不断：从早上6点开始，用‘加捷豪华体验’话题标签发的推文已有200多条了。大多数还好，但有一些特别刺眼。”杰里翻了个白眼：“我现在一条也不想再听了。”

“现在我们这个话题已经快上媒体头条了，从目前情况来看，这可不是什么好事。”蒂姆说。

“怎么才能避免上头条？”杰里问。身为“60后”，杰里已经尽力追赶社交媒体发展的步伐，但还是不如蒂姆和夏琳在行。“我们可以换个话题标签，让人们用新标签，”蒂姆建议，“其他公司这么做过。”

“这么做管用，”安德莉娅也表示赞同，“让人们注意新的话题标签，可以分散他们对旧话题标签的注意力，而且他们也会少发些讽刺挖苦的评论。不过，旧话题标签的推文要等上些日子才能逐渐减少。”

“这样我们就能挽救这次比赛，让风波渐渐平息？”杰里问道。夏琳则建议：“或者我们干脆终止比赛算了。”

“嗯，你还记得吧，摩根大通就是这么做的，”安德莉娅说，“有人用他们的话题标签发布‘为富不仁的资本巨头’之类的话，摩根大通就把那个问答环节取消了。”

“这样一来，就真成了招人恨的混蛋了。”蒂姆说。

安德莉娅点点头：“先别急着下结论，大多数推文还是正面的，有不少内容是关于搭乘加捷航空时的美好经历。如果取消比赛，可能会打击那些真诚参与者和希望赢得往返机票的人们的积极性；或许无视那些负面推文，把注意力放在内容正面的推文上比较好。”

“什么时候媒体会开始打来电话啊？”夏琳问。她已经开始担心要如何应付记者的问题了，毕竟这是早晚的事。

“那就高姿态一些，无视消极评价，只说对积极回应感到欣慰好了。”安德莉娅建议。

“目前我觉得这些选择都不好。”杰里说。

蒂姆清了清嗓子：“我们可以道歉，这招过去奏效过。”3年前加捷航空的一位运营副总裁想出一个主意：任何航班延误或取消时，即便不是公司的错，所有空乘、飞行员和机场地勤都要带上特制的徽章，上面用黑色字母写着“我们很抱歉”。乘客对这一举措的反响特别好。道歉徽章甚至还让公司赢得了业内的顾客服务奖。

“但现在你们道歉的理由是什么呢？”安德莉娅问道，“你们既没有像凯尼斯柯尔（Kenneth Cole）公司那样对政治事件发表不当言论，也没有像家得宝（Home Depot）那样发布了让大家觉得带有种族歧视的照片，只不过是发起了一个比赛而已。那些公司道歉还说得通，可你们没做错什么。”

“别人可不这么想。”夏琳指着她的iPad说。她又读了几条最新收到的推文：“‘晚到一天参加你女儿的婚礼#加捷豪华体验’；‘坑骗你的员工#加捷豪华体验’。”

“够了。”杰里双手抱头哀叹道。房间里一片沉寂。夏琳打破了沉默：“我愿意试试道歉的方法，我还不确定该怎么说，请给我1小时。”



早上8点30分

盯着屏幕上空白的Word文档，夏琳打下了一行字：我谨代表加捷航空为本次比赛为大家造成的不良感受致歉。她全部删掉，重写道：令乘客们感到失望，我们深表歉意。我们愿承担……“这个也不行。”她对着电脑大喊，又全部删掉。她尝试用更直接的说法：“本公司的飞机偶发故障，诸位认为我们对待员工不公，诸位不喜欢我们的比赛，我们就此道歉。”

这时夏琳的助理从门外探头说：“卡丽舒尔茨来电话了。”这下可好了，夏琳边想边接过电话。

卡丽是公关新闻网的一名博主。她说自己正在写一篇关于社交媒体上遭遇负面评论的文章，想请夏琳评论一下该公司当前的危机。

“我不想称之为‘危机’。区区几个拿我们公司寻开心的人还算不上什么危机。”夏琳说。

“你能否公开解释一下为什么不理会那些比赛的反馈？你们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在不停地发布新推文。”

夏琳连忙查看公司的twitter页面，一条8点发布的推文映入眼帘：“让推文发得更猛烈些吧！我们等不及评出比赛结果了！”她随即按下电话静音键，让助理把蒂姆找来。

夏琳能听见蒂姆从走廊里匆匆跑来的声音。看到屏幕上的推文，他面如土色。

夏琳恢复了通话：“我们还没准备好发表评论，卡丽。”

“最好快点，要知道你们现在是热门话题。”卡丽答道。



早上9点

“还自大呢，在别人眼里，我们现在成了对批评充耳不闻的公司。”杰里说，脸涨得通红。

蒂姆刚要说话，安德莉娅开口道：“对不起，这是我们公司的错。昨天我们写了一些新推文，打算今天陆续发出去。我们是想尽量节约时间。”

“杰里，我们已经关闭了自动发送推文的功能，”夏琳向他保证说，“但我们必须搞清楚我们需要做什么，而且要快。”

“对外道歉怎么样？”蒂姆问。

“安德莉娅说得对，”夏琳叹了口气，“很难找到我们道歉的理由，我惟一能想到的说法是，‘对过去10年来让各位失望的种种事情，我们深表歉意’。”

“这么说不行吗？”蒂姆问。夏琳看了他一眼，想知道他是否在开玩笑，但蒂姆很严肃。

杰里高声说道：“我们会看起来像个蠢货，这就是不行的原因。”

“那我们撒手不管？”蒂姆问。所有人都看着杰里。

“今年我们还有什么别的活动？”

“这是我们发起的最大规模的社交媒体活动，”夏琳答道，“我们也策划了其他活动，但规模都不及这次。”

“还有希望，”安德莉娅十分镇静地说，“还不到24小时呢，我敢说，这种事来得快去得也快。”

“安德莉娅，我完全理解你为什么还不想放弃，但我们真的要小心，加捷航空经不起另一场公关危机了。”夏琳说。

杰里重重地坐到椅子上说：“安德莉娅，我明白在这类事情上，我们通常会接受贵公司的建议，你是这里的权威，但也正是你们让我们陷入了这场麻烦。”他又对夏琳说：“作为发言人，我希望由你来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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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雇我？因为我对去污增白剂特别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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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商业评论》小说化改编的案例展现了现实中公司领导者面临的真实困境，并提供了专家的解决方案。本文由毅伟商学院案例“澳洲航空公司的twitter危机”（Qantas Airlines: Twitter Nosedive
 ）改编而来，原案例作者为亚娜塞茨和保罗比格斯（Paul Big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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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娜塞茨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毅伟商学院管理传播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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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停赛

辛西娅索莱达是惠而浦旗下品牌KitchenAid的高级总监，并负责部分惠而浦总公司的营销服务。



为修复公司形象而在twitter上搞公关活动，加捷航空公司应三思而后行。


夏
 琳及其团队需要谨慎地终止比赛，防止加捷航空品牌进一步受损。他们应兑现承诺，从那些诚心参赛者中选出获胜者，但要尽量低调。当然，比赛早早收场会令一些人不满，但从目前网上讨论的趋势来看，让比赛继续下去只会更糟糕。

公关团队要担心的还不止是乘客，媒体也听到了风声。一旦加捷航空结束推广活动，评数量就会减少，但也可能有更多记者抓住这一新闻点。夏琳及其团队需要表明，他们能够掌控全局，而且要尽量保证加捷航空对每一条负面的乘客评价都作出回应。他们还应向所有对比赛感兴趣的媒体发表声明。在声明中要突出积极推文，甚至可以提供一两个加捷航空乐于见到的推文范例。声明还可以宣布，比赛已近尾声，但公司依旧会努力探索如何通过社交媒体，和乘客取得最佳沟通效果，并从活动中吸取教训。

夏琳及其团队需要尽快行动，因为浏览有损品牌推文的人短期内会以几何级数增长。一年前，KitchenAid经历过一次类似危机。我们社交媒体团队的一名员工不小心用KitchenAid的帐号发了一条本该用私人帐号发的推文。尽管我们一分钟后就删了该推文，但还是被截屏和转发了。我们发现，你反应越快，在顾客和媒体眼里就越可信。

在公关公司的帮助下，夏琳似乎曾试图评估出推文比赛中暗藏的风险，但无果而终。首先，他们应该试试水。如果用社交媒体监测工具，分析过网民对加捷的点评量和总体好恶情况，夏琳及其团队可以轻易了解到网民对加捷航空的整体看法，并能预测出嘲讽和投诉的数量能否压倒正面评论。

其次，行动前加捷航空就该慎重考虑，选择twitter重塑品牌形象是否恰当。在社交媒体上和顾客互动的最佳方法，是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内容。设有奖金的此类比赛只能让获胜者和企业品牌受益。夏琳及其团队本可以用twitter提供更好的在线服务或及时发布旅行信息。这些做法可能不像派发赠品那么引人注目，但如果真能就此为乘客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就能更有效地帮公司打造品牌价值和确立顾客忠实度。

我能理解夏琳为何反复纠结于道歉书的措辞。在KitchenAid的案例中，我们确实犯了错，因此需要认错。但加捷航空发起比赛并没有错，错在那些滥用话题标签的评论者。与其和意料之外的问题纠缠，公司不如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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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比赛进行到底

里克维翁是麦当劳社交媒体总监。



叫停活动并不能平息批评之声，公司应将注意力放在积极推文上。


事
 已至此，叫停比赛没有意义。确实，有些人在贬损加捷航空，还有人在浏览这些负面评价。但结束比赛并不能制止批评之声。夏琳及其团队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积极的推文上，让好评盖过差评。

安德莉娅的建议是对的，即指出推文绝大多数是积极的。但无论是在公司内部还是对外接受媒体采访，公关团队都需要具体的数据支撑这一观点。积极推文的比例是多少？这个比例和其他形式的乘客反馈相比如何？如果只有10％的消极推文，而不是80％的投诉电话，就不是太糟。此类具体信息能帮助加捷航空宏观地看待问题，并在媒体提问时应对自如。

航空公司不可能让所有人时时事事都满意，对任何大公司而言都是如此。喜欢麦当劳的人数以百万计，但我们公司也受到攻击。当我和团队在策划社交媒体活动时，我们不会被批评者左右，而是专注于与我们的忠实顾客互动，并为他们提供服务。

2012年的某一天，我们也遭遇了加捷航空类似的情况。我们发起了“#麦当劳故事”这一话题标签活动，希望顾客能发布有关麦当劳的积极体验。仅仅数小时后，交流变得十分消极，已超出了我们的容忍度。于是我们将话题标签改为“#来认识农夫”，开始当天就成功收到了很多积极评价，后来我们就不再推广那个惹麻烦的话题标签了。仅15分钟内诽谤性的推文数量就降到零条。那一整天，我们共计收到7.2万条关于麦当劳的推文，其中只有2000条是负面的。夏琳及其团队也可以采用同样的策略。

我并不是在批评夏琳或杰里打算停止比赛的想法。如果你看到推文以每小时100或1000条的速度增长，确实很容易关注其中的负面评价。但从战术上说，如果能和那些发表积极评论的乘客互动，情况会好得多。他们应该对这样的乘客表示感谢，转发他们的推文，甚至花钱推广其中的最佳推文。

以后，夏琳及其团队可以采取我们在麦当劳使用的策略，防范此类问题的发生。我们团队会定期召开“对付差评会议”，在会上我们会进行演习：“如果我们发布了某条消息，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会做何反应？”如此一来，当有人在社交媒体上攻击麦当劳时，我们就不会措手不及。实际上，由于这些负面评价已在意料之中，我们就不那么在乎它们了，也不会让高管对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虽然我们尽力维护麦当劳这一品牌，使其接近完美无瑕，但世上没有完美和人见人爱的品牌。杰里、夏琳和其他加捷航空的领导者也应该明白这一点。他们不应放弃聪明的点子，而应对自己有信心，并且本着为乘客举办有趣活动的宗旨，将比赛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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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怎么做？

Global People Tree公司创始人

坦维高塔姆 Tanvi Gautam

现在放弃twitter公关活动只会毁了整个计划。该公司CEO应该表态，即使面对多变的天气或者唱衰公司的推文，航班也会照常飞行。公司应利用推文比赛这一契机与乘客建立关系，而非塑造自身形象。







BlackLine Systems公司销售主管

阿尔邦佩马 Arben Pema

网络暴民都是些欺软怕硬之徒，对这种人应坚决予以还击。加捷航空应接受来者不善的事实，然后另起炉灶，把话题标签换成“#改善加捷航空”之类的说法，奖励那些提出最佳建议的顾客。







Banca IFIS公司人力资源主管

毛里齐奥莫尔塞利 Maurizio Morselli

他们应设置两个奖项：一个颁给最佳正面推文，另一个颁给最佳负面推文。然后CEO邀请获胜者到公司总部，亲自感谢他们。毫无疑问，获胜者一定会把这段经历发在twitter上。







Quintain Marketing公司CEO

凯瑟琳布思 Kathleen Booth

不要对负面评价过于敏感，也不要过于看重自己，应该多包容批评。当你下次筹划社交媒体活动时，为鼓励更多的正面反馈，可以尝试不同的策划题目，比如“告诉我们选择加捷航空出行的首要理由”。



来自HBR.ORG社区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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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何钟爱灾难故事

最好的灾难故事总能让读者面临道德方面的抉择，左右为难。

安德鲁奥康奈尔（Andrew O’Connell） | 文

康欣叶 | 译　牛文静 | 校　万艳 | 编辑












从
 乔恩科莱考尔（Jon Krakauer）1997年记录珠穆朗玛峰攻顶之行的书籍《走进空气稀薄地带》（Into Thin Air
 ），到2013年的太空题材大片《地心引力》（Gravity
 ），我们总在想，“还能更惨一点么？”灾难故事越来越惨，作为读者，我们的胃口却越来越得不到满足。

为什么这类书籍和电影如此引人入胜？难道我们只是着迷于他人的不幸？他人的运气越差，我们就越幸灾乐祸？还是面对那些潜在的伤害源，我们需要一个宣泄焦虑感的出口？在某种程度上，上述两种解释或许都成立。但我认为，我们如此热爱这些故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道德选择的深度审视。

在最极端的状况下，登山者、宇航员、水手、徒步者以及飞机乘客会作何决定？换做自己，在类似情况下，我们会怎样表现？普利策奖获奖作家谢里芬克（Sheri Fink）在《纪念医院的5天》（Five Days at Memorial
 ）一书中，生动描绘了美国一家医院如何应对卡特里娜飓风后的骚乱。按照她的说法，“在这种强压下，我们很难想象自己会作何反应。”当你阅读她的故事或同类作品时，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要验证自己的道德理性能否经受住类似灾难的考验。你的行为会被自私自利或其他观念左右吗？

道德抉择问题是《纪念医院的5天》的核心所在。在书中的某一部分，芬克对比了同处于新奥尔良的两家医院：纪念医院（Memorial Medical Center）和临近的慈善医院（Charity Hospital）。它们都在飓风袭击过后经历了几天绝望期。纪念医院遭遇水灾与停电。在供应短缺，救援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医护人员给几位患者注射吗啡，疑似导致了他们的死亡。被注射的患者中，有些被指定为“不予急救者”，一人因肥胖而被救生机拒载。医护人员做出的注射决定是出于怜悯心，而非哪些做法更得当。后来，一位名叫安娜波乌（Anna Pou）的主治医生因二级谋杀罪被捕。由于对她的声援日渐高涨，陪审团最终驳回了对她的起诉。

在邻近的慈善医院，事态则大不相同。医护人员继续为患者提供护理，尽管那里的情况甚至比纪念医院还糟糕。医院领导从未因为患者病情太重而把他们归类为不予急救者。这样看来，波乌及其同事的决定似乎不那么站得住脚。

根据定义，危机是置人于挑战中的情境。哈佛大学的拉克伦福罗（Lachlan Forrow）是一位医学道德与临终关怀方面的专家。针对纪念医院医生实施安乐死的指控，他的回应是，“我们应该把那些超常的道德情境，看作展示我们最深层道德价值观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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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医院的5天》

谢里芬克


出品公司：
 皇冠出版集团


上映时间：
 2013年










写得最好的灾难故事中，角色面对的考验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呈现出不同色调。如果你置身于停水停电的医院中，需要负责命悬一线的病人，你会怎样做？如果你担任攀爬珠峰的向导时遭遇暴风雪，会不会撇下攀登者独自下山？如果你在“911”那天碰巧乘坐了美联航93号航班，会不会冒着生命危险与恐怖分子对峙？

如果缺乏这些道德选择的困境，灾难故事会变得苍白许多。《地心引力》虽然包含惊险情节与3D特效，但它缺乏人物做决策的情节，除了桑德拉布洛克（Sandra Bullock）饰演的宇航员从头到尾都在决定继续求生还是就此放弃。记者尼尔斯维登（Neil Swidey）所著的新书《受困海底》（Trapped Under the Sea
 ）也有类似问题。它讲述了一群工人1999年被困在10英里长的波士顿港海底管道里的故事。故事十分精彩，叙事动人，但当灾难降临时，被困工人所面临的惟一抉择困境就是是否寻找伙伴的遗体。然而，作者对故事中真正的道德困境——被困前，工程督导无视危险信号，执意让工人戴着有故障的呼吸系统进行作业——却着墨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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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困海底》

尼尔斯维登


出品公司：
 皇冠出版集团


上映时间：
 2014年










哈佛商学院教授埃米埃德蒙森（Amy Edmondson）通过大量案例研究与文章，分析了那些最终导致灾难发生的失误决策，以及人们在灾难中不得已作出的艰难决策。她不仅展示了领导力失败的案例，比如美国NASA在挑战者号发射预备阶段作出的错误决策，也剖析了成功案例，例如2010年智利矿难救援中，救援指挥接受了24岁的年轻工程师提出的创新救援方案，最终促成救援成功。这种开明的决策需要勇气。如果负责救援的领导者当时更在乎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那么他或许不会听取这样一位缺乏经验的年轻工程师的建议。

无论时局好坏，还是危机前后，领导力的效果依赖于领导者内在的道德感。如果领导者道德感强，那么在灾难降临时他很可能会做出正确的抉择，或者从一开始就避免灾难的发生。如果他们对道义的坚持不算“特别坚定”（借用拉克伦福罗的话），那么他们在投机取巧时就可能播下灾难的种子，或者在灾难过程中为求自保，不顾他人死活。

看到灾难场景中的主人公，我们扪心自问，“我是不是和他们一样？不管我平时多么无私，在压力下我的道德指南针是不是也会失灵？”大多数人可能会把自己想象成英雄，在灾难中不顾个人私利，带领团队渡过难关。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做到那么勇敢？



[image: ]
 安德鲁奥康奈尔是《哈佛商业评论》资深编辑，著有《〈哈佛商业评论〉中的统计数据与好奇心》（Stats and Curiosities: From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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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LIGHT


ON THRIVING AT THE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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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bition to work their way into the most senior levels of management is almost a given among business executives. What does achieving that goal mean for their personal lives—and how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ose who reach the top changed in recent years?






SELF-MANAGEMENT MANAGE


Your Work, Manage Your Life


Boris Groysberg and Robin Abrahams



Senior executives have discovered through hard experience that prospering at their level is a matter of carefully combining work and home so as not to lose themselves, their loved ones, or their foothold on success. To learn how they reconcile their professional and personal lives, the authors drew on five years’ worth of interviews with almost 4,000 executives worldwide, conducted by students at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and a survey of 82 executives in an HBS leadership course. The stories and advice of these leaders reflect five main themes: defining success for yourself, managing technology, building support networks at work and at home, traveling or relocating selectively, and collaborating with your partner.

Some intriguing gender differences emerged in the survey data. For example, men still think of their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in terms of breadwinning, whereas women often see theirs as role modeling for their children. And male executives tend to praise their partners for making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ir careers, whereas women praise theirs for not interfering. Executives of both sexes consider the tension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to be primarily a woman’s problem, and most of them believe that one can’t compete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while leading a “balanced” life. “Earnestly trying to focus,” the authors conclude, “is what will see them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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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 CULTURE


Mindfulness In The Age Of Complexity


The psychologist Ellen Langer, interviewed by Alison Beard



For nearly four decades, Langer’s research on mindfulness has influenced thinking across a range of fields, from behavioral economics to positive psychology. It demonstrates that by paying attention to what’s going on around us, instead of operating on autopilot, we can reduce stress, unlock creativity, and boost performance. “Mindfulness is the essence of engagement,” Langer says. “And it’s energy-begetting, not energy-consuming.” It enables people to recognize and take advantage of opportunities when they arise and to avert risk. Furthermore, Langer says, “You like people better, and people like you better, because you’re less evaluative. You’re more charismatic.”

In this interview she discusses the link between mindfulness and innovation, what managers can do to become more mindful, why mindfulness makes one less judgmental about others, an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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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Who’s Got Those Top Jobs?


Peter Cappelli, Monika Hamori, and Rocio Bonet



In an HBR article in January 2005, Cappelli and Hamori compared leaders in the top 10 roles at each of the Fortune 100 companies in 1980 with those in 2001. Among their findings were a sharp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senior executives who had spent their entire careers with one company and a corresponding uptick in rapidly advancing young executives who spent less time with any one employer. In this article they and Bonet extend that analysis to 2011.

Perhaps the most noteworthy changes they’ve found are demographic. For example, the percentage of executive women has risen quite a bit. But the 2008 recession caused some interesting development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re bringing in more senior executives from outside than they did a decade ago; leaders have been hesitant to leave their organizations for new opportunities; and companies have held on to even underperforming executives to maintain stability.

Generously illustrated with graphics, this article profiles today's leaders in four areas—career trajectory, education, diversity, and hierarchy within the senior r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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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g Idea


STRATEGY & COMPETITION


Choosing the Right Customer


Robert Si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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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companies claim that their strategies are customer driven. But when “customer” means any number of entities in a company's value chain—consumers, suppliers, retailers, even internal units like R&D—managers tend to lose focus, and their firms become vulnerable to competitors who have clearly defined who they serve and how. In this article, Robert Simons of th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ents a framework that can help companies develop strategies that are truly customer centric. The framework lays out four steps:

First, identify the best primary customer for your business. This choice determines what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you invest in and how you organize your business. Amazon serves four very different types of customer (consumers, sellers, enterprises, and content providers), but it devotes the lion’s share of its resources to pleasing consumers, even if that means sellers or content providers sometimes feel shortchanged.

Second, create processes to learn what your primary customer values are. Data analytics, ethnographic research, and other methods can reveal needs and preferences that customers themselves may not be aware of.

Third, allocate resources accordingly, using one or more of the five business-model configurations: low price (Walmart), local value creation (Nestl), global standard of excellence (Microsoft), dedicated service relationship (IBM), or expert knowledge (Merck).

Finally, build an interactive control process to monitor shifts in the assumptions that underlie your choices and prepare an action plan to resp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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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I Di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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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Kering’s CEO on Finding the Elusive Formula for Growing Acquired Brands


François-Henri Pinault



When Pinault stepped into the top job at Kering (formerly PPR), in 2003, he faced a key question: Should he leave things as they had been under his father, who had built a conglomerate of eclectic businesses, or take them in a new direction? He felt that the company should become more international, more growth oriented, and more profitable— and that it should build on its ownership of Gucci Group to create a strong position in the global luxury market.

Kering began a series of acquisitions that included Alexander McQueen, Saint Laurent, and Bottega Veneta, and helped its brands develop their own retail store networks. It set out to pair creative directors—who retained a high degree of control— with strong and complementary CEOs. And it introduced operational synergies, coordinating sourcing and creating two product development center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usiness has made the company much smaller but far more focused. Since 2003, its profits have risen by about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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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BE


Why China Can’t Innovate


Regina M. Abrami, William C. Kirby, and F. Warren McFar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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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has no lack of entrepreneurs, market demand, or wealth, but can the country succeed in its quest to become the world’s innovation leader? For nearly 40 years,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establishing research programs and high-tech zones, encouraging domestic firms to boost their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help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lourish. Recently it declared its intention to transform China into “an innovative society” by 2020 and a world leader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y 2050.

But against the government's intentions and resources run some powerful currents. Communist Party representatives must be present in companies with more than 50 employees—a requirement that constrains competi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many Chinese companies have found that the rewards for incremental improvements are so vast that there's little incentive to pursue breakthroughs.

Certainly, China has shown a potential for innovation and has the capacity to do much more. But will the state have the wisdom to lighten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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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 Life’s Work



幽默是一种世界观——约翰克里斯 John Cleese

殷阿笛（Adi Ignatius） | 访

陈晨 | 译　王晨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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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因出演英剧《巨蟒剧团之飞翔的马戏团》（Monty Python's Flying Circus
 ）和《弗尔蒂旅馆》（Fawlty Towers
 ），约翰克里斯
 一炮走红，成为喜剧明星。此后，他一边参与演出，一边大胆尝试商业视频培训。他制作的视频既蕴含管理智慧，又不乏英式冷笑话。目前，克里斯正着手写一本回忆录，同时表演单口相声来支付前妻的生活费，并为热切期盼的“巨蟒”小组（英国著名喜剧组合）重聚做准备。






HBR：
 “巨蟒”小组是怎样管理自我的？


克里斯：
 “巨蟒”是民主泛滥式管理。在“巨蟒”，没有高管、组织层级和上下级之分。把幽默台词念出来，如果能逗人笑，我们就用，如果没人笑，我们一般就不用。这就是“巨蟒”的检验方法，比讲大道理简单多了。喜剧表演很简单，只有一点：它到底好不好笑。




HBR：
 你是一个人还是与人合作时，工作效率更高？


克里斯：
 这得取决于内容。目前我正在写自传，我觉得这不需要他人参与。但对于创造性工作，我的确认为与人合作可以带来更好的结果。优秀作家凑在一起碰撞思路，你很难说清创造性想法是怎么产生的。有时，彼此的误解反而能带来新点子，这也是我认为创造过程中没有对错之分的原因。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HBR：
 “巨蟒”影响力经久不衰的原因是什么？


克里斯：
 我不知道，这你得问观众。我只知道，我们的节目好像反复在播出，原因不明。特别是在美国，每一代年轻人看我们的节目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天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一般人年轻的时候，总或多或少觉得世界有点荒诞。我觉得可能是“巨蟒”的这种人生态度吸引了观众。幽默本质上讲是一种世界观。随着我年纪越来越大，总回想起十五六岁时的状态。那时觉得世上的事，大多荒唐至极。我如今74岁，好像又回到了当初的状态。




HBR：
 在我看来，搞笑需要有点造反精神。当你渐渐功成名就、名利双收，继续搞笑会不会有些难？


克里斯：
 我觉得不会。有时年龄的增长可能意味着工作效率的降低，因为你不再将工作视为生命的全部。当你三十几岁闯荡世界时，事业会占据你生活的很大比例，但等到了一定阶段，你对功名会慢慢看开，开始享受生活中的其他事。这可能意味着你的工作拼劲不再如前，但你的幽默感并不会因此减弱。




HBR：
 商业需要幽默感吗？


克里斯：
 我向来赞成将幽默用于广告业。人们在制造产品时，觉得这是他们的谋生方式、偿还贷款和支付孩子教育经费的来源。但消费者并不这么看你的产品，所以你需要营造出一种温暖、诙谐的氛围，让你的产品变得更有吸引力。不过在美国，单刀直入的销售大概比在欧洲更容易被人们接受。




HBR：
 做了这么多年的商业培训，你觉得领导者应学的基本功是什么？


克里斯：
 在我和罗宾斯开诺（Robin Skynner）合著的《如何生存》（Life and How to Survive It
 ）中，我们认为，理想的领导者会尽量退到后台。他会帮助身边的人尽可能多地掌握技能。如此一来，每个人都能各司其职，领导者只需监督就好。




HBR：
 你怎么看办公室幽默？是口无遮拦地开玩笑，还是谨慎说话为好？


克里斯：
 这得看情况。我觉得说话太小心会扼杀人的幽默灵感。如果不能随便说话，人们很难自然相处，气氛里会缺少轻松幽默的东西。我觉得一般是这样：如果身边都是正派的人，你根本就不需要守什么规矩。周围的人越自私，越不择手段，你才越要小心。所以，你是生活在一个健康还是畸形的工作环境里呢？




HBR：
 一定有很多人问过你这个问题：英式幽默和美式幽默有什么区别？


克里斯：
 我觉得纽约和堪萨斯州的幽默差异，要比纽约和伦敦的大。美国中西部的人会直来直去地开玩笑，相比之下，东西岸、芝加哥及五大湖区的人更喜欢反讽，我感觉这是美式幽默截然不同的两部分。




HBR：
 作为一名需要事先背脚本的喜剧演员，你怎么看即兴表演的喜剧？


克里斯：
 我一直很纳闷即兴喜剧有什么好看，竟被人们视为主流的艺术形式。我不是说它无趣或毫无技巧可言。但这么多年来，所有我敬重的喜剧演员（或者说，喜剧作家）都会把脚本写下来，反复修改，直到无法再做改进为止。我觉得这是喜剧最重要、最有趣的地方。即兴表演只是个把戏，我尊重这种形式，但在我看来，它无法与喜剧同日而语。我写的《一条叫旺达的鱼》（A Fish Called Wanda
 ）得过奥斯卡提名。这个剧本前后历经13稿，我真的觉得最终版本糅合了所有亮点。我觉得即兴喜剧做不到这一点，没有真正的戏剧高潮或喜剧高潮。




HBR：
 你觉得自己是完美主义者吗？


克里斯：
 完美主义有两种。一种是事事都追求尽善尽美，我每晚上台都设法做到这一点。我知道这不会成为一场完美的表演。我肯定会在某个地方记错时间、念错台词或漏掉某个笑点，但我会竭力做好，并在表演完后，反思下次能做哪些改变，然后出去喝一杯。另一种是不停地苛责自己：“哎呀，我不该犯这些错误”。你想要追求完美，但不会逼自己做到最好。




HBR：
 你总在戏中嘲笑死亡，在现实生活中，你担忧过死亡吗？


克里斯：
 我可不想马上死，因为从很多方面说，我比以前活得更开心。历经四五十年艰难的日子，我目前的第四次婚姻很幸福。我还有很多想探求和学习的东西，所以我不想这么快离开。





幽商一默 Strategic H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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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胜出的插画说明由美国德克萨斯州金伍德镇的保罗涅韦斯（Paul Nevels）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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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刊：孩子是阻碍你重回职场的绊脚石吗？




序：是什么阻碍你重归职场？



女性要想成功，先重构家庭责任



职场妈妈惹不起



该你在家带孩子了



	

——角色对调利于公司发展




	

——共同经营，优势互补







我为什么让员工带着孩子来上班



版权页




哈佛商业评论 增刊：孩子是阻碍你重回职场的绊脚石吗？

编辑：腾跃





序



是什么阻碍你重归职场？






尽
 管有资格和资历的女性，在各行业，不同机构获得最高职位的人数在上升，尽管很多组织致力于培养高潜力女性雇员，在晋升高级职位方面，男性和女性仍存在性别差异。在众多原因中，传统观点认为，养育孩子是一小部分女性董事、C级领导者和合伙人等退出职场的原因。

在《女性要想成功，先重构家庭责任》一文中表明，早在20世纪90年代，时任德勤公司CEO的迈克·库克（Mike Cook）就认为，公司内仅有10%的女性合伙人候选者的原因之一是因为高潜力女性是为了照顾家庭而放弃工作。但当库克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去跟进这些数字时，他发现超过70%离开公司的女性一年后仍在做全职工作，仅不到10%的女性退出职场去照顾年幼的孩子。大多数离开德勤的女性员工并没有放弃或暂停事业，她们只是找到了其他工作。不过20 年后，这一误解依然存在。尽管男性和女性实际上对工作几乎同等重视，但认为女性更不重视事业的观点却广为流传。这就需要组织就事业成就存在性别差距问题，制定更全面的解决方案。

职场中还存在一种对职场爸妈们的歧视——他们心怀职业抱负，却只是因为有孩子而被忽略业绩表现，升职加薪总是轮不到他们。因此近些年来，对职场妈妈和其他家庭成员监护人的歧视案件越来越多。《职场妈妈伤不起》一文中告诫雇主们，他们必须警惕这类诉讼的代价：巨额的赔偿金、负面的公众评价，以及失去杰出员工的风险——他们可能被这些事情搞得心力交瘁而辞职。

不过，已经有公司开始意识到重视员工个人生活的重要性，并制定了更加灵活的工作时间。比如Palo Alto软件公司允许员工带着孩子来上班，而且这已成为该公司文化的一部分。这样做的结果是，不仅让员工快乐且热爱工作，而且还有助于招募并留住顶尖人才。

如果一对夫妇既是生活伴侣，又是生意伙伴，夫妻双方应该如何兼顾家庭与事业呢？《该你在家带孩子！》一文用案例的形式展现了现实中公司领导者所面临的真实困境，并提供了专家的解决方案。





增刊：孩子是阻碍你重回职场的障碍吗？



女性要想成功，先重构家庭责任

Rethink What You "Know" About High-Achieving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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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哈佛商学院毕业生的调查显示，阻碍女性高升的一大关键因素是，两性共同存在一个偏见，即女性的首要任务就是育儿。受此观念影响，女性会暂时把事业放在次要位置，男性则想当然地认为，女性不会在职场全力以赴，或她们就该呆在家中照顾孩子。






我
 们研究职业女性已有20多年。最近我们饶有兴趣地发现，女性的事业、工作与家庭的冲突和领导力的性别差距三大话题突然间受到极大关注。这些话题之所以能引发公共讨论，极大得力于安尼-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和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的努力。她们各自撰写的《女性为何还不能拥有一切》（“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
 ）一文和《向前一步》一书引起公众激烈辩论。

关于此类话题的书籍和文章比比皆是，而且不论个人还是组织研究，重点都是两性在商业和其他领域中的差距。但还能有其他见解吗？在哈佛商学院MBA项目招收女性学员50周年之际，我们受此启发，决定特别调研一下哈佛商学院毕业生对工作和家庭的看法以及他们的经历、观念和选择，看看他们的回答能为当前的焦点问题提供怎样的线索。

我们之所以选择分析这些毕业生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能够进入一流的商学院，客观上说明了他们都成就高、有才华、有野心以及前程远大。此外，由于观察对象毕业于同一所学校，所以他们的竞争环境是公平的，这有利于我们做性别比对。第二，哈佛商学院毕业生所受教育是针对领导职位的，所以他们本身就很精彩的观念和经历还会影响到所在组织的政策、实践和不成文规定的形成。

我们对2.5万多名哈佛商学院毕业生进行了调研，其中MBA毕业生占大多数，这些人是我们的核心研究对象。因为我们主要想研究那些仍是职场人的毕业生经历，所以选择的研究对象为婴儿潮一代（年龄为49－67岁）、X一代（年龄为32－48岁）以及千禧一代（年龄为26－31岁，又称Y一代）。我们的调查显示，人们对女性事业的传统观点与现实并不相符。



男女想要的东西一样吗？

哈佛MBA学生致力于拥有充实的职业和家庭生活，但不同性别的学生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却大相迳庭。

在对生活和事业的追求和期望方面，受过高等教育且极具雄心的哈佛商学院学生并没有多大的性别差距。我们请这些学生告诉我们，他们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如何定义成功，以及他们现在如何定义成功。他们所给的答案接近。在他们早期对成功的定义中，与事业相关的回答明显更多：男性和女性提到职称、职务级别和事业成就的次数大致相当。

但如今再问他们如何定义成功时，不论男女，他们给出的与事业相关的回答减少。只有千禧一代例外，他们提到事业因素的次数还是一样多。考虑到他们毕业仅几年时间，而他们未来职业生涯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得到这个结果也理所当然。

但对于X一代和婴儿潮一代，家庭幸福、关系和睦、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为社区服务和帮助他人现在变得更为重要。以下两个例子可说明这一点。一位如今已进入不惑之龄的女性离开哈佛商学院大概20年了，她告诉我们：“在我25岁时，成功对我来说就是拥有成功的事业。如今我对成功的看法改变很多。我现在认为养育快乐能干的孩子、帮助周围的人和努力工作更有意义。”一位50多岁男性对她的看法深有同感。他早年间认为成功就是“在一家大中型企业当CEO，拿高额薪酬”，现在则变成“保持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以及回馈社会”。当我们请调查对象对其事业和生活的9个方面评价重要性时，不论男女，几乎每个人都说“个人和家庭关系的质量”是“非常”或“极度”重要的。

在对事业重要性的看法上，男女调查对象也保持一致。他们对职业生涯中几个主要方面的重要性评价是一样的，比如“富有意义且令人满意的工作”和“事业成就”。大多数人说“职业发展与晋升机会”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而女性更是认为这一方面非常重要。

这些调查结果显示，哈佛MBA学生致力于拥有充实的职业和家庭生活，并不断延续这种价值观。但不同性别的学生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却大相迳庭。在做全职工作的毕业生中，男性更有可能获得直接下属、承担损益责任和担任高管职位。撇去那些成功的标准不提，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渴望那种成功，我们发现，女性对自己事业的满意度更低一些。但在上述三代男性中，高达50%到60%的人告诉我们，他们对自己富有意义的工作、事业成就、职业晋升机会和工作与个人生活的协调度，感到“极度满意”或“非常满意”。与此同时，只有40%到50%的女性在这些方面感到同样满意。

考虑到两性在事业成就上的差距，在事业满意度和工作与生活融合度上的性别差距就不足为奇了。关于女性事业停滞不前的原因，一些普遍观点经深度剖析后被证实是不成立的。我们还发现，对夫妻事业与家庭责任分工的期望可能导致女性事业受阻及满意度降低。



女性正在选择性退出吗？

大部分哈佛商学院女性校友并没有“选择性退出”去照料孩子。

长久以来，养育孩子是一小部分女性董事、C级领导者和合伙人等退出职场的原因。早在丽莎贝尔金（Lisa Belkin）在2003年《纽约时报杂志》的封面故事中，提出“选择性退出”这一新词汇前，高管们一直认为高潜力女性放弃工作是为了照顾家庭。在20世纪90年代，时任德勤公司CEO的迈克库克（Mike Cook）就认为，这是公司内仅有10%的女性合伙人候选者的原因，而德勤在之前10年招聘的男女员工数其实是一样的。

但当库克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去跟进这些数字时，他发现超过70%离开公司的女性一年后仍在做全职工作。仅不到10%的女性退出职场去照顾年幼的孩子。大多数离开德勤的女性员工并没有放弃或暂停事业，她们只是找到了其他工作。（更多细节请见我们的同事罗莎贝斯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与简罗斯纳(Jane Roessner)合作撰写的案例《流程漏洞》(A Hole in the Pipeline
 )。）

20年后，这一误解依然存在。尽管男性和女性实际上对工作几乎同等重视，但认为女性更不重视事业的观点却广为流传。我们发现，77%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其中73%的男性和85%的女性）认为，“看重家庭甚于工作”是阻碍女性职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当我们将调研对象的范围缩小到最高管理层的毕业生，或者当我们扩大范围，将高层管理教育项目的毕业生也囊括进来时，所得数据基本相同，说明以上观点确实深入人心。

就像一位而立之年的女校友所讲，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认为女性的主要任务就是育儿的看法根深蒂固，所以她们暂时把事业放在次要位置是合情合理的，而与此同时，她们的男性同事则加快了升职速度”。

但要注意的是，大部分哈佛商学院女校友并没有“选择性退出”去照料孩子。当我们调查X一代和婴儿潮一代女性（她们的孩子很可能年龄在18岁以下并与她们住在一起）的现状时，我们的发现与迈克库克工作小组的结论基本一致：只有11%的女性离开职场，做了全职母亲。而对有色人种女性而言，这一数字更低，只有7%。在这一群体内，黑人和南亚女性所占比例位于最低端，仅达4%。74%的X一代女性有全职工作，而对婴儿潮一代女性来说，这一数字为52%，相对较低。当然，她们中有人像其男同事一样，已经退休或缩减了工作时间。这些女性平均每周工作52小时。我们在发现只有很少女性退出职场后想知道，那些退出的人是否非常有可能没有对我们的调研做应答。但多次核对后，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明此类偏倚的证据。

即使对于现阶段离开职场去照顾孩子的哈佛商学院女性而言，“选择性退出”也不是对其经历的准确写照。我们的调研数据和其他研究都显示，成就卓越且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之所以当上母亲后离开公司，只有一小部分人是为了全身心投入为人母的工作，大部分女性则是不得已抱恨离开，因为她们发现自己晋升希望渺茫，遇到了事业瓶颈。公司暗示她们不再适合做“职场人”的方式多种多样，而且非常微妙：她们常被诬陷利用弹性时间休息或减少工作量，或者被拒绝参与重要业务，抑或从自己曾经领导的项目调离。一位将近六旬的女校友如今回忆说：“我放弃第一份工作是因为我休完产假回来后，公司严密监控我的‘母亲时间’。”

另一位40多岁的女性说：“我照顾孩子时找到的弹性兼职工作从来就没有让我实现自己的真正价值。”另一位女性则告诉我们，即使找那样一份工作也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成功就是成功地融合事业和家庭。我想我可以减少工作时间去做兼职，等孩子长大后再做回全职。但我的行业提供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兼职职位。”还有一位女性讲述了她因能力得不到发挥而离开职场的经历：“我3年前辞职是因为工作没有带给我新挑战，让我觉得很无聊。我得到的评价很高，而且那家公司很喜欢我。兼职女性想要挑战性低、轻松的工作。这种观点先入为主。但我想找有挑战性的、正规一些的工作。做兼职让我脱离了评估系统和晋升轨道。”

谁的责任重大？


在做全职工作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中，男性相比女性更可能拥有直接下属、承担损益责任和担任高管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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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对工作满意？


从以下4个方面看，男性对工作明显比女性更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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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家庭责任让女性无缘高升吗？

我们调研了这些毕业生，是选择做兼职还是休息一段时间去照顾孩子，也追问了他们这样做的次数。这些因素都不能解释高管人数上的性别差距。

我们还想了解辞职当家长如何影响女性的职业轨迹。我们问调研对象在其事业各个阶段中都请过什么假，结果发现28%的X一代女性和44%的婴儿潮一代女性，都曾在某个时期有超过6个月的休息时间去照顾孩子。相较之下，这一数字在两代男性中仅为2%。

女性会离开职场一段时间能够解释为何女性获得高级职位的可能性较小。毕竟，人们常说高级别领导者需要有长年累积的专业经验，而女性之所以不太可能担任高管职位，就是因为她们休息一段时间的可能性较大。但我们决定更深入调查。我们控制了年龄、行业、部门及组织规模等变量，分析了与家庭地位和育儿方式相关的一系列因素，以便明确是什么导致很少女性出现在最高管理层。但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我们既调研了这些毕业生是选择做兼职还是休息一段时间去照顾孩子，也追问了他们这样做的次数。我们询问了他们因顾及家庭责任而调整事业的一般做法，比如限制旅游次数、选择更有弹性的工作、放缓事业发展速度、平级调动、辞职或者放弃晋升机会。女性较男性更有可能作出这些决定，但这些因素都不能解释高管人数的性别差距。事实上，在公司等级体系内，最高管理团队的领袖与其下属相比，更有可能因顾及家庭而作出调整事业的决定。撇开事业改动和育儿决定不提，我们甚至还研究了单纯做一名家长，会有什么影响。答案是没有。经过多番调研，我们的核心结论，即哈佛商学院女校友获得高级管理职位的人数不及男校友，仍没有改变。

我们不认为这些出人意料的发现就是这一课题的最终结论。但它们的确说明，我们在以下两个问题上需要更缜密的数据。一是职场男性和女性如何在家庭和事业之间进行权衡并作出决定；二是如果我们知道家庭责任对男性及女性事业的影响，他们的生活将如何进行。我们并不是要证明个人对工作和家庭的取舍与他们事业成就毫无关联。但有一点很清楚：传统观点不完全成立。在接下来的调查中，我们将进一步研究这一课题。此外，我们希望其他研究人员也开始这方面研究。




性别差距仍在延续

尽管有资格和资历的女性，在各行业、不同机构获得最高职位的人数在上升，尽管许多组织致力于培养高潜力女性雇员，在晋升高级职位方面，男性和女性之间仍存在性别差距。

在商业世界里，《财富》1000强企业的CEO中，女性所占比例只有5%，而且她们中的有色人种女性屈指可数。20%的专业服务公司CEO为女性。在这一领域的两性差距虽较小，但仍很明显。

此外，尽管公众对董事会女性成员非常感兴趣并极关注她们，但在《财富》500强企业中，女性所占董事会席位不到20%，而且她们的人数只是在近些年才上升一些。有色人种女性在《财富》500强企业董事会中所占席位更少，不到5%。

从受过高等教育女性的职业轨迹，到女性领袖的经历，再到组织结构和文化对女性晋升的影响，学者正研究这一系列课题，以便更好地了解性别差距为何仍在延续以及如何消除差距。

资料来源：Catalyst





男女对工作和家庭的期望不一致吗？

大多数女性都期望，自己的事业和伴侣的一样重要，但她们中很多人的期望落空了。

我们还想更多了解事业满意度和工作与生活融合度方面的性别差距，所以我们调查了研究对象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事业刚起步时的期望以及他们在之后岁月里的经历。终于，我们发现一些线索，可以说明为何女性和男性不能同样实现自我价值。

超过一半X一代和婴儿潮一代男性称，他们离开哈佛商学院后，希望自己的事业比配偶或伴侣的重要。在这两代毕业生中，大多数（83%）称自己已婚，而因为我们没有关于他们性取向的可靠数据，所以我们假设他们的伴侣都是异性。因此，我们称这些男性有“传统的”职业期望，并以此指代男性事业比较重要的家庭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白人男性，这种期望在有色人种男性中并不十分普遍。相比39%的前者，48%的有色人种男性预计配偶的事业和自己的同等重要。与此同时，不分种族和出生年代，大多数女性都认为自己的事业和伴侣的一样重要。只有7%的X一代和3%的婴儿潮一代女性期望女性事业可以比男性的重要，持此种观点的男性则更少。我们称这种结构偏“激进”。

在这一方面，多数毕业生选择了传统生活。将近3/4的X一代和婴儿潮一代男性称，他们的事业确实更重要，这一数字比他们中之前如此预期的人要多。同时，很多要求事业平等的女性期望落空。尽管大部分X一代和婴儿潮一代女性称，她们与伴侣处在平等或激进的关系中，但其余人认为她们的事业遭到轻视。这一比例（40%）几乎是离开哈佛商学院后，期望接受传统模式者的两倍。调查结果在不同种族人群中差异非常大，比如黑人女性最不可能找将自己的事业视为优先重要的伴侣。

我们曾问过一组有关育儿的问题：离开哈佛商学院后，期望拥有伴侣和孩子的毕业生（91%）原本预期怎样分担育儿责任，以及他们实际上是怎么分担的。我们发现，所有研究对象在这方面的期望都比对事业重要性的期望更传统。他们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超过3/4的男性期望伴侣能够负起育儿的大半责任。抱有此类想法的黑人男性人数则要少一些。同时，约一半女性期望她们负责大部分育儿工作。拉丁裔女性（40%）期望承担主要育儿责任的人数最少。

对育儿的期望也许能解释，为何原本追求事业的女性毕业生接受了传统模式。大约一半期望事业平等的女性也认为，她们应在家庭中做大部分育儿工作。但是如果女性的首要任务是育儿，其事业的重要性就很有可能会不及其伴侣的事业。这大概就解释了为何她们的职业满意度更低。

最终还是传统家庭模式占了上风。大部分X一代和婴儿潮一代女性都负起了家庭中主要的育儿责任。X一代和婴儿潮一代男性中，称其配偶接受如此安排的人更多。黑人男性和女性接受传统模式的可能性最低。他们的比例比以上数据低了大概15%到20%。

尽管期望以传统方式分担育儿责任的女性，比期望以传统方式安排事业重要性的女性多很多，男性和女性在这两方面都相差甚远。女性可能更期望两性平等，也更可能发现期望破灭。我们还看到，男性事业较成功无疑也使女性看到其期望与现实之间差距的加大。她们中太多人见证了伴侣的事业腾飞，而自己的则相形见绌。

不管解释为何，这一落差让男性和女性都付出了心理代价。相比抱有平等期望并在家庭中拥有平等伴侣关系的女性，最初抱有平等期望但最后接受更为传统模式的女性，对其职业发展更为不满。

除了那些事业与其伴侣平等，而且担负同等育儿责任的女性，总体来看，女性较男性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更为不满。相反，期望传统模式，实际上却保持平等伴侣关系的男性比实际接受较传统模式的男性更为不满。这也许反映了一个根植于文化中的理想模式，即工作是男性的特权。的确，处于传统伴侣关系中的男性对事业满意度会更高，而接受如此安排的女性满意度则较低，不管她们当初是如何期望的。

针对“传统”事业取向的不同期望和实际情况


绝大多数男性期望处于“传统”伴侣关系中，这样他们的事业就会比伴侣的更重要。他们的期望甚至被过多满足。极少数女性期望伴侣的事业更为重要，但对大约40%的女性而言，这就是她们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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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传统”育儿观点的不同期望和实际情况

大部分男性期望伴侣担负主要育儿责任。他们的期望都得到满足，甚至被过多满足。在X一代和婴儿潮一代人中，黑人男性有如此期望的人数和此类实际经历的人数相对要低，分别占68%和72%。一般女性期望负起育儿大部分责任，超过2/3的女性接受了这种模式。然而，在黑人女性中，只有53%的人主要负责育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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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一代会改变现状吗？

现在事业刚起步的青年可能会改变职场规则，这一想法让人期待。毕竟，仅仅几代人以前，女性还无法接受高等教育并被许多工作拒之门外。难道性别平等的观点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得到普及吗？很可惜，从我们对千禧一代MBA毕业生的调研结果来看，我们认为不会这么简单。这些男性和女性在事业和人生初期所期望的成功和他们前辈的想法一样矛盾，并且不切实际。

这并不是说他们的观点完全一样。在所有哈佛商学院毕业生中，千禧一代男性相比更年长的男性，期望自己的事业更重要的可能性较低。他们也不太可能期望其伴侣做大部分育儿工作：1/3的人希望负同等责任，只有22%的X一代和16%的婴儿潮一代男性持同样观点。千禧一代还有其他特殊之处：当我们问他们现在如何定义成功，他们给出职称、进入最高管理层或类似有关地位的回答的次数比年长者少。

但就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最年轻一代男性的期望还是比其女性同学要传统。3/4的千禧一代女性期望自己的事业至少比伴侣的更重要。尽管2/3的千禧一代男性期望伴侣负责大部分育儿工作，但不到一半（42%）的千禧一代女性预计她们会那样做。

我们要强调一下，42%仍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而且这些年轻女性可能会发现自己因承担大部分育儿责任而事业重要性降低，就像X一代和婴儿潮一代女性所经历的一样。只有10%的千禧一代毕业生生育了孩子，而且他们还处在事业初期，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这些期望与现实出现落差后，最终又会如何演变。但就以往年代的人的情况看，改变不会很快出现。

千禧一代也期望维持“传统”伴侣关系吗？


一半千禧一代男性期望自己的事业比伴侣的重要。只有1/4的千禧一代女性期望伴侣的事业更重要。（左图）

2/3的千禧一代男性期望伴侣承担大部分育儿工作。不到一半千禧一代女性期望她们负主要责任。（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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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介绍

“哈佛商学院学生毕业后生活及领袖路”调研始于2012年10月，结束于2013年2月底。调研对象为MBA、DBA及PhD毕业生以及高层管理教育项目中一系列领导力培训项目的毕业生，总计超过2.5万人。其中，MBA学生人数最多，他们是我们的核心研究对象。

我们调查的女性校友大概有1.2万人。与此同时，我们分层随机调查了1.4万名男性。大概有1万名婴儿潮一代和1万名X一代毕业生参与调查，另外一小部分调查对象为千禧一代和年龄超过67岁的毕业生。调查应答率为25%——在同类调查里算是高的应答率。应答率在不同年代的调查对象中相差不大。按照标准报告程序，本文所有百分数已加权。我们还在文中分析了调查结果，以了解不同种族的毕业生观点和经历有何不同；本文记录了不同种族之间非常明显的差异。

研究团队为查找可能存在的无应答偏倚（指参与调查的人与受到调查但没有参与的人之间的系统差异），多次分析了调查结果。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明此类偏倚的证据，而且我们确信这些结果准确反映了哈佛商学院毕业生的观点。





破除偏见，改变现实

女性最大的职业障碍就是她自己的看法，这已成为一种共识，而且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认同这一看法。从“选择性退出”到“战略撤退”，我们谈论女性事业的方式往往倾向于强调她们情愿减少参与或放弃机会、项目和工作。导致她们如此抉择的前提似乎是女性相比男性更不在乎事业，或者为人母的女性不想从事重要且有挑战性的工作。

但是这种编造的论点不能反映事实，至少对哈佛商学院女性而言，那不属实。我们甚至大胆认为，对其他许多受过高等教育、以事业为主的女性来说，那些谈论都不属实。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女校友极度看重事业成就和工作中自我价值的实现。她们还要求其事业应与伴侣的事业同等重要。就像工作之余的生活（包括家庭关系）对男性很重要一样，对她们来说也如此。

那为什么我们还是在这些成就很高的人中，发现高管层人数的性别差距呢？答案似乎不是女性离开职场是因为她们要当全职母亲，其实只有相当少的一部分女性会这么做。她们进入最高管理层可能性更低的原因也似乎不是女性（或男性）为履行个人和家庭义务而不得不调整事业，比如不再做全职工作或者暂缓晋升速度。

我们呼吁组织就事业成就存在性别差距问题，制定更全面的解决方案。刚做过兼职或休息了一段时间的女性应有更多进入全职工作状态的切入点，而公司须提供一定帮助。我们的调研结果明确说明，公司除了实行弹性工作时间和其他“服务家庭”的政策外，还应有更多措施留住并培养高潜力女性。

女性正在向前迈进一步。大多数位于最高管理层的女性已经做到了，她们像男同事一样，既担负起家庭责任，也能长时间工作。女性想要更有意义的工作，更有挑战性的任务以及更多职业发展机会。安尼－玛丽斯劳特指出，现在是公司该向前一步的时候了。它们应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如何将不分员工性别或育儿角色的公平竞争环境制度化。

公司应警惕那些心照不宣但又严重束缚女性职业发展的观点。很多人认为雇用高潜力女性比雇用同等素质的男性风险更高，因为她们为人母后较容易放弃事业。这种看法是女性面临的又一偏见。一位而立之年的女性称，“我想过不戴订婚和结婚戒指去面试，这样面试官就不会对我有先入为主的印象，以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判断我的敬业程度。”

但应承认，人生进入这一阶段后非常困难，而且让人心理负担很重。对家庭生活和关系所作的决定往往是极度个人化的。“向前一步”是女性奋战职场的战斗口号，但通过我们的调查，我们认识到谢丽尔桑德伯格的另一口号，“让你的伴侣成为真正的伴侣”也同样关键，而且更适合年轻又看重事业成就的女性，因为她们想要获得有意义并让其充分展现自我价值的事业。

很多哈佛商学院女校友认为，自己处在比伴侣事业低一等的关系中，这与多数人毕业时的预期往往相悖。我们觉得这一发现很有意义。这说明处于不太平等伴侣关系的女性会感到非常失望，尤其是当她们的事业可能因此停滞不前的时候。女性可能因事业受阻而从事更多育儿工作，这让她们默认了自己的配角地位，并把自己的工作放在次要位置。

与此同时，男性作为家庭一分子，负起养家重担并减少和家人团聚的时间，因此感到压力很大。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听到很多男性称，他们因想和孩子团聚时间多一些、工作时间少一些，遭到公司甚至社会的谴责。一位32岁的男校友称：“我为保持家庭与工作的平衡而努力，可现在，我在职场和家中都不受欢迎。”

简言之，我们不仅发现男女之间存在事业成就和满意度差距，还发现女性对其未来事业期望与其实际事业发展情况的差距。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男性和女性在事业起步时有很多共同点，比如拥有MBA学位、志向高远和为成为领导者而准备充分。但两性事业轨道为何差距如此之大？也许现在该在家庭、职场和校园里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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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遭受职场歧视的女性选择诉诸法庭，并获得了高额赔偿






许
 多老板都懂得将自己的性别偏见秘而不宣。他们认为男人更胜任某些角色，而女人则最好做另一些事。但众所周知，绝不能公开表达这种态度，否则会在职场中招惹麻烦。所以我们选择对此三缄其口，就像我们会隐瞒自己对年龄的看法。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许多人毫不掩饰对职场中某个特殊群体的偏见：就是那些需要照料家人的监护人（caregivers），尤其是职场妈妈们。这种类型的歧视有个特定称谓叫做“母性围墙偏见”（maternal wall bias）。它表现为一些诸如此类的表述：“把孩子留在家里你难道不觉得内疚吗？你就不想你的孩子们吗？”长期以来，职场中人无所顾忌地说出这种话，而不用担心会惹来麻烦。

历史地看，妈妈们向来不愿惹是生非，而职场女性难以晋升高级领导层，也或多或少被认为是女人们个人选择的产物—一旦有了孩子，她们就收起了在职场的野心和抱负。所以人们认为，女性在职场上落后是因为她们甘于人后。然而，最近的研究显示并非如此，一旦成为母亲，即便心怀远大的抱负也没用，职场妈妈经常会遭遇强大而公然的办公室偏见。

企业已经开始为此支付高昂的代价。职场妈妈们在遭受歧视后很可能将自己的雇主告上法庭，而一旦被认定因性别偏见导致其职业生涯偏离正轨，法庭倾向于判她们获得高额补偿。雇佣法律中的一个新领域——“家庭责任歧视”（family responsibility discrimination）正在兴起。

根据“职场法律中心”（Center for WorkLife Law）收集的数据：在美国，大约三分之二受到家庭责任歧视的原告将自己的雇主诉至联邦法院，而且胜诉率是联邦法院所有职场歧视案件平均胜诉率的两倍。同时，在1998到2008年间，联邦法院、州法院与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处理的职场家庭责任纠纷数量增长了400%。随着越来越多这类胜诉案件在媒体上曝光，那些意识到自己遭受了类似不公正待遇的雇员们，也越来越倾向于诉诸于法律。

要统计补偿金额的总数是很困难的，因为这类纠纷的解决通常要花很长时间，而且最后大都以私下达成协议而告终。但是这类潜在的法律责任不可小觑。2007年，烘烤食品制造商宾堡（Bimbo Bakeries）的一位女快递司机，因为怀孕被禁止开车，雇主又拒绝在公司内为其安排其他工作，她因此获得高达230万美元的补偿金。

监护人遭受职场歧视的案例还经常演变成集体诉讼。在“杜科斯诉沃尔玛”（Dukes v. WalMart）的案子中，“母性围墙偏见”是促成这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体诉讼案件的因素之一。而在“ 维勒兹诉诺华”（Velez v.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的案子中，“母性围墙偏见”夹

杂着其他性别歧视，让这场诉讼的原告们获得了高达2500万美元的赔偿。

一名原告在证词中说，上司告诉她，他不愿意雇佣年轻女性，因为她们“先是恋爱，再是结婚，然后就申请灵活工作制，因为要带孩子。”在诺华的案例之前，这类家庭责任案件判决的平均赔付款是57万美元；还有超过21宗案子的赔付款达100多万美元。

不只是受到职场偏见刺激的女性会愤而反击。一名州立男警察，因为申请病假照顾妻子和新生儿被拒绝，获得了高额赔偿金；另一名男维修工，因为回家照顾生病的双亲被公司处罚，法院判决雇主支付他高达116万美元的赔偿金。

吊诡的是，“母性围墙偏见”经常发生在女人与女人之间。在“威尔士诉美国国家计算机系统”（Walsh v. National Computer Systems）的案子中，一名高级女销售员生孩子后遭受恶意对待，法院判决她获得了62.5万美元的赔偿金。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因为儿子耳朵感染，这位女销售要请假离开，但是她的女上司抓起一部电话簿摔到她桌上，让她打电话找一位儿科医生去解决。人们只能怀疑，这位身为母亲的女上司也曾经历过同样的事，并且没有得到上司通融，所以她也让女下属大嚼苦果。或者，这位女上司只是为了证明她能做其他男主管们做不到的事。

因为获得案例更方便，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但没有理由认为“母性围墙偏见”在其他国家不够显著。这个问题正在全球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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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锤之击

关于女性在职场中遭遇的阻碍，一般主要聚焦于她们身处的双重约束：居于高位的管理者通常需要非常强势而且直截了当，而女性管理者为了证明自己也具备这些特质，尤其会显得尖刻且缺乏人情味。卡莉·菲奥莉娜（Carly Fiorina）说，她在日常工作中被描述为“要么是个爷们，要么是个婊子。”这是隐秘但很严重的问题—这种微妙的不平等日积月累，等同于一个人被小刀划了一千道伤口最终致死。

但遭遇“母性围墙偏见”的感受远不像被裁纸刀划伤，而更像被重锤击中。雪莱·柯雷尔（Shelly Correll）、斯蒂芬· 伯纳德（Stephen Benard）和殷·派克（In Paik）的一项研究发现：职场女性一旦有孩子，她被雇佣的几率比没有孩子的降低79%；其升职率也比没有孩子的低50%；平均收入低1.1万美元；而且在工作表现和公司规范上也被高标准严要求—对职场妈妈的歧视如此强大，根据柯雷尔的研究，远大于所谓的“玻璃天花板”。

埃米·卡迪（Amy Cuddy），苏珊·菲斯克（Susan Fiske）和彼特·格里克（Peter Glick）所做的实验有类似的发现：他们让一群人想象自己是麦肯锡的客户，然后拿一些咨询顾问的简历资料给他们评估。简历基于性别和是否有孩子被分成两类。结果显示：当资料中注明这位咨询顾问是母亲或父亲，或者完全没有提及是母亲或父亲的话，职场母亲被雇佣或者升职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拥有孩子会让这位女性在雇主眼中的竞争力削弱，而且她自己也会感觉如此。

尽管有许多监护人很乐意退出职场回归家庭，将家庭责任置于个人职业发展之前。但这并不是一个主动隐退的过程。大部分“母性围墙偏见”案例中的女性都非常渴望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她们选择坚持工作，而不是做全职妈妈，但她们的职业之路就这么被歧视与偏见绊住了。

没错，也有许多辞职回家做全职妈妈的女性并没有起诉公司。她们说辞职只是为了有更多时间照顾家庭，但事实上，她们离开的真正原因是感觉职场对母亲或者女性不欢迎也不友好。她们隐瞒辞职的真实原因，是希望有一天重返职场时不至于没了退路。可是，她们的这种主动离开又成为职场妈妈不适合工作的说辞之一。

对企业来说这是很严峻的事。雇主通常在职场妈妈们离开时的谈话中得到反馈：她们是为了家庭而离开。

但事实上，职场歧视才是核心原因—这是一个隐形成本十分高昂的原因。换句话说，职场女性们发现，为了显得称职，她们有时不得不迎合这种男女有别的落伍观念。



偏见之辩

“母性围墙偏见”有多种不同形式，常见的一种表现为“应该怎样”的表述。举一家法律公司董事会主席的例子，他对公司一位女律师兼股东说，女人有自己的优先次序，“她们将自己的股东角色作为兼职，而拿出更多时间给丈夫和孩子。”

另一种不太显著的偏见表现为善意的行为。举个例子：一对律师夫妻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后来他们有了孩子，妻子被准许每天下午5点半准时下班，但是丈夫就被留下加班到很晚，比从前都晚—因为他要养家呀。

即便这家法律公司是好意，但是他们的政策干涉了这个家庭：妻子必须承担照顾家庭的角色，丈夫则不可以。

更隐秘而微妙的一些歧视，来自于人们不是根据你应该做什么而揣测你，而是假设你会怎么做。一位职场妈妈告诉琼（本文作者之一—译者注
 ），兼职工作的时候，一旦她不在办公桌前，人们总会认为她是在家陪孩子，而不是去开会了；从前，一旦项目耽搁，同事们从不会质疑她—他们认为她干活快到接近人类极限。

而现在，所有耽搁都会归咎于她的兼职工作制；全职工作时，她首先被当作是专业人士，但一旦变成灵活工作制，就被当作主要是母亲，同事们想当然地认为她会把家庭放在第一位，而工作在其次。




职场爸爸的处境


一旦有了孩子，职场爸爸们会遭遇什么状况？



三项研究都显示：职场歧视主要针对妈妈们，而职场爸爸们即使在业绩和遵守时间方面表现较差，也比同等表现的那些没有孩子的男人们获得雇佣和升职的几率更大。


一项研究观察了潜在客户对身为父母与非父母身份的麦肯锡顾问的印象，结果显示：职场父亲是唯一被认为既有竞争力又充满爱心的（而职场妈妈们，比起那些没有家庭牵绊的女性，她们被认为只有爱心但缺乏竞争力）。

但是，一旦这样一位既有竞争力又有爱心的职场爸爸要请假回家照顾孩子，境况就会发生改变了。根据北爱荷华大学的亚当·勃特勒（Adam Butler）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阿米·斯卡特伯（Amie Skattebo）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父亲们哪怕很短暂地离职去照顾家庭，就会被建议降低业绩评级并削减奖金。南加州大学的塔米·艾伦（Tammy Allen）和三位同事做的另一项研究则发现，只有职场爸爸们——而不是妈妈们——会因为请假照顾家庭而被公司处罚。

职场男性会因为兼顾家庭而被当众嘲笑，也会因此错过升职，或者遭受他人对其工作能力的质疑。所以，给职场爸爸们的信号很清晰：如果娶个家庭主妇，当个养家糊口的父亲，对你的职业生涯有利无弊；但是，一旦想要多照顾家庭，你的职业之路也许难免遭遇挫折。现实就是如此：女人被排除在养家糊口的角色之外，男人被排除在照顾家庭的角色之外。但是，越来越多的职场男性因此把雇主告上了法庭。





驱逐偏见

就像所有的管理挑战一样，第一步要引起对这个问题的警惕；第二步，说直白点，就是要把这种偏见一刀斩断。这看起来显而易见，但是我们的研究以及我们和职场女性的交谈发现，在很多管理者那里，偏见依然大行其道。

美国的雇主们大都知道，不能将“这儿没有工作给女人”这种话脱口而出。但如果是母亲的话，他们可能觉得自己不过是在传达一种严厉的爱，而不是一种歧视。大多数人都不理解，说出“这儿没有工作给妈妈”这种话同样可能带来法律赔偿。网络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可以给管理者们一些指导。如果你是从头开始，可以访问21世纪劳动力网站（workforce21c.com/training.html
 ），那里有一整套的相关培训材料。（
也可以参考“如何制定家庭责任条款”。

 ）如果希望避免法律纠纷或者降低有经验员工的流失风险，下面是一些管理建议。


 [image: ]

如何制定恰当的家庭责任条款


面对“家庭责任歧视”的诉讼，公司如果想防患于未然，需要制定一些简单可靠的反歧视政策，就像其他针对职场歧视的政策一样。（想看一些政策选择的例子，可参见网址worklifelaw.org/EmployerModelPolicy.html）在更高的层面上，可以有两条路径制定一条有效的政策




在现存的反歧视政策上加一条。把它修订为包含家庭责任歧视的条款。恰切的措辞需要因地制宜，但也可以简化为就在保护性条款中加上“或者家庭责任”这样的字眼。



创造一项独立条款。这项额外条款可以强调履行减少歧视的承诺，让员工和主管们有机会解释“家庭责任”。你可以在字里行间明确表达招募并留住人才的需求。同时，公司要使这些新加条款生效，必须提示员工并培训主管们，让他们跟得上这些政策调整。



（返回原文阅读）









熟知法律
 　这听起来简单，但事实正相反。在美国，不同州不同城市的法规差异巨大。职场歧视胜诉的案件至少基于17种法律理论。在联邦法院关于职场歧视的法律之外，有22个州的60多个地方政府通过了相关法条，明令禁止雇主针对雇员承担家庭责任的不恰当行为。有些甚至更进一步，不只规定了职场父母的应尽义务，也包含了对其他家庭成员的责任。作为雇主你最好有所准备，而不是在面临一场诉讼时睁眼瞎。地方法律不断调整，你可以访问网址worklifelaw.org/pubs/LocalFRDlawsReport.pdf
 找到摘编。


把观点留在家里
 　雇主们有资格表达如何养育孩子的观点，但是，这种观点在办公室里没有立足之地，表达这类观点很可能导致法律赔偿。即便一些隐晦甚至善意的表达也可能被认为是歧视。当女职员听到上司或者同事说：“你这么快就回来上班啦？我老婆绝不会就这么把孩子扔在家的。”—从事劳动雇佣诉讼的律师们最喜欢这类表述了，这些话让他们赚了大钱。


直接询问职场妈妈们的需求，而不是收回机会留待以后
 　我们访问过一位职业女性，她的导师不准备把一项新课题交给她，因为她有个孩子。导师觉得她没法全力以赴应付这个课题的挑战。所幸这位女性听到了风声，并且抓住机会获得了这个课题—但她能改变这件事的进程纯粹是个偶然。

在另一个例子中，我们发现，如果把一些提升的机会扣住不给职场妈妈，这其实是在传递一种信号—你并不鼓励她们履行家庭责任。有位女性在一家研究所工作，她第二次怀孕期间一直高强度工作，直到获得了一个非常棒的研究职位。但老板觉得她没有能力履行这个新职位，尽管这个职位比她之前的工作强度轻得多。我们在随后的交谈中发现，很明显这位老板不希望让女研究员得偿所愿，不愿支持她。他不想看到她成功。（后来同事们对老板的做法议论纷纷，女研究员因此得到了那个职位。）

其实确认一位新妈妈（或者新爸爸）是否希望得到晋升的办法很简单：直接问她/他。明确告之，这种职业发展意味着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多的出差。如果不直接问对方，即便是出于好意的揣测，也可能给你带来麻烦。




为什么要给职场妈妈特殊待遇？


有时我们会听到其他员工抱怨，公司给职场妈妈们太多特殊待遇了：为什么所有员工都要在除夕夜留下加班或者收拾烂摊子，而当妈妈的就可以带儿子去踢足球，送女儿去学芭蕾？




如果雇主为了满足职场爸妈的需求，而让其他没有孩子的员工牺牲假期或者无休止地代班，长此以往必然会招致不满。这是很糟糕的管理。不是每个人都有孩子，但是每个人都有私人生活。并不只有那些照顾家人的员工需要私人时间，其他人也有工作之外的目标和梦想。



雇主必须意识到，即便最尽责最投入的员工，也需要时间留给个人生活。管理的挑战就是设计一种好的作息制度，让员工们公平地休假和轮班，给他们留有余地，实现时间和金钱的平衡。






消除“正式”灵活工作制歧视
 　在一些法务公司，兼职工作的律师们经常被“理发”，“理发”的意思是，他们做80%的工作却只得到60%的报酬。在一些联邦政府部门，女性被允许灵活安排工作时间，但是她们不可能获得管理职位。—这些都是所谓正式“灵活工作制歧视”的例子。

如果雇主支付给兼职工作的员工较低的薪酬，他需要提供给当事人一份详尽的商业分析，证明兼职工作使得成本更高—否则如何解释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上有那么多高质量的工作都是依赖兼职完成的，因为兼职工作降低了摩擦并且充分利用了人力资源。

同样的，鉴于有那么多兼职者在各种职位上表现卓越，如果雇主拒绝给某个兼职身份的员工升职，在通知他这个决定的时候，也要给他一份详尽的分析，说明为什么较短的工作时间确实无法做好这份工作。


消除“非正式”灵活工作制歧视
 　同样重要但更困难的是，检查你的公司是否有这种歧视“非正式灵活工作制”的文化—强调组织认同感，视灵活工作制为缺乏奉献精神？最近有两项研究发现这种态度还挺常见的。

约瑟夫·万代里奥（Joseph Vandello）、瓦妮莎·黑廷格（Vanessa Hettinger）、詹妮弗·博松（Jennifer Bosson）和贾思迈·西迪齐（Jasmine Siddiqi）做的一项研究发现，当男职员与女职员都寻求灵活工作制的时候，雇主对他们的评估以及加薪建议，相比他们固定工作制的时候要负面得多。而且，要求灵活工作制的男员工会被认为很娘们—这让他们觉得很伤自尊。由劳莉·路德曼（Laurie Rudman）和克里斯·梅斯舍尔（Kris Mescher）做的另一项研究也支持这个结论：如果一个男雇员请假12 周去照顾生病的孩子或者年迈的母亲，他不仅被认为是很差的“企业公民”，而且还会被认为比其他男员工都娘们。“娘们员工”的标签比“差劲员工”更伤其自尊。

往往是职场父母，而不是其他雇员，会在需要灵活工作制的时候被公司克扣。有个例子来自芝加哥一家医疗服务公司：德娜·洛克伍德（Dena Lockwood）是一位单亲妈妈，她有两个孩子，公司雇佣她的条件是她必须答应每周工作满70小时，同时薪酬比没有孩子的同事低。当她终于谈判得到一个相对满意的薪酬之后，她发现公司在各种奖金福利方面对她都不平等，比如提成等等。她还发现公司对没有孩子的员工的考勤也更宽松。

比如，一位同事有一项“私人事务”的权限，给她超长的休假时间；其他同事也定期获得处理私人事务的许可。而当洛克伍德有一次因为女儿生病更改了开会时间，第二天就被炒鱿鱼了，没有给她任何提醒和解释。尽管合同里明文规定，辞退她必须有明确理由，并且要提前30天通知。她的工作表现从来没被质疑过，而且她还比大多数同事的销售业绩都高。洛克伍德在本市起诉了她的雇主，因为该市就有反对歧视职场父母的法条。这家公司后来赔偿给洛克伍德21.5万美元的损失费，还支付了8.7万美元的律师费。


通过培训学会如何避免“母性围墙偏见”
 “母性围墙偏见”滋生于人们思维方式中一种落后的信念：什么是好妈妈？—永远陪在孩子身边；什么是好爸爸？—赚钱养家。大量研究显示，这种思维方式依然非常普遍而且根深蒂固，除非把它公之于众接受挑战。

这就是为什么教育员工很重要。在加州，企业被强制接受关于职场性骚扰的法律培训，现在，已经有一些企业将“母性围墙偏见”纳入了培训课程。还有一些方法，包括为全体员工提供针对性训练课程，并将其纳入到管理层发展项目中去，此外还将“不歧视”列入绩效考核标准中。

也别忘了职场爸爸们。男人对妈妈们的奉献远不止于妻子产假（通常是6到8周）期间，但男人通常（不合法地）不被准许请假照顾家庭。一位男职员说，如果他请假回家照顾生病的父亲，无异于“自掘坟墓”—这种话足以成为违反联邦法律的证据。那些不给男员工准假履行家庭责任的公司，要小心你的表述。


总之，我们这些研究的底线是
 　别在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上破财。“母性围墙偏见”有点费解，但又相当堂而皇之—这意味着这类诉讼中的原告很容易胜诉。通过培训雇员来避免这类新的不断滋长的诉讼风险是非常值得的，它帮你在紧急关头避免巨额赔偿。



琼·威廉姆斯是一位杰出的法学教授，她是美国黑斯廷斯基金会（US Hastings Foundation）的主席，同时也是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职场法律中心的创始总裁。埃米·卡迪哈佛商学院沟通、组织与市场部门的副教授。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2012年2月刊。





增刊：孩子是阻碍你重回职场的障碍吗？



该你在家带孩子了！

吉姆·夏普（Jim Sharpe）

詹姆斯·韦伯（James Weber） | 文

陈笛 | 译　牛文静 | 校






一对夫妇既是生活伴侣，又是生意伙伴。为了同时兼顾公司和家庭，两人约定，一人主外，一人主内，在必要时角色互换。女主人在家带孩子三年后，认为是时候由自己接管和运营公司时，男主人却犹豫了。在如何分配双方的角色上，两人起了争执。






苏
 西·戈登和安东尼奥·巴里莱夫妇共同拥有制造公司Bottoni，该公司总部设在米兰。两人有两个女儿，一个两岁，一个三岁。为了照顾他们，两人整天忙得不可开交，连好好谈话的时间都没有。

“轮到我了！我来搅！”小女儿卡米拉叫了起来，姐姐露西娅刚刚从她手里夺走了木勺。安东尼奥在帮女儿们做薄饼，用上了她们外祖母上次从美国前来探望时带的配料。他拿走勺子还给卡米拉。露西娅立刻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安东尼奥尽力忽视她。他对正在倒咖啡的苏西说：“你刚才说有事要跟我讨论？”

“是的，不过也许我们该等一会儿，等安静了再说。”她大声盖过露西娅的嚎啕之声。

安东尼奥笑着说：“那可能得等上一个月。”

他从抽屉里又拿出一把木勺递给露西娅，苏西则把面糊分成两碗，让两个女儿各自有一碗可以搅拌。

“让她们学会分享这事暂时就到此为止吧。”她说。然后她停下来，开始发表深思熟虑了几个月、当天早上洗澡时终于想好了的话。“我就直说吧，我准备好重新回去上班了。我现在感觉跟工作和员工隔离了一样。我好怀念那些倾情投入工作的日子。不过这不仅仅是为了我。公司目前需要一个懂运营的人来经营。这几年，你雇了新的经理，维护住现有的客户，还签了新客户，已经做得很棒了。不过，现在我们需要使生产过程更加合理化，并提高产品质量以达到客户的期望。而且女儿们也处在一个不错的阶段，比半年前好带多了，也更好玩了。现在正是她们爸爸接手的绝佳时机。”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我想交换一下——按我们之前约定的那样。”苏西答道。

“什么时候？”安东尼说着，把注意力转向炉子上的平底锅。

“我想从5月1号开始。”安东尼奥转过身来称：“离现在还不到两个星期！”

“对，这段时间足够完成交接了。我对生意也不是完全的门外汉。安东尼奥，为什么你听上去这么吃惊？这是我们以前约定过的啊。我先在家陪孩子一段时间，接下来轮到你。现在已经过去三年了。”

“我三岁了！”露西娅大声说。

实际上，在露西娅出生前几个月，他和苏西就在一次晚餐中规划好了这一切。当时他们刚从西门子公司离职，接手了这家家庭经营的制造公司Bottoni。该公司生产纽扣、按扣、拉链以及其他配件，公司向意大利制衣企业供货。他们花掉了自己的存款还向银行贷了款，不过没有投资人，所以公司还是他们全资所有。他们一起上INSEAD时就有一个梦想，找到一个能让他们搬回意大利、靠近安东尼奥家并过上平静生活的机会。这次，他们终于实现了。

在苏西怀孕后，两人决定让安东尼奥接手Bottoni的生意，而苏西则在家带孩子，一切都很合情合理。安东尼奥是意大利人，能更好地理解本地的职场文化，在销售方面也很有经验。他可以开拓业务，苏西则可以在必要时发挥她的管理专长。当苏西准备好，或者当公司需要她时，她会接任CEO。暂别职场去当全职奶爸，安东尼奥一度也很喜欢这个想法。

但现在，站在厨房里，安东尼奥看起来大为吃惊，显得有些左右为难，而苏西则有些恼火。“有问题吗？”她问，嗓音也高了起来。

“亲爱的，”安东尼奥说，“我不是不愿照做，只是需要好好考虑一下。我知道我们常谈起这个，但在此之前一切都感觉不太真切。调整太大了，对我，对你，对女儿们，对员工们来说都是——” 安东尼奥的话再一次被尖叫声打断。卡米拉把自己的汤匙插进了露西娅的碗里，露西娅随即反击，把面糊抹到卡米拉的头发上。

“露西娅·巴里莱！”苏西说，“够了！”

“咱们稍后再讨论好吗？”安东尼奥说着，把卡米拉从地板上抱了起来。

“好的，”苏西说，“不过要快。”



这行不通

半小时后，安东尼奥洗完澡，换了身衣服后，开着他的菲亚特前往Bottoni的办公室。他庆幸自己能离开家，有些安静的时间仔细想想。

苏西是对的。他们有过约定。他也理解为什么她希望他履行约定。苏西是一名杰出的经理人，一个很棒的领导者。当初在西门子工作时，她四年获得四次晋升，这一切他都乐见其成。目前，生意已经走上了正轨。苏西更多地参与管理无疑能让公司受益，尤其是在公司现有的客户基础上。

但他真的该遵守当初的约定吗？放弃公司CEO的职位，在家当全职奶爸？

他的确是个很关心孩子的爸爸，比他父亲在他身上花的心思多得多，也胜过他的任何一位朋友。他总是在下午5点前到家，买生活用品、做饭，还刻意从不在周末远行。

在工作上，他也做得非常不错。过去一年，他和公司的销售经理丹特一起保住了几个大客户。他们是一个很棒的团队，虽然丹特真的喜欢并敬重苏西，但很明显他把安东尼奥视为惟一的老板。安东尼奥也知道，绝大多数员工都这么想。

也许他们能在一周里分分工，这样两人就都可以在家待几天，也能上几天班？或者找个保姆，直到两个女儿都上学？

安东尼奥想起自己的父亲，后者曾拥有一家类似Bottoni的公司，也曾多次警告过他，不要对妻子许下做不到的承诺。当时安东尼奥觉得他父亲的做法是沙文主义，他竭力解释自己与父亲不同，是真的想要和孩子待在家里。但他父亲是对的。安东尼奥并没想到自己在真要和苏西对调角色时会如此进退两难。



并非易事

苏西也为能独处一段时间而感到解脱。女儿们正在院子里玩，暂时很安静。她坐在餐桌旁，打开笔记本电脑。Bottoni运营部门负责人亚历山德拉给她发了些修订过的流程单。她们谈过为K1配件改进生产线的问题。苏西仔细检查了细节，不禁感慨这才是她读完MBA后该做的事。

Bottoni现在需要她，苏西工作上的挚友亚历山德拉经常这样对她说。安东尼奥老练地从前任老板那里接过生意，引入了新的经理人，扩大了客户群，提高了售价，并偿还了债务。但现在是时候让技术型和注重细节的领导者接手了。她已准备好提升公司的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安东尼奥绝对做不了这个。

更何况，两人还有过约定。他们是以商业伙伴而不是配偶的身份,一致同意这么做的。安东尼奥怎么能食言呢？

当然，苏西明白，要想照顾好露西娅和卡米拉并非易事。安东尼奥是个很棒的父亲，比她精力旺盛且随和得多。而且考虑到女儿们上学后就会受到老师和朋友们的影响，两人还约定，要在她们上学前，每天多与孩子们相处。

露西娅跑了进来，说她肚子饿了。一小时前她刚吃过早餐，不过苏西还是给了她一个苹果，让她去外面玩。

当苏西的母亲得知她与安东尼奥的约定时是怎么说的？“男人们连下个礼拜的事都无法做计划——更不要说几年以后的了。”她劝苏西继续工作，像他们最初那样保持平等。苏西对在家陪孩子的决定并不后悔，这段时间对她和孩子们来说都极其重要。但她也许太过天真，以为重返公司很容易，安东尼奥对退出工作不会有异议。



何谓公平

当天晚些时候，安东尼奥开车到了家附近的瓦雷泽公园。他还没看到在秋千上玩耍的女儿们，就听到她们大喊：“爸爸！爸爸！”女儿们看到爸爸便跳下秋千，跑过来拥抱他。他发现苏西坐在附近的一个长凳上。看到她冲他微笑，他稍许安心。

“现在也许是讨论的好时机。”他说。女儿们又跑去玩秋千了。

“我不知道要讨论什么，”苏西说着，笑容渐失，“我一整天都在想这件事，我们曾经约定过，这是我们当初都想要的做法。”

“我也一直在想这事，但现在不是很确定了。我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

“当然，这看起来有些吓人，我明白。但这和我们当初移居意大利、收购Bottoni、生孩子一样，让人有些害怕。你总是需要我来推着你做重大决定。所以，现在我就来推一把。”

“可是，我们还有其他选择。”他说。他此前曾和丹特讨论过此事，他们想出一个办法：让他和苏西分享这个职位，共同出任CEO。

苏西摇了摇头。“理论上，这听上去不错，”她说，“但现实中不可能奏效。这么做会造成混乱。员工们会一直弄不清该向谁汇报，更糟的是，他们只会找能给他们满意答案的领导者商量事情。另外，孩子们怎么办？”

“露西娅很快就要上幼儿园了，卡米拉的话，阿达丽娜的孩子上的那个日托所怎么样？”他小心翼翼地建议道。

“不，不，这不公平。你不能把父母的责任外包给别人，”苏西说，“我们移居到这里，拥有了自己的生意，是为了过上慢生活，不用再过一个星期工作60小时的日子，而且还能抽出时间和孩子待在一起而不影响我们俩的工作。你会爱上与孩子们待在一起的时光的。”

“显然你并不爱。”话一出口，安东尼奥就后悔了。

“我当然爱，但我也热爱工作！”苏西也不客气起来。

“我也是！”安东尼奥回击道。他们坐了一会，各自生闷气。

“那我们怎么办？”安东尼奥说，“显然，我们俩的要求不能都得到满足。咱们为什么不问问员工们或者女儿们的想法？”

苏西知道这提议有多荒谬，但她并没有指出来。相反，她握住了他的手。“亲爱的，”她说，“这事得由咱们俩做决定，而且该轮到我去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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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弗兰克，等等。我把订在你脑门上的那张抱怨清单弄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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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小说化改编的案例，展现了现实中公司领导者所面临的真实困境，并提供了专家的解决方案。本文来源于哈佛商学院的案例“Elasto Therm公司的下一步”（Elasto Therm: the next step
 ），作者是吉姆·夏普和詹姆斯·韦伯，该文也刊登在hbr.org网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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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夏普是一名创业合伙人，此前担任哈佛商学院高级讲师，主要研究中小企业。詹姆斯·韦伯是哈佛商学院全球研究小组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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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2013年10月刊。





增刊：孩子是阻碍你重回职场的障碍吗？



角色对调利于公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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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达·卡茨和迈克·卡茨夫妇


美国威斯康辛州华盛顿港一家橡胶和聚氨酯部件制造公司Molded Dimensions的共同所有者。









既
 然苏西坚决要重新工作，我们看不出安东尼奥有什么理由拒绝在家至少带一年孩子。这个问题有四个相关方：苏西、安东尼奥、孩子们以及公司。很明显，对于其中三方，这种交换都是积极的举措。苏西能重新参与到游戏中，并在关键时刻为公司发挥她的专长。在与父亲相处并目睹母亲挑起养家重担的过程中，女儿们也可获益。安东尼奥已经花了三年时间在公司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但现在公司需要的是苏西。

惟一不太确定的是，这对安东尼奥是否是好事。他和妻子毕竟有过约定（在婚姻里，我们当然不会强求对方信守所有的承诺），尽管时过境迁，可对公司来说，让苏西接管是最好的选择，至少暂时是这样。

说到我们自己。在收购Molded Dimensions 时，我们决定让琳达在家带孩子。三年后，我们互换了角色，迈克在家一年。此举令公司大为受益：领导层的变化使我们的焦点从减债转移到人力资源上。如今公司生意蒸蒸日上，也得益于那一年的转变。

对惟一领导者的依赖是小企业面临的风险之一。如果这位领导者出任何事，对公司而言都可能是灭顶之灾。拥有两名熟悉业务的称职领导者的确是优势。

我们并不完全了解安东尼奥的疑虑。也许他担心自己将从商界淡出，也许他不会像苏西那样能很好地经营家庭生活，也许他担心因为做全职奶爸而被家人、同行和社会评头论足。所有这些担心都有道理，尤其是最后一条。实际上，外界对全职奶爸非常支持。我们经常谈起迈克在家带孩子时为我们三岁孩子办的生日聚会。当亲朋好友离开时，他们都和迈克击掌相庆，称赞他干得漂亮。的确，这是一个不错的派对，但如果换成妈妈来做，也能得到同样的赞赏吗？可以告诉大家，我办了这么多次生日派对，从未得到过这样的夸奖。

苏西和安东尼奥在做任何改变前，我们建议他们把所有的家庭和工作责任详细列一份清单——从带孩子看医生到对员工进行绩效考核——然后将它们分摊。我们这么做过几次。在每条项目旁写上负责一方的名字缩写，这样省去了不断商量谁做什么的麻烦。

苏西和安东尼奥的状况令人羡慕——他们拥有自己的公司，也可以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安排工作和家庭生活。过去12年，我们在经营生意时，做过不同的安排。我们俩有时轮流在家，有时都出去工作。当时的每种安排对我们来说都行之有效。安东尼奥留在家里时，短期内他也许会挣扎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和家务上。但这么做无论对公司还是对他们的婚姻都能带来极大的好处。




你会怎么做？


国际设施管理协会项目管理服务总监

詹妮弗·德拉亚 Jennifer Drai





他们有过约定，这是底线。如果安东尼奥因为已经习惯了工作中的权力和好处就收回当初的承诺，这将毁了他们的婚姻，还会影响生意。安东尼奥可以花一年左右的时间和苏西一起经营公司，直到他们找出哪种做法对公司最有利，并不再热衷头衔之争。




Internet Bandwidth Development 公司总裁兼创始人

罗伯特·贝格尔 Robert J. Berger





在他们把孩子送到日托所或雇保姆前，安东尼奥至少应尝试做一下全职奶爸。也许他最后会喜欢这个工作，而且陪伴孩子们成长的机会只有一次。如果一两个月后他仍然想回去做CEO，那么苏西可以退而求其次做COO。




Kenny公司合伙人兼首席营销官

威尔·严（音译）Will Yen





他们应该明确列出安东尼奥担任CEO期间所需实现的目标，并在某个商定好的节点上及时交接工作。尽管苏西的要求合情合理，但她应留出两周以上的时间进行平稳交接。公司员工需要更多时间来彻底适应领导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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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刊：孩子是阻碍你重回职场的障碍吗？



共同经营，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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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奥拉·卡尼吉拉


意大利米兰欧惕姆公司（OTIM）的贸易官。这家公司由她祖父开办，是一家货运代理公司。









安
 东尼奥对苏西的要求犹豫不决是有道理的。无论是要求他执行三年前的约定，还是让他在不情愿的情况下留在家里，都不公平。相应的，他们应该找到一个两人都能工作的办法。

他们拥有互补的技能—— 销售专长和运营专长——这些都是公司需要的。安东尼奥可以继续代表公司与客户沟通，扩大消费群。苏西可以帮助改进运营和流程。最终，当她投入更多时间在公司业务上时，他们可以分享领导权，他当CEO，她做总裁。让安东尼奥立即退出的风险实在太大了。他已经管理公司三年了。他招来的员工，还与下属和客户建立了关系，大家都信任他。的确，苏西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过公司业务，但实际上，她并没有做好接手的准备。

如果他们两人都工作，就没人会为不工作而难受。在意大利，孩子三岁就可以上幼儿园，因此大女儿很快就能上幼儿园了，小女儿也可以送到日托所。当然这笔开销不小，但如果父母双方能因此而感到高兴，钱就花得值。或者，他们可以请安东尼奥的父母帮忙带孩子。这也是他们当初移居意大利的原因——离父母家更近。

孩子们得到很好的照顾后，苏西和安东尼奥可以好好规划每周的时间。每个星期有那么几天，他们俩可以分别早一点下班去接孩子，另一人留在公司工作。这样两人都能确保与孩子好好相处的时间。我不会用相处的时间长短来衡量我和儿子的关系。我关注的是相处的质量。根据我的经验，这很有效：我小时候，父亲每天工作12 小时，尽管每天晚上我与他相处的时间仅有半小时或一小时，可他的注意力全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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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让员工带着孩子来上班

Sabrina Parsons丨文

王韵竹丨译　腾跃丨编校






我
 是一家快速成长的高科技公司的CEO。我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他们依次是9岁、7岁和4岁。我可以骄傲的说，我融入了儿子们的生活。在过去十年中，我不得不兼顾孩子和事业，我不能把工作和家庭生活分开，因为我发现那样反而会带来更多压力。反而，我把两者融为一体：在需要时，带着孩子去上班，或者把工作带回家。这对我和Palo Alto 软件公司都非常奏效，而且已经成为公司文化的一部分。

我们并不是每天都把孩子带到办公室，我们也决不是把这种自由当作幼儿园到替代品。但是，当保姆需要半天假期，学校临时放假，或者某人的孩子不舒服时，我们都很欢迎并且鼓励让员工让孩子在办公室呆上一整天。我们甚至专门设计了一个房间，让需要呆在办公室的孩子可以看电视、玩游戏、做手工、读书或者写作业。

我的员工们也不用受到严格的工作时间的约束。无论原因，只要父母在“正常”工作时间需要和孩子呆在一起，我们就理解并且支持。我们的看重是工作结果和目标达成情况，而非在办公室呆的时间长短。我们对员工完成工作的地点与方式给予自由。

目前各家公司都想吸引顶尖人才，因此福利与文化至关重要。我们都听说过硅谷公司一些荒谬的福利，例如理发店、咖啡车、游戏室、免费干洗服务等等。新员工还会收到最新科技小玩意作为入职奖金。硅谷一家高科技公司的COO(首席运营官)告诉我，他从未想过自己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是给公司的自助餐厅找到最好吃的墨西哥卷饼，以免员工跳槽到下一个互联网新宠公司。

但是到了最后，这些福利其实都很肤浅。每个人都知道这些福利都目的都是尽可能让你在办公室呆得久一些——而不是真的让你快乐。提供一个让员工保持忠诚、努力工作、因创新而获得奖赏的环境，才能为公司带来更好业绩，同时为带来更优秀的人才。最优秀的人才不会被一台新的iPad或者免费拿铁诱惑，而是更看重能够管理自己的时间、专注于结果、而且公司尊重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家人。

研究显示，一个人每天只有固定几小时可以保持高效率。之后，员工只是在浪费时间、带来极小的成果。有时工作时间太长，其实会对效率和结果产生负面结果。因此为什么要鼓励员工每周在办公室呆上60、70甚至80小时呢，实际上员工效率反而更低，或者甚至导致跳槽呢？我赞成的企业文化是允许员工努力工作，同时每晚5：30或6点回家来消除压力、恢复精力。

我的员工因此少干活了吗？公司是否因为我给员工提供的工作方式和福利而在财务上受损了吗？恰恰相反。我们公司的发展速度从来没有这么迅速，并获得了财务成功。我们员工快乐且热爱工作。哦，我们也迎来了一次办公室婴儿潮——去年就有十个宝宝出生。如果这还不是员工快乐、有安全感、报酬优厚的标志，我不知道这代表什么！

我们相信，无论是招募还是留住顶尖人才，我们需要提供让员工有发挥空间、展现创造力、主动积极的文化。正因如此，我们才会这么重视员工的个人生活，给予他们工作时间的弹性，以及必要时带着孩子来上班的原因。所以，让我们忘掉桌上足球和免费墨西哥卷饼这类 “廉价”福利， 提供尊重员工的文化，理解员工是人，需要的不只是工作。



Sabrina Parsons是Palo Alto软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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